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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自从本书在2008年第一次出版之后，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欢，不管是读者在当当网上的留言，还是来自编辑部的反馈，都是好评如潮。读者对本书如此热情的反应，让我们在受宠若惊的同时，更加感觉到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让读者能及时了解到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我们决定更新本书的内容，并且增加章节，使本书涵盖的方法更加全面。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与第一版相比，这一版更加厚重，但也更加易读。除了其中的两章之外，我们对其余每一章的内容都进行了20%—40%的更新，并且在完成之后先邀请部分读者提出改进意见，然后修改定稿。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管理的日益进步，我们认为中国学者更有必要深入挖掘中国企业运作的特点和成功的条件，而这样的研究并不是在现有西方理论基础上增加一两个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就可以完成的。这种深入的情境化研究必须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因此，在这一版中我们特别增加了两个新的章节，即质化研究及其数据分析（第11章），以及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第12章），来鼓励大家从事这类研究。当然，量化研究的新进展我们也不能错过，在这个方面，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来讨论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第20章）。
除了这些更新之外，这一版保持了第一版的架构，总共包括四大部分，共22章。第一部分论述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过程，从科学过程与研究设计（第1章）开始，讨论研究的起点：提问（第2章），到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第3章），以及建构中国管理学理论的机会和挑战（第4章）。第二部分阐述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研究的设计与评价（第5章），实验研究方法（第6章），准实验研究（第7章），实地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第8章），二手数据在管理研究中的使用（第9章），实地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法（第10章），质化研究及其数据分析（第11章），以及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第12章）。在第三部分，我们主要介绍管理学研究中的测量统计方法，包括理论构念的测量（第13章），单维构念与多维构念的测量（第14章），结构方程模型（第15章），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第16章），多层次理论模型的建立及研究方法（第17章），组织社会资本的分类与衡量（第18章），跨文化研究方法（第19章），以及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第20章）。在第四部分，我们综合以上所述，讨论研究发表的旅程，主要集中在研究论文写作和审阅的过程（第21章）和论文发表的经历（第22章）上。我们希望通过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全面呈现组织与管理研究的整个过程。
为了便于读者使用，书中还包含了几个重要的附录。附录1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的追求卓越宣言，强调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附录2提供了常用英语方法论术语的标准中文翻译，以规范术语的用法。在附录3中，我们罗列了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英文文献，以便大家查询。
本书的完成是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们首先要感谢每一位作者的努力和贡献。他们不仅是各个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而且都是无私的奉献者。他们对学术精益求精，对写作也是不断改进。本书的许多章节都经过反复修改，让我们对作者的毅力和敬业精神充满敬佩之情。此外，我们也要感谢其他同事的支持，特别是尚玉钒（西安交通大学）、高中华（中国人民大学）对两个英文章节的翻译，以及赵晨（清华大学）、高昂（清华大学）、潘静洲（中国人民大学）、章凯（中国人民大学）、范新（中国人民大学）、李绪红（复旦大学）、魏昕（首都经贸大学）、贺伟（华中理工大学）和李俊超（华盛顿大学）对本书初稿的及时反馈和建议以及对书稿文字的仔细校对和订正。
如果本书能够对广大读者起到点燃研究激情和指点迷津的作用，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的队伍中来，用我们积累的知识为世界的管理学文献增添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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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卉（Hui Liao），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人力资源与工业关系博士学位，目前为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史密斯商学院管理系副教授，以及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Service的研究主任。其研究领域包含组织管理与服务质量、领导力、高绩效工作系统、工作群体多样化等。论文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顶尖期刊上。曾获多项论文奖，并获得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SIOP)'s Distinguished Early Career Contributions Award。现为Personnel Psychology杂志副主编，以及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年刊的主编。
庄瑷嘉（Aichia Chuang），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人力资源与工业关系博士学位，目前为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学系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组的教授。其研究领域包含员工与组织及工作适配、组织服务气氛与员工绩效及顾客满意、领导、跨层次理论与方法、员工多样化等。论文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Personnel Psychology和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顶尖期刊上，并获得2007年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之吴大猷先生纪念奖、2010—2011年台湾大学现职暨新聘绩优教研人员。现为美国管理学会中Human Resources Division的台湾代表、Human Relations的编辑委员及《台大管理论丛》的领域主编。
罗家德（Jar-Der Luo），清华大学社会学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暨社会资本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在学术领域着重于将中国社会的“关系”、“熟人”与“圈子”等特质置于中国本土化管理研究之中。著有《中国商道》、《中国人的信任游戏》、《社会网分析讲义》等书。同时还组织了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在灾区乡村从事可持续性发展的实验，并举办相关培训。
梁觉（Kwok Leung），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讲座教授，研究课题包括文化与管理、跨文化研究方法、公平及创新。现任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的副总编、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主席，以及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和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会士。
周帆（Fan Zhou），博士，副教授，现任职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并主持多项国家研究基金课题。讲授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管理研究方法等，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职业安全和跨文化管理。
刘东（Dong Liu），现任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在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员工创造力、员工离职、团队构建、创业、跨文化管理、领导力等。研究成果已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等世界顶级管理学期刊。曾获得多个研究与教学大奖。
张震（Zhen Zhang），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W. P. Carey商学院管理系助理教授。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人力资源与工业关系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领导力过程与领导力开发、组织行为的生理学基础、创业者性格与行为和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世界顶级管理学期刊。目前是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和Leadership Quarterly的编委会成员。
汪默（Mo Wang），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Warrington商学院管理学系副教授。于Bowling Green州立大学获得工业—组织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联合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退休管理、职业健康心理学、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以及高级统计方法。其研究获得过多个重要奖项。目前是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的副主编，以及Personnel Psycholo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和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的编委会成员。
张燕（Anthea Yan Zhang），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Jess H. Jone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t Rice University）战略管理系教授。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其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管领导力，尤其是企业中的高管离职和辞退问题。在针对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研究方面，在外商直接投资、创新和创业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担任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副主编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的顾问编辑。此外，还荣获2010年战略管理协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的Emerging Schola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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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何在一流期刊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
徐淑英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在国际一流的管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吸引中国管理学者的主题之一。但是，对我来说，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是更有意义的话题。但因为过程和结果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科学研究过程掌握得好，论文就可以在一流期刊中发表；反之，则没有机会，因此，我将更吸引人的结果——论文发表作为本书引言的标题，来探讨使管理学研究论文得以发表的条件。
众所周知，国际一流期刊的稿件平均接受率是10%左右。近年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的接受率只有6%。这些通过了严格审核过程的论文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严谨。一个研究做得够不够严谨可以从几方面来看：方法是否严谨？逻辑与理论够不够严谨？研究的可信度高不高？效度如何？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大家介绍严谨的管理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就像工具一样，能够保证研究过程和结论的严谨性。






一流管理学期刊
一流的英文管理学期刊有A与A-／B+两级。管理学界的同行都知道A级的期刊是最重要的期刊，也是大家都希望能在其中发表的期刊（期刊名称如附录所示）。在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以下这几个期刊，然后再谈其他的优秀期刊。
首先是AMJ与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SQ）这两本期刊。我当过AMJ的主编，对这个期刊很有感情。ASQ也是一本非常出色的期刊，影响力非常大。所谓影响力就是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大家都知道引用（citation）这个词，在管理学领域中，ASQ这本期刊被引用的频率是最高的。至于投稿量，AMJ每年收到的投稿有1000篇左右，平均一年发表50—60篇。ASQ每年收到的投稿有250篇左右，平均一年差不多发表25篇，篇数比AMJ少。这是由于考虑到ASQ的影响力，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的文章还没达到它的水平，所以就不敢去投了。一般来说，期刊的投稿越多，找到好文章的机会才越高；反之，就比较少。而AMJ是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的期刊，它本着帮助学者提高研究水平的态度，欢迎所有会员与非会员投稿。所以很多人即使觉得自己的文章没有被接受的希望，也愿意投稿以得到专家的意见进而帮助自己提高文章质量。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只发表理论文章，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是美国管理学会的新期刊，从2007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次，其文章引用率已经排在了前五名。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AP）是心理学领域的顶尖杂志，但也发表了很多管理方面的文章。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则是探讨国际企业管理或比较管理的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属于战略管理领域的顶尖期刊。Organization Science这本期刊只有20年的历史，比较年轻，但水平已很高。Personnel Psychology的地位愈来愈高，引用率排在前20名。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每年出版一本，虽然很多人并不把它看做正式期刊，但它的影响力也很大。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近年来进步很快，引用率排在前10名以内。
在A-与B+级的期刊中，Journal of Management相当不错。其他刊登优秀文章的期刊还包括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Leadership Quarterly以及Organization Studies等，在此不做一一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这个领域中，若有研究者能在上述的任何一个期刊中发表文章，都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值得大力赞扬。
另外有一个期刊我在此要特别介绍，那就是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MOR，《组织管理研究》），它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会刊，也是一本专门出版与中国管理研究有关的高质量论文的期刊。该刊物致力于促进全球组织与管理知识的发展，主要出版在如下三个领域内对管理知识有所贡献的创新研究论文：（1）管理学的基础研究；（2）国际管理和比较研究；（3）中国研究，包括中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的研究。这本期刊在2005年创办，经过七年历史，已得到了对中国管理研究感兴趣的广大学者的认同，其文章下载率已达到其他优秀期刊的水平，在2008年就进入社会科学论文检索系统（SSCI）。它的首次Impact Factor（2010）是2.806，在SSCI的140本管理期刊中，排名第22位，如不包含自我引用，排名第15位。作为MOR的创刊主编，MOR的快速发展让我很开心。
MOR鼓励论文评审人本着培养和帮助作者提高研究和写作水平的原则，对每一篇论文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因此，无论评审结果如何，评审人会向所有文稿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发展性的反馈意见，这将促使投稿者改进他们的研究和文章。另外，MOR会为投稿者提供及时的回馈，一般在收到文稿后12周的时间内就会做出评审决定。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这20本期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家要做研究就得看文献，但一定要有所选择地看文献，不要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献都看，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我建议要看英文文献就去看排在前25名的期刊中的文献，其他的不需要去看。为什么呢？因为期刊的文章如果没有经过同事审稿或审查不严格的话，研究的严谨程度就无法确保。你投稿时，如果所引用的文献都来自那些不知名的期刊，就会降低你文章的说服力。第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有时我们会看到在一个主题上已经发表了几百篇甚至上千篇的文章，你如何知道哪一篇文章是重要的呢？最可靠的就是看论文登在何种期刊上，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困扰和时间。



为什么要发表？
之所以要把论文发表在一流期刊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研究者要向其研究领域贡献新知识。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新知识，所以研究者的主要责任就是贡献新知识。为了贡献新知识，我们才做研究、发表论文。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自己的研究，并把它当做个人的目标，那么做研究时自然就会关心严谨性了。
第二是研究者要对某个研究领域产生影响力。只有当研究论文经过审稿程序被发表出来时，影响力才可能产生。虽然有时一个研究结果可能出错，但当其他研究者注意到并引用该论文时，这项错误的结论就有机会被加以修正、改进。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牵涉到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假如研究者明明知道论文里面有问题，但他的写作技巧非常高，能够写出来说服别人，结果使本应被拒绝的论文发表出来，这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知识的用处是帮助实践，管理研究的成果很多会进入教科书，假如知识有错，就会误导学生、误导实践。所以，第一点原因是最根本的：研究论文必须能够提供新的准确的知识，对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第三个发表论文的动机是为了成名。这不是一个坏的动机。但是，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特别是美国、加拿大（中国也不例外，欧洲可能还好一点）的学术环境中，有一个很不健康的趋向，就是大家把发表论文当成做研究的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想办法把本来可以做一篇很好的论文的素材，拆解成两篇、三篇，结果降低了论文的质量，只能投稿到B级或B-级的期刊发表。这种论文即使有五篇、10篇或20篇，都比不上一篇ASQ或是AMJ上的论文。我在担任AMJ主编的时候就发现，即使一些很有名的教授，也有这个陋习：他们把一篇文章投到我这里，同时又把方法改一改、问题改一改，写成另一篇论文，投到另外一个期刊。曾有审稿者向我报告这样的问题，我就打电话到另一个期刊，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篇文章，他们说有啊！于是，我和那个期刊的主编，就把这两篇文章都拒绝了。
也许有的人会说，这是为了获得永久聘任与晋升（tenure and promotion）等的需要。可是假如研究者的目标只是为了能够获得永久聘任的话，他就会争取在短时间内发表很多论文，这样就会导致很多论文越做越不好。譬如说，当有别的研究者问你愿不愿意合作时，为了在短时间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种人一定会首肯答应，甚至会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这样做，研究一定会做得很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什么题目都做一点，也就是做这种机会式研究（opportunistic research），而不是做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题目的研究，研究的累积性一定有限；而且，只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追求知识，则我们的心理投入（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就会很少，于是研究做起来就没味道、没兴趣。到最后，做研究就会成为一种苦差事，越做越没意思。
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走快捷方式。比如说，要验证某个假设的过程很辛苦，好不容易才搜集了100个样本，照理说在考虑研究贡献时，我们仍应该再去搜集更多的样本。但有时候就会想，既然那么辛苦，就先写好投稿出去吧，这样做就是走快捷方式。如果研究者自己知道这个文章、这个题目还没有完成，就不应该赶着投出去。我认为，发表论文只是一个手段，它让研究者有机会告诉同领域的研究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这项研究以及新的发现，可以贡献很多新的知识、建构新的概念。但千万不要为了发表而发表，否则伤害一定会很大。



发表论文的策略
1.　认识对的人
认识对的人主要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如果你和某个期刊的主编是好朋友，那么你的机会可能会多一点，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目前所有的期刊都采用匿名审稿，就算你与主编是好朋友，通常也没有什么帮助；第二层是跟好的人合作。怎样才叫做“好的人”呢？这些好的人，是指他的条件或是名声比你好，或是他的研究做得比你好。就跟打球一样，如果找球技跟自己一样或是比自己差的人，自己的球技一定很难有所进步。所以，一定要与一个技术比自己好一点的人去打球，这样才能进步。同样的道理，研究者需要找一个研究比自己做得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伙伴，这是第一步。
如何去寻找研究做得比自己好的人，并形成研究拍档呢？也许在你周围不容易找到在做研究上有经验的人，不过，这不代表找不到这种人。一种方法是去参加学术会议，阅读一些期刊（例如AMJ、ASQ），认识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并参加学会（如美国管理学会或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所举办的年会。开会时，经过其他老师的介绍，跟他们谈自己的研究问题，引起他们的兴趣；若是你把写好的草稿给他们看，他们就能更加认识你了。在我们这个研究领域里，年纪大一点的、有经验的教授，都很喜欢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所以年轻的研究者机会很大。不像我们这些经验较多的人，如果我寄一篇文章给他们看，他们可能觉得我已经做了快三十年的研究了，就不会帮我看。所以，要懂得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或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得比较好的人，跟他一起做研究。然而，对于一位助理教授而言，你的研究伙伴也不一定全都是教授才好。那些对你而言最好的研究伙伴，反而是那些较为资深的助理教授或是副教授。因为这些尚未升到教授职位的研究者大多充满研究热忱，也更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当研究者升到教授以后，通常必须花许多时间去处理无关学术研究的行政事务。相对而言，投入研究的程度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还有另外一种好的人，就是那些为了做好的研究的研究者，而不是为了工具性目的的学者。如果与你共同做研究的伙伴，只是为了某种实质利益的话，他会把这种坏习惯带给你，这样就会伤害久远。这种坏习惯的养成，可能是为了晋升等而去做研究，因此就想早点把论文寄出去、早点发表，即使文章还不够成熟也如此，久而久之就养成做研究不严谨的习惯。
研究做得严谨并不意味着慢工一定出细活，而是指在研究的每个阶段都要做到严谨。另外一点是，你是否有很多研究课题？每一个阶段只做一个研究课题，就会做得好。做研究也得做研究管理（research management），就跟项目管理一样：有的研究大，有的研究小；有些在外面审稿中，有些在撰写中，有些还在搜集资料，有些正在分析。如果你同时做五个研究课题，五个都打算在A级期刊上发表，那你的目标就是要达到A级期刊的要求。然而，意外可能发生，比如身体不好、要期中考、家里有事，等等，这样就会造成无法兼顾论文质量，导致论文跑到B级期刊。假如你的目标一开始就设定在B级期刊，那最终会发表到哪里去呢？可能是更差的期刊。所以，目标一定要定得高，如果达不到没关系，你起码可以退一步；如果起步低的话，要上去就很难了。你的目标就是尽力做，如果达不到A级期刊的要求，至少可以回到B级期刊去——你可以从A级期刊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反馈意见，把文章修正后再投到B级期刊。
2.　去好的学校
什么是好的学校呢？有时很多人会误解认为很多研究者研究做得多、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在好学校的缘故。其实在名校读书或任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资源多、名教授也多，坏处是教学压力大。名教授通常都忙得不得了，根本没时间和你交谈。其实，最适合做研究的学校应该是那些教学压力小的学校。一般而言，做一个学者、一个研究有成就的人，起码需要把一半以上的时间放在研究上。当然教学也是教授的重要责任，一周的时间里，备一天课，教两天书，但剩下的两三天，必须用来做研究。你不能说：“等我有空再去做研究”，这样研究就会变成业余活动了，而变成业余活动的研究，是不太可能做好的。
3.　不怨天尤人
请求上帝保佑自己的祈祷可能会有帮助，但是神好像也只愿意帮助自助之人（God helps people those who help himself）。自己不努力，上帝也帮不上忙。现在有些人似乎很逃避，一天到晚在想这个制度公不公平，那个谁又在扯谁的后腿，把时间都浪费到这些事情上面去了，那就没有精力做研究。不管别人如何议论，你要相信审稿制度；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4.　以最好的文章做榜样
要做高质量的研究，必须要懂得阅读与临摹范例研究，遵守科学研究的程序，而不是为了发表而发表。所谓临摹范例研究，就是从最好的研究中学习。就此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高质量的论文。什么是高质量的论文？其实也有一些即使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文章就是在所有发表的论文当中，再进行第二次审查所挑选出来的论文，这种论文就是得奖论文（award winning papers）。有几个期刊会有这种得奖论文。例如，AMJ有一个委员会，委员都是有名的教授，每年审查前一年大约五六十篇论文，从中挑选做得最好、最精的论文，这就是最好的文章（the best paper）。从1987年开始迄今，已有二十多篇论文获选为得奖论文。我们已经将这些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徐淑英、张维迎，2006），第二版是近七年的最佳论文（张一弛、徐淑英，2012），欢迎大家去读一读。
ASQ从1993年开始也有这种论文，但它的选取方式与AMJ不一样：其委员会是审查五年前发表的论文，并评价这些论文的影响力。影响力怎么判断呢？第一就是察看文章被引用的情形，第二就是再重新看这篇文章，相较于五年前的其他文章，这篇文章是不是最好的。从这些标准来看，ASQ做得比AMJ更好，因为它不但考虑这篇文章是当年最好的，也考虑这是否的确是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
除了研究要做得好以外，写作当然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技巧。既然AMJ与ASQ都已挑选出最好的文章，我们就一定要从最好的文章开始，察看这些文章是怎么做出来的（ASQ最佳论文集也翻译出版，见徐淑英、张维迎，2005和张一弛、徐淑英，2012）。比如说，这篇文章和你想研究的题目很像，你需要仔细地看它怎样开始、怎样提出问题、如何把文献整合起来、用什么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方法做的。你写的时候就可以套上面的句子来写，甚至可以“抄”其中的句子，但是不能抄得太多，你抄五个字以上，就必须说明内容来源。MOR 2011年3月发表了一期有关研究论文发表的伦理特刊，讨论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文章可以免费下载，请大家去阅读参考。



投稿常犯的错误
投稿被拒的最大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过程（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不够缜密。这有可能是在研究问题、理论以及假设（research question, theory and hypothesis）上做得不好，也可能是在效度与普适性（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上有所不足。这些问题是可以预防的。研究者必须了解几个最好的、常用的研究设计方式，以及它们存在的问题。
在常常出现的文章被拒事件中，90%的失败原因是研究问题问得不好、不够清楚。别人看你的论文，看了三十几页还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当问题不清楚、不重要又问得不完整时，人家看了也提不起兴趣。如果论文中的概念非常多而混乱，而且文字又不通顺的话，论文的可信度就会降低。所谓理论，基本上就是指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所以论文中的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不能太多，太多、太复杂的概念很难操作，也很难控制。所谓的没有理论的假设（hypothesis without theory）就是指一篇文章有很多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后面却没有理论基础，让人看不见假设与假设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研究者要详读文献。文献没看全的话，审稿者会说这个研究已经有文章发表过了，现在是重复性的研究、没有贡献新的知识，不值得发表。另外，文献也会告诉你有哪些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个研究里面可能有三到五篇主要的参考文章，而其中最重要的文章，就能对你的研究做一个很好的总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值得关心？过去的文献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哪些？为什么这些答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够好、不够深？你现在做这个研究想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看法、新的想法？新的想法是由什么理论衍生出来的，这个理论又是如何解释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思路构想出来，把整个研究历程浓缩到这一篇论文当中。这篇论文既然要被审查，就需要引起其他人的兴趣。文章就必须像放电影一样，从一开始就要很有意思，让人越读越有味道。如果一篇论文读起来乱七八糟，连个主题故事都没有，别人就会想：读了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收获，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很多结果或说法又错了，其他人就不可能同意你文章的结论。
第二部分的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第一个问题是研究中的主题与假设在测量或分析层面上，没能相互匹配（level or unit measured does not match that hypothesis）。比如说，我研究领导力，想问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重要性。那么研究的层面在那里？是个人、团体还是企业？应该是企业层面。但是，很多人在研究中，只问员工：“你的主管怎么样？”又问员工：“企业的文化怎么样？”所有的衡量，全都是在个人层面，这样就使得研究问题与测量层面不一致。研究问题属于企业层面，然而，研究的对象却是个人层面。因此，是研究者改变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与概念建构，由企业层面改到了个人层面。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很多很好的文章就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了。第二个问题与测量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测量跟概念不符合，或是一种无效（缺乏效度）的测量（measures do not match constructs or invalid measure），这种问题在心理测验中谈论得很多，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把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用来做因果关系的分析。在做因果关系假设（causal hypothesis）时，假设与理论会影响到研究设计，在很多情况下，使用纵向（longitudinal）的研究设计是很有必要的。
其他的问题还包括控制变量不合适（inadequate control）或模型未做完整界定（model under-specification），等等。有时也可能是研究设计中控制变量选得不对或做得不好。假如说以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式来预测公司效能，你找到一些变量用以预测公司效能，但是需要控制的变量却可能不对。在这个例子中，基本的控制变量是什么？比如产业类别：在某些产业中，不管做得多糟，这个公司都会赚钱。所以，在这类研究中，如果没有控制产业类别，结果的可信度就不高。你是研究的设计者，你就必须仔细思考，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并将这些解释因素加以考虑或加以控制。此外，缺乏抽样计划（no sampling plan）或是样本仅能提供很微弱的证据（weak justification for sample），则属于样本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 problem），就是研究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是来自同一测量来源，因而会造成虚假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不仅可能隐藏了真实关系，而且会干扰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联系。另外就是使用单一信息与回溯性数据（single informant and retrospective recall）的问题。例如，到中国内地做企业绩效研究时，没有好的客观资料可用，一般现成的数据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去问还是会有误差，有了误差其他人就不相信研究结果。所以，一定要有两三个不同来源的资料，结果又能聚合（convergence），可信度才能提高。
一篇论文，从前言开始，到理论—问题—假设的提出，构成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则是研究设计上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解释你的结果。解释结果常见的问题是过度解释。你的结论根本无法从结果中获得论证，但你却这样解释就是说过头了。其次，一些粗心的错误，如格式不对、写作技巧太差，都会显出研究者很不认真的态度；若是连论文里面基本的数据都是错的，那就不只是不认真，而是不专业了。一篇论文从头到尾，起码会碰到十几个问题，所以，一定要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校正。虽然这很费时，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我的论文，平均要修改二十多次，一般我都会雇用一个专业的英语编辑来修改文法并且润色，到不能更好的程度，才会投出去。
最后一个是贡献不够的问题（insufficient value added contribution），就是这个研究对现有知识的附加价值不高，没有什么新贡献。那么，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呢？简单地说，有价值就是指这个研究为某个领域的问题增加了新知识。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有人把发表论文比喻为一种对话：在专业领域的文献里面，有关这类题目也许已发表了很多论文，我们可以把每一篇发表的论文都视为一个谈话，你写一篇文章就是加入一场对话。当你要插入一个话题时，就要看你的话题是否值得别人去倾听？你加入的这些话题，是否能让别人学到新的东西？你讲得是否清楚？是否有意义？此外，你究竟参加哪一个研究主题的对话，这又跟你怎么认定研究问题有关系了。首先，要了解自己要问什么问题。假如你想要了解有关企业控制的问题，就要先找文献，看有哪些人谈论过这些问题，或写过这些文章，你需要看他们的文献；接着，就看这些对话是如何进行的。假如你想研究“控制”，但文章内容却都在关心“文化”的问题，那你的方向就弄错了。
可是，要如何才能问“对的”问题呢？问题要问得对，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你研究的主要构念是什么。一个研究问题中一般包括好几个构念，到底哪个最重要？举例来说，在“领导如何影响企业文化或绩效？”的问题中涉及三个构念：领导、文化、绩效，哪一个才是最主要的呢？有人说“我关心企业”，所以最主要的构念是企业；有人说“我关心文化”，所以文化是主要构念；也有人说“我关心领导这一块”，所以领导是主要构念。你不能同时参加这三个对话，这太辛苦了，也没有重点。所以假如你关心的主要是领导议题，就要进入领导的文献库，找出研究者对领导与企业文化或企业绩效等关系的看法，看看他们是怎么对话的。然后你再加入进去，贡献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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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言与基本概念
1.1.1　研究的第一步
对大多数年轻学者而言，着手一项研究如同在黑暗的房间里找到灯的开关一样。“我应该从何处着手？”“我应该研究什么主题？”“我需要什么样的例子？”“做多少文献回顾才足够？”“我应该使用什么理论？”我们希望本书就是“灯的开关”。在打开开关以后，你就能看到很多事物。可是，上述问题的解答却不是这么简单。本书致力于为以下问题提供一些答案：“我如何进行一项高质量研究，使我能在梦寐以求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从而使我的研究生涯有个好的开始？”本书希望向读者提供一些帮助，以回答上述问题。当然，这其中涉及很多的选择，因为研究并非是单一、线性的，你可能要选择一条甚至多条最适合个人兴趣、技能、个性和热情的途径。
本书将介绍的是研究管理和组织的规范科学范式（Kaplan, 1964; Popper, 1968; Wallace, 1971），它是北美管理研究的范式。在世界不同地方，研究的实践、规范和传统都会有一些差异。不过，本书不是用来比较这些不同的传统和范式间的差异，而是介绍北美的研究方法。这是在组织和管理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大多数顶级期刊（包括北美的期刊、一些欧洲和亚洲的期刊）也遵循这样的范式。该范式对于研究华人的管理和组织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理解管理知识的现状及其发展过程，让我们参与当前的学术对话（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s），使我们能与北美学者们（或者一些使用或理解北美传统的欧洲和亚洲学者）相互合作，进而能在主流期刊上发表论文；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对全球管理和组织知识做出贡献。
1.1.2　科学的目标
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解释并且预测自然或社会现象。从科学方法中得到的真理既包含逻辑，也包含证据，逻辑与证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没有数据的逻辑或没有逻辑的数据，都只是科学方法中的一半。另外，科学是创造知识，而非应用知识。科学不能解决关于某一研究领域是好是坏（如干细胞研究），或某一研究方法（如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是优是劣等的争执。科学研究独立于政策制定或应用方面的考虑。科学的目标是对现象（如全球变暖、传染病等）寻求理解、解释并且能够做出预测；这样，通过政策决策，知识就能被用于控制或改变这些现象。
虽然追求科学与价值立场和政治考虑无关，但科学的终极目标是使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变得更好。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保证我们的科学思维对于人类是福祉而非诅咒”（Clark, 1984: 527）。
1.1.3　求知的四种方法
科学的基本目标是在混沌的世界里探索规律，找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真理。然而，科学并非知道真理的唯一方法。
人类历史起源时，大多数人通过神话，或者通过从祖先传下来的智慧了解真理。祖先告诉我们有一个太阳神、月亮神或者海神，如果有人在一年的某一个时候遥望月亮，他将会变成石头。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跟随神的教诲（不管是哪个神），他们将能够进入天堂，或者下辈子过得更好。信神的人相信这些说法就是真理，因为这些说法是从神而来的。不信神的人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是一种迷信。从历史起源直至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宗教都是最有影响力的真理来源之一。实际上，甚至一些最知名的科学家，都认为神是自然界或社会中不能使用科学方法解释的许多现象之一（例如，爱因斯坦承认神存在的可能，参见Clark, 1984）。
求知的第二种方法是权威。当感冒或生病时，我们往往更相信医生的建议，而非家政人员或的士司机的建议。关于飓风如何形成以及地震何时会发生的知识，我们更加相信百科全书的说法，而不是小说或漫画。然而，对专家的知识必须保持谨慎，不应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知道医生在诊断时也会犯错（Welch, Schwartz & Woloshin, 2007）；并且，随着新证据的出现，知识会与时俱进。有意思的是，大多数权威专家的知识是通过科学研究得来的。然而，即使由科学而来的知识，也只是暂时（tentative）的真理，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做进一步的证实或辩驳。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求知的第二种方法是请教某一领域的专家或求教于书本。
对于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如果有人提供很好的论证，我们更可能相信这样的解释或观点。逻辑是知晓真理（或至少是暂时真理）的第三种途径。逻辑就是推理，它能够给出一个合理且可能是真实的社会构念（social construction）。诉讼律师最擅长使用逻辑，并娴熟地引用资料作为补充，来使法官或陪审团信服为什么原告是有罪的，而被告是无罪的。逻辑是理论的核心，是理论物理学的基础，也是数学的基础。物理学通过逻辑能提供合理的或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推断某一特定的粒子，在特定的条件下，有什么特定的运动方式。理论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对一个现象或多个现象中的事物的一个推测。所以，逻辑或理论是求知的另一种方法，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真理。如果有人建立新的理论来提供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由之前的理论所支持的暂时真理就会被推翻。不过，除非逻辑与经验世界一致，否则，仅有逻辑是不足以建立真理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使用实证数据来证明逻辑的正确性。
因此，科学是求知的第四种方法。“认识论”是指求知的科学，而“方法论”是指如何找出真理的科学。因此，本书中我们所描述的认识论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过程，本书所讨论的方法论是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方法论。求知的科学途径既包括逻辑的推理，也包括数据或实证观察，这被称为实证科学（Popper, 1968）。科学过程所创造的知识较为可信，这是因为它既有逻辑（理论），也有数据（实证观察）的支持。然而，科学所创建的知识也只是暂时真理，因为新的逻辑（理论）可能会出现，新的数据可能会推翻最初的逻辑。这就是通过持续的科学研究，引入新理论和新观察，从而更新知识的过程。
1.1.4　看待现实的三种观点
如果科学的目标是探索真理，我们首先必要考虑什么是现实（reality）。真理依赖于科学家对现实所持的看法。如果科学家相信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这表示只有一个真理。如果科学家相信同一个现象可以有多个现实，那就有多个真理了。在像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人类经验对社会现实有重要影响。相信只有一个现实，且该现实独立于主观的经验或阐释，这是前现代观点（premodern view）。这个观点会认为，玫瑰的美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反对者的观点都是脱离现实的。如果组织采取全面质量管理，持前现代观点的人就会假设全面质量管理对于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现实。然而，大多数人都同意人类经验具有多样性，同一个客观现象可能有多个现实、有多种阐释。玫瑰可能会被认为是美丽的、多刺的或者丑陋的，这依赖于感知者的感受或经验。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玫瑰是美丽的，但是我们也仍然接受一个可能的现实，即玫瑰并不漂亮，这就代表我们持有现代观点（modern view）。现代观点认为既存在客观现实，也存在对此的主观经验的多样性。因此，现代观点接受全面质量管理的客观存在，但是也接受基于组织中成员或部门的不同经验而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其他现实。如果科学家相信现实是完全与经验有关的（例如现象学），那么他们就持有后现代观点（postmodern view）。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美丽存在于观赏者的眼中，根本不存在美丽的花朵这回事——美丽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有意义的只是对花的主观想法或诠释。根据这个观点，全面质量管理完全是一个主观的经验。除了组织成员的经验之外，根本就没有客观的全面质量管理这回事。组织文化的现象学研究方法（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如Smircich，1983），与看待现实的后现代观点是一致的。
总之，看待现实的前现代观点仅仅接受一个现实：个人的经验无关紧要，也不能改变现实；现代观点认为，有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是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经验，因此客观现实和主观经验能够并存；而后现代观点则认为没有客观事实，只有对现实的印象或主观经验，这些现象和经验都被认为是现实或者真理。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科学方法，是基于现代观点。我们选择要解决的难题和方法，都取决于我们究竟是对客观现实还是主观现实感兴趣，也依赖于我们对试图理解和解释的现象所持的看待现实的观点。
1.1.5　规范科学范式
理论的诠释、重要事实的确定，以及事实与理论的匹配，组成了科学的基本范式，我们称之为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Kuhn, 1962）。诠释理论、寻找事实、将事实与理论匹配是规范科学的三个主要活动。规范科学是一种实证科学，数据、证据或观察都是支持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Popper, 1968）。规范科学的出发点可以是观察，也可以是理论。基于共同范式的研究遵守同样的科学实践准则和标准。因此，在基本准则与标准上必须达成一致，并且遵守它们，这是规范科学的必要条件和长期坚持的要求。简而言之，范式涉及对真理或现实的不同假设，而规范科学范式是基于看待现实的现代观点。
科学的目标是为自然界或社会中的难题寻求答案。规范科学范式决定了分析难题时，对课题、理论、工具和方法的选择。当现有的方法和理论不能对现象提供满意的解释或理解时，新的理论或方法将出现，它们可能成为新范式的开始。Kuhn（1962）将一种范式代替另一种范式称为科学的演进。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介绍这些看起来很抽象的概念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规范科学的局限。遵循某个特定范式的科学家，倾向于使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来得到学术界的接纳。作为特定范式的忠实保卫者——评审人和编辑，可能会怀疑甚至不能容忍新的理论、逻辑或方法。因此，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标准和准则，使我们的科学调查和积累知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限制我们，使我们不能发现新理论、发展新方法，或提出不熟悉的问题。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年轻的学者已经发现遵循主流的研究范式是必要的，甚至是一种理想的方式。然而，戴上规范科学的有色眼镜，我们可能无法认识到具有华人特色的现象，并且不可能探索具有华人特色的知识。有关这一点会在第12章“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中再详细讨论。



1.2　科学研究过程
科学研究过程是对自然或社会现象做系统性的、受到控制的、实证的和批判的调查，它可以始于理论，也可以终于理论。
科学研究是系统性的，因为它在决定样本的代表性与测量的效度时，会使用已确立的准则和标准，并且使用理论来指导研究设计，解释研究发现。科学研究是受到控制的，因为研究者在研究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发现研究情境下有意义的因素，还要排除或控制对得出有效结论有干扰的因素；科学研究是实证的，因为它利用实证观察来证实理论解释的正确性；科学研究是批判的，因为研究者必须对用于解释的理论的效度、数据的质量、结果和解释的可信度保持怀疑态度。
1.2.1　科学过程包括两类研究的循环
科学研究过程是一个涉及许多活动的不断循环的过程，该过程既可始于理论，亦可终于理论。科学研究过程假设研究者已经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并且已经做了相关的文献回顾。一旦认为问题很重要、值得研究，而已有的文献对该问题不能提供有意义的答案时，研究过程就可以从理论或者观察开始。从理论开始的研究被认为是演绎导向的假设检验研究（deductive hypotheses testing study），而从观察开始的研究则被认为是归纳导向的建立理论研究（inductive theory building study）。如图1所示，归纳导向的研究方法位于循环的左边，演绎导向的研究方法位于循环的右边。循环的上半部分是指逻辑的方法，即通过归纳和演绎的逻辑实现理论化的过程。下半部分则是实证的方法，即在研究方法的帮助下从事研究的过程。

图1　科学研究过程的要素
资料来源：W. L. Wallace, 1971。
假设检验的研究遵循图1右半部分的流程。首先，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理论被转化成假设。假设是对研究问题的暂时回答，它们包括可测量的构念，但不包括测量指标本身。例如，Westphal（1999）对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的社会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感兴趣。与这个研究问题相关的理论有两个：一是代理理论，二是社会资本理论。基于代理理论，Westphal假设社会关系降低了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他假设这样的社会关系增强了董事会的建议职能。他也假设两个职能都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接下来，研究假设会指导研究设计，这部分工作主要包括确定所需数据或观察资料的类型、搜集资料的工具、记录数据的量表以及合适的样本来源。这样做以后，假设被转化成观察。我们还是以Westphal（1999）的研究为例。他的研究要求他去搜集关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和建议职能的数据、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的关系以及公司绩效的资料。虽然战略管理领域的很多研究使用如Compustat之类的二手数据库，而且Westphal也的确使用了这样的二手数据来测量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的关系和公司绩效，但是他同时也使用了问卷调查作为资料搜集方法之一，因为董事会职能在现有的数据库中无法得到。因为他的研究问题与所有有董事会的上市公司都有关，因此他从美国工业和服务业公司的Forbes 1000指数中随机选择样本。
接下来，通过测量、样本归纳、参数估计，观察被转换成实证概括。在Westphal（1999）的研究中，基于搜集到的数据，他提供了描述性的数据归纳，如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然后，他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且为他所假设的每一组关系进行参数估计。通过估计这些参数的方向和大小，他能将观察转化成实证概括。
最后，检验假设的一致性，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假设。这就是通过逻辑推断而对理论进行证实、修改或拒绝的过程。Westphal（1999）使用从前述步骤中得到的估计参数来检验假设。他发现参数是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而且参数的方向与假设是一致的。因此，他的假设得到支持，代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得到证实。
这个从理论开始，通过搜集观察资料来证实或拒绝假设的过程被称为演绎法。演绎研究的成果是证实或拒绝一组构念之间的假设关系。这些结果可被用于改进理论；当调查不能完全回答研究问题时，亦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建议。
研究也可以由观察开始，以理论结束。这类研究适用于当研究者不能找到或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疑难或研究问题的时候。这时，研究者是在从事归纳型的建立理论的研究。它的成果是形成理论和命题，对困惑或问题提供可能的解释或回答。这个过程遵循图1左半部分的流程。由于在现有的理论中找不到解释，建立理论的研究就从观察开始。例如，在Corley和Gioia（2004）开始探索组织身份转变（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hange）的时候，学术界就这个主题只有一些理论概念上的认识。因此，他们分析了一个组织分拆过程的案例来研究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通过测量、样本归纳、参数估计来搜集观察资料，并加以分析，将其转换成实证概括。骤眼看去，这个过程与假设检验研究的过程类似。但是，在假设检验研究里面，数据分析通常使用量化统计方法，并且以实证概括来检验假设，结果是接受或者拒绝假设。而在理论建立研究当中，数据分析常常使用质化分析技术，例如内容分析。在Corley和Gioia（2004）的研究当中，他们对访谈数据和公司文件进行了内容分析，进而产生一阶编码和二阶编码，而这些编码就是实证概括。
最后，实证概括通过形成概念、命题和命题组合而转换成理论。从产生的编码中，Corley和Gioia（2004）形成了抽象的构念，并且建立了解释组织身份转变过程的模型。基于该模型，他们提出了用于未来实证检验的命题。
这个过程就是归纳法。归纳研究的结果，就是产生用于解释疑难的新的理论洞见，并形成新的暂时理论。研究者对最初提出的研究问题提出新的构念和新的命题来解答，而新的理论能在未来用于解决相似的或相关的问题。
演绎法和归纳法在第3章“管理研究中的理论构建”中将有更详细的解释。检验假设的数据搜集方法包括实验、准实验、问卷调查以及二手数据等。归纳法往往涉及定性数据，而数据搜集方法则包括访谈、参与观察、非参与观察以及分析档案文件等。案例研究是这些定性数据搜集方法的一个组合。第5章到第12章对这些方法有更详细的介绍。
1.2.2　理论或模型中的变量类型
需要厘清的是，理论是使用科学方法建立知识的重要因素。理论解释了一个现象“是什么”（what）、“怎么形成的”（how）、“为什么”（why）、“何时”（when）以及“对谁”（whom）等问题。管理和组织主流理论中的例子包括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 1976; Fama and Jensen, 1983）、制度理论（DiMaggio & Powell, 1983）、资源依赖理论（Salancik & Pfeffer, 1978）、社会网络理论（Coleman, 1990; Burt, 1992; Granovetter, 1973）以及社会交换理论（Blau, 1964），等等。每一个理论都有一系列核心的构念（是什么），并且阐明这些构念之间的关系（这些“什么”是如何相关联的）。一般来说，它也包括这些关系在什么条件下（时间、地点以及人物）才是最有意义的。
在使用理论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时（如实证检验一个理论），我们将构念转换成变量（variable）。变量是以一定刻度变化来反映构念的指标（indicator）。例如，两类变量或指标可用于测量“承诺”这一构念。一个是“心理指标”，如“员工想继续留在组织中的程度”（从1到7变化的态度量表，1表示弱，7表示非常强烈）。另一个是“行为指标”，如“缺勤总次数”。次数越少，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越强。第14章对构念的测量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讨论。我们在此处想介绍理论模型中的五类变量：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s）及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如图2所示。

图2　理论模型中的变量类型
自变量，也叫预测变量，是因变量的假定的原因；因变量也叫效标（criterion），是假定的效果。换句话说，自变量是前置变量，因变量是结果变量。自变量被假设为影响或者使因变量发生改变的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对因变量有影响，且其影响必须被排除的变量。在理论上，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是因变量的前置变量。自变量是我们关心的变量，而控制变量则是我们不想要但却不能完全排除的前置变量（即不能实现随机化，或不能消除）。
理解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差别非常重要，它们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检验它们存在的统计方法也不一样。调节变量是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方向、强度的类别或连续的变量（Baron & Kenny, 1986）。从统计学上看，调节变量可以通过检验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调节变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来发现。中介变量是介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变量（Baron & Kenny, 1986）。当中介变量满足下列条件时，其即存在：（1）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2）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有显著影响；（3）当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受到控制的时候，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显著降低。第16章“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将对如何检测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提供更为详细的介绍。
一个理论必须详细说明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关系。理论提供了这些变量是如何以及为何相关联的理由与逻辑。在理论化的过程中，通常使用方框和箭头来显示和辅助思考这些变量“为什么”、“如何”、“什么时候”以及“与何人”相关联（Whetten, 2002）。缺乏理论和理论的逻辑，方框和箭头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你有一个逻辑来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些变量以及它们如何发生关联时，才可以检验这些关系。
1.2.3　科学研究过程的实践指南
当人们面对图1中的方框、椭圆和箭头而不知所措的时候，科学研究过程看起来似乎相当神秘。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过程不再神秘，给你提供适当的工具来装备自己，使你在研究的丛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此，我们给你一个简洁而实用的科学研究过程的实践指南。图3总结了该指南。

图3　科学研究过程的实践指南
科学研究过程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一个研究问题；第二步是进行文献回顾；第三步是找到理论，提出假设；第四步是设计并执行实证研究。根据研究是归纳性或演绎性的，上述四个步骤不总是按照单一的方向进行的。下面我们将做更详细的介绍。
第一步：提出研究问题。研究问题是对某一现象或困惑的好奇。它陈述了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但却提供了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它有希望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但这并不包含价值或伦理判断。它通常始于问“是什么？为什么？何时？如何？”等问题。例如，在Chen（1995）的研究中，其研究问题是：“在对组织奖励分配的偏好上，中国员工如何不同于美国员工？”第2章“研究的起点：提问”将对如何提出有趣并重要的研究问题进行详细的说明。
第二步：进行文献回顾。一旦有了感兴趣且重要的研究问题，你就需要进行广泛的文献回顾。全面的文献回顾帮助你评价研究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回答。它也可以帮你找到一些相关理论来解决困惑。文献回顾还能指出更加准确的构念，从而帮你改进研究问题，甚至通过发现文献的不足或察觉未经检验的命题，使你彻底改变研究问题，使之变得更为有趣和重要。本质上，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是有回馈循环的。例如，Westphal（1999）想研究董事会的组成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他发现在预测董事会对首席执行官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时，作为组织治理中的主流理论——代理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是相互冲突的。通过发现文献中的这些差距，Westphal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检测相互冲突的命题上，从而找到一些与直觉不同的结果。
第三步：找到理论并且形成假设。理论解释了现象的“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Kaplan, 1964; Whetten, 2002）。假设是对研究问题的暂时回答。理论包含具有清晰定义的构念，并使用清楚的逻辑，解释这些构念为什么以及如何相关。现有的理论对于回答研究问题、产生有意义的假设至关重要。假设是对构念之间的可能关系的陈述。假设涉及可测量的构念（如承诺），但并非测量工具本身（如缺勤率）。这些假设指引你的研究设计和数据搜集工作。例如，在员工组织关系的研究当中，Tsui等（1997）应用了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相互投资的员工—组织关系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最高的员工绩效和组织承诺，并形成假设。
第四步：进行实证研究。这个步骤包括研究设计、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研究设计根据你是进行归纳还是演绎研究而有所不同。当现有理论能够帮助你形成假设的时候，则可选择演绎研究，与此相对应的研究设计可以是实验或问卷调查等。当现有理论无法对研究问题提供满意的回答时，则可选择归纳研究，如案例研究或其他的定性研究方法（如访谈或民族志研究法等）。例如，根据承诺升级理论，Staw（1976）使用实验来检验人们对一组选定行动的态度和行为反应的假设。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来完全解释自我管理团队中的协和控制（concertive control）, Barker（1993）使用了案例研究对这个现象建立了理论。因此，在归纳研究中，实证研究先于理论和假设，于是第三步和第四步会颠倒过来。
综上所述，在科学过程中有四个步骤：发现研究问题、进行文献回顾、找到理论并形成假设、设计并执行实证研究。上述四个步骤不一定遵循单一的方向：对于一些步骤，相互之间存在回馈循环；对于其他步骤，步骤之间的顺序可能颠倒。从第一步到第三步，也就是从研究问题到文献回顾再到理论和假设，但由于文献回顾，研究问题可能会被修改或精练，这又会影响文献回顾的领域和关注的理论，因此，在这些步骤之间会有一些来来回回的循环。从第三步到第四步，即从理论假设到研究设计，这两个步骤也可以颠倒。当没有现有理论可以解决感兴趣的现象时，作者可以从实证研究开始，进行观察，然后再提出命题或新的理论，即归纳法。
1.2.4　研究设计的两个目标
研究设计是调查的计划和结构，用于得到研究问题的答案（Kerlinger and Lee, 2000）。研究设计必须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是控制差异，其次是确保效度。
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要尽力控制三类差异——最大化系统变异（maximize systematic variance）、控制外生变异（control extraneous variance）以及最小化误差变异（minimize error variance）。
系统变异是指因变量的差异，它受到研究假设中的自变量的影响。通过最大化系统变异，我们可以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从因变量的总差异中分离出来，用以支持在假设中构念间的关系。最大化系统变异可以通过样本选择或者自变量的精准测量来实现，每一种方法都致力于让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最大的效应。例如，在研究薪水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时，如果研究者选择的样本当中，大多数人都对工作满意，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薪水都相似，那么研究者要获得预期证据的可能性将非常小。
外生变异是指外生的或是研究目的不希望得到的其他因素的差异。我们必须将外生变异最小化、予以排除或隔离，才能消除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关系的其他解释。控制外生变异可以通过随机化、配对参与者，或者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达到。例如，如果要调查创新对公司利润的影响，研究就必须控制公司规模和行业。虽然这两个因素都不是研究的关注点，但它们却影响了公司的利润。控制了这些变量，我们就可以更有信心地下结论，即公司利润的变动是创新的结果而不是规模（大公司的利润可能更高）或行业（一些行业可能比其他行业的利润更高）的影响。
误差变异是指由于随机波动而导致的指标差异。我们使误差最小化，就能让系统变异凸显出来。最典型的随机差异是测量误量，或研究者控制不了的未知因素。最小化误差变异可以通过控制数据搜集过程的条件以及增强指标的信度而实现。例如，如果我们打算测量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只是选择公司在某一天的股票价格来表示，则可以预计这样的测量是不太可信的，因为选择不同的时间来测量同样一家公司，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总之，研究者在设计演绎研究或归纳研究的时候，必须对以上的差异控制目标了然于胸。
研究设计的第二个目标是保证实证研究的效度。简单地说，效度指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相信实证调查的结果呢？研究设计应该确保四种效度，包括构念效度、内部效度、统计结论效度和外部效度（Cook & Campbell, 1979）。
构念效度是指测量的准确性。测量指标所包含的意思与构念的定义相一致吗？第14章“单维构念与多维构念的测量”将详细讨论构念效度。内部效度指结果是否真的是由所假设的原因导致的。结果会不会是由于其他因素而不是在假设中指定的原因引起的？研究设计如何改善内部效度将在第6章“实验研究方法”、第7章“准实验研究”、第8章“实地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第9章“二手数据在管理研究中的使用”和第10章“实地研究中的案例研究”中更详细地讨论。
统计结论效度是以统计检验对假设的关系进行解释的可信度。样本太小、P值太大或者违背了统计检验的假设等，都会降低结论的可信度。影响误差的因素，如不可靠的指标、在数据搜集过程中的波动条件等，也将对统计结论效度有不良的影响。
外部效度指假设的因果关系能否应用到对因果变量的其他测量方法，推广到不同类型的人、环境和时间当中（Cook & Campbell, 1979）。当在样本中找到显著的因果关系的时候，研究者就要问自己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这些人、这样的环境和时间。增强外部效度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随机抽样。当由于实施困难使随机样本不可行的时候，你需要明确地讨论你的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例如，如果使用2003年北京市的高科技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研发强度”，你就需要讨论你的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除高科技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是否可以推广到除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是否可以推广到2003年之外的其他时间段？
外部效度告诫我们，我们需要清楚研究结论所处的情境界限。但如果我们能够将情境因素，如人、环境、时间等因素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也许就可以产生更有趣、更重要的研究。这些情境因素要么是自变量的前置变量，要么是可能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调节变量。例如，Farh, Earley和Lin（1997）研究华人社会情境下的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平的关系。他们得出了在华人社会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不同于在西方情境下的研究结论。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情境成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前置变量。他们也发现，对于传统价值观较低的人来说，组织公民行为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相关性最强。因此，传统价值观成为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平的关系的调节变量。把情境因素考虑进去，在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时尤其重要。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1.3　科学伦理和科学价值观
本书的重点是介绍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希望本书能使研究者具备从事高质量管理研究的必要技能。然而，我们在此也会讨论一些非方法论的、伦理或价值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但影响从事高质量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身为学者对学术生涯的承诺。具体来说，价值观影响了方法的选择、标准的严谨以及课题的选择，而最根本的是，它影响了学术生涯的意义和成功的定义。
1.3.1　追求科学过程中的伦理行为
探索行为与探索自由（autonomy of inquiry）原则相关（Kaplan, 1964），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自由选择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或认为很重要的课题。但是，科学家为他们的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对科学界负有责任。学界对可接受的方法和严谨的标准制定准则。科学家的工作由同行评审过程来评判。作为科学界成员的同行评审人和编辑，决定了在研究论文中报告的知识是否接近真知，用来产生知识的方法是否达到了这个学界所制定的严谨标准（这些标准有些是明显的，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明显）。科学探索的准则来源于学界内部，而非外部（Kaplan, 1964）。
以寻求真理为名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呢？例如，没有征得他人的同意或未在他人知情的情况下，研究者是否可以观测他人的私人行为，侵犯别人隐私（如Humphrey, 1970）呢？或者，研究者是否可以使被试相信他们是对他人施加痛苦的同谋者，从而造成被试的心理压力（如Milgram, 1963）呢？这些行为符合伦理规范吗？学界一致认为，不可以为了研究目的（知识、真理）而不择手段（寻找知识的途径）。
研究机构和大学以及不同科学领域的专业协会（医学、公共研究、管理等）已经建立了研究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为研究者的伦理行为提供了指南。大学和资助机构设有评审委员会，在研究资金拨付或项目批准以前，要求研究者遵守伦理准则。管理领域的研究者有义务保障他们研究对象的权益，无论他们是学生、员工或者组织。本书附录一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IACMR）的行为准则。它明确地说明了在评审和编辑过程中，对待研究对象和数据的准则要求，也包括研究思想交流和参加会议相关的专业行为标准。该准则涵括在研究和专业活动中的伦理行为，对所有的IACMR成员都适用。本书读者如果感兴趣，在许多专业学会的网站上也能找到相似的准则，如管理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社会学学会等。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在研究和发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困境，MOR曾出版了一整期（2011年第7卷第3期）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文章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其网站上可以免费下载：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ore.2011.7.issue-3/issuetoc。
读者可以通过研读这些文章了解到许多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如做了怎样的贡献才配得论文的署名权，是否可以基于数据结果来修改或者提出研究假设，是否可以用同一套数据撰写多篇论文，如何以及何时引用他人的成果，以及评审和编辑过程中的伦理，等等。
记住一个称为黄金定律的普遍原则“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圣经·马太福音》7:12）。我们伟大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学者，如果我们想被尊敬，我们也应该尊重参与我们研究的人、给我们宝贵意见的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生活经验的人，以及允许我们使用其研究成果的人。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工作受到别人的认真对待，我们应该以最严谨的态度从事我们的研究。我们绝不容忍在数据处理上的任何缺陷或遗漏、对结果的不准确或歪曲的解释、对其他学者的研究论文的不恰当或没有注明的引用、在没有得到认可或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他学者的知识产权等行为。
达尔文曾说过，错误的事实严重损害科学的进步。马虎的、粗心大意的研究以及对他人工作结果的故意误用，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使这些错误最后被发现或纠正，这些伤害也无法弥补。爱因斯坦也谈到了科学中的伦理行为：“人类最重要的努力是为我们行为的道德性而奋斗，我们的内部平衡甚至我们的存在都依赖于它。只有我们的行为具有道德，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
1.3.2　价值观对科学行为的影响
个人价值观也会影响我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例如，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的学者，其价值导向可能不同于致力于理解“公司如何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学者，可能也不认同“所有人是公司唯一合法的利益相关人”的说法。学者享有探索的自由，因此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他们认为有趣或重要的课题。但是，课题的选择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课题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受欢迎、容易发表，或在实务中是否很重要，等等。
对于应该做“严谨的研究”还是“相关的研究”，在学界争论已久，因为他们假定二者是对立的。然而，我们也可以使用最严谨的方法研究最具实践性的课题。近年来，美国管理学会呼吁学者应该和实业界加强交流。越来越多的学者被要求既要研究具有实践价值的问题（Tushman and O'Reilly, 2007），也需要积极地将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与管理者多做沟通（McGahan, 2007）。AMJ在2007年9月号的整个编辑论坛，都是围绕在管理研究中实践与学术相结合的问题。
与西方社会中的同侪一样，华人社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面对来自大学的晋升和评职称的压力，从而必须大量发表论文。于是，一部分人不得不选择流行的主题，从事机会主义式的研究，他们也避免从事难以发表的研究，即使那些题目是他们感兴趣的。机会主义式的研究如果能产生好的科学成果也无可厚非。然而遗憾的是，机会主义式的研究往往是快捷、粗劣而且投机的，通常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而只是为了容易发表文章。这经常导致品质低劣的成果。换而言之，这些机会主义式的研究不是由内在兴趣指引的，而是由外部回报指引的。
避免困难的课题、追求流行的课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选择。通常，这些选择会产生一些对新知识没有什么贡献的微不足道的研究。我们的建议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既然有选择的自由，科学工作又要求全身心投入，因此只有让兴趣来指引研究选择，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我们一定要成为工作的奴隶，那就成为我们所热爱的工作的奴隶吧。
MOR曾于2009年用一整期（第5卷第1期）来讨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提醒学者们对研究课题选择的盲点。该期的文章指出，中国学者在过去20年专注于学习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也许都符合国际期刊的发表要求，但是可能与中国的相关性不大。未来的中国管理研究应当专注于理解和解释在现代中国企业中面临的重要管理问题。从现象中来的知识（而不是从过去文献中来的知识）既有利于提高学术理论，也有利于提高管理实践。
1.3.3　价值观对研究生涯的影响
在你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的汪洋大海之前，我们建议你首先仔细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位研究者？”为了金钱？为了名声？为了思考的自由？还是为了有机会为人类社会做贡献？你所拥有的价值观会影响个人职业生涯的意义，以及所能做出的贡献。
学术生涯不会让你发财致富。虽然华人学者的薪水每年都有增长，成为科学家也确实能够提供一个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些收入与管理咨询、投资银行或者股票市场的投资经纪人的收入是无法相比的。学者的财富在于拥有思考的自由以及满足好奇心的机会。从事学术工作，我们不会每天受到严格的监控。除了教学时间外，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工作，自由地思考，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是学术生涯的重要回报。
学术生涯不会让你出名，至少不会很快地出名。由于成果发表过程的滞后和在顶级期刊上的竞争，学术生涯所面对的失败往往多于成功。因此，我们需要靠自己强烈的内在激励以及所喜爱的研究课题来支撑，等待很久以后才会到来的回报。科学上的成功与其他职业生涯的成功相比较，自有其不同的评价标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John C. Polanyi说过，“在科学界，我们是一群来自全球、互相支持的个体，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真理放在个人利益之上”。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Aaron Ceichnover认为，“评价一个科学家，不应基于其所获得的奖项或荣誉，而是其对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贡献”。换句话说，成功跟随那些视贡献为成功的人，而不是来自个人的名声或个人的收入。这意味着科学家的成功应该基于其所创造的知识，而不是由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决定。
发表论文只是一种手段，用以传播科学研究所发现的知识。我们不应该陷入“只关注出版的数量而不关注科学研究的质量”的陷阱当中，以手段代替了目标。数字游戏已使得研究者们故意将一项研究分散成许多篇小论文，或者从事机会主义研究。
据说，发明并改进了电灯泡的爱迪生有两千次失败的实验。当问及他对这些失败的感想时，他说，这些不是失败，只不过是走向成功的两千步而已。从失败中学习，并且不断改进的能力，也应是成功的一个合理定义。
科学的价值或终极目标是寻求真理，是为了准确、有效地理解并解释我们周围的事物。其最终目标是在各个领域改善人类的生活，包括企业管理。通过科学，我们创造知识与技术，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对于管理学者而言，科学是为了帮助组织提升效率、提高产出、增加利润，也是为了帮助组织成为更友善的雇主，为员工提供有前途和回报的职业。能够为社会进步做出这样的贡献，将是学术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回报。



1.4　结语
华人管理研究就像一个深埋于地下的巨大钻石矿，一般人很容易就会在挖到足够深之前就放弃了。然而，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脑中有正确的方向、身边有相互鼓励的伙伴、手中有合适的工具，就很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故事。本书致力于让研究者掌握合适的工具；其他的，就靠研究者自己的准备与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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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提问对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
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学研究者的任务不是解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而正是他颇具独到视角的提问，让众多管理实践者如杰克·韦尔奇、安迪·格罗夫等受益匪浅，创造出各种管理企业的良方，并使他们的企业取得卓越成就。提问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问题的提出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不仅能够指导研究的方向，而且能够决定研究的结果。比如关于个体的决策，如果提出的问题是“个体应该如何决策以达到利益最大化？”，那么研究就会朝着建立理性模型的方向前进，并且假设各种各样的理想情境来实现这些理性模型。经济学中的大部分理论都属于这种类型。但是假如提出的问题是“个体究竟是如何做决策的？”，那么研究就会朝着观察个体决策过程的方向努力，比如个体如何搜集信息，如何整理信息，如何整合信息，如何做出判断的认知过程和心理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偏差和理性局限。在这个问题引导下的研究成果就可能是对人类各种决策现象的总结，比如Kahneman和Tversky（1972, 1973, 1979, 1981, 1982）发现的各种决策直觉（启发）和偏差，而不是理性决策模型中的主观效用理论（subjective utility theory）了。
再比如关于企业的运作战略，如果提出的问题是“哪些战略可以帮助一个企业开发新产品？”，那么研究的着重点就在于寻找与开发新产品有关的种种方法和手段，比如建立研发办公室，鼓励员工大胆尝试新的方法和流程，允许员工有犯错的空间，建立跨部门工作团队，等等。最终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回到March和Simon（1958）所提出的“开发（exploitation）和探索（exploration）”上，因为一切产品开发战略都不过是这两种方法的不同表现。但如果提出的问题是“在产品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取得成功？”，那么研究者就会关注在产品不同发展时期企业可能使用的不同战略，然后通过其成功率的比较来得出结论。这时，研究的结果可能就是波特（Porter, 1980）的“产品开发期——差异化”和“产品成熟期——低成本”战略了。
提出问题是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对事物有好奇心、对各种现象充满疑问的人才会有探索的欲望，才会有做研究的兴趣。在这个意义上，做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其实来自于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探索事物的真相，而问题的提出则是开始这一漫长旅程的起点。



2.1　什么是好的研究问题？
由于提出问题对于研究过程和结果的重要性，所以在做研究之前，我们必须提出好的研究问题。那么如何来判断一个研究问题的好坏呢？许多管理学的顶尖杂志在要求论文评审人判断一篇论文的质量时，常常包括几个与此有关的项目，如：“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研究问题的新颖性和趣味性”、“研究问题与现有理论的相关性”、“研究问题对管理实践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结果对理论和实践的贡献程度”（如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下面我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些判断标准的具体含义。
2.1.1　问题的重要性和新颖性
我平时在阅读投稿的论文时，发现许多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新颖性，常常在论文的一开始就强调没有任何学者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第一个”听起来与“新颖”的意思相近，但仔细分析一下，用这个理由来说明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其逻辑十分牵强。原因有二。
首先，其他学者都不曾研究过的问题不见得就一定是重要的问题，有可能恰恰是他们认为不重要，才不屑去做研究。比如，天气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这个问题，可能在最近的30年中都没有一个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不重要。在大多数的工厂、公司里，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其工作场所的物理环境都不会改变太多，因此天气对大部分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并不值得研究。
其次，不曾被研究过的问题也未必就是新颖的问题，有可能它只是一个旧问题的改头换面而已，其实质已经被许多理论点破。比如，为什么让员工自由选择福利项目（个人休假、集体度假、幼儿入托费用、老人看护费用、额外人寿保险等）对员工有激励作用这个问题，貌似新颖，但其实只是组织行为学中最早研究的激励问题的翻版，可以用需要理论（Maslow, 1968）、参与决策理论（Vroom & Yetton, 1973）、期望效价理论（Vroom, 1964）等众多激励理论共同说明。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才是重要且新颖的呢？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由于其不可替代性，人力资源常常构成一个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所以优秀人才离开公司去其他组织另谋高就，无疑是一个公司的切肤之痛，这也就为“员工离职”这个研究问题奠定了“重要”地位，当然，这也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如此之多的学者对此问题趋之若鹜的原因（Hom & Griffeth, 1995; Griffeth, Hom & Gaertner, 200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研究问题常常是被许多学者研究的问题；而正因为已经被那么多人研究，要推陈出新就不容易。
我自己曾经和同事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也是我第一次用问卷的方法做研究。因为我对以往的员工离职文献不熟悉，我就想，在阅读任何文献之前，我们能否通过自己的思考总结一下优秀员工离职的可能原因。几天之后，我们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几十个条目，包括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与领导和同事关系不好，薪酬福利条件不理想，对公司前景不看好，等等，心想总有一个是别人不曾研究过的。带着期待，我们翻看了过去几十年中发表的有关员工离职的文献。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我们列出来的所有因素都已被前人研究过并发表了论文！这个发现让我既沮丧又高兴。沮丧的是在这个重要话题中找到一个前人不曾涉猎的切入点之困难；高兴的是我们想到的那些因素也是其他学者认为重要的，英雄所见略同，不亦乐乎？
于是，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并决定抛开从认知和情感因素上寻找、预测员工离职的原因。当时我们正对组织公民行为感兴趣，而大部分已经发表的论文都把组织公民行为当做一个因变量来看。我们深入讨论之后，觉得它应该是预测员工离职的一个行为指标，因为当一个员工不愿意主动帮助同事、不愿意主动关心企业的发展状态、牢骚满腹、无故迟到早退的时候，很可能是这个员工去意已决之时。于是我们就决定把组织公民行为作为自变量来看它是怎样影响员工的离职行为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我们发现，组织公民行为比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在预测员工离职行为时的效应都要更强。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JAP上面（Chen, Hui & Sego, 1998）。
对员工离职问题更新的视角可能要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Tom Lee和Terence Mitchell的研究了。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孜孜不倦地钻研这个问题，在这个已经硕果累累的领域，重新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员工在进入公司之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产生离职的念头和行为？”他们的分析是，每个员工在进入公司时都有一定的期待，如果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与期待接近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选择离开。但是假如之后发生的事件（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或者别人身上）与他们原先的期待相距甚远的话，这些事件就会构成“shock”，对他们产生冲击。在这样的冲击下，员工可以选择应对的路径，其中一条就是离职。他们因此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员工离职的展开模型”（unfolding model of employee turnover），对不同类型的冲击和路径进行了分析（Lee, Mitchell, Wise & Fireman, 1996; Mitchell & Lee, 1999），并且进行实证研究对模型提出佐证。等到这部分研究告一段落后，他们从自己在华盛顿大学一待就是几十年的经历中得到灵感，进而从反面思考员工离职的现象，然后提出了另一个研究问题：“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员工‘从一而终’？”从这个问题出发，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陷入”（job embeddedness）概念（Mitchell & Lee, 2001; Mitchell et al., 2001），然后进行实证研究展现这个概念对员工留任的重要作用，重新开启了一条研究路线，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因此，一个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我们加深理解管理中重要现象的意义上，而其新颖性则体现在它看待那个重要现象的视角之与众不同上。这与该问题有没有被前人研究过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2.1.2　问题与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
其实，一个重要又新颖的研究问题必须兼具理论和实践的相关性。在这里，理论相关性指的是这个研究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现有的某些理论加以阐释，因此可以与现有的理论挂上钩。但同时现有理论又不能完全解答该问题，需要研究者通过研究提出更加合适的逻辑和答案。所以，该研究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前人的理论，填补过去理论中的漏洞。这样的研究问题就具备了理论相关性。
表现研究问题的理论相关性最常用的途径就是回顾以往的文献（literature review）。但是如何回顾文献来表现理论相关性和问题的新颖性对许多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在阅读论文时经常发现的问题有几个。第一是回顾的文献过于陈旧，作者没有掌握该领域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自以为自己的研究问题能够对现有理论做出贡献，其实别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二是回顾的文献有偏差，只回顾支持自己假设的文献，而忽略那些得到了与自己的研究假设相反结论的文献，以便使自己的假设显得更有理有据。但是论文评审人一般都是该领域的专家，通常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第三是为了回顾文献而回顾文献，把所有有关该领域的文献都洋洋洒洒回顾一遍，虽然全面，但是与目前研究的问题有些并无直接的联系，让人看了不得要领。除此之外，同时用几个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来对目前的研究问题推论假设，而这几个理论之间又有互相矛盾之处，最后难以确定现在的研究结果究竟对什么理论做出了贡献。
当然，文献回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艺术，既要全面平衡，又要简明扼要、突出重点；既要表现现有理论对研究问题的指导作用，又要指出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文献回顾来建立研究问题的理论相关性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与此同时，管理学期刊还非常看重研究问题的实践相关性。如果一个问题对管理实践没有任何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要在管理学期刊上发表就非常困难。但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往往放在对研究结果的讨论部分，而不是作为“为什么要选择此研究问题”的最重要的依据。一般来说，只要能够把研究的结果在实际中的具体表现和使用方式清晰明确地阐述出来的话，实践相关性就可以成立了。



2.2　用什么方法发现好的研究问题？
研究的问题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对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思考，对自身经历的反思，对社会现象的探究；也可能来自对文献的阅读，对新闻报道的反应，对传奇故事的追问；甚至可能来自与同事的闲聊，与学生的对话，或者别人的提问。我常常觉得作为一个管理研究者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选择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而孜孜不倦地研究下去，并且在此过程中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又同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当然，学者在确定研究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路子。有的学者在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现象后，对该问题或现象穷追猛打，一研究就是几十年，不研究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我将这一类发现研究问题的方法称为“现象驱动法”。也有的学者对研究方法本身入迷，每当出现新的研究和数据分析方法的时候，就会运用这些方法去研究不同的现象。我把这一类发现研究问题的方法称为“方法论驱动法”。当然，也有学者兴趣广泛，且对多类现象有真知灼见，他们凭借自己的灵感选择研究问题。我把这种发现研究问题的方法称为“灵感驱动法”。另外，也有许多学者从文献阅读中发现被遗漏的问题，从而开始研究，我称之为“文献驱动法”。不同的学者对不同研究课题的选择都具有相当的个人色彩。就成功的概率而言，每一种方法都有成功的例子，但也不乏失败的个案。因此，这几种方式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下面我详细讨论发现好的研究问题的途径。
2.2.1　由现象驱动的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留学时师从的几位教授如James Davis、Samual Komorita和Harry Triandis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对某一现象感兴趣，于是针对该现象提出各种各样的研究问题，尽其一生的时间去把这个现象研究透彻。比如James Davis对团队决策现象感兴趣，因为他发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生活中，许许多多直接关系到个人生活品质的决定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团队的一种表现方式）做出的。比如分房委员会、招聘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等。而且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使用比较扁平的组织结构，或者以跨部门小组或者项目小组的方式来组织和运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更愿意使用团队来决定重要的事项？团队到底是如何做决策的？与个体比较，团队决策有什么优劣势？
Davis本人曾经担任过许多委员会的主席或者成员，观察到团队决策过程中的种种有趣现象；他同时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入迷，经常去法庭观察并观看各种案子的审判过程，因此对陪审团做决策的过程有深刻了解。他首先发现团队成员的数量会对决策的结果如讨论的时间长短、决策的质量等产生影响，因此决定将对这个变量的研究作为进入研究团队决策的敲门砖。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团队决策的原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比如，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与全体通过的原则相比，更能加速团队决策的进程，但有时会使团队忽略一些少数成员的意见而降低决策的质量。因此，他又决定把这个变量引进团队决策研究。因为这两个变量直白明了，没有什么复杂之处，所以他戏称它们为“垃圾变量”（poopy variables），自嘲自己的无趣。但是，经过若干年对这两个变量的研究，并在反复思考其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他个人关于团队决策的理论模型开始现出雏形，并渐渐成熟。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社会决策模式理论”（theory of social decision scheme）。这个理论试图描述群体决策的过程，从团队成员在讨论开始前各自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作为起始值，用团队成员的数量和决策原则作为中间变量，来预测团队最后的决策（Davis, 1973）。
在这个模型得到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之后，Davis重新回到对团队决策问题的原初的观察和思考，又开始探讨团队决策中的其他过程变量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他的一个观察是，如果团队的领导事先知道团队成员们对某一问题的基本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在讨论程序上做出一定的安排的话，那么团队最后的决策就可能事先被控制。比如在一个六人团队中，有三个人对决议持支持的观点，另外三个人持反对的观点，假如领导希望最后决议能够通过，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让三个持支持观点的成员先发表意见。这样，当轮到第四个成员发言时，因为前面三个人都表示了支持，那么很可能那个本来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因为从众的压力），也表示支持，这样，自然而然，团队最后的决策就变成通过决议了。相反，如果领导希望决议被否决，他则可以先安排让那三个持反对意见的成员先发言。这个观察导致的结果就是后来Davis及同事们对团队决策程序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事先表决”（straw poll）对最终决策结果的影响，强制决策的顺序对决策结果的影响，等等，取得了关于团队决策的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Davis, et al.，1989, 1993, 1997）。
在团队决策过程中，另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便是成员彼此分享信息，而这也是之所以用团队做决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防止个体可能出现的考虑问题的不全面性。那么，成员在讨论过程中究竟是不是分享信息，又是如何分享信息的呢？虽然Davis本人没有直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个学生Gary Stasser却对此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思索不止，研究不停，最终变成其终生研究兴趣。Stasser通过对实验室中种种团队决策现象的观察发现，也许群体成员之间的信息分享程度离我们一般的想象相距甚远。为了展现信息分享的过程，他和他的研究生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比如，在决策过程中，将一些信息提供给所有的团队成员（共享信息，shared information），而将另一些信息提供给部分成员（独特信息或潜藏信息，hidden profile），然后让所有成员一起自由讨论并做出团队决策。他们的研究发现，有意思的是，原来以为那些独特的信息应该是大家感兴趣的信息并会在讨论过程中被大家重视，但没想到，团队成员讨论得最起劲的竟然是那些大家都拥有的信息（即共享信息！）（Stasser & Titus, 1985）。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团队成员会出现对共享信息的偏好，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信息取样模型（information-sampling model）（Stasser & Titus, 1985）。这个模型预测对共享信息的偏好通常出现在群体讨论的早期，同时，群体讨论过程中对取得一致意见的要求也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发生。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团队的最后决策也是常见现象。此外，呈现共享信息的人似乎更可能被别人认为有知识、有才能、有信誉。而且成员一旦在讨论之前形成自己的看法，也有可能错误理解新获取的信息，将它朝着与自己原来意见一致的方向解释。这些预测分析被以后的许多研究证实（Brodbeck et al.，2002; Kameda, et al., 2002; Karau & Kelly, 1992; Kelly & Karau, 1998; Wittenbaum et al., 1999）。
因此，他们接着提问：“究竟怎样能够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从这个问题出发，他们开始挖掘各种有可能防止该现象出现的机制和条件变量。比如，延长讨论的时间，看看独特信息是否随着讨论时间的延长而得到更多的关注（Larson et al., 1994）；发挥团队领导的作用，让领导强调那些独特信息对决策的价值（Larson et al., 1994）；或者让某一个成员扮演“唱反调”的角色，专门使用独特信息来提出不同意见（Brodbeck et al., 2002）；甚至明确规定哪些成员应该对什么类型的信息负责，并让全体成员都了解这样的安排（Stewart & Stasser, 1995）。结果发现这些方法确实能够使独特信息得到更多的讨论，并且提高团队决策的质量。
由此可见，研究者对某一现象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常常能够带来好的研究问题，并且使研究不断深入，从而挖掘出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是好研究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
2.2.2　由方法驱动的问题：多层次、纵向、跨文化
由方法驱动的研究问题主要涉及两种形式，一种是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兴趣所引申出来的研究问题。这一类学者不断思考现有的研究方法（包括搜集数据的方法和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的方法）存在的缺陷，然后提出更好、更能够减少偏差的方法来解决目前方法的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Phil Podsakoff及其同事对搜集数据中存在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error）问题的确认、分析和提出应对措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此外，Jeff Edwards对差异数据（difference score）分析使用与非差异数据分析相同的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讨论是另一个典型例子（Edwards, 2001, 2002）。当然Edwards和Lambert后来针对研究中更为复杂的模型如调节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和中介调节模型（mediated moderation）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方式的讨论也是由研究方法驱动提出研究问题的典范（Edwards & Lambert, 2007）（见本书第20章的详细介绍）。
另一种由研究方法驱动而形成研究问题的方式，其重点在于应用目前最新提出来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管理现象。这种方式不同于现象驱动法，因为对一个现象穷追不舍的学者关心的是如何能够最准确地理解和解释现象，任何方法，不管是“新”还是“旧”，不管是“初级”还是“高级”，只要对理解这个现象有帮助，就都可以使用。比如，我对创业者激情对于他们能否得到风险投资的投资以及未来公司的发展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就会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要界定创业者激情这个构念的内涵和外延，然后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如访谈、问卷）开发对这个构念操作和测量的工具（Hinkin, 1995, 1998），并在此基础上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去检验它与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我可以用实验室研究（lab experiment）的方法，比如请演员来扮演创业者，一个用充满激情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创业计划书，另一个用没有激情的方式阐述同样一份创业计划书，然后观察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我也可以用实地研究（field study）的方法，在创业者向投资者阐述创业计划书的时候测量他们的激情程度，然后看投资者最后决定投资的项目是否与该项目创业者表现的激情有关。在这里，方法是为理解现象服务的，方法本身不是驱动研究问题的动力。
用研究方法构思研究问题的特点是研究者首先对某一方法感兴趣，然后从该方法的特点出发，去挑选合适的研究问题。比如说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跨层次研究方法（cross-level or multilevel research）。如果我对用多层次的方法研究组织中存在的现象的理论意义深信不疑（Hitt, Beamish, Jackson & Mathieu, 2007），而对该方法对研究的设计要求和统计方法及软件都熟悉（Raudenbush, Bryk, Cheong & Congdon, 2004），我就可能为了使用这个方法而选择研究问题。比如，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研究团队层面的因素，如团队鼓励员工自主工作的氛围（group support for autonomy）如何与员工的个体因素如自主性导向（autonomy orientation）共同影响员工对工作的激情和他们的创造力（Liu, Chen & Yao, 2011）；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研究组织因素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diversity climate）和个体的文化智商水平如何共同影响个体的工作绩效（Chen, Liu & Portnoy, 2012）；或者研究公司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对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high performance human resource system）认知的相互作用对员工服务质量的影响（Liao, Toya, Lepak & Hong, 2009）；以及虐待型领导（abusive leadership）的效果是如何一层一层传递下去最后影响员工的工作创意的（Liu, Liao & Loi, in press）。
采用方法驱动的方式寻找研究问题的好处有几个。其一是至少在方法上该研究的新颖性可以得到保证，严谨性也应该不是问题（如果作者严格按照其方法的要求操作的话）。其二是在一个新方法刚被提出来时，大家都对该方法还不太熟悉，因此都特别期待能够看见应用该方法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所以相对来说，被发表的可能性会得到增加。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在20世纪80年代管理领域对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的热衷以及那个年代所发表的论文，就可以发现这个趋势。同样的道理，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使用跨层次设计和分析方法（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的文论得以发表，也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但是，用这个方式寻找研究问题也有几个坏处。首先是一个学者个人的专题研究领域比较难以确认。随着“潮流”方法的改变而随之改变自己的研究课题，容易让自己和他人产生困惑，不确定自己的学者身份（scholar identity）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其次是需要不断地关注和学习研究方法最前沿的进展，以便自己使用的方法永远保持在cutting-edge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在方法中迷失自己，走到极端成为为方法而方法，忘记研究的初衷和本质。
其实仔细思考，之所以在用问卷进行研究的方法上会不断产生新方法，而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关键就在于通过问卷法得到的数据难以用来呈现因果关系，而且自我报告的数据常常难免有真实性的疑问。这也是为什么从目前的方法趋势来看，除了多源（multi-source）跨层次之外，还需要使用纵向（longitudinal）的数据搜集方式，当然，如果考虑到文化差异可能对人们认知产生的影响的话，最好再加上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数据搜集。这当然会大大增加数据搜集的难度，但是只有这样的研究设计方法才能够提高问卷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2.2.3　由灵感驱动的问题：深度思考、与他人交流
大部分研究问题的来源都是个人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对于有心者，任何现象都可以成为研究问题的素材。个人对某一问题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常常与这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层兴趣或者激情紧密相联。我常常发现有的学生在选择研究问题时会陷入极大的苦恼之中，而且有时即使定下了题目，每次一想到要思考与该题目有关的研究问题时，立刻又开始苦恼起来。我有时会对这些学生开玩笑说，假如做这个研究让你如此苦恼，那还是趁早不要做的为妙。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陷入了为做研究而做研究的怪圈，而不是发自内心对该问题的热爱。而没有这种对问题的持久专注的激情，常常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问题的深刻思考和观察，就不可能提出有洞见的理论和假设，也就难以对此研究领域做出贡献。
在这里我分享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记得还是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偶然读到美国西北大学教授David Messick的一篇论文，描述他们怎样用实验的方式来研究在资源困境（resource dilemma）中，当群体成员都过度使用资源的时候对领袖人物的呼唤（Messick et al., 1983）。读完这篇论文之后，我就完全被资源困境的抽象性和复杂性迷住了，从此不能自拔。当时正要做硕士论文，我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社会困境问题（social dilemma）作为我的研究课题，并且设计了自认为十分有创意的实验，在学校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被试库（subjects pool）的情况下开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实验室实验。想想那时自己一个挨一个地去大教室招聘实验的被试，还专门借了一间会议室把它变成实验室，每天做实验之前心中都充满了探险的喜悦，真有往事如梦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内心深处对该问题的入迷，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伊利诺伊大学之后，发现有一个教授正是研究社会困境问题的专家时，心中激动不已，甚至一反自己的内向性格，主动要求参加他的研究小组。我记得那时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社会困境情境中，当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与集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诱导群体成员为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做出贡献？不管是在走路的时候还是吃饭的时候，不管是睡觉的时候还是上课的时候，大脑中总是不停地想着这个问题。有时甚至午夜梦醒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想法冒出来。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我观察事物的时候，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社会困境的视角去分析，而且越来越发现用这个视角分析问题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对许多问题都有了豁然开朗似的领悟。比如，团队合作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过度砍伐森林的问题，草原变沙漠的问题，人口增长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企业之间联盟和竞争的问题，甚至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等等，无不可从社会困境的角度去解读。思索这个问题于是变成我大脑中的一个自动程序，根本不需要“我”去告诉它，它自己就在那儿转动着。而就是这种“痴迷”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让我产生了许许多多独到的想法，从而导致了我以后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并且使这些研究成果得以发表。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都是社会困境情境中的团队合作问题（Au Chen & Komorita, 1998; Chen, 1996; Chen, Au & Komorita, 1996; Chen & Bachrach, 2003; Chen & Komorita, 1994; Zeng & Chen, 2003）。
研究的灵感也可以来自与他人的沟通交流。这里的他人主要有三类：你教学的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你咨询的客户；你在学术界的同事。与这些人的交流虽然方式不同、内容不同、角色不同，但却都可以给你的研究课题带来灵感。
与学生交流。虽然上课是传授知识的时候，但如果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可以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在讨论的过程中擦出思想火花，产生新颖的视角和念头。尤其是上MBA或EMBA的课，这些学生都有相当年份的工作经验积累，而且对管理工作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们平时思考的问题比较多，带到课堂上来的困惑也比较多而且实际。这些困惑有的已经存在理论上的解释或答案，有的则可能是不曾被理论探讨过的。对这些困惑和问题的讨论就常常会产生新意，成为未来研究的课题。与此同时，自己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也可以拿到课堂上来与学生讨论，让他们提供解释和看法，开阔自己的视野，或求证自己的观点。
与博士生的交流更是有助于产生好的研究想法的途径。博士生本来就对研究带有浓厚的兴趣，又是喜欢观察思考的人，而且把做研究作为自己未来的终身职业。与他们交流，常常会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很容易谈得投机，让各种想法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当然，我也观察到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不同，最突出的表现可能在于“地位”的差异。在美国的大学，导师和博士生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彼此以“同仁”相待，讨论问题时平起平坐，不存在谁听谁的问题，因此博士生都敢于畅所欲言。与此同时，导师也非常尊重博士生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强加在博士生的头上，给他们题目去做，而是想办法培养他们自身的研究兴趣。当博士生决定做一个与导师做的研究完全不同的课题当博士论文时，导师也不会与博士生决裂，而是会支持他的决定，并给他以方法论等的指导。在中国的大学，大多数情况似乎不是如此，博士生多半被动地为导师的研究课题工作，至于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想法，则常常处于迷茫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产生良好的交流恐怕就比较困难了。
在这里谈一谈我自己与博士生的交流情况。在美国，一般不强迫教授带博士生，学校也不会分配给你博士生带，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博士生主动找到教授，要求自己参与教授的研究工作，或者自己有想法，希望得到教授的指点，然后就一起开始工作。曾经有好几个博士生对我研究的社会困境问题感兴趣，希望能够参与我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交流就非常容易，因为研究兴趣类似。我于是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然后一起讨论如何设计实验去检验我们的假设，如何选择实验的任务，如何招聘被试，如何确定具体的实验步骤、测量工具，一直到实验完毕后，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形成论文，等等。这种合作非常愉快，而且不断产生新的进展和想法，比如我和Dan Bachrach的合作，我和姚欣的合作，都是如此（Chen & Bachrach, 2003; Chen & Yao, 2004; Chen, Pillutla & Yao, 2009）。
另外的情况是我自己主动找博士生参与我的研究。这常常发生在我上完一门博士生课程之后，发现那位学生对我的研究领域感兴趣，有比较新颖的想法，而且功底也比较厚实。比如，这几年和我一起合作的刘东和姚欣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一起讨论，产生了多个有趣的研究问题，比如激情对创业者成功的影响，以及激情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等等，发现这个问题不仅新颖而且重要，对激励理论和管理实践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我们关于激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AMJ和JAP上（Chen, Yao & Kotha, 2009; Liu, Chen & Yao, 2010）。在这个过程中，刘东开始对创业者这个题目产生兴趣，因此把他的博士论文确定在了这个研究领域。
与客户交流。与客户交流能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于实际之中，并检验自己理论的应用价值。这里的客户指的是除了学生之外你的服务对象，这些对象常常是政府、机关或企业。据我的观察，中国大部分教授的手中都有一些为企业咨询的项目。比如，为企业设计一套公司治理机制，或者人力资源规划，或者薪酬分配制度，等等。而有一些重视研发的企业则会提出一些目前遇到的棘手问题，让你进入企业搜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案。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因为公司遇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新出现的尚未被前人研究过的问题，能给你的思想带来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公司可以提供的数据又能帮助你检验你对该问题的见解，在帮助公司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我觉得，对一个学者来说，做咨询项目应该不是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一个实际问题抽象出来，并把这些抽象出来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挖掘出来。这样，就能够一举两得，不浪费科研的时间。
我自己平时很少答应为公司做咨询，但是一旦决定做，就一定好好利用。我们最近在JAP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文化智商的论文（Chen, Liu & Portnoy, 2012）其实就是一个咨询项目的产物。当时，华盛顿州房地产协会的有关人士与我联系，希望我能为他们提供增加买卖房屋成功率的咨询，将重点放在新移民客户群上。华盛顿州因为有微软、波音、亚马逊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移民数量在全美名列前茅，而对新移民来说，购房是一件大事。而能成功帮助这些新移民购房，则是房地产公司关心的事。因为新移民存在文化障碍，就需要房地产中介具有较高的文化智商才能成功，我们因此利用此机会研究了个体和公司文化智商对地产中介销售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智商的重要作用，为有关文化智商的理论和文献增添了一点“砖瓦”。
事实上，目前中国企业的多姿多彩以及它所处的特殊成长期都为中国管理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场地。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为管理学者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使得他们能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企业的成长做出贡献。比方说，中国企业现有的多种不同所有制类型就为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公司业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公司如何获取经济支持和人力资源？为什么某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更愿意参与全球竞争？再比如，日趋白热化的公司之间的人才大战现象。现在几乎每天的报纸杂志或者网站上都会出现“某某高管离职”、“某某团队跳槽”的新闻报道。在我看来，虽然员工离职已经是管理研究中的老课题，但是，“集体跳槽”的频频发生却是一个具有时代自身特点和机制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另外，我觉得创业现象也是非常值得中国管理学者关注的，因为民间创业是一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省份的驱动力量（例如，江苏省和浙江省）。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或者聘请学者做咨询，都说明了他们对管理的重视，与此同时，也为学者研究这些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与同事交流。与同事交流是产生思想火花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仔细回忆起来，我的好几篇论文其实都是与同事交流思想的结果。比方说我与陈昭全的合作，就来自于我们去美国管理学会开年会时的短暂交流，几十分钟时间的聊天，一拍即合，就产生了后来在AMR上发表的论文（Chen, Chen & Meindl, 1998）。与曾鸣合写的那篇AMR文章（Zeng & Chen, 2003），以及与陈雅如的合作也都如此（Chen, Chen & Portnoy, 2009; Chen, Brockner & Chen, 2002）。我还记得在香港科技大学时，我的同事Madan Pillutla常常在路过我的办公室时停下来与我聊上几句，聊着聊着就会有一些想法出来，然后他就在黑板上写起来，我们就决定一起做实验，后来的成果发表在OBHDP上（Pillutala & Chen, 1999）。我和李纾的合作则起源于我去澳洲开会时我们在悉尼的会面，记得当时是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海边散步时谈到了“地域行为”（territorial behavior）的跨国界表现，然后演变出我们后来的跨文化竞争行为的研究，发表在JIBS上面（Chen & Li, 2005）。
2.2.4　由文献驱动的问题：广泛阅读
除了从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中获取灵感，发现研究课题之外，也有许多人通过阅读以往的文献来发现某领域近期的研究热点，或挖掘值得研究的题目。比方说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你去搜索一下近五年来发表的研究论文，就可能发现几个热门的题目，比如公正理论（justice theory），包括结果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人际交往公正（interactive justice）；比如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又称情境行为（contextual behavior）、角色外行为（extra-role behavior），还有在团队层面的群体公民行为（group citizenship behavior）；比如领导行为，尤其是变革型领导行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另外，对回报行为（reciprocity）的研究似乎也刚刚开始升温（Flynn, 2003a, 2003b, 2003c, 2005; Wu et al., 2006）；而关于创造力和创新行为的研究（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以及跨文化管理（cross-cultural management）的研究也有方兴未艾之势。
从阅读文献中得到启示并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几个好处。首先是研究风险相对缩小。这里的研究风险指的是课题是否被其他研究同行认可以及论文被发表的可能性。如果研究课题纯粹来自自己的个人兴趣，而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来不被以往的学者研究，一个可能性是别人都不认为该研究课题有价值，这样，即使你个人觉得它无比重要，要想发表也会非常困难。另外，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学者都不曾想到过这一点（过往学者视区的盲点），而被你“慧眼识英雄”，那样的话，你也担负着需要扭转别人视角的工作，要发表论文也会比较困难。而从目前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选择一个来进行研究的话，这个课题自然而然本身就有了“合法性”（legitimacy），而别人也就自然而然让你参与进他们的“对话”。
通过阅读文献来寻找课题的第二个好处是你能为研究找到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工具，而不需要一切从头做起（starting from scratch）。已经在杂志上反复出现的研究课题一般都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能够避免论文缺乏理论指导的缺陷。我曾经阅读过不少国内的老师或学生撰写的论文，有的甚至是博士论文，一个通病就是理论的苍白。许多文章在假设提出之前基本就没有什么理论的叙述和铺垫，也没有从理论到假设之间的逻辑推理，往往很突兀地就把假设提了出来，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假如你的研究问题是在阅读他人文献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原来那些文章中的理论模型基本上就可能成为指导你的研究的理论基础，你只要做一些修正，或者增减一些变量之间的链接就可以了。
此外，阅读文献还能让你了解做该类研究使用的一般方法，从而使你自己的研究有路可循。比方说研究组织公民行为一般都用问卷法，研究者直接从企业中抽取样本来进行调查，并且用不同的样本来搜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也就是说，如果你预测员工的组织承诺度和工作满意度是决定他们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因素，那么你就必须从员工那儿搜集他们组织承诺度和工作满意度的数据，但是要从员工的上司或者同事那儿搜集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数据，然后计算这两组来源不同的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同时，根据文献中已经使用过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也能增加论文被接受发表的可能性。
当然，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题目新意不浓，有“炒冷饭”之嫌。比如，别人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领导行为，现在我来研究，大的理论框架不动，只增加一两个变量。大量关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都把它与企业公民行为相联系，而我只增加一个变量，那就是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我假设变革型领导行为会促使员工增加对领导的信任，而正是这种信任使员工更愿意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于是主动去做大量的组织公民行为。这里，唯一增加的就是“信任”这个中介变量，别的框架保持不变。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其“递增价值”（incremental value），但是创意甚微。
通过阅读文献提出研究问题的另外一个危险在于，当该题目一旦变得“过时”的时候，你就得另起炉灶，重新寻找新的题目。这样，你个人的研究兴趣就会随着他人或学术界研究兴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形不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和轨迹；使自己的研究缺乏个性色彩，变成学术界的“跟风派”。
我在这里主要讨论了寻找好的研究问题的四种方法，事实上这四种方法既不互相排斥，也并未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其他还有无数的发现问题的方法存在。我觉得，对于研究的有心者来说，可能一转身、一抬头就能看见可以研究的问题，关键是保持心灵的敏锐和视角的独特。



2.3　问题的转化：如何将一般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
记得以前自己在国内刚刚开始研究生涯时，常常喜欢问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管理学的出路在哪里”这样的“重大”问题，仿佛只有那样的问题才值得研究，才会有意义。在管理领域，大问题当然就不是“中国向何处去”了，而是如“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绩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样的大问题，生怕问题小了让别人感到微不足道。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如果我没有去伊利诺伊大学学习的话，这样的思维习惯恐怕难以扭转过来。记得刚到伊利诺伊大学时，第一学期有一门综合课程，由系里的每一个教授来讲一节课，主要就是讲述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及这些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结果我发现每一个教授讲的内容都非常独特、细致入微，而且与别的教授的研究没有任何重叠之处。原来以为都是同一个大题目下的内容，然而事实上每一节课讲述的都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都已经有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才发现这门课对我的难度之大，同时也发现原来研究者可以研究如此“琐碎”的题目。比如，Martin Fishbein讲的是有关态度的研究，从态度的定义、组成成分、影响因素，到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对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预测态度和行为变化之间的计算公式，一节课就把他二十几年的研究讲了一遍，我才知道原来就是“态度”这个问题，就可以耗尽一个人一辈子的研究精力。研究得越深越细，对理论的贡献和实际的意义就越大。Patrick Laughlin讲的是群体推理过程和规律，他专门研究一个群体的人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的时候，如何把大家各自手头的线索穿起来，形成对问题的假设，并且在某些现象发生的时候去证实或证伪原先提出的假设，从而使假设一步步逼近真理（问题的真实答案），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还发明了自己的纸牌游戏，专门研究集体推理的过程。James Davis讲的是他的陪审团研究、有关群体决策的种种现象以及他的社会决策模式理论。Samual Komorita讲他的同盟形成理论（coalition formation theory）和社会困境研究。此外，还有Peter Carnevale讲述他的谈判研究，Harry Triandis讲他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研究，Charles Hulin讲他的员工离职研究，Fritz Drasgow讲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Janet Sniezek讲人在决策中的过度自信现象研究，等等。我记得当时自己是何等震撼，思考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原来不需要研究大问题也可以为科学做出贡献，也可以成为一流的学者。
2.3.1　化大为小，化抽象为具体
而要将“大而无当”的问题转化成真正可以操作、可以研究的问题，关键就是要清醒认识一个人和一个研究的局限性：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研究中给如此大的问题提供答案，因此，必须将大问题分解再分解，直到对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能够准确定义、操作、测量，并且能够把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实际的数据加以检验为止。
比如说你对那个“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绩效”的大问题很有兴趣，想去探索。这个问题显然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答案，而且可以从金融、财会、系统设备、物流分析、市场战略、技术创新、企业战略、企业管理等各个领域入手。就是在企业管理领域，也可以分为宏观管理或微观管理，而就是在宏观领域，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看，比如从企业横向联盟的角度，从企业产品创新的角度，从企业经营方法的角度，甚至企业在行业关系网中的位置可能都会对其业绩产生影响。而企业本身的年龄、规模的大小、所在的地点、产品发展周期等也会影响业绩。从微观管理的角度，企业的组织架构、运作流程，企业员工的选拔、招聘、培训、绩效考核、薪酬分配等激励措施，以及企业的领导风格、公司文化等也都会影响企业最终的结果。如此看来，要回答“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绩效”这个问题，一个人就是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也不可能找到全面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先分解问题，确定自己可以入手的领域，然后再对那个领域中的各种因素进行选择，找出与企业业绩关系最密切并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开始你研究的第一步。假如你觉得企业的领导行为对一个企业文化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员工的行为，员工的行为又对企业最终的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以领导行为的研究作为对这个大问题的切入点来开始自己的研究。然后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领导行为、公司文化、员工行为和企业绩效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个水落石出，从而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当把问题分解到这个层次的时候，研究中的每一个变量几乎就都可以被比较准确地定义。当然，上述的四大变量还是停留在比较抽象的层面的。比如领导行为，根据以往的研究，就已经可以有无数种表现。比如，任务导向型行为，关系导向型行为（Fiedler, 1993）；指导型行为，顾问式行为，说教型行为，放权行为（House, 1978）；变革型行为，转换型行为（Bass, 1985; Burns, 1978）；更不用说近年来流行的魅力型领导（Conger & Kanungo, 1987, 1998），服务型领导（Greenleaf, 1977），第五层领导行为（Collins, 2001）等了。你使用这些领导理论中的一种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呢还是从头做起？徐淑英、王辉、忻榕（Tsui, Wang & Xin, 2006）就在国内的企业领导中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领导的一些独特的行为风格，并将这些风格进行分类，来观察他们与这些领导所在企业之间的业绩关系。他们显然觉得现有的领导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中国企业的领导行为，所以才进行探索研究，从头做起。如果你觉得魅力型领导对公司文化最有影响，也可以选择用魅力型领导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去预测它在中国企业中的表现和影响。
现在让我把你的研究问题变得更加具体一些，比如：“究竟是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还是高高在上的领导风格更为有效？”“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会导致怎样的公司文化？”“高高在上的领导风格又会滋生出什么样的公司文化？”因为前人的研究中不曾提到过这样的领导行为，你就需要对这两种领导风格进行定义，这样分解下来，你的问题就变成“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的具体表现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风格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然后根据搜集的数据开发出相应的具有高信度、效度的量表，能够准确测量、鉴定这两种领导风格。与此同时，你对公司文化的概念要有明确的定义，并且也要找到合适的测量工具。在对这两个变量的具体操作测量手段都确定之后，才可能为你的问题找到比较可靠的答案。
当然，最后你想看的是由于领导风格不同造成的不同公司文化最后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这时，你就要对企业的业绩进行定义并分解。企业的业绩可以从销售额、利润率、市场占有率等硬性指标去衡量，也可以用现有员工的技能水平、业绩表现、员工离职率、工作满意度、员工创新意识等软性指标去衡量。选择的指标不同，结论就可能不同。所以笼而统之地问问题与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之间，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要进行实证式研究，只有把问题问得很具体才可能进行。
2.3.2　化问题为研究变量和假设
要把一般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确定问题中涉及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现在假如我有一个谁都不曾研究过的问题：企业领导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我们怎么把这个问题转化为研究变量和假设呢？有几个步骤：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这两个变量是否有联系，如果是，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行为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如何”二字就是要探索这种影响发生的机制，揭开“黑箱”中的变量。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和我自己的观察思考，我认为领导行为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实现的：首先，领导行为，尤其是支持创新的行为，如鼓励员工不断学习，不断挑战自己的思维习惯，并且鼓励员工尝试用新方法解决问题，设立奖励机制鼓励员工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等，会在公司中形成一种创新的气氛和文化。其次，这种创新文化会促使员工愿意冒险，愿意创造，而员工的不断创新就会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这一个问题中就包含了几个变量：（1）领导支持创新的行为；（2）企业的创新能力；（3）公司的创新文化氛围；（4）员工的创新行为。很明显，在这个研究中，领导行为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企业创新能力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而公司创新氛围和员工创新行为则是两个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具体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领导支持创新的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多层次中介和调节模型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领导支持创新的行为直接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假设同样的领导行为在不同的员工身上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比如，领导要求员工不断挑战自己的思维习惯，经常指出员工需要改进之处这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员工身上就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些具有“学习目标导向”（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的员工可能会很容易接受这样的领导行为，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人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但那些具有“绩效目标导向”（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的员工可能就不容易接受这样的领导行为，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领导要求他们改进自己，那就是对他们能力的否定，有相当负面的意思。员工个人在这方面的倾向，在以往的文献中被称为“目标导向”（goal orientation: Dweck, 1986, 1999）。因此，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研究中再加上一个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那就是员工个人的“目标导向”。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于是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
界定了这些研究变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写出该研究的主要假设。
假设1：企业领导的行为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氛围（a）和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b）。
假设2：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会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
假设3：领导行为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部分会被企业的创新氛围中介。
假设4：领导行为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会被员工的创新行为中介。
假设5：员工的目标导向会调节领导行为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员工的学习目标导向会增强二者的关系，而员工的绩效目标导向则会削弱二者的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曾经在ASQ上发表的研究，是Jennifer Chatman做的。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一致性是怎么实现的？与企业价值观一致的员工是否工作态度更积极，表现更好，更不会主动跳槽？Chatman（1991）认为，要使员工保持与企业共同的价值观，首先是在招聘人员时进行筛选，其次是在招进来之后进行同化。因此，这个问题中的研究变量就包括：
自变量。招聘过程中的筛选——只选择那些与企业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候选人，加入组织后的同化——参加同化活动越多的人越可能与企业共享价值观。
中间变量。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一致程度。
因变量。工作满意感、工作业绩、离职意愿。
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用图3表示。

图3　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具体用假设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则有以下假设。
假设1：在员工招聘过程中对个人的价值观关注越多，员工与企业价值观的一致程度越高。
假设2：员工入职后参与公司的同化活动越多，其与企业价值观的一致程度越高。
假设3：与企业价值观一致性程度越高的员工，其工作满意感越高（a），工作业绩越好（b），离职意愿越低（c）。
Chatman采用了纵向研究法（longitudinal approach），在八家会计师事务所先后两次（相隔一年）搜集数据，得以观察公司各种同化活动的开展（如企业文化培训、企业庆典活动、导师制等）、在此期间员工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员工与企业价值观之间一致性程度的变化，从而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结果发现，虽然大部分假设得到支持，但有些假设却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详细结果请阅读原文）。
2.3.3　化问题为研究设计
在研究问题和假设基本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研究设计来检验假设。研究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研究的问题和假设。一般而言，如果研究假设的变量关系之间具有因果联系，那么就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室实验来加以检验，因为在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严格控制自变量的变化程度来观察因变量的变化。相反，如果研究假设的变量关系只是相关关系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问卷法、档案法、个案法等非实验的方法来进行检验。本书的未来章节会对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详细的描述，在此先不赘述。我只简要地举例描述一下研究方法选择的基本原则。
原则一：用定性方法（qualitative approach）研究全新的课题和变量。如果你的研究课题之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过，那么你就需要用定性的方法从头开始做起。我和我的同事对创业者激情（entrepreneur passion）的研究就是如此。我们首先界定创业者激情的内涵和外延，确定这个构念与以往研究中的构念（如内在动机）的不同、它的独特价值和研究意义。我们认为，创业者激情是创业者对自己即将或已经成立的公司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入迷的认知状态，它有别于一般的内在动机，不仅具有极强的目标针对性，而且更与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密切相关。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通过访谈、开放式问卷的方式搜集与之有关的条目，从而开发出能够准确测量这个构念的量表。在对这个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之后，再搜集数据去发现这个构念对创业者能否得到风险投资的影响，以验证这个构念在创业实践中的重要性（Chen, Yao & Kotha, 2009）。
对工作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研究我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虽然以往的文献中有大量的有关关系的研究，但大部分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具体的测量工具。究竟什么样的关系被称为“好关系”？就这个问题，我和彭泗清用定性的方法进行了探索。我们首先对良好关系进行定义，然后让企业中的员工和管理人员找出一个与他们具有良好关系的同事，举例说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会一起做什么样的事，等等。对收上来的条目经过反复斟酌整理后，我们发现有9种行为能反映两个工作同事间的良好关系，包含两个维度（dimension）的内容：工具性维度和情感性维度。然后，我们又问：什么样的行为能促进或损坏工作同事间的关系？我们同样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有27种行为会直接增进或破坏工作同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与工作有关的正／负面行为以及与工作无关的正／负面行为（Chen & Peng, 2008）。
原则二：用实验法（experiment）研究具有因果关系的假设。当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因果联结的时候，就需要用严密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来研究。比如，我们假设群体决策过程中领导发言顺序对决策结果会直接产生影响：在领导先发言的群体中，群体成员对决策结果的满意度较低，而在领导后发言的群体中，群体成员对决策结果的满意度较高。这个假设很难在现实中进行检验，因为除了领导发言的顺序之外，还有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群体成员对决策结果的满意度，而那些因素我们在实际情况中无法控制。实验就不同了。我们可以保持实验情境中所有的因素都一样，唯独变化领导发言的顺序来测量群体成员对决策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实验中，唯一的自变量就是群体领导的发言顺序。最简单的设计可以是两个实验情境。在确定了群体领导的人选和地位之后，在一个实验情境中，我们要求领导第一个发言；而在另一个实验情境中，我们要求领导最后一个发言。假设在这两个实验情境中，我们事先都告诉领导他们应该持有的观点，并且故意让该观点与我们告知群体成员应该持有的观点相悖，那么就能够检验领导发言顺序对群体决策结果的影响。与此同时，如果要较为系统地来研究领导发言顺序对群体成员对决策结果满意度的影响的话，在确定好群体人数之后，可以设计情境让领导第一个发言，第二个发言，第三个发言……如果我们还想看一看群体人数多少与领导发言顺序之间的关系，那就可以再加进一个自变量——群体规模，来设计实验。
原则三：用问卷研究的方法／调查法（survey）来检验相关性假设。大部分的管理学研究都是用问卷法完成的，因为在现实中变化的因素很多，能够在变量之间建立起相关的联系对我们理解现象的发生已经很有意义。问卷研究法中通常又有两种：一种是横向研究法（cross-sectional approach），另一种是纵向研究法（longitudinal approach）。横向研究法是指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对研究的所有变量搜集大样本的数据，这些样本通常跨越部门、企业甚至国家。纵向研究则是指对确定的样本和变量，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去搜集数据，可以是相隔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果一个研究中的变量不涉及时间维度，而且没有任何隐含的因果关系假设，那么横向研究法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比如，谢家琳等对国企员工工作复杂性、压力源及其缓解方法的研究，采用的就是横向研究法（Xie et al., 2004）。但是，如果一个研究中的假设涉及时间的因素，或者在某种意义上隐含了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就需要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比如，我在研究领导行为与员工离职之间的关系时，因为离职行为应该出现在领导行为之后，因此采用的就是纵向研究法（Chen, 2004）; Chatman在研究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一致性时，因为牵涉到员工入职前后价值观的变化，也用了纵向研究法（Chatman, 1991）。



2.4　论文开题报告的形成
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问题、研究变量以及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方法之后，就可以开始撰写论文的开题报告了。开题报告是提出研究问题的正式形式，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引言：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管理中的什么有趣现象？它对未来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有什么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过去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或与该问题有关的领域有无积累？与该问题最相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该问题与其他管理概念的关系是什么？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去研究这个问题最有独到的视角？
三、假设的提出：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建立与该问题有关的所有研究概念（变量）之间的联系，呈现出对该研究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理论模型，并且就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具体的假设。
四、研究方法：对样本的特性、变量的操作和测量、控制变量、具体研究方法（定性、定量等）和步骤、假设检验的具体统计方法等都需要做详尽的描述。
五、研究结果的意义：对可能得到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详细说明该研究对管理理论的贡献，以及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并对未来可能在这个课题上继续开展的研究做一个展望。



参考文献
Au, W. T., Chen, X. P. & Komorita, S. S. (1998). A probabilistic model of criticality in a sequential public goods dilemma.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5(3), 274—293.
Bass, B. M. (1985).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urns, J. M. 1978.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 Row.
Brodbeck, F. C., Kerschreiter, R., Mojzisch, A., Frey, D. & Schulz-Hardt, S. (2002). The dissemination of critical, unshared inform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groups: The effects of prediscussion dissen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2, 35—56.
Chatman, J. A. (1991). Matching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3), 459—484.
Chen, C. C., Chen, X. P. & Meindl, J. R. (1998). How can cooperation be fostered?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2), 285—304.
Chen, X. P. (1996). The group-based binding pledges as a solution to public goods proble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6, 192—202.
Chen, X. P., Au, W. T. & Komorita, S. S. (1996). Sequential choice in a step-level public goods dilemma: The effects of criticality and uncertain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5, 37—47.
Chen, X. P. & Bachrach, D. G. (2003). Tolerance of free riding: The effects of defection size, defection pattern and social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0, 139—147.
Chen, X. P. & Chen, C. C. (2004). On the intricacies of Chinese guanxi: A process model of guanxi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3), 305——324.
Chen, X. P., Hui, C. & Sego, D. J. (1998).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turnover: Conceptualization and preliminary tests of key hypothes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 (6), 922—931.
Chen, X. P. & Komorita, S. S. (1994).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itment in a public goods dilemma.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0, 367—386.
Chen, X. P., Lam, S. K., Naumann, S. & Schaubroeck, J. (2005). Group citizenship behavior: Conceptualization and preliminary tests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 273—300.
Chen, X. P. & Li, S. (2005).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mixed-motive business context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6, 622—636.
Chen, X. P., Liu, D. & Portnoy, R. (2012).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motivational cultur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climate, and cultural sales: Evidence from U.S. real estate firm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1), 93—106.
Chen, X. P. & Peng, S. (2008). Guanxi dynamics: Shifts in the closeness of ties between Chinese coworker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
Chen, X. P., Pillutla, M. M. & Yao, X. (2009).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operation inducing and maintaining mechanisms in public goods dilemmas: Sanctions and moral appeal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2(2), 241—255.
Chen, X. P. & Yao, X. (2004). Re-Examin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social dilemmas: Sustainability and explanation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New Orleans.
Chen, X. P., Yao, X. & Kotha, S. (2009). Entrepreneur passion and preparedness in business plan present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1), 199—214.
Chen, Y. R., Chen, X. P. & Portnoy, R. (2009). To whom do positive norm and negative norm of reciprocity apply? Effects of inequitable offer, relationship, and relational-self orient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1), 24—34.
Collins, J. (2001). Good to Great: Why Some Companies Make the Leap and Others Don't. New York NY: HarperBusiness.
Conger, J. A. & Kanungo, R. N. (1987). Toward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2, 637—647.
Conger, J. A. & Kanungo, R. N. (1998).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vis, J. H. (1973). 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 theory of social decision schemes. Psychological Review, 80, 97—125.
Davis, J. H., Au, W. T., Hulbert, L. G., Chen, X. P. & Zarnoth, P. (1997). The effects of group size and procedural influence on consensual judgments of quantity: The example of damage awards and mock civil ju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703—718.
Davis, J, H., Kameda, T., Parks, C. D., Stasson, M. F. (1989). Some social mechanics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The distribution of opinion, polling sequ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ens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6), 1000—1012.
Davis, J. H., Stasson, M. F., Parks, C. D., Hulbert, L. & Kameda, T. (1993). Quantitative decisions by groups and individuals: Voting procedures and monetary awards by mock civil ju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9, 326—346.
Dweck, C. S. (1986). Motivational processes affecting lear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 1040—1048.
Dweck, C. S. (1999). Self-Theories: Their Role in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Edwards, J. R. (2002). Alternatives to difference scores: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In F. Drasgow & N. W. Schmitt (Eds.), Advances in measurement and data analysis (pp. 350—40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Edwards, J. R. (2001). Ten difference score myth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4, 264—286.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2, 1—22.
Fiedler, F. E. (1993). The leadership situation and the black box of contingency theories. In M. M. Chemers and R. Ayman (Eds.) Leadership Theory and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Flynn, F., (2003a). How much should I give and how often? The effects of generosity and frequency of favor exchange on social status and produc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6(5), 539—553.
Flynn, F. (2003b). 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 lately? Temporal changes in subjective favor evalua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1(1), 38—50.
Flynn, F. & Brockner, J. (2003). It's different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Predictors of givers' and receivers' reactions to favor exchang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6), 1034—1045.
Greenleaf, R. K. (1977). Servant Leadership. New York: Paulist Press.
Griffeth, R., Hom, P., Gaertner, S. (2000). A meta-analytical update of antecedents and correlates of employee turnover: Research in the nineties with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463—488.
Hinkin, T. R. (1995). A review of scale development practices i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5), 967—988.
Hinkin, T. R. (1998). A brief tutori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for use in survey questionnair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1), 104—121.
Hitt, M., Beamish, P., Jackson, S. & Mathieu, J. (2007). Buil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ridges across levels: Multilevel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385—1399.
Hom, P. & Griffeth, R. (1995). Employee Turnover. Cincinnati Ohio: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House, R. (1996). 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ship: Lessons, legacy, and a reformulated theory. Leadership Quarterly, 7(3), 323.
House, R. J. (1971). A path goal theory of leader effective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6(3), 321—339.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2).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430—454.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3).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0, 237—251.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63—291.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2). Psychology of preferences. Scientific American, 246, 161—173.
Kameda, T. (1991). Procedural influence in small-group decision making: Deliberation style and assigned decision ru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245—256.
Kameda, T., Sugimori, S. (1995). Procedural influence in two-step group decision making: Power of local majorities in consensus 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865—876.
Kameda, T., Takezawa, M., Tindale, R. S. & Smith, C. M. (2002). Social sharing and risk reduction: Exploring a computational algorithm for the psychology of windfall gains. Evolutionary Human Behavior, 23, 11—33.
Karau, S. J. & Kelly, J. R. (1992). The effects of time scarcity and time abundance on group performance quality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8(6), 542—571.
Kelly, J. R. & Karau, S. J. (1999). Group decision making: The effects of initial preferences and time pressur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1342—1354.
Larson, J. R. Jr., Foster-Fishman, P. G. & Keys, C. B. (1994). Discussion of shared and unshared information in decision-making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446—461.
Lee, T. W., Mitchell, T. R., Wise, L. & Fireman, S. (1996). An unfolding model of voluntary employee turnov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 (1), 5—36.
Liao, H., Liu, D. & Loi, R. (2010). Looking at both sides of the social exchange coin: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the joint effects of LMX and TMX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on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3, 1090—1109.
Liao, H., Toya, K., Lepak, D & Hong, Y. (2009). Do they see eye to eye? Management and employee perspectives of 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influence processes on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 371—391.
Liu, D., Chen, X. P. & Yao, X. (2011). From autonomy to creativity: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harmonious pass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2), 294—309.
Liu, D., Liao, H. & Loi, R. (in press).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March, J. G. & Simon, H. A. (1958). Organizations. NY: Wiley.
Maslow, A. H. (1968). The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Messick, D. M., Wilke, H. Brewer, M. B., Kramer, R. M., Zemke, P. E. & Lui, L. (1983). Individual adaptations and structural change as solutions to social dilemm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294—309.
Mitchell, T. R. (1988). People in Organizations. McGraw-Hill.
Mitchell, T. R., Holtom, B. C., Lee, T. W., Sablynski, C. J. and Erez, M. (2001). Why people stay: Using job embeddedness to predict voluntary turnov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 1102—1122.
Mitchell, T. R. & Lee, T. (1999). The unfolding model of voluntary turnover: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 450—462.
Mitchell, T. R. and Lee, T. W. (2001). The unfolding model of voluntary turnover and embeddedness: Foundations for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attachment.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3, 189—246.
Pillutla, M. & Chen, X. P. (1999). Social norm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The effects of context and feedback.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8 (2), 81—103.
Podsakoff, P. M. & MacKenzie, S. B., Lee, J.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Porter, M.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NY: The Free Press.
Raudenbush, S. W., Bryk, A. S., Cheong, Y. F. & Congdon, R. T., Jr. (2004). HLM 6: Hierarchical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ing. Chicago, IL: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Stasser, G. & Titus, W. (1985). Pooling of unshared information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Biased information sampling during discu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 1467—1478.
Stasser, G. & Stewart, D. D. (1992). Discovery of hidden profiles by decision-making groups: Solving a problem vs. making a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426—434.
Stewart, D. D. & Stasser, G. (1995). Expert role assignment and information sampling during collective recall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619—628.
Tsui, A. S., Wang, H. & Xin, K. R. (2006).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culture dimensions and culture typ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3), 345—376.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53—458.
Vroom, V. H. (1964). Work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Wiley.
Vroom, V. H. & Yetton, P. W. (1973).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 Pittsburg: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Wittenbaum, G. M., Hubbell, A. P. & Zuckerman, C. (1999). Mutual enhancement: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ve preference for shar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967—978.
Wu, J. B., Hom, P. W., Tetrick, L. E., Shore, L. M., Jia, L., Li, C. & Song, L. J. (2006).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3), 377—402.
Xie, Y. J., Wang, X. H. & Lin, Y. C. (2004).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for cracked rectangular cross-section thin-walled tubes.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 71(11), 1501—1513.
Zeng, M. & Chen, X. P. (2003). Achieving cooperation in multi-partner strategic alliances: A social dilemma approach to partnership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4), 587—605.
Chatman, J. A.（2005），《个人与组织契合度：公众会计事务所里的甄选与融入》，徐淑英、张维迎主编，《管理科学季刊最佳论文集》，第27—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3章
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
陈昭全
Rutgers University


张志学
北京大学

David Whetten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本章大纲


引言
3.1　理论和理论建构
3.1.1　什么是理论？

3.1.2　中层理论

3.2　中层理论的构成
3.2.1　有关概念

3.2.2　命题和假设

3.2.3　机制或原理

3.2.4　边界条件

3.3　理论建立与理论贡献
3.3.1　理论的社会建构

3.3.2　发现并选择研究问题

3.3.3　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

3.3.4　理论建立过程中的演绎和归纳

3.4　实证研究中的理论描述
3.4.1　讲述一个故事

3.4.2　列出参考文献和引用他人成果

3.4.3　引用实证研究发现

3.4.4　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

3.4.5　为研究假设进行的推理

3.4.6　运用框图说明理论

3.4.7　结束并继续故事

3.5　结语



引言
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立理论、对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发展已有的理论。建立理论是驱动和贯穿于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一种智力的、情绪的和审美的活动。所建立的理论的质量和强度是评估科学研究者对科学领域贡献和影响的黄金法则。由于一些学者批评组织管理领域缺少有影响力的理论，AMR在1989年、ASQ在1995年分别组织专辑来讨论理论建构的问题。尽管如此，比起学术研究中的其他方面（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等），学者们对于如何建立理论的讨论相对少得多，而且也比较零散。许多人甚至觉得建立理论不是能够学会的科学，而是依赖个人特质和天分的艺术。在本章里，我们将分析理论建构的过程以便让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了解怎样建立一个好的理论。为此，我们将首先阐明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建构，然后描述理论的主要成分以及它们在一篇实证性的论文中的位置，最后探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发表在以上提到的两本管理研究杂志专辑中的文章中的观点，也吸收了诸如Merton（1968）、Glaser和Strauss（1967）等学者对于如何建构理论所发表的经典论述。我们还引用了不少研究作为范例来说明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读者可以通过本章后面列出的主要文献去查看这些研究的全文。这些研究中的多数是与中国管理研究有关的，不少是华人学者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比较熟悉这些研究，从而更可能分析这些研究在理论建立方面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在看完这些研究后更能够联系中国的管理实践思考理论建构的策略。



3.1　理论和理论建构
3.1.1　什么是理论？
Merton（1968: 39）将理论定义为“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能获得实证性验证的若干命题”。Bacharach（1989: 498）将理论看做“一个概念和变量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概念之间通过命题联系在一起，而变量之间则通过假设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下面将详细介绍理论的构成以及建立理论的过程。需要明确的是，可以在抽象和操作两个水平上形成理论。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直接的对照物（如社会地位），而操作性概念能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如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抽象的理论由概念和命题构成，而操作的理论则由变量和假设构成。那些旨在建立理论而非验证理论的概念性论文中的理论通常包含概念和命题，而那些旨在验证理论的实证性论文中的理论则是由变量和假设组成的。在讨论建构理论的过程时，我们是基于实证性论文而非理论性论文。大多数实证性论文，从验证理论的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对变量进行清晰的界定、根据概念和命题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而对理论的抽象和操作性两个方面往往没有清晰的区分。因此，尽管我们认识到理论在抽象水平上的差别，但在我们的讨论中，概念和变量以及命题和假设的含义都是等同的。而且，我们将理论建构当做实证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将理论看做一篇实证性论文中的最终产品。一些学者专门撰写理论性文章用于激发或者指导后来的实证研究，例如发表在AMR上的论文。
尽管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内容也适用于理论性文章，但是理论性文章和实证性文章有重要的区别。大多数理论性文章会回顾和评论以往相关的实证研究，以此作为建构理论的一部分，但它们不需要有数据。在AMR上发表的一些理论性文章有时会报告一些新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大多是初步的和不系统的，这些数据本身不足以严谨而全面地验证一个理论。在实证性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的价值是与所报告的数据密不可分的，这些数据应当是理论成立的基础；或者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支持基于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在实证研究的背景下讨论理论及理论建构。
3.1.2　中层理论
在我们看来，理论这个概念在美国被过于通俗化，而在中国却被过于神秘化。在美国的大众语言中，理论可以是对于问题的解释、推测，对于某种事情的猜想或者对于日常生活中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测。如果某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往往觉得很不错；不过即便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相反，中国人很少在大众语言中将理论用于日常发生的事情上，他们倾向于将理论看做是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基本规律的哲学思考和系统观点。在本章中，我们既不像美国人那样将理论看做对于事物所做出的解释性的或者预测性的看法，或者认为任何能够提出某种意见的人就是理论家；同时，我们也不像中国的精英们那样将理论看成是伟大的、包罗万象的系统原则和规律，并认为理论家就是像孔子、马克思或者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Merton（1968）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ies），而我们所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通过实证研究提升组织和管理知识的研究者。
首先让我们澄清什么是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是相对于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和细微理论（trivial theories）而言的。美国民众流行的理论定义似乎更像细微理论，而中国民众流行的理论定义更像是宏大理论。宏大的社会科学理论是高度复杂、非常抽象和系统的理论，其试图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中的大部分方面。自然科学和物理学中的模型以及社会学的先驱者都希望建立宏大理论。例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Parsons的功能理论以及Homans的社会交换理论都被认为是宏大理论（Merton, 1968; Bourgeois, 1979; Wagner & Berger, 1985）。中国道家的阴阳理论也是一种宏大理论，它认为可以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划分为相互冲突而又互相补充的阴和阳两种成分，事物的任何一种状态都可以通过阴和阳两种成分的平衡和变化来加以解释（Fang, 2011; Li et al., 2009）。通常，宏大理论就像一种范式，代表那些广泛意义上共享的信念和看法，这些信念涉及世界的起源、本质以及运作的基本法则。这些范式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理论的透镜，去界定和检验世界。在社会科学当中，类似范式的理论代表着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差异，它们使得研究者将注意力聚焦到颇不相同且又相互补充的课题上，包括供求关系、社会规范与结构以及个体差异。在更小的范围内，每个学科都有一些理论应用于较大范围的现象和情境条件中。读者可能熟悉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diffusion theory）、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和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等。这些理论常常担当学术研究中的通用参照框架的作用。这些理论是旨在被应用的，而不是被有系统地进行检验和改进。因此，这些更一般的理论往往被作为建立及检验组织和管理中新的中层理论的基础。
细微理论被Merton称为“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它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常识。例如，当某位经理的下属早晨上班迟到了，而前一天晚上电视直播了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的实况，经理便假设下属是由于睡过了头而迟到了。与宏大理论一样，细微理论更多地作为基本假定而非可以检验的假设。
我们可以根据理论所涉及现象的全面性来看宏大理论与细微理论的区别。宏大的理论最为全面，因为它们包括了一套相互联系的法则（命题和假设），这些法则涉及许多不同情境下的各种现象。相反，细微理论只集中于有限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只与有限情境下的少数现象有关。还可以根据理论的抽象程度来看两种理论的差别。宏大理论最为抽象，其中的概念与假设之间、命题与假设之间的距离最大，从可观察的现象识别其背后隐含的法则也最难。细微理论则截然相反，它们最具体，理论与可观察的现象之间几乎是相同的。中层理论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它在全面性和抽象程度上都是中等的，目的在于通过抽象化的学术概念去揭示所观察到的特定情境条件下的现象背后的模式。所以，中层理论是有边界的，它只适用于某些现象而非所有的现象。中层理论的提倡者力求在研究的集中性（集中于某些现象或者现象的某些方面）和全面性之间取得平衡（DiMaggio, 1995），以及在精确性和广泛性之间取得平衡（Osigweh, 1989）。
对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建立中层理论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也是现实的选择。这是因为组织具有边界，而组织现象又是高度情境化的（徐淑英、张志学，2006），很多社会或者政治的因素会影响到组织管理实践中的解决方案。这种特性使得组织研究者容易以实用的术语来建构理论，并通过发现在组织情境中存在的具体关系而建立起一些细微理论。建立中层理论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它需要学者的勇气、智慧和想象力（Weick, 1995）。不过，从几个方面看，追求建立宏大理论对组织管理研究者而言可能是不现实，甚至是有害的。第一，正如Merton（1968）和Bourgeois（1978）所主张的，尽管建立宏大理论可能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当前的社会学和组织研究还没能完成建立宏大理论的足够的知识积累。第二，社会科学中的宏大理论的建立导致了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或哲学派别，阻碍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Wagner & Berger, 1985）。第三，社会科学并不像物理学那样，它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建立抽象而广泛的理论往往会牺牲对于现象的准确认识，而且很可能使得理论无法证伪（Popper, 1959; Bacharach, 1989）。社会科学中的宏大理论由于其高度抽象，很难将其概念和命题操作化为变量或者假设，或者由于其概念和命题高度抽象，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的操作化可能完全不同。这些情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无法对宏大理论进行验证。相反，中层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建立起来后需要被验证。因此，这种理论就成为宏大理论和实证研究之间的重要桥梁。



3.2　中层理论的构成
以往学者对于中层理论有几种描述。“理论是言语性或符合性论断（命题）的集合。理论识别什么变量重要以及为什么重要，理论要澄清这些变量是怎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理论还要澄清在什么条件下这些概念应该彼此关联或者不关联。”（Campbell, 1990）“理论是回答为什么的。”（Sutton & Staw, 1995）理论用于说明什么导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Christensen & Raynor, 2003）。理论是“一种有关在某些条件假定和限制下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Bachrach, 1989）。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组织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复制其成功；如果看到某个组织做得很差，则希望避免失败。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需要一个理论——对于什么导致了所观察到的结果的解释（Pentland, 1999）。
基于以上学者对于理论的界定，我们将理论定义为：一个有关概念和其相关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论据，它用来解释为什么某种后果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中层理论的建立将会涉及这些重要的成分：概念、所提出的关系、机制或原则和边界条件。
如上所述，理论乃是对于揭示现象的若干概念之间在特定条件下所存在的关系的一种陈述。理论的重要功能在于通过提纲挈领的表述，让人们了解纷繁复杂的现象或者事件发生的脉络和原因。所以，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能够将最相关的概念以符合逻辑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清晰地表达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了解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可以将理论看做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proposition）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通过假设将变量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以往学者对于理论的构成有所论述。例如，Dubin（1976）认为理论包括构成现象的若干单元（units）、各单元之间的互动法则（laws of interaction）、理论成立的边界（boundaries）、决定各单元之间的互动表现的系统状态（system states）、关于这些单元之间互动的命题，以及用于对这些命题进行检验的实证指标（an empirical indicator）和假设。根据Dubin（1976）和Whetten（1989）的观点，我们认为理论建构应当包括什么（what）、怎样（how）、为什么（why）和谁（who）这样四个成分。明确地说，理论是进行解释，而非仅仅描述。仅仅提出或者证明两件事情是相关的，与提出某个事情实际上可以解释另外某个事情的发生或者其程度，这二者是不同的。
3.2.1　有关概念
概念是中层理论的基本构件，它们是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一种表达和说明。由于概念是对现象的抽象，因此它们不能被直接观察到。概念能够反映特定事物或现象同其他事物或现象区别开来的本质特性。在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常用的概念包括权力、独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ies）、网络中心度、成就需要、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资本。概念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内容）和外延（范围）。概念的定义会列举出概念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的一系列独特属性。精确而全面的定义能够确保概念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能够被准确地在现实世界中识别出来。例如，组织独特的竞争能力被定义为一种具有市场价值而又难以被模仿且没有合适替代品的组织资源。
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适用范围的大小。换句话说，它指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有哪些”。“组织”（organization）这个概念能够用来描述多种不同形式的组织，例如营利性组织（如企业）或者非营利性组织（如政府）。在组织研究文献中，它也被用来表示组织的不同概念。其中，社会学观点认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选定的、预先指明的社会形式的产物；而心理学观点则认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组成的。因此，在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如组织认同或组织伦理，就需要对“组织的”（organizational）意思进行详细说明。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是把分析层次作为形容词来界定特定概念的范围，如组织的而非群体的领导，个体的而非组织的诚信（integrity）。
如上面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解释所指出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学术论述中的基本名词。概念都必须有实证的指示物，而且它们的定义常常与日常使用的相互重叠。对于打算在研究中使用学术概念的读者而言，熟悉如何在特定的学术社区中使用特定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常常能够在一系列已发表的、相互大量引用的研究中反映出来。
尽管我们的大部分论述都同时适用于概念和变量，仍然有必要列出一些概念和变量之间的关键差异，特别是在实证的学术研究中使用时的差异。变量和概念是表达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同方式。变量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操作化和转化，使得原来抽象的概念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被测量。所有的变量都应当可以被赋值。例如，“性别”作为一个变量时，可以用0表示男，1表示女。将“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变量时，它可以用某种量表来测量，并以数值的高低（例如，1代表低，5代表高，以此类推）来表示某人的满意程度。
在组织研究中，可能会使用多个不同的变量对同一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因此，不同的研究可能就会报告不同的分析结果，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时，很难对组织研究中的一些概念进行操作化。比如，要研究工作情境中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可能想使用“权力”这个概念。然而，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在这类研究中使用的都是权力的反面：依赖，因为依赖更容易操作化。在常见的“方框和箭头”图中可以很简单地用“方框”来表示概念，想象一下这样的模型图，并记住概念是中层理论的基本构件——概念基础。有一些指导原则能够帮助读者确保他们的模型中的“方框”能够被用来建构有用的理论。例如，尽可能使用相关概念的名称（而不是自己编一个名称）。概念的名称一般都是名词或者两到三个名词组成的词组（如团队构成、任务相互依赖性、组织规模）。在学术研究中，最好使用那些在相应的文献体系中已经被接受的概念，而不是一些日常用的术语（例如，使用“组织声誉”，而不是“外人的意见”）。每个概念都必须能够被操作化为一个变量（可以测量，测量值可以是从高到低，或者是“开”和“关”等），而且必须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因或后果。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指导原则消除了中层理论建构中宽泛类别（如环境、领导者、结构、技术）的使用。在这些宽泛类别之前加上一些形容词常常使得它们能够被操作化为具体的变量，例如环境的不确定性、魅力型领导风格等。要记住，研究中建构的中层理论是要被检验和应用的，因此应当仔细思考模型中的“方框”（即概念）的选择和命名。
在建构中层理论时，通常要考虑完备性和简洁性两个标准（Whetten, 1989）。前者是指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将所涉及的因素都包括到理论中来，后者则指剔除那些不能够增加解释力的变量从而确保以尽可能少的概念来建立理论。研究者包括的概念或者变量越多，对于现象的解释自然更可能越完备。然而，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持简驭繁，以精巧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现象。因此，最好的研究是那些能够使用最少的概念对事物或现象提供最全面的解释的理论。
3.2.2　命题和假设
选定建立理论所需要的概念之后，紧接着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概念之间“为何”以及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与前面一致，假设有一个用方框和箭头表示的模型，研究者会用箭头来表示重要的关系，并用命题或假设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关系。如果我们把方框（即概念）当做一个故事中的各种角色，那么箭头就描绘了故事的情节。进一步说，一个故事不仅会告诉观众角色之间有何种关系，而且会解释为什么有这些关系。
如前文所述，命题和假设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命题涉及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假设则将命题涉及的广泛的关系以更为具体、可操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检验一个给定的命题需要检验多个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将一个概念操作化的假设。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没有数据的理论论文，例如那些发表在AMR上的论文，只包含命题而不是假设。而那些用数据来检验某个理论的论文，例如那些发表在AMJ上的论文，则包含假设而不是命题。
由于理论的目标是解释，而不只是描述观察到的关系，因此区分不同的“箭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例如，箭头代表的是因果关系还是流程关系（Van de Ven, 2007）?组织研究领域中的很多文献似乎都将“因果关系”（causality）等同于“必要的前因条件”，即在观察到的结果之前发生的条件（事件、状态等），这些条件是结果能够被观察到的必要条件。尽管文献中对因果关系有不同的处理，学者们还是普遍认为解释性的理论必须超越对观察到的相关的简单报告或描述。
3.2.3　机制或原理
正如定义概念或者说“方框”对于学者来说很重要一样，定义概念间的关系，或者说“箭头”，也同样重要。仅仅列出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并不足以构成理论，因为无法排除前因X变量与结果Y变量之间只是相关或者共同受到另一个未指明的变量的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前面引用过的Christensen和Raynor对理论的定义中，“什么导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强调“理论需要回答为什么”。对“箭头”的含义的关注是建立“强”理论（Weick, 1989）的关键。明确特定关系中的“为什么”成分的一种方式是使用如下的惯例：“X导致Y，因为……”这种格式提醒组织研究者解释每个关系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或者心理的原因—结果（cause-effect）的过程。Davis和Marquis（1995）在呼吁学者关注组织研究中层理论的潜在机制时提出了这个观点。有些情况下，一个关系中的“为什么”成分与“什么导致什么”成分是重叠的。例如，在一些社会科学范式中，我们可以说特定的X——前因能够解释Y——结果（比如，动机→绩效；隔离→偏见）。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为什么”某个X因素被假定为某个Y结果必要的前因因素并非不证自明的（比如，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确并测量“箭头”背后可能的一种或者多种因果机制是必要的。
本领域内的美国顶级实证性学术期刊长期保持的一个期望就是实证研究必须做出理论贡献。这条标准的一种解读方式是：论文的作者应该对变量的选择的理由做出理论说明。要做到这一点，一种做法是援引相关的“宏大的”社会科学和组织研究理论中的一些机制，以可测量的变量（“方框”）或者不可测量的变量（如用箭头表示的、不可测量的因果关系）表达这些机制。这样应用宏大理论时，我们要想到，宏大理论是在像不经检验的范式一样起作用。例如，如果某个与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相关的变量与研究者感兴趣的结果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那么由此来讨论代理理论的边界条件是合理的（比如，某个在西方情境下稳健的（robust）相关关系在中国情境下的一些研究中变成反向的或者强度显著地减弱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代理理论是“错误的”。
从根本上讲，有三种关系可以被用来建立中层理论。直接关系，即那些用箭头把两个概念直接连在一起的图所表示的关系，如X→Y。间接关系，包含中介链的关系，比如X对Y的效应被认为是“通过”一个中介的概念产生的，我们把它称为Z中介变量（X→Z→Y）。有一些标准的统计方法可以检验特定X和Y之间的中介水平。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层理论都会提出“完全中介”而不是“部分中介”关系。第三种关系是调节作用。要强调的是，调节变量（我们且称之为Z调节变量）调节的是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变量。在图形化的模型中，很容易区分中介变量（Z把X和Y连接起来）和调节变量（Z的箭头对着的是X→Y中间的“箭头”）。
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三种类型的关系。Shin和Zhou（2003）在关于领导方式、员工价值观与员工的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领导者的变革式（transformational）领导风格对于员工的创造性有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主效应。变革式领导是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来影响创造性的，即内在动机在变革式领导与员工创造性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保守性价值观会调节变革式领导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即保守价值观具有调节作用。综合主效应、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研究者就揭示了组织情境下员工创造性的机理。总之，命题和假设只能描述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表达出某种模式，但是理论却要对现象为什么发生提供合理的解释。
3.2.4　边界条件
即便存在通用的管理或组织的中层理论，也非常少见。换句话说，在建立和应用中层理论时，我们应当有个预先的假定：它们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适用（Johns, 2006; Tsui, 2006; Whetten, 2009）。操作化地说，如果一个理论被应用在它的“边界条件”之外，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鼓励学者在建立或者实证地检验某个理论之后讨论它的边界条件。一般来说，研究者可以通过明确三种情境限制来定义一个理论的边界条件：人、地点和时间（Whetten, 1989）。比如，用装配线工人样本建立的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模型能否适用于知识型员工？或者更宽泛一点，西方情境下建立的公平原则在中国是否适用？
明确地承认管理和组织的理论并非通用的，并且积极地寻求对流行的理论边界条件的理解有不少好处。在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Lewin的著名论述“没有什么能像一个好的理论那样实用”：（1）只有好的理论才是实用的；（2）情境化是好的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改进一个理论的效用的途径是理解它适用的情境条件。因此，不论理论建构的目的是改进管理实践还是丰富组织研究的理论工具库，情境化都是“好”理论的一个必备属性。在结束这个部分之前，有必要指出，正如某个组织行为理论是通用的说法应当受到质疑一样，同样重要的是在更多的情境下对基于单案例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进行检验。换句话说，虽然中层理论常常是从单案例研究中建立起来的，但它的效用不能仅仅限于该研究的情境。只有在从各种情境下的研究中积累了足够多的、一致的支持性证据后，我们才能认为一个理论是正确的、有效的。
我们现在引用Dubin（1976）以Herzberg（1966）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来说明理论的构成。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有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种，而个体对于外界情境的反应则有满意和不满意两种。这个理论当中包括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满意和不满意四个概念，而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双因素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可以提出大量的命题，例如，个体对工作的最终态度乃是满意水平和不满意水平的总和，个体可能对组织冷漠，既不会体验到满意也不会体验到不满意，个体的满意水平与不满意水平是相互独立的。要在组织情境中验证双因素理论是否成立，必须要将这些命题转化为研究假设。为此，Herzberg将工作环境中的外在因素称为保健因素，包括员工的薪水、技术指导、人际关系、公司政策和行政管理、工作条件以及工作安全等。这些因素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保健因素的实证指标，或者可以转化为可以测量的变量。比如，薪水的高低很显然是能够测量的，而劳动条件就不能直接测量，因此必须要对其进一步具体化为诸如洗手间和休息室的舒服程度、是否给员工提供了煮咖啡的房间、组织允许的工间休息时间的长短等。同样，Herzberg将内在因素（激励因素）界定为获得成就、认可、责任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操作化和测量。根据这些可以测量的操作化的定义，研究者便可以在多种组织和个人情境下检验从双因素理论中得出的假设的正确性。学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双因素理论的边界条件。例如，有理由认为它更适用于管理人员（相比于相对更底层的员工），研究表明，对于基层的员工来说薪水和工作安全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3.3　理论建立与理论贡献
如前文提到的，诸如ASQ和AMJ等有影响的管理学杂志在对稿件进行评审时明确强调，对实证性论文进行评审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做出理论贡献的程度。撰写实证性论文的作者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他们的研究的理论影响力。介绍如何建立有影响的理论之前，我们想谈谈学术社区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3.1　理论的社会建构
一提到建立理论，有些人立即想到学者个人从事原创性的思考，然后提出某个理论。在建立理论的过程中，学者必须富有想象力，并不断地尝试和实验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建立理论的工作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也就是说，理论建构涉及研究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相互影响。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写成一篇论文，投给某个学术杂志，杂志邀请同行对文章进行评审。评审人对文章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有时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是研究者当初考虑不周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的。研究者对评审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或者根据评审人的意见和建议对文章进行修改和完善，或者从事更多的研究弥补原来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这样的同行评审过程，研究者的理论更为合理和严谨。
除了上述常见的正式评审过程之外，研究者还可以采用非正式的评审来提高文章的质量，即在将文章正式投寄给学术杂志之前，研究者先将文章发给与自己从事相似领域研究的同行，让他们提出意见。我们特别强调，为了使得研究有理论贡献，研究者一定要在研究设计和数据搜集之前的研究准备阶段，听取别人的评论、意见和批评。美国社会具有良好而完善的学术社区，同行之间的交往非常紧密，信息沟通也非常频繁，相对而言学者更容易获得同行的评论。学者们也将听取同行意见作为从事研究或者建立理论过程中很自然的一个环节。不过，中国管理学界的学术社区还只是刚刚起步，相对而言更多的学者在孤立地从事研究，他们甚至不了解国内同行中有人已经或者正在从事相似的研究。由于没有在准备研究阶段获得同行的评价，最终的研究取得理论性突破的可能性更小，有的甚至只是重复以往学者的研究。所以，中国的组织管理研究者们要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一定要在研究的最早阶段有意识地组织社会建构，积极寻求学术社区和同行的评论。
我们所指的理论的社会建构有两个途径，其一是指向学术同行寻求建议和反馈，其二是指研究者之间的思想刺激。第一个途径是为了寻求反馈而建立社会网络。通过阅读文献、参加学术会议、参与专业学术团体的活动以及与个人所认识的同行们进行交流等多种途径，个人可以建立一个核心的同行群体，其中的成员都在相近的领域内从事研究。寻求核心群体中的成员的观点和建议，有助于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发现并选择恰当的理论视角、建立有价值的理论模型，以及根据研究的证据编织出一个清晰而流畅的故事等。核心同行群体应当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呢？规模有多大？这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复杂程度。理想的情形是，你所咨询的同行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见识，从而使得你与他们交流之后对于问题的理解大有提高。例如，如果你是第一次向某同行评审的专业杂志投寄文章，你就需要向那些已经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学者索取反馈。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你需要咨询的同行就不能是仅仅在一般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而是那些在一流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学者。
作者也可以想象自己与一些专家进行对话和讨论来模拟社会建构。作者本人充当协调人或者领导者的角色，而其他主要的人物（或者他们的作品）代表各不相同的观点或看法。在这种模拟的社会建构中提出理论问题并对其进行争辩和解决。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各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而是表示作者决定在某个事项上持有某个立场、决定研究什么问题、选择某个特殊的观点，甚至形成某些假设。通过直接介入问题的讨论，并完整地考虑已有文献中的观点等方式做出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模拟的社会建构其实就是个人从事文献回顾和假设形成的过程。总之，提到社会建构，我们是要强调理论建构并非学者个人“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地让其他在某个课题上有知识和有信息的人参与进来。
我们认为，建立理论的过程由几个重要的活动构成，包括：发现和选择研究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或者解决方案，对解释或者解决方案进行评价和选择从而确定最合适的解释或者方案，以及根据实证数据建立理论等。在以下的部分，我们针对这几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
3.3.2　发现并选择研究问题
我们强调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中层理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中等的，既不能太笼统和宽泛而导致宏大的理论，也不能太具体而导致细微的理论。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选择的问题的意义。因此，选择重要的、有意义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评价一个理论的重要性究竟有哪些标准呢？Weick（1989: 529）将理论建构比作思想实验，如果某个想法是有趣、真实、并非显而易见、合理而且美妙的话，就是好的想法。我们认为选择有意义的课题主要基于两个标准，其一是真实，其二是有趣。要达到真实性标准，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从实践意义的角度看，所研究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而满足有趣的标准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否有趣？按照严格的实证主义的观点，所描述的问题以及所建立的理论应当能够最好地表达现实的世界。此外，作为应用性的科学探索，理论应当紧密地联系实践，研究者应当选择与外部实践有关联、往往在实践者看来是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社会科学家最为推崇的有趣的标准是，所研究的问题对目前的知识的进步做出潜在的贡献（如Davis, 1971; Weick, 1989），他们喜欢那些更有趣的问题、概念和假设。一个研究问题是否有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能够克服本领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欠，从而具有为该领域增加新的知识的潜力。真实性标准和有趣性标准的不同在于，真实性标准是外部导向的，它注重与现实的关联并为真实世界所验证；而有趣性标准则是内部导向的，它注重研究者的想象力，并与本领域中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相关联。
根据我们的观察，管理学者倾向于选择那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但对于有趣性的标准关注不够。中国的管理研究者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更强。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企业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新出现的问题急需答案；另一方面中国管理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目前还很年轻，管理研究者与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者缺乏足够的交流。此外，即便许多管理学者接受有趣性这个标准，他们也只是强调某个领域没有人做过，认为只要是新的领域就会有贡献。虽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发现强调其研究的新，往往是由于他们不熟悉以往的文献或者对于已有的研究了解得不够全面。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新的现象，但事实上只不过是前人研究过的某个老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反，有时看起来显而易见的现象往往蕴涵了在理论上有趣的成分。此外，以往的学者之所以没有做某方面的研究，往往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够有趣或者理论贡献太小。所以，仅仅强调以往没有人做过某方面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体现研究的理论意义。
我们建议研究者综合真实和有趣两个标准来选择研究问题，但又要谨防与现实粘连得过于紧密。首先，建立理论涉及想象力和创造性，过于贴近现实世界很可能会使得研究者过早地将那些有趣的概念和命题排除掉。其次，过于强调与现实匹配会使得所建立的理论倾向于与那些有权势的组织人物保持一致（Weick, 1989）。有权势的人在学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与学者接触的机会更多、发布的信息更多，如果学者不撤离现场进行独立的思考，很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而无法对现象进行更全面和更合理的解释。最后，与社会现象联系过密，使得研究者无法超越现实、从现象中跳出来，从而无法从更加抽象的视角去理解现象的本质。由于陷入到现象之中，最终只能就事论事，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非常细微而琐碎。学者与实践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者对于管理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和了解之后，从实践中暂时撤离出来，独立地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思考，否则，就会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3.3.3　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
可以根据两种方法来判断一个理论的科学贡献：实证的和理论的。评价实证贡献的主要依据是理论被数据支持的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被更多和不同的实证观测支持的理论，其贡献更大（Stinchcombe, 1968）。实证贡献主要关注对于理论的检验，即理论与相关数据之间的关系。评价理论贡献则需要参考其他相关的理论来进行。组织管理研究者倾向于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联系，而对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联系关注不够。我们认为要同时考虑两种贡献，但要更加关注理论贡献。受到Wagner和Berger（1985）关于理论发展的观点的启发，下面我们阐述四种发展理论的方法。这四种方法分别是：深化（elaboration）、繁衍（prolif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整合（integration）。
深化是指研究者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成分，使得原来的理论更全面、更具体、更精确和更严谨，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新建立的理论并没有挑战或者背离原有理论的假定和原理，它与原有理论所阐述的问题是相似的，支持理论成立的实证性数据或观察也是相似的。运用深化的方法来发展原有理论的通常策略是，增加调节变量，显示原来理论中的命题或者假设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不同。另一个办法就是在原有理论中的变量之间增加中介变量，揭示原有理论中的两个概念或者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过程。例如，以往的研究表明，程序公平与个人所获得结果的好坏交互影响个人对于组织决定的反应。也就是说，虽然个人所得到的后果不好，但只要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在程序上是公平的，个人的态度或者反应就不那么消极（Brockner & Wiesenfeld, 1996）。Kwong和Leung（2002）则认为，这二者的交互作用会受到个人与做出决定的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添加了一个调节变量。当个人认为这种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时，上述交互作用显著存在；而当个人认为他们与做出决定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的时候，程序公平和后果的好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Kwong和Leung的两项研究都证明了这种假设。他们就是通过增加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调节变量来对于以往的理论做出贡献。
再比如，学者们提出团队的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eory system, TMS）概念来解释有效的团队的工作机理（Wegner, 1987），认为TMS作为一种团队处理信息以及综合、协调不同成员的知识专长的认知系统，能够让团队成员彼此了解并利用各自的专长来完成复杂的团队任务。以往学者认为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影响到TMS的形成（TMS作为因变量），还有学者考察了在现场环境下TMS作为自变量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如Lewis, 2004）。张志学及其合作者（Zhang, Hempel, Han & Tjosvold, 2007）指出，在组织环境中，TMS的发展必然受到诸如团队氛围、所从事任务的互赖性以及团队成员对于目标的认知等团队特性的影响，而TMS进一步影响到团队工作的绩效。他们假定TMS在团队的创新氛围、任务互赖性以及对团队合作性目标的认知与团队绩效之间起完全的中介作用，来自104家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数据支持了TMS的中介作用。这项研究通过揭示TMS在团队特性与团队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对已有的TMS文献做出贡献。
第二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繁衍，就是研究者从其他领域的理论中借鉴某个或某些思想，将其应用到新领域中的现象上。繁衍与深化的区别在于，繁衍是将其他领域或者学科的理论应用到一个新领域中的现象上去，而深化则是针对同一领域中的相同现象。运用繁衍途径建立理论时，研究者对原来的理论可能没有进行大的改变，但借鉴它的思想却能够很好地解释新现象。Hannan和Freeman（1977）将人口生态学运用到组织研究中是人们最常引用的理论繁衍的范例。人口生态学的概念起源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这些理论认为，那些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生命物种存活下来，而不能适应的物种就消失了。Hannan和Freeman将该理论用于企业的诞生、存活和死亡。他们认为组织的存活不是由组织努力适应环境而决定的，而是被环境的选择来决定的。他们认为多数组织都深受组织惯性之害，这种惯性阻碍了组织的适应性，使得组织与已经或正在变化的环境不相容。这些组织将会被那些更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组织替代。
有时学者们并非完全借用另外一个领域的思想和理论，而只是借鉴其中的某一个思想或者部分思想。例如，Gardner和Avolio（1998）运用戏剧的观点来建构有关领导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们认为，魅力式领导者就是注重印象装扮的演员，而追随者就是观众。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过程就像戏剧一样徐徐展开，包括设计、编写剧本、登台亮相和表演等（framing, scripting, staging, performing）几个阶段。Gardner和Avolio系统地运用戏剧的概念来叙述领导者的绩效行为，并阐述决定这些行为的因素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并没有完全将正式的戏剧理论移植到领导现象中来，而是从戏剧的效果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获得灵感。这是一种比喻性的理论繁衍。
第三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是竞争。它乃是针对某个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理论，提出新的理论，却做出与原来的理论针锋相对的解释。新的理论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原来的理论的重大缺陷，从而提出另外的解释，甚至替代原来的理论。新的理论与原有的主流理论的对立程度可以有所不同。有时新的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对于已有理论提出挑战，但保留了原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结构。Wagner和Berger（1985）将这种情况称为理论变式而不是理论竞争。在高度竞争的理论建构中，新的理论很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或者假定，以此来挑战原有理论的角度和假定的不足，新的理论可能对于相同的现象做出与原有理论截然不同的预测，并替代原有的理论。
Meindl的魅力领导理论（Meindl, 1990, 1995）就是一个范例。传统的领导学研究尤其是魅力式领导和变革式领导的研究，普遍采用一种领导者中心的典范，即认为领导力是驻留在领导者身上或者由领导者产生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它影响了下属，并决定下属和组织的绩效。然而，Meindl的魅力领导理论却认为，领导力是驻留在下属那里而且由下属产生的，是由下属主观建构出来的用以理解组织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一种东西。它是由组织绩效决定的，而非决定组织绩效。该理论刺激了领导学领域中以下属为中心的研究，填补了传统的以领导者为中心的领导理论的不足（Samir et al., 2006）。
另一个竞争性理论的例子是社会网络研究中Granovetter（1973）提出的弱关系理论。以往的理论和研究强调强关系比弱关系具有更大的优势，但Granovetter则认为弱关系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使得个人获得新的、非多余或不重叠的信息，并能够使得个人与更多不同的社会网络建立联系，从而促进个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创新性。
第四种理论贡献的方法，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整合。在对理论进行整合时，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深化、繁衍或者竞争的方法。变式的整合理论表明，原来的理论变式一在某些条件下成立，但变式二则在其他条件下成立。例如，Xiao和Tsui（2007）关于高承诺组织中的结构洞的功能的研究是对原来的结构洞理论的重要发展。结构洞理论（如Burt, 1997）认为，那些能够将两个及以上相互没有联系的人联结在一起的中介者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使得中介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机会并且能够决定给予谁更多的好处。Xiao和Tsui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结构洞不能使个人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还认为，在高承诺的组织中，中介者无法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两个好处。原因在于，在这种组织中，通过控制信息来获得个人的好处的做法会受到组织内部规范的约束和惩罚；此外，结构洞的好处应该被其周边的所有人来分享而不是让结构洞的占有者独享。Xiao和Tsui推断，与低承诺组织相比，高承诺的组织中结构洞与员工的生涯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更弱。他们在四家高承诺组织中获得的数据表明，结构洞对于员工的生涯发展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是有害的。
除了这种深化的整合之外，还可以通过繁衍的整合和竞争的整合进行理论创新。繁衍的整合模型可以解释某种深层的理论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都存在；而竞争的整合理论可以吸收相互对立的理论中的某些成分而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从而统合原本对立的理论，或者明确它们在什么条件下相互对立，而什么条件下相互佐证。总之，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联系和统一相互对立的概念和理论来发展新的理论。
陈昭全和他的合作者们（Chen, 1995; Chen, Meindl & Hunt, 1997; He, Chen & Zhang, 2004）采用了整合的方法研究中国管理者和员工对于奖酬分配的偏好。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如何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知觉？具体来说，在中国企业改革的背景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究竟会阻碍还是促进中国人对于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的支持？作者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两种理论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文化理论认为，集体主义者更加偏好平等的奖酬分配，而个体主义者则更加喜欢公正的奖酬分配（如Leung & Bond, 1984）。系统目标理论则认为，当组织以生产为目标时，人们更偏好基于贡献的分配方法；而当组织的目标是员工的发展和凝聚力时，人们更偏好平等的分配（如Deutsch, 1985）。两种理论对于正在经历奖酬体制改革的中国员工的偏好的预测是相反的。文化理论预测，由于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所以他们会抵制对旧的平等分配奖酬的体系进行改革。相反，系统目标理论则预测，由于中国的企业改革强调绩效导向，因此员工将更加支持奖酬分配改革。Chen及同事们整合了两种理论，提出一个动态的文化模型，将经济目标的优先性作为组织情境，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员工的奖酬分配偏好。他们首先拓展了集体主义的概念，认为它包含两个维度：纵向的集体主义规定个人将集体的利益放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而横向的集体主义则指个人关注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以及人际和谐与团结。他们推论，相比横向的集体主义者而言，纵向的集体主义者在分配偏好上将对于生产目标的优先性和赢利更加敏感。通过整合目标优先性和纵向与横向集体主义的思想，这个整合模型提出了以下的假设：同美国员工相比，中国员工表达出更强烈的经济／绩效导向并更加偏好差异性的奖酬分配（Chen, 1995）；中国的纵向集体主义者会支持奖酬分配的改革，但横向的集体主义者会抵制奖酬分配改革（Chen et al., 1997）；由于企业改革已经涉及所有制的问题，生产目标的优先性会在所有制改革与纵向集体主义者偏好差异性的奖酬分配之间起中介作用（He et al., 2004）。这些假设都为实证的数据结果所证实。
整合方法大大地受益于多重理论和多重水平的观点。基于对“关系”的文献进行的综合回顾，Chen, Chen和Huang（2011）发现，关系研究可以归为三个理论观点：自我—实用（ego-pragmatic）观，社区—伦理（community-ethical）观和儒家关系观。Chen和Chen（2011）提出了一个整合的模型来探讨个人一个人关系（个人社会资本）是如何转化成为组织关系（集体社会资本）的，并探讨个人因素（如对于领导的信任和组织认同）和组织因素（如道德领导和正义氛围）是如何影响这种转化的。在这个模型中，作者采用了多重理论和多重水平的观点研究个人之间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自我—实用观解释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和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社区—伦理观则解释了跨层级的关系转化，而儒家关系观则阐明了人际特性和社区特性的作用。
以上关于做出理论贡献的四种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或者截然分开的，可以将他们看做研究者将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已有文献联系起来的手段。因此，学者可以在理论建立的某个方面使用深化的途径，而在另一个方面使用竞争或者繁衍的方法。例如，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不变性原则认为，理性的决策者对于相同的情境的选择偏好应当是一致和稳定的，不管以什么方式来呈现或者描述这些情境。但Tversky和Kahneman（1981）用亚洲疾病问题证明，当用不同方式描述相同的决策情境时，人们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被称为框定效应（framing effect）。他们告诉被试，美国正在为某种疾病的爆发做准备，该疾病预计造成600人死亡。将被试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出自己偏好的方案：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纳B方案，600人全部获救的可能性为1/3，而一个都不能获救的可能性为2/3。第二组被试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出自己偏好的方案：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400人死亡；如果采纳B方案，没有人死亡的可能性为1/3，而600人全部死亡的可能性为2/3。在第一种“正向框定”的条件下，72%的人选择A，即大多数人偏好确定性的选择；而在第二组“负向框定”的条件下，78%的人选择B，即大多数人偏好冒险。Tversky和Kahneman采用对立策略对个人偏好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观点。
Wang在上述基础上对于框定效应发生的条件和机制提出了一个整合的理论。Wang（1996）借鉴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题目中所描述的疾病造成死亡的人数会影响到框定效应是否发生。他认为如果人数很少，比如是6个或者60个，人们进行决策时考虑到与自己关系亲密甚至朝夕相处的亲属和朋友，就更可能采取“同生死共存亡”的策略，即不管在正向还是负向的框定条件下，人们都选择冒险。而当所描述的人数大于100以上时，Tversky和Kahneman发现的框定效应才起作用。接着，Wang（2008）又让大学生和高层管理者分别参加一个管理决策的练习，他将相同的决策任务描述为正向框定（包含机会）和负向框定（包含威胁）。结果发现，大学生在不同的框定条件下做出的选择显著不同，但高级经理人的选择并没有受到框定条件的影响。这个研究证明，框定效应发生的重要条件在于个体在模糊的情境下做决策。对于高级管理者来说，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管理决策经验，所面临的情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模糊，因此框定效应没有发生。
3.3.4　理论建立过程中的演绎和归纳
归纳和演绎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推理方法。演绎是将笼统的、一般性的原则推演到具体的事例，而归纳则是通过对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从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或者原则。我们在这里不再从认识论、哲学或者逻辑学的角度对于归纳和演绎过程以及二者的差别做过多的阐述，而是主要讨论如何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使用归纳和演绎。演绎式的理论建构主要依赖于学者的逻辑思考，这样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AMR这类的理论性杂志上，这类杂志不要求数据必须是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部分。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有明确的区分，验证理论的论文必须要有数据，而建构理论的文章则不需要数据。因此，演绎导向的理论家将主要精力用于回顾以往的理论，从中发现空缺、不一致或者缺欠，以便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来弥补这些不足。当然，他们也会对以往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只是将这些实证研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而不会仅仅对于这些实证研究进行检讨来提出理论。
相反，归纳取向的理论家认为，由于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人类对它们的了解不够，理论应当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现实，研究者应当积极而紧密地贴近现实，并系统地搜集数据和分析数据（Glaser & Strauss, 1967; Dougherty, 2001）。在这些学者看来，没有数据就不可能有理论，数据是理论产生的唯一来源。他们所说的数据是广义的，包括定量的和定性的数据，也包括观察、访谈、信件、故事、照片和档案等资料。他们强调，研究者要深深地浸入到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当中去，并与其中的主要的社会行动者进行频繁的交往，以便真正了解社会现象，从而建立起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强调了归纳和演绎的区别。事实上，二者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相互重叠，且常常交织在一起。演绎导向的研究者并非仅仅依赖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建立他们的理论。在选择研究问题、建立概念和假设的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地从个人经验和观察中受到启发。有些人会通过中心小组访谈、开展个人访谈或者分析档案资料等途径，帮助自己提出概念或者对概念和命题进行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先接触和了解现象，然后提出一些概念和命题。这种做法有点像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建立理论的过程。还有的学者事后建立或者选择某个理论，来理解已经搜集到手的数据。也就是说，他们并非首先提出理论，然后搜集数据验证或者修正理论，而是像事后诸葛亮似的找到更好的理论来理解手头的数据。总之，尽管研究论文报告时主要是以演绎的方式建立理论，作者从以往的理论和研究中推导出当前的新理论，但实际上，理论建立的过程涉及演绎和归纳过程的不断互动。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立的过程也是如此，许多采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者并非一点也不了解以往的理论，已有的理论可以是他们研究的起点，或者他们也可能将搜集到的数据与以往理论框架进行比较。有时在早期的酝酿阶段，某些概念或命题已经浮现，通过演绎的过程影响了进一步的数据搜集，而搜集到的数据又为概念和命题的发展与修改提供更多的证据。所以，可以将扎根式的理论建构看做是归纳和演绎的轮回循环的过程。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当具有同时运用归纳和演绎两个过程的能力，并能够熟练地在二者之间转换。
例如，韩玉兰（2010）在对中国企业里的中层经理进行访谈后发现，那些成功的经理人在处理工作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普遍表现出了“有心”的特点。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她发现这些中层管理者所表现出的“有心”与心理学研究中有关“觉知”（mindfulness）的研究发现（如Brown & Ryan, 2003; Langer, 1989）以及佛教思想中的“觉知”表现有相通之处。于是，她提出了针对管理情境的“管理觉知”的概念并归纳出了其具体的表现。接下来，Han和Zhang（2011）以更多中层管理者提供的具体行为表现为基础编制了管理觉知量表，并通过实证研究与现有的觉知量表以及相关的其他概念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澄清了管理觉知这一概念。而且，他们还检验了管理觉知对管理者的部门工作绩效和声望成效的正向预测作用以及情境不确定性（以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为代理变量）在其间的调节作用。韩玉兰等所进行的研究体现了理论建构过程中归纳和演绎的循环往复。



3.4　实证研究中的理论描述
Huff（1999）对“研究”（research）和“学术”（scholarship）做了一个有用的区分。她提出，研究可以是私下的行为，但学术则要求公开的探讨。将这种区分应用到理论发展中，我们意识到理论作品与实证作品一样，在发表之前并不影响同行研究者的思考。
有效的文字叙述是建构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我们根据Sutton和Staw（1995）、Weick（1995）所写的讨论管理领域中的理论建构的文章中的观点来进行阐述。Sutton和Staw罗列出论文作者往往误认为是理论的五个东西，而Weick在对Sutton和Staw（1995）的评论中建议作者们保留这五个东西并将它们做得很好，从而构成理论的一部分。这五个被误认为是理论的东西包括：参考文献、数据、变量、研究假设和图表。这五个东西本身并不是理论，但它们有的是理论的重要成分，有的是表达理论——使得理论更有说服力——的有效方法。一个研究者能否将这五个方面描述得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于理论所做出的文字描述的质量。以下我们阐述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字叙述来帮助建立理论。我们希望在最后一部分强调的总体观点是，理论用一些事物来解释另一些事物。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描述一些事物或一些事物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回答：“这些事物是为什么以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3.4.1　讲述一个故事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有影响的实证文章或者概念文章一定会讲出好的故事。我们所理解的讲故事并不是说将科学变成了虚构或者仅仅做到自圆其说就行了。科学是关于真理的，但是科学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一篇具有很强理论的文章能够提出有趣的问题、制造冲突和悬念，从而将问题设计得错综复杂，从不同的解释或解决方案中找出一个最合理的，并表明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一个好的研究如果像讲故事一样阐述其理论，将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
Weick（1993）关于组织感知崩溃的文章向读者描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和他富有洞见的分析。1949年8月5日，16位年轻的救火队员在美国Montana州的Mann Gulch地区扑灭森林烈火过程中有13人殉职。Norman Maclean对于这次事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烈火中的年轻人》（Young Men and Fire）一书，详细地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Weick将这个事件与组织应对突然的危机或者预防灾难联系起来。他重新疏理并分析了该事件后指出，救火队员们在面对没有预料到的火势时失去了他们原本的组织结构，这使得他们在危机面前更加焦虑和恐慌，以至于难以理解当时的情形。尽管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救火队员提出了本来有效的逃生方法，但此时13人已经失去了判断力而朝另外的方向逃走，最终被烧死。Weick栩栩如生地复述原来的故事，并提出组织的复原能力来自四个方面：成员即兴的创造性或者处理问题的技能，即便组织系统崩溃但组织成员内心仍然存在一个虚拟的角色系统，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某些现象从而保持学习的开放态度，能够彼此理解的互动。
中国人由于碍于关系、人情和面子而不敢直接面对冲突，张志学及其合作者（张志学、魏昕，2011; Zhang, Zhang & Wang, 2011）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关于中国人冲突处理的系列研究。他们证明传统中国人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导致人们在面临冲突时具有如下想法：如果自己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去处理冲突，对方会对自己有消极的看法，这就是“负面预期”（negative anticipation）。负面预期导致个人不采取直接的行动去处理冲突。没有处理的冲突并不能自动消失，而是蔓延到随后的工作情境中，使得冲突升级。研究者进一步发现，最先导致人们不敢直接面对冲突的那个“负面预期”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偏差，是人们虚构出来的“负面臆想”。在这个基础上，随后的研究（Zhang & Wei, 2009）发现，换位思考可以减轻“负面臆想”，从而使得人们更可能直面冲突。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少中国人在面临冲突时，会产生这种负面预期呢？Wei和Zhang（2010）发现，个人维持表面和谐的动机以及对于权力距离的认同，都会导致人们在面临具体的冲突情境中产生负面预期，从而导致冲突回避。将这种机理应用到企业情境中，魏昕和张志学（2010）发现，员工维护表面和谐的动机和遵循权力距离的倾向会导致他们面对上司的不当决定时不敢直言。张志学及其合作者的这些研究，最先讲了很多人因有话不直说而导致矛盾这一人所熟知的故事，之后揭示了冲突回避的机理以及影响因素，最后运用所发现的机理成功地解释了组织中人们缺乏进言这一比较普遍的现象。
通常作者需要在研究论文的导言部分使读者相信后面要讲述的问题和故事很有意思。作者需要告诉读者准备研究什么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为什么重要、研究这个现象会有什么贡献等。在阐述所研究的问题时，具有很强理论取向的作者往往一开始就会通过某种方法叙述问题，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作者所选定的相关理论观点上。例如，Farh, Earley和Lin（1997）介绍他们在台湾研究组织公民行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全面地回顾美国主流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相反，他们叙述组织公平以及文化价值观之后，指出对于组织公平的知觉会影响到组织公民行为，而这种关系会受到人们对于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遵循的影响。作者通过这种叙述方法，从开始就清晰地告诉读者他们将要讲述的故事。读者看完简单的介绍后，便有兴趣知道作者在后面要详述的内容。
在论证一个研究课题的价值时，作者可以强调某个现象经常发生或者对于组织中的行为、过程和结果会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要使得研究做出理论上的贡献，作者必须阐明这项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有时，作者可以在导言中简单地讲述他们的研究怎样对于已有文献做出贡献，并在随后的文献回顾和假设部分进一步论述理论上的贡献。有些作者喜欢将他们用新的样本或者在新的情境中验证某个理论作为贡献，或者将某些新的发现当做贡献来阐述。但是，一篇理论性强的文章应当从理论根据上来阐明其贡献，而采用某个新样本或者在某种新情境下验证理论并非理论贡献的基础。作者可以运用前面我们所提出的四种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来说明他们的贡献。下面我们讨论文献回顾和假设部分的写作。
3.4.2　列出参考文献和引用他人成果
如果文章缺乏文献，将会成为作者个人的意见或者个人的经验之谈。引用前人的研究能够达到以下效果：表明作者认可并尊重他人的贡献，使得自己的观点更能够被人接受，也引导读者去看有关领域中的更多的文献。虽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它们都不能自动地提高理论的强度——支持概念和假设内部以及概念和假设之间关系的逻辑证据的合理性。要想提高理论的强度，关键在于要从所引用的文献中获得观点和证据来提高作者自己的论据和观点。一个好的文献回顾并非全面而忠实地介绍前人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做过的所有工作，它应当是帮助作者搭建自己的舞台，从而建立一个有新贡献的理论模型。我们特别用“帮助”而不是“替代”一词，因为哪怕作者是个经验并不丰富的无名小卒而被引用的人则是大名鼎鼎，但终究是由作者本人来进行发展概念和建构理论的工作。作者可能忠实而完整地叙述了在某个课题上的理论起源和发展演进，但由于其缺乏独立的观点，很可能被浩瀚的文献淹没，而没有能够报告一个合理的理论。在界定概念和提出概念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作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要明确自己正在建立某个观点，而自己正是这个观点的发言人，并由自己将已有研究中的观点组合起来支持所建立的新的理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或者完全被以往的文献埋没，作者不可能建立一个较强的理论。
管理领域中的理论越来越多，而学术杂志所允许的文章的篇幅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常常需要决定要引用哪些文献、不引用哪些文献。管理领域中的一个倾向是多数作者都要引用最权威和最著名的文献，这种倾向导致了“仪式性引用”现象。即便作者所讨论的问题与某些权威文献并没有密切的关系，仍然在文章中引用这些文献。我们建议作者将是否贴切作为选择引用文献的第一标准，也就是说，引用那些与所讨论的问题最有关系的研究。根据课题的领域确定文献的引用而不是看那些大牌和名人。那些与作者的观点最相关、令人信服并且观点简洁的文献应当成为作者的首选。不过，考虑到理论建构的社会现实（DiMaggio, 1995），在一切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作者可以选择那些更加经典、更具权威的作品，也要选择那些发表在等级较高的学术杂志上的文章。通常准备将文章投寄到某个杂志，最好要引用这个杂志上以往发表的相关文章。
3.4.3　引用实证研究发现
引用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种论证研究假设常见的方法。如果这样做抑止或者替代了逻辑推理的话，它对于理论建构便是有害的。事实和数据本身并不是理论，因为对于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不可否认，在研究中被引用的结果多数也是基于理论预测出来的，但即便如此，由于作者引用这些发现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他们必须根据所要建立的新理论，重新检查过去已经被证明过的研究发现。因此，作者要在过去的实证发现之外建立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不要让事实和数据自己说话，而是利用已有的研究发现来提出概念性或者理论性的问题，或者运用这些发现来支持建立假设的逻辑论证。就数据与理论的关联而言，需要澄清的是，引用过去的实证结果不同于扎根理论方法。后者是指为了建立理论而搜集、积累以及分析数据。在扎根理论方法下，数据在理论建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即便如此，Mintzberg（1979: 584）的评论仍然适用，“数据不能产生理论，只有研究者建立理论”。
3.4.4　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
概念作为理论的基本元素，其质量影响到理论的质量。本书中的其他篇章会论述概念的建立及测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供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框架和类型并且提供有关的调查数据，并不构成理论或者理论的主体。然而我们观察到，很多中国管理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仅仅给出一个概念和与概念有关的调查结果，他们误认为这就是理论。例如，某篇文章报告一个新的框架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另一个框架区分了不同的组织文化。不管这两个框架多么有效和富有洞察力，这两个孤立的框架都不能构成一个理论。而一旦作者提出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文化类型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并解释为什么二者会有这种关系，还探讨这种关系对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绩效产生的影响，一个有关所有制与组织文化的理论便产生了。例如，Tsui, Zhang, Wang, Xin和Wu（2006）根据领导者在冒险性、建立关系、关心员工、描述愿景以及监控运营五个方面的表现将领导能力分为强和弱两种，又根据企业在员工导向、关注客户、注重创新、系统管理与控制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的表现再次将企业文化分为强和弱两种。作者们并没有停留在对领导和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建立测量工具或者分类上，而是揭示出在具有很强惯性的企业（如国有企业）中，领导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更可能不匹配，并进一步通过对那些不匹配的企业内的有关人士进行深入访问揭示了领导与文化不匹配的机理。这就是一个理论，并对以往关于领导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做出了新的贡献。
3.4.5　为研究假设进行的推理
研究假设并不是理论，因为它仅仅说明或者预测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为这种关系提供解释。科学并不单单对于是什么做出说明或者预测，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在提供解释和理由时，作者可以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解释为什么两个变量具有所预测的那种关系。这需要研究者诉诸每个变量的意思以及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或者因果关系。这些解释也需要解答为什么两个变量存在所预测的那种关系，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作者需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其他假设，并阐明为什么其他假设都不合理，从而排除其他假设或者解释。其次，作者必须将所有的研究假设联系起来而不是让它们相互孤立。正是研究假设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理论的核心。理论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纲举目张”，变量是“目”，而将各个变量联系起来的理由就是“纲”，或者说单个的研究假设是“目”，而假设之间关系背后的原理和逻辑就是“纲”。“纲”使得读者从概念上和理论上理解“目”。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很强理论的文章往往从一两个概念性的陈述开始，并建立一个逻辑翔实的个案；这些陈述既简明扼要又相互关联”（Sutton & Staw, 1995: 377）。这段话意味着，概念和理论主题本身并不需要很复杂，但它们必须是统合性的，从而使得理论既令人难忘又令人信服。
3.4.6　运用框图说明理论
在管理学的文章中，人们通常用框图来表达某个理论。框图由方框和箭头构成。方框代表概念或者变量，而箭头则表示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完整的框图就能够将理论模型的大致脉络或骨架表达出来。当然，框图本身并不是理论，因为它缺乏理论的内涵。不过，一个组织得好的框图比简单的概念列表或者没有组织好的图表更接近理论。我们建议将绘制框图当做安排变量结构的手段，它服务于促进理论模型的建立和促进理论表达两个目的。绘制框图是学科思考的一个方法，尤其当作者拥有丰富的想法和较多的直觉性假设时，框图可以帮助他们将众多的想法凝练成正规的概念和理论关系。就表达而言，框图可以直观地显示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等，如果仅仅用文字来叙述变量之间的这些关系，读者很难理解。而一旦采用框图，读者便很容易理解这些关系。
例如，Hackman和Oldham（1976）的工作特征模型认为，核心的工作维度会导致个人体验到关键的心理状态，后者影响员工的工作状态。工作维度中的技能多样性、任务同一性和任务重要性会导致员工体验到工作的意义，而工作的自主性导致员工体验到对工作成果的责任，工作中的反馈导致员工了解活动的实际后果，这三种关键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影响了员工的内在工作动机、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以及缺勤和流失等后果。Hackman和Oldham认为，上述的关系受到诸如个人对情境的满意度、知识技能以及成长需求强度等个体差异变量的调节。Hackman和Oldham用如图1所示的框图很直观地将这个复杂的模型表现出来。

图1　Hackman和Oldham（1976）的工作特征模型理论框图
再比如，Shin和Zhou（2003）在关于领导方式、员工价值观与员工的创造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领导者的变革式领导风格对于员工的创造性有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主效应。变革式领导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影响创造性，即内在动机在变革式领导与员工创造性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保守性价值观会调节变革式领导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即保守价值观具有调节作用。本研究同时涉及主效应、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的框图可以清晰地表达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从这个框图可以看出研究中的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变革式领导是自变量，员工创造性是因变量，员工的内在动机是联结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而保守的价值观则是调节变量。

图2　Shin和Zhou（2003）研究中的概念关系框图
总之，运用框图不仅可以更加直观地表达研究者所建构的理论，便于让读者理解，还能够帮助或者训练研究者更为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理论架构。
3.4.7　结束并继续故事
对于一篇纯概念性或理论性的文章来说，只要讲完了理论，故事就结束了。当然有时作者会讨论如何验证这个理论。但是对于一篇实证性的文章来说，没有报告出数据、数据分析以及数据结果如何支持所提出的假设和理论，故事就没有结束。而且，即便报告了这些内容，作者还可以续写故事，讨论由该研究引发出来的新问题供未来的研究去探讨。作者可以利用讨论部分来阐述从事进一步研究探讨新方向的可能性。与纯理论性文章中的理论建构不同，实证性文章中的理论建构可能会经历进一步的建构和再建构，原因在于研究者可能会重新检查数据，也可能是接受同行的建议，还可能是来自学术杂志编辑的要求等。很多人质疑事后建构理论的合法性，我们无意在这里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不主张让观察或数据指挥理论，即不主张所谓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建构。我们建议，对于那些不是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构理论的研究，作者要在搜集数据验证自己的理论之前回顾文献并建立假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一旦建立之后就坚如磐石、不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重建。在受理论指导的研究中，搜集的数据往往与理论假设不吻合，使得看似一个非常精彩的理论故事变得太简单、太宽泛或者过于迂回，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数据结果与理论完全相反。假如可以运用当前的数据来对理论进行挽救，作者就不得不对理论进行某些改变，这包括丢掉或修改某些变量和假设、添加边界条件，或者提出另外的假设。我们个人所遵循的叙述原则是，不仅使得修改后的理论内部的各个要素在逻辑上是一致和流畅的，而且要保证理论与数据之间是一致的。



3.5　结语
同其他领域中的科学研究一样，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建构和推进理论。衡量一项管理研究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为管理理论做出了多大贡献。基于Merton对理论的分类，本章聚焦于中层理论。与Merton所提到的宏大和细微理论相比，中层理论适用于一些特定的条件范围，中层理论建立后需要得到系统的检验。概念是中层理论的基本要素，概念的选择常常是因为受到相关的宏大或细微理论的启发。无论是借鉴以往的概念还是创造新的概念，研究者必须对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楚的界定，以便能够根据这个概念发展出可测量的变量。研究者通过使用一系列概念或者变量来形成具体的命题或者研究假设。研究者需要详细而清晰地阐述概念或者变量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的原理或者逻辑。我们所推荐的“X导致Y，因为……”模板能够提醒作者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理论建构过程的核心所在。总体理论中所包含的一些机制常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在本章中我们阐述了四种做出理论贡献的方法：深化、繁衍、竞争和整合，并且提供了若干研究范例来加以说明。研究者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中的某一种或者多种来推进理论。我们特别强调，理论建构离不开与同行的交流。在开展研究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准备阶段，听取同一领域内其他同行的意见和建议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者越早地听取同行的反馈和评论，其研究越可能做出理论贡献。
作为研究论文的作者，研究者需要通过恰当的写作来展现自己的理论贡献。作者要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突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或者独特的视角，在明确自己独特的观点的情况下引用前人的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借助已有的实证成果支持自己的逻辑推理，借用图表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理论框架，在论文的讨论部分阐述将来可以从事的研究方向等。我们在这些方面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便突出实证研究的理论贡献。
明确理论的构成、理解实现理论创新的主要方法以及学会恰当的写作方式等都能够帮助研究者建立理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对于管理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并不断地修炼自己对于现象的洞察力。虽然本章在这方面没有过多的论述，但我们强调这是建构好的理论最有活力的智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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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对华人社会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我看来，管理学既然是社会科学的一支，管理学者需要建构“中国管理学理论”的理由，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需要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的理由毫无二致。在本章中，我将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明社会科学本土化发生的原因，然后说明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要有真正的突破，必须要做三个层次的突破：哲学的反思、理论的建构和实证研究。接着，我要讨论建构本土管理学理论的方法，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建构中国管理学理论独特的挑战与机会。



4.1　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起因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当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时候，日本、中国香港地区、菲律宾、印度、韩国、墨西哥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心理学者不约而同地在推动“本土心理学研究”（如Diaz-Guerrero, 1975; Enriquez, 1993; Kim & Berry, 1993; Legmay, 1984; Sinha, 1986; Yang, 1997）。导致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者发起“心理学本土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认为：将西方心理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或研究典范，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并不能让当地的心理学者切实地了解本土社会中人们的心理或行为。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发展适用于本土社会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典范。
由于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人，因此他们对于移植外来理论或研究典范所造成的“不契合感”往往会有较深刻的感受（Yang, 1997），他们也因此而首先“发难”，发起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事实上，有“本土化”之需要者，并不限于心理学，而是遍及各个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在管理学的领域里，我们要想在社会文化、政经体制等方面都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的中国社会里发展管理学研究，更应当考虑当地的情境因素（Rousseau & Fried, 2001; Tsui, 2004; 张志学，2010）。
4.1.1　理论建构的艰难
随着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开展，世界各地的本土心理学者在拓展心理学本土化的工作上都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艰难。Michael Bond（2010）出版了一本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这本书包含四十一章，动员了数十名中外学者，涵盖领域包罗万象，几乎把过去数十年内有关中国人所做的心理学研究都网罗在内。一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任教的华裔学者Lee（2011）在深入研读这本书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没有清楚的结构。除非仔细阅读整本书的目录，否则读者很难看出这本书包含有哪些内容，并辨认出针对某一特定议题的章节”（第271页）。不仅如此，“整本书大多缺少理论”（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theory in the whole handbook）。这些以议题取向的章节，对于华人所做的经验研究发现做了相当详尽的回顾与报告。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几章，提出华人心理学的本土理论”，“尽管他们公开宣称要推动本土研究，他们的水准大都停留在支持／不支持西方的发现上，并且用诸如集体主义、权力差距之类的文化向度来解释他们的发现。尤有甚者，这本书中所引的研究大多以‘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研究发现，无法掌握现实世界中更为精致的复杂性”（第271—272页）。
Lee（2011）指出极少数提出“华人本土心理学理论”的章节之一，是Hwang和Han（2010）合作的《儒家社会中的道德与面子》。它代表了我主张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Hwang，2011）。在说明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主张之前，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而言，为什么建构理论是如此的艰难？
4.1.2　素朴实证主义
针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根本是从西方文明中发展出来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科学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尤其是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其发展尤为迅速。西方科学的发展与科学哲学的演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西方科学家在不同领域中从事研究工作，总有一些思想家在对他们建构的知识进行哲学的反思，而形成所谓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这样的科学哲学又可以回过头来，指引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
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推动本土化运动时之所以会遭遇种种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时，大多对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缺乏相应的理解而抱着一种“素朴实证主义”（naïve positivism）的心态，在从事研究工作。这种“素朴实证主义”的心态，可以让他们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典范来从事研究，然而，要想以之作为基础来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便有明显的不足。因此，我主张：本土社会科学要有真正的发展，必须做三个层次的突破：哲学的反思、理论的建构和实证研究（Hwang, 2004, 2005）。更清楚地说，本土社会科学家必须对近代科学哲学的演变有相应的理解，以之作为基础，建构契合于本土社会的理论，再用它作为实证研究的指引。
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书——《社会科学的理路》（黄光国，2001），介绍20世纪提倡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的17位西方科学哲学家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主要观点，希望能够帮助华人社会科学工作者了解近代科学哲学演变。[1]在下一节中，我将讨论科学哲学由实证主义转变到后实证主义之后，在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含义。



4.2　科学哲学的转向
4.2.1　实证主义
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科技的进步使欧洲弥漫着一股科学主义（scientism）的风潮，许多人相信科学能够回答人类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978—1857）首先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2]，提倡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主张正当的科学方法应当将形而上学的猜测以及用不可见的实体来解释自然一律予以舍弃，科学知识应当仅限于搜集事实，并找寻其间的相关，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的描述（Comte, 1855, 1974）。
到了20世纪初，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提出物理现象论（physical phenomenalism）主张：现象就是唯一的真实，知识的内容应当仅限于感官经验。科学的目的是要透过实验，展露出支配事物之法则。所谓“现象背后的真实”，都是人类想象出来的，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应当排除在科学之外。一旦认识到经验主道性（the primacy of experience），并将“有意义的叙述”（meaningful statements）限定在经验的范围内，我们便没有理由再去找寻支撑概念建构的更深层的“实在”（Kolakowski, 1972, 1988）。
马赫的思想对欧洲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一群数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开始在维也纳做不定期的聚会，讨论科学哲学的问题，希望解决将实证主义应用在数学及理论物理时可能遭遇的困难。1928年，维也纳学圈（Vienna Circle）在石里克（M. Schlick, 1882—1936）的领导下，成立了“马赫学社”（Ernst Mach Society），并在翌年出版《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圈》一书，使其声名大噪。
4.2.2　《逻辑哲学论》
在维也纳学圈发展之初，维根斯坦（Lu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出版的《逻辑哲学论》对其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包含“逻辑图像论”和“真值函数论”两大部分（见图1）。“逻辑图像论”认为：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用语言精确地描绘世界。现实世界是由事实、原子事实和简单物件等三个层次组成的，与之对应的语言，则包括命题、基要命题和简单名称等三个层次。

图1　《逻辑哲学论》中世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陈荣波（1982: 70）。
“简单物件”（single object）是构成世界的实体，是构成原子事实、事实乃至于世界的终极结构元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它都不会发生改变。原子事实是简单物件（事物、实体）一定方式的组合，是许多简单物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结合的状态。当这种组合分散之后，这一事物也随之消亡。但是，简单物件自身却不消亡，它们又和其他物件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事物。
语言是描绘世界的图像，每一命题又是描绘一个事实的图像。图像要描绘事实，它们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外界现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维根斯坦称之为“图像关系”（pictorial relationship）。
在语言和事实的深处，隐藏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将此结构揭示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只要我们对语言和现实事物做同步的逻辑分析，最后我们一定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应的逻辑结构。将这样的逻辑结构揭露出来，我们便可以利用它来构造命题，以描述世界中的事实。这样的描述方式，维根斯坦称之为“逻辑结构图像”。
4.2.3　逻辑实证论
描述“原子事实”的语言，是组成“命题”的基本单位，维根斯坦称之为“基要命题”（elementary proposition）。在维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基要命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世界，但其中只有“基要命题”跟世界有直接的关联。一个基要命题代表一种事物的状况（state of affair）。它们的真假不取决于别的命题，而取决于事实。根据“逻辑图像论”，我们可以用实验或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来判断情况或“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借以论断基要命题的真或假。然后，我们可以再利用逻辑符号之间的“真值函数”关系，将“真”的“基要命题”结合成“命题”，成为科学家描述“世界”的“语言”，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科学知识”。换句话说，近代科学两个最重要的成分，第一是以实验作为核心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就是“逻辑”，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因此将此种主张称为“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Ayer, 1932/1959）。
“逻辑实证论”将“逻辑”引入其哲学体系之中，在建构知识的方法方面，比实证论者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在本体论上采取“素朴实在论”的极端经验主义，认为唯有感官能够体验到的“事实”（fact），才是唯一的“实在”（reality）（Schilick, 1932/1959）。在方法论上，他们主张用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方法，来证实“基要命题”。维也纳学圈召集人石里克因此归结出一个十分出名的主张“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Schlick, 1936）。在知识论上，他们强调逻辑的推演，而反对用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来建构理论。
4.2.4　进化认识论
在维也纳学圈的积极推广之下，逻辑实证论风行一时，成为20世纪中叶国际科学社群里最具优势的一种科学哲学。然而，盛极而衰，在那个时代，后实证主义的兴起，却使得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强烈的质疑。后实证主义的代表，是波普（Karl R. Popper, 1902—1994）所提出的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1919年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的观测结果，支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有关“光线弯曲”的奇异构想，使欧洲掀起了一阵相对论的热潮。当时在维也纳大学当旁听生的波普，因此而产生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问题：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多年来已经经历千百次的检验，为什么一次失败后，就会产生动摇？
当时爱因斯坦谦卑为怀的态度，给波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公开宣称相对论只是他的“猜测”而已，而且表示如果爱丁顿的观测结果否定了他的预测，广义相对论就会被否决掉！
爱因斯坦的治学风格吸引了年轻的波普，让他致力于研究科学哲学。1932年，他写成《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作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有的假设和猜想（Popper, 1934/1959）。
我们可以用波普所提出的四段图式来说明他的进化认识论：

P表示问题（problem），TT表示试探性的理论（tentative theory），EE表示排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倘若要以这一图式来表示普遍性的试错法，则图式中的TT可以改变为TS（试探性的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后来，他又将这个图式修改为如图2所示的形式（Popper, 1972/1989:313），从而成为这一图式的普遍形式。

图2　波普的四段图式
这个经过修正后的普遍图式的意思为：当科学家的研究遭遇挫折，或是他原有的知识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会设法对这个问题情境提出试探性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不止一个，也不一定正确，因此必须将错误的解决方案排除掉，保留尚未被否定掉的解决方案。这样留下来的方案又可能遭遇新的问题，如此往复，以至于无穷。
4.2.5　科学哲学的转向
在科学理论的场合，问题的产生通常是出于下列三种不同情境：（1）理论与观察或实验的结果不一致；（2）理论系统内部发生互相矛盾的现象；（3）两个不同理论之间的互相冲突。这时候，科学家便可能提出试探性的理论。当然，这样提出来的试探性的理论并不就等于真理，它也可能被后来的观察或实验证伪。
进化认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科学哲学，不论是在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都是南辕北辙、极不相同的：在知识论方面，进化认识论不像逻辑实证论那样，采取“逻辑图像论”，只以精确地描绘世界图像为满足，而主张要建构理论，来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而在本体论方面，进化认识论认为：科学家为了解释事实或现象，在建构理论时，必须提出各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建构，不是一种虚构，而是一种“实在”。因此，其本体论主张通常称为“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正因为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建构出来的，并不是“描绘世界的图像”，因此，进化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主张“证伪论”（falsificationism），认为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在于“证实”命题，而是在于“证伪”理论中的命题，他们认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cability）。如果一个理论的陈述或命题无法用实证方法来加以检验，则它便不能称作是“科学”的。
4.2.6　素朴实证主义的研究
科学哲学由实证主义转向后实证主义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往往不了解：这样的哲学转向对于学术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含义，而只是抱着一种“素朴实证主义”的心态，从事实证研究工作。许多人看到西方学者建构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总以为其中蕴藏着什么“真理”，他们会努力地在国外最新的期刊上找寻研究题目，然后沿用外国“最适当”的理论模式，将外国的测量工具翻译成本国文字，以本国受试者为物件，从事“复制型”的学术研究。有些人不管外国理论，凭自己的常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随意编出几条假设，便大做其“实证研究”。还有些人干脆连假设都不要了，他们用“撒网捕鱼”或“机关枪打鸟”的办法，同时测量一大堆变量，列出几十个交叉分析表，希望呈现“事实”，“让数字自己说话”。电脑发达之后，有些人则是高度依赖统计技术，以为只要用复杂的统计来处理资料，便可以从其中浮现出“理论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萧新煌和张笠云（1982）回顾受“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及其他单位委托所完成的15项经验研究。他们指出：即使是从实证论典范的观点来看，这些研究也有许多“共同的缺失”。它们大多缺乏理论基础，既没有“理论性推理”，也没有“逻辑的推演”，理论架构和研究设计明显脱节。许多研究者只是将搜集来的问卷资料做简单的统计分析（如百分比、次数分配、交叉分析），用一连串的表格呈现出来，再对资料性质做重复叙述，便算大功告成。由于测量的变量太多，每个独立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都偏弱，既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精简”的要求，也无法从其中建立理论。许多研究者更用一些“想当然”的常识，来解释其研究发现，譬如：“中西文化的差异”、“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只不过是在“堆砌事实资料”（a collection of facts）而已，是“没脑筋的经验主义”（mindless empiricism）的搞法，根本不可能将“经验研究”提升到“成熟科学”的阶段。



4.3　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机会
倘若非西方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了解：科学哲学演变成“后实证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具有的含义，建构适合本土社会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管理学理论），反倒充满了许多可能的机会。前一节谈到，依照波普的进化认识论，产生科学问题的重要情境之一，是“理论与观察或实验的结果不一致”。事实上，只要非西方社会的科学工作者不迷信：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代表某种“真理”，他很容易发现：当他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或研究典范移植到非西方社会之中，其实很容易看到“理论与观察结果不一致”的现象。
4.3.1　西方社会学知识的预设
叶启政（1987/1991）指出：以欧美为住所建构出来的社会学知识，是建立在几个基本预设之上的：首先，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是人由生到死，在社会中活动的这一段日子。它既不管“前生”，也无所谓“来世”，而只接受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其社会互动关系所持的基本价值和认知态度，并据以对社会生活做概念上的重建工作。
由这种“世俗现世观”，可以衍生出第二个预设，即“占有满足观”，其基本论点是：凡人皆有欲望，社会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来拓展并满足人们的欲望。第三个预设，叶氏称之为“化外结构观”，具体地说，由于欲望无穷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为了化解冲突，也为了维持秩序，社会中一定要有一个权威体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中介。这个中介体的具体形式，即为“共联体”（commonwealth）或“国家”（state），它具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统制权”（sovereignty）。
这三个预设其实不仅是西方社会学的预设，而且是西方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的共同预设。这样的预设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之上的，以这种预设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非西方社会，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4.3.2　客位研究取向
从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角度来看，不管西方科学的预设，而假设西方社会科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研究典范普遍适用于每一个社会，称作“强加式客位”研究取向（imposed etic approach）（Berry, 1989）。这种盲目移植西方研究典范可能造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正是促成本土心理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些跨文化心理学者因而采取一种“衍生式客位”研究取向（derived etic approach），将非西方社会也考虑在内，而发展出一种普世性的研究典范，企图用它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从事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的研究。
Hofstede（1980）原本是在IBM公司人事部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心理学家，为了方便跨国公司的人事管理，刻意编制出一份测量工作态度与价值观的量表，并以IBM公司在40个国家的分公司的员工作为对象，搜集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并以国家为单位做因素分析，得到了四个向度[3]：
（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2）男性化／女性化；
（3）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4）不确定性的规避。
在这四个向度上，这40个国家各有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它们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向度上的分布，更是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
这本题为“文化后果”的研究报告出版之后（Hofstede, 1980），许多心理学者陆续研究这一主题，此后二十年间，他们编制了二十几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从事相关研究，并累积了大量实证研究资料（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4.3.3　有待发展的集体主义
乍看之下，这种“衍生式客位”研究取向似乎是一种公平对待各文化（cultural fair）的方法。然而，Friedlmeier、Chakkarath和Schwarz（2005）却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其实是建立在化约主义的预设之上，它假设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可以化约成一个本质上不变的（qualitative invariant）文化变量（cultural variable）。
更清楚地说，从事“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之研究的心理学者是以欧裔美国人的心理特征作为中心，在建构他们对于其他文化族群的图像。欧裔美国人居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向度上的一端，他们的文化及心理特征是全世界其他族群的参考坐标，后者在向度上分别占据不同位置，他们的文化面貌模糊，必须借由和美国人的对比，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心理特征。Fiske（2002）因此批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取向，并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人界定其文化之特征的总和，集体主义则是美国人从对照他人（antithetical other）之意识形态的表征中抽象并建构出来的，是美国人依照“我们不是那样的人”而想象出来的其他世界的文化（第84页）。
Oyserman等人（2002）提供了具体的资料，说明早期心理学者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根本代表了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范畴。他们指出：集体主义的构念定义和量表内容有相当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这方面的文化差异可能反映出文化在人们和他人发生联结和关联方式上的多面相性（multifaceted nature）。他们在对以往的相关研究做过透彻回顾之后指出：
美国及西方心理学试图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来了解人性。这种做法令人质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区分现行以个人主义作为了解人性之基础的方法，以及另一种有待发展的以集体主义作为基础的研究取向。（pp. 44—45）
Schimmack、Oishi和Diener（2005）在回顾并重新分析相关文献中的资料后指出：个人主义的构念定义清晰，测量工具深具意义，是衡量文化差异的一种有效而且重要的向度。然而，集体主义的意义却模糊多变，其测量工具的效度也难以决定。因此，他们认为：跨文化心理学者可能有重新评估集体主义的必要性。
从“科学革命”的角度来看（Kuhn, 1969），当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典范移植到非西方社会，而发现许多跟理论不一致的“异例”时，既有的理论便已经处在“危机”之中，正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然而，如果本土心理学者沉迷于“素朴实证主义”式的“经验研究”，而不致力于理论建构，便无法撼动西方既有的理论。这种“素朴实证主义”式的研究搞得再多，再怎么“百花齐放”，都不可能对西方理论构成威胁。
在我看来，要想建构出一种“含摄文化的心理学”，我们必须考量Richard Shweder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他强调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心智，多种心态；普世主义，考量分殊”（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universialism without uniformity; Shweder, Goodnow, Hatano, LeVine, Markus & Miller, 1998: 871）。所谓“心智”是指“人类认知历程实际或可能之概念内容的整体”（totality of actual and potential conceptual contents of human cognitive process）（Shweder, 2000: 210），它主要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所谓“心态”，是被认知及被激发之“心智”的子集合（that cognized and activated subset of mind），某些特定个人或人群曾经投注并拥有它，因此可以作为文化心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要以这个原则来反省有关“集体主义”的研究，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集体主义”不是描绘非西方文化的恰当概念，我们要用什么概念来予以取代？更清楚地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描述人类社会互动的普遍心智？
4.3.4　“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
我所建构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Hwang, 1987），将互动的双方界定为“请托者”（petitioner）及“资源支配者”（resource allocator）。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将他掌握的资源做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心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关系判断”，他要思考的问题是：“他和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图3中代表“关系”的方块是由代表“情感性成分”的阴影部分及代表“工具性成分”的空白部分所构成的。所谓“工具性成分”是指：作为生物体的个人，天生有各种欲望，在生活中往往必须以他人作为工具，获取各种资源，来满足一己的欲望。这样的“工具性成分”和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性成分”常常是夹杂在一起的。依照这两种成分的多寡，图3以一条实线和一条虚线将“关系”分为三大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通常是指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混合性关系”是指个人和家庭外熟人的关系，两者之间以一道横线隔开，表示两者之间有相当清楚的心理区隔，家庭之外的人很难变成“家人”。“工具性关系”是个人为了获取某种资源而和陌生人建立的关系，它和“混合性关系”之间以一条虚线隔开，表示经过“拉关系”之后，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其他人可以穿过这层心理区隔，使双方变成“混合性关系”。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个人可能倾向于以“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等三种不同的交易法则，与这三类不同关系的社会对象进行互动。

图3　“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
在《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这本书中（黄光国，2009），我一面说明如何建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并以之作为架构，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一面对以往有关华人道德思维的研究做后设理论分析，然后从伦理学的观点，判定儒家伦理的属性，接着以“关系主义”的预设为前提，建构出一系列微型理论，说明儒家社会中的社会交换、脸面概念、成就动机、组织行为、冲突化解，并用以整合相关的实证研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建构出来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儒家关系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Lakatos, 1978）或研究传统（Laudan, 1977）。



4.4　华人社会中企业组织的形态
以上实例显示：只要对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有相应的理解，那么不论是要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要从事实证研究，都充满了无穷的机会。“关系主义”的文化衍生自儒家文化传统，当然也会展现在华人的企业组织之中。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用本土心理学的“主位”研究取径，来建构中国的管理学理论。
在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之下，华人所经营的企业，或在企业组织中与他人进行互动，其企业组织的形态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以往许多田野研究一再显示：台湾的家族企业靠家族关系聚集资金，创立企业，其组织原则是以关系网络在组织内相互合作，同时在组织间形成协力关系（Silin, 1976; Greenhalgh, 1988; 谢国雄，1989；柯志明，1993；陈介玄，1994）。郑为元（2003）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后指出：事实上，华人社会中企业的组织形态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几种不同的形态。他依照企业内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合一”或是“分开”及其市场环境是“竞争”或是“寡占”，将华人社会中的企业分成四大类型（见表1）。台湾的企业大多是自由市场里的中小型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的特色之一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企业内的员工与老板多少有些亲族关系，社会学家通常称之为传统社会连带。这是台湾最常见的企业典范，其内部运作规则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却甚少受到国家的干预。这类企业中的职工和老板虽然有某种传统社会连带，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他们的工作条件却缺乏劳动法的保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类企业又可以再分为两大类：
表1　华人社会中企业组织的类型

资料来源：郑为元（2003:22）。
4.4.1a　父系制
在文化人类学上，父系制（patrilinealism）是指世系和祖产的继承制度上采取父系制。父系制的家庭企业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但在华人社会中尤为明显。台湾中小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员工往往是企业家族的成员，或者与企业主有某种血缘关系（Orru, Biggart & Hamilton, 1997）。华人企业是以“系谱中心主义”和“身份关系”作为结构的基础，欧美企业则是以“个人主义”和“契约精神”为基础（陈其南、邱淑如，1984）。依照父系制的“系谱”，就是父亲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传给和自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儿子，而不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日本的企业虽然也强调家族，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平民并没有姓氏，他们家业继承的法则是单一继承制，而且既不限于长子，也不限于血亲，和华人极不相同。台湾的华人采取诸子均分制，企业创立者不但要一脉相承，企业集团负责人通常还会为每个儿子都成立一个子企业，让每个儿子在分家之后，建立自己的一脉，当一脉之主。因此，台湾的企业集团大多做水平的多元化，而较少做垂直的整合（Hamilton, 1996）。
父系制企业的经营阶层虽然重视传统社会连带，基层员工和经营者之间却未必有血缘关系，更惶论直系血亲关系了。同一企业内的员工会因他们和企业主的关系亲疏远近，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形成所谓的“差序格局”。父系制的概念源自于传统农业社会，采取父系制的中小型家庭企业，在现代社会的自由市场中，必须面临市场的无情竞争。因此，台湾家族企业的组织管理，需要靠关系来支撑长时期的加班和劳累的工作。老板夫妇通常会“和工人一起工作，像姊妹一样地对待她们……不觉得他们是头家，而觉得他们自己只是工人，而且比他们的员工更卖力、工时更长”（谢国雄，1989:48）。台湾老板常常“带头示范”，以自己的技术水准要求部属，部属则会以“头家脸色作为工作的依归”。台湾企业是靠“‘人拼出来’的，而非制度的合理化”（陈介玄，1994: 59—60）。在这种情况下，非老板家人的职工，就会觉得老板对职工要求过于苛刻，所以当企业扩张时，如果只靠老板的核心“班底”带头做，而没有制度化的激励，这种劳雇一体的打拼就很难继续维持。这时候老板往往要“以‘分成，共负盈亏’的方式绑缚工人”（柯志明，1993: 144）。
4.4.1b　族长制
族长制（patriarchicalism）原本是指家族或部落的权力在男性长老或父亲手中。根据Max Weber（1978: 1006—1069）的说法，“族长制支配的基础，是基于族长对其家户（household）的权威（authority）”。和科层制相比，属下对上司的支持虽然都是源自于其内心对于规范的遵从，但在科层制中，规范是基于抽象的合法性和个人所具有专长的训练；在族长制中，规范则是源自于传统和对族长个人的忠诚。族长的支配是以自然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是在共同生活和依赖中所产生的，因此也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Weber, 1978:1006—1007）。
“族长制”这个概念所指的劳动体制是：在中小企业中，老板（业主或包工头）以长者的地位照顾有亲属关系或乡谊的员工（Deyo, 1989）。在台湾的企业中，这是指亲友或经由亲友和员工介绍，“对内招考”进来的“有担保的工人”（柯志明，1993）。从韦伯的概念来看，血亲并不是族长制的要件，而是父系制的要件。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往往由具有权威的地方党政首长主持，员工的主要来源则是家族和地域性的连带，这也是族长制的例子（Vogel, 1989）。这种乡镇企业，大多是由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带头拼出来的。乡镇企业发达后，如果进一步雇用廉价的“外地劳工”，就不在族长制的照顾之下。
4.4.2　家长制
家长制（paternalism）可以说是仁慈的家产制。这个概念是指传统式的权威服从，以及职工福利的提供。它是社会学的概念，而不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家长制的目的在于缓和工会运动，使业主对劳工能够做完整的支配。这种企业通常建立在孤立并以单一企业作为中心的公司城中（company town; Ackers, 1998）。公司在当地有显赫的声望，公司的威权从工作、休闲、宗教活动延伸到私密性的职工家庭生活，无所不管。职工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生活上依赖公司。因为公司性质特殊，劳工来源有限，此类企业的劳工市场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寡占的。业主自诩为道德导师，坚持传统工作理念，并对工会采取抗拒的立场，并不符合全球化的多元社会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和大陆的公营事业都可以看做是家长制的。国家或政府代表大家长，通常被视为具有男性的权威。父系制或族长制的家族企业必然会受到自由市场的冲击和挑战，公营企业却可以借由国家权力垄断市场，长期受到保护。由于“铁饭碗”和“大锅饭”对员工生活保障有余、动力不足，使得传统家长威权很难管理散漫的职工。大陆学者李培林、姜晓星、张其仔（1992）以“母爱主义”来描述大陆公营企业中的各种现象，以有别于家长制的“父爱主义”。受到国家过度宽容的公营企业，就像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不但享受各种特权，而且在母亲（国家）的偏爱之下，听任其严重亏损。有些国有企业甚至还可以在税收、上交利润和承包基数等方面不断地和国家讨价还价，表现出某些学者所描述的企业“撒娇行为”。
家长制的特点是在劳雇关系中讲究上下关系间传统式的服从，而老板则必须照顾职工的福利。照顾的范围和程度属于老板的权责，而不是由职工组织工会来争取。有时候，政府为了表示重视劳工权益，也会在公营事业里强力扶助工会组织。此时企业只有设法与工会和平共存，让工会发挥一些有益的功能，成为企业的助力。工会组织也可能变成劳工参与的机制。当劳资争议发生时，政府会设法全力调和，使劳资双方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途径。因为这类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是分开的，管理阶层的劳雇地位比较模糊，容易形成管理阶层和劳工一体。由于公营事业具有寡占市场的优越地位，在政府干预和工会的保护之下，其劳动力可以免于市场的竞争，劳工工作权因而有相当程度的保障。然而，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政府不得不采取公营事业民营化的策略。不论是在台湾或是在大陆，这种类型的企业组织都有日益减少的趋势。
4.4.3　市场独断制
市场独断制（market despotism）和垄断市场制是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市场独断制是指在市场竞争之下，劳工完全受到市场的制约。尤其是在劳力密集工业中，劳工主要来自乡村或海外的外籍移民（Burawoy, 1985）。市场独断制和父系制或族长制的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处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中，其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市场独断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开的，在专业经理人的管理之下，劳工跟雇主间欠缺传统社会连带，是Deyo（1989）所说的无保障劳工或“超级无产阶级”（见表1）。
“市场独断制”也普遍存在于高科技企业中，管理界通常称之为“人力资源管理”（HRM）。为了要应付国际化、自由化、技术竞争的压力，并甩弃大企业“重视年薪”、“终身雇用”、“告老退休”制度的历史包袱，HRM会采用各种策略来加强对员工的支配，分散员工团结，打破自主工会的力量。这些策略包括目标管理（MBO）、品管圈（production circle）、生产委员会（production committee）、工作生活品质改善方案（quality of work life projects）、绩效薪酬制（performance-base compensation），如按件计酬、工作奖金、利润分享（profit sharing）、净额红利（lump-sum bonus），等等。这些策略可以抗拒工会争取全面一致调薪的要求，并消除部分低效率员工搭加薪便车的机会。
4.4.4　垄断或寡占市场制
垄断或寡占市场制（monopoly or oligopoly market）系由大企业以雄厚资本和技术垄断，在产品市场上居支配地位。在欧美国家，大企业的劳工同时也是大工会的成员，享有各种福利的保障（Baran & Sweezy, 1966; Edwards, 1979）。战后欧美的跨国企业则往往会以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和寡占市场将劳动市场分割，用提高利润和减低劳动成本的方法，来应对大工会的压力。不论是在台湾，或是在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大陆，都有许多欧美跨国企业前往投资，在当地成立垄断（寡占）市场制的企业组织。不过在产品循环、技术变迁快速、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下，西方大企业可能也会失去寡占优势。结果是大企业兼并频繁，大量裁员，工会不再有力和企业抗衡，寡占市场制也蜕变成为市场独断制。



4.5　华人大型民营企业中的三环文化结构
表1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华人社会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组织是属于一种体制，华人所经营的民营企业大多属于父系制或族长制，国营企业则属于家长制。然而，当华人的中、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大企业之后，在华人关系主义的影响之下，其组织及管理形态便复杂得多。郑伯埙（1995）的研究指出：在台湾的大型家族企业内，企业主会因职工关系的亲疏、忠诚和才能的不同，对职工采取“差异管理”，形成不同的劳动体制。换言之，一个企业内部同时存在着三四种不同的体制。郑伯埙和林家五（1998）的研究显示，居于大型家族企业最高的所有层和经营决策层级，是和企业主关系最近的人，主要是他的家人以及少数和他有亲信关系的“自己人”。在中级管理层级，主要是可以作为企业主的心腹的“自己人”，而较少有家人；而在基层，则是和企业主没有特殊社会关系的普通职工（“陌生人”或“外人”）。这种亲疏关系和他们所称的三种企业文化，“情感（责任）取向的家族文化”、“恩义（人情）取向的差序文化”和“工具（利害）取向的制度文化”相对照。郑伯埙和林家五（1998）指出，家族文化在所有层和经营层重叠，差序文化在经营层和管理层重叠，制度文化在管理层和执行层重叠，这三种文化的环环相扣，形成“三环文化结构”（见表2）。
表2　华人大型家族企业内的三环文化结构

资料来源：郑伯埙、林家五，1998。
郑为元（2003）认为家族文化有如“父系制”；差序文化如同黄光国（1988:12）所称的混合性关系和人情法则，类似于“族长制”和“家长制”；制度文化所实行的是，公事公办，或在“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中所提及的工具性关系和“无人情义理”的“公平”法则（Hwang, 1987），有如Burawoy（1985）的“市场独断制”。至于这一理论模式中的“需求法则”，在属于运作社会的家族企业内，企业主除了考虑他和受雇者的亲疏关系之外，还要兼顾对方的才能，和亲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这类企业组织的运作虽然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还是不能完全适用“需求法则”。
郑伯埙和林家五（1998）的研究，澄清了以人类学家族概念所建构的继承制和劳雇体制之间的关系。父系制只适用于老板直系亲属的职工，其余职工则是依关系亲疏，分别属于其他体制。一般劳工依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分属市场独断制或垄断市场制，形成中、西文化混合的状态，这可以说是华人大型企业组织最大的特色。



4.6　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Thomas Kuhn（1969）指出：在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时期，一个科学社群通常是在一定典范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解决该领域所遭遇到的难题，这种活动，他称之为“解谜”（puzzle-solving）。然而，任何一个典范都不能穷尽真理，随着常态研究的深化，科学家一定会遇到一些“异例”（anomaly），也就是不符合典范预期的现象。当异例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科学家会感到他们所遵循的典范已经遭受危机，不足以应付越来越多的问题，他们便要设法对原有的典范做理论上或观念上的调整，甚至发展新典范，以取代旧典范。这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并发展相关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启动一场“科学革命”。更清楚地说，非西方社会中的学者将西方国家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典范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在从事研究工作时，必然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异例”，这时候他们就有必要启动一场“科学革命”，发展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及研究典范。
然而，这样的“科学革命”并不像政治革命那样一发生就会立刻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和典范问世之后，还要经过漫长的检验和挑战，它的地位才能确定下来。
在《心理学的科学革命方案》一书中（黄光国，2011），我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都有人在从事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然而绝大多数的本土心理学者是采取“素朴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搜集实证研究的资料，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脉络中说明本土社会中的人与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正如Lee（2011）对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Bond, 2010）所做的评论一样，这种研究取向所获得的资料琐碎而缺乏结构性，代表了“心理学实践的一种滥用”（abuse of psychological practices; Marsella, 2009），很难彰显出非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因此，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以《儒家关系主义》为例，认为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者应当致力于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cultural-inclusive theories of psycholog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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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章主要讨论实证研究中的研究设计。概括来说，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是对研究项目结构和过程进行的整体安排。一般来说，研究问题的性质大体决定了研究设计的方向，但研究设计有时也可以作为一项实证研究的起点：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总结，研究者可以发现已有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找出弥补这些缺陷的方法。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研究问题，设计相应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设计，研究者将一项研究的多个成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包括回顾文献、提出问题、搜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因此，研究设计是研究项目的一个核心环节。
好的研究设计可以将研究涉及的变量纳入一个清晰连贯的体系，以此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Daft, 1983）。严谨的设计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保证。很多文章正是因为研究设计的不当而降低了研究的质量。Daft（1995）曾经回顾了自己在AMJ、ASQ担任审稿人期间的经历。他认为在最后被拒绝发表的文章中，大约有20%是因为研究设计不当。同样，Grunow（1995）考察了303篇用英语或德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认为只有19.9%的文章回答了它们起初提出的研究问题，而其余的文章似乎在提出研究问题后就“迷失”了，它们的缺陷集中体现在研究的各部分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研究结论无法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不难看出，逻辑严密的研究设计是完成一项高质量研究的必要条件。
概括来说，研究设计的核心在于我们完成一项研究时，总体逻辑是否清楚，构成研究项目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否清晰（Royer & Zarlowski, 2001）。在本书随后的章节中，读者将陆续学习到实验研究方法（第6章）、准实验研究（第7章）、实地研究中的问卷调查（第8章）、二手数据分析（第9章）和质化研究（第10、11章）。这五种研究方法从研究设计的角度并没有优劣之分。对于研究者来说，设计研究时需要做的就是为特定的研究问题选择最恰当、最经济的研究方法。本章着重于阐述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介绍研究设计的目的和常用的研究类型，讨论评价实证研究优劣的效度指标，以及分析研究设计时需要控制的因素。



5.1　实证研究的本质
5.1.1　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取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自然科学的启示，实证主义传统一直强调客观现象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双向依赖关系（Comte, 1988）。根据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建立都必须基于所观察到的事实。同样，如果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我们对现象的观察极有可能是杂乱的、毫无成效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者的责任是客观地观察已经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并最终通过数量化的表达方式说明社会现象的运行规律。
实证主义传统认为客观规律和事实（fact）是现实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数量化表达，以此来观察、解释、预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一假设受到了近代怀疑主义者的尖锐质疑。如Mackie（1977）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人们普遍的主观意愿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最终形成了社会规范。因此，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真理和知识都是主观建构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价值体系。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客观世界以及研究者本身不可避免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无法真正客观地描述世界。因此，怀疑主义者认为所有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研究都是错误的。
针对这一批评，以Dewey为代表的自然经验主义（natural empiricism）哲学家重新修订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体系（Boyles, 2006）。Dewey认为所谓的知识只是研究的终端，人类对于知识的掌握是需要时间的，拥有了知识代表着我们研究的终结。相对于知识本身，我们更应该关心知识获取的过程是否可靠和严谨。我们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更应该被理解为“有根据的论断”（warranted assertion）。我们对现象界的每一点解释都需要有证据的支持，都需要经得起同行的检验，这应该是知识积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同时，由于我们对社会现象的感知（perceiving）和认知（knowing）都是发生在一个大的“情境”中，无法穷尽真理的各种情况，因此，Popper（1977）提出研究中假设检验的过程只是一种证伪（falsification）的过程。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得到支持假设的证据只是认识世界、获得知识过程中很微小的一步，它只能说明否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作为对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的检验，我们得到的证据还远远不能证实变量间必然地存在因果联系。由于我们无法在一项研究中控制所有潜在的外生变量、调查所有可能的样本，所以一个理论假设在实证研究中只能是得到支持（或暂时得到接受），而不能得到证明（proof）。
与这一认识论思想相吻合，现代管理学的实证研究大多是从实验或问卷调查中得到数据，然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强调得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即推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时，我们需要消除其他可能的各种替代假设（alternative explanation），同时有效地控制其他无关的但可能会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关系的外生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s）。正是因为实证研究对结论可靠性的强调以及推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强调整体设计的角色。一般而言，实证主义倡导的研究方法大多是用于检验预先建立的研究假设或命题，如果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的预期一致，就认为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一旦发现了与假设判断相反的结果，就有理由拒绝研究假设。在实证研究传统中，我们的知识是在不断质疑、不断更新中进步的。
5.1.2　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
基于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最简单的实证研究过程可以用图1的模型表述。在图1中，线a代表两个抽象构念X和Y之间的理论关系。我们需要检验的研究假设是变量X和Y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无法直接观察这些抽象的构念（X和Y），所以首先需要将它们操作化为我们可以测量的变量（即图1中的x与y）。图1中线b1、b2代表操作化历程。通过将抽象的构念转化为可以测量的操作指标，我们就将一个研究假设转换为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具体问题。然后，我们搜集资料并运用合适的统计方法来验证测量变量x与y间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关系（如线d所示）。如果没有发现统计显著的联系，就拒绝研究假设并接受零假设（null hypothesis），推断在构念X和Y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若经过统计检验，我们发现x与y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在推断X与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需要剔除各种可能导致x与y之间显著性关系的替代解释。经过详细的逻辑思考及检验之后，如果我们推断测量变量x与y之间确实存在显著性因果关系（如线c所示），我们就可以接受研究假设，推断构念X与Y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最后，我们需要考虑研究的样本及所处的特定时空（包括时间、空间、研究参与者等情境因素）对所获得的研究结论的影响，推论研究结论是否在其他情境下也能成立。这就是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

图1　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
资料来源：Schwab, 1999。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发现，实证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推理过程。它需要研究者事先对研究的问题、测量的操作步骤、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及研究样本的代表性进行详细的计划。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才能被接受为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
5.1.3　实证研究中的数据搜集
如上节所述，数据资料的采集是实证研究区别于以往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而言，研究者的数据有三种来源：首先，研究者将外界可直接观察的事件作为数据的来源，在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将外界信息转化为数字。在宏观战略管理领域，我们对企业行为的数据搜集大多依赖于这种方式，如利用ROA和ROE测量企业绩效等。在微观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也不乏这类测量方式。如Oldham和Cummings（1996）把员工获得专利或申请专利的数目作为测量他们创造力的指标；Greenberg（2002）用被试在实验中偷钱的数目来测量他们遇到不公正待遇时的行为反应。其次，在研究者面对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如员工的态度、动机等）时，需要借助测量工具，如通过员工填写量表实现对其态度的数字化描述。最后，我们可以将测量工具用于他人可以观察的行为，如请上司评价部属的工作业绩和行为、实验员对被试行为进行记录等。通过这三种数据的搜集方式，我们可以实现客观世界和抽象构念在实证研究中的一一对应。以上提到的三种数据来源可以用图2的形式加以表示。

图2　实证研究中数据的来源
资料来源：Baumard & Ibert, 2001。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实证主义者致力于对外部世界进行客观的描述，但是研究所依据的数据往往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在上面列出的三种数据搜集方式中，第一种方式看似客观，但这些客观指标很难完整地测量我们的理论构念。比如，用ROA和ROE测量企业绩效时，我们很难从结果中判断企业的长久竞争绩效。而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往往会从众多可供选择的指标中选择最能与研究变量契合的指标。对后两种方法而言，研究者面临的测量误差来源就更多。例如，同一部门的两名员工描述企业工资改革政策，或在评价另一名同事的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时，双方提供的信息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就他们共同经历的事件，我们可能得到两组非常不同的数据。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大致有两种：双方在工资改革或与另一名同事交往中的经历不一样，双方在将事件“翻译”成我们需要的数据时出现了差异。
从实证研究的本质以及研究过程来看，影响一个人如何解释外部事件的因素有很多，我们根本无法在一项实证研究中有效囊括所有可能的变量。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又是不可直接观测的，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搜集资料，对变量进行数量化操作。当我们使用本身带有误差的测量工具去研究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时，这样的实证研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为了在管理学研究中实现对外部世界客观、准确的描述和判断，我们就需要格外强调我们的研究设计，使我们的研究过程得到很好的控制，针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得到清晰的结论，最后有效地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5.2　研究设计在实证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
5.2.1　研究设计的目的与过程
研究设计是整个研究过程的执行计划。一般而言，研究设计的基本目的有三：（1）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在实证研究中，研究问题通常是以研究假设的形式出现的，研究设计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数量化的分析，为假设中涉及的构念间关系提供有效的检验，从而判断研究者的理论预期是否得到了观察数据的支持。（2）满足实证研究效度的要求。研究设计使我们可以合理地安排研究过程，提高研究质量。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它得出的方式和方法。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我们可以确保对理论构念的操作化质量，根据数据类型选择正确的统计方法，最大限度地剔除各种替代解释对因果结论的影响，通过合理选择样本提高研究的外部适用性，从而最终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3）控制研究中涉及的各种变异量。通过研究设计，我们可以根据研究问题和所需数据的类型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造成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各种变异量，如系统变异（systematic variance）、外生变异（extraneous variance）和误差变异（error variance）。通过控制可能影响因变量变异的各种因素，提高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与可信度。
研究设计是一个研究项目的整体蓝图，Royer和Zarlowski（2001）曾经用图形表述了研究设计的一般过程（见图3）。由图3可见，在对一项研究进行整体设计时，研究者一般要进行七个步骤的思考，包括确定研究主题，通过文献回顾和探索性访谈发展研究假设，确定抽样方法、测量（操作化）手段，以及这些因素对统计分析的影响等。研究者在搜集资料前必须认真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保证研究的质量。

图3　研究设计的过程
资料来源：Royer & Zarlowski, 2001。
在图3中，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设计是一个不断循环、不断重复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静态过程。在执行作为整体规划的研究设计时，不仅可能会因为当初的研究构想不够周全而变得难以继续，需要做出调整；而且可能需要随着研究者对现象了解的深入而改变。最近搜集的数据、同事的评论、刚读到的文献或者新的搜集数据的机会都有可能使研究者的兴趣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原来的研究设计。Meyer（1982）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起初以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医院为样本，探讨医院的环境、营销策略、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之间的关系。但在研究期间，当地的保险公司突然中止了与大约4000名医生的合同，要求这些医生重新以个人名义与公司签订新合同，而保费则提高为原来的384%。这件事引发了大规模的医生罢工。整个罢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为医院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Meyer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研究组织适应的绝佳机会，于是改变了自己的研究计划，重新设计了一个准实验来进行自己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
在这个例子中，Meyer根据研究情境的变化，推翻了原有的研究设计，重新确定了研究主题，及时调整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这种调整反映了Meyer对研究现象的敏感和对研究问题的深刻理解。Meyer的例子可能只是一个特例。我们在日常的研究中一般不大可能完全推翻自己的研究计划。但这一例子提醒我们，在执行计划中研究者需要始终保持对研究问题和研究情境的敏感性。通过及时修改研究计划，确保研究问题和研究情境之间良好的匹配是完成一项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有效揭示管理现象的必要条件之一（关于情境化研究的论述，请参见本书第12章）。
5.2.2　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确定研究计划时，我们需要根据问题的性质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从而有效地完成数据的采集。在本书中，我们将依次讨论五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实验法、准实验设计、问卷调查、二手数据和质性研究。作为数据搜集的方式，这五种研究方法没有优劣之分，我们需要根据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进行选择。在实验法中，自变量主要由研究者控制或操纵。在进行实验时，研究者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代表自变量不同程度的各个实验组和控制组内，并观察这种操纵对因变量变异量的影响。同时，通过控制各种情境因素，研究者得以清晰地观察假设的因果关系，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以当研究者主要关心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剔除各种替代解释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时，实验法是最好的选择。
但有时由于客观条件和资源的限制，研究者无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中。这时研究者可选择使用准实验设计，仍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的效度。与实验法不同，研究者在准实验设计中没有对被试采用随机分配的方法，而是在自然场合下进行观察。由于研究者没有对被试与周围情境的接触实施控制，自变量容易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所以相对于实验法，准实验设计的缺点在于不能用随机分配消除混淆变量和替代解释，内部效度略低，但准实验设计对研究条件要求较低，可以做到灵活多变，而且所得的结论适用范围较广。
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第三种方法是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特点是快速、有效、廉价。由于它对被调查者的干扰比较小，所以容易得到企业与员工的支持。但由于无法对被调查者进行实验处理，研究者需要较大规模的样本才能保证自变量有足够的变异量。为了提高问卷调查的研究效度，我们可以根据研究问题在调查中加入其他相关变量的测量，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将这些变量纳入作为控制变量，以此来剔除替代解释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因果关系的干扰。
在以上三种研究类型中，研究者和被试／被调查者都会发生直接联系，由他们直接向研究者提供资料数据，服务于某个研究问题。但如果无法通过直接方式获得数据，我们可以搜集和分析二手数据。与准实验设计和问卷调查相同，二手数据的直接来源不受研究者控制，因此研究者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配。为了控制各种混淆变量，研究者需要对它们进行测量编码（coding），纳入统计模型，以实现对这些变量的控制，提高研究效度。相对于前三种研究方式，二手数据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比较高。如果研究对象不是个体而是企业、地区、国家，或者研究项目需要较大规模的样本，以及研究问题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可以尝试使用二手资料数据。
最后一种研究类型是质性研究。与前四种定量的研究方法不同，质性研究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接触。研究过程可能产生的干扰使得我们不太容易获得企业或员工的支持。所以质性研究的样本量普遍较小，而且经常通过方便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的方式获得。同时由于数据的来源不受研究者的控制，往往很难就研究结论进行重复验证。由于对研究过程的控制程度较低，质性研究对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推论不容易严谨。但是它可以就所研究的现象提供丰富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一般而言，它既可以作为数据来源方式，也可以作为其他研究手段的补充，并可以成为孕育新理论、新概念的摇篮。
就像我们强调的那样，各种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对研究类型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研究者对结果的预期。在研究设计阶段，很多初学者容易过多地关注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复杂性，而相对忽视了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匹配程度。经常有人误认为研究方法的复杂程度代表了文章的质量高低，因而追求“时髦的研究方法”，这种理解其实是不正确的。过于烦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代替研究者对研究现象本身清楚的界定和说明。研究者应该在分析自己研究问题的基础上，选择与研究问题最为匹配的、自己最为擅长的方法。因此，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建议读者思考以下几个问题（Royer & Zarlowski, 2001）：
 
 
	这种方法适合回答我的研究问题吗？
	这种方法可以带来预期的研究结果吗？
	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哪些条件？
	这种方法自身有哪些局限？
	还有哪种方法适合现在的研究问题吗？
	现在选择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吗？如果是，为什么？
	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我需要掌握哪些技能？
	我现在掌握这些技能了吗？如果没有，我可以学到这些技能吗？
	我是否需要其他的方法来提高对研究现象的观察？

5.2.3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匹配
在分别了解了研究设计的目的和方法之后，我们进一步通过实例讨论如何将两者相结合。为了保证研究的效度，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我们需要根据研究问题进行研究设计，选择与问题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如果无视问题的性质而随意选取研究方法，往往会导致研究设计的差错。例如，研究设计中经常需要考虑如何选择验证假设的层次（如个体、团队、公司、行业层次等），我们需要针对研究问题，仔细设计研究方案。如果脱离了研究问题，我们的实证研究可能发生研究层次的错位，影响研究质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了解研究设计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
对企业来讲，业绩起伏是家常便饭，成功与失败往往交替出现。失败是成功之母，企业可以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成功的经历会带给企业什么呢？Audia, Locke和Smith（2000）认为企业过去的成功会导致对以往战略的坚持，而这种坚持对于公司今后的发展却是把双刃剑：当外部环境稳定时，坚持以往战略有助于降低运营风险、充分挖掘企业能力；而当外部环境动荡时，坚持以往战略却会使得企业难以重新进行战略定位，进而延滞企业变革的速度。为了检验这一命题，Audia等人回顾了相关的文献，发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关注成功经历如何影响企业对于现行战略的坚持；另一类研究则讨论了企业对现行战略的坚持如何影响未来的业绩水平。在整合这两类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假设一：在环境突变后，拥有更多成功经历的公司会更加坚持以往的战略，而这种坚持会损害公司的经营业绩。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战略决策者的个人心理过程起到了中介作用。为此，他们提出了假设二：在解释以往成功经历对未来业绩的影响时，六种个人心理过程变量起到了中介作用：（1）对以往成功的满意感；（2）对现行战略有效性的自信心；（3）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4）个人目标；（5）搜集信息的数量；（6）搜集信息的种类。
由以上的叙述可以发现，这两个假设不仅位于不同的层面，而且源于不同的理论。假设一主要关注在外部环境发生突变后，企业的成功经历如何影响了它们的战略选择和未来的业绩水平。研究者很难通过实验法或问卷调查等方法去操作这些研究变量。因此，Audia等人通过搜集二手数据较好地满足了假设验证的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解除了对美国航空企业和卡车运输企业两个行业的行政管制，造成了行业竞争格局的突变。Audia等人通过搜集25家航空企业、125家卡车运输企业在行业变革期间的相关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了支持假设的结果。
不同于假设一，假设二涉及了心理过程变量的中介作用，这些个人变量显然无法通过搜集二手资料的方式获得。因此，Audia等人根据美国移动通信行业发生的事件设计了一个商业游戏来检验这个假设。在实验中，被试要求模拟担任一家移动通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其目标是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实验共需被试在两个阶段做出13次战略决策。每次决策后，研究者都会根据决策质量对被试的经营业绩进行反馈。第一阶段共有8次战略选择，这时通信公司的竞争限定于4个区域，政府在每个区域发放20个经营许可证。这一阶段市场整体上稳步提升，每家公司都有所收益。研究者在进行绩效反馈的同时，提醒被试政府的行业管制可能会解除，竞争可能会因此而加剧。在8次决策做出后，研究者测量了被试的6种心理状态。在第二阶段开始后，研究者通知被试政府解除了对手机行业的区域管制，允许跨区域竞争。同时，由于市场趋于饱和，行业增长率由此前的30%放缓为12%—14%。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求被试继续进行5次战略选择，根据其决策质量判断他们的业绩表现。与二手数据分析中得到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既往决策的成功导致了被试在第二阶段坚持使用同样的战略，而对以往战略的坚持导致了经营业绩的下滑。同时，他们发现个体心理过程完全中介了既往的成功经历对于战略坚持的作用，其中对以往成功的满意度、自我效能感以及信息搜集的类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Audia等人的研究中，他们关心的是公司以往的成功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家的个人心理因素，进而影响了公司业绩。因此，他们将研究的注意力分别放在了公司和个人层面上，并且通过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效地回答了研究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效的研究设计必须基于相应的研究问题。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的研究设计。
5.2.4　数据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在讨论了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探讨研究设计对数据资料搜集和分析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变量测量与统计分析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结的不同步骤（Pedhazur & Schmelkin, 1991）。在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具体的研究问题，结合研究问题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然后，我们需要选择相应的资料搜集方式和统计分析方法。如果说确定研究问题指明了研究的具体现象，那么针对数据搜集和分析方法的设计就需要回答从哪里得到数据以及应当如何处理得到的数据。
与选择研究方法相似，我们强调数据分析的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数据资料分析是为回答研究问题而服务的，应该在研究设计的指导下进行。如果我们没有理清研究问题、测量工具和资料分析之间的关系，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只能反映变量在测量和分析层面的关系，而不能有效地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Klein, Dansereau & Hall, 1994）。对于资料分析方法的选择，应该符合研究理论和设计的要求。例如，在讨论工作满意度对绩效的影响时，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员工满意度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那么测量和分析应该以个体为单位；而如果研究的问题是部门士气对于部门业绩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就应该在部门层面。在管理学研究中，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在个体层面采集数据（如对员工士气的测量）。但我们对变量的测量以及数据的分析都必须以部门为单元，才能回答研究问题。如果需要研究部门士气对于员工业绩的影响，因为部门士气是部门层面的变量，而员工业绩是个人层面的变量，这时我们就应该进行跨层次的研究与分析（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请详见本书的第17章）。在前面提到的Audia等人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研究问题涉及组织战略层面时，他们的数据来源于二手资料，分析的单元是企业；而当研究问题涉及中介心理变量时，他们的数据来源于实验，分析的单元是个人。
以上我们探讨了如何通过研究设计有效地整合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之间的关系。我们按照实证研究的内在逻辑分阶段讨论了研究设计应该扮演的角色，特别强调研究设计是否严谨影响了研究中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能够清晰地回答研究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设计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我们提出的分析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的进行，我们可能意识到原先研究设计的不足，或者发现新的研究问题。Daft（1983）就指出研究本身更多地与研究者的技能和经验有关。技能和经验的积累更多地是通过学习过程而获得的。研究设计的质量与研究者以往的经验、对研究问题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创造力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研究者需要从这一过程中认识到管理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效度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对研究设计做出调整和改进。



5.3　实证研究的效度评价
前面我们对实证研究中研究设计的目的、作用和过程进行了介绍。那么我们如何去评价一项研究是否有效地回答了研究问题呢？结合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效度指标来实现对研究设计质量的评价，即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统计结论效度（statistical conclusion validity）、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Cook & Campbell, 1979）。能否提高研究效度，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是我们评价一项研究是否有效以及它得到的结论是否可靠的关键因素。
5.3.1　构念效度
构念效度是指变量测量的准确性，它评价的是我们在对构念进行操作化时，变量测量的内容和构念定义的一致性程度。如前所述，由于管理学的很多构念并不能直接观察，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操作化手段将其转换为可数量化估计的指标体系。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我们对构念的测量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各种误差。这些误差可能来自理论层面（如测量指标无法完整、准确地反映构念的理论内涵），也有可能来自操作过程（如测量过程中夹杂了与构念无关的随机误差）。这些误差降低了测量指标对理论构念的准确反映（在图1中，线b1、b2就代表了构念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测量指标与理论构念之间不能准确对应，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偏差。即使最后在统计检验时发现了变量间的显著关系，也无法清晰地推断构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将这样的研究评价为构念效度偏低。
由以上讨论可见，构念效度是一项高质量研究的首要指标。在研究设计中，研究者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测量时的偏差，努力提高变量与构念之间的对应程度。鉴于其重要性，本书的第13章将详细讨论测量过程的构念效度问题。在本章中，我们简要地讨论如何从理论和实际测量两方面提高构念效度：第一，从分析抽象构念的角度，研究者需要精确定义理论构念并明确它的内部结构。由于构念来源于抽象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直接观察，因此对它的观察和测量必须依赖于精确的定义说明。如果缺少精确的定义，即使研究者在测量过程中避免了各种随机误差，由于无法确定得出的数据能否准确地代表理论构念，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是无法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
第二，从变量测量的角度，研究者需要选择合适的测量方式，以控制测量误差。比如在文献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构念有许多种量表。到底在研究中选用哪一个量表，就是一个经常困扰初学者的问题。例如，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既有在西方情境下发展出来的文化普遍性（etic）量表，也有专门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的文化特殊性（emic）量表。在测量时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的答案是首先选用经过严格评审的、发表在高质量杂志上的量表；其次，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选择最能符合研究情境要求的测量工具。当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有关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时，采用具有文化特殊性的量表就能捕捉到更多信息。如果研究者关心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运用来自中国的样本进行假设检验，那么具有文化普遍性的量表就应该是首选。通过这样的标准，我们不仅可以保证变量测量的质量，同时也提高了测量工具与研究问题、研究情境之间的匹配程度，确保了变量操作的构念效度。
5.3.2　统计结论效度
统计结论效度是指在对假设关系进行统计推论时，我们采用的统计检验手段及所做出的统计决策是否正确。在图1中，统计结论效度描述的是线d。在实证研究中，统计检验的本质是通过抽样的方式来对变量间的关系做出泛化的推论。我们针对统计检验而做出的研究结论，都是在一定的概率基础上针对零假设（null hypothesis）而做出的。因此，任何研究结论都面临着统计结论效度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在做出统计决策时存在着四种可能性：接受正确的零假设、拒绝错误的零假设、拒绝正确的零假设和接受错误的零假设。前两种情况属于正确的结论，但后两种情况属于研究者做出的错误决策，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统计结论效度。第三种情况是“存伪”，我们称之为一类错误（Type I error），即两个变量间并没有联系，但我们却根据自己的统计结果拒绝了零假设，得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的结论。第四种情况属于“去真”，我们称之为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即两个变量间存在显著性关系，但我们却接受了零假设，认为它们之间并不相关。无论是拒绝原本正确的零假设，或是接受原本错误的零假设，都会降低统计结论的可信程度。导致这两类统计决策错误的因素有很多，如样本太小造成统计检测力的缺乏；忽视了统计检验的基本假设，造成统计方法运用的错误；测验问卷和实验操作信度的缺乏；被试样本的差异度太大等。对这些因素的详细探讨可参见Cook和Campbell（1979）的论述。
在这两类错误中，我们在实证研究中更为关注一类错误，即我们一直避免错误地接受一个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而影响后续的研究和管理实践。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态度。共同方法变异夸大了变量间的联系，导致我们有可能错误地接受研究结论，产生一类错误。尽管研究表明这类基于个人感知的方法变异并不必然显著地改变变量关系（Crampton & Wagner, 1994），即拒绝含有共同方法变异的研究结论有可能犯二类错误，但为了避免一类错误，现在主流管理学杂志已很难接受含有共同方法变异的文章。
研究者一直认为可以通过选择正确的统计检验手段、严格的检验标准和取样随机化等方法降低一类错误，保证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但随着高校对发表研究论文重视程度的逐步提高，许多研究者在数据分析中一味地追求显著性结果，而未得到支持的假设往往被放弃（Leung, 2011），客观上造成了实证研究结果中一类错误的增加。Simmons, Nelson和Simonsohn（2011）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拥有的自由度，如要不要搜集更多的数据、选择哪一个对照组进行比较、使用哪些控制变量、选择哪一个量表等。这些自由给了研究者选择性报告统计结果的空间。考虑到在一项显著性结果背后可能存在更多的未被报告、未能支持假设的分析结果，我们在接受一项研究结论时犯一类错误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我们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即一般5%的错误可能性）。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必然会影响我们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和可信度，以及管理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科声誉。因此，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责任规范自己的研究过程，不能一味地追求显著性结果，而应该真实、全面地报告研究结果，共同维护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验证性。
5.3.3　内部效度
对研究设计质量的第三个评价标准是内部效度。内部效度是指测量变量间因果关系推论的可信度，其评价的是变量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变量测量结果之间的统计关系。图1中，我们可以用线c表示一项实证研究的内部效度。如果我们发现因变量x随着自变量y的变化而变化，且两者之间关系显著，在由此推断其间存在因果关系前，研究者需要考虑这一结论是否剔除了其他各种可能的替代解释。某些外生变量的存在可能使我们在解释x与y变量关系时出现偏差。例如，在管理学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霍桑实验中，研究者通过改变监管方式、增加互动时间，发现参加云母片分离实验的员工绩效提高了15%，从而认定人际关系的改善是员工绩效提高的主要解释。Carey（1967）针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雇佣关系的改善，霍桑工厂5500名工人的平均绩效在实验期间也提高了7%。因此，在控制了外部经济因素对员工绩效的影响后，人际关系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绩效是一个疑问。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对所研究的管理现象以及相关文献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的研究设计方案极有可能忽略与替代解释相关的构念，最终致使变量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难以清晰解释，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内部效度。
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主要来自于除自变量之外的各种混淆变量。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就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做出结论。Cook和Campbell（1979）曾总结了在准实验研究中常见的混淆变量：（1）过去事件的影响。所有发生在研究期间的事件，都可能对被试产生影响并导致因变量的变化。（2）成熟效应（maturation）。观察到的效应可能是因为被试随着研究的进展身心发生了变化（如更加聪明、强壮、有经验等），而非因为自变量变化而产生的影响。（3）测验效应。研究中一个测验发生的次数可能会引起观察到的效应，特别是在研究后期，被试对测验内容变得更加熟悉会导致绩效提高。（4）统计回归（statistical regression）。当研究者根据前测分数分配被试时，如果测验的稳定性较差，各种随机误差的存在会使得前测分数较高的被试在后测时分数降低，而前测分数低的被试的分数则会有所提高，这时将这些变化归因于自变量的效应显然是不恰当的。（5）自我选择效应。观察到的效应可能是因为被试在能力或特质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如果不能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和随机分派被试，研究者就应该警惕这种结果。（6）流失效应。如果有被试在研究期间退出或流失，这时所观测到的因变量变化可能是样本变化而造成的。（7）测量工具效应。观察到的效应可能来自前后测量标准的变化，研究人员由于对测量内容更加熟悉而有可能改变他们的评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在研究当中可能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交互作用而使得变量间关系更加模糊。例如，选择样本不当使得研究样本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随着研究进程而逐渐被放大。研究者应该对这些因素在实证研究中的作用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的步骤加以控制。
即使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中考虑了所有的干扰因素，剔除了混淆变量和替代解释对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影响，也不一定能够保证研究的内部效度。因果关系方向不清可能是另一个突出的问题。例如，在发现了组织支持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显著关系后，我们很难判断是因为组织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还是因为员工的忠诚表现而最终赢得了组织的支持。如果不能区分出变量之间的先后顺序，我们很难判断其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在实验法中，研究者能够较为精确地判断自变量和因变量变化的顺序从而避免这种问题。但是对于很多采用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的问卷研究而言，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数据来自同一时间点，更多地面临着因果关系方向不清的问题。
针对这些可能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研究者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预防和控制：一方面，可以从强化变量间的理论联系出发，在概念层面充分理清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在以往文献中搜寻有哪些变量可能成为假设检验中的混淆变量，予以测量，在统计检验时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可以从选择研究方法上加以考虑。例如，如果研究者认为自己的研究假设非常容易受到其他混淆变量的影响，就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随机化处理的方法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如果研究者认为因果关系方向不清可能是一个突出问题，可以采用实验法或是纵向设计的方式理清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最近，Liang, Farh和Farh（2012）采用二阶段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检验了心理机制和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心理变量与外显行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在控制了变量间的自相关、逆向关系后，对假设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较好地解决了变量间因果关系不清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他们的研究设计。此外，本书在第6—11章中将分别讨论如何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中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5.3.4　外部效度
外部效度是指将研究结论推广到其他群体、时间和情境时的可信程度。通常情况下，研究结果往往是基于一个样本、一个时间点得到的。如果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样本、测量手段等有较大的特殊性，研究结果很有可能无法在其他的情境中得到重复。例如，我们以大学生样本得到的决策研究结论，可能无法推广到企业的CEO身上。外部效度指标告诫我们需要清楚研究结论所处的情境界限。当你在样本中找到显著的因果关系时，需要自问一下这些结论是否只在这些人、这样的环境和时间内有效。假如是，那么你的研究结论就缺少必要的外部效度。
由于外部效度考虑的是研究结论在其他情境中的可重复程度，所以它对于应用性的实证研究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影响外部效度的因素主要包括：（1）研究样本的选择。一般而言，研究样本是影响研究结论外部效度的首要因素。例如，现在的很多管理学研究过多地依赖MBA学生，这样的被试群体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得出的结论很难推广到其他样本中。（2）研究环境本身可能具有特殊性，造成我们得到的结果无法推论到整个目标群体。例如，在实验研究中，如果参与实验的人预先知道了研究的目的，他们就很有可能以一种角色扮演的心态完成实验任务，这时基于这些回答／表现得出的结论也就缺少了外部效度。因此，研究者可以选取具有较高代表性的样本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样本对于总体的代表性是外部效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当样本可以较好地代表总体时，从样本得到的结论就更容易在总体内得到重复。而如果研究目的还包括在不同总体间证实研究假设，可以通过在多个总体内分别抽样的方式，来检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外部效度的不足对于研究结论和理论发展并不一定总是坏事。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研究结论的情境边界，有时也许是新研究的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情境因素（如人、环境、时间）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这些情境因素要么是自变量的先行因素，要么是可能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调节变量（详见本书第16、20章）。如能将这些情境因素与理论思考相结合，很有可能产生非常有趣的研究。例如，Farh, Earley和Lin（1997）发现在台湾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不同于在西方情境下的研究结果。换言之，以往研究的结论可能是存在情境局限的，不同的文化情境可能成为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变量。不出意外，他们发现对于传统性（traditionality）较低的人来说，组织公民行为与分配公正和过程公正的相关性较强；对于传统性较高的人来说，组织公民行为与分配公正和过程公正的相关性较弱。在这个研究中，描述样本特征的个人传统性成为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正之间的调节变量。
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讨论了评价实证研究的设计质量所依据的四种效度指标，它们分别是构念效度、统计结论效度、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一项研究设计中，研究者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往往无法同时兼顾上述的四种效度指标，在一个研究中同时满足四种指标要求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整体效度水平，研究者可以采用的方式是进行多项研究来回答一个研究问题。例如，在Audia等人的研究中，他们首先使用二手数据来验证研究假设。这种方法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但较低的内部效度。因此，他们接着在个人层面进行了一项模拟实验，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检验心理过程变量发挥的中介作用。实验研究具有较高的内部效度但较低的外部效度。通过将两者相结合，他们的研究结论很好地满足了这两种效度的要求。同时，由于对构念的清楚定义、准确测量和恰当分析，他们的研究结论又具有较高的构念效度和统计结论效度。



5.4　实证研究中的变异量控制
在了解了评价研究质量的效度指标后，我们需要讨论如何在研究设计阶段科学、合理地设计自己的研究过程，最终使得我们的研究符合这些效度指标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主要考虑是如何结合自己的研究假设，有效地控制造成因变量变异的各种因素，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一般而言，我们在研究中主要考虑的三种变异包括：系统变异、外生变异以及误差变异（Kerlinger & Lee, 2000）。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三种变异量之间的关系。
5.4.1　研究中的变量变异
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在同一家企业里，员工的满意度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同一个行业里，公司经营业绩也会非常地不同。这些个体／企业之间的差异就是我们在管理学研究中需要解释的变异量。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寻找合适的自变量以实现对这些因变量变异的解释，如我们可以用个人收入水平的不同来解释员工满意度的差异。但在实际情况中，因变量的变化不仅会受到自变量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满意度可能同时受到组织情境、个人期望和人格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通称这些因素为外生变量，即在自变量以外，有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因素。除外生变异外，影响因变量的还有误差变异。这类变异来源于原因各异的各种随机因素，如被试在接受测验时的心情、当时的环境等。与外生变异不同，误差变异对因变量的影响归结于随机性变量，而不是系统性变量（systematic variable）。我们把这些变量的关系用图4加以表示。

图4　构成因变量变异的各种因素
从变异的角度来看，研究设计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因变量的变异。在一个研究中，其中只有自变量引起的因变量变异是对假设检验有帮助的。在研究设计阶段，我们一般通过对变异量进行分割的方式帮助我们进行思考。通过变异量分割，研究者可以清晰误差来源、了解影响研究效度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控制三类变异清晰地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简言之，变异量分割的思路即最大化系统变异（maximizing systematic variance）、控制外生变异（controlling extraneous variance）、最小化误差变异（minimizing error variance）。我们依次讨论如何通过研究设计对研究中的三种变异量进行控制。
5.4.2　最大化系统变异
系统变异是指由于自变量变化而引起的因变量变异。在研究设计时，我们希望选择的自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所以研究者需要实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最大化影响。系统变异在因变量的变异中占的比重越大，说明研究中自变量的影响越明显，我们也就越有机会发现支持我们假设的证据。最大化系统变异需要我们在研究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假设检验所需要的样本，以及对自变量的操作和测量方式。例如，在研究收入水平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时，如在选择的样本当中，大多数人都对工作满意，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薪水都相似，那么研究者得到支持性证据的可能性将非常小。
由于变量性质的不同，在研究设计中操纵变异量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将管理学中的变量大致分成两类：可变变量（active variable）和属性变量（attribute variable）。前者是指在设计中可以被操纵的、可以变化的变量。对这类变量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法对其加以操纵，使得被试在实验组与控制组所处的情境有显著差异。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大化系统变异，从而有机会观察到对自变量的操纵引起的被试反应。例如，Stajkovic, Locke和Blair（2006）通过实验法研究了潜意识目标动机（subconscious goal motivation）对目标设定效应的影响。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五个单词，要求他们用其中四个单词组成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在实验组，被试需要完成的20个句子中大多带有与成就有关的单词，如完成、努力、达成、掌握、成功等；而在控制组，研究者选用的大多是与成就无关的词。通过这种启动（priming）的方式，研究者就在完成具体任务之前，使得被试在不知不觉中处于不同的动机水平，创造了影响因变量的系统变异。
但在许多研究中，研究者感兴趣的变量不是可变的，或是非常难以操纵的。我们把这类变量称为属性变量。我们对这类变量的操作需要通过对样本的选择来实现。例如，Farh, Hackett和Liang（2007）考察了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和个人传统性对中国员工的影响。他们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提出这两种文化价值观可能调节了员工在知觉组织支持后的反应：高权力距离和高传统性的员工更多地受到自己的角色限制，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较少地受到组织支持的影响；而低权力距离和低传统性的员工则更多地看重双方在交换中的对等性，他们对企业的态度和行为更多地受到组织支持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很显然我们无法操纵被调查对象的文化价值观。为了有效检验这类属性变量的效应，他们在样本选择阶段尽可能地扩大了可能影响结果的系统变异：从27家性质不同的公司选择员工来搜集数据，而不是在一家公司或利用MBA学生来完成问卷。由于在研究设计阶段注重了样本的异质性，他们最大可能地实现了调查对象在这类属性变量（即权力距离和个人传统性）上的差异，从而有利于在研究中观察它们的调节作用。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样本选择对于可变变量变异量控制的重要作用。通过调查27家不同的公司，他们非常有效地测量了知觉到的组织支持这一关键变量。如果他们的样本来自同一家公司／集团，由于经历的企业文化、领导作风、管理政策是基本相同的，研究对象之间对组织支持评估的差异只能来源于个体差异。样本的同质性导致我们无法实现最大化系统变异的设计要求。因此，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者应考虑如何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从不同的背景中抽取研究样本，以此来提高研究的系统变异。
5.4.3　控制外生变异
外生变异会系统地影响我们感兴趣的因变量，同时也可能影响我们研究中的自变量（从而成为研究假设的潜在替代解释），但它们却与我们的研究目的无关。换言之，产生外生变异的变量在其他的研究中可能是很好的自变量，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却不属于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需要对这类可能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外生变量实现有效的控制，将其效应最小化、抵消或者与自变量的效应进行隔离。只有通过一定的控制手段，排除无关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我们才能清晰地判断并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如果不能实现对外生变异的有效控制，在发现了显著性关系后，我们无法判断这一关系究竟是因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还是未加控制的外生变异的影响。能否在研究设计阶段，清楚认定关键的外生变量，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是判断一名研究者的设计能力、对相关文献了解程度的一个很好的评价指标。
为了控制外生变异，我们在研究设计方案中可以考虑三种思路：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研究模型，将外生变量纳入研究设计，从而将其效应与自变量的效应加以区分。例如，在我们研究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时，为了排除个体能力的干扰，我们就可以将两个变量共同加入研究模型。特别是在实验法中，我们可以将两者作为设计中的分析要素，形成2×2多因子实验设计。通过分析它们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来区分这两种因素对员工绩效的影响。
其次，如果修改模型会模糊研究焦点，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抽样的方式（如随机化、匹配参与者等）实现对外生变量的控制。常用的控制方式有三种：（1）排除法。不同于选择差异化的自变量，研究者可以通过选择同质性的外生变量，来排除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例如，我们希望了解收入水平对个人满意度的影响，同时性别也有可能对满意度水平有影响，这时在取样时我们就可以单独选择男性或女性。使用这种同质的样本，我们就可以排除外生变量的影响。（2）随机分配法。如果能够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组与控制组中，我们就能切断外生变量与因变量的联系，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这时得到的研究结果就无法用外生变量来解释。（3）配对法。这种方法是指将外生变异进行配对处理，创造相对等的研究条件，从而控制外生变量。例如，如果需要考察一项组织变革的成效，我们可以选择另一家没有变革的企业作为控制组。虽然研究者不能随机分派哪家企业进行变革或不变革，但研究者可选择一家与变革企业相类似的企业（如科技的性质、制度、工厂设立时间长短等）作为控制比较对象，通过对比即可较为清晰地看出变革发生后产生的实际效果。
最后，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操纵，可以通过统计控制（statistical control）的方式实现对外生变量的控制。我们可以将外生变量与自变量及因变量一起进行测量，在统计分析时排除它们的效应。例如，在研究创新战略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控制公司的规模和行业特征。虽然这两个因素都不是研究的关注点，但它们会影响公司的获利能力及战略选择。只有控制了这些变量，我们才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公司利润的变动是创新的结果而不是规模（大公司倾向于利润更高）或行业（一些行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高）的影响。统计控制的操作方便，是研究者常用的控制外生变异的方法，特别是在问卷或二手资料研究中。
研究者一般认为在假设检验之前，如果先排除掉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那么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会变得更加清晰。但是这一愿望往往由于研究者没有清晰变量间的关系而成为一厢情愿。Spector和Brannick（2011）建议研究者在使用控制变量前，需要清晰界定控制变量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假设检验的可能影响，否则可能使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加模糊。
5.4.4　最小化误差变异
误差变异是指由于随机因素而导致的因变量变异。这部分属于随机性质，不像外生变异那样会在测量中造成系统性的偏误。最典型的随机变异是测量误差（如暂时的不注意、短暂的情绪波动等），或研究者控制不了的未知因素。我们将误差最小化，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使系统变异显现出来。通常误差变异和外生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影响是无法区分的，这两部分产生的因变量变异之和就是我们在统计分析时所称的剩余部分（residual），即自变量无法解释的变异部分。在进行F检验时，我们将因变量的总变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自变量造成的组间差异（between group variance），另一部分就是外生变量和误差共同造成的剩余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尽量减少测量误差，就可以提高我们统计检验的F值，增加我们得到显著性结果的可能性。
由于误差变异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差异，它的处理方法也表现为减少个体差异和测量误差两方面。首先是减少受试者的个体差异。在保证最大化自变量变异的同时，尽量减少其他个体差异对因变量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小，由于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变异也越小。第二是减少测量误差。为了控制测量误差，我们一方面需要提高测量的精确程度，提高测量的信度（我们在第13章会专门讨论测量的信度），另一方面需要有效地控制测量情境。情境控制可以使得测量更精确。如在实验时尽量减少实验者的不同，例如性别不同、讲话语气的不一样等。用放录音带的方式，使指导语的速度和声音尽量标准化。在问卷调查时，尽量保证室内环境、问卷填答的时间等因素的一致性。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在研究设计阶段，对变异量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对因变量的预测，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变量的变异，尽可能地控制与因变量变异有关的外生变量和随机误差。外生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存在会增加自变量无法解释的因变量变异（即变异剩余量），从而降低我们在检验自变量效应时的统计功效（statistical power）。假如外生变量同时又与自变量相关，更会形成替代解释，造成对研究结果解释的困难。



5.5　结语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在管理学研究中面临着很多方法论上的挑战：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我们往往无法对研究变量进行直接的测量。人类组织活动自身的复杂性使得我们经常无法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清晰的界定。同时，管理学自身的特性又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企业、接近企业员工去得到研究必需的资料。而这又往往超越了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和角色。我们需要用不太精确的工具去理清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各种关系，但我们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搜集所需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在管理学研究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这些局限和困难都加重了研究设计在整个研究项目中的重要程度。在启动一项研究项目时，我们需要格外强调研究设计的重要性，充分了解影响研究效度的各种因素，有效控制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量，最终有效地回答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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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研究的类型
科学研究林林总总，但是总是会涉及理论和数据。大体上，根据理论和数据的关系，可以把研究归为三类：第一类有数据支持但无理论指导（data without theory），第二类有理论但无数据支持（theory without data），第三类既有理论又有数据（theory with data）。
首先来看第一类研究。例如，你通过调查发现，中国人喜欢吃米饭，美国人喜欢吃土豆；中国人喜欢喝茶，美国人喜欢喝咖啡；中国人喜欢吃豆沙包，美国人喜欢吃奶酪蛋糕。尽管有这些发现，但是你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帮助你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饮食上存在这样的差异。此外，这些数据也不能帮助你预测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其他饮食的偏好，当然也不能预测其他国家的人对饮食的偏好。这样的研究就属于只有数据但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研究。
再看第二类研究。假如你有一个理论，描述一个人领到的奖金和他受到的激励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个理论，你建立了一个模型。你的模型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参数，你把奖金和激励的关系完全量化了，看上去你似乎可以精确地预测多少奖金可以产生多少激励。但是问题在于，你并没有实证的数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和模型到底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预测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成立不成立。这样的研究就属于只有理论但是没有实证数据支持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实证数据，是从现实中得来的，而不是根据你的模型计算出来的数据。
令人可惜的是，很多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往往落入以上两类。第一类的文章往往有满页的表格、整段的事实，但是仅仅停留在数据层面，而没有上升为理论，例如很多管理学方面的研究。第二类的文章恰恰相反，只有理论建模没有实证，例如很多经济学的文章。这两类研究都是不可取的，可取的研究应该既有理论的指导，又有数据的支持，即第三类研究。比方说，我们的理论认为人们在预测别人的偏好的时候，往往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别人。由此可以导出很多预测，例如中国人因为自己喜欢吃中国菜，更容易高估喜欢吃中国菜的美国人的比例。然后，为了验证该理论是不是正确，我们让中国人首先回答他们自己是不是喜欢吃中国菜，然后让他们估计喜欢吃中国菜的美国人的比例；同时，让美国人回答他们是不是喜欢吃中国菜，从而得出喜欢吃中国菜的美国人的真实比例。这样可以获得一些数据并用统计方法来检验理论和数据是不是相符合。假定你根据你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奖金和激励的模型，为了检验你的模型是否正确，你需要找到一群人，给他们不同数额的奖金，然后看他们的激励水平。然后，你把奖金的数额放到你的模型里面去，你的模型就会预测出人们的激励水平。把模型预测的激励水平和上面的调查得到的真实水平相对比，你就可以发现你的理论模型是否符合实际。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既有理论指导，又有数据支持的研究。一个研究只有有了理论指导和数据支持，才可能经得起检验。



6.2　理论和假设
那么，到底什么是理论呢？理论就是解释和预测某些现象的一系列假设（Schweigert, 2006），通常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和预测未来的事件。我们需要用数据来支持待证的理论，或者用理论来解释现有的数据。
假设是关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用以解释某个现象。在这里现象就是因变量，而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自变量。例如，你的假设是，使用大的电脑显示器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是因变量，而电脑显示器的大小则是自变量。这个“显示器与积极性”的例子将贯穿这一部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用这个例子对假设涉及的一些概念进行解释。之后，我们还要讨论如何判断一个假设的优劣。
自变量
什么是自变量呢？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就是在你的假设中引起某个现象的变量，也是实验中被实验者操纵的变量。在“显示器与积极性”的例子中，显示器的大小就是自变量。实验者改变显示器的大小，来检验显示器的大小是否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显示器的大小会用不同的尺寸表示，同样，自变量通常会拥有几个不同的取值，每一个取值就叫做自变量的一个水平（level），可以分为有限的或无限的，也可以分为离散的或连续的。有的自变量有有限个离散的水平。电脑屏幕的大小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买到的电脑屏幕只有有限的几个尺寸，并且它的大小也不可能是连续变化的。而有的自变量则可以是连续的。比方说温度就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一般在实验中，我们并不能检测一个连续变量的所有可能的值。
因变量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就是在你的假设中被预测的变量，或者实验者认为会随着自变量变化而变化的变量。在“显示器与积极性”的例子中，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是因变量。
如果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要上升到理论阶段，通常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比方说，你假设“朋友多的人比朋友少的人更幸福”。这个假设仅仅是一个相关性的假设，说的是朋友多少和幸福水平高低的关系。但是这个假设没有说明朋友多少和幸福高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人们更幸福呢，还是因为人们更幸福，所以更可能交到朋友呢？一个相关性的假设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果关系对于理论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弄清楚是朋友多少影响了幸福程度，还是正好相反，可以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因素可以影响人们的幸福程度，从而更深入地研究为什么这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程度。同时，弄清因果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如何提高幸福程度提出实质性的建议。
几种简单假设的形式
从自变量个数的角度来看，最简单的假设是单一自变量假设。在单一自变量假设中，更为简单的情况是这个自变量只有两个水平。比方说，电脑屏幕的大和小。如果只想知道大屏幕和小屏幕对工作积极性的不同影响，那么一个自变量取两个水平就足够了。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初学者往往忽视了自变量必须至少有两个水平。“使用大的电脑显示器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这个假设实际上说的是“使用大的电脑显示器的员工工作积极性比使用小的电脑显示器的员工高”。这里电脑显示器作为自变量，有“大”和“小”两个水平。如果你的假设是“女性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就不能构成一个假设，因为这里的所有因素都只有一个水平。你可以把这个假设修正成“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工作”，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假设，性别作为自变量有两个水平。或者你可以把同样的假设改为“女性喜欢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多于和机器打交道的工作”，在这个假设里，工作的类型是自变量。
如果你想知道屏幕的大小和工作积极性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你就需要多取几个值。比方说，你的假设是：电脑屏幕很小的时候，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很低；大一些的屏幕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是电脑屏幕大到了一定程度，工作积极性就不再上升了。为了检验这个假设，你需要最少取三个值：电脑屏幕非常小，电脑屏幕中等，电脑屏幕很大。
可见，自变量的水平不是随机决定的，而是根据你的假设来确定的。在很多管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关心因变量会不会随自变量的升高而升高或降低，而比较少关心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线性函数，还是指数函数、幂函数，等等。如果是这样，一般取两个自变量的水平就够了。比方说，你的假设是“员工之间认识时间越久，互相帮助的情况就越多”。在理想情况下，员工之间认识的时间是个连续的自变量，有非常多可能的值。但是，如果你仅仅关心认识的时间会不会增加员工间互相帮助的情况，认识的时间只要有两个值就够了。
如果一个假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我们称这样的假设为多自变量假设。比方说，你有一个假设：工作年限短的员工使用大显示器比使用小显示器工作积极性高，但是工作年限长的员工使用两种显示器时工作积极性差不多。这就是一个有两个自变量的假设，一个自变量是显示器的大小，另外一个是工作年限。以此类推，你也可以把自变量增加到三个、四个，甚至更多。
从因变量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有不止一个因变量。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多个因变量呢？有时加入另外一些和主要因变量相似的因变量，只是为了从另外的角度来加强实验的有效性；有时我们的理论本身就在关注自变量对两个以上的因变量的影响。



6.3　什么是好的假设？
一个好的科学研究，首要的前提就是要有好的假设。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假设的检验固然重要，但是他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假设。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着重讨论什么样的假设才是好的假设。很多经典的研究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其假设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并且以往的研究都没能回答好的问题。自然而然，这些研究者也成了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因此可以说，提出一个好的假设是科学研究中最具魅力也最具挑战的一部分。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假设才是好的假设呢？一个好的假设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个假设必须是能够证伪的（falsifiable）。理论上，一个假设应该是有可能被数据证明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比方说，“有志者事竟成”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证伪的假设。这个假设讲的是志向和成功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定义志向和成功，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假设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功，我们总是可以说他的志向还不够；如果一个人成功了，我们也总是可以说他有志向。所以，要想使这个假设成为一个可证伪的假设，我们必须对“在多大程度上有志向”算满足我们假设中的“有志”的条件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必须对成功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否则一个人总是可以说自己成功了，关键看他的成功是不是符合我们假设里对成功的定义。
一个假设还必须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theoretically important）。研究者应该能够在其他人的理论基础上，对他人的理论做改进，或者提出以往理论没有研究过的新假设。所以要能提出好的假设，你还要知道别人做了些什么，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问题。
一个假设还需要具备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practically important）。也就是说，一个假设要有实用价值，能够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问题，对现实生活有所启迪。有一些学术研究，耗费大量的研究经费，但是研究成果仅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指导意义。一个好的研究应该超越所在的学术小圈子，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被应用到现实的大世界中去。
在评价一个假设是不是具备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研究。一个研究目前看来无法对现实生活有所贡献，但是如果它有可能在将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话，这样的研究也是具备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的。我们所说的有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的假设，应该要么现在就能做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么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潜质。牛顿的三大定律对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并没有立杆见影的影响，但是对后人生活的贡献却是不可估量的。
一个假设还应该简洁（simple）。没有经验的研究者会有一个倾向，在自己的假设中加入很多自变量，来看看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自变量的增多，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后也越来越难对因变量的变化做出合理的预测。比方说，有研究者想研究天气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也意识到，性别、文化、睡眠、年龄等和绩效都有关系。如果他在他的假设里面把这几个因素都加进去，假设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从而失去了理论和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对因变量变化的描述已经受到太多自变量的影响而混杂不堪了。毋庸置疑，实际状况中影响因变量的因素一定远远多于我们在假设里涉及的自变量。可是，一个好的假设不是要穷尽所有的因素，而是要分离出几个主要的因素。如果你试图把太多的影响因变量的因素都包括进来，你的研究就会失去重点，也很难扩展到其他的人群和情况中去。
一个好的假设还应该有繁衍性（fertile）。也就是说，从一个假设可以推演出很多具体的假设。打个比方说，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叫小丽，一个叫小萍。小丽长得难看，小萍长得好看。她们现在在吵架。最为具体的假设是小丽喜欢妒忌小萍。这个假设就不是一个具备繁衍性的假设，因为你没办法把这个假设推演到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情况中去。接着你提出一个假设，说长得难看的人喜欢妒忌长得好看的人。这个假设就比前一个假设的繁衍性高一些，我们可以把这个假设推演到其他的人身上。如果你继续改进你的假设，说，一个人在一个领域里面显弱了，就喜欢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争强。这就是一个繁衍性更高的假设，我们不仅可以把这个假设推演到其他人身上，而且可以推演到其他很多领域中去（上面的例子取自March和Lave的An Introduction to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为适合中国读者，本章作者对原例稍做了修改）。
一个好的假设还应该是有趣的（interesting）。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假设要给读者一个惊喜。一篇文章读下来，读者通常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不看这篇文章我也知道这个结果，之所以没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做。比方说“睡眠不足情况下人们的绩效比睡眠充足情况下低”之类的假设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种反应是，不读这篇文章我不会想到事情是这样的，但是读了之后我会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想到呢？大多数好的文章都属于这一类。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人们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就是这一类研究。读了这样的文章人们会觉得眼前一亮，说，对呀，有道理，有新意。
最后一类反应是，事实上文章里说的东西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不读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不过读了之后我还不能相信文章里说的东西是正确的。比方说，哥白尼提出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人们读懂了他的文章，也都不信服，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哥白尼确实是正确的。这种境界的研究确实为数不多，但这样的研究往往都成为经典之作。
心理学中Milgram的服从实验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Stanley Milgram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做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人们对权威过度服从的现象。他在纽黑文市张贴广告，招募一些男性到耶鲁大学Milgram的实验室，参加一个关于“记忆和学习研究”的实验。当每个实验参与者到达实验室时，都会发现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在了，一个是穿着实验室制服的实验人员，一个是叫Wallace的中年人。实际上Wallace先生是事先安排好的，但是参加实验的人并不知情，他们以为Wallace先生是和自己一样报名参加实验的。穿着制服的实验者向参加实验的人解释，这个实验是要检验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每轮实验有两个人参加，一个人扮演“教师”的角色，另外一个人扮演“学生”。如果“学生”回答错误的话，“教师”会对学生实施惩罚。然后实验参与者和Wallace先生抽签决定到底谁是教师谁是学生。但是实际上这个抽签是事先做过手脚的，最后总是Wallace先生做学生，而被招募来的实验参与者总是扮演“教师”的角色。
实验者在Wallace先生身上连上电极，并让“教师”坐在一个机器面前。这个机器上有很多按钮，不同的按钮代表不同的电压。只要按下某个电钮，Wallace先生就会被对应的电压击中——这也就是惩罚。这些按钮从15伏开始，最高的高达450伏。这些按钮边上也注明有“轻微电击”、“中度电击”，一直上升到“危险：严重电击”，最后超过400伏的按钮边是大大的红叉，以示特别警告。
“学生”Wallace先生在实验中要学习一些词组，然后回答哪些词应该是归在一组的。如果答错，“教师”就给Wallace先生一次电击。第一次电击从最低的15伏开始，第二次是30伏，逐渐上升。在实验中，Wallace先生实际上是从来没受到过电击的，但是“教师”并不知道。在实验中，Wallace先生之后会不断犯错，电击也越来越高。超过150伏之后，Wallace先生会发出惨叫，并要求退出实验。这个时候很多“教师”就要求停止实验。他们表示很担心Wallace先生。但是，实验者总是说：“请继续，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
实际上，这个实验是来检验人们会不会服从实验者并给Wallace先生更高电压的电击。实验发现，尽管实验者只是用很简单的词句，比方说“请继续”，来要求参加实验的人继续实验，但大约有65%的人顺从了实验者并最终按下了高达450伏的按钮。实验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实验结果摆在那里，人们还是很难相信有高达65%的人对Wallace先生给出了450伏的电击。
一个假设要让读者产生第三种反应确实可遇不可求，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尽量避免做第一种研究，争取做第三种研究。



6.4　实验室研究
提出了假设之后，就要来验证它是否正确。科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检验假设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检验假设的三种方法，然后简要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相对利弊，最后着重介绍一下实验室实验的研究方法。
6.4.1　观察性研究
比方说，你有这样一个假设：同样一项工作，不付钱比付钱更能调动人们参与的积极性。怎样来检验这个假设呢？一个可能的方法是搜集自然发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这就是观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比方说，在某些国家献血是无偿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献血是有补偿的，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在这两个国家里献血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在一项新的研究开始之初，这样的研究是非常有用处的。搜集自然发生的数据可以帮助研究者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方说，如果你想研究在工作中员工之间互相帮助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那么，首先在一些企业当中对员工之间的帮助行为进行观察会对研究者找到最关键的因素非常有帮助。
当然，观察性研究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一项研究工作的开始阶段。如果一项研究主要在实验室里进行，那么在获得了实验室数据之后，再回到现实生活中进行实地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证实在实验室里获得的结果是不是在自然环境下也会发生。比方说，在实验室的环境下，你发现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更容易获得同事的帮助，那么在现实的工作环境下是否如此呢？实地观察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自然发生的数据也有它的不足。首先，自然发生的数据会受到很多和我们的假设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在“献血与补偿”的例子里，一个国家有没有献血的传统，人们对献血是不是有害健康的看法等，都会影响献血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而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地分辨出献血人口比例的高低到底是由于有无补偿还是由于其他的因素造成的。其次，这些自然发生的数据只能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不能确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搜集了一组关于人们的开心程度的数据，同时也搜集了这些人朋友的多少的数据，我们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整体来看，朋友多的人比朋友少的人开心。但是这些数据不能帮助我们确认，到底是因为朋友多，人们更加开心，还是因为人们更加开心，因此他们更容易交到更多的朋友。也就是说，通过这些自然发生的数据，我们只能说“两个变量是相关的”，但是没有办法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鉴于以上的原因，研究者通常不是搜集自然发生的数据，而是通过实验的方式来对假设进行检验。实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场实验，一类是实验室实验。
6.4.2　现场实验
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的有控制的实验。实验者在自然环境下操纵自变量，来检验自变量的变化在因变量上造成的影响，从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是检验有没有补偿对献血积极性的影响，实验者可以选择两家医院来进行现场实验。在一个医院，实验者给参加献血的人一些金钱补偿，在另外一家医院里实验者不提供任何补偿。然后实验者可以记录在有补偿和没有补偿两种情况下分别有多少人来参加献血。
但是这种现场实验的方法也和观察性研究一样，很容易受到很多无关因素的影响。比方说，一个医院周围住的大都是老年人，另外一个医院则在青年人聚集区，很可能年轻人比年老人更有可能参加献血。或者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而另外一个医院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这也会影响人们的献血积极性。这些无关的因素影响了献血的积极性，却不能说明补偿和献血积极性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做好一个现场实验是非常难的。
6.4.3　实验室实验
为了保证我们的实验确实能够检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好的办法是进行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在实验室实验中，我们需要对其他的因素加以严格控制，只改变我们希望改变的自变量，监测因变量的变化。比方说，我们把参加实验的人聚集到实验室里面，然后随机把他们分配到有补偿和没有补偿的两个实验情况中去。我们告诉有补偿组的人们，如果他们参加献血，可以得到100元的金钱补偿；我们告诉没有补偿组的人们，他们参加献血是无偿的。然后我们请这些参加实验的人回答，有多大的可能性他们会参加当前条件下的献血。
通常在实验室实验中一个自变量总是取几个可能的值，也就是自变量水平，相对于这些可能值的情况就是实验组。上面的实验中涉及两个实验组：一组是献血有补偿的情况，一组是没有补偿的情况。我们在后面的部分会经常提到实验组这个概念。
很多时候，一个假设所涉及的自变量不是研究者所能操纵的。比方说，性别、种族、年龄等。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假设：男性比女性在工作中更加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要检验这样一个假设，我们需要让一组男性和一组女性分别参加我们的实验。这个时候，一个人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不受实验者控制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实验中做到对所有被试随机分配。我们把这种实验者不能直接操纵自变量、不能对被试在各个实验组之间随机分配的实验叫做准实验（quasi-experiment）。本书第7章将对准实验做详细的介绍。
6.4.4　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的比较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不能简单地说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方法，但是在特定的研究需求和条件下某种研究方法可能会更适合。
现场实验的局限性主要在于：现场实验由于发生在自然的环境中，和搜集自然发生的数据一样，很多潜在可以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内部效度往往比较差。一个实验的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是指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确认因变量的变化确实是由自变量的变化引起的（Cook & Campbell, 1979）。比方前面我们说的，有可能有补偿的那家医院周围住的都是老年人，而另外一家医院周围都是年轻人，结果发现没有补偿的那家医院有更多的人献血，但是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更有可能献血，而不是因为人们不想要补偿。不过，一个精心安排的现场实验通常会尽量去除那些实验者能够预见到的干扰因素。
相较而言，因为实验室实验可以对实验过程和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研究人员可以尽量排除已知的干扰因素，所以内部效度比较高。实验室实验设计灵活，实验费用也较低。不过实验室实验也有明显的缺点：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人员营造了特殊的实验环境和条件，使被试和实验过程都处在一个“非自然态”。此外，实验室受自身规模和经费等所限，测试样本难以完备，所以外部效度比较低。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是指在多大程度上一个实验的结果能从它自身的被试和实验环境中被扩展到其他的被试和实验环境中去（Cook & Campbell, 1979）。一个实验者总是希望他得到的实验结果能够代表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仅仅发生在参加实验的人身上，因此我们很关心实验的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也就是实验结果是不是在不同的被试和实验环境下仍旧能够被重复证实。如果一个实验结果只对某一个学校的学生有效，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不具备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这时现场实验的优点就显现了出来：在内部效度高的前提下，因为现场实验的实验环境是自然态，测试样本相对比较完备等，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的主要优劣势对比概括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主要优劣势对比

一个实验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如果都相当高，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多数情况下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是一对矛盾，很难在同一次实验中做到两全。在不能做到两全其美的情况下，如果一项研究更加关注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室实验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实验室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去除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内部效度高是外部效度高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里对假设进行检验，以明确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然后在自然环境中用现场实验的方法再次进行实验，来检测这个假设的外部有效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证实验的内部效度呢？在实验室实验中，一个实验者又需要注意哪些基本问题呢？



6.5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谈到效度之前，我们先介绍实验设计的两个基本原则：随机化（randomization）和复制（replication）。一般情况下，在被试的选择、测试等方面总会存在实验误差，所以我们需要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有效的结论。这两条原则是统计分析的基础，也是实验高效度的基石。
随机化指实验材料（包括被试）在各个实验组之间的分配，被试的实验顺序等是随机产生的。如果这些因素都是随机的，那么我们称之为完全随机化（complete randomization）。其中被试被随机分到各个实验组的过程，我们称之为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所谓的随机分配，就是说作为一个被试，他被分配到各个实验组的机会是均等而且随机的。我们可以用电脑里的各种统计软件或者简单的随机数发生器来进行随机化操作。
做实验为什么要做到随机分配呢？随机化首先是统计分析的需要。统计分析中要求基础分析量，比如观测值（observations）和误差（errors）是独立随机变量，也就是说误差的大小独立于观测值的大小。随机化下，我们可以认为误差是独立随机的，不会对因变量的值造成系统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随机化可以减少甚至去除某些额外因素（extraneous factors）的影响，尤其是没有得到控制的干扰因素的影响。在研究补偿对献血影响的例子中，随机分配被试可以保证被试的平均年龄在有补偿组和无补偿组都大致相同。如果不进行随机分配，就有可能存在年龄在30岁以上和30岁以下的被试被分别分到有补偿和没有补偿的两个实验组中去的情况。这样，年龄作为一个额外因素就会影响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可能显示没有补偿的实验组献血更积极，但是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更高的献血积极性可能是由年龄造成的，不是由补偿造成的。在样本足够大时，将被试随机分到两个实验组就可以基本消除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样本足够大时，随机分配被试可以大大降低诸如被试的年龄等无关因素产生系统性差异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随机分配必须在所有的实验组之间进行。再以献血的例子来说明。一开始你只有两个实验组：有补偿和无补偿。你对被试在两个实验组之间进行了随机分配。但是后来你意识到，你其实还希望了解如果补偿采取礼物而不是金钱的形式，是否会影响献血的积极性。所以，你就又找了一些被试，把他们分配到了礼物补偿组，然后比较这三个组的献血人数。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三个组的被试不是随机分配的。你必须重新做你的实验，随机在三个实验组之间分配被试。你会问，为什么要这样自找麻烦呢？这是因为，如果你仅仅做礼物补偿组一个实验组，这个组的被试有可能和你第一次做实验用的被试存在系统性差异，从而影响你的实验结果。比方说，也许礼物补偿组的被试都是年轻人，这样这一组的被试总体就比另外两个实验组的被试年轻，你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准了。
复制指在相同的处理下，独立重复实验以得到类似的实验结果。首先，复制可以让实验者对实验误差有一个估计。这种估计帮助实验者了解测试结果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不同。其次，由统计分析性质可知，相较于一次测试，多次的复制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估计样本均值（sample mean）。另外，统计分析需要一定的数据量才可以达到一定的置信度，对于复杂的实验设计来说尤其如此，而复制可以提供一定的数据量。一个可以复制的实验才有较高的可信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复制和重复测量不一样，重复测量只是从测量角度提高准确度，而复制则是重新测量整个实验从头到尾被试受到的影响。比如，研究运动与心律的关系时，被试运动后测量心律，休息一定时间进行同样的运动后再测量就是复制；被试运动后两个研究者分别通过左右手动脉同时测量其心律就是重复测量。



6.6　实验的效度问题
在实验中，有些实验方式或事件会影响效度，我们把这些实验方式或事件称作效度威胁因素（threats to validity）。我们往往按照主要直接影响内部效度或者外部效度将其分为内部效度威胁因素（threats to internal validity）和外部效度威胁因素（threats to external validity）。比如，如果某个因素只影响一个实验组的人员，而不对其他实验组的人员产生影响，那么归为内部效度威胁因素，反之，如果对所有的实验组都产生等效影响，那么归为外部效度威胁因素。我们将会在后面的介绍中随时举例说明这种情况。
对内部效度产生威胁的因素通常称为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混淆变量通常指的是没有得到控制的无关变量，这些变量使测试结果产生了系统性的偏差，导致我们不能确定因变量的变化是否是由自变量的变化产生的。
6.6.1　比较常见的内部效度威胁因素
被试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被试被主观意愿或者客观条件左右，进入不同的实验组。这种主动性背后隐藏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测试效果。对被试进行随机分配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在无法避免选择偏差的情况下，有些特别的处理方法也许会有效，例如Heckman在“Shadow prices, market wages, and labor supply”一文提出的处理样本偏差的方法。
实验者偏差（experimenter bias）：由于实验者本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偏差。比方说，如果实验操作者事先知道所要检验的假设，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就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地做出某些行为，影响不同实验情况下的被试的反应。另外，在对一些主观数据进行编码的时候，实验编码者也有可能由于了解所要检验的假设，使这些主观数据的编码存在某种倾向性。这些都会影响实验的最终结果。为了去除实验者偏差，我们通常要求不能让执行实验的人了解实验所要检验的假设。而且通常提出假设的研究者本人不能担当执行操作实验的角色，需要一个不知道所要检验的假设的人来执行实验。
成熟程度（maturation）：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心理和生理会逐渐成熟，进而对实验产生影响。一般只有实验周期很长时，我们才需要考虑这种影响。当被试是儿童时，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影响。比如，有些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受到任何治疗，大多数大学生也会在六个月内从心理消沉期走出来。如果有人做新药剂实验，测试结果表明服用药剂的大学生会在六个月内从心理消沉期走出来，那么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药剂有疗效。我们可以采用随机化的对照实验组来解决这个问题。
偶然减员（mortality）：实验中，一些被试可能会退出实验，从而影响测试结果。比如，被试突然被公司调去外地，不能继续参加实验。因为不知道这个被试与其他完成实验的被试有什么区别，我们很难解释这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什么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正式实验前做预测试，了解被试特性。不过要注意这种预测试对实验内部效度的影响。随机选择在某些情况下会有一定的帮助。
测试关联（testing）：在测后测试（posttest）之前进行相关度比较高的测前测试（pretest）可能会使被试对实验更加熟悉和敏感，从而提高测试成绩。这时应该加入对照组。
统计回归（statistical regression）：典型情况是研究极端组时，测试值的变化会比研究一般群体时大得多。属于极端组的被试在下一次测试中很可能会向均值靠近。比如，某一次测试中分数在95分以上的群体（满分100），再重新接受测试时有些被试的分数就非常可能向均值靠近一些。避免研究这种极端组是一种选择，否则就应该对被试随机分配，增加对照组。
多重因素作用（interaction）：两种或以上的效度威胁因素会同时起作用，我们称之为多重因素。比如，实验者因为知道实验目的而自己对被试进行实验分组，就属于选择偏差和实验者偏差的多重因素作用。
6.6.2　比较常见的外部效度威胁因素
样本不具代表性（non-representative sample）：作为样本（sample）的被试不能代表总体（population）的情况。比如，研究中国电视广告对消费者购物倾向的影响时，如果只研究汽车类广告对购物倾向的影响，那就不具有代表性。实际上，很多其他因素都可以使样本不具有代表性。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是保证外部效度的基石。
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当研究人员存在时，由于紧张等原因，被试的表现会与平时不一样，这自然会影响结果的外部效度。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别是否会对测试结果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个取巧的方法是再安排一个对照组，对照组与实验组一样会被观察，但是不需要接受测试，目的只是测试霍桑效应。当然，如果你的假设决定了你有两个试验组，除非有特殊理由，一般大家认为两个组都会受到霍桑效应的影响，而且影响的大小应该大致相同。如果你只关心这两个组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每个组的绝对值，这样就不需要加对照组。因为霍桑效应只会影响两组数据的绝对值，不会影响两组数据的相对值。但是，如果霍桑效应有可能会完全掩盖你希望检验的行为，即使加入对照组，你还是可能得不到你理论上预测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需要考虑如何消除霍桑效应。比方说为了让被试感觉他们是在正常的环境下做某些正常的行为，你可以在被试看不到的地方观察他们。
需求特性（demand characteristics）：被试在参与实验时很自然地去猜测实验者到底想要检验什么，在实验中能引导被试做出猜测的线索被称为需求特性（Schweigert, 2006）。一旦被试对假设做出猜测，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一些被试会根据他们对假设的猜测故意做出和假设一致的行为，而另外一些人也许会故意做出跟他们的猜测相反的行为。比如，在“显示器与积极性”的研究中，被试认为实验者想检验的假设是“显示器屏幕越大工作积极性越高”，那么即使事实上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显示器的大小没多大影响，他们还是努力表现得和实验者的假设一致，其实他们是希望公司管理层看到实验结果后给他们配置更大的显示器。再比如，如果人们猜测实验者要检验的假设是“惩罚越多工作表现越好”，但是因为他们不想受到惩罚，所以故意降低自己的工作表现。这就属于故意做出和假设相反的行为的例子。不管他们的行为和假设是一致还是相反，实验结果的效度都受到了影响。因此，为了减少需求特性从而降低被试猜测出一个实验的假设的可能性，一个设计缜密的实验通常会比较好地隐藏实验者的真实意图，避免被试猜测出真实的实验意图并有意调整自己的行为。
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被试即使没有真的接受实验，也会给出有效果的反馈。最典型的例子是药剂实验。假定你告诉被试他们吃的是止痛片，但是实际上只是维生素C，很有可能被试也觉得疼痛减轻了，很明显，那并不是因为维生素C可以止痛，而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吃的是止痛片，心理上就感觉不痛了。这就是安慰剂效应。那么，如果一个被试吃了真的止痛片，痛觉减轻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止痛片起作用呢？不是的，因为痛觉的减轻也有可能是因为被试觉得他吃了药感觉更好而已。那么，如何测出止痛片的真实效果呢？你需要有一个对照组，告诉被试他们吃的是止痛片，但是实际上给他们吃维生素C。如果试验组的数据好于对照组，你才能得出止痛药真的有效的结论。
霍桑效应、需求效应、安慰剂效应等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实验参与人员意识到正在进行实验，所以对测试的反馈不同于未参与实验时。因此，有些人把有这个特点的因素都称为副效应（reactivity）。不让被试知道自己正在被测试自然是最好的做法。如果不可以的话，至少不能让被试知道实验的目的。



6.7　如何把假设转化成实验？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在实验中如何把假设变成可以操作，可以衡量的东西，然后再介绍一些实验中需要避免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在实验中如何定义一个变量，以及什么叫做可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一般来说，一个变量通常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需要把它转换成具体的可以操作或者观察的形式。那么，一个实验者用来操纵或者衡量的关于这个变量的可操作的形式就是可操作性定义（Cozby, 2001）。有了可操作性定义，其他的研究者就可以相对容易地重复某个实验（Elmes, Kantovitz & Roediger, 1999）。除了可操作性好，一个好的变量定义也要能准确、有效地代表变量。比如，把电话客户服务人员的效率只定义为接电话的数量而忽视质量就有一定的问题。
对一个变量给出可操作性定义是一个实验设计中相当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变量的抽象程度不同，确定其可操作性定义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比方说，工作时间是一个相对来说具体的变量，你只需要用它的小时数来衡量。而工作积极性就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抽象的变量，会涉及很多因素，比方说员工愿意每个星期加班多少个小时，员工是否愿意接受困难的任务，员工是不是提前完成任务，等等。一个研究者可以选择工作积极性的某一个方面来作为工作积极性的可操作性定义。关键在于，一个研究者必须先有一个方法来有效衡量或者操纵这个变量，这样才能开始具体地实施一个实验。
如果你想知道情绪对工作效率的影响，那么首先你就要知道，在一个实验中，你需要怎样做来产生你需要的情绪，所谓的工作效率应该怎样来衡量。比方说，如果你的假设是伤心的情绪相对于快乐的情绪使工作效率降低。你怎样在实验中让人们有伤心或快乐的情绪呢？也许你说，这简单，被试来了，问问他们高兴不高兴就行了，然后高兴的人去快乐情绪组，不高兴的人去伤心情绪组。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是随机分配被试了，而是根据他们的情绪分配了。一个可能的办法是，随机把被试分到两个组中，分别让两组人回忆他们过去的经历，一组人回忆快乐的经历，另外一组人回忆伤心的经历。这样你就有办法使参加实验的人产生两种不同的情绪。然后你让被试来做某种工作，比方让他们数零件，然后看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完成多少。回忆过去的经历和数零件就是对情绪和工作效率的一个可操作性定义。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不能根据一个假设给出相应变量的可操作性定义，那么这个假设就是没有办法证伪的。
在实验设计，包括形成可操作定义中，保证效度也是需要时刻考虑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可操作性定义一定是衡量或者操作了你希望衡量或操作的变量，而且没有影响其他的变量。这是一个好的实验设计的核心。
从自变量的角度来说，可操作性定义通常可能存在以下三个问题。我们拿通过让人们回忆过去经历的办法来产生伤心或高兴的情绪这个可操作性定义来举例子。首先，这个办法可能没有用。回忆快乐或伤心的经历可能并不能让被试在当前情况下感到快乐或伤心。那么，如果你发现工作效率在两个试验组有所不同，从而认为情绪对工作效率存在影响，这个结论就错了，因为被试的情绪在两个试验组中没有区别，肯定是其他的因素造成工作效率的差异。
其次，回忆经历的办法确实有效地改变了被试当前的情绪，但是被引发的情绪可能不是你希望引发的情绪。比方说，回忆伤心的记忆可能没有使被试更伤心，而是使他们更消极。那么，如果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工作效率下降，你就没有办法得出伤心情绪降低工作效率的结论，因为更有可能是消极的情绪在起作用。
最后，也是最常见而且最难避免的，是你的可操作性定义不仅改变了你希望改变的因素，也同时改变了你不希望改变的因素。比方说，回忆伤心的经历不仅让被试在当前感觉更伤心，而且让他们感觉更消极。那么，如果你发现这些人工作效率下降，到底是伤心引起的，还是消极引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个实验也就不能检验你的假设了。这个情况是一个实验被评审质疑得最普遍的情况。
由于以上提到的原因，一般比较主观的可操作性定义都要有一个或多个问题来检验这个可操作性定义是否有效，是否同时影响了其他的因素。很多实验都包含一个“操作检验”（manipulation check）的步骤，检查你的操作是否有效改变了你希望操作的变量。为了确保一个可操作性定义没有影响其他无关的变量，有些实验也会测量那些有可能会被影响的变量，检查这些变量是否受到影响。当你的变量比较抽象难以量化的时候，可操作性的定义要非常小心。
对于因变量，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可操作性定义正确衡量了你的因变量。打个比方说，你的因变量是人们有多大动力达成一个目标。为了衡量这个因变量，你请被试回答：“你多希望达成你的目标？”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可操作性定义。正如你问一个要减肥的人：“你多希望能减掉10公斤体重？”他们大概都会说“非常想”。但是“希望减肥”不同于“你有多大动力将减肥付诸行动”。可见问题的选择要非常小心。
很多时候，如果一个实验可以把一个主观的因变量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来衡量，这样的实验通常更受评审欢迎。比如，你可以用人们每天参加锻炼的时间来衡量达成减肥目标的动力。这样的客观的可操作性定义通常称为“行为测量”（behavioral measure）。好的实验经常把主观的可操作性定义和行为测量结合起来。行为测量不仅可以证明一个理论的实际应用，而且比主观的可操作性定义更容易为被试所理解。当然，很多时候要为一个变量找到一个好的行为测量方式并不容易。比方说，你的因变量是开心程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要用一个行为的方式来测量比较难。也许你可以测量大家笑的次数，但这个方法并不能很准确地衡量人们真正的开心程度。
除了需要注意前面提出的问题之外，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考虑如何使你的变量可以操作的时候，要避免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和地板效应（floor effect）。在实验中有的时候会产生所有的数据都集中在可能范围的最高端的情况，这叫做天花板效应。比方说，你想证实，更多的奖金可以产生更高的工作积极性。你找了一批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数5分钟零件，你就付给他们每人20元钱。对另外一批人，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数5分钟零件，你就付给他们每人40元钱。然后你让所有这些人回答，他们有多大可能性愿意来数零件。然后你发现不管是给他们20元钱还是40元钱，愿意数零件的可能性都在95%左右。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假设不成立呢？并不见得。因为很有可能你的结果受到了天花板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来给20元钱大家就已经很愿意来数零件了，再多给他们钱也不可能提高他们愿意数零件的积极性。如果是这样，你需要把20元钱的奖励调低，比方说调低到5元钱。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百分制的衡量方式不能体现工作积极性的区别，那么你可以换一个方法来衡量因变量，比方说，你问参加实验的人：“如果我给你20元钱，你愿意数多少分钟零件？”对另外一组人，你可以问：“如果我给你40元钱，你愿意数多少分钟零件？”这样就避免了天花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相对的是地板效应，是指所有的数据都集中在可能范围的最底端的情况，它的处理方法也和天花板效应相似。我们在实验中要尽量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否则就无法断定到底是因为自变量确实对因变量没有影响，还是自变量没有设置在合适的水平，或者因变量没有得到合理的测量。
我们的初始实验设计可能并不完备，尤其在实验复杂或者变量相对抽象的情况下。所以有的时候，实验者会事先请少数被试做一些“测试性实验”（pilot study），小规模地测试一下实验，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达到测试的目的，在测试性实验结束后，参加测试性实验的被试通常需要回答一些和实验的因变量无关但是和实验设计有关的问题，比如，“你是否觉得我们的实验介绍得清楚而且容易理解？”“你在实验过程中是否有理解的困难？”……实验者也会征求被试的意见，从而知道哪里需要改动。有的时候，实验者还要求被试在参加实验的过程中做口头即时报告，这样被试的一些反应就可以帮助实验者对实验做出必要的改动，保证在整个实验正式开始之前能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最小化。
对实验结果的理解
做完了实验，搜集好了数据，我们就需要对数据加以分析。如果数据的分析结果和我们的假设不一致怎么办？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假设是错误的呢？先不要过早下结论，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得不到和假设一致的结果。
当然，很有可能我们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的实验设计不妥当。比方说，被试没能很好地理解你的指示，或者是被试在实验后期比较疲劳，没有认真回答你的问题，等等。
此外，你这个时候要思考一下：“我的实验里有没有混淆变量？”消除混淆变量的影响是保证你得到可靠数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你应该看一看，你本来应该控制不变的变量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控制？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变量应该得到控制，但是你当时没有注意到？样本量的大小是不是保证随机分配消除了随机差异？真正操作实验的人是不是对每个被试都公正且没有倾向性？
除了混淆变量，你还要考虑你的可操作性定义是不是有效。比方说，你对“快乐”和“悲伤”的可操作性定义是分别让人们听一段欢快和缓慢的音乐。如果你的音乐没有达到让被试感到“快乐”或者“悲伤”的效果，那么你需要考虑修改你的可操作性定义。此外，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考虑变量的可操作性定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选取适当的取值范围，避免产生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如果你发现可能存在的地板效应和天花板效应有可能造成两个实验组没有区别，那你就需要改进你的可操作性定义，再重新进行你的实验。



6.8　实验设计
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中，我们要着重讲讲怎样设计一个实验来对假设进行检验。实验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假设——你的假设有几个自变量以及每个自变量各有几个水平。如果你的假设只有一个自变量，那你的实验就是最简单的组间设计（between-subjects design）或者是组内设计（within-subjects design）。如果你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自变量，那么你的设计应该是因子设计（factorial design），当然，一个因子设计既可以是组间设计，也可以是组内设计，还可以是组间组内混合的设计。下面我们对这三种设计一一加以介绍。
6.8.1　组间设计
设计一个实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实验参与者分配到有不同自变量水平的实验组中。你可以有两种分配方式：（1）把不同的被试分配到不同的可能值上；（2）让每个被试接受所有的可能值。
所谓组间设计，是说参加不同实验组的人是不同的，即上面的第一种分配方式。假定你有这样一个假设：对于某件东西，一个人拥有之后卖出它时索要的价格要高于他拥有之前愿意付出的价格。那么你就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实验：把被试随机分成两组，你给其中一组的人每人一个杯子，另外一组人不发杯子。你请已经有杯子的人回答，如果要把这个杯子卖掉，买方至少要出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卖；你也请没有杯子的人回答，如果要买这样的一个杯子，他们最多愿意出多少钱。这样的一个实验采用的就是第一种分配被试的方式，是一个典型的组间设计的实验。
再比如，你的假设是，正面反馈比负面反馈更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那么你可以随机分配一组人，给他们提供正面反馈，另外一组人收到负面反馈，然后你看看这两组人的工作绩效到底哪个高。和上面的例子一样，如果一组人收到了正面反馈，那他们就不会收到负面反馈；而收到负面反馈的那组人也不可能收到正面反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只能参加一个实验组，这样的设计属于组间设计。
我们前面讲过的“显示器与积极性”也是一个组间设计的例子。一组员工使用大显示器，另外一组员工使用小显示器，我们分别测量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如果我们的自变量有多于两个的可能值，那么我们就有多于两个的实验组。比方说，使用大显示器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但是显示器大到一定程度，再增大显示器就对工作积极性没有影响了。因此，我们可以有三个实验组，一组人使用14英寸显示器，另外一组人使用19英寸显示器，还有一组人使用25英寸显示器。然后我们分别检验各组人的工作积极性。很显然，不同组的人使用大小不同的显示器，这也是一个组间设计，只是有更多的实验组而已。
由于不同实验组中的被试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我们在分组时需要尽可能做到对被试进行随机分配，平衡抵消差异。
6.8.2　组内设计
另外一个减少组间差异的方法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分配被试的实验设计方法——组内设计。所谓组内设计，就是被试要参与某个自变量的所有可能情况。对于组内设计来说，所有的被试参加所有的实验组，被试之间的个体差异都发生在实验组之内，所以并不需要随机分配。
我们仍旧来看“显示器与积极性”这个例子。你可以给所有的人提供小的显示器，测量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把所有人的显示器换成大一些的显示器，再测量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然后你比较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由于每个人都使用过两种显示器，这个实验设计就是一个组内设计。
一种比较常见的组内设计是测试前—测试后设计（pretest-posttest design）。比方说，你的假设是喝酒精饮料会降低人们的反应速度。你可以首先测试一下被试没有喝酒精饮料之前的反应速度，然后你让这些人喝酒精饮料，之后再让这些人做同样的测试，记录他们的反应速度。这就是一个测试前—测试后设计。同样一组人用同样的测试方法被测试了两次，一次是在自变量没有被改变之前（喝酒精饮料之前），一次是在自变量被改变之后（喝酒精饮料以后）。
6.8.3　组内设计和组间设计的选择
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很多实验者都偏向采用组间设计。组间设计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设计，因为在组间设计中不会出现一个实验组污染另外一个实验组的情况。一般来说，组间设计的需求特性没有组内设计明显。很容易想象，如果一个被试回答了两个实验组下的问题，他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把这两个问题进行比较，也就更可能猜测出实验者的意图，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影响了实验结果的真实性。比方说你想采用组内设计的方法来检验喝酒精饮料对反应速度的影响。由于被试在喝酒精饮料之前和之后做的测试相同，他们很容易猜测到你是想检验喝酒精饮料对他们的影响。不管他们把自己的反应速度调慢还是调快，实验的结果都存在一些偏差。如果是组间设计，需求特性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当然，在组内设计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验设计的技巧来减少需求特性的影响。比方说，我们可以让被试在喝酒精饮料之前和之后做不同的测试，比方说，都是做数学题，但是题目不同。这样被试就很难分辨实验者的真实意图，也很难分辨哪些问题是实验者真正关心的。但是，尽管我们可以减少需求特性在组内设计中的影响，组间设计仍旧是减少需求特性更简便、更可靠的实验设计方式。
组内设计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产生传递效应（carryover effect）。比如，你测试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如果采用组内设计，人们先接受正面反馈，然后我们测量他们的工作绩效；之后被试再接受负面反馈，我们再次测量他们的工作绩效。由于对因变量的测量都是通过让被试参加相同的测试，因此被试在第二次参加这个测试时的成绩会提高，但是这不一定是反馈对绩效的影响，而很有可能是由于人们在第一次做测试的时候获得的一些经验可以被用在第二次测试中，从而提高了成绩。我们把这种传递效应叫做练习效应（practice effect）。但是如果被试因为重复已经做过的测试而感到无聊并逐渐对测试敷衍了事的话，成绩会降低。这也不是反馈对绩效的影响，而是另一种传递效应，叫做疲劳效应（fatigue effect）。我们在实验中应该尽量去除练习效应和疲劳效应。去除传递效应有一些常见的方法，例如让被试回答不同的测量因变量的问题。假如你想测试被试在不同环境下的记忆力，那么不要让他背诵相同的东西，而是背诵类似的东西。
如果让所有的被试都以同样的顺序经历所有的实验组，就会很容易产生传递效应。为了减少这种情况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我们可以用ABBA互相抵消的方法（ABBA counterbalancing）设计实验。仍旧以反馈和绩效的关系的假设为例。你可以对每个被试都采用这样的顺序：正面反馈→负面反馈→负面反馈→正面反馈（ABBA）。把正面反馈放在第一和第四个位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除练习效应。但是，如果你的自变量有三个可能值，上面这种完全互相抵消的方法就不太可行，因为这三个可能值的顺序组合有6种，那么被试就要经历3（3个可能值）×6（6种可能顺序组合）=18个实验组，实在是太长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可以随机把被试分配到不同的实验顺序中去，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抵消平衡法。如果是有两个可能值的自变量，这两个可能值的顺序排列只有两种情况：AB和BA。那么你可以随机选取一半被试采用AB的顺序，另外一半采用BA的顺序。比方说，有一半的人是先接到正面反馈，另一半的人是先接到负面反馈。需要注意的是，在抵消平衡法中，顺序是一个组间变量。如果是有三个可能值的自变量，你就要把所有的被试随机分成6组，每组采用一种排列顺序。不难看出，ABBA互相抵消的方法一般来说只适用于自变量有两个可能值的情况，但是抵消平衡法却可以适用于自变量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可能值的情况。
可是这样还是会有问题，随着自变量的可能值的增多，可能的顺序也在增多。比方说，3个自变量的值有6种顺序，4个自变量的值有24种可能的顺序，5个自变量的值甚至有120种可能的顺序！有的时候不同自变量值的排列顺序的数目甚至比参加实验的人还多，那么随机分配被试到不同的实验顺序中去的方法也就不适用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平衡抵消了。我们需要采用的是一个不完全的平衡抵消，但是我们要保证每个可能值出现的次数相同，而且这些值可能出现的位置的次数也相同。比方说，如果我们有A、B和C三个自变量的值。那么我们要保证三个值出现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次数相等。这种不完全平衡抵消的方法叫做拉丁方设计（Latin-square design）。
在下面的表2中我们列出了有四个实验组（A、B、C、D）的拉丁方设计。
表2　有四个实验组的拉丁方设计

按照这张表的情况，参加实验的人数需要是4的倍数。比方说，如果我们有12个被试，被试1、被试5、被试9都采用第一个实验顺序，被试2、被试6、被试10采用第二个实验顺序，以此类推。鉴于这种分配方法的复杂性，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其他相关书籍，在此我们不做深入讲述。比如，Roger E. Kirk编写的Experimental Design: Procedure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对拉丁方设计有详细的介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时由于条件限制，可能无论是互相抵消法还是拉丁方分配方法都不能使用，因此无法在实验中加以排除或控制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做完实验后采用协方差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或偏相关等方法，把影响结果的因素分析出来，以达到对额外变量的控制。这种事后用统计技术来达到控制额外变量的方法，称为统计控制（statistical control）。
此外还存在有多个因变量的情况，或者因变量以多个问题进行测量的情况。比方说你的假设是相对于伤心情绪中的员工，快乐情绪中的员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在测量工作效率的时候，你有两个测试，一个是打字测试，测量被试打字的速度；一个是挑错字测试，测量被试挑出错字的比率。这两个测试都是用来衡量工作效率的。一般情况下，实验者会让所有的被试做两个测试。这时实验者也会面临传递效应。为了消除传递效应，也可以采用上面提到的抵消平衡法。注意，这个时候的抵消平衡法需要在每个实验组之内使用。也就是说，在快乐情绪的实验组，要有一半的人先做打字测试，再做挑错字测试，另外一半的人反过来。在伤心情绪的实验组也要如此。不可以在一个实验组用一个顺序，在另外一个实验组用另外一个顺序。
当然，如果组间设计完全优于组内设计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组内设计了。组内设计有它自身的优点。组内设计的主要优点是，由于不存在被试的组间差异，组内设计更容易做出显著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很好地控制其他对组内设计的不利因素，组内设计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6.8.4　因子设计
以上我们介绍了只涉及一个自变量的最基本的组内设计和组间设计。一些比较复杂的设计常常涉及多于一个自变量的情况。我们把在一个实验中同时操纵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实验设计叫做因子设计（factorial design）。
假定你想研究是否拥有相似的背景如何影响人们对他人行为的理解。比方说你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好的行为，那么和这个人有相似背景的人倾向于认为那个人的表现是出于这个人的主观意图，而没有相似背景的人则不这样认为；相反，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差的行为，相对于和这个人没有相似背景的人而言，有相似背景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人表现出来的行为不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意图。这个假设有两个自变量：一是拥有相似的背景与否，二是被评价的行为的好坏。这个假设的因变量是人们认为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主观意图。
因此，在这样一个因子设计中，我们可以同时检验多个假设，既可以看有没有相似背景如何影响人们对他人行为的理解，也可以看他人行为的好坏如何影响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理解。在检验背景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行为好坏在这里面的影响；同样，在检验行为好坏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也忽略了是否拥有相似背景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得出来的效应叫做主要效应（main effect）。
而如果我们把两个自变量同时考虑进来，看它们之间的组合对因变量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得出来的效应就叫做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之所以采用因子设计，是因为我们预测实验的结果会产生一个交互效应。当然，如果你关注的不是交互作用，就不需要采用因子设计，采用最简单的单变量实验设计就可以了。
根据上面的例子，我们预测有这样一个交互作用：在理解人们的好的行为的时候，和行为人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没有相似背景的人更容易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出于他的主观意图；但是在理解人们的坏的行为的时候，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没有相似背景的人更容易相信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出于主观的意图。那如何来进行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被试随机分成四组：
（1）有相似背景的人理解他人的好的行为。我们让被试想象，他们有一个同事，被试和这个同事并不相识，但曾经和被试一同参加新员工培训。这个同事上班从来不迟到。
（2）没有相似背景的人理解他人的好的行为。我们让被试想象，他们有一个同事，被试和这个同事并不相识，而且被试和这个同事在进入公司的时候在公司的不同分部接受了新员工培训。这个同事上班从来不迟到。
（3）有相似背景的人理解他人的差的行为。我们让被试想象，他们有一个同事，被试和这个同事并不相识，但曾经和被试一同参加新员工培训。这个同事上个月上班迟到5次。
（4）没有相似背景的人理解他人的差的行为。我们让被试想象，他们有一个同事，被试和这个同事并不相识，而且被试和这个同事在进入公司的时候在公司的不同分部接受了新员工培训。这个同事上个月上班迟到5次。
然后我们让第一和第二组被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的同事上班从来不迟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被试在一个1到11的量表上打分，11代表“完全由于他对自己有较高要求”，1代表“完全不是因为对自己有较高要求”。第三和第四组被试回答的问题是：“你认为你的同事上个月上班迟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自己没有比较高的要求？”类似地，被试也在一个1到11的量表上打分，11代表“完全由于他对自己没有较高要求”，1代表“完全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较高要求”。
假定我们的实验得到了如表3所示的一个结果。
表3　实验结果

我们对每一行或者每一列求平均值，就是表3中的边际平均值（marginal average）。边际平均值是忽略一个自变量，仅仅对因变量在另外一个自变量的某一个可能值下求平均值。比方说，边际平均值“7”就意味着在两次对如何理解他人行为的测量中，人们认为主观意图对不迟到这个行为的影响程度是7。我们看到，对于迟到的行为，人们认为主观意图在这里的影响程度是4.5。类似地，我们还计算出，不论是否迟到，有相似背景的人认为主观意图对他人的行为的影响程度是6，没有相似背景的人认为主观意图对他人的行为的影响程度是5.5。
现在看一下根据上面的数据画出的图（见图1）。横轴代表有无相似背景这一自变量，纵轴代表对行为意图的判断这一因变量，而另外一个自变量“行为好坏”用不同样式的线段来代表。

图1　数据的二维图——以背景为横轴
由于我们有两个自变量，但是只有一个横轴，因此我们必须决定用哪个自变量做横轴。一般来说，这取决于假设表述的形式。在上面的例子里，我们首先是固定行为的好坏，改变背景这个自变量，所以我们就把背景这个自变量作为横轴。图1显示，对于一个人的好的行为，与他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没有相似背景的人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出于他的主观意图；而对于一个人的坏的行为，与他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没有相似背景的人更倾向于认为那不是出于他的主观意图。
但是如果把行为的好坏作为横轴，我们就得到了如图2所示的图形。

图2　数据的二维图——以是否迟到为横轴
对于图2，比较容易的理解方式是：对于有相似背景的人，人们容易认为他人好的行为是出于其主观意图，而差的行为则不是出于其主观意图；对于没有相似背景的人，行为的好坏对人们对于他人主观意图的推测没有影响。
很多时候，图可以让人更直观地观察到是否存在交互效应。一般来说，如果两条线是平行的，可以推测实验结果没有交互效应；如果两条线的斜率存在较大差异，可以推测实验结果是存在交互效应的。我们在下面画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交互效应并不以主要效应的存在为前提。如图3所示，虽然这张图显示的结果并不存在主要效应，也就是说，这张图的边际平均值相同，但是由于两条线的斜率明显不同，这个结果构成了一个交互效应。

图3　交互作用举例
检验实验结果是否存在交互效应的常用方法是ANOVA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我们上面讲到的例子是一个典型的组间因子设计（between-subjects factorial design）。必须明确的是，因子设计和组间设计、组内设计之间不是互相排斥的，一个因子设计可以是单纯的组间因子设计，也可以是组内因子设计，甚至可以是组间组内混合的因子设计。
让我们先来说说组间组内混合的因子设计。假定我们现在有两组人，一组人先想象一个跟他同时参加新员工培训的同事，这个同事上班从来不迟到，并让被试回答他认为这个同事上班不迟到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然后再让被试想象一个没有跟他一起参加新员工培训的同事，这个同事上班也从来不迟到，并让被试回答他认为这个同事上班不迟到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己有较高的要求。另外一组人也回答两次问题，只不过这组被试需要想象一个同事上个月上班迟到了5次。这就是一个组间组内混合的因子设计。其中，是否有相似背景这个自变量是一个组间变量，而同事的行为这个变量是一个组内变量，同样的被试分别想象了两个同事，并两次回答了相同的关于因变量的问题。
如果更进一步，让被试把所有的实验组都经历一遍，那就是一个完全的组内因子设计。
到底选取组间因子设计、组内因子设计，还是混合因子设计，不是实验者任意决定的。它取决于你的假设和你的实验条件。在上面的例子中，很明显完全组内因子设计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它不仅容易产生传递效应，而且非常容易被猜测出实验者的意图。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各个实验组互不影响，减少混淆因素的影响的话，采用组间设计比较妥当。
当然，组内因子设计或者混合因子设计也有它们自身的好处。比方说，有的时候一个假设本身看的就是组内因子的变化，这个时候就应该采用组内因子设计或者混合因子设计。比如说，你想检验人们不同时点上的心情的变化，以及是否吃早饭对心情的影响。你想知道人们是不是下午比早上心情好，而且你想研究吃不吃早饭和时间（上午和下午）对人们的心情是否有交互作用。由于本身就是想比较同一个自变量在同一组人身上的变化，时间变量最好作为一个组内变量。是否吃早饭当然是作为一个组间变量，因为你不可能让人同时既吃早饭又不吃早饭。
如果一个因子设计有两个自变量，相对应的交互作用就叫做两重交互作用（two-way interaction）。如果我们有多于两个的自变量，这样的设计叫做高阶设计（higher-order design）。比方说，在背景和行为之间的交互影响的例子中，再加入时间这个自变量，分别在早上和晚上测量人们如何理解他人的行为，我们就有了一个2×2×2的高阶设计，一共有8个实验组。在一个有三个自变量的设计中，假设三个自变量分别为A、B、C。那么这个实验会产生三个主要效应，分别对应A、B、C。还有三个两重交互作用，分别发生在A、B之间，A、C之间，以及B、C之间。还有一个三重交互作用，发生在A、B、C三个自变量之间。对于一个高阶设计来说，我们的假设关注的应该是多重交互作用，否则不必也不应该采用高阶的设计。
需要注意的是，到底是几重交互作用，取决于你有多少个自变量，并不取决于自变量水平的个数。比方说，我们图3中的D图和E图就是一个两重交互的例子，因为这两个图上只有两个自变量。虽然其中一个自变量有三个水平，但仍旧是一个两重交互作用，而不是一个三重交互作用。我们上面讲的都是每个自变量有两个可能值的情况。实际上很多时候自变量有多于两个的可能值。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只有两个自变量，交互作用就仍旧是两重交互作用，尽管你需要更多的实验组了。总之，实验设计中可以有多个自变量，而每个自变量又可以有多个水平，自变量既可以是组内变量，也可以是组间变量。
研究中最常见的就是两重交互作用。当自变量增多的时候，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就变得困难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四阶的交互作用到底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自变量会混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而且通常不具备理论上的重要性。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实验设计技巧：把我们不关心的多重交互作用和区块混淆在一起（confound with block）。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是让一个区块内元素受某种多重交互作用同样的影响。这样区块的影响和多重交互作用这两种我们都不关心的但是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被放到一起考虑了，从而可以把其共同作用的影响仅当做是区块的影响。具体的原理和处理方法可以参考Douglas C. Montgomery (2005)。



6.9　结语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介绍了研究的类型，以及什么样的假设才是一个好的假设。然后，我们着重讲述了如何在实验室中对假设进行检验。在实验室实验中，我们又着重讲了组间设计、组内设计和因子设计这三种最常见的实验设计方法和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实验设计涉及很多概念，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好的研究不仅有好的假设，还有让人信服而且印象深刻的实验设计。实验设计本身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



参考文献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Chicago: Rand McNally.
Cozby, P. C. (2001). Method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Douglas C. Montgomery (2005). Design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s (sixth ed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Elmes, D. G., Kantowitz, B. H. & Roediger, H. L. (1999).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March, J. G. & Lave, C. A. (1975). An Introduction to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weigert, W. A. (2006).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Long Grove, IL: Waveland.
延伸阅读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Chicago: Rand McNally.
Douglas C. Montgomery (2005). Design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s (sixth ed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第7章
准实验研究
林诚光
香港大学
本章大纲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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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验对象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通常是不实际可行的。有一些研究在设计上可能比真正实验（true experiment）的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低一些，但是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因果推论（casual inference），这种设计称为准实验（quasi experiment）。准实验与真正实验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前者并没有随机分配实验对象到实验组和控制组。
虽然实验室实验有许多好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它们局限于实验室内进行，以至于不能有效地代表员工和机构的真实环境。话虽如此，真正实验不总是可行的，主要的障碍是一些关键变量（key variables）的发生往往是研究者难以控制的，例如人力资源的做法、升迁和非自愿性流失，若这些变量不能有效控制，研究者很难使随机分配组（random assignment group）与实验组区分开来。准实验拥有真正实验的许多好处，它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高，能有效研究设定环境下的因果推论，同时放宽研究者在控制随机分配组与实验组两者的分别，和放宽对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的操控。准实验在设计上经常包括了独立变量在环境里的自然变化，而不是操控它。
没有控制组的设计若要得出有力的因果推论，它只能在解释实验组别的结果时，降低其他可能有的解释的效度。
根据要探讨的问题，准实验设计让研究者能够在现场灵活地协调和控制实验对象，按照实验过程的自然结果（natural consequence）来推断最接近真实的答案。



7.1　组织公民行为与服务质量的准实验研究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准实验的例子。
一直以来，服务部门都会为一线员工设计培训项目来提高顾客的满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可是，效果极为有限。2001年，一家跨国银行所进行的准实验研究，显示了有趣的结果（Hui, Lam & Schaubroeck, 2001），研究者把注意力从培训项目的特征，转移到参与者本身的特征上，并且强调在培训过程中服务质量主管（service quality supervisor）的重要性。服务质量主管是指在服务质量培训过程中所培养的变革推动者（change agent）。研究者研究了这些主管的选拔方式，探讨选择具有“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作为变革推动者是否会更加有效。
7.1.1　研究简介（I）
“组织公民行为”被定义为“自发的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正式的奖励制度鼓励，但整体上有助于提高机构效能的个人行为”。如何去识别员工是否具有“组织公民行为”，并且选拔这些优秀的模范员工为服务质量主管呢？本研究中，研究者要求银行经理利用包含有8个项目的“利他主义量表”（altruism scale）悄悄地观察其分行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判断每个员工是否乐于助人和主动工作，等等。研究者从该跨国银行43家类似的分行中选出3家，之后随机分配到实验组或控制组。在C分行，6位显示出“组织公民行为”的柜员被指定为服务质量主管；B分行则随机选出6个柜员为服务质量主管；A分行是用作比照的控制组，没有服务质量主管。这12个主管会接受改善服务质量的培训。
假设一是基于几个广为接受的社会心理学事实：来自朋辈的影响能够更显著和有效地改变个人行为。研究者因此假设当机构进行改善服务质量培训时，培训某些一线员工作为改善服务质量的推动者会有助于提高效能，不管这些推动者是否具有所定义的“组织公民行为”。
假设二是选择具有“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作为变革推动者，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在同侪当中他们可能是“可靠”的影响源头（credible source of influence），以他们作为变革的推动者，研究者期望看到培训的结果更一致（conformance）和更有效（effectiveness）。
结果：进行改善服务质量的培训后，有关的服务标准数据显示，在顾客的满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员工的自我评估（employee self-ratings）和主管的评估（supervisor ratings）方面，B分行和C分行的得分同时都比A分行高。因此，假设一的推论是成立的。用一线员工在同侪中作为变革推动者，会更具说服力和更有效地提升服务质量。
如上面所推断的，具有“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被培训后，成为高效的变革推动者。C分行的得分明显比A分行和B分行高得多，这包括顾客的满意度、员工的自我评估和主管的评估，由此更加证实了假设二是一个有效的推论（valid inference）。
7.1.2　分行经理与人力资源主管间的模拟对话
来自该跨国银行另外一家分行的银行经理与人力资源主管就这个准实验的方法及效度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哪些因素在准实验中是关键要素（key elements）。
（BM：银行经理；HR：人力资源主管）
HR：经理，这只是一个准实验！他们肯定没有对环境因素进行控制，如何证明环境因素没有对结果构成影响？
BM：提醒你一下，报告中很清楚地提到分行A、B和C的柜员在年龄、教育水平和年薪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些员工的个人历史背景相似；实验开始的时候，他们与同侪交往的方式亦相同。
HR：这一点确实会提高效度，但是仍然不像实验室研究的结果那样纯正，混淆的环境因素（confound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仍然会影响结果、产生偏差。
BM：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研究者难道不是已经将这三家相类似的分行随机分配到三个不同的组别进行观察了吗？
HR：这确实是用随机分配来建构的实验（random assignment to treatment），但是那些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又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指定”（assign）一个柜员表现成有“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而另外一个就做“敷衍了事”的角色。
BM（不禁一笑）：对，你说得没错！所以，这是绕圈子的做法。我想知道这次的准实验是否有足够的效度来说服我开“绿灯”，建立自己的“组织公民行为”培训模式。他们究竟是怎样培训所选拔的柜员的？
HR：这让我产生了另一个疑问，独立管理顾问（independent management consultants）用了三星期来培训12位柜员，我的问题是：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积极地教C分行具有“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因为这等员工必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培训人员自然就会忽略B分行随机分配来的员工，因此结果显示“显著性的差异”。
BM：我觉得报告是说培训人员对参与者所属的分行、地位和能力都是一无所知的。
HR：好，我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些被培训的呢？如果我知道我是以一些类似彩票抽奖的形式被随机选取的一员，我将不会……哼！
BM：冷静，朋友！别那么多疑。准实验的设计要求有更高的效度，研究者做的是一个双盲（double-blind）实验：培训人员不知道他们在做实验，被培训的更加不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的身份和角色，换句话说，这好像一个黑盒电影（matrix movie）：游戏中的人全部都不知道自己身在游戏中。
HR：有道理，经理！双盲设计令这个准实验对事实更有解释力。而且，真的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创造出如此真实的场景，同时，用“白袍子”和“白手套”培训我们的柜员。
BM：这就是准实验设计的美妙之处，你可以控制和选择那些需要控制和选择的因素，同时你的“实验品”还可以在他们身处的环境中不经意地参与你的游戏。
HR：请原谅，经理！我这顽固又谨慎的逻辑思维使我不得不问，那些在实验过程中不能控制却存在着的环境因素（uncontrollable circumstances），难道不会损害实验的内在效度吗？
BM：谨慎并非罪过。没错，参与者确实不能被随机分配到分行A、B或C中工作，况且我们又不是上帝，不能随机指定每个员工的工作态度，这会威胁到内在效度，人们会质疑结果的有效（valid），所假设的推论便变得软弱无力了。但聪明的研究者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他们利用了“控制组”——A分行做比照，分行里并没有服务质量主管和培训——这种做法有助于提高实验的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相对于纯粹的观察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这是准实验的另一个优点。
HR：明白了。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培训特别是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柜员而言，可以导致……
BM：等一下。内在效度存在着的威胁（threats）仍然会对因果陈述（causal statements）构成一定的障碍，准实验仍然不是真正的实验室研究，我们只能够做合理的推论（inference）。就是说，这种培训和选择“组织公民行为”的柜员做服务质量主管，会显著改善和提供一致的服务质量。我们必须明白任何准实验若涉及自然发展过程，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总结其因果关系（cause and effect），这是否满足了你“顽固又严谨的逻辑思维”？
HR：很好，经理。关于准实验设计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看起来，在商业范畴中，这是一个最有效而且实际可行的研究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小心度量，并且尽可能控制独立变量和建构双盲设计确保最高的效度。
BM：嗯，你理解得没错，现在可以给我“放行”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公民行为”培训模式了吗？（微笑）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准实验设计虽然并不像真正的实验设计那样严谨，但是对可能影响因果推论的一些因素，仍然会加以控制。在准实验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通过各种方式来控制混淆性环境因素对结果构成的影响。从准实验设计中我们只可以做合理的推论，而非严谨的因果陈述。
7.1.3　准实验设计中的效度问题
正如人力资源主管关注到影响准实验设计的效度问题，研究者应该小心地、尽可能去控制一切潜在的外在或毫不相干的因素（extraneous factors），以免导致结果不能准确反映事实。因为准实验是在真实环境下进行的，当“被实验者”跟他们的环境相接触时，研究者是不可能消除所有隐藏着的第三方变量（third variables）。
传统实验方法的使用。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外在效度，实验者利用传统实验方法，例如双盲设计，可以去除参加者和执行者在实验过程中引发的反应和情绪。另外一个常用的工具就是控制组，研究人员引入一组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实验组相同、只是没有加入实验的元素，当个别性的差异被剔除后，研究者对比两者的结果，就可以对所研究的因素做合理推论。
测量方式。另一个广泛使用的做法，就是时序测量（time-series measurement）。如果是长期研究，最好在实验前和实验后进行多次数据搜集，根据实验组和控制组显示的不同趋势（trends），准实验便能做出更有力的推断。正如上面介绍的银行准实验研究，要知道三家分行的员工背景是否相似，在引入服务质量主管之前，可以重复度量他们的行为表现是否一致。在培训之前和之后搜集数据，我们可以减轻自然趋势（natural trends）或是员工的不一致性评估（differential conformance ratings）对结果构成的影响。
“显著性”测试（test of significance）。研究人员可以应用统计学的显著性测试分析从准实验中搜集的数据。例如，利用P值（P-value）来测试结果是否具有显著性，从而证明其效度，它不仅用做平均值的回归分析，研究人员还可以做假设性研究来提高效度，例如测试独立变量之间的常态分布和彼此间并没有相关性的假设性研究。
若能做足所有措施确保实验方法和数据搜集都是完全“干净”的，准实验就可以得出强而有力的推论，证实所假设的理论，同时很大程度上为商业管理的研究创新提供有效的建议和敏锐的洞察力。然而，我们仍须记住，准实验既然在现实环境中进行，不可预计的环境因素就确实存在，亦非人可以完全控制的。
即使前面提到所有的注意事项都被满足，影响内在效度的威胁因素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和其他准实验一样，“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不能控制实验员工中固有（已经存在着）的“组织公民行为”，或是分行所受的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使那些削弱建构效度的大部分因素都不存在，在现实环境下进行的准实验也不可能想当然地断定其因果关系。诚然，准实验可以比一般的观察研究得出更有效的建议和更强的推论，但是研究者不可能像实验室设计那样在统计数字上得出精确的因果陈述（causal statement）。



7.2　控制点和晋升反应的准实验研究
另外一个商业研究的实例，是在香港的一家国际性银行利用准实验设计来探讨个人的人格建构（personality construct）如何影响他们对晋升（promotion）的反应（Lam & Schaubroeck, 2000）。
7.2.1　研究简介（II）
360位具资格晋升的柜员，按照其性格被区分为“内控性格”（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或是“外控性格”（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两种类型。在宣布这些员工升职之前和之后的三个月，研究者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进行观察，并且18个月之后再次进行测量。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内控性格”和“外控性格”的人晋升后，在工作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所表现的持续期是否会有所不同。
一个人的“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 LOC）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性格变量：影响着人如何理解他们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强度”。“内控性格”的人比“外控性格”的人更相信他们所得到的奖励，是来自自己行为的结果；而“外控性格”的人认为这些奖励可能归因于机会或者其他不可控制的原因。
研究者假设不管一个人的性格倾向如何，晋升能够推动员工在“短期”内表现出更好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这里的“短期”是指晋升后三个月内的表现。
然而，研究者假设“外控性格”的晋升者所表现的改善，很可能是短暂的，理由是这些人不相信晋升是由于他们良好的工作表现所致；“内控性格”的晋升者所展现的改善可能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认为主要是他们的行为得到奖励。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18个月后，那些“外控性格”的人将会退回到原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基线（baseline），而那些“内控性格”的人的工作表现评估将会持续进步。
为了有效控制环境因素，研究人员确保所有的实验对象晋升前和晋升后的薪酬、工作丰富（job enrichment）程度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的第三方变量可能持续影响晋升者日后的正面情绪，他们行为改变的结果便被这些因素混淆了。控制这些第三方变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研究者想要测试的是：即使没有实质奖励（例如提高薪酬、提升社会地位和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晋升本身也能提高工作满足感（job satisfaction）。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研究者使用拒绝晋升的员工做控制组，来比较由于晋升决策所带来的行为改变。
这个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结果，在小心评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后，结果证明研究者的两个假设都是正确的，所有晋升者在晋升三个月内的工作态度和行为都做出了改善。“内控性格”晋升者持续到第18个月及之后；“外控性格”晋升者则在18个月后便退回到了原来的水平；没有晋升的员工在整个研究中没有显示出任何改变。因此，研究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个人的“人格建构控制点”（personality construct locus of control）对晋升者的长期行为会产生影响，尽管短期内所有晋升者的表现都有改进。
7.2.2　准实验研究设计
一个组别——只有后测的设计
这个设计既没有控制组，也没有前测，只有一次后测观察受访者实验后的改变。
X　O1
这里X是受访者接受实验，O1是后测的观察，由左向右表示时间次序。在没有进行前测的情况下，人们难以知道过程中有没有变化发生；并且，因为没有控制组，人们亦难以知道从没有经过实验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一个组别——进行前测和后测的设计
此设计中受访者在实验之前和之后都会接受观察。新增的前测研究模式是根据之前的设计来建构的，一组受访者会接受一次前测观察（O1），然后进行实验（X），再按照相同的量度方式接受后测观察（O2），如下所示：
O1　X　O2
若参加者从没有接受有关实验，结果会怎样？因此，纵然加入前测这项研究，这个设计在提供资料、推论受访者行为受实验影响方面的理论依据仍然非常薄弱。
只有后测和加入控制组的设计
一般为实验提供理论依据来推论因果关系的传统方法，是加入一个没有接受有关实验的控制组别，这个控制组要尽可能与实验组接近。按时序所示，这个控制组应在进行实验之前建立（非随机分配）。这里我们加入一个控制组和一组只有后测的设计。

有时，这个设计受欢迎的一个理由，是进行前测往往会增加参加者的敏感度，从而影响他们后测的分数。
前测和后测一并加入控制组
这里，我们在实验组和控制组都加入前测这个前置变量来做对照，两个组别同样会搜集前测和后测的数据。

进行前测和使用控制组做比照，会比较容易发现有哪些威胁因素影响效度，当前测的差异确实存在时，有可能是在选择受访者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双前测和后测一并加入控制组的设计
两组人在不同的时间分别进行相同的前测，至于第二次前测和后测，最好是两个组别都延迟相同的时间才进行。

使用双前测能够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着的偏差——假设实验带来的影响已经在O1至O2的分析里出现，类似的偏差便同样可以在O2至O3的分析里出现。因此，假设O1和O2的比例与O2和O3的比例一样没有改变，研究人员便可以利用双前测评估所选择的受访者。
前测和后测、加入控制组互相切换角色的设计
研究人员在第二阶段将控制组引入实验，起初这个控制组并没有进行实验。

后一组别在第一阶段主要是扮演监控的角色，但在第二阶段切换了角色变成实验组。这种互相更替切换角色的设计是强而有力的，因为利用两个组别在不同时期里角色的转变，模拟实验进行的时序，得出的结果便能够互相解释。
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组
上述有关晋升的研究取材自2000年的AMJ，该项研究阐释了准实验设计要注意的事项及其特征。在“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中所提到的优点，在这个实例中亦有充分体现：现场环境的应用，即柜员身处自己的分行和工作环境，研究者可以观察“实验对象”的反应来检测假设，因此，研究的结果更具解释力和接近真实情况。实验对象没有留意到自己正在被观察；反之，实验室研究的对象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有可能导致他们由于了解实验而使自己的行为变得不自然，或是努力表现以达到期望。然而，准实验也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去克服。
在自然场景中的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晋升虽然是具体可见的事，但它是混杂在机构内与许多其他事项一并发生的，然而它又是研究者想研究的唯一一个独立变量，我们如何能够抽出和记录仅仅由于这个因素所导致的行为改变，并且除去其他可能的因素所引起的效应呢？
准实验设计中，研究者尽可能控制环境中所有可能影响结果的第三个变量，来提高结果的效度。这个例子中，研究者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消除晋升以外其他可能会导致工作态度和行为进步的环境因素，例如升职加薪或者新职位增加了工作的丰富性。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晋升者改善表现，掩盖了晋升的纯效应。
与真正的实验室研究相比，准实验设计的优势在于利用相关的现场环境，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混淆变量，会威胁到所得出的结论的效度。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控制这些独立变量，减轻它们对结果的影响，以达到可被接受的程度。
内在效度的问题。正如上面所阐述的“组织公民行为”的例子，我们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来随机分配工作态度给每个受试者，在这个晋升例子中，我们也不能随机指定哪一位受试者晋升，这毫无疑问是不合理的！然而排除这个漏洞，它的内在效度仍然被质疑，尽管研究者努力去控制来自环境的混淆变量，但是研究者不能保证晋升者和非晋升者两个样本的相似程度完全符合统计学的要求来做比较。随机分配是确保控制组和实验组在排除所测试的变量之后，其他变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最好方法。晋升者和非晋升者本身的心理和背景等内在因素差异，亦可能导致晋升前和晋升后态度的差异，使研究者不能得出晋升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唯一因素的结论。与“毫无瑕疵”的实验室研究相比，这是准实验的一个主要局限。
这使我们得出与前一个例子相同的结论：准实验不能得出因果结论，只能得出实验和结果的关系推论，因为其他可能有的混淆变量及其交互作用不能够被消除，研究者只有尽可能进行控制来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可以说，正如它的名称所显示的，准实验处于实验室研究和观察研究之间：就控制而言，它不能像传统实验室研究那样百分之百的“纯正”；就效度而言，准实验设计利用控制组和操控可能存在的混淆变量，这比现场观察确实有优势。总括而言，准实验设计对认真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进行商业研究可靠和实际可行的方式，因为利用真实环境（realistic setting）来模拟市场（marketplace）是很重要的，此外，一定程度上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来论证观点也是不可或缺的。



7.3　结语
正如上述两个例子所强调的，加上谨慎的态度进行研究，准实验诚然是当今最实用的市场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辅助商业决策。为提高准确性，它加入控制组、某种程度上的随机化、双盲性和充分控制混淆变量，来帮助研究者做有效的推论。如果能够陈述更精确的因果关系，这类实验的研究结果可为行为实验室提供参考，激励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准实验设计在控制范围上不尽完善，但它足以观察某特定因素在真实环境里的关系，而这是实验室研究不可能做到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准实验设计在商业研究中有重要的优势，但又不能忽视其所存在的局限性。最后，聪明的研究者要自己决定这种形式的研究设计，是否适合搜集数据来回答特定的问题，并且请记住：这种方法只能做最有效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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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8.1　问卷的设计
8.1.1　沿用现有的量表

8.1.2　自行设计量表

8.2　增强问卷法的有效性
8.2.1　增强问卷法有效性的途径

8.2.2　多来源数据综合法

8.3　结语
引言
问卷调查法（简称“问卷法”）是管理学定量研究中最为普及的方法，其实用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如果实施得当，问卷法是最快速及有效的搜集数据的方法。
（2）如果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高，数据样本量大，研究者可用问卷法搜集到高质量的研究数据。
（3）问卷调查对被调查者的干扰较小，因而比较容易得到被调查单位及员工的支持，可操作性强。
（4）成本低廉，是实地研究中最经济的搜集数据的方法。
实地研究中的问卷法是基于如下的假设条件的：
（1）大多数的参与者会认真地阅读和回答问卷中的所有问题。
（2）大多数的参与者有足够的能力理解问卷中的问题。
（3）大多数的参与者会提供真实而坦诚的答案。
我们将在下面的篇章中提及，问卷本身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参与者在填写问卷时的态度和行为。一份词不达意或语句唐突的问卷会使答卷者对研究人员失去信任，从而草草了事。一份冗长的问卷会使答卷者疲惫厌倦，其结果或是留空页不做回答，或是在某一类问题中圈下同样的答案，以求迅速完成问卷。这些情况都会导致答卷的质量低下，而低质量的答卷直接影响了研究质量。因此，要使如上陈述的假设条件成为现实，研究人员要在设计问卷上下大工夫。



8.1　问卷的设计
8.1.1　沿用现有的量表
现代组织行为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等渊源更深。在这条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研究人员刻苦钻研，反复论证，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证工作，创建了大量的研究量表。这些量表为我们从事实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条件和手段。如Hackman和Oldman（1975, 1980）在研究工作设计和工作效能及员工态度的关系的过程中，创建了工作特征模型（job characteristic model）。他们总结出所有的工作和工种均可用五大核心工作特征来表述：技能多样性、任务整体性、任务重要性、员工自主性和工作反馈。这五大特征的取值越高，工作的复杂程度越高。而复杂的工作设计能使员工感受到工作富有意义，负有责任，又得到有效的反馈。这一系列的关键心理状态又能提升员工的工作激励、满足感及工作有效性。
由工作特征模型衍生的是工作诊断问卷（job diagnostic survey, JDS; Hackman & Oldman，1980）。JDS含有对工作特征模型内包含的所有变量的量表，包括自变量——五大核心工作特征（技能多样性、任务整体性、任务重要性、员工自主性和工作反馈），中间变量——三个测量员工关键心理状态的变量（工作富有意义、责任以及得到反馈），四个因变量（员工工作激励、成长满足感、综合满足感和工作有效性）以及多个调节变量（如员工成长需求、能力等）。
JDS在创建至今的三十多年中，经历了无数的质疑、测试和讨论，虽然学术界至今对五大核心工作特征是否全面地测评了工作性质仍持有不同见解，但毋庸置疑的是，JDS是测量工作设计及其对员工影响的最具权威性的量表之一，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认同。
沿用现有的量表的有效性
沿用现有的量表有如下的益处：
1．在文献中占有显著地位的量表一般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量表的价值取决于其信度和效度。信度和效度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在本书的第13章有重点介绍。现有的量表，尤其是在组织行为学文献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量表，往往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换言之，这些量表往往已被不同的研究人员在不同的研究环境和不同的群体中使用过。反复的应用确保了这些量表能贴切地测量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和变量（效度），也证实了这些变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信度）。信度和效度是量表成熟性的标志，而使用成熟的量表风险较小。
2．在文献中被反复使用的量表认可度高
在学术领域中，研究者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表论文。发表在具有领先地位的期刊上的论文必然经受过严格的专业审核。在论文审核的过程中，论文中使用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是重要的标准之一。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使用不可靠的量表绝对不可能产生可靠的研究结果，论文亦不可能在一流的期刊上发表。换言之，在高质量的国际期刊上所发表的实证论文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实地研究的基础之上，而翔实的实地研究必须基于可靠的量表。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循环：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的实证论文常常沿用高质量的量表，这些论文的发表强化了这些量表的权威性，使更多的研究人员使用这些量表，而对这些量表的反复使用有助于提升其质量，从而使用它们更容易被一流期刊发表。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反复使用的量表在学术领域渐渐产生品牌效应，学者们使用它们，学术界认可它们。
许多学者在从事实地问卷调查前，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可靠的量表，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毕竟，人生是短促的，学术生涯是有限的，如果能沿用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术手段，那就没必要自己重新设计量表。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沿用现有量表所存在的种种局限性。
沿用现有的量表的局限性
1．文化上的局限性
系统的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大多数现有的理论和量表都是建立于对西方（尤其是北美洲）的组织行为学现象的观察和总结。这些理论在指导和解释西方员工的工作心态和行为方面卓有建树。将其应用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则需要仔细研究其实用性和可行性。例如，组织行为学中有大量的概念与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概念）有密切的关系，而跨文化的研究证实了文化与自我之间的关系，Markus和Kitayama（1991）在回顾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文化差异对人的认识、情感与激励有着重大的影响。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念（individualism）的人较为重视个人的独立性（independence）；而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collectivism）的人较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
Hofstede（1992）、Triandis（1990）以及其他众多的跨文化研究学者都指出北美洲人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由此可见，产生于北美的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基础是重视个人发展、个人的独立性、个人需求的满足及尊重个性的差异。即使是对群体团队的研究，也关注群体的个体差异。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虽然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缩减了文化上的差异（Egri & Ralston, 2004; Ralston, Pounder, Lo, Wong, Egri & Stauffer, 2006），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对人的心态和行为的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对国人进行组织行为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时时注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西方理论及量表的局限性，对西方的理论要学通吃透，对西方的量表要审慎而灵活地采用。
2．时间上的局限性
以上我们曾提及一个量表从创建→测试→发表传播→进一步测试→成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许多环境因素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变化，从而对量表的持续可行性产生挑战。JDS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进入成熟状态。80年代后期信息技术开始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90年代更是经历了信息技术革命化的进展。高科技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催生了大量的新工作和新工种，同时也淘汰了许多原有的工种。有些工作和工种虽然没有被淘汰，其性质亦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如计算机化操作）。工作特征模型的五大核心工作特征是否仍能全面地预测和解释当今职场中的工作性质？换言之，当今职场中的工作丰富化与30年前相比，是否已有长足的发展？这其间的发展趋势是否仍能以特征模型来表述？这些问题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证性的。我们在沿用现有量表的时候，要常常考虑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该量表所测量的概念是否已过时？所依据的环境是否已改变？对同一概念是否已有新的量表？而新生的量表与旧有的量表有什么相关性和互补性？
3．语言上的局限性
沿用西方的现有量表，翻译的准确性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此，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专家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建议，如回译（back translation）（Brislin, 1980）已是被广泛接受的方法。
回译即用两组不同的研究人员分别翻译同一个量表。比如，在一组研究人员将量表英译汉以后，另一组研究人员将量表再汉译英，两组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在双重翻译中产生的差异，并予以解决。回译的重点在于减少在翻译中出现的主观偏差，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最严格的回译，或三重翻译，仍不能彻底解决在翻译量表中存在的客观障碍。
客观障碍的来源之一是词汇的外延。每一个词汇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内涵为其具体代表的内容，而外延则是与该词汇相关的情境和概念。即使是最杰出的翻译家，也难以“翻译”出词汇的外延，因为人们对词汇外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因文化而异的。我们中国人在听到“面子”这个词汇时，可以有极为丰富的联想，“给面子”、“不给面子”、“有面子”、“没面子”、“丢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等等，这些有关面子的外延内容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周遭环境的观察和理解。而“面子”这个词汇翻成英语就是“face”，face是一个相当准确的翻译，但西方人对face的外延理解比中国人要单薄许多。
翻译量表中存在的客观障碍的另一来源是语义学上的差异。英文和中文在表达的细腻程度和方式方法上都有差异。中文起源于象形文字，对现象的表达力求精确和细微，几千年历史的沉淀使中文词汇极为丰富，相对繁杂。相比较而言，英文是一种更直接、简约的语言。有些英语词汇翻成中文，往往可以有多种词意的选择，如“ambition”这个词汇在中文字典上有“抱负”、“志气”、“雄心”、“野心”、“奢望”和“热望”等多种诠释，而不同的词意可给予答卷者全然不同的感受，如“雄心”与“野心”、“奢望”与“热望”具有很不同的内涵，“雄心”及“热望”是褒义词，而“野心”与“奢望”则含贬义，一个本是中性的英文词汇在翻成中文时居然可以导致如此众多的可能性，迫使研究者在多种可能的译意中做出选择。研究者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必然会带入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这些主观意愿的开启，则源于翻译中的客观障碍。
沿用现有量表时的注意事项
第一，研究人员要确认量表的适用性（applicability）。这一点在跨文化研究中尤为关键。适用性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概念上的适用性。选用的西方量表是否全面、准确地测量了你想要测量的概念？
（2）文化上的适用性。选用的西方量表能否为国内的员工广泛地理解和接受？
（3）样本上的适用性。选用的西方量表可以普遍应用于国内的不同群体，还是只适合于某一特定的群体？如果是后者，研究人员需仔细审核该量表是否适用于自己的研究将要关注的群体。
寻找合适的量表，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熟读相关文献。一般而言，对相关文献越熟悉，对选择量表越有利。在阅读有关文献的同时，你会自然地了解其他学者是如何测量你所关心的变量的。正如本章前面所陈述的，在文献中占有显著地位的量表一般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我们可以从这些量表入手，进行深入的文献采集，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功效以及是否已经被广泛使用。在此基础上，选择最成熟、最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量表。如果有多个量表都被广泛使用，则应挑选与你的研究专题最为匹配、最为合适的量表。
第二，研究人员要确认量表的可行性（feasibility）。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我们往往很容易获取量表。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量表都是可以无偿使用的。研究人员应主动与量表的创建者联系，得到使用量表的许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量表的创建者会欣然同意你使用其量表。如对方的量表是有偿的而你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则可向对方咨询可以替代的无偿的量表。
第三，一旦选定了量表，研究人员应尽量沿用其量表中所有的问题（item），不要任意删改。Xie, Roy和Chen（2006）研究了文化和个性对自我评估的影响，他们在测量参与者的文化价值观念——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时，使用了Triandis和Gelfand（1998）的量表中的全部16个问题。因为文化价值观念是该项目中极为重要的变量，需要尽可能全面地进行测量。同时，Triandis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类价值观念中，又各有垂直（vertical）和平行（horizontal）的两种价值取向分布，从而形成四种价值取向（vertical individualism,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vertical collectivism, horizontal collectivism）。Triandis和Gelfand用了16个问题测量四个变量，即用四个问题来测量每一个变量。如果研究者轻易地删减该量表中的问题，很难准确地研究这四种独特的价值取向。在这同一个研究项目中，Xie, Roy和Chen在测量与自我评估有关的个性因素时，则对量表中所含的问题采取了有选择的使用。他们从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NPI）（Raskin & Hall, 1979）中挑选了5个问题来测量自我优越感（self-perceived superiority），4个问题来测量自我表现欲望（exhibitionism）。这是因为NPI的量表冗长而细致，对于测量这两个个性因素而言，9个问题已可以达到要求。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问题的删减是经过仔细的理论认证和测试的。研究人员如果要删减现有量表中所含的问题，要极为小心。因为删减问题很可能会影响该量表的内容和信度。除非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否则不应随意删减。即使是建立在有理论依据上的删减，也必须仔细地测试和确认该量表在删减项目之后的信度和效度。
众所周知，问卷设计的一个重要准则是准确而简约。切不可为追求简约而放弃准确。用少于三至四个问题来测量一个变量是很困难的。其一，研究者难以用极少的问题来测评与观察答卷者的回答。其二，用太少的问题难以稳定而准确地测评答卷者之间的差别以及答卷者本身内在的稳定性（cross-subject variance and within-subject consistency），从而极难达到较高的信度。
第四，研究人员要确保翻译的质量。优质的翻译是量表质量的保证，从事翻译量表的人员应是双料的专业人士：既要精通双语，又要精通管理学的学术领域。更重要的是，翻译者必须认真、负责、对翻译工作有热情，而不是应付了事。
如果一个量表已有现成的译本，而该译本已被证实有相当高的信度，则可选用现有的译本。比如，发表在Tsui和Lau（2002）主编的《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上的大多数实证研究中用的是中文译本的量表。MOR已将在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所用的量表的中文版登入网站。研究者可登录网站http://www.iacmr.org的“资源”网页（“Resource”page）查询所需量表。这些已发表的量表多具有较好的翻译质量和被证实的信度。它们为用中文调查的使用者提供了宝贵的中文量表来源。国内一般的硕、博论文后面都会附有中文量表，但是质量良莠不齐，需要甄别使用。
8.1.2　自行设计量表
在什么情况下研究者必须自行设计量表？
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以下两种情况常常促使研究人员自行设计问卷量表：
（1）现有的量表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2）研究的目的在于测试某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的跨文化应用性。
以下我们将对这两种情况分别做一简单的介绍。
1．现有的量表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
组织行为学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相关概念的开发、理解、测量、分析和确定不仅是循序渐进的，亦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现存的概念和量表永远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
比如，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概念“关系”，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关系”的产生与人类进化的历史是同步的。然而，管理学对国人之间“关系”的系统性的研究，却只有短短近二十年的时间，显然我们对“关系”的学术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Tsui和Farh（1997）对“关系”的概念以及其在中国人环境中的应用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关系”的概念入手，他们指出在英文和中文的文献中，对“关系”这一概念并无定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们分析了“关系”的文化根源，指出孔子学说的“伦”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关系”的诠释。在对比中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Tsui和Farh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文环境中“关系”的特质，指出在一个高度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关系”本身往往是追求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达到个人目标的手段。
由此可见，就“关系”这一概念而言，其内涵、外延都有着跨文化的差异。要研究“关系”在我国特有的人文环境中的前因后果，仅靠西方现有的理论、概念和量表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不适当的。研究人员必须从实地调查开始，设计适应于国内情境和国人状况的新的量表。
2．研究的目的在于测试西方的某些概念在中国的应用性
另有一类研究的重点在于测试某些源自西方的概念以及相关变量的跨文化应用性，例如Farh, Early和Lin（1997）对国人的企业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的研究。西方管理学对OCB的形成、内容、内含的维度（dimensions）、OCB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已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如Borman & Motowidlo, 1993; George & Brief, 1992; Organ, 1988; Van Dyne, Cummings & Parks, 1995），然而对有关OCB的跨文化应用性的研究却是相当有限的。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OCB的概念以及它与其他组织行为学变量的相互关系是西方特有的现象，还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现象？OCB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概念？OCB在中国人中会有些什么特点？
Farh等的研究着重于探索以上的问题和开发OCB在中国人群中的本土量表，其研究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邀请109个在台湾一所大学就读MBA和管理发展项目的学员陈述他们认为是OCB的事例，一共搜集了1512个对OCB的表述。三个研究助理将这些事例分门别类，整理出60个有关OCB的类别，Farh等选用一句话（statement）来表述每一个类别，由此产生了一个含有60个问题的OCB中国本土量表。该量表采用Likert 7点量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第二步，采用另一个由75名管理人员组成的样本来检验以上所形成的OCB中国本土量表，经过一系列的相关性分析和维度分析，Farh等去除了4个相关性不强的问题，从而将量表的问题数量减至56个。维度分析的结果显示这56个问题属于5个不同维度。在维度分析的基础上，Farh等进一步将量表的问题数目减至22，由此每一维度内含有4—6个相关的OCB问题。
第三步，采用另一个由227个基层管理人员组成的样本来测试这个含有22个项目的OCB量表，Farh等运用Lisrel结构方程分析软件来检测量表中5个维度的稳定性，并最终减去2个问题以使模型达到更好的匹配度。
在以上三个步骤的操作以后，Farh等开发出了一个含有20个问题的OCB中国本土量表。这份量表的建立为在中国背景下从事OCB研究创造了条件。这份本土量表所包含的有些项目和维度与西方文献非常相近，以此说明一些OCB的内容是没有文化差异的。与此同时，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OCB内容（如人际和谐）是西方文献中罕见的，也有一些西方文献中报告过的OCB内容在这份中国本土量表中没有表现出来。Farh等的研究说明OCB这一基本概念有其通用性，然而OCB的具体内容既有跨文化通用性，亦有文化独特性。
以上论及的OCB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组织的行为，而另一类行为则刚好相反，即有意识地有悖于组织行为规范的行为，如偷盗企业资产、造谣生事、迟到早退，等等。西方的组织行为学将此类行为称为反生产力的行为（work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CWB）。
Rotundo和Xie（2008）研究了CWB在国内的认知和体现，她们的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160多个国内的管理人员参与了第一个子项目。研究人员给他们有关CWB的一个广义的定义和两个例子，要求每人写下五个有关CWB行为的典型的例子。参与者们一共提供了近800个CWB事例。研究人员将相似的行为归类，开发出66个非重复性的CWB。
第二步，30名国内的管理人员参与了第二个子项目，研究CWB行为的维度分布（dimensionality）。在这个步骤前，研究人员已将66个CWB行为登录在小卡片上。每一个参与者独立地将这些卡片根据其表述行为的相似性进行组合并类，参与者可自行决定将这些行为组合为5—13类。
第三步，研究者运用多元素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将从第二个子项目中得出的组合并类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中国员工所报告的CWB属于两大维度（dimensions）及四大象限（quadrants），而且许多CWB与西方文献中所报告的极为相似。
Farh, Early和Lin（1997）与Rotuado和Xie（2008）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截然不同的员工行为，然而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相似点。比如，他们均从征求行为例子入手，广泛地采集素材，在广收素材的基础上进行精选、分类、制成量表。他们在研究的第一步——征集行为例子的时候，均向参与者提供了有关OCB或CWB的一个广义的定义以及几个例子，然后要求参与者以此为基点，提供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的OCB或CWB的事例。基于OCB及CWB的概念和定义源自于西方组织行为学，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测试西方的概念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而不在于创造概念本身。换言之，他们的研究问题是：OCB或CWB在中国的内容如何？分类如何？人们对OCB或CWB的感知如何？他们的研究旨在探索OCB或CWB在中国的概念和含义，开发创建适用于中国环境的OCB和CWB的量表。
自行设计量表时的注意事项
1．设计问卷前的决策
从事实证研究项目，有一条重要的规律是：对于研究思路、理论基础、研究假设的确立必须提前于研究方法的设计。在设计问卷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做出如下的决策：
（1）问卷中将要调查哪些变量？在做该决策前要充分考量一份问卷的可容量。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内容分清重点，突出重点，避免设计出篇幅过长的问卷。
（2）问卷中的变量之间是什么关系？一份典型的组织行为学的问卷往往包括了对自变量、因变量及员工的背景资料的调查，许多问卷还会包括一些调节变量，要注意均衡地分布变量的比重。如一份调查员工满意度和员工组织承诺的问卷，要同时准确地测量自变量（员工满意度）和因变量（组织承诺）。有些研究人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他们所特别感兴趣的变量上，用了许多问题去测量这些变量，而忽略了测量其他变量的量表的质量。一份关注力不均衡的问卷当然也能产生研究结果，但难以准确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3）问卷中所含的变量是什么样的结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趋向是复杂的，因而，许多组织行为学的变量具有多重的维度。在西方文献中，组织承诺这一变量至少有三个维度，而工作满意度的维度更多。研究人员在设计量表之前必须确定调查的变量所含有的维度以及本研究项目需要测量什么维度。如工作满意度的维度包括对工作性质本身的、对薪酬的、对上司的、对同事的、对工作环境的、对未来个人发展的，等等。研究人员需要从研究的实际出发，对具体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决策。
2．量表的尺度
Stevens（1951）提出问卷量表的尺度可以分为四大类：列名的（nominal）、顺序的（ordinal）、间隔的（interval）和比例的（ratio）。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方法论对量表尺度的分类已经经历了许多延伸和完善（Pedhazer & Schmelkin, 1991; Whitley, 1996）。为了简约表达的目的，我们在此仍沿用Stevens的分类法。
（1）列名法的尺度
列名法的尺度帮助研究人员将研究样本归组分类。如在测量参与者的性别时，参与者会被归于两大类：男或女，这两大类的答案在问卷调查结束后会被编码为1和2（或0和1），以便于进一步统计分析。
依列名法的尺度测量的变量是相互对立和排他的。换言之，每一个参与者要么是男、要么是女，不可能有互相重叠的答案。列名法的尺度同时又是整体排他的，因为除了男与女以外，不可能有第三个选择。
列名法的尺度是问卷法的四类尺度中最基本的。这种尺度给予研究人员的亦是最基本的研究数据，尤其是百分比和频率。如果一个样本共有120名参与者，其中50名为女性，列名法的尺度的测量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次问卷中41.67%为女性。
（2）顺序法（排序法）的尺度
顺序法的尺度不仅将变量归类，而且将其排序。顺序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答卷者对问题的重要性的选择偏好。比如，在研究不同的工作性质特征对不同员工的重要性时，研究人员可以选用顺序法：
请标出以下五个工作性质对你的重要性程度。你应该将最重要的工作性质的项目排为1，第二重要的工作性质的项目排为2，以此为序，排出1，2，3，4和5。
 
 
 
	工作特征 	重要程度的排序 
	工作所提供的如下机会： 
	1．与他人交往 	　　　　　　　

	2．使用不同的技巧 	　　　　　　　

	3．从开始到结束完整地完成一项任务 	　　　　　　　

	4．为他人服务 	　　　　　　　

	5．独立地工作 	　　　　　　　


排序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有多少百分比的参与者认为工作提供的与他人交往的机会是最重要的，又有多少百分比的参与者认为独立地工作是最重要的。因此，顺序法比列名法所提供的信息要多。
（3）间隔法的尺度（Likert尺度）
间隔法的尺度与以上表述的两种尺度是很不同的，因为它为问卷调查带入了算术含量。以上谈到过，列名法注重于将数据分类，而顺序法注重于将数据排序，这两种尺度的性质都是非数量化的。而间隔法是典型的数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它不仅帮助研究者将数据分类、排序，而且能导向一系列的数理统计。
间隔法的尺度以奇数标度为主。虽然也有人用6点的偶数标度，但大多数研究者选择使用5点或7点的奇数标度。在一个典型的Likert 5点量表中，1往往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在下例中（见表1），1代表“极不重要”，5代表“极为重要”。
表1　Likert 5点量表示例

间隔法的尺度最大的特点是每两个标尺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在上面的量表中，1和2的答案之间的区别等同于4和5之间的区别。因而，间隔法的尺度在综合列名法和顺序法的优点之上，有数据点之间间隔一致的长处。而这一长处是极为可贵的，因为它使得研究人员可沿用此尺度从事一系列的数量分析（如信度、回归分析、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的分析等）。因此，间隔法是在组织行为学问卷实证研究中强有力的手段，亦是被最为普遍应用的尺度。
间隔法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尺度的起始点（origin point）是任意的，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可以任意决定尺度的起始值，而无法确立一个从零开始的起点。下面表述的比例法的尺度可有效地解决此问题。
（4）比例法的尺度
比例法的尺度拥有与间隔法的尺度相同的许多长处。不同的是：比例法的尺度有一个绝对的零起点，因此它不带有间隔法的尺度在起点方面的任意性。下面是用比例法的尺度的举例：
与我的同班同学相比，我估计我的平均学习成绩应该排在（请在适当的地方划圈）：

在问卷法的四类尺度中，比例法的尺度是最强有力的，因为它综合以上所述的各种尺度的所有特点，而且拥有其他尺度所没有的长处。比例法的尺度常被用在测量年龄、收入等变量上。
表2　总结了这四类尺度的特征和功效（Sekaran, 1984）。
表2　四类尺度的特征和功效

3．问题的设计
（1）开放型或封闭型的问题
“请告诉我们您在工作中感受到最有趣的五件事”。这是一个开放型（open-ended）的问题，参与者可以无拘束地告诉研究人员任何他们认为在工作中遇到的有趣的事件、场合及感受等。
开放型的问题更有利于对研究者的理性思维的开启和发展。当研究者对某一现象只有感性、粗浅的了解，而希望得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时，用开放型的问题很有效。然而，开放型的问题的答案是不能立即转化为统计数据的。同时，答卷者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回答开放型的问题。
封闭型（closed）的问题则要求参与者在一系列的选择答案中做出决策，每题给出一个答案。前面陈述的Likert尺度往往用在封闭型的问题上。
当研究者对某一现象已有相当理性的了解和预测，而希望为预测的关系找到数理支持时，用封闭型的问题最为经济有效。封闭的问题有助于采集系统性的、可立即转化为统计数据的信息。
（2）正向和反向的问题
许多研究方法论的专家都建议在问卷中加上一些反意的句子，以测试答卷者是否真正用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例如，在测量员工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量表中，量表的开发者同时使用了正意和反意的句子（见表3）。
表3　员工自我效能量表示例

问题1是正面测量自我功效，而问题2是反面测量，如果答卷者在回答问题1时选择了6或7，那么他在回答问题2时应该选择取值较低的回答（1或2或3）。如果答卷者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7，那么答案便缺少内在的连贯性，由此可推测此答卷者或许没有理解问题的含意，或许没有仔细地阅读问题。
在测量某一变量时同时有正向和反向的问题，有助于警示答卷者集中精力，仔细阅读每一道问题。然而，反向的问题如设计不当，可能导致混淆，从而使量表的信度下降。同时，研究人员须切记在搜集数据后将反向问题的答案做反转的数据化处理（reversed coding）（Whitley, 1996）。
（3）问卷封面的设计
问卷封面的设计很重要，因为它给了答卷者有关问卷的重要信息。同时，它也给了答卷者对此问卷的第一印象。封面中应表述如下信息：
 
 
	有关问卷的研究目的。
	答卷的具体要求（如要求回答每一问题）。
	研究人员对答卷者的承诺（如对数据保密，研究结果出来以后是否与答卷者分享）。
	对答卷者的感激。
	研究人员的联系方式。

4．在设计问题中需避免的现象
（1）避免使用具有双重意义的问题
有时候研究者会不自觉地将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表述在同一个问题中，从而使这个问题带有双重意义，比如：“您认为360度反馈是一个好的管理方法，可以提升员工的激励吗？”就是一个双重意义的问题，如果答卷者选择7（非常同意），研究者就无从了解答卷者具体同意的是360度反馈本身，还是它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如果研究者有意了解员工对360度反馈的感受及其功效，应该用至少两个问题来分别测量。
（2）避免使用诱导性的问题
无论研究人员自身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取向，都必须保持客观和中立。在设计量表时，应避免将自身的价值趋向带入问题以求得到答卷者的呼应。
（3）避免使用答卷者须依赖记忆才能回答的问题
有时研究者不得不要求答卷者追溯已经发生的往事。在设计这样的问题时必须要注意几点：第一，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良好的记忆能力，答卷者很可能已不记得问卷中问题所涉及的场景、事件和后果。第二，答卷者可能模糊地记得被调查的往事，而这种模糊的记忆（hazy memory）往往会导致有偏见的答案。第三，答卷者本不承担为研究人员记忆某事件的责任和义务，可能会对这种类型的问题产生反感。所以研究人员应尽量少用依赖于答卷者记忆的问题。如必须要用，则应尽量缩短需要记忆的时段，如“您在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缺勤几天”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如果换成“您在过去半年中缺勤几天”会好得多。然而，要求员工追忆过去半年的缺勤天数又可能导致其他方面的缺失，如果该员工在过去半年中因某种特殊情况缺勤很多天，那么他的回答将不能准确地表达其一贯的缺勤率。针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可以同时加上一个控制条件的问题，比如问答卷者在过去的半年中出勤状况是否与往年基本持平（或过去半年中有否重大事件发生使答卷者不得不缺勤多日）。
（4）避免启动答卷者为满足社会期望值而答题的动机
每一个社会都有被公众认可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取悦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如果问卷中的问题触及了被公众认可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便可能启动答卷者自我保护或自我服务的动机，使其从社会期望值的角度来回答问题，而不展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期望反应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比如：面对“您认为有残疾的人应该被包括在劳动力大军中吗”的问题，谁又会说“不应该”呢？我们的社会、文化、所受的教育都使我们认同残疾者的平等权利。即使一个答卷者的真实想法和社会准则不同，他亦不会公开地承认这一点。Paulhus（1991）认为，为了满足社会期望而扭曲的答题趋向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真实然而被夸大了的正面的自我表达（an honest but overly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其二则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即有意地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行为去取悦他人。作为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力求问卷调查的参与者提供真实的答案。为此，我们要尽量避免提出一些直接与社会期望相关的问题，以降低答题中因此而引起的偏差。



8.2　增强问卷法的有效性
8.2.1　增强问卷法有效性的途径
问卷法以其灵活、便捷、快速和便宜的诸多优点，成为管理学定量研究中最为普及的搜集数据的方法。与此同时，过度地依赖问卷调查已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在许多论文的最后章节读到作者的自省：“本研究的弱点之一是所有的数据都由一份问卷取得，这使我们难以避免共同方法变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从而无法确定我们所预测的因果关系。”
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是指由于测量方法的单一性（而非所测变量所代表的关系）所造成的变异。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如果测量自变量、因变量、其他变量的数据都取自同一个数据来源——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便产生了。人们常常将共同方法变异视为问卷法的天然缺陷，其实共同方法变异的产生并不是问卷法本身的过错，而是我们过于依赖问卷调查的后果。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完全可以在使用问卷法时避免共同方法变异。这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跨越用同一份问卷搜集所有数据的局限，增强问卷法的有效性。
跨越局限和提高问卷法有效性的途径，大致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多卷多时点问卷法。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时间段，用两份同样（或相似）的问卷，对同一研究样本搜集调查表数据。
第二类，多群体问卷法。针对某一研究问题，对至少两个不同的群体（如管理人员和员工）搜集调查表数据。
第三类，多来源数据综合法。研究数据取自于至少两个不同的数据来源。
以上陈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均在问卷法的范畴之内，而且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以下着重介绍第三类——多来源数据综合法。
8.2.2　多来源数据综合法
多来源数据综合法的特点是将研究建立于对自我报告的数据（self-reported data）和非自我报告的数据（non-self-reported data）的综合性的搜集和分析之上。
自我报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法。非自我报告的数据来源甚广，大致包括如下三大渠道：
（1）取自于单位（如员工工作表现、缺勤、工作性质分析等）；
（2）取自于社会（如政府统计数据、社会共有资料等）；
（3）取自于样本（来自于研究样本的非自我报告数据，如生理健康数据、行为数据等）。
企业和社会的数据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研究的需求运用这两大渠道。来自于企业和社会的数据的优点在于易于获取。同时，由于它们的存在是独立于研究项目之外的，其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数据往往难以和研究的需求紧密契合。
有关样本的非自我报告的数据往往并不存在，研究者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进行采集。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这样的数据往往不容易获取。然而，正因为它们是为了某一研究项目而量体裁衣、专门搜集的，研究者会仔细地选择变量，设计搜集数据的程序，掌控搜集数据的过程，以期使得这些数据满足研究的需求。
以下的部分介绍多来源数据综合法的三种类型。为了简约表达的目的，我用亲身参与过的研究项目为每一种类型做一简单举例。
锚点法
锚点法的重点在于运用非自我报告的数据组成一个客观的“锚点”，以此为基准来研究主观的心理现象。锚点法对跨文化研究特别有用，这是因为心理现象的外在表现往往受环境制约，而这种制约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尤为突出。拥有一个客观的“锚点”，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运用和分析来自于问卷法的主观数据，从而提升研究的质量。
众所周知，自我袒护是人类共有的心理现象。这种趋势使得人们往往会过高地估计自身的能力和成就——自我从宽趋势（self-leniency tendency）。在现有的文献中，有关自我从宽趋势的研究大都基于单一的问卷法或前面谈到的多群体问卷法（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对自身能力进行评估，再将其自我评估与他人对其的评估进行比较，从而检测参与者是否有自我袒护的趋向）。
Xie, Roy和Chen（2006）研究了文化和个性对自我评估的影响。他们用问卷法测量了1687位来自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日本、加拿大的参与者的自我评估、文化价值观念和个性等一系列的变量。与此同时，对每一位参与者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测试（Raven, Raven & Court, 1991），以此作为一个客观的锚点，来衡量参与者在自我评估中的自我从宽趋势。在这个研究中，自我袒护这一心理现象是由众多的变量来测量和分析的，包括参与者自我报告的认知能力和自我估计的能力测试结果。即使没有能力测试的客观数据，也可以得出一系列的结果。但是，如果研究建立在单一的主观数据之上，其结果难免受到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从而无法确定所预测的因果关系。因此，当我们将研究基于对自我报告的数据和非自我报告的数据的综合性的搜集和分析之上后，可使研究结果更为清楚、翔实、丰富，可增强问卷法的有效性。
共测法
共测法的重点是运用自我报告和非自我报告的数据测量同一个变量，从而达到用主客观数据共同测试、相辅相成的目的。使用共测法可以有效地规避由依赖单一数据源而衍生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
Xie和Johns（1995）研究了工作设计和员工心理健康的关系。他们预测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员工的情绪耗竭及焦虑之间是U形的抛物线的关系。换言之，太过复杂或太过简单的工作均会对员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其研究样本包括从事143种工作的418名加拿大员工，涵盖从事复杂工作的员工（如高层主管）和从事简单工作的员工（如装配线上的工人）。
该研究的自变量——工作的复杂程度的数据取自于三个独立的数据来源：（1）员工的自我报告（Hackman & Oldman, 1980）；（2）职业头衔手册（Roos & Treiman, 1980）；（3）职业声誉手册（Treiman, 1977）。研究者根据每一位样本提供的其从事的工种的信息，取得在职业头衔手册和职业声誉手册中有关该工种的复杂程度的指标，登录在数据库上，由此形成有关工作的复杂程度的多源数据。
该研究的结果显示，取自于三个独立来源的工作复杂程度变量均与员工的情绪耗竭呈现U形的抛物线关系。这给我们重要的启示。首先，基于三个独立来源的数据的研究结果比产生于单一数据源的结果更真实、更可靠、更强壮（robust），因为它们拥有外部效度。其次，员工自我报告的其工作的复杂程度与专家们在两种手册中所测定的同一工作的复杂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且具有相似的预测性。这样的结果提示我们不可低估员工对自身从事的工作的主观认识的准确性，也不可低估问卷法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对问卷法的使用要尽可能地降低其主观性，而运用源自于自我报告和非自我报告的数据共同测试同一变量，可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
延伸法
延伸法的重点是运用非自我报告的数据延伸研究范畴。在这里，自我报告的和非自我报告的数据所测量的不是同一个变量，而是在一个大的构念中的不同的组成部分。
员工健康是一个巨大的构念。在组织行为学领域里，绝大部分有关工作压力和员工健康的研究用心理健康作为结果变量。这一方面是因为心理学是组织行为学的基础科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理健康的数据很容易通过问卷法采集。
在Xie, Schaubroeck和Lam（2008）对国内员工的压力和健康的纵向跟踪研究中，有关员工健康的数据取自于三个独立的来源：（1）员工的自我报告（心理健康指标，如情绪耗竭；生理健康指标，如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病情况）；（2）免疫机制指标（免疫球蛋白A，免疫球蛋白M）；（3）血压。研究者对496位参与者跟踪三年，从每位参与者那里搜集问卷、血样、血压，并从企业那里搜集与之相关的工作表现和缺勤数据，以此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有关员工工作、健康和行为的数据库。这样的数据给予研究者有关员工健康的新的知识和感知。而这些知识和感知，对延伸员工健康的研究范畴大有助益。
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有很大的付出。与付出成正比的是，它赋予研究者许多的灵感。我们学习到人的健康是一个极为繁杂的综合体，而心理健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了解到不同的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健康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而数据搜集到的只是静态的瞬间现象。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一旦拥有了非自我报告的数据，便拥有了研究的客观性。对主客观数据有效的综合运用需要研究者付诸心血、刻苦学习、反复摸索、不怕失败、超越自我。
小结
锚点法、共测法和延伸法同属多来源数据综合法，其共同特点是从多个数据来源采集数据。锚点法用客观数据形成锚点，以此为基准来研究主观的心理现象。共测法运用自我报告和非自我报告的数据来测量同一个变量，为研究结果提供外部效度的依据。延伸法帮助研究者跨越自己的研究领域、延伸研究的范畴。
8.3　结语
以上的章节重点介绍了在实证研究中的问卷法。一份问卷是如此平常和普通，很少人能真正理解其中凝聚着多少研究人员的心血。问卷的质量好坏有天壤之别，如果你有意于借助问卷调查法从事管理学研究，以下的建议或许对你有所助益：
 
 
	设计问卷前，确立研究思想和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确定研究变量。
	如沿用现有的量表，确认量表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如翻译西方量表，确保翻译质量，并做前期测试。
	如自行设计量表，仔细研究变量以及适用的尺度，尽量采用数据分辨度高的尺度，如间隔法或比例法。
	避免使用双重意义的词句、诱导性的词句以及需依赖记忆方可回答的问题，避免启动答卷者为满足社会期望而提供答案的动机。
	用简单的语言设计问卷，问卷不宜过长。
	如可能，亲自发放和搜集问卷。
	在研究道德准则指导下，实施实证研究的每一步骤。

如你有意采纳多来源数据综合法，请参照以下的提醒事项：
 
 
	此研究项目要解决什么理论问题？
	采用来自于不同来源的数据能在什么程度上帮助解决如上的问题？
	就此研究项目而言，什么是最理想的非自我报告的数据？
	我是否了解将要搜集的非自我报告的数据的性质？它们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我是否了解应该如何搜集该非自我报告的数据，以确保其信度和效度？
	我是否了解应该如何分析该非自我报告的数据？
	我是否已准备好了面对搜集和分析非自我报告的数据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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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管理学研究者来讲，没有数据，再好的理论创意也很难转变成为一篇实证论文。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来，经常能听到研究同行抱怨说数据的可获得性低，尤其是海外回来工作的管理学研究者更是抱怨有加。这也难怪。比如在北美，企业通常对学术研究价值的认同度比较高，对学术调研很合作，这使得通过问卷获取数据的成功率一般很高。在国内，通过问卷调研获得数据却不容易有这样的运气。与微观层次的管理研究相比，宏观层次的管理研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这类研究，比如企业战略管理研究，通常需要在企业层次上采样，且通常需要CEO或者企业高管来亲自填写问卷，这些要求大大限制了问卷数据的可获得性。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就中外合资企业问题进行调研，他找到了一个中外合资企业的名录，以此作为样本框（sampling frame），以某种标准的统计方法抽取了其中的1000家企业作为问卷调研对象，发放了事先设计好的问卷。最终的结果是只回收到4份问卷。一些研究者因此会想办法通过借助政府等有关权力部门的力量来发放和回收问卷，但学术调研能无条件地获得有关权力部门支持的并不多见，通常都是在替政府做调研课题中以“搭便车”的方式来发放和回收问卷。这样做的话回收率一般会有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且不说政府部门对问卷设计的干预，单说企业填写的动机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就很难评价。
上面这段话绝非是要质疑或者贬低问卷调研这种获得一手数据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运用的有效性，而是要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高质量的一手问卷数据的确不易获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一片数据的沙漠。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遍地都是数据金矿。我这里说的数据金矿，就是指二手数据。本章将聚焦于二手数据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使用。二手数据通常用于宏观层次的管理学研究。宏观层次的管理学研究一般涉及（但既不能完全涵盖，也不限于）战略管理学研究、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管理研究、企业家创业研究、创新研究等。本章所讨论的内容均为宏观层次的管理学研究，所针对的读者亦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同仁们。
有的同仁也许会说，即便是就二手数据的获得性而言，国内也无法与国外相比。比如说在北美，由于有健全而有效的社会统计制度以及适用于某些信息的披露制度，由于有成熟的行业协会和专业的数据服务公司，加之有自由而发达的出版发行业的存在，二手数据不但十分丰富，且容易获取，方便利用。这的确是实情。在国内，系统编制的优质二手数据库，特别是下文中所说的结构化的二手数据，尚还有限。但二手数据确如金矿，只不过丰富而珍贵的二手数据大多是以“矿石”的形式存在着，它等待着有心人去探索、识别和开发。研究者要像淘金者一样去“淘”。虽说“淘”金的过程并不容易，但终归比问卷调研更能做到自主可控。
当然，二手数据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作为一手数据的替代。正如下文所强调的那样，二手数据有很多性能优于一手数据。也就是说，对于有些研究问题，采用二手数据优于采用一手数据。甚至，对于有些研究问题，非得采用二手数据不可。



9.1　界定二手数据
所谓二手数据（secondary data），是相对于一手数据而言的。一手数据（primary data）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数据由研究者或者研究者训练和委托的研究助理（或者中介服务机构）按照研究者的问题设计直接向被调研对象搜集而成；（2）数据直接用于研究者自己的研究项目；（3）在数据搜集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与被研究对象发生直接接触；（4）数据一般为研究者所拥有。与一手数据相对应，二手数据一般具有如下特征：（1）原始数据是他人（或者机构）搜集的；（2）原始数据的搜集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可能是研究目的，也可能是行政管理目的或者别的目的），而不是专门为本研究设计而为；（3）研究者在使用二手数据时，通常不与数据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发生直接的调研接触（如访谈、观察或者问卷发放与回收）；（4）通常可以通过公共及公开的渠道获得。
我们常见的公开出版或披露的上市公司数据、专利数据、工业企业普查数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国家和城市年鉴数据、联合国跨国公司署提供的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和流出数据等，都属于具有上述特征的二手数据。更一般地，报纸、期刊等都可以成为获得二手数据的来源。
广义地讲，二手数据的最初采集过程包括一手数据的采集方式。比如上市公司数据，对于广大的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典型的二手数据。但每家上市公司在根据披露制度按照标准表格填报有关数据和信息时，其过程本质上与填写调研问卷这样的一手数据采集过程别无二致。
全国工商联曾经邀请一些学者参与到它的中国企业家调查项目中，组成专家组，共同设计调研问卷。我的一位同事是专家组成员之一，负责某一类调研问题的设计。他说服了专家组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学术研究嵌入在该调研问卷中。当然，如前面所讲，“搭便车”常常需要对问题设计有所妥协，因为有很多类调研问题要在同一套问卷中被囊括，而问卷容量毕竟又有限，致使特定研究问题的设计无法得到全面的铺展，要忍痛做些割舍才行。但幸运的是，尽管问卷设计有所折扣，毕竟还是通过这个机会获得了宝贵的大样本问卷数据。这套数据对于我的这位同事来说，就是一手数据。这套数据后来公开了，为很多管理研究者所采用。对于后者来说，这套有点“包罗万象”的全国工商联数据就是二手数据了。这种使用二手的问卷数据的例子在文献中时能见到。
人们通常用“挖掘”一词来形容二手数据的使用。很多人坚持认为二手数据挖掘属于数据驱动（data driven）的研究，并对此表示不屑。我不这么看。一方面，二手数据的使用完全可以是理论驱动（theory driven）的。下文所列举的多篇优秀论文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即便是数据驱动，亦无不可。任何数据，不论是何种形式，都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某种映象。研究者可以因为预先的某种理论创意和想象力识别了某种二手数据的学术价值，也可能是反过来受到数据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理论创意，拓展了想象力。挖掘，应当理解为研究者与数据的互动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研究者通过与数据进行“交流”获得启发的过程。
据我所知，很多容量较大的问卷数据都会被研究者及其合作者多次“再挖掘”。一手数据的这种“特定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要在原有的理论模型之外寻求想象的空间，这在本质上与“二手数据”的使用没有多大差别。我们在文献中会看到有一些研究论文是以同一套问卷数据为基础的，这套数据对于其中的某些作者来说是一手数据，而对于其他作者来说则是二手数据——别人的一手数据。
在组织管理学研究文献中，二手数据的使用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与形式；
第二，作为辅助性的数据源泉，旨在增加对实证背景的理解和把握，或者用于对所选取样本数据的可靠性的确认；
第三，作为问卷数据的补充信息，比如通过二手数据获得ROA和ROE等客观性绩效指标，以此来补充问卷数据中的主观性绩效指标。
本章讨论的是第一种形式，即二手数据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和形式。这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作为案例研究方法的数据搜集方式，例如，Mintzberg和Walters（1982）研究的是一个零售连锁公司60年的成长历史，为此作者对跨度几十年的媒体资料和公司内部记录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另一类是需要利用或有现成的较大规模样本的二手数据来进行基于理论的假设检验。本书中有专文讨论案例研究方法，因此本文聚焦于利用二手数据来进行基于较大样本的假设检验的研究。在这方面，二手数据又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像上市公司数据库那样已经以矩阵形式被整理和准备好的量化数据（quantitative data），方便使用；一类是像报纸杂志那样以文本格式存在的质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加工整理和提炼才能使用。
下面，我首先通过一些典型例子回顾二手数据在宏观组织管理研究文献中使用的传统和所做出的贡献。接下来，我采用一个方便的小样本对新近发表的管理学期刊的几篇论文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分析，借此来初步了解二手数据使用的一些分布性特点、优越性以及使用时需要注意的方面。



9.2　二手数据的传统与贡献
宏观层次的管理研究继承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主要依赖二手数据的传统。在组织理论文献中，采用二手数据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Baum和Oliver（1996）从组织生态学和社会学的制度化理论视角来研究组织创立（organizational founding）问题，他们的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1971年1月到1989年12月的多伦多城市地区的幼儿日间看护中心。他们的数据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多伦多城区的社区信息中心（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 of Metropolitan Toronto）所提供的Directory of Day Cares and Nursery Schools in Metropolitan Toronto，这是一个包含所有日间看护中心有关信息的年鉴；另一个来源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社区与社会服务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Services）所提供的日间看护机构和业务的信息系统（Day Nurseries Information System），这个系统保存了安大略省所有日间看护中心的经营权记录和一些其他信息。作者利用这两个二手数据资源创建了一个实证样本和恰当的分析变量。这两个数据来源均是二手的数据来源，在数据性质上完全符合前文的四条界定标准。
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PIMS数据的贡献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PIMS数据实际上来源于最初由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发起的Profit Impact of Market Strategies项目，故而简称为PIMS。该项目的建立是为了对企业战略与绩效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项目后来转移到战略规划协会（Strategic Planning Institute），由该协会进行协调管理。按照Hambrick, MacMillan和Day（1982）的说明，大约有200家公司每年向PIMS项目提交涉及大约2000个业务单元（business unit）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企业业务所处的环境、战略措施以及绩效。这样，经过长期而系统的汇集和整理，PIMS数据成为研究环境、战略与绩效之间关系的一个宝贵的资源。后来，PIMS数据向学术界开放，对于战略管理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套信息极其丰富的宝贵的二手数据，在一段时间内炙手可热，基于该数据库的大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战略管理学的发展，尤其对早期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商务研究领域，二手数据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行为是国际商务研究的重要议题。而这方面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哈佛大学进行的。其中，Raymond Vernon教授所创建和领导的“哈佛跨国公司项目”为此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1965年，在哈佛任教的Vernon教授担任该项目的主任，这个项目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美国和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行为。为此，Vernon所领导的团队决定创建一个系统的数据样本，他们选择那些至少在6个国家有直接投资和运营的大企业，系统搜集了这些企业的财务、组织、生产、营销等信息，到1976年，他们的数据库已经包含数百家企业的系统数据。这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关于跨国公司投资和经营的大样本数据库。到1976年，基于这个数据库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包括19本专著、28篇博士论文和184篇学术期刊文章。
这样的例子在文献中随处可见。比如，在合资企业研究的文献中常被用到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IVEY商学院所创建的“Toyo Keizai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Toyo Keizai是日本的专业数据公司，该公司系统搜集、整理和出版多种数据，其中有一套数据是基于日本公司在全球投资和运营的年度信息汇编而成，每年以纸质形式出版发行。1994年，Paul Beamish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注意到这个数据库的价值，于是着手通过手工录入的方式把纸质数据转变成电子版数据格式，然后进一步编码和创建了一系列可供理论分析的变量。后来，Beamish和他另一位博士生，即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的Andrew Delios，对该数据库进行了持续的更新、补充和改进。根据Beamish教授的统计，到2007年9月，Ivey的教授和博士生们（包括毕业的和在读的）运用该数据库的数据一共发表了72篇学术期刊论文，出版了4本专著并写就了相关图书中的17个章节。
为了对二手数据的使用与学术贡献获得一个基本面的了解，我对2007—2011年间涉及战略领域研究的四本主要学术期刊进行了考察。这四本学术期刊是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AMJ、Organization Science (O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IBS)。表1总结了各个期刊基于二手数据的论文在全部实证研究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总体来看，二手数据的使用比例在四个期刊中以AMJ为最低，以SMJ为最高，OS和JIBS在两者之间。AMJ是一份兼顾宏观与微观管理研究的学术期刊，而SMJ则专门发表战略管理研究论文，所以不奇怪为什么SMJ的二手数据的使用占很高的比例。而且从这四个年度来看，SMJ中的二手数据使用比例似乎还有显著的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竟然达到90.6%，意味着每10篇发表的实证型战略管理研究论文中，就有9篇可能是采用二手数据来进行假设检验的。这足以表明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二手数据的学术贡献占有主导地位。
表1　主要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采用二手数据统计，2007—2011

我在这里报告这个小小的“调研”结果，还有另一个用意，即借此示意一下二手数据的使用，因为我这样做本身即是在使用二手数据资料，完全符合前文所述的二手数据的四个条件。我这里仅仅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我完全可以用所回顾的期刊论文作为二手数据检验某种理论构想，但这需要首先有理论视角才行。这实际上就触及了“如何”（how to）使用二手数据的问题。这一点留到下文“眼、法、工”一节给予专门的说明和阐释。



9.3　文本形式的质性数据
在文献中，很多论文所利用的二手数据就像我上面回顾的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一样，其原始存在形式实际上就是一堆文本资料，我们可以叫做质性数据，而不是直接能让SPSS或者Stata等软件读取的量化数据矩阵。这里有几篇论文作为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在SMJ上发表的Nadkarni和Narayanan（2007）。在这篇论文里，作者将产业发展速度、战略动态性以及管理者认知这三方面的文献相结合，研究了产业发展速度（industry clock speed）对战略谋划（strategic schema）、战略灵活性（strategic flexibility）和企业绩效三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作者将产业发展速度定义为产业在产品更新、流程技术替代以及产业内组织的行为和结构变化这三方面的速度。战略灵活性是指企业能够预知变化，并在资源配置和战略行为两方面根据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的能力。战略谋划反映的是高层管理者的认知、逻辑、知识体系和思维架构，高层管理者通过这些体现自我认知和信息处理方式的战略谋划来进行战略决策，采取战略行动。作者认为，复杂性和专注性是战略谋划的主要特征。作者提出一系列假设，这包括：产业发展速度将调节战略动态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战略谋划的复杂性将促进战略动态性的提高，在产业发展速度快的行业，这将积极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战略谋划的专注性将促进战略稳定性，在产业发展速度慢的行业，这将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
显然，这项研究的实证有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需要选取一个合适的研究背景——相应地也就是选取一个合适的样本——以凸显行业发展速度的调节作用；另一个关键是如何测度战略谋划这个理论概念。
在背景和样本选取方面，作者首先根据学术文献确定了行业发展速度的衡量标准，然后根据该标准在1980—1990年间Compustat数据库中识别出7个高速发展行业和7个低速发展行业（基于4位SIC编码），这样他们一共获得了178个在高速发展行业中的企业、154个在低速发展行业中的企业。经过进一步的样本筛选（主要是为了控制企业多元化程度、企业成熟过程以及年报真实程度对结果的影响等因素），作者最终在高速发展行业中选择了124家企业，在低速发展行业中选择了101家企业。
针对第二个关键问题，作者采取的技术路线是阅读上市公司年报中CEO致股东大会的信，通过阅读来识别和测量“战略谋划”这一反映CEO认知的变量。作者利用年报信息，通过识别因果关系陈述、构建因果关系概念、对概念进行编码和分类的方式，创建了因果关系图（a causal map）。进一步，作者把这些编码后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看做点和线，然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对点、线以及集中度等指标处理技术创建并定量测度了“战略谋划”的复杂性和专注性两个具体维度。这样，作者就“顺利地”解决了该研究的一个核心技术问题——对战略谋划的测度。这里的“顺利地”加了引号，是想表明这个技术路线的逻辑非常清晰，在此意义上是“顺利”，但具体的识别、编码和计算过程则非常烦琐，为了做到尽可能的准确，作者必须倾注足够的耐心。
第二个例子是在SMJ上发表的Commanding Board of Director Attention: Investigating How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EO Duality Affect Board Members Attention to Monitoring（Tuggle, Sirmon, Reutzel & Bierman, 2010）。这篇论文考察公司治理中的监察问题。论文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察不是保持如一，而是会随着不同的组织条件与经营状况发生变化。作者假设：如果公司的绩效较之于前期的绩效向下偏离，董事会对管理层监察的注意力就会增加，反之就会降低；如果董事会主席与CEO是同一人即所谓的Duality，董事会的监察注意力也会减弱。为了检验这些假设，作者选取了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作为原始的二手数据，从中识别和编码董事会监察管理层的“注意力”。原始数据包含了18个行业的178个上市公司从1994年到2000年的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作者在正文中的研究方法部分和四整页的附录中翔实地报告了他们为什么选用这样的数据，是如何获取数据、如何进行编码以及如何进行变量的具体测度的。他们获得的最终的面板数据包括979个观测点。
第三个例子是在SMJ上发表的She'-E-Os: Gender Effects and Investor Reactions to the Announcements of Top Executive Appointments（Lee & James, 2007）。这篇论文研究了企业高层管理者任免公告与股东反应之间的关系。作者特别关注的是性别因素对这一关系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包括：由于高层管理者中女性代表的贫乏以及人们对性别角色和工作性质的铅板效应，女性被任命到CEO这一职位上会伴随更多的负面预期和评价（假设1）；同时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假设2），而这些关注与报道会较多地强调性别因素（假设3）。相比于女性CEO在CEO中的比例，女性高层管理者在高层管理者中的比例较高，这就使得女性高层管理者的任命所得到的负面效应低于女性CEO任命的负面效应（假设4）。因为高层管理者中女性比例较大，所以在这一层面，女性和男性的任命所导致的股票市场反应没有显著的差异（假设5）。同时，由于内部继任者有对公司了解和认知的优势，所以女性内部继任者相比外部继任者会带来更积极的股票市场反应（假设6）。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假设，作者通过对199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新闻专线、报纸以及其他出版物的搜索获得了3072条任职宣告的样本。通过一系列样本筛选程序，作者最终选择了1624条宣告，其中529条是关于CEO职位的宣告。基于这些宣告所包含的信息，作者识别了被任命人的性别（Gender: 1代表女性，0代表男性）和被任命人是否是内部继任者（Firm Insider: 1代表是，0代表不是）。这是该研究的两个自变量。作者通过对文档资料的阅读、提炼和编码创建了一些控制变量，比如任命原因、行业内人士（industry insider）和经历（previous experience）。拿任命原因来说，如果前任是被迫辞职或者因为绩效很差和公司重组、公司被收购等非常原因，则用1代表；如果没有这些非常情况，则用0代表。
为了识别和测量媒体报道对CEO或高层管理者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内容维度，作者采用了一种叫做Centering Resonance Analysis（CRA）的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CRA分析是通过Crawdad软件完成的。这个软件可以对词汇在词汇网络中的相距性集中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进行量化，从而可以确定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词汇。研究发现，任命宣告发生后报道平均篇数的统计结果显示为男性CEO 2.41篇，女性CEO 2:77篇，T检验结果不显著，因此，女性被任命到CEO这一职位上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但是，对报道内容所进行的CRA分析显示女性CEO报道会较多地强调性别因素，例如在对女性CEO所进行的报道中，反映型别因素的“女性”和“家庭”等词汇出现在10个影响性最高的词汇列表中，而在男性CEO报道的10个影响性最高的词汇列表中却没有关于性别因素的词汇。对于女性CEO和女性高层管理者影响的区别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作者的假设，即相比于女性CEO，女性高层管理者的任命所得到的负面效应要低。因为高层管理者中女性比例较大，所以在这一层面，女性和男性的任命所导致的股票市场反应没有显著的差异。
第四个例子是陈明哲（Ming-jer Chen）与其合作者的一系列关于企业间竞争动态性（competitive dynamics）的研究。他们对竞争攻击与反应的研究也是采用通过文本分析把定性形式的二手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的方法完成的。利用所创建的同一套数据，他和合作者先后在SMJ和AMJ等多个顶级的组织管理学期刊上发表了数篇关于企业竞争性行为的论文，可谓多产。按照Chen和Miller（1994）所做的描述及说明，他们选择的研究背景是美国国内航空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1）行业具有较高的竞争性；（2）产业边界清晰；（3）行业竞争者由于多为单一业务企业，因此行业内竞争受到来自公司层的干扰也少；（4）行业具有丰富的公共信息来源。作者最终选择的是具有50年历史的行业杂志Aviation Daily，因为它提供了最为完全和详尽的航空行业内的竞争信息。作者通过回顾该杂志从1979年1月1日到1986年12月31日之间的每一期，来识别和编码有关“攻击行动”和“报复性反应”的变量。
作者依据以往的学术文献把如下竞争行动类型归结为攻击行动：减价（price cuts）、促销（promotional activities）、产品或服务变更（product line or service changes）、分销渠道变更（distribution channel alterations）、市场扩张（market expansions）、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兼并与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以及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为了识别和编码“报复性反应”，作者在Aviation Daily杂志上搜索如下关键词汇：“in responding to”, “following”, “match”, “under the pressure of”, “reacting to”。
找到这些词汇后，作者通过倒推的方式追踪（trace）一系列行为中的“初始行动”（initial action），然后确认攻击与报复反应的交互关系。这样，作者一共识别了780个攻击行动和222个“反应”（response）。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识别并编码了一些变量，如：是否有反应（1代表有反应，0代表没有反应）和反应的迟滞（response delay），即在杂志上报道的“行动”日期与“反应”日期之间相差的天数等。
上面介绍的这几项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所使用的二手数据的原始形式是文本形式的，都需要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或者叫结构性的内容分析方法（structured content analysis），识别、提取和编码所需要的变量信息，这种分析通常是通过识别关键词汇、主题（theme）、某种陈述（assertion）或者故事描述，然后进行编码转化成量化数据形式的。



9.4　矩阵结构化的量化数据
从文献中看，使用现成的、已矩阵结构化的定量形式的二手数据占绝大多数。毕竟，像Nadkarni和Narayanan（2007）、Lee和James（2007）以及Chen和Miller（1994）那样用手工的方式处理文本资料来获取可进行回顾分析的数据，太耗时耗力。理论上而言，这几位研究者所做的数据搜集和处理工作完全可以由某些专门的数据机构替代完成，而这正是很多专业数据公司存在的原因。
在我回顾的期刊论文的样本中，Sampson（2007）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Securities Data Company（SDC）。SDC就是一家专门的数据公司，它的工作人员追踪全球范围内的并购、合资和战略联盟的公告信息，然后提取和编码，最后整理成矩阵结构化的定量形式的数据库。很多研究者正在使用SDC的数据和类似的数据库。毫无疑问，这样的数据给研究者带来了更大的使用便利。
但像SDC这样的数据来源也有它不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1）数据不一定都基于企业自报机制；（2）数据不一定能保证系统性、全面性和客观性；（3）数据公司会尽可能多地提供变量指标，但因为不是为要进行的研究特别设计和定制的数据，所以变量可能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4）因为数据搜集、变量识别和提取的过程涉及众多的工作人员，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可能会存在问题。
Anand和Khanna（2000）发表的关于战略联盟价值创造的论文指出了这些不足的存在。他们这样写道：


The data on alliances entered into by firms are drawn from the Strategic Alliance data base of the Securities Data Company (SDC). Such deals include agreements or contracts entered into various stages of the value chain. SDC obtains information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sources, including SEC filings, trade pub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news and wire-sources. Although the data base goes back to 1986, SDC appears to have initiated systematic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for tracking such deals only around 1989; hence, the deal sample prior to 1990 is far from comprehensive. Even over the 1990—1993 sample period, the data clearly would not track all deals entered into by U. S. firms, owing to inadequate corporat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所以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应该格外小心，要在样本选取、筛选、验证和矫正方面严格把关。在这方面，Anand和Khanna（2000）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作者详细说明他们如何采取一系列步骤对数据进行验证和清理，以确保数据在合约类型、行业分类和联盟日期等方面的准确性。以如何确保合约类型数据的准确性为例，他们在论文里报告如下：


We were able to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tractual type of the alliance from non-SDC-sources on about 80 per cent of the deals. From reading of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agreements in Lexis-Nexis, the SDC data on contract type is quite accurate. In some cases, however, alliances are classified in a unique category when in fact the underlying deal appears to be more complex-and encompasses more than one type of contract. For example, the transfer or exchange of technology in a licensing deal was, in a few cases, also accompanied by the setting up of a jointventure for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marketing. However, such cases are not observed frequently in the data.

For joint ventures, SDC provid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whether these are entered into the R&D stage or marketing stage. We classify these as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and marketing joint ventures, respectively. The remaining joint ventures mostly involve cooperation exclusively in manufacturing, hence we classify these as production joint ventures.



这个例子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作为严谨的学者，我们不能在得到“现成”的数据库的时候，就想当然地认为数据足够“干净”和可靠，我们一定要付出额外的努力，确保选取的样本和变量指标是合适而可靠的。
与SDC这类二手数据相比，上市公司数据和专利数据在数据的系统性、可靠性和“干净”程度上更高一些。
上市公司是公共公司（public firms），依照法规，企业必须如实公开关于企业的组织、战略、运营和财务方面的数据，所以上市公司数据库的数据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同时，上市公司数据还具有跨行业、跨年代并且容易与其他二手数据库进行连接等优越特征，因而对实证检验的支持力度更为强大。比如，Tong和Reuer（2007）采用实物期权（real options）的视角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多国程度（multinationality）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他们首先确定从Compustat选取行业SIC在3000—3999之间的制造业企业，然后结合另外一个数据库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iliations（1985—1996）确定了样本的框架，并从这两个数据库里获得多国程度、企业资产、企业的资产回报、研发投入、销售收入、库存、费用等指标信息。除此以外，他们还利用其他二手数据资源创建了其他变量，比如，他们采用Kogut和Singh（1988）的方法，对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计算，生成了文化距离这个变量。
专利数据也属于公共数据资源。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美国专利数据。研究者可以到美国国家专利局的网站上获取专利数据。注意，这里说的“美国专利”，是指在美国国家专利局申请并获得授权的专利，该专利完全可能源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专利受到偏爱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数据获得的便利性；（2）美国既是当今世界上的技术领先国家，同时也是很多技术和产品的最大的市场；（3）包含信息丰富，数据结构整齐，数据维护系统，数据格式便于使用。
原始的专利数据实际上是无数的专利文本。表2展示的是一个专利文本中的摘要部分。由于专利数据对研究的价值，已经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数据公司（比如NBER和CHI Research Company）对此进行了开发，提供已经矩阵结构化的定量形式的专利数据库。现有的专利数据库基本上是把表2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而成的。
专利属于法律授权，评审的标准完全基于技术发明的新颖性，因而专利数据在组织间、行业间、国家间和大跨度的时间范围内具有高度的可比性。从表2可以看到，专利数据中有如下可识别的信息：专利号、企业、时间、地点、技术领域和引用文献等。专利号是一项专利的“身份证”，企业名称可以用来连接其他数据库。Kotabe（2007）就是把专利数据与Compustat以及Forbes Top 100国际公司数据库进行结合。时间、地点和技术领域都是样本选取和统计分析的重要维度，当然，专利数据在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还是它所包含的引文（citation）信息。在表2中，References Cited标题下所列举的美国专利、外国专利和其他参考文献都属于引文。
表2　美国专利文件摘要信息示例

研究者们通常采用的是引文中的美国专利，因为可以通过专利号非常便利地在同一数据库中进行关联和有关技术处理，以创建所需要的变量。Jaffe与他的合作者于1993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Gaffe et al.（1993）成为一篇在使用专利数据文献中广为引用的经典之作。在这篇论文里，他们认为专利作为发明创新的结果代表了人类知识的结晶，专利之间的引用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知识在被创造过程中源于溢出效应产生的联系（linkage）。这个创意对后续的研究者们如何挖掘专利数据提供了巨大的启发。
Kotabe et al.（2007）的论文就是一例。该论文主要的解释变量都是通过专利引文数据创建的。比如，作者用每年公司所持有的专利申请的引文之中原产地为国外的引文所占的比例来测度国际知识转移，用每年公司所持有的专利申请的引文之中原产地为本国的引文所占的比例来测度国内知识转移。他们还创建了一个变量叫做知识复杂度，是用一个专利从申请到被授权之间的年限来测度的（这里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一个专利在专利审查员那里停留的时间越长，表明知识复杂度越高）。还有一个变量，叫做国际知识分散度（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spersion），创建方法如下：如果一个美国跨国公司某一年的专利总数为8个专利引文，其中有5个的发明地为日本、1个的发明地为意大利，那么国际知识分散度的测度则为2。
在利用专利引文数据方面，Ahuja and Lampert（2001）更具创意。这篇论文的因变量是突破性发明（breakthrough inventions），三个自变量分别是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新颖技术（novel technologies）和领先技术（pioneering technologies）。为了创建因变量，作者首先把企业所在行业（化学行业）的所有专利按照它们被引用的次数排序，把位列于前1%的专利当做突破性发明。然后，作者把一个样本企业的这类专利按年度加总，即得到了因变量的测度值。几个自变量的创建过程如下：
（1）新颖技术。查看一个企业的专利历史，比较专利的技术分类，如果发现在最近三年有专利曾被归于一个新的技术分类中，即该企业的专利以前不曾被划入的技术分类，那么则可确认为“新颖技术”信息。作者将年度加总的这类新的技术分类数作为新颖技术的最后测度值。
（2）新兴技术。首先计算每一个专利所引用的专利的平均“年龄”，然后按照年度加总那些引文专利的平均年龄小于3的专利数目。这个加总值就是新兴技术的测度值。
（3）领先技术。按照年度加总一个企业不曾引用过任何其他专利的引文的专利数目。



9.5　二手数据的优越性
通过对上面几篇研究论文的回顾，我们对二手数据的使用获得了一些大致的印象。从这些论文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使用二手数据具有如下的一些优越性：
9.5.1　基于二手数据的样本量通常很大，样本甚至可以具有时间跨度，从而获得面板数据
我们知道，如果采用一手数据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者个人资源的有限性（时间、经费和人手），通常情况下样本量难以做到很大；要做到跨时段采样，就更困难了。采用二手数据在样本大小和时间跨度上具有明显的优势。Short et al.（SMJ, 2007）从Compustat提取1165家从事单一业务的企业作为样本，样本覆盖12个行业（4 digit），时间跨度为1991—1997年，作者基于这个样本研究企业层面、战略群组层面和产业层面因素对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影响。Morrow et al.（SMJ, 2007）从Compustat选取178家从事单一产品制造的企业在1982—1994年间的数据，来分析面临绩效下滑的企业如何采取战略行动以求满足投资者的期望。Kotabe et al.（2007）基于专利数据的分析样本含有56027个观测值。
二手数据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优势，是因为通常有资源和实力的数据机构在系统地搜集和长期地维护数据库。拿Compustat数据库来说，它是由美国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所发行，收录以北美地区为主的公司的营运及财务状况资料库，Compustat北美版数据库收录近20年美国和加拿大共25000多家公司的资料，其中12000多家公司为在NYSE、NASDAQ、Toronto Stock Exchange等上市或者上柜的公司。数据库的来源包括公司的财务年报、季报，公司按要求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10-K表，以及其他各种有关企业经营活动的公开资料，经过系统的搜集、清理和整合，Compustat数据具有信息丰富，覆盖面广，数据系统、“干净”，客观可靠等特别的优越性，因此深受学者们的青睐，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我之前考察的那个小小的方便样本中，利用Compustat数据的论文占了大多数。
9.5.2　二手数据通常具有较高程度的客观性
通常被研究者使用的二手数据库都是以反映组织特征、企业经营活动情况和绩效指标（objective indicators）的数据为主，基本上不包含主观臆断，或者较少程度地受到主观臆断的影响。研究者从二手数据中识别关于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谁做的、在哪里、什么情况下等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具有非常高的客观性。试想，如果通过访谈和问卷来获取这些过去的行动信息，其准确性和客观性极有可能会因为被访谈人和答卷入的个人因素——包括信息掌握多少、一时疏漏、理性反思倾向、迎合心态等——受到很大影响。在Chen和Miller（1994: 90）的论文里，他们这样说明：


As the journal aims to report airlines' announcements and objective actions as they occur, it suffers very little from the distortions of post hoc rationalization.



所以，二手数据与通过问卷调研获得的数据相比，通常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前面举的几个例子中的Chen和Miller（2004）的竞争攻击与反应与Lee和James（2007）的高管任命公告信息，都是客观的信息。
假如我们研究企业家或者高管团队的认知演变，那么采用案例调研或者问卷都可能因为被访谈者或者问卷填写人的回忆偏差而导致效度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套较为完备的历史数据，比如某些企业家的历史演讲记录或者类似于Tuggle et al.（2010）那样的会议记录数据，那么就可以通过编码的方式把企业家或者高管团队在不同时期的认知挖掘出来。
9.5.3　二手数据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使实证研究更具有“他律性”
只要我们不厌其烦，我们完全可以把前面所列举的任何一项研究再重新做一遍。如果按照所绑定的论文的方法描述，提取同样的二手数据源并按照相同的步骤去创建样本，那么我们就可以评估原作的严谨性和可信性。简言之，二手数据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
在战略管理研究文献中有这么一则典故，或许可以说明二手数据的可复制性对促进学术研究的特别意义。Amihud和Lev（1981）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跨行业的合并行为是由于管理者为了减少自己的“雇佣风险”而导致。作者利用Compustat数据库对20世纪60年代309家公司的跨行业兼并行为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支持了他们的假设。他们的这项研究把多元化战略与公司治理层面的代理成本联系起来，其观点和实证结果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然而，17年后，Lane、Cannella和Lubatkin（1981）指出有必要重新检验Amihud和Lev（1981）研究的假设及结论。首先，该论文作者利用Amihud和Lev（1981）论文所采用的同样的数据复制了Amihud和Lev（1981）的研究，然后又利用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再次进行了验证，两项验证的结果均未支持Amihud和Lev（1981）所得出的结论。基于新的研究发现，Lane等人指出，跨行业兼并是非常复杂的组织管理学现象，使用单一的代理理论无法说清楚蕴涵在复杂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他们同时指出他们的研究结果与Amihud和Lev（1981）研究结果的显著差异是由于Amihud和Lev（1981）对多元化的不恰当衡量以及对合并分类的不细致所致。针对这些质疑，Amihud和Lev（1981）的两位作者在1999年的SMJ上发表文章，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Lane等人也再次发表文章，坚持认为Amihud和Lev（1981）的研究是基于金融经济学研究视角，其假设、方法、逻辑和解释与战略管理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Lane et al., 1999）。2005年，Boyd等三名学者在SMJ上发表论文对这一学术争论进行了总结性评论。Boyd et al（2005: 367）这样写道：


…empirical work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confirming, or challenging, 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field, there has been a small research stream that critiques empirical research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gardless of the topic, these review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critical of the rigor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这个典故让我们看到学术争论是有益的[2]，而Lane et al.（1998; 1999）与Amihud和Lev（1981, 1999）的争论应该说部分地“归功于”二手数据的高度可复制性。理论上说，对任何一篇采用二手数据的实证论文，只要它对数据的选取和变量设置描述得清楚，我们都可以复制它。而这一点，对于采用一手数据的论文，除非拥有原来的一手数据的研究者愿意分享数据，否则，我们不能做到对该研究的“原样”复制。当然，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从统计学的原理来看，不同的样本只要符合一定的“品质”和研究设计的要求，对理论问题说明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就是一样的。换言之，科学研究的实证基础是有效的样本，而不一定要求完全相同的样本。因此，基于一手数据的研究也可以“复制”。但是，二手数据所具有的高度的可复制性，仍然会为推动研究发展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这个好处可能会特别表现在当复制的研究的发现与之前文献报告的发现不同的时候，基于一手数据的复制研究不如基于二手数据的复制研究更有挑战性。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基于二手数据的研究具有更高程度的“他律性”，基于问卷数据的研究次之，而案例研究的他律程度恐怕最低。



9.6　使用二手数据的“眼、法、工”
很多学生问我：“既然说到处都是二手数据的金矿，可是为什么我却看不到？即便是看到了，也不知如何下手，如何有效使用。”
前面，我之所以大段落地回顾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并且复述原文中有关数据方法的描述和说明，就是想展现庐山真面目。我认为上面这些研究都是绝佳的示范，能启发我们如何识别、提取和有效使用二手数据。如果非要进行更进一步提炼的话，我愿意用“眼、法、工”来概括二手数据的使用之道。
所谓“眼”，就是需要有理论透镜（theoretical lens）去捕捉、识别和选取适用的二手数据。不同的理论透镜，看到不同的东西。没有透镜，就什么都看不到。比如，同样是上市公司数据，有人看的是制度影响与代理问题，有人看的是CEO继任，还有人看的则是并购决策。同样是专利数据，有人看的是创新，有人看的是实物期权理论（real options theory）的验证，还有人看的则是知识流动。
前文中我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总结了四本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中使用二手数据的分布情况。我可以找到某些理论着眼点，即选取理论透镜来重新审视和编码这些以研究论文形式存在的二手数据。比如，我可以结合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视角和学习视角（learning perspective）提出关于什么样的研究者更倾向于二手数据及如何使用二手数据的假设。如果这样，我不但要在我的样本框内识别每位研究者，编码每位研究者发表的论文是否使用了二手数据，或者是如何使用的二手数据（比如，是否寻求原始的质性二手资料通过编码创建自己的二手数据），我还要设法通过其他信息渠道（比如每位作者发表论文时工作的院系、之前工作过的院系、博士学习的院系等）来提炼和创建一套关于这些研究者的社交网络数据。我甚至可以编码弱连接（weak ties）和强连接（strong ties）以及网络的中心性、密集度或者结构洞等变量。当然，我也可以采取别的理论透镜。比如，我可以像Tuggle等（2010）一样研究“关注力”。比如，我说不定可以提出一个“知识、习惯与信任如何影响探索取向”的假设，即使用二手数据的研究者比使用一手数据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引用文献中基于二手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使用二手数据的研究者比使用一手数据的研究者更可能具有扩张研究范围倾向的新探索，等等。
那么，怎么才能炼就一双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千里眼”呢？就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莫过于Karl Weick的比喻。Weick（1989）提出，研究需要disciplined imagination。他把研究过程比作船在夜海上航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所需要的disciplined imagination靠的是雷达。要依靠雷达发出信号，再接收反射回来的信号，进而分析信号，做出调整，然后选择航向。我们的雷达系统就是我们的理论训练、文献储备和研究功力。没有理论的“雷达”，我们连提出关键问题的能力（ability to ask critical questions）都没有，就好比航船无法发出雷达信号，看到的当然只能是茫茫黑夜了。
有了雷达这只慧眼，还需要掌握雷达的操作，分析和解读雷达捕获的信号，即这里讲的“二手数据”。这就是所谓“法”，即methodology。如果方法不当，一定会出错。如果流程步骤是对的，但做得不够用心和严谨，那也会有问题。前文对多篇论文不厌其烦的描述，其实不是展示他们在理论构建、选择数据源和编码方面做得多么聪明，而是在示范优秀的研究者是如何审慎地对待二手数据、如何求实和尽可能做到无误的。比如，研究者总是要努力确认数据的可靠性和信息识别、提取以及编码的准确性。在Chen和Miller（1994）中，作者就曾这样做：


To further establish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Aviation Daily, a random subsample of 20 moves was drawn, of which 17 (85%) were found and confirmed in their details by other major business publications and newspapers. It is normal that Aviation Daily would be more exhaustive in its reporting of airline competitive exchanges as it is a more specialized industry periodical. (p.91)



Nadkarni和Narayanan（2007）更是用大量篇幅（几乎两整页）来说明他们是如何确保通过阅读CEO致股东的信可靠地提取战略谋划信息的。他们逐项讨论了关于准确性的问题（即内容偏差、时间偏差和归因偏差问题），详细说明他们采取了技术步骤来确保不发生这些问题，或者把偏差降到最低的程度。比如：


We checked the time lag in reporting changes in corporate strategic actions for a subset of 30 firms randomly drawn from our sample. We collected the announcements, in The Wall Street-Journal in 1990 and 1992, of 15 specific corporatestrategy events (such as change in top management,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divestitures) made by the 30 firms in our subsample. We identified the 15 corporate strategy events from the literature on strategic management (Hitt et al., 2002). We then compared the date of an announcement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the mention of the event in the annual report. A time lag existed if a firm did not report an event in the annual report in the same year it was announc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r each company, we calculated the percentage of ‘lagged’ events. None of the 30 firms had time lags for more than 15 percent of the events in either 1990 or 1992. Thus time lag was not a major problem for our sample. (p. 253)

To assess the attribution bias, we standardized performance of the 30 randomly selected firms by computing the z-scores (sales, ROI, and netincome) based on the mean performance of all firms in a single industry (having a specific four-digit SIC code) for the years 1990 and 1992. Next, we classified the causes of major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identified in the CEO's letter as ei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Internal causes included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action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affecting firm performance, whereas external causes were macroeconomic (recession and war) and industry-specific (industry sales, foreign competition, industry decline, and competition). We then calculated a ratio, external causes divided by internal causes, and correlated this ratio with the industry-specific z-scores of performance of the 30 firms.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atio of external to internal causes of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and sales (0.14, n. s.), ROI (0.17), and (0.24, p<0.10). Thus, attribution bias was not a major problem for our sample. (p. 253)

Weick借用雷达的比喻，试图说明研究者不论通过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都只能获得环境的代表（representation of environment）。二手数据，不论是以哪种形式存在的二手数据，也只不过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的代表而已。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透过二手数据表象获得对某种本质的揭示，但是我们完全可能出错。要尽可能地避免出错，根本出路在于：第一，系统地、持续地更新和改进我们自己的理论“雷达装置”和软件系统；第二，永远不懈地改善我们的“雷达”操作方法和“雷达信号”接收、处理和解读的方法，永远不折不扣地保持方法的严谨性。
最后，所谓“工”，指要有耐心，肯花时间，不怕费事。只有这样，才能在金矿中淘出成色上好的金子。这是一个朴素的恒常之理，我就不在此多费笔墨了。



9.7　使用二手数据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使用二手数据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下几点：
（1）切不可一味地贪图利用“现成”的二手数据的便利，把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数字游戏和论文“制作”（fabrication）；
（2）切不可无原则地妥协于二手数据的局限，结果变成理论是一回事，实证是另一回事，研究发现和解读似是而非。
（3）切不可盲目地陷入二手数据的挖掘中，忽视对管理实践的关注，不接现实世界的“地气”，使研究索然无味。
前面我以SDC数据、Compustat数据和专利数据为例，说明了“现成”的二手数据在宏观层次的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我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了使用这类二手数据具有很多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二手数据不论多么丰富、系统和“干净”，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与生俱来”的缺点，不容忽视。
第一是变量指标的契合性问题。二手数据里所包含的经济、技术或者地理人文信息，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常常是合适的，但对于组织管理学而言，我们通常需要一些“战略变量”或者“行为变量”，而这却是二手数据通常缺乏的。很多研究者拿到二手数据了，但仍然苦于找不到契合自己理论概念的变量指标。很多情况下，研究者不得不做出妥协，采用一些与理论概念有一定关联但并不具有很好契合度的既有指标作为代理指标（proxy indicator）。上面列举的采用专利引文来“测度”知识流动的论文，就是如此。但代理不能太离谱。想象力是重要的，但不能过度想象和联系，否则就会弄出一堆离谱的代理，很多作者将其归咎于数据的局限。我的观点是，如果数据过于局限，就不应该再使用了。
第二是变量指标的准确性问题。安然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上市公司也可能虚报数据。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这只是少数。如果只是少数的话，那么我们通常会相信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是可靠的。Compustat数据的可靠性已经广为认可，其他的数据则不一定总让我们保持这样的乐观。一般地，使用二手数据的误差大概会有这么几种：
（1）企业自报数据时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发生的误差；
（2）专业机构或者数据公司人员在搜集和处理数据时发生的偶然误差；
（3）专业机构或者数据公司人员在搜集和处理数据时发生的系统误差；
（4）研究者使用二手数据时发生的误差。
这里可以用专利引文数据来说明前三种误差。按照美国的法律，专利申请必须列出所有该发明曾经获益的专利文献（即所谓的prior art）。逻辑上，一项发明的授权是基于该发明的新颖性，而这个逻辑则有可能导致专利申请人具有少申报引文的倾向，因为引文越多越可能意味着申请专利的发明的新颖性程度越低。当然，少申报引文也可能事出有因：发明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有一些已经授权的专利，而这些专利在事实上成为该发明的专利文献。这就会引起自报误差。鉴于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专利审查制度中，设置专业的专利审查员就成为必要。审查员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以及在专利数据库查询的便利，自行判断并添加没有被专利申请人列出但事实上与该专利具有技术关联的以前的专利。然而，这样又会导致另一种数据噪音（noise）。第一，审查员之间的业务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有的补充得多些，有的补充得不够；第二，审查员添加的一些引文可能发明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么若利用这些引文来“测度”实际发生的知识转移，势必导致测度的误差。
关于第四种误差，前面介绍的Lane et al.（1998）与Amihud和Lev（1981）的争论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研究者使用二手数据时可能发生偏差，这种偏差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使用二手数据的正确态度必须是坚持严谨求实的原则，一丝不苟。上面举的几个论文范例启示我们，研究不是简单的回归分析并报告统计结果。论文所报告的统计结果对文献和学术发展是重要的，但那远远不是科学研究的真面目。我有意用大段的原文来展示研究者们是如何不厌其烦地说明对数据的严格把关，是想特别强调这些“不厌其烦”说明的背后实际上是大量艰苦而繁复的修补和清理数据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过程。



9.8　二手数据在中国的使用——兼做结语
在引言中我已经指出，中国情境下的二手数据资源非常丰富，可以称为数据金矿。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在使用二手数据方面还束手束脚，淘金者甚少。大多数已经发表的宏观层次的管理研究论文所采用的数据是上市公司数据。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恐怕就其维护的系统性、信息指标的完备性和可靠性，以及获得的便利性而言，在中国本土目前可利用的二手数据资源中尚无可比者。当然，这里说的上市公司数据的几个方面的性能，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发育的过程。近两年来，随着监管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监管力度的日益加强，上市公司信息的可靠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上市公司的“一枝独秀”，引起了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挖掘所导致的研究“窄浅”化，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其他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大量的已经发表的论文集中在金融和会计学研究领域。在组织管理学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只有少部分研究涉及多元化和并购等战略问题。研究问题重复、研究面窄、研究多浅尝辄止、深度不够，绝大多数研究都基本停留在简单地复制西方早已经检验过的理论假设的水平上，能深入挖掘反映中国特点的新的理论维度的研究仍然少见。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尚有大量的中国本土的二手数据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一些像专利数据这样的宝贵的数据资源的价值还没有被认识到，而以质性形式存在的二手数据资源仍然是一片处女地。中国管理学者或许能从我前面介绍的几篇利用质性数据的范例中获得一些启发。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信息化时代，我们事实上身处一个二手数据的海洋中。
我期待着中国管理研究者能够持有多种不同的理论透镜，识别和开发更多的有价值的二手数据资源，遵循研究方法，肯做“苦工”，为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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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结语
你如何能够了解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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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能使用任何人造辅具，例如显微镜，
……
→不要忘了你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以及一条鱼！
（Louis Agassiz as Model—Weick, 2007, p.14）



引言
想象你自己置身于19世纪哈佛大学动物学的课堂中。你的教授Louis Agassiz有一天走进课堂，手里拿了一个锡罐，里面游着一条小鱼。他出了一个作业，要求大家设法研究这只生物，并且向他报告结果。但规定在没有他的允许下，同学们不能询问专家的看法，也不能阅读任何有关鱼类的知识，亦不能使用任何人造辅具。在接下来的100多个小时的面谈报告中，只听到他不断地挑战学生：“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什么？……你还没有看仔细！……”终于，学生们十分苦恼地要求教授给予更多的指示，到底该如何进行这项研究。Louis Agassiz于是说道：“你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以及一条鱼！”（Weick, 2007）
这个小故事基本上把案例研究的特性、过程甚至初学者的苦恼，描绘得淋漓尽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社会科学家便开始采用案例研究来建构相关的知识。在人类学方面，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避居于太平洋小岛Trobriand时，就以参与观察的方式针对岛民进行案例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名的人类学著作，例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Malinowski, 1922）。在社会学方面，法国学者Flederic Le Play于19世纪中期，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以工作家庭作为观察案例，试图找出其特征。这一做法也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学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Hamel, 1993）。在心理学方面，弗洛伊德（Freud）对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分析，以及心理分析学派所从事的患者案例分析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典型。时至今日，案例研究已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形式之一（Yin, 1989）。
诚如许多资深研究者所强调的，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常常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脉络；对于案例研究法而言，这一说法也是成立的。由于时代背景使然，当前案例研究已经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与采用；在许多重要的管理学期刊当中，采取案例研究法的论文也逐年增加，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正当性。其中具体的例子是组织管理领域的顶级期刊AMJ，其陆续在“主编的话”栏目刊登了相关的讨论，包括：质性研究（Gephart, 2004）、扎根理论的建立（Suddaby, 2006）、研究丰富性的探讨（Weick, 2007）、提升单案例研究的说服力（Siggelkow, 2007）以及采用多案例研究来建立理论（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等议题。这一现象反映了当前时代背景的几个趋势：首先是研究者体会到管理的多元与复杂，而需要采用能够考察复杂性的适合研究法；其中，案例研究由于能够掌握现象的丰富性（richness; Weick, 2007），能对现象进行厚实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Tsui, 2007; Tsui, Nifadkar & Ou, 2007），而成为最恰当的方法之一。其次，由于各种研究法都各有其优缺点，所以当代社会科学界特别强调多元研究方法论（multiple methodologies）的观点，认为需要兼而采用各种质化、量化的不同方法来探讨同样的问题，以强化研究结果的坚韧度（robustness）。在此状况下，与其他研究法颇为不同的案例研究乃深获重视。再次，是全循环研究取径（full-cycle approach）的逐渐流行，全循环研究是指研究者兼而采用归纳法与演绎法，透过科学研究循环来探讨一个问题，以建立有力、坚实且具类推性的理论。在研究循环当中，不管是理论建构或是理论验证，案例研究都是不可忽略的一环。最后，在管理学文化革命的浪潮之下，许多研究者指出，针对突显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学知识，必须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式来进行厚实的研究，以提出更具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的本土理论（Elsenhart, 1989; Whetton, 2002）。于是，能够掌握具本土特有现象的案例研究更为流行。
在上述趋势下，案例研究越来越受欢迎；可是，虽然案例研究颇受欢迎，但进行案例研究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存有种种陷阱。在设计与进行案例研究时，都必须谨慎为之，方可避免错误。否则，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本章的目的，即在说明案例研究的意义与类型、效度要求与研究设计、研究步骤及对理论建构与假设验证的含义，剖析此研究法的特色与优缺点，以熟悉此项研究的做法，并据以创造管理学知识。



10.1　案例研究的意义
虽然案例受到重视，但案例研究却是难度最高的科学研究方法之一（Yin, 1989）。理由除了寻找研究案例的难度颇高、整个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客观性缺乏共识之外，案例研究也常受到误解，以致面目不清。这些误解至少包括：把案例研究视为案例教学、将案例研究局限于探索研究、分不清案例研究与案例记录的不同，以及将案例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等质化方法混为一谈，等等。了解这些误解，将有助于了解什么才是案例研究。
10.1.1　什么不是案例研究？
案例教学是管理学教育中相当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环，案例教学是否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视个案质量的良莠而定。因此，提供优质的案例，乃是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条件。可是，教学案例的探讨与撰写，并不是案例研究。教学案例着重于实务问题的反映，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能够引起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兴趣，且能激发思考，带动热烈的讨论，分享问题解决的方式。所以，教学案例的性质与着重严谨、讲求证据的案例研究是不同的。在教学案例上，有时为了更有效地铺陈特定的观点，也可以慎重地修改案例材料，以激发更为精彩的对话，但在进行案例研究时，这种做法是绝对禁止的。每个研究者都得严守各项研究步骤的要求，并呈现严谨而扎实的研究证据（Yin, 1989）。
第二种误解是以为案例研究是一种探索工具，只是进行正式研究前的一种先导性研究（pilot study）而已。所以只着重于现象的初步描绘，而不能用来发展命题（proposition development）或验证假设（hypothesis testing; Platt, 1992），这种看法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案例研究不仅具有探索功能，而且兼具描述性与解释性的功能。例如，早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Whyte（1943）的古典著作——《街头社会：意大利贫民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探讨街角流民的社会结构，虽然是一项典型的案例研究，不过不但深具探索性与描述性的功能，而且也极具类推能力——即使是在不同的街头、不同时代所做的类似研究，都一再重复该项研究的发现。另外，Yan和Gray（1994）对中美合资企业的协商权、管理控制及合资绩效的探讨，以及Ross和Staw（1993）对美国Shoreham核电厂浪费公款的承诺升级的研究，则采用案例研究法来验证既有的理论模式。由此显示，案例研究亦可以用来建构理论与验证假设，因此，案例研究并非只是一项探索性的先导性研究而已。
还有一种误解，是分不清案例研究与案例记录的不同。不管是企业诊断、教育辅导、临床心理或是社会工作，都会针对焦点案例来进行探讨，要求案例揭露自己的特性与面对的问题，广泛搜集与案例有关的资料，并据以提出“对症下药”的问题解决办法，提供必要的顾问、咨商、辅导及诊疗协助。虽然此类案例记录旨在说明案例、解决问题，对案例也有充分的了解，但与案例研究也是差异颇大的：前者旨在助人，解决问题；后者则旨在研究，建构与验证理论。
最后一种误解，则是将案例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等质化研究混淆在一起，认为案例研究是参与观察的一个类型，需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观察，强调观察而来的质化证据（Kidder & Judd，1986）。可是，案例研究并不只是田野调查的一种资料搜集技巧而已，也不一定需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观察，其搜集数据的方式视研究问题而定。有时，甚至不必离开图书馆或仅使用电话访问，就可以进行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而且所搜集与分析的资料，也不见得总是质化数据，量化数据也常是搜集与分析的重点。另外，案例研究虽然也可能在研究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变动研究主题，但通常在进入场域之前，就具有清楚的问题意识或者有明确的理论方向，而非像民族志研究等质化研究一样，是在进入场域之后，才逐渐清楚要探讨什么问题；或是在进入现场之后，问题才逐渐浮现，且又随时调整问题的方向。因此，案例研究也不是民族志研究，并不等同于参与观察等质化研究方式。
既然以上的例子都不是案例研究，那什么才是案例研究呢？
10.1.2　什么是案例研究？
什么是案例研究？其定义为何？虽然采用案例研究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少，但直接针对案例研究进行定义者则不多。其中Jennifer Platt（1992）是少数的例外。她在回顾美国案例研究的方法论思潮时，曾认真做了回顾，并试图加以界定，认为“案例研究是一种研究设计的逻辑，必须要考虑情境与研究问题的契合性”。根据其定义，Yin（1989）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强调设计逻辑是指一种实证性的探究（empirical inquiry），用以探讨当前现象在实际生活场景下的状况，尤其是当现象与场景界限不清且不容易做清楚区分的时候，就常使用此类探究策略。换言之，由于现象与实际场景不见得总是能够清楚区分，因此案例研究在数据搜集与数据分析上，极具特色，包括：依赖多重证据来源，不同数据必须能在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的方式下收敛，并获得相同的结论；通常有事先发展（prior development）的理论命题或具有清楚的问题意识，以指引数据搜集的方向与数据分析的焦点。
总之，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案例研究是一种非常完整的研究方法，同时包含了特有的设计逻辑、特定的数据搜集及独特的数据分析方法。因此，案例研究并不只是一种数据搜集的方法或是一种数据分析的方式，也不只是一种研究设计的特征而已，而是包括三者的一项周详而完整的研究策略（Yin, 1989）。这一研究策略与研究问题的性质有关：如果研究问题的目的是在回答：“是如何改变的？”、“为什么变成这样？”及“结果如何？”等问题，案例研究就是最为适用的方法。一般而言，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够对案例进行厚实的描述与系统的理解，而且对动态的互动历程与所处的情境脉络亦会加以掌握，从而可以获得一个较全面与整体的观点（Gummessen, 1991）。另外，凡是研究者无法做正确、直接又具系统性控制的变量，或是探讨的是实际生活现象，不是几分钟的实验就能够追溯完毕者，都是使用案例研究的最佳时机。由于案例研究着重于当时事件的检视，不介入事件的操控，从而可以保留生活事件的整体性与有意义的特征。因此，案例研究相当有助于研究者产生新的领悟（insight）（Bryman, 1989）。
通常，案例研究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包括探索性（exploratory）、描述性（descriptive）及因果性（causal）案例研究（Yin，1994）。探索性案例研究是指当研究者对于个案特性、问题性质、研究假设及研究工具不是很了解时所进行的初步研究，以提供正式研究的基础。描述性案例研究是指研究者对案例特性与研究问题已有初步认识，而对案例所进行的更仔细的描述与说明，以提升对研究问题的了解。最后，因果性案例研究则旨在观察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以了解不同现象间的确切函数关系。然而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案例研究，仍必须讲求研究的严谨性与可靠性等标准，这些要求颇类似量化研究中的效度与信度的概念。



10.2　案例研究的质量
在进行案例研究时，虽然有些后现代的管理学研究者可能较着重于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意义以及社会建构的事实，而不讲求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与复制性，但是遵循科学法则的案例研究者却必须严守科学研究中的效度与信度要求，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调整，从而与量化研究的做法有一些不同。当然，严格来说，科学研究中的效度与信度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其法则是由科学研究社群所建构出来的，彼此互有共识。在本章中，仍将遵循科学研究的法则，来讨论案例研究所需遵守的标准，包括：（1）构念效度，针对所要探讨的概念，进行准确的操作性测量；（2）内部效度，建立因果关系，说明某些条件或某些因素会引发其他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发生，且不会受到其他无关因素的干扰；（3）外部效度，指明研究结果可以类推的范围；（4）信度，阐明研究的复制性，例如，数据搜集可以重复实施，并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Lee, 1999）。
10.2.1　构念效度
为了使研究具有构念效度，让概念得到准确的衡量，在案例研究中，可以采取几种有效的方法来加以执行，这些方法包括采取多重证据来源的三角验证、证据链的建立、信息提供人的审查以及魔鬼辩护师（devil's advocate）的挑战等做法（Eisenhardt，1989; Yin, 1994）。首先，在多重证据来源的三角验证（或多角验证）方面，研究者需要使用各种证据来源，让各种来源的证据能够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这些来源通常包括文档（如信件、报告、报道、私人笔记等）、档案（公司数据、官方记录、现行数据库等）、人员面谈、现场观察、活动参与及人工器物的搜集，等等。当不同做法都能获得类似的资料与证据时，则说明案例研究中的衡量具有构念效度。显然，这一做法颇类似量化研究中的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其次，建立证据链，让搜集的数据具有连贯性，且符合一定的逻辑，使得报告的阅读者能够重新建构这一连贯的逻辑，并预测其发展。当逻辑越清晰、越连贯时，构念效度就越高。这种做法类似量化研究中逻辑关系网（nomological network）的建立。
最后，重要信息提供人的审查。透过重要信息提供人的审阅报告与数据，来确保数据与报告能反映所要探讨的现象，而非只是研究者个人的偏见而已。由此，可以避免因为研究者个人的选择性知觉，而产生不恰当的诠释。另外，亦可安排能够挑战数据、证据及结论的魔鬼辩护师，要他们针对资料的搜集、分析及结果与报告提出严苛的批评，用以检视研究者的盲点与偏见，以确保搜集的资料能够反映研究构念。这种辩护师通常是持反面意见的人，可以提供对立的观点，以避免个人偏见或团体盲思（groupthink）的产生。
10.2.2　内部效度
就内部效度而言，研究者必须确定因变量的改变确实是因为自变量的改变而引起的。为了降低因果关系之外的解释，案例研究者可以采用模式契合（pattern matching）、解释建立及时间系列等设计，来执行研究，以提升内部效度（Yin, 1989）。模式契合可以用来检验数据与理论是否搭配和契合，察看各构念间的关系，是否能与数据契合，如果契合，则提供了支持的证据。例如，当一组性质不同的不等同的（nonequivalent）因变量可被预测，且得出类似的结果，而未有其他的结果时，即可获得较强的因果推论；同样，如果一组不等同的自变量均可做相同的预测，亦可推论此因果关系是稳定而坚实的（Campbell, 1975; Yin, 1989）。根据这种想法，如果所搜集的各种数据，都能肯定原先推论的关系，则可接受原先发展出来的命题或假设；否则，则需要加以修正。在Ross和Staw（1993）的Shoreham核电厂的案例中，即采取这类做法，以实际发生例子的自变量（影响持续投资的种种前置因素）来阐明此电厂损失近55亿美元（因变量）的理由，用以验证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的理论模式。结果发现，模式所推衍出来的假设，有些是获得支持的，有些则不获得支持。研究者于是根据此案例的结果，修正了原先发展的理论模式。
提升内部效度的第二种做法是解释的建立：首先，研究者陈述可能的理论，并提出一连串的命题（propositions）；然后，再检视理论、命题与经验数据是否符合，据以修正理论与命题。接着，再重复以上的过程，直到两者趋近为止。这种过程与冶金很类似，研究需要逐步精练想法，接受可能的对立假设，最后建立较佳的解释。透过这种持续性的（iterative）调整过程，来提升内部效度。
第三是采用时间序列的设计（time series design），先分析所要观察的变量或事件在时间上是否具有先后顺序，再推论其中的前后因果关系。当某些变量或事件总是发生在先，且导致后续变量或事件的发生或改变时，即可推论变量间具有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如果经验数据亦证实的确具有此类因果关系，则可提供内部效度的证据。
10.2.3　外部效度
就外部效度而言，由于研究者通常只是在单一时间与地点针对单一类型的案例进行研究，因此，必须确定此研究结果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案例，或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当中，以判断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类推能力。结果与理论的类推范围越广、所能解释的组织现象越多，则结果与理论就越有力量（Cook & Campbell, 1979）。
在探讨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时，通常是采用分析类推（analytical generalization）而非统计类推（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的概念（Bryman, 1989）。统计类推是依据统计抽样的想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再依据几率论的原则，将样本的研究结果类推到母群上，由此说明研究结果的类推性。然而，分析类推是指：案例所得的结果，可以在以后的案例上重复发现，由此证实该案例所获得的结果确实存在。这种类推根据的是一种案例与法则相似逻辑（case-law-like logic），透过理论契合或构念契合（fit）的方式，来判断研究的外部效度（Eisenhardt, 1989; Yin, 2003）。其分析概念，就像医生所说的“我认识他，他是我的‘病人’，我在每位患者身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Van Den Berg, 1972）。因此，要判断案例研究结果在其他案例上的类推性时，需要在不同时间、地点进行多案例研究，以判断此结果在其他情境、时间及地点上的情形。就此而言，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颇类似量化研究中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
10.2.4　信度
案例研究的信度是指研究过程的可靠性，所有过程必须是可以重复的。因此，必须准备周详的案例研究计划草案（protocol），让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重复进行研究；也必须要建构研究数据库，让后来的人能重复进行分析（Yin, 1994）。研究计划草案不仅要说明特定的研究过程、所依循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原则，而且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1）研究目标与探讨议题，例如，研究目的、问题等背景，等等；（2）研究场所与研究程序，例如，研究地点的详细描述、信息来源，甚至是研究者的保证书，等等；（3）研究问题，例如，特定而具体的问题，如访谈表的时程与内容、访谈对象、数据分析方式与过程；（4）研究报告的结构，例如，研究结果、如何组织、进行对话的理论，以及如何获得结论，等等。
除了需要周详的案例研究计划草案外，也需要建构研究数据库。这些数据库至少包括现场研究笔记、参与观察记录、访谈的录音、观察的录像、誊写的文稿、档案数据以及数据分析记录，等等，以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进行再检查与再分析。透过这种详细的文字记录与数据文件来强化案例研究的信度。
有关案例研究的检验标准、威胁（threat）因素及处理方式，如表1所示。总之，案例研究者应该系统地搜集数据、谨慎地研读、严谨地分析并使研究设计与过程能够符合所要探讨的问题和概念，以满足效度与信度的要求。
表1　案例研究的效度与信度




10.3　案例研究的执行
虽然研究者对案例研究的执行步骤不见得有相同的看法，研究步骤也需要展现一种反反复复的过程，而不见得完全遵循固定的顺序，但是案例研究仍然有一定的进行程序，而且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所处理的问题与进行的活动内涵也不尽相同。在这里，将根据Eisenhardt（1989）的架构，将案例研究的过程区分为启动、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研究工具与方法选择、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话及结束等八大步骤，并归结为准备、执行及对话等三大阶段（如表2所示）来加以讨论。这些阶段与步骤虽然可以区分开来并有先后的顺序，但在进行实际研究时，各步骤之间却可能具有回路的循环关系，而不见得总是直线地往前推进。因此，类似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应是反复地进行。
表2　案例研究的执行步骤

资料来源：修改自Eisenhardt（1989）。



10.3.1　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是案例研究者在进入现场搜集资料前所需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界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与选择案例，以及研究方法与工具的选择，等等。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准备阶段的思考越周详、准备越充分时，案例研究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1．启动
在启动案例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先确定什么是要探讨的研究问题，其主要的构念何在即使案例研究所欲检验的理论不见得清晰，研究者仍然必须要有清楚的方向与清晰的焦点来加以依循，用以指引自己系统地搜集数据，并回答问题。否则，将会失焦，而可能搜集到一堆浩如烟海但却无关紧要、没有用处的资料。换言之，只有当问题意识清楚时，研究者才能掌握要采用何种研究设计、选择何种研究案例以及如何搜集数据等重要事项。以研究设计而言，当研究议题清楚时，研究者才能决定：要采用何种案例类型？是选择多案例还是单案例？分析单位为何？如何衡量有兴趣的变量与事件？要采用何种方式来系统地搜集数据？也只有在这些后续研究活动都能依循一定方向、严谨地进行时，案例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才能确保。
即便如此，并不表示进行案例研究时，问题与方向从头到尾都是僵固不变的。事实上，案例研究的进行常常充满了弹性。例如，在研究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如果研究者发现其问题与方向有偏差或搜集的数据与预期差距过大，是可以改变问题与方向的。例如，有不少研究者（如Bettenbausen & Murnighan, 1986; Gersick, 1988）在进行研究后，发现某些问题更有趣，更适于创新理论，而将研究焦点由理论验证（theory-testing）转变为理论建构（theory-building）。像Bettenhausen等（1986）的案例研究，原本要观察团体决策如何影响结盟的形成，但后来却发现各群体的特性更引人注目，从而把研究焦点由结盟转向群体规范的形成。
对目的是建构理论的案例研究者而言，理论与假设也常常不在事先计划之内。理由是当一开始就局限于理论与假设时，容易画地自限，被框限于既定的理论概念内，难以发挥想象力，绘出另一种可能的理论方向。因此，理想上，此类案例研究并不鼓励套用现成理论，而应保留较大的研究空间与弹性。当然，这种弹性也不是随意发散、漫无目的，而是有一定限制的，且至少不应脱离更大的研究方向与主题。
2．研究设计
一般而言，研究者可以根据分析层次（level of analysis）与案例数，来进行研究设计，并区分案例研究的类型（Yin, 1993）。分析层次是指研究者有兴趣去分析对象的层次。在组织与管理的领域中，分析层次可能是个人、部门、组织或产业，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至于案例数则指研究者所要研究的案例的数目。依照分析元与案例数的多寡，可以获得四种案例设计方式：第一型为单案例单层次，第二型为单案例多层次，第三型为多案例单层次，第四型为多案例多层次，如图1所示。

图1　案例研究的设计
资料来源：修改自Yin（1989）。
第一型单案例单层次设计，案例数只有一个，而分析层次也只有一种。例如，高阶领导中的案例设计，研究对象只有一个人，而分析层次也以个人为主。郑伯埙（1995）针对对一位家族企业领导人的观察，用以建立家长式领导模式即是一个例子。第二型单案例多层次设计，案例数只有一个，但分析层次不止一种。这种设计常见于组织研究当中，以一家组织为案例对象，分析层次包括个人、团体、部门及事业部等。如Barker（1993）自我管理团队的研究，他即同时对员工、领导者进行了访谈，观察团队运作及整个公司的制度变革，并进行分析。第三型多案例单层次设计为第一型设计的复制，分析层次只有一种，但有多个案例。例如Yan和Gary（1994）在合资企业的控制形式研究中，其分别针对四家合资企业的高阶经理人进行深度访谈，或是郑伯埙（2005）针对多家企业高阶主管的家长式领导的探讨，都是一种多案例单层次的设计。第四型多案例多层次设计则为第二型设计的复制，研究案例数超过一个，而分析层次也不止一种。例如，探讨不同组织的制度对各阶层员工的影响，等等。在Zbaracki（1998）针对TQM的口号与实际的研究中，资料来自五家制度不同的公司的高阶主管与一般员工，用以反映其研究架构，即是一例。
姑且不论分析层次的多寡，以案例数而言，究竟单案例设计与多案例设计有何不同，其适用状况又为何呢？一般而言，单案例设计较适用于以下三种状况：第一种是批判性案例，目的是在挑战或验证现有的理论；第二种是特殊性案例，每一案例本身具有独特之处，值得做个别探讨，以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或扩大旧理论的类推能力；第三种则是补充性案例，前人的研究因某些因素未能观察到一些重要现象，如今机会难得，而可以加以观察，以补充过去研究的不足。简而言之，单案例研究设计可以针对一个既存的现象提供厚实的描述，进而引发读者对于某个研究问题的兴趣（motivation）、激发对于现有理论的反思（inspiration）或是将一些现象更清楚地予以揭露呈现（illustration）。故相较于多案例研究而言，企图以单案例研究来建立理论也许显得基础过于薄弱；然而若操作得当，单一的案例研究也可以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因为一个适当的例证就足以反映出现有理论的缺失或是新的研究方向（Siggelkow, 2007）。
至于多案例设计就像多项实验一样，其结论比单案例设计来得有力，但所费的时间、所投下的成本及所投注的努力也比较多。其主要好处是，除了可以在一项研究中，同时找到正面与反面的证据之外，还可以探讨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下的运作结果。然而，多案例设计的案例选择需要十分小心，必须考虑案例间的关联性，以免把不相干的案例拼凑在一起。其次，分析也较为复杂：除了需要进行单案例的分析之外，也得进行案例间的比较，以察看相似与相异之处。具体而言，在进行单案例分析时，主要是以单一案例为对象，分析其模式契合的状况为何；而在进行多案例比较时，则是比对各项主题，多方寻找支持与对立证据，互相校准、复核，以形成更为坚韧的理论与命题。简而言之，多案例研究设计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比较，以确认某些研究发现是否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案例中；其次，多案例研究的发现是基于不同的案例数据，故其所建立的构念关系通常更为严谨；再者，由于不同案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性，因而，多案例研究可以促使研究者针对研究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探索与思考。故相较于单案例研究而言，以多案例研究来建立理论，通常可以获得更为严谨、一般化以及可以验证的理论（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
案例选择
一旦确定研究设计的类型之后，则可以考虑案例选择的问题。在案例选择方面，研究者需要决定选择标准与筛选过程。除了验证理论的案例研究可能采用统计抽样的概念来选择案例之外，大多数案例研究都采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方式来进行。简而言之，统计抽样是指研究对象有一个清楚的母群，并依据随机方式，来抽取具代表性的样本作为研究之用；然而理论抽样却是根据理论，而非统计概念来选择样本（Glaser & Strauss, 1967）。例如，为了延展理论，可能会选择较为极端的案例；为了复现理论，可能会选择条件类似的案例；为了验证理论，可能会选择符合理论要件的案例。因此，理论抽样的目的，是有意地选择独特、补充或批判的案例，用以显现或延伸研究构念间的关系；而非像统计抽样一样，选择能够代表母群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即使基于理论抽样的原则，在执行上案例选择的工作并不容易。Siggelkow（2007）对于单案例研究设计中的案例选择有一段很贴切的描述：如果你能够找到一只猪可以说人话，就非常值得写一篇文章来探讨动物说人话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想要以单一案例来激起读者的兴趣或是说服别人，最重要的是先确定手中有一只可以说人话的猪！简而言之，单案例研究设计中的理论抽样，通常是选择不寻常、极端的案例，同时研究者亦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以便针对一个独特的现象来进行探讨。相对地，多案例研究设计中的理论抽样则较为复杂，其考虑的不是个别案例的独特性，而是一组案例对于理论发展的潜在贡献（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故在多案例研究中，依据理论发展的不同需要，研究者可以选择性质类似的案例或是相反极端的案例或是以案例选择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以帮助厘清一个现象中各构念之间的可能关系。
前述的几个研究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理论抽样的含义。郑伯埙（1995）在建构其家长式领导模式时，是有意选择符合权威家长条件、掌握实质经营权的家族企业领导人，同时也考虑公司地点、观察难度及互相配合的可能性等因素。而Barker（1993）在探讨自主管理团队的控制时，也是依据研究构念，选择一家工作设计由工作团体转变为自主管理团队的公司，来作为研究案例，并观察自主管理团队控制规范的形成过程，且发现自主管理团队的控制比传统工作团体还严苛。此外，Zbaracki（1998）在探讨推动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的公司的制度要求、组织口号及技术现实的关系时，也是采取理论抽样的方法，并根据Scott（1987）的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的维度，进行案例的选择与筛选，目的在于确保各案例间的差异性。最后，选择国防设备承包商、饭店、医院、制造公司及政府机构五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分别反映了技术与制度力量的差异，再比较各案例实施TQM的实际情形与口号。反之，Yan与Gary（1994）为了检验合资企业中管理控制与合资绩效间的关系，则有意选择了四家性质类似的合资企业，其均属中美合资、制造产业且合资关系均在五年以上，其目的在于确保各案例间的同构型，以便建立研究变量间的明确关系。
3．研究方法与工具选择
案例研究通常采用多元方法来搜集资料，这些方法除了一般量化研究法之外，大多包含各种质化方法（De Vaus, 1996）。在不少书籍中，量化方法讨论颇多，姑且不论。至于质化方法，通常包括深度访谈、直接观察及档调阅等方式（Patton, 1987）。在深度访谈中，又可细分为非结构访谈与半结构访谈两种。非结构访谈是研究者邀请受访者畅所欲言，但并未事先准备完整的访谈表，而仅使用一份备忘录来检核访谈的进行，查看是否有遗漏的议题。在半结构访谈中，研究者会准备一份访谈表，并依照表中的内容逐项询问，据以搜集资料。直接观察则可区分为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两种。在参与观察中，研究者会置身于被观察者的活动场所中，察看被观察者的所作所为，并可能与被观察者进行互动。在非参与观察中，观察者是一位旁观者，通常以不介入的方式进行观察。至于文件调阅，则指研究者搜集并阅读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各类文件，包括信件、备忘录、议程、会议记录、公文、企划书及媒体报道等，也有可能在被研究者同意的情况下，阅读其私人信件或日记作为数据源。
由于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如表3所示），所以兼而采用各种方法来搜集资料是相当重要的，并可以取长补短，产生综合效果。当然，量化与质化数据亦可以一并搜集，来相辅相成，就像Mintzberg（1979）在论及量化与质化资料的互补时所强调的：理论建构依赖于对现象的丰富描述，此种描述常来自于质化的轶事或掌故资料（anecdotal data），而非硬性的量化资料；而且量化数据通常会局限在有限的变量当中，而无法处理所有可能的关系，但软性的质化资料则可以进行周详的考虑，并给以补足。相反，质化数据虽然生动、丰富，但也可能不够精准，而有赖量化资料的补充。
表3　三种数据搜集法的优缺点比较

资料来源：修改自Yin（1994）
此外，在案例研究中，亦强调多研究者（multiple investigators）、多资料源（multiple data sources）的观点。多研究者的好处，是可以强化研究的创新性。由于每位研究者的长处不同，因此，可以集思广益，对数据的搜集、分析及诠释，有更为宽广的见解；也较容易发挥想象力，获得新的体会与领悟（insight）。其次，当多位研究者的观察都能获得一致的结论时，研究结果较容易收敛，从而提升研究者对结论的信心（Eisenhardt, 1989）。因此，有不少研究者采用团队的方式来进行案例研究。以实地访谈为例，有些研究者可以负责访谈，有些负责记录，有些则进行观察，彼此互相配合，以求访谈的周详，并避免个人的偏见。在资料分析时，则由多位研究者负责，透过热烈的群体讨论，厘清隐晦不明之处，并逐渐达成共识；也可指派一些人担任魔鬼辩护师的角色，针对资料的搜集、分析及诠释提出批判式的评论，以强化研究的效度与信度。另外，多资料源的概念也颇类似多研究者的想法：当数据源广泛时，可以互相攻错，搜集的数据比较不会有一己之偏，而有较高的可靠性。总之，多方法、多研究者、多来源的做法，是案例研究中常见的选择。
10.3.2　执行阶段
在进行充分准备之后，即可进入现场建立密切关系（rapport），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间必须彼此互相信任，并开始搜集数据，进行分析，且形成假设。在此阶段，资料搜集、分析及形成假设是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进行的，而不是直线式的一直往前推进。
1．资料搜集
Glaser与Strauss（1967）曾经指出：案例数据的搜集、编码及分析通常是混在一起的，而非彼此分立，这和量化研究的数据搜集与分析程序有很大的不同。在案例研究中，资料搜集与分析常常是重叠在一起的；在此过程当中，研究者需要保持敏锐的理论触角，故现场笔记（field note）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现场笔记记录了研究时所发生的种种事项，让研究者可以据此进行深刻的反思。研究者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这种事件为什么发生？从这些事件中，研究者能学到什么？此事件与其他已经历过的事件有何不同？其独特之处为何？透过这些思考，更加开放自己的心胸与弹性，并随时调整数据搜集的广度与深度。必要时，也可以增加新的问题，或采取新的数据搜集方法，来处理逐渐浮现的问题。另外，则是要定期或在有需要时，进行团队会议，讨论数据搜集的状况，分享研究者彼此的想法，以作为下阶段资料搜集的方向与做法的参考（Eisenhardt，1989）。
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对自己的偏好与性格倾向有清楚的自觉（郑伯埙，1995），以避免个人的偏见涉入，并产生影响；研究者也需要具备良好的人际互动技能，以便能与研究对象、信息提供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顺畅的互动；同时，需要拥有开放的心胸与同理心，能够扩大视野，针对问题进行抽象、有系统且具反省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理论敏感度（theoretical sensitivity），能够察觉现象或事件背后的理论含义，洞察相关或无关的事物。此外，由于数据搜集的方法不少，且各有优缺点，因此，研究者必须深谙或熟悉各种研究方法，并对其优缺点有清楚的认识。总结而言，在数据搜集时，数据与分析常常是混在一起进行的，必须要有系统性且保持弹性；至于研究者，则必须要心胸开放，维持理论敏感度。
2．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是案例研究的核心，也是最难说清楚的部分。理由就像“金炉炼丹”一般，如何从厚达一千页以上的笔记与数据中，抽丝剥茧，摘出珠玑，并绽放火花，获得有创意的结论，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Miles & Huberman, 1984; Strauss & Corbin, 1990）。即便如此，案例研究中的数据分析，仍有一定的程序。研究者只要小心谨慎地遵循研究程序，并多加练习，还是可以获得一定水平的结果。
简单来说，案例内的数据分析包括以下的步骤：（1）建立文本（text）。访谈、观察及文件等资料的誊写与摘记。（2）发展编码类别。研究者详细阅读每一个段落的内容，并参照全文主题，将每一段落分解成一或两个小单位，以一句话简述之，并加以编码；同时，将所分析出的小单位，依内容与性质的相近程度加以整理，以形成自然类别。如果已有初步理论，则亦可根据理论来架构类别（Yan & Gray, 1994）。（3）指出相关主题。仔细思考每一自然类别的内容和类别与类别之间的可能关系，依可能的逻辑关系排列出来，并给予命名；接着，审视前一步骤是否有不合宜之处，或结果不合逻辑的地方，若有则予以修正。修正时，一方面搬动不合适的小单位，一方面加入原先未能分类的小单位。（4）数据聚焦与检验假设。进行初步假设或发现的复核，让数据主题与初步假设对话，以了解资料与假设配合的状况，作为接受或拒绝假设（或命题）的依据。（5）描绘深层结构。整合所有数据、脉络及理论命题，来建构理论架构，作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或是与打算验证的理论进行对话，并加以修正（Carney, 1990; Strauss & Corbin, 1990）。有关案例内的资料的分析步骤与深化历程，如图2所示。

图2　案例内的资料分析步骤与深化层次
资料来源：修改自Carney, 1990；郑伯埙，2005。
除了案例内的分析之外，在进行多案例研究时，也需要进行案例间的比较，以了解跨案例间的异同。在进行案例比较时，由于已经过单一案例内的分析，所以容易产生先成之见，而导致信息处理偏见（information-processing bias）；或忽略了重要的信息，而可能获得错误的结论。因此，在进行多案例比较时，必须秉持开放与多元的想法，多方面寻求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通常，这种比较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为根据研究类别来进行跨案例比较，另一类为依照案例的所有性质进行全方位比较（Eisenhardt, 1989）。
以研究类别的比较而言，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向度与类别，将案例分类，并比较类别内的案例是否相似（intragroup similarity），或类别间的案例是否有异（intergroup difference）。至于向度与类别，则是基于理论或研究问题而来。例如，Bourgeois和Eisenhardt（1988）将所研究的案例依据创办人经营或专业经理人经营、高绩效或低绩效、第一代产品或第二代产品、大型公司或小型公司等加以区分，并发现某些案例类别（如规模大小、产品世代）的策略性决策（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模式不明显，但在其他类别（如绩效高低）上，则显现出类别内相似与类别间差异的特色。
以全方位比较而言，研究者将案例予以配对，进行所有特点的全面比较，列出所有的相似点与相异点。透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看起来相似的案例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而看起来不同的案例却有着相似的特点。透过上述比较，可以在简单的分析架构上，加入新的类别与向度，并对问题与构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例如，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原先以为CEO的权力大小是影响案例策略决策的主要原因，但在进行案例的成对比较后，却发现决策速度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总之，多案例分析的目的，是在寻找一连串的证据，或提供更坚实的内、外部效度基础，或由此发展更为新颖的观点与研究架构。
3．形成假设与理论化
在经过数据分析之后，所有主题及主题间的关系，都会逐渐浮现，接着就可以进行系统性的比对，察看数据主题、主题间关系与构念架构间的契合程度，并逐一形成假设、验证假设，并建立理论。当然，在比对之前，需要先检视数据的构念效度，看数据是否能够代表所要探讨的构念，一方面精练或重新界定构念，一方面提供构念效度的证据。当所有来源的数据，都显现出某一类型构念的证据时，则可以肯定构念效度的确存在。因此，有些研究者利用构念矩阵的做法，摘记某些构念下的资料证据，来表明案例研究的构念效度（Miles & Huberman，1984）。
其次，则是检视内部效度，考察构念与构念间的关系是否能与各案例所提供的证据契合：契合时，提供了支持的证据；反之，不契合时，则提供了不支持的证据。这一过程，虽然与传统量化研究中的假设检验颇为类似，但仍有差异。在案例研究中，假设是根据复现逻辑、透过一连串的案例来逐一检视的，而非组合起来。这种做法就像进行了许多次的实验一样，每一个案例都能提供支持与不支持的证据。在许多案例都支持假说的状况下，我们对某一关系的信心就会更加强化；反之，当不支持时，则提供假设修正的机会，或提出迥然不同的新颖假设。透过上述过程，可以确保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
除此之外，研究者也会想了解：“为什么”各构念间存有如此的确定关系？其理由何在？这就涉及理论基础的提问，而需要进一步思考关系背后的原因所在。例如，Barker（1993）在观察某家公司工作团队的运作过程之后，认为自主管理团队的控制变得更为紧密的理由乃是基于协和控制（concertive control）：通过将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混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公共理性”的系统，来发挥作用。换言之，在假设形成的过程当中，研究者需要反反复复地检视研究者的测量是否具有一定的构念效度；所探讨与逐渐浮现的关系是否稳定且与假说一致，以检视内部效度；各关系的背后理由或理论依据为何，以发展与建构理论。透过这些事项的检视，提供严谨且具说服力的证据。
总结而言，在运行时间内，不论采用何种数据搜集与分析的策略，都必须讲求数据与分析的质量。首先，数据要多元，尽量避免偏见；其次，资料分析是以所有相关证据为基础，尽可能搜集可以取得的证据，并进行周详的检视；再次，分析要彻底，应该涵盖所有重要的对立假说，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且据以修正原先的假说；最后，分析要紧紧扣住研究目的，回答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或处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以免过于发散，而模糊了问题的焦点（Yin, 1993）。而在整个过程中，理论化无疑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好的案例研究不能仅仅立足于一堆描述性的内容，还必须能够提供概念上的启发（Siggelkow, 2007）。换句话说，若我们将一个案例研究中的描述性资料抽离后，读者仍然能够被文章中的逻辑论述说服，这是判断理论化工作是否成功的一个方式，也会大大提升这篇案例研究被接受的可能性。此外，以多案例研究进行理论化工作时，其难处常在于无法同时兼顾一般化、精确及简单化的理论要求。这是因为某个案例可能比其他案例更令人感兴趣，导致研究者所产生的理论解释可能与这个案例紧密连接，但与其他案例的连接则明显较为松散。针对这个问题，Weick（2005）的建议是单一理论家不可能完成的事，通常可以由一群理论家来达成。亦即透过多位研究者进行集体三角验证，将有助于理论朝向一般化、简单以及精确的目标趋近（郑伯埙、林姿葶，2011）。
10.3.3　对话阶段
在运行时间的资料搜集、分析、假设形成与理论化工作告一段落之后，研究者需要将先前的专家知识纳入案例研究当中。研究者必须熟悉与该案例有关的研究主题的主张与争议，并与现有的文献进行对话；或提供支持的证据，扩大文献的应用范围；或提供反证，对文献提出修正的看法。
1．文献对话
文献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在将获得的研究结果与既有的理论或概念进行比较，以促进理论或构念的演化。这一比较的内容通常包括两项：与现有文献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相异之处？以相似之处而言，当研究结果与过去的研究类似或支持现有理论时，代表证据更为强而有力，理论所具备的内部效度更为坚韧、外部效度更强，同时构念的可信度与正当性更高。例如，郑伯埙及其团队（郑伯埙，2005；郑伯埙、樊景立、周丽芳，2006）在探讨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模式时，于许多案例中都发现了这一领导方式，从而肯定了家长式领导在华人社会的普遍性；至于Ross和Staw（1993）则采用模式契合（pattern matching）的方式，用以验证其承诺升级的理论，并发现多数假设获得支持。
以相异或矛盾之处而言，与既有文献矛盾的研究结果，可以促使研究者寻找进一步的原因，并提供另一项思考的窗口，从而可以对理论或构念提出进一步的修正：或产生重大的突破，或掌握重要的调节因素。因此，有时矛盾的证据反而比支持的证据更有价值。Eisenhardt（1989）就强调：如果研究者忽略了矛盾的证据，则读者对研究的信心就会降低。理由是读者会认为研究结果有偏差，内部效度不高；或是研究结果只能局限于少数几个特殊案例，而不能提升外部效度。
更重要的是，矛盾的证据往往会强迫研究者做更周详的考虑，并提出新的观点，从而可对现象有进一步的洞察，也可对现有理论的类推范围有更深刻的了解。例如，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央集权常导致组织政治的发生，但此结果是与过去主张的“地方分权往往导致组织政治”的结论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问题，研究者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并发现了更重要的原因——不管是地方分权或中央集权，当权力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时，就容易引发人际竞争，从而使得群体内的挫折气氛增强，并导致自私自利与组织政治。换言之，权力支配与组织政治呈现的是一种U形的曲线关系，不管是权力集中或权力分散，都会导致组织政治，而只有在权力分配中等的状况下，才会促进合作，并削弱组织内的政治游戏。从以上的例子可以了解，针对矛盾的结果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往往能提升理论的清晰性，并掌握确切的类推范围。
2．结束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案例研究？这个问题涉及两项重要的考虑因素，其一为现实上的考虑，其二则是研究上的考虑。理想上，一个研究没有现实上的限制当然是最完美的，可是案例研究通常费时费力，所以当时间不允许、经费已经用尽，或案例不想再配合时，案例研究就得结束。如果现实条件都能配合，案例研究的结束就得视两项条件而定，其一是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已达饱和，其二是数据对理论的改善是否幅度有限。前者攸关于案例是否需要再增加，后者则涉及理论与数据的契合分析是否需要再进行等问题。
就信息饱和而言，当新增的案例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或研究者很难从新的案例学到更多新知时，就是结束案例选择的时机（Glaser & Strauss, 1967）。显然，这一原则还不够具体，所以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往往建议，案例搜集的范围或个数为四个至十个是最为恰当的。理由是当搜集的案例在四个以下时，由于案例数太少，可能无法掌握组织或管理的复杂度，从而无法建构坚实有用的理论；而案例在十个以上时，则又因为数据过度浩繁庞杂，而无法处理；或分析难度太高，以至于不知如何下手（Eisenhardt, 1989）。
就理论与资料的契合分析而言，当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分析已经逐渐趋于饱和，理论或概念与数据契合的改善十分有限之后，则可以终止数据的分析。换言之，研究者通常会检视案例研究的证据，修正理论假设与命题，再根据新的观点检视证据，并反复进行此项过程。当所带来的改善与修正十分有限以后，则可以结束数据的分析。事实上，此过程颇类似论文初稿的修改过程，当能够修改的空间越来越有限、改善幅度越来越小时，即可以结束。最后，则根据主要的故事轴线或问题焦点，铺陈研究目的、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来撰写案例报告或相关论文。就此而言，报告或论文最好要有一个清楚、重要的主题，写作生动，从而能吸引读者一直阅读下去，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10.4　案例研究可能遭遇的问题与解决
透过良好地执行案例研究方法，常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惊人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一些引用率很高的论文（如：Dutton & Dukerich, 1991）或被评选为最佳论文（如：Ferlie, Fitzgerald, Wood & Hawkins, 2005）、最有趣的论文（如：Elsbach & Kramer, 2003），都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杰作。如同Yin（1984）曾经强调：“生动、诱人及魅力，这些都是案例研究难得的特征。唯有研究者醉心研究，且想让其研究结果广为流传时，才容易获得。事实上，好的案例研究者往往确信其研究结论将会震惊全球，这种热情会充塞于所有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必然会促使案例研究迈向巅峰！”（第145页）然而相较于一般常见的量化典范、理论验证的研究论文，要撰写出一篇可发表的案例研究论文，其难度无疑要高出许多。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便指出在案例研究的论文投稿过程中，研究者经常会遭遇一些质疑；可喜的是这些问题其实可以依赖事前良好的研究设计以及精熟的论文撰写技巧，来逐一加以克服解决。这些常见的问题与解决方法说明如下：
1．为什么要撰写一篇归纳取向的研究？
当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来进行理论建立工作时，研究者通常必须在论文一开始就努力说服读者，为什么应该进行一个理论建立的研究而非一个理论验证的研究。这是因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隐含假设，认为采用案例来建立理论的研究，很可能比较不精准、客观及严谨。故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厘清这个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为何没有理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或既有理论的答案是不足够甚至不适用的。如果在这一点无法成功说服评审人，论文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遭受退稿的命运。
2．案例不具代表性，要如何将这个研究结果予以类推？
有些评审人会误认为案例研究应该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故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如何解释理论抽样的含义。研究者应该厘清，理论抽样的原则在于选择特别适合呈现研究变量间关系的一些案例，并且具体说明此研究中的案例选择，是基于呈现一个罕见的现象、复验其他案例的发现、呈现一个与既有知识矛盾的发现或展现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过程。而透过这些案例研究，目的在于建立理论而非验证理论，故案例的理论含义才是考虑的重点，而非其代表性与可类推性。
3．研究结果是否只是受访者的回溯释意？
在案例研究中访谈法是经常被使用的搜集资料方法之一，其可以有效地针对受访者的感受、态度，或是一些不常发生的现象，搜集到丰富与完整的资料。然而访谈所得的结果也经常受到质疑，特别是受访者可能有印象整饰与回溯释意的问题，使得这些实证数据的可信度受到挑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事前良好的研究设计，以减少资料搜集所造成的偏误。具体的做法是让数据来自多源的受访者、选择对于所关注现象很清楚的受访者或是搭配其他的数据搜集方法，如观察法等，这些都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获得不同观点、可靠的实证数据。
4．丰富的故事在哪里？
在撰写案例研究的论文时，研究者常常会面临一个抉择，亦即要呈现一个“好的故事”抑或是一个“好的理论”。在处理一篇单案例研究论文时，研究者通常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同时维持一个故事的丰富描述与完整性；但是在一篇多案例研究论文中，一方面要使理论建构与数据分析密切贴合（well-grounded theory），同时又要维持故事的丰富性，则是十分困难的任务。较好的策略是将理论建构分成几个段落或是几个命题来进行，如此研究者可以在每个段落中提供各案例的描述性资料，以丰富案例研究的故事性；而所有段落的连接整合，则呈现了整个理论的建构。此外在多案例研究中，期望各个理论命题被所有的案例数据支持，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故研究者若能善用表格与图标，将相关的实证数据与理论发展的关系予以汇整，其对于兼顾案例研究论文的理论严谨性与描述丰富性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5．为什么要这样呈现你的理论？
案例研究与大规模、假说验证研究最大的差异，大概在于其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论文撰写格式，可以让初学者直接套用来说明其如何建构理论；而且事实上对于同一篇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常有不同偏好的呈现方式。所以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同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撰写理论，特别是在论文投稿的初期。例如，在论文介绍段落，先说明所建构理论的轮廓为何；在论文主体部分，用不同的命题与实证资料来铺陈理论；在结果讨论部分，显现理论是建构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的，同时完整讨论相关的理论含义与争议。很多案例研究的杰作示范了作者如何在一篇论文中采用不同的方式来铺陈理论，如Gilbert（2005）、Maurer和Ebers（2006）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阅读。



10.5　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实例
深入了解案例研究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阅读一些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论文。故在这里，我们要举三个实例，说明在不同类型的案例研究中，作者如何提出问题与进行研究设计，以确保研究目的与研究质量的达成。前两个例子都是发表在管理学重要期刊ASQ上的最佳论文，第三个案例是发表在AMJ上的论文。第一个实例是James Barker（1993）的协和控制（concretive control）研究，其属于一种探索性的案例研究，目的在于建构理论；第二个实例是Mark Zbaracki（1998）的TQM的口号与实际研究，属于一种描述性的案例研究，目的也在于建立理论；第三个实例则是Aimin Yan和Barbara Gray的中美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的协商与控制的研究，属于一种因果性的案例研究，目的则在于验证理论。
10.5.1　案例一：自我管理团队中的协和控制
1．研究问题
此研究是探讨官僚组织在往自我管理团队倾斜时，所产生的协和控制的议题。控制从Max Weber的时代开始，就已是组织理论中的核心议题。传统上，控制包括了简单、技术及官僚等三种策略（Edward，1981）；而在当代，则产生了第四种协和控制策略。协和控制是指通过协商、互动，群体成员形成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用以控制群体行为。由于这是一种新的控制策略，所以研究者打算探索以下几个问题：（1）协和控制是否优于官僚控制？（2）协和控制是如何形成的？（3）协和控制的正当性是如何取得的？并以自我管理团队为对象，考察团队控制由建立到成熟的历程——选择自我管理团队的理由是，此类团队不但是协和控制中的一个范例，而且人们对此团队的规范形成与规则建立并不太了解。
2．案例选择
为了了解以上的问题，研究者选择一家小型的通信制造公司作为研究案例，称之为ISE公司。ISE生产声音与传输电路板，员工150人，其中有90人从事生产工作，其余则负责其他工作；员工的背景亦反映了当地工作阶层的特色。该公司自1988年开始改变生产结构，由官僚组织转变为自我管理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后，于1992年逐渐形成团队规范，并树立具体规则。因此，ISE是一个能回答研究者问题的合适对象；此外，由于研究者认识ISE公司的副总裁，彼此在团队问题上有共同的兴趣，从而有助于研究者进入现场进行观察。
3．资料搜集
在ISE公司副总裁的精心安排与介绍之下，研究者于1990年年初进入公司搜集资料，那时ISE的变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前六个月，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在于熟悉工厂，并访谈了工厂中的团队成员以及管理与后勤支持人员；也观察了不同生产阶段的员工工作行为，询问他们如何执行工作与为什么要这样工作。在此期间，他也培养了各团队中的主要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并拟订员工的深度访谈计划。
此外，研究者定出每周的访谈与观察时间表，每周进行半天的访谈，通常上、下午交叉进行，有时在上午访问，有时则在下午；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傍晚时分的轮班观察。当然，每周时间表也并非是完全固定不变的，而是会视状况来调整。例如，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会增加访问的次数；但当研究者课业繁忙之际，则减少为两星期一次。
六个月以后，研究者开始扩大资料搜集的范围，包括主要信息提供者的深入面谈与观察，也搜集公司的备忘录、传单、公司通讯及内部调查等的资料。在资料搜集告一段落以后，研究者从现场抽离，开始分析数据、记录及笔记，并提出经过修正的研究问题。如此，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持续进行调查架构的修正，再提出问题、搜集更多资料、再分析、再记录及再修改，等等。研究者也参与团队与企业会议，观察并记录会议的内容，以搜集自然出现的团队互动事例。另外，他也对一个团队进行了四个月的追踪调查，访问了一些非生产部门的员工与ISE离职的员工。除此之外，针对团队领导人与团队成员，他则提出团队如何做决策、解决问题及进行日常工作等开放性问题，要求被访谈者回答，从中获取重要的关键事例。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的观察者角色从未改变。资料搜集结束时，研究者总共累积了275个研究小时与37次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由45分钟到2小时不等。
4．资料分析
分析时，研究者从一个基本问题入手：“ISE新工作团队的控制实务如何？这一控制与过去的做法有何不同？”此问题的提问，使得控制的主题得以浮现。在与数据对话之后，他也逐次、逐步修正分析架构，使得架构更为细致与深化。经过这一反复分析的历程，研究者逐渐熟悉该案例。扼要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者往往采用概念与数据对话的方式，敏锐地反思理论与资料是否契合（Jorgensen, 1989）的问题。例如，研究者会询问：在团队互动中，价值共识是如何发生的？各团队都已发展出新的决策规则与前提了吗？如何发展的？当重要主轴或主题由数据浮现之后，研究者会透过访谈或其他数据搜集方式，再加以厘清，以切实掌握各主题间的关系及其模式。透过上述分析历程，研究者描述了协和控制的特性；了解此特性如何在ISE自我管理团队中逐渐变得明显，并将之区分为不同阶段加以铺陈。
5．信度与效度
为了确保分析架构与资料的有效性和可靠度，研究者交叉检查了各种方法所搜集的数据，这些方法包括现场笔记、民族志观察、对员工与重要信息提供人的访谈以及相关的客观数据等，以察看数据的一致性。另外，在进行资料分析时，则要求未参加现场访谈与观察或不熟悉研究架构的同事一起来分析资料，以提升研究结果的严谨度与正确性。
6．研究结果
研究者将自我管理团队的协和控制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凝聚价值共识，开始于传统生产结构转变为自主团队时，并由一团混乱凝聚出共识为止。其要点有：上级提供愿景成为团队价值观的指南；团队成员商议如何表现与愿景或团队价值观相符的工作行为；团队价值观如何开始拥有权威，并填补管理者消失的空白，于是价值观由实质理性转变为形式理性；最后，团队价值与形式理性成为群体行为的指引。第二阶段所出现的规范规则，乃是价值观作为行为指引的自然发展，规范变得更加具体、清晰及明确，更有利于互动。因而，团队工作的规范规则逐渐浮现，规则不但变得越来越理性，而且会通过团队成员自己结束自己的内化作用来发挥影响力。当规则越来越稳定时，就进入最后的规则巩固阶段。此时，团队成员已经习惯于正式规则的运作，这些规则指导成员的工作，形成自我管理体系，使得成员能够客观地处理棘手的特殊状况，于是成员成了他们自己的主人，也成了自己的奴隶。根据上述三个阶段的分析，研究者讨论了协和控制的后果，并得出结论：


协和控制并没有将员工从Weber的理性规则的铁笼中释放出来，这个铁笼变得更为坚实有力。协和控制将同事压力与理性规则混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笼子，这个笼子的铁条却几乎是看不见的……于是，人们仍然身陷于铁笼之内。（Barker, 1993, pp. 435—436）

10.5.2　案例二：TQM的口号与实际
1．研究问题
此研究起源于人们对TQM的争论：有些人认为TQM是提升组织效能的有效方法，有些人则认为TQM只是一种管理时尚，华而不实。为何对TQM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议题。另外，从过程而言，TQM是如何从一种具有明确定义、颇为完善的技术发明（技术TQM），演变为一种模糊且令人质疑的手法（修辞TQM）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者打算探讨TQM的引入、使用及维持的历程，用以了解制度化的过程是如何将TQM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现实的，从而使得TQM变得越来越模糊，且越来越不可信。总之，此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制度要求、组织修辞及技术现实间的关系，并建构一个演化模式来加以解释。
2．案例选择
本研究依照理论抽样的方式，寻找不同的多元案例来加以分析，以提升研究结果的类推性。为了确保各案例的差异，研究者根据Scott（1987）区分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做法，将案例分为高高、高低、低高及低低四种类型，并据此选择研究案例。在本研究当中，除了高高组有两个案例（分别为国防设施承包商与医院）之外，其余各类型都只有一个案例，分别为制造公司（高低型）、政府机构（低高型）及饭店（低低型）。这些公司均曾导入TQM，且行之有年。
3．资料搜集
研究者采用多种方式来搜集数据，包括半结构访谈、档案（含内部出版品、TQM通讯、TQM训练手册、组织内TQM档案）、活动观察及参与TQM训练的笔记，等等。访谈尽量涵盖各案例内上上下下的各阶层人员，并以滚雪球、由被访谈者推荐的方式，扩大样本规模。访谈表是在预备调查之后，经过仔细考虑才设计出来的，期望能反映所要探讨的问题。正式访谈表涵盖了各种封闭与开放的题项，包括所使用的TQM工具、实施TQM的背景、如何定义TQM及实施TQM的感受，等等。访谈时间由45分钟至120分钟不等，但平均大约90分钟。访谈时，研究者特别注意两方面的信息，一个是组织成员如何看待TQM，一个是组织如何推动TQM，以同时了解他们的说辞与实际。每次访谈结束后，则记下大量的现场笔记，除了国防承包商不允许录音之外，其余的访谈都进行了录音。最后，总共进行了69次访谈，获得数百页的现场访谈记录以及一千页左右的文本。
在档案搜集方面，内部数据（包括TQM使用的材料）描绘了组织进行TQM的状况。借此，研究者能够了解各案例成员的感受、他们对TQM工具的了解，以及参与TQM的程度。研究者在三个案例中拿到了TQM标准定义的训练手册，这些手册罗列组织要传授给TQM参与者的必备知识；研究者也尽量到工作现场观察成员如何使用TQM，并主动参加一个案例的TQM训练，用以体验TQM的训练过程，且探讨组织成员对TQM训练与材料的看法。同时，亦透过此类数据，来与访谈数据互相检核，以提升数据的正确性，确保数据的不偏不倚。
4．资料分析
此研究针对TQM和修辞（口号）与现实的主题来加以分析。修辞是指用来建构、传播或维持TQM假设的一系列叙述，包括使用TQM的提议、实施TQM的主张及不同组织使用TQM的证据等；而现实则界定为：组织推动TQM时的实际情形，以及所使用的各种模型与工具，例如统计品管的基本元素、分析工具及脑力激荡等技术。为了使探讨的构念与向度维度更为清晰，研究者亦将工具区分为四类，并依照技术水准的高低来加以排序，技术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一般的TQM手法（最低）、新的七种工具（次低）、TQM的七种工具（次高）及统计与实验设计（最高）（Zbaracki, 1998）。
在定义与维度界定清楚之后，研究者根据归纳研究所描述的标准方法来建构理论。首先，提出一个概括架构，来分析修辞与现实的案例。初步结果显示，有一些结果是颇为一致的，包括所有组织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所有组织都觉得难以将TQM融入日常工作当中，以及工作需求往往与被合理化的TQM有所矛盾。最后一项结果代表实施TQM的现实与口号是有落差的，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研究者将修辞与现实区分开来，并考察TQM的导入与演变，以及组织成员的社会建构的变化。透过进一步的资料分析，研究者决定采用演化的观点来分析资料，并以Weick（1979）的合理化（sense making）模型与Miner（1994）的演化模型为依据，将TQM的导入区分为改变、选择及维持三个连续过程。利用这一架构，研究者探讨组织在推动TQM时的修辞与现实，并分析由引进到维持是如何演变的。研究者来来回回，不断地在理论架构与实证数据间游走、穿梭，以获得较为一致的发现。当研究者从组织成员的数据中获得一致性的结果之后，则进行更高、更广的组织层次分析，并根据数据不断更新理论架构，使得资料与理论逐渐契合。接着，再由TQM的启动（或改变）阶段迈入下一个阶段的选择与最后阶段的维持。
5．信度与效度
为了提升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研究者依赖三角验证的方式来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数据源包括半结构访谈、组织内部出版品与TQM通讯、TQM训练手册、组织内部TQM档案、TQM活动观察以及参与某一组织的TQM训练的笔记。透过这种多信息的数据源，以及数据间的相互检核与比较，来提高研究资料的准确性，并使得分析结果更为一致与坚韧。
6．研究结果
本研究首先根据资料分析结果，建立一个“TQM导入”的演化模型。此模型将TQM的导入细分为改变、选择及维持三个连续的流程，各流程又再细分为三个更小的历程（仍然命名为改变、选择及维持），并将修辞与现实区分开来。就改变过程而言，TQM的导入始于组织需要“变革”的暗示与线索，使得组织开始启动TQM的实施，并产生选择与维持的循环。研究数据显示，修辞在推动这种有意变革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修辞包括推动TQM的论述、成功案例的强调等，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了解并愿意相信TQM的好处。在这个阶段，修辞等同于TQM的现实，并为后来的技术性TQM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奇怪的是，修辞虽然促进了TQM的活动，但却也过滤了TQM中知识与技术的成分，使得员工觉得无法了解，并对其未来感到害怕。证据显示，在被研究的五个组织中，有四个组织在引进TQM的启动过程中，即已经过滤了TQM的技术成分。
在步入选择流程之后，接受TQM价值不久的管理者，需要去说服其他员工接受此价值，于是设立专职部门或委员会、提供训练项目，并成立问题解决团队。在此过程中，修辞包括了宣达实施TQM的决心、强调TQM的成功故事以及TQM相关手册的发放，等等。此时，赞成TQM的修辞处于优势地位，而反对者则显得相当无力。这一状况，也为以后遭受挫败埋下伏笔。在现实层面上，管理阶层则创造出多种做法来鼓励员工采用技术性的TQM，例如，衡量指标的制定、要求员工参与TQM、TQM顾问的介入以及TQM的训练等。理想上，这些推动TQM的现实，足以顺利且有效地实施TQM，但仍存有阻力。包括管理者与员工对TQM的复杂度不够理解，以至于看起来就像推动一项新实验一样；而管理者亦低估了员工接触TQM技术时的难度，从而使得重要工具的采用无法落实；最后，则是TQM不能与原有的组织活动接轨，以至于无法融入日常工作当中。以上种种现实上的障碍，都会使得TQM的推动走入岔路。
走完选择过程之后，接着就会启动维持过程。此时，由于组织成员对TQM已有经验，但每位员工的经验又是如此的不同，因此对TQM的修辞开始有了不同的见解。处于这一阶段，往往是现实塑造了修辞：对管理人员而言，由于总是接收到正面的信息，所以其修辞往往偏向TQM美好的一面；但对其他成员而言，却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印象，于是热情将逐渐消退。在推动TQM的现实方面，主要有两类现实较为常见：一种是TQM团队的成效，成功时感到高兴，而失败时则会觉得信心崩溃；另一种则是TQM工具与术语的使用，使用多，代表TQM的推动较为深广；反之，则窄浅。数据显示，饭店与医院的TQM推动是最为表面的，口号也最多。
在维持过程的最后，组织成员已由对TQM完全没有经验，到知道、实践，且形成自己的看法，于是成员拥有了自己的故事。对强调成功的管理者而言，其修辞可能会对TQM歌功颂德，并且有想拿出来展示的欲望。因此，当TQM扩及整个组织时，这种对TQM的失真论述将会导致不正确且过于乐观的态度。可是，对许多员工而言，管理者的修辞与他们的经验不符，于是怀疑程度将大为增加。尤其是开始时大力支持且信心满满的成员，更会感到强大的失落。此时，修辞虽然还能够促进TQM的推动，但却已经脱离了TQM的技术现实，也忽略了TQM技术的局限。当然，员工流动的现实也会戕害TQM的持续推动，尤其当主张推动TQM的CEO离职后，换上一个对TQM不甚了解的高阶主管时，TQM可能就只剩下一具躯壳了。
扼要而言，本研究的研究者从五个案例中，归纳出关于“TQM导入”的演化模型，用以说明TQM的修辞与现实间交互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填补了组织在决定引进TQM后，到引进并制度化间的空白。本研究也证实了制度论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制度化的做法已经脱离最初所设想的技术本质，但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因此，研究者郑重呼吁：“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管理实践中的社会建构，也需要仔细考察管理实践中的技术本质！”
10.5.3　案例三：中美合资企业的协商权、管理控制及绩效
1．研究问题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跨国合资企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注目。可是，这方面的研究在深度（depth）与广度（scope）上都颇为不足。同时，由于测量与概念上的问题，也使得现有的理论模式常常无法获得一致性的结果。因此，本研究采用合资者协商的观点（interpartner negotiations perspective），以多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合资企业的形成，考察合资双方的协商权、管理控制及合资绩效间的关系。
采用多案例研究的理由，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发挥过去合资研究所没有的优点，包括：第一，可以提供丰富的现象描绘，对协商权、管理控制及合资绩效间的关系，能有进一步的洞察（insight）；第二，可以掌握合资企业形成的动态历程，了解其中的改变与演化；第三，能够同时了解合资企业双方的观点，兼顾双方的诠释；第四，可以深入探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合资者的看法，提供中国经验，以丰富现有的以发达国家观点为主的合资企业文献。
根据研究问题，研究者便依据Yin（1989）的理论验证的做法，首先回顾了既有文献，并提出一项初步的理论架构（如图3所示），用以发展先验的理论命题（priori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再采用分析归纳（analytic induction）的方式，验证合资企业的协商权、控制及绩效的理论模式。



图3　合资企业的权力与控制的初步模式
2．案例选择
本研究依照四项标准来选择案例：第一，将案例局限在制造业的合资公司，以避免因性质差异太大而产生变异；第二，必须是典型的中美合资公司；第三，已经成立一段时间，如至少在1987年以前成立，以方便取得较长期的合资绩效资料；第四，要有良好的信息提供人（informant），以同时获得合资双方的数据，并有利于研究的进行。
3．资料搜集
本研究透过访谈与档案来搜集资料。在访谈方面，同时以预先设计的访谈表，深度访谈中美双方的首席执行官与经理等信息提供人，这些人大多参加过合资时的协商会谈或经历过合资企业的初始阶段。每项访谈平均三小时，每人至少一次，有些则在两次以上。除非信息提供人反对，否则访谈都会加以录音。访谈期间由1991年5月至1992年1月。在档案方面，研究者同时搜集合资双方的档案资料20页以上，包括合约书、合资企业与母公司的组织结构、公司宣传品与年度经营报告，以及报纸与杂志的报道，等等。
4．资料分析
在原始数据的编码方面，透过典型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式来加以编码。首先，根据初步理论架构的主要变量与类别来编码，这些类别有协商情境、合资双方的战略目标、初始贡献、管理结构、营运变化，以及双方达成其战略目标的程度。其次，根据既有文献，建立次级类别（subcategory），例如初始贡献中的产品设计、特殊设备及生产知识再归类为“技术”（technology）类别。最后，在次级类别中，如果不同来源的数据不一致，则增加其他来源的数据或参考信息提供人的意见来加以调整。透过这种三角验证的方式，来提升数据的可靠程度。数据的编码是由两位研究者共同负责的，首先，两人一起建立编码架构，并共同分析一个案例；接着，由一位研究者负责其他三个案例的编码，而另一位则加以复核（auditing）。
数据分析则采用分析归纳（analytic induction）的方式来进行，透过案例类别的比较，逐渐精练既有理论；尤其特别着重例外案例的分析，以修正既有的结论。其步骤如下：第一，给予所要解释的现象粗略的界定；第二，对现象提出假设性的解释；第三，分析一个案例，查看假设是否与案例的事件契合；第四，如果彼此不契合，则重新修正假设，或者对现象重新界定；第五，在考察一些案例之后，可以获得一些明确的结论；第六，重复上述程序，一直到建构出普遍性的关系为止，如果有异例则重新界定现象与修正假设；第七，考察适用范围以外的案例，以确定最终的假设是否可以应用于此案例，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5．信度与效度
在本研究中，不管是数据的搜集或是数据的编码与分析，研究者都依赖三角验证来提升资料的准确度与分析的严谨度。数据源包括访谈数据与档案文件，而编码与分析则透过信息提供人与研究者的复核，来确保一致性与准确度。
6．研究结果
本研究相当程度地深化了既有研究，不但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提出一项整合模式（integrative model）（如图4所示），用以描述合资双方协商权、管理控制及合资绩效间的关系与动态历程。在主要变量方面，本研究扩大了既有的变量范围，并纳入新的变量。例如，就主要变量的协商权而言，本研究进一步指出两种脉络因素，包括可替代方案与战略重要性以及七种资源因素，含技术、管理才能、全球服务支持、本地知识、产品分销、材料取得及资金等。同时，亦纳入变迁（change）与调节因素（moderators），据以阐明各变量间的动态历程及可能的情境限制。最后，则根据整合模式，提出可以进一步验证的五大命题，包括协商权与管理控制的正向关系、管理控制与合资绩效的关系、调节因素的作用、环境变化与协商权的关系以及合资绩效对协商权的影响，等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跨国合资研究的视野。

图4　合资企业的权力与控制的整合模式
总结这三个案例研究的研究问题、目的与类型、研究设计以及研究结果，并加以比较，可以整理如表4所示。
表4　三个案例研究实例的汇整




10.6　结语
在哈佛大学Louis Agassiz教授的课堂上，终于有一位学生向老师报告了他的经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只好伸出手指摸摸这只鱼……我发现自己开始用手指计算这只鱼的牙齿数目，以及这些牙齿排列的方式……突然间有一个念头闪入我的脑海，我可以素描这只鱼啊！而一直到这样做之后，我才很惊讶地发现，我开始对这个生物有了许多全新的发现。” Louis Agassiz教授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说道：“没有错，铅笔是一只最好的眼睛！”（Weick, 2007）如同Louis Agassiz给我们的启示，带着训练有素的眼睛与简单的研究工具，研究者就可以逐步深入到现象当中进行研究，直到看见了令自己惊异的发现，终于体会案例研究之美就在于：使原来看见的被重新认识，使原来没看见的被看见，使原来不能被看见的现形（萧瑞麟，2006）。
你如何能够了解一条鱼？
→你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以及一条鱼，
还有，铅笔是一只最好的眼睛！
（Louis Agassiz as Model—Weick, 2007,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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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质化研究（qualitative study）的目的在于识别现实生活中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诸如组织学习、技术开发、结构化（structuring）或者战略化（strategizing）等。当我们运用质化研究的方法时，我们试图通过搞清楚某一现象出现某些特征的根源来清晰地认识该现象，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一现象的本质和特征。本章的目的在于识别质化分析的一些原则。我们将聚焦于如何分析质性数据，因为以往的质化研究在这方面的论述十分欠缺。许多书籍和文章描述了不同的质性方法，譬如，民族志研究（如Van Maanen, 1996; Smith, 2006）、案例研究、过程研究、深度访谈、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或者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等。与此同时，许多书籍和文章介绍了如何进入研究现场，如何实施各类访谈，以及持不同认识论的研究方法。然而，以Dougherty作为编辑、评论家和作者的经验来看，质化研究由于未能仔细和全面地分析相关数据，因此成为同行评议拒绝的致命缺陷。质化研究者未能识别所研究现象的基本特征，只是提供了一些学术价值有限的一般性描述。我们希望本章可以帮助质化研究者避免这类严重的问题。
我们更多聚焦于扎根理论建构（grounded theory building, GTB），它并非一种特定的方法，而是一种做定性/质化分析的方式。扎根理论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对某一特定现象建立新的或更新的理论，因而特别强调数据分析的中心地位。我们开发了一种从三个互相补充的方面去理解质化数据分析的方法。在第一部分，我们解释为什么任何人都有可能想去进行质化研究，然后我们利用GTB的三个部分，即扎根、理论、建构，来框定出一个总体方式。扎根（grounded）指出质化研究的主旨问题和它所需要的数据类型。理论（theory）强调研究的目标、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类型。建构（building）指的是这样的研究是一个持续努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主题不断浮现，同时研究问题会被重新组织。在第二部分，我们阐明GTB数据分析，以展示新的理论是如何艰难地并有系统地从数据之中被建构起来的。我们用本章第二和第三作者的研究工作来举例说明。在第三部分，我们讨论如何全面写出一个研究，并且辨别在一个文章中报告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展特定研究的异同。



11.1　扎根理论建构的基本原则
11.1.1　为什么要做质化研究？
正如以下所显示的，质化研究具有杂乱的（messy）、难以预测和主观的特点，同时非常难做好。为什么人们要做这种困难的工作呢？其实所有真正的科学都具有上述特点，科学家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好的问题，遍查文献，设计并实施研究，并且搞清楚结果的意义。即使在生命科学中，那些结果通常也是含糊不清的（Grinnell, 2009）。当现存理论框架不够完善、不能提供清晰的假设时，质化研究就会特别有用。所以，其主要目标就是构念形成、详尽阐述以及精细改良现有的理论（refinement）（Ragin, Nagel & White, 2004）。
我们试图重构现有理论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基于现象的理论反映了影响到组织生存的技术、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新的复杂性，这些复杂的新特性需要被挖掘和验证。第二，针对同一种现象，我们会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出相互冲突或不尽一致的结果，这种分歧可能预示着现存理论需要进一步的发展。第三，因为社会在不断地进化，所以一些能很好地解释30年前的一些行为的理论，到现在可能不再适用了。例如，创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组织结构理论，强调正式工作角色与关系的信息处理，但如今，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接管了许多信息处理，因而，工作角色和关系有了质的变化（Zamuto et al., 2007）。今天的组织角色与关系不能用原有的层级和功能来很好地解释。第四，在某一社会文化中开发出来的理论可能并不适合用于解释另一社会文化下的相似行为，因为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运作规则。
由于质化研究能够更好地分析研究对象的意义，的确有助于理论开发，因此，目前质化研究正日益被普遍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Prasad & Prasad, 2002）。AMJ的编辑的一项调查（Bartunek et al., 2006）显示，在过去100年里，发表了许多采用质化研究方法的有趣文章。一项真正好的质化研究也会为学者提供产生重大影响的机会。
11.1.2　扎根、理论和建构的概念如何构造了质化方法？
1．扎根
“扎根”的概念是指研究以经验为主，根植于组织实质和复杂的日常生活现实中。质化研究是实证性、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可观察的、实在的、可以了解的现象（Neuendorf, 2002）。“实证”并不意味着量化数据（numbers），就建模或相似的方法而言，数字其实并非真实现象的实在观察，因此不算实证性研究。同事有时会问我们是否计划何时做一些“实证”研究，说明这些同事对质化研究缺乏科学领会！扎根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确定被研究的主题，第二是研究该主题所需要的数据类型。接下来我们解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质化研究的主题（subject matter）是指由包含了组织现象的社会实践所构成的错踪复杂的网络。质化研究的目的在于去理解这些复杂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质化研究的结果将是对一个特定现象的全新理解，并力图做到简单和清晰。但要对这些复杂社会实践做到简单和清晰的理解，质化研究者要仔细检查这些复杂社会现象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相互作用并解释实践。研究者要使读者看得见这些实践，并使读者理解这些实践，正如参与者在特定情境下理解它们一样（Denzin & Lincoln, 1994）。质化研究从不试图去保持相互作用或情境不变，否则，研究者将无法检验它们的效果。质化研究者寻求“社会行动”的基本构成，诸如“信任”、“知识”或“创新”。“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是指在特定情境下对社会人普遍有意义的思维或行为模式（见Strauss, 1987; Van Maanen, 1979）。质化研究基于韦伯（Weber, 1924, 1978）对参与者们的情境互动的深层理解。Geertz（1973）主张一个研究者要能够区分细微的差别，譬如，识别使眼色与眨眼睛（between a wink and a blink）之间的区别。
质化研究基于两个重要假设。一个假设是社会现象是高度情境化的，因此现实情境至关重要。人们不是规划行动而后毫无顾虑地坚持。相反，人们会被与其所处情境相吻合的那部分规划引领（Suchman, 1987）。人们会描绘特定情境下的特殊线索以选择下一步目标，并对其任务生成意义。这对于理解人们是如何应对那种特定情境以及如何看待它是必要的。
你可能会问：对于一个情境的某些独特方面的考察如何引发我们对构建新理论的思考？答案是这种考察深入地探究社会行动以便于理解所有的议题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Weick（1993）在分析曼恩大峡谷灾难（Mann Gulch Disaster，一场森林大火使得13名消防队员殉职）时，深入探究了这一独特事件情境中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通过这种深入的挖掘，他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理论用于解释组织如何被拆散、这种拆散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以及组织如何可以更具有复原力。由于Weick挖掘了这一事件的独特特征，他所提出的关于结构和意义关系的理论考虑了许多不可预见的情境。他的理论允许我们去思考，当这些或其他不可预见性发生变化时，结构是如何被解构的。
质化研究第二个重要的假设是人是具有非凡能力的社会个体。许多人尽管面对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却依然能从容应对日常生活！质化研究者遵从的是一种宽泛的认识论而非简单的实证主义，这就包括交互主义（Clarke, 2005）、建构主义（Lincoln & Guba, 1985），或诠释主义（如Dougherty, 2002）的认识论立场。虽然人们奉行的哲学观各异，但人们对这些认识论的理解却依赖于人类基本的信念以及人们独立行事的能力，这些并不是确定性的（Mead, 1934）。Wrong（1961）举例说，谨慎的研究者并非假定人们行事完全不顾及社会规范，也不是假定人们无论何时都完全遵照社会规范。事实上，人们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线索的不同看法来做出相应反应的。我们预期人们能应对，并质询在何种情境下自己可以更好地或与众不同地去应对客观现实中的种种情况，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又为什么能够做到。
需要的数据类型：质化数据必须能够捕获特定情境下复杂的社会行动。许多质化数据是“文本”类的，包括访谈、观察、照片、故事、信件和电子邮件、视频、档案或录音。通过丰富的描述性文本，研究者能够看到人们做什么、思考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通过那些故事和描述来形成特定的社会结构（Dougherty, 2002）。质化数据搜集策略包括民族志、参与观察、开放式的或非结构访谈以及揭示参与者故事的文本档案分析。由于人们所生成的意义是依赖于短暂的、空间性组织背景的，因此数据需要反映这些意义及其背后的组织背景特征。然而，拥有不同类型的数据是有益的，因为某些类型的数据可能比其他类型的数据更全面地揭示某些特征（Fielding and Fielding, 1984）。这些数据让研究者把数据和被研究的社会行动清晰、合理地联系起来，这也造成构成数据的开放性。
Barley（1986）关于技术影响职业结构的研究是运用多种类型数据的一个好例子。他观察到在两所不同的医院中，放射科医生（radiologists）和技术人员（technicians）从事他们的医学检查。他的数据由一系列档案资料、访谈和实地观察组成。档案资料和访谈向他提供放射科医生的历史和制度化的情境，实地观察向他揭示了两种职业之内或之间的日常社会角色和关系。他观察了大约400个放射线检查并记录了这些检查中相关人员的谈话、行为和参与者的解释。这些丰富的数据使研究者可以梳理在放射科医生与技术人员之间潜在的行为（被称为脚本），诸如，下达或遵从命令、探寻方向、秘密的传授，以及追踪这些脚本随时间呈现的模式。从这些分析中，他发展了一个关于技术是如何改变制度化的工作角色变革的理论。
另外一个例子，基于实践的知识理论（包括实践共享、在实践中知晓的方法）需要对社会行动予以观察。这个方法强调知识存在于人们连续共有的学习、参与和意义生成等实践活动中。Nicolini（2011）的实地观察揭示了远距离医学护士的执行实践，Nicolini主要关注了她们在招呼病人并监测其康复情况的前期、中期以及后期的实践。他发现对一个病人症状的了解散布在多种个体（如医生、护士和病人）、多种实践（如电话监视呼叫、检查生物学指标和药剂量）和多种事件（如治疗时段、副作用事故）之间。Nicolini由此得出结论：要了解一个社会现象，需要从该现象发生的多种条件、结合点和瞬间入手，我们将这种过程称为knowing，一个完整的knowing过程实际上是由对不同条件、瞬间的掌握组成的。
运用实地观察，研究者关注在一个特定情境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语言与非语言的交流。运用访谈，研究者关注人们做事的理由和有关工作的故事。例如，Dougherty（1992）对参与产品开发的员工进行了访谈并请他们来描述产品，报告他们工作中有关开发过程的故事，并讨论与其他人的关系。开放式的访谈捕获到人们开发产品的理由以及特定的公司氛围是如何影响开发过程的。他们的谈话彰显了社会模型，诸如部门之间在各自“思想领域”存在的解释障碍可能会产生顾客需要和产品设计潜力的不同观点。无论实地观察还是访谈，研究者聚焦于社会行动，同时通过探究这些社会行动的丰富多彩的形式向我们表明组织是如何塑造人们生活的。
人们处理质化数据时常会犯两个主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混淆运用“质化”数据与研究本质之间的区别。运用文本（text）类数据并不意味着该研究项目就是一个质化研究，丰富的文本是许多研究意图和研究设计的数据源，而那些研究还包括理论检验和量化方法。例如，在内容分析（Krippendorff, 2004）或绝对的数据分析（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Agresti, 1990）方法中也会用到文本，但许多这类研究会用预先确定的架构和方法去检验一个理论，而不是生成一个理论。人们有时用质化方式来呈现他们的工作，原因是他们的数据是文本数据，即使他们会利用一套预先确定的分类方式来处理数据。
第二个错误是未能搜集足够多的数据。虽然我们针对数据量没有一套明确规定，但如果一个研究项目是仅基于访谈的，Dougherty认为至少需要对100个人进行访谈。这个数字就是为了给人们一些震撼，特别是对那些试图解释如何减少访谈数目以及为什么较少的访谈就足够了的人。然而，现实情况是研究确实需要更多的数据，因为理想的数据采撷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接着的一个程序是指“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理论抽样意味着人们搜集数据是基于理论的，它是在分析中浮现出来的。研究者识别能反映浮现主题的新事件，然后搜集关于该事件的新数据。由于人们研究有多种可能互动的复杂行动，因而很难使人相信30或40个访谈可以捕捉到所有相关的动态变化。
2．理论
“理论”的概念是指研究的目的，识别要问的问题，同时形成具体工作步骤的过程及结果。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基于现有的理论来引导并设定他们的研究框架的。在此之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东西，除非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时，理论有助于照亮我们的征程（Bailyn, 1977）。为了创建理论，需要取得对一个社会现象的更好的理解，通过生成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去辨析、说明和解释那些可能会引起混淆、不连贯事件的真实现象（Strauss & Corbin, 1998）。正如我们反复重申的，你必须对你的数据提出真正有趣的问题，同时理论帮助我们对有趣的问题进行反复的强调。学术同行们一般不喜欢那些描述一个组织实践或问题，或某研究者为时两年的实地记录，或任何与现行的理论对话不能很好对接的发现。大家感兴趣的是在一个令人好奇背景下的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延伸或重构了理论，以及一个研究如何更完全地阐明了社会行为。
界定研究目的：在我们对众多质化研究论文的评议中，我们认为许多质化研究并没有清晰地描绘理论，也没有澄清对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几乎总是被拒绝。当他们完整地写出他们的研究或基金申请时，质化研究者像其他研究者一样，必须解释现有理论是如何框定被研究问题的，概述我们已知现象与那个正在被研究的现象之间有何关系。声称自己正在做的是前人未做过的研究这种辩护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没有做过，而这正是你正在做它的原因！声称没有理论适合这个研究问题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有许多的理论。然而，质化研究者需要解释为什么现有理论缺乏必要的清晰、细致或动态地对研究问题的充分解决。研究者需要去解释对于该现象什么是我们不知道但需要去认识的，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它，以及解释这些新的问题为什么在该领域是重要的。Golden-Biddle和Locke（2007）说明研究者首先要能描述现有学者关于这一理论已有的对话，然后解释你的研究会如何改变这一对话。
然而，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在运用理论方面是完全不同的，量化研究是利用一个确切的理论去预测一个特定的关系。质化研究不是为了强化现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重新思考理论框架，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简单化。当你做质化研究时，你必须深刻地理解相关理论以便于开展一项好的研究。同时，质化研究试图揭示“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由于其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使得学者们不太容易去识别相关理论。学者们需要弄明白自己用的是什么理论，去识别自己要考察的过程，例如，做决策、获得权力、跨过实践中的断层，或应对变革，然后综合那些被用于构建这些研究话题的理论问题。理论应该适宜于研究问题本身。
识别要问的问题：所有的研究需要明确研究问题和难点。好的质化研究总是提出非常有趣并引人入胜的难题。通常，质化研究问题是关于“如何”和“为什么”的，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例如，一个阐释者不应该问什么工程故障引起了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爆炸，而应该问为什么这类故障能够被容忍并变得规范化和程序化以致使事故最终不可避免（Vaughan, 1996）。扎根理论建构是用于表述研究构念特征的定性问题，不是用于表达一个变量在程度或缺失度方面的定量问题。扎根理论建构者想去理解构念之间的关系，它们何时（在什么范围限定下）相关，以及它们如何作用（后续的关联）。正如其他定性研究工作，扎根理论研究不满足于单一层次分析，而是试图去揭示造成某种现象，比如集体行动背后的连接微观因素和宏观结构之间的潜在机制。理论帮助我们发现和构建问题，现有理论的局限性则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
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结果：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一个新的或改良的理论。理论会在研究过程中发生变化，正如持续的理论建构过程（continuous theory building process）提出的个别理论会更好地解释实际现象。最终的理论是在分析过程中形成的，它最明确和条理清楚地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
3．建构
在扎根理论建构中建构的概念是指通过对所有数据动手进行分析之后获得一个新的或改良的理论的过程。建构是一个反复用构念来连接数据，同时从数据分析中得出一个对所研究问题的概念性理解的过程。所有GTB的三个方面与常规的量化研究是不同的，建构可能是这三个原因中最不同的一点。第一，理论建构需要在一个无疑是非线性的和浮现的过程中开展相当长的时间，而量化研究理想化地直奔答案（假设被证明或未通过检验）。第二，建构的过程是不可预测的，原因是研究者将会何时结束研究是不可知的。更可能的是，为了适应浮现的调查结果研究问题会发生变换，由此理论的框架也会改变。第三，GTB的建构方面是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搜集100个访谈或开展一年的实地工作只是整个努力的一小部分，因为数据分析可能会持续几年时间。
扎根理论建构是一个系统化并具有探索性的搜索过程。我们用“3C”来总结建构过程：认知过程（a cognitive process）、连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和编码（coding）。第一个“C”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里“研究者随着研究的推进，开发对概念的理解，同时研究所需数据完全包含在概念化过程本身”（Bailyn, 1977）。与那个去检验已形成概念的证实过程不同的是，认知过程打开研究者的初始观念，去从数据中构想新的概念（concept）与关系（Bailyn, 1977）。研究者不断重复从理论到实证，再从实证到理论的研究与思考过程。扎根理论建构不断地产生新假设，并开发相应的方法去探究这些假设，同时修订假设（Straus & Corbin, 1998）。作为一个认知过程，建构不是直截了当的，研究者常会始于一个研究问题，而终止于用新构造的概念和关系更好地解释另一个尖锐的问题。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认知过程，在其中研究者保持开放的观念，允许发现新的可能性。
第二个“C”是连续比较。要分析数据，研究者会在他的数据中对相似或相异事件的不同例子进行比较和对照。为了进行这些数据比对，研究者有必要搜集众多的例子，这些例子是在理论取样过程中搜集到的——是关于研究中被建构的理论的取样。通过数据比对显示出一个研究可能的分类状况（possible properties），以及一个分类不同于另一个分类的原因。例如，Dougherty和Dunne（2011）比较两类人的新药开发工作，一类是在传统实验室里通过物理取样的“治疗”科学家，另一类是那些在计算机上工作，来操纵符号和大量数据库的被称为“数码”科学家的人。这种比对揭示出根本细节而产生了一个把实践中断裂的地方连接起来的理论，即两种不同方式的了解（knowing）可以协同工作而非相互冲突。理论上有差异的社会行动事例间的持续比较建构了理论，而这一过程则是通过对数据的不断发问实现的：首先询问这儿的数据发生了什么，经过一段时间又要询问这个事例与其他事例有什么区别，同时要问这些差异为什么是有用或显著的。
第三个“C”是“编码”。编码是通过一个数据的拆分、构念和整合的分析过程来形成理论的（Strauss & Corbin, 1998）。质化编码不是内容分析。典型的内容分析是把数据分成预先确定的类别，因而它是一个理论检验的研究技术，其目的不是为了建构理论（Neuendorf, 2002）。通常，编码是研究者通过介入数据来得到概念和分类，紧随其后的是为搜集数据而做的理论取样，它会最大可能地开发在最初编码中被识别的构念。当构念和分类被整合于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故事中时，一旦数据的主要模式被捕获，建构过程将终止。
Strauss（1987）、Corbin和Strauss（1998）描述了三类编码，它们相互重叠但也依次展开：开放编码（open coding）、轴心编码（axial coding）以及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的构建始于开放编码，它发生于人们密切地关注某一部分文本这一时间点上。开放编码开始于对某部分原始数据的彻底研读，试图去理解该部分数据表达的含义，并且识别一个构念用以描述数据将会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分类或主题的某些部分会以不同的方式重现，因而，人们开始思考一个浮现类别的特性或维度，并尽量清晰地表达这一分类。
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关注在数据中浮现出的特定分类，去精练它并界定其特性（properties）。在轴心编码中，研究者考虑一种分类如何与另一些分类相互作用。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始于当可能的核心分类被确定后，研究者系统地分析为什么其他的分类与该核心分类相关，其目的是整合并精练理论。一旦编码过程完成，研究者会整合从数据中发现的构念和类型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故事。构建过程的结果是发现构念，它是更高层次的抽象。在下一部分，我们将通过两个长的例子来展示扎根理论的这些原则。



11.2　数据分析：编码和编码过程
现在我们举两个研究的长例来说明质化研究的方法。第一个例子是苏筠的研究，强调开放式编码。第二个例子是郑英建的研究，强调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苏筠的研究刚刚开始，而郑英建的研究即将结束，正在进行研究结果的写作。在讲述这两个例子之前，我们首先强调几个观点以帮助我们进行总体分析。第一，关注我们的研究问题。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质性数据非常丰富，可以表达多种社会行为，牢记研究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处理问题的复杂性。第二，忠于数据，不要通过猜测别人可能考虑什么来整理数据，不要用精神分析疗法治疗分析别人。刚开始，研究人员可能会做出被访谈者会恐惧、困惑、不够直截了当等错误的假设。你不能将自己的推测强加给数据，这些推测是在你的脑子里，而不是在数据中，要忠于数据。第三，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帮助你对数据进行编码，哪怕是偶尔为之，都是非常有用的。更多人可以产生更多的见解。
编码是一个与数据打交道的过程，研究者通过阅读数据，提出更多关于数据的问题，记笔记，比较数据中的故事，找出观点和数据之间的联系等，从而构建围绕研究主题的相关概念和研究问题。编码不仅仅是释义，而是一个将数据提升到概念水平的过程。然而，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因为数据和概念之间的联系可能不会立刻显现，研究者需要多次阅读数据。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了几组数据，诸如通过访谈或观察所搜集的数据之后就开始开放式编码，因为编码将揭示有趣的主题和问题，同时引导对数据的分析以及随后的数据搜集。
开始编码之前，你首先应该浏览文本以得到关于本次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即关于如何描述研究问题，以及这是否能够在现有文本中看到或者听到的一个基本认识。这种浏览启动了研究的基础过程并能帮助你停留在你的理论所在地。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与数据保持一致。正如反复阅读数据并思考研究理论和问题一样，你会发现研究主题或模型在文本中也是重复的。你要用编码对这些研究主题或模型赋予一定的名字，以便得到对文本的简单理解。这样，你也是在抽象的理论和实际的现象之间转换。一旦主题明确了，就可以采用轴心编码来明确这些主题的维度和特征。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呈现我们为本章搜集的定性数据编码的过程。
11.2.1　苏筠的研究：开放式编码
苏筠的论文题目是“基础研究科学家的学术知识发展与药物发现过程之间的关系”，其中运用了基础研究以发展新的生物制药产品（如药物、治疗方法）。她的困惑是，我们都知道学术知识为这种创新过程提供重要见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学术知识在与工业知识的共享互通方面做得并不是特别好（Pisano, 2006）。现有文献表明基础研究通过四种不同的途径为生物制药创新做出贡献，但是基础研究大多是对成果的质化研究和检验，而不是针对工业和学术科学家共享知识及共同创造知识的社会过程。苏筠关注的是实践中的理论知识，简单地说就是实践知识。她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可以拥有和交换的东西，相反，知识可以理解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是嵌入在人们工作中的（Orlikowski, 2002）。知识存在于每天的实践中，尤其是社会和物理环境中，它是人们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Lave & Wenger, 1991）。
苏筠的研究问题是：学术知识可以通过哪些社会实践进入药物创新过程，或者说被药物创新过程吸收。她试图去理解学术科学家的社会实践如何阻碍或促进了这种转换。苏筠最初通过使用“阻碍或促进”扩展了她的研究问题，因为现有文献仅包含很少对这些社会实践的直接观察，她试图识别并理解现实中那些可以用于传递知识的实践，但同时，她也对知识创新的其他未预见的方法和途径保持开放的观点。苏筠的数据包括对工作与药物发现相关的学术科学家的访谈、会议观察，以及对这些关于转化研究会议的突破阶段的观察（转化研究旨在填补基础研究与生物制药应用研究之间的缺口）。
顾名思义，开放式编码是选择原始数据的一部分，从中提取能够代表这部分数据的概念。开放式编码的目的在于打开数据并识别大量可能的主题。编码可以从描述性的，到主题性的、分析性的、解释性的，它们都是研究者关于如何理解数据或文本的抽象表现。在下面的例子中，苏筠用她的一段访谈摘录来展示开放式编码。被调查者是一位医学院的教员，他在他们学校的转换研究中心工作，也是当地一所高中的志愿教师。苏筠告诉他文献阅读表明有些学术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而有些则是积极参与商业研究的实践者。苏筠问他是否能介绍自己对这两种科学家的不同看法。


被调查者：在医学院工作的人与那些从事生物研究领域的人之间的确是有差别的。我的同事中有一些是内科医生，有一些是和我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我们有研讨会、期刊俱乐部、讨论会等。如果你看我的日程安排，每天都有事情要做，也就是你如何试探你自己的观点（and that's how you bounce off your ideas）。但是有时候，尽管他们都很友好而且是你的同事，但是你不得不小心以免泄露你的发明。法律上，如律师和技术转让办公室所说，你甚至不应该跟你的妻子谈起你的发明。从法律上讲，如果你把它放在公开论坛上，尽管不是纸质的，尽管你使用的是幻灯片，也意味着泄露，所以你不得不小心。举个例子，如果我说“这种蛋白质的黑色带子正在变成骨头”。我说这个序列是什么了吗？没有，我只是说“一个黑色带子”，你可能想这种黑色带子是什么想到发狂，但是你绝不会想到它是什么。所以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泄露信息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泄露的是什么。即使在一个会议上，如果别人邀请你做一个演讲，你也要非常小心地关上所有的门，只是演示你的结果。“我手中有一些东西可以组成骨骼。”很遗憾，我不能解释秘密，因为它是一项受到专利保护的发明。



接下来他继续说，


被调查者：对于我的同事，我得到了反馈。他们可能会说：“你是如何知道这是关于骨骼细胞的研究的？它有可能杀死脑细胞。因为如果你把它移植到动物身上，它可以制造骨骼，但是它也会杀死脑细胞。”这是个好主意，对吧？所以我采用了这一反馈，并设计了一个实验。我用了一些脑细胞，并把它放到脑细胞的下面，观察会发生什么。所以，一项发明有可能源于其他人的反馈，或者你自己的知识。这样一来，也许会制造出更多的骨骼。如果我把它放于脑细胞之上，则可能分裂出更多脑细胞，引发脑癌，但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设计并做实验。因而大部分情况下，它来自于你的经验和知识。当你探寻这些观点的时候，可以广开思路，我的观点也源于多个方面——我教高中生，他们有时候有一些特别好的想法，每当出现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试一下。这些就是你如何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的方式。



以下是苏筠从以上两段节选中获得的开放性编码清单。记住，开放性编码的目的是逐字挖掘数据和标注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别。这种初步的开放性编码是描述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内部的”或者是被访者自己的话。
1．医学院和你所从事的生物研究领域的确是有差别的
2．和内科医生与生物医学研究者在一起的工作环境，有些是他的同事
3．参加研讨会、期刊俱乐部和讨论会
4．对向朋友和同事泄露发明要保持小心谨慎
5．法律上，合法的
6．律师和技术转让办公室
7．在公共场合泄露信息和发表演讲
8．“一个黑色带子”
9．小心地关上所有的门
10．在会议和报告中展示结果
11．秘密
12．发明专利保护
13．同事的反馈
14．所以我采纳了反馈并设计了一个实验，我用了一些脑细胞，并把它放到脑细胞的下面，观察会发生什么
15．反馈或者你自己的知识
16．大部分情况下，结论来自于你的经验和知识
17．征求观点
18．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正如我们浏览摘录，记住研究问题一样，研究人员要从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去阅读数据。例如，当阅读这一摘录时，苏筠问道：“数据反映了哪些受访者与其他人交流的社会实践？他与内科医生、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及其他人交流的时候获得了哪类知识？他的实践如何帮助他获得新知识。”阅读文本的时候考虑这些问题有助于开发潜在主题和它们的特点。同时，你可以感受到数据和概念之间关系的概念化过程。苏筠采纳了实践出真知（knowing-in-practice）的观点，所以她希望得到一系列重复的行为和知识的相互作用（Yanow, 2003; Orlikowski, 2002）。
摘录的第一部分揭示了被访谈者经常与人沟通的实践，通常是跟他的同事沟通。这暗示了在他的工作环境中他是很积极主动的并且愿意接受不同种类的知识。条目1是被访谈者的原话，说医学院和生物研究领域的确是有差别的，他没有说差别是什么，也没有说这两个地方为什么不同。因此，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主题，可以继续探索。接着他说他处于一个与内科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者一起的环境（条目2），从实践出真知的角度，内科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者可能掌握不同类型的知识，内科医生通过与病人直接接触运用自己的知识，而生物医学研究者通过他们的研究行为运用自己的知识（如阅读学术论文、编制资料、设计和实施实验模型）。也许，这些实践中的差异向她展示了不同类型的知识。被访谈者还说他们每天都会通过研讨会、期刊俱乐部、讨论会等相互交流和影响。这些也是创造知识的社会行为，同时他说这些正表明了“你如何探寻你的观点”。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与每个人谈论并获得他们的反馈，还是只关注自己的观点，或在工作的背景下关注自己看起来是否是核心。
摘录的第二部分解释了被访谈者对于在公开论坛上发布与他的发明相关的知识是如何小心翼翼的。条目4到条目12涉及的是要小心不要透露发明的信息。这也是影响知识创造和流转的社会实践或者说一系列社会实践。条目5和条目6表明被访谈者与律师和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沟通过，并且获得了保护他的发明和专利的法律知识。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是另外一个社会环境，被访谈者在那里学到了关于专利和技术转让的新知识。接下来被访谈者又说他在会议上做报告时对于泄露有关他的发明的信息时也是很小心的，他举例子说他只公开结果，也就是制造骨骼，但是不告诉别人如何制造骨骼。“黑色的带子”可能是他暗示他制造骨骼的专利知识的方式，而不是告诉别人如何制造骨骼。综合起来，可以做出一些关于被访谈者的知识和社会实践与药物创新相关的解释。例如，他参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共享的实践，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知识（如内科医生、生物制药研究以及法律）。他的“小心披露知识”也很耐人寻味。也许种种做法阻碍了知识的分享，或者说它是由知识产权政策形成的一种社会滤镜，用于保护和引导公司同大学的科学家来合作创造以及共享知识。
第二份摘录中，被调查者解释了他是如何从其同事的反馈中受益的。他仅仅透漏了他专利知识的结果，但他仍然从他的同事那里获得了建议——“有可能制造出骨骼，但是也可能杀死脑细胞”。条目14显示了被访谈者在反馈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研究。他可能具有决定开展什么实验、如何实验的灵活性。进一步的探索可能很有趣，因为制药公司的科学家需要获得批准的文件手续才能开展实验。此外，被访谈者说“有时候是反馈，有时候是基于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条目15和条目16）。后来的探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他思考同事的建议是否值得尝试，所以与其他人相互交流当前观点的实践以及思考过程都有助于指导他解决问题。其次，他强调他必须在他的实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条目15和条目16）。第二个解释是他必须独立做出判断而不是与其他人一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许是因为他想为他的技术发明信息保密，也许学术科学家倾向于独立工作，正如其他人提到的那样（Knorr Cetina, 1999; Merton, 1973）。这种可能性可以用更多的数据来探索。例如，可以对没有专利的科学家进行访谈，看看他们的协作性是不是更强。
针对一小部分数据的少数开放式编码可能强调不同种类的社会实践需要不同种类的知识。研究过程的关键是保持开放的头脑，但也要紧扣研究问题，以获得大量可能的主题或者类别。这里概括的解释都是关于现象的假设或推测，它们能通过其他的数据得以检验。你也许会尝试数月的开放式编码，看看这些不同的访谈或其他一些数据的比较与对照，进而探究自己的假设。例如，苏筠可以通过对其他学术科学家访谈获得文本，研究他们在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观点时是否有相似或者不同的方式，对一些观点保密，获得并运用反馈。先前的一些编码将会被剔除，另一些被转化成新的类别。苏筠会改善她的研究问题，将相关理论更加深刻地融入基于实践的观点中，因为不同的理论从这一视角关注知识在实践中的不同方面。分析过程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但是研究者必须与数据密切互动，提出问题，参与概念化过程。你不能进行自动化质性编码，但是你可以促进它。
11.2.2　郑英建的研究：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例子选自郑英建的论文，其研究主题是“组织运作的制度环境在重大的事件后如何和为什么发生变化或者保持不变”。他对比了一些环境事故，这些事故都涉及有毒化学物质渗入地下、空气和水源，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致使很多人患病。这些事故对人们的生命具有相似的毁灭性影响，但是其中只有一个导致了新的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导致了重大的体制变革，而其他几个则没有。郑英建采用个案研究法对比了纽约拉夫运河事故（Love Canal in New York State）和新泽西州的一个相似事故（Legler事故），拉夫运河事故导致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保护法的出台，而Legler事故却没有。郑英建融入了制度学理论，尤其是涉及制度运作以及人们是如何构建制度的（Lawrence & Suddaby, 2006）。郑英建的研究使用了大量从这些环境事故的文本记录中所提取的档案数据（包括报纸、政府报告、书籍等）。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显示研究问题是如何随着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逐步演化，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用来解释事故如何导致重大制度变革的理论的。这个例子给我们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研究认识论必须与研究问题相匹配——简而言之，你在做质化研究时必须问定性的问题。我们展示了认识论方面的变化如何导致研究问题的急剧变化。第二，如何提出更精细的研究问题以促使新构念的产生，在这里有一个被称为“被干扰的生活”（disrupted life）的例子。
不适合的认识论（和错误的问题）：该项目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两个环境事故有何不同？在这个问题的指导下，郑英建试图鉴别相似或不同事故的特点。这一问题背后的认识论是功能主义，它假定事故的不同特点导致了事故后果的不同。郑英建用了四至五个月的时间进行编码和分析，但是最终发现他的研究问题更多的是基于互动认识论（interactionist epistemology）。互动认识论更适合扎根理论的建构。功能主义认识论的研究问题是研究者预先确定检验的特点，而忽略了研究目的和研究主旨，以及扎根理论建构的分析方法。相反，扎根理论的建构寻求从事故涉及的当事人的解释来发现本质特征，而不是将它们强加给数据。虽然其他研究方法采用功能主义认识论也许更合适，但问题是这个项目不太适用于扎根理论研究。
认识论与研究问题一起转变导致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发现。从初期功能主义者的视角，郑英建试图建立测量维度（dimensions of scale）以区分拉夫运河事件与Legler事故。但是郑英建惊奇地发现当事人的头脑中根本没有任何刻度。他们没有一个人涉人事故中，例如，去评论或表现出好像一个事故比另外一个事故更大或更小。郑英建转向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符号互动论将研究问题转化为当事人的主张，认为社会行为是由事故对人们产生的意义构建的，相信意义会受特定行为的影响，所以必须小心调查当事人是谁以及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主张具体是指当事人说服他人的任何行为。修订了研究问题和理论背景，郑英建调查了当事人做了什么，并试图理解他们的主张。结果解释了当事人如何让别人相信制定新的法律是很必要的。
被干扰的生活这一概念的编码发展：这项研究分析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被称为“被干扰的生活”。被干扰的生活是那些受事故中的有害化学物质折磨的居民提出的两个主要主张之一。其概念是Strauss和Corbin（1998）使用的轴心编码和分析的结果。轴心编码将概念与相关的类别和维度组合到一起形成编码。被干扰的生活的概念由两个类别组成：打破常规、受废物困扰。
在研究数据的时候，你可能会将当事人与行为作为典型编码，但是数据也好像显示有些行为不应该被纳入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人们从他们位于拉夫运河的家园撤离时，他们没有处理日常的家务事。这里有一位记者对于居民没有这样做的解释：


今年Leonard Whitenight没有在他位于拉夫运河附近的花园里种花，也不再修建草坪……Whitenight太太清洗了家里，墙上黑色的污渍说明淡盐水渗入了地基。



数据说明Whitenights没有种花，但是他们对于墙上的黑色污渍和地基的淡盐水就不那么清楚了。到底是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频繁地清洗，还是黑色污渍和淡盐水没有流入地基，又或者他们尝试更频繁地清洗这里了？
这一数据片段向编码发起了挑战，这使得研究者对不被采纳的行为进行编码看起来毫无意义，因为可能会有无数没被采纳的行为，然而，数据中有许多类似上面不被采纳的行为的例子。例如，孩子们不去上学（因为学校关闭了），当允许他们去学校的时候，公共汽车将他们送到他们家附近的学校。从编码的角度看，编码可能指出，孩子们没有与他们的朋友坐在一起吃午饭，在熟悉的学校里认识他们的老师没有喊他们的名字，没有与他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一起走回家。
Legler事故的数据中也包含这些当事人没有做的事情的例子。在Legler，地方政府卫生局命令居民不要使用不好的水（以前使用的水源），要用装在容量为44加仑的生锈桶里的水。这些水在使用之前要先煮沸，儿童不能在喷雾喷头附近玩耍（那里仍然是被污染的水），还有，对被采纳的行为仔细编码揭示了下一步几乎不会涉及的情况。
经过一番仔细考虑，郑英建意识到关键是突破常规，所以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编码方案去捕获这一类属。突破常规意味着过去日常生活中正常进行的行为不能再继续了。因此，郑英建并没有用一个编码去显示拉尔夫运河的孩子们步行去遥远的学校这一事实，而用了一个编码表示打破了惯常去学校的规矩。这里有两个短文表明打破了常规，表示常规的关键词用黑体字强调。


Vianna博士建议居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不要吃他们花园里的任何蔬菜。一个小女孩的父亲很不高兴，“看，我的孩子脚烧伤了，不能在院子里玩了，我邻居家的狗在院子里烧伤了鼻子，我们也不能在花园里吃饭了”。

根据风吹的方向，我们闻到一些气味。在垃圾填埋场开放之前，我们建了一个天井，这样我们可以使用后院了，到明年夏天，我们就不能待在这儿了。因为夏天不能开窗，我们在房间里装了空调。



打破常规的想法作为研究的核心维度有几个好处。从理论角度，常规和相应的打破常规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尤其打破常规是一个打动观众的明晰的表现（Goffman, 1959）。对事故发生地的居民来说，打破常规是为了影响观察者——附近的其他居民和公众、新闻记者、国家机构和政府代表。这种打破常规是一个主张，它会说服其他人意识到事故导致了他们的不良状况。从扎根理论构建编码角度，打破常规作为一个基本维度是基于观察所获得的经验数据，并在数据中捕获人们不再做出典型行为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打破常规强调了结构和代理人（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交互作用，这是质化研究的必要环节。
打破常规表明人们可以独立于现有的社会结构来表达自己。常规是社会结构约束人们行为的形式（DiMaggio & Powell, 1991; Feldman, 2000; Nelson & Winter, 1982）。在被阻止之前，常规化行为一直持续着（Jepperson, 1991）。但是打破常规明白地显示出行为不是由结构单独决定的。行为也是在人们解释现实情境时产生的（Blumer, 1998; Thomas, 1923）。打破常规使人们摆脱不适合的制度化的束缚。这种摆脱成为人们如何变革制度环境的核心观点。
围绕打破常规进行的编码使得郑英建开发出一个更详细的研究问题以深入探讨机构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该项目是在事故如何导致机构变革这一核心问题的指导下开展的，但是打破常规使得郑英建关注于探索代理人如何打破已建立的结构。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答案：一些当事人提出他们的日常惯例不再可行，他们不得不尝试新的方式。
被打扰的生活这一概念的第二个类属称为被废物围困。这一类属由几个编码组成，这些编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类属是如何出现的。在很多时候，数据显示了内在编码。“我只是想离开”这句话引自一个当地居民，他和他的家人为其在拉夫尔运河边上超过27年的贫穷生活和糟糕的健康状况而感到沮丧。Leonard Whitenight和他的妻子收到通知说他们的染色体受损，据称是因为他们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的缘故。他们的女儿Debbie经常咽喉感染，从来没有得到过良好的治疗。他们发现他们家正处在载有有毒化学物质的地下排水沟的正上方。和其他居民一样，Whitenights说“我只是想离开”，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想摆脱危险、恐惧、沮丧、愤怒和健康不佳的现状，而且这种愿望已持续很久了。
尽管“我只是想离开”的编码代表了离开那一地区的愿望，但人们同时又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离开不了。随着公众渐渐意识到散播有毒化学物质所带来的危害，居民们也开始忧虑并随之经历房价的下跌。房子已经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受污染的地区买房子。居民不仅承受不断恶化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也遭受着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的影响。
另一组编码与地域侵犯的观点有关。人们形成了一种关于物理的和社会的地理位置的关联，“家”就反映了这种地域观（Gieryn, 2000）。特别是当我们本身就持有事情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的文化偏好时，当事情没有向应有的方向发展时就出现了混乱（Douglas, 1984）。这些理论给郑英建以灵感，使他意识到把地域的侵犯作为瓦解的主张。下面的例子表明一位居民对有毒化学物质到了哪里并不吃惊，其离开提示了后续的行为。数据揭示了垃圾不应该放在那里，那种行为应予以纠正：


Brown（新闻记者）在文章中说拉夫尔运河位于第99和第97街区之间，但是我不认为他的意思是那是我的孩子去上学以及我带他们去健身房和荡秋千玩的地方……然后当我发现第99街区学校确实是在那上面时，我感到很震惊。我儿子在那个学校上学……我决定要做一些调查。



居民无法离开，不能逃脱，他们被困在那里，被垃圾包围，他们的生命被可怕的疾病消耗着，如果他们留下来，即将来临的是不确定的，如何没有政府或者其他人的帮助，他们能不能离开还是未知的。那里的居民感到与外面的生活隔离了。医生们不能做出明确的诊断，症状不能归因于特定污染物，情绪紧张也使得他们的健康更加恶化（Auyero & Swistun, 2008; Brown & Mikkelsen, 1990; Edelstein, 1988：77; Vyner, 1988: 16）。郑英建决定将这一类属命名为被垃圾围困。这个标签捕获到当时住在那里的居民的感受。这种被垃圾围困的感受是一种含义更广泛的背景，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但是可以通过当事人所处的即时情境反映出来（Weber, 1924, 1978: 8—9）。因此，被垃圾围困这一类属，将各种潜在的编码综合在一起，并赋予一种被包围和被孤立在不希望的地方的感觉。
被垃圾围困这一编码使郑英建能够向其他当事人调查更详细的问题。已经发现当事人需要找到他们打破原有结构的方式（如打破常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当事人选择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被垃圾围困这一数据编码说明，尽管已经变成了不适合的地方，但有些居民不能离开他们的家园，因此，数据、编码、分析和浮现出来的理论随着研究问题不断演进，它揭示了居民们关于一种主张的更深层次的答案，即试图说服其他人去变革制度环境。
总之，这个例子取自一个对环境事故的研究，说明了在扎根理论分析中，研究问题的演进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研究者要保证认识论与研究问题一致。第二，在编码过程中，注意力需要在数据和理论中不断转移，通过这种方式，新型理论将原先更为抽象化的研究问题转化成研究者可以回答的更为详细和具体的问题。随着编码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编码支持新兴的类属，如打破常规，但是它也适用于现存的理论，如结构和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类属与逐渐形成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主题围绕一条轴线形成“被打扰的生活”这一概念。这一过程最终导致研究者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环境规章制度被拉夫尔运河事故改变，却没有因为Legler事故做出改变的原因。重大制度的变革通常被理解为是那些地位极高、怀有特殊技能或者拥有极大权力的人的事情（Battilana et al., 2009），但是这项研究贡献的一个观点是，像拉夫尔运河边的居民这样的普通人在面临生活困扰时也可以运用代理人去战胜已有的结构。



11.3　全部写出来！
最后，一旦你弄明白了那个核心模式，即解释你要研究现象的数据是怎么回事，就把它全部写出来。遗憾的是，质化研究的写作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也就是把分析过程中的发现写出来，你要不断地表达你的想法是怎么回事，通过备忘录和报告呈现你的观点，并建立反馈来深化和明晰研究结果。在本节中，我们简单介绍一些研究写作过程中克服关键挑战的想法。请记住，本章向你介绍了在研究中所发现的新的或改良的理论，解释了如何和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中对理论进行凝练是如此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新的或者更好的理论，你就不会满足于这个研究分析。你论文的最初几稿将帮助你认识到你现有思想中存在的差距。
认识到工作可以结束：研究的完成是对研究结果的呈现并将其递交会议或者杂志评审的过程。你不会愿意提交一份没有任何谜团、深层次问题或者确切答案的东西。你最初知道自己完成了是在你相信自己有了这些的时候，比如，为那些令人感兴趣的、使人兴奋的、细腻的问题找到有趣的、令人激动的答案。答案就是你开发出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捕获数据中的关键模式，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扩展或者修订现有理论。如果你提交的结果具备这些基本元素，同行们将会评论你的新理论的清晰度和质量并推动你做得更好、更简洁（参见Golden-Biddle和Locke（2007）关于质化研究的精彩观点）。
从研究结果中提炼出若干篇论文：像前面介绍的两篇博士论文那样大的研究可能会产生很多有趣的发现，这些发现可以是社会行为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或者回答完全不同的问题的。试图将你在研究中的所有发现都包含在一篇文章中将是一个错误，因为研究结果的不同方面在一篇文章中都只能提及而不能深入论述。一篇文章一个主题，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答案。当然这样做的挑战在于如何整合研究，发现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方面。但是如果你真的获得了切实的发现，应该能够知道怎么做。每篇论文应该充分地讨论导致在文中所展示的特定理论产生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过程、说明理论的海量数据展示、数据是如何获得的以及数据表明了什么。每篇论文也都是从特有的谜题、核心问题以及被影响和扩展的相关理论开始的。
鉴别研究过程和写作过程之间的差异：认为论文表达了研究过程的想法是不对的，至少对于质化研究和前沿领域科学是这样（Grinnell, 2009; Knorr Cetina, 1999）。研究论文报告了研究结果，而不是研究过程。然而，正如Grinnell（2009: 72）所解释的，科学家们经常用论文中有序的解释代替他们在实验室中无序的生活：


通常情况下，绪论和结论部分会展示一个有关研究的符合逻辑的、内在一致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很大的不同，当一系列实验完成时，隐藏在工作背后的基本原理可能已经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被丢弃了，之前的发现也根据后来的发现被重新解释了。



正如Grinnell所指出的，科学论文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科学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扎根理论构建特别重要，因为这一过程中我们想构建一个理论但在行文的最初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研究所回答的问题是对我们研究开始时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许多修正后的结果，甚至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像一本书那么长的报告也专注于研究结果，而不是结果是如何被发现的，尽管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包含其他迂回曲折的经历（Vaughan, 1966; Knorr Cetina, 1999）。
你的论文必须以你研究过程结束作为新理论的开头。如果你每件事都很谨慎，你应该很容易创建新的理论，因为你不断地在数据和理论之间循环往复，你了解如何从你的初始工作获得你的研究结论。你至少花两三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探索数据和新数据搜集以及解决问题。这样做是非常可取的！但是没有人想听你汇报这个庞大过程的所有细节。相反，他们想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以及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结论能够很好地适合和反映日常实践。要报告你的发现及其重要性，而不是研究过程。你需要详细说明支持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理论的数据搜集和分析以及数据分析是如何支持你的理论的。
理论是你的个性特征：一些质化研究者建议在研究未知事物的时候避开理论，其实你应该进入这一领域并反映出灵敏的洞察力。之所以说上述想法是错误的，原因如下：首先，我们大脑中已有的理论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客观现实。我们不可能是现实中的一个纯粹的窗口。如果你首先表述你的理论，你就可以明确你自己想的是什么，以及你想做出贡献的理论对话的提纲。同时，我们在对我们的概念模型和你在数据挖掘和分析过程中的概念模型进行比较时看到了新的观点。其次，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普遍理论，从中不可能找不到适用于研究现象的一般理论。声称没有理论，说明你没有做适当的文献回顾。最后，如果你作为一个研究者没有一开始就考虑理论，那么你可能只会发现别人已经发现的东西。例如，一个为期两年的创新的实地考察可能得出结论：领导力很重要或者人们在处理模糊性时感到有困难。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通过数据对理论进行回顾可以提出有用的问题，例如，我们发现领导在什么时候最有用？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以更彻底地处理模糊性？为什么？
寻找其他对你的研究主题感兴趣的质化研究者：我们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获得有用的、具有建设性的反馈。现在大部分期刊尝试容纳质化研究，尽管有些期刊还没有。注意这些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副主编和其他编辑部成员是否包含质化研究者。如果没有，不要往这些期刊投稿，因为你无法得到你期望的帮助。很遗憾，很多量化研究者对质化研究了解得不多。但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了解得不多。这些审稿人会提供真诚的帮助，但是会让你做无法简单做到的定量研究。对你的研究主题关心的人能够给你一些很好的帮助，因为他们对你的研究结果很关心，但不是你的研究方法。在你所参与的学术团体中，你能找到对你的研究主题感兴趣的人，而这种团体是广泛存在的。



11.4　结语
很显然，不经过实地研究的人无法真正了解扎根理论构建的过程。本章只是初步提供了一个质化研究方法的概念性大纲。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很有趣，那就多读一些有关这类研究的文章和书籍，甚至去修一两门课程，让自己开始质化研究的旅程。走出你的办公室，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一起去实地观察别人是如何工作、领导的，亲自参与到你感兴趣的现象中去吧！
总结一下，本章的要点如下：
（1）扎根于你感兴趣的组织和管理课题的实际复杂情境之中，发现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些现象存在，其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又与大的外部环境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尽可能搜集丰富的、文本性的资料来反映你的研究问题。
（2）注重理论性。首先用现存的理论去理解你感兴趣的现象，然后通过你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或全新的理论来解释该现象。一定要先概述一下所有有关该现象的理论，然后说明为什么有的理论真的有用而有的理论只解释了现象的皮毛。不要说现在不存在任何理论可以解释该现象，因为事实上总是有许多理论能够解释现象的一部分。你的理论综述和数据分析应该能够展现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有关你要研究的现象的用目前理论无法解释的谜团。
（3）通过系统地分析探索你的数据来构建一个全新的或者改进的理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更不用说数据的搜集过程本身就需要时间了，因为你需要在数据和理论之间反复探索：不断地比较数据和理论假设，不断地修改理论并寻找新的数据。只有在你发现了一个既简单又令人惊奇的答案时你的探索工作才可能告一段落。这个答案才是那个能为组织管理提供新视角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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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引言
有关中国管理和组织的系统性研究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管理研究者致力于学习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争取研究合法性以及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在中国管理的现有研究之中，模仿和追随特征显著，其仅仅运用和发展已有的理论及方法，复制已有的观点，而鲜有关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现象的洞察。罔顾情境的切题性、一味追求严谨性的做法不仅限制了中国管理知识的发展，甚至对已有知识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有害的，因为严谨的方法得出的仅仅是荒谬的结论。[1]本章旨在鼓励研究者在关心研究严谨性的同时，通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环境中开展情境化研究来提高研究的切题性。情境化研究首先要明确定义情境，并探究那些在我们所研究现象的层次和意义上、情境间所不同的因素。本章重点介绍旨在提高中国管理研究的严谨性和切题性的四种情境化方法。



12.2　中国管理研究现状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海内外中国学者主要致力于学习如何开展规范科学研究。通过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如AMJ、AMR、JAP、PP和JIBS）上发表论文，中国学者得以获得研究身份的合法性（Tsui, 2009）。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是直接运用已有理论或稍加调整，并采用现成的测量和数据搜集方法。这样的研究工作只对已有的知识有所贡献，却无法对中国或其他亚洲情境中的管理实践提供新思路、新见解（Leung, 2007; Tsui, 2006a, 2007; White, 2002）。
Tsui, Schoonhoven, Meyer, Lau和Milkovich（2004）回顾了从2000年1月至2003年6月发表的106篇论文，发现其中只有两篇试图引入新的理论来解释所研究的中国现象。在更新的一篇文献回顾中，Jia, You和Du（2012）分析了1981年到2010年间发表在6种期刊上的302篇与中国情境有关的实证文章，发现其中只有14篇论文在概念的定义和测量、概念间关系的构建及其内在逻辑的解释上充分考虑了情境的作用。
这几篇回顾文章只发现了三个用以刻画中国特有现象的新概念——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和关系（guanxi）。其中，市场转型尽管和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十分相关，但也只是个一般理论，并非情境特定理论。网络资本主义解释了，在转型经济时期人际关系为什么是中国企业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以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关系则指个体（或者借由经理的关系而联结起来的公司）之间的特殊联系。关系这一概念虽然被应用于组织和个体层面的研究中（参见Luo et al.（2011）的元分析述评），但是还没有在任何层面上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关系理论（Smith, 2011）。虽然中国管理研究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关于一般性中国管理或针对特定的中国管理或组织行为的大量可用知识。
学者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应用现有理论上，而鲜有努力开发新理论或者解释特定情境。国际期刊更青睐基于坚实理论并用严谨方法所开展的实证研究（Daft & Lewin, 1990; Hambrick, 2007; Leung, 2007; Oxley, Rivkin & Ryall, 2011）。于是在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采用何种理论和测量方法时，审稿人、编辑和作者往往不谋而合。引入新理论的做法风险更大，因此，那些风险厌恶型的作者学会了留在主流范式的熟悉领域里规避风险；他们的研究仅限于给现有理论添加一些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这样的工作巩固了主流理论的地位和生命力，避免了背离主流西方研究范式。
趋同化不利于我们理解那些不同于主流范式的情境（March, 2005; Tsui, 2007）。顶级的主流期刊虽然可能发表一些满足严谨性标准的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能提供和中国有关的重要知识；更糟糕的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甚至可能得出一些有关中国管理的错误知识。
然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三十多年的开发型（exploitation）研究让学者对探索型（exploration）研究更有信心：中国为发展和探索新概念、新理论、新见解提供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学者们应当探索充满生机的中国情境，贡献新的、有效的知识。中国情境中的公司经营和员工行为引发了大量的研究问题。比如，一些学者（如Farh & Cheng, 2000; Redding, 1990）的研究表明中国领导者是权威的、有着家长式作风的。接着我们就得探究：针对威权领导行为，员工如何表现？有关文化研究告诉我们，授权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中作用可能不大（Hui, Au & Fock, 2004），可是为什么一些中国公司仍致力于在最低层次进行授权？中国的领导者和员工是如何定义创造力的？他们对创造力的理解又如何影响公司创新（Morris & Leung, 2010）？
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实践视角来看，我们都需要有对中国情境中的组织行为的有效描述以及可以解释中国组织行为的有效理论。Barney和Zhang（2009）曾提出“管理的中国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非中国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的观点，指用以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实践同时满足严谨性和切题性标准的新理论。那么我们如何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呢？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本土化研究（indigenous research）开始。2009年MOR第一期的编者论坛深入探讨了能为中国管理带来有效认识的上述两种途径（情境化和本土研究）。在本章，我们着重讨论情境化方法。尽管Smith（2011）指出，许多中国特色的概念，如关系、脸面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可能并非只见于中国，但他也认为这些概念对理解中国组织行为十分有用。Boisot, Child和Redding（2011）认为演化多样性是一种自然现象，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只能通过仔细审视才能发现。而仔细审视只有在本土化研究方法下才能实现。正如Leung（2009）所指出的，在我们试图找出跨国境的异同，并且最终发展出综合的、具有普适性的组织行为及管理理论时，第一步且是必要的一步就是要找出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



12.3　情境的含义和影响
在本节，先讨论“情境”的含义，然后说明情境影响组织现象的三种路径，最后给出情境化的定义，并且阐释情境化在提升中国管理研究的严谨性及切题性上的作用。
12.3.1　情境的含义
什么是“情境”？已有的讨论（如Child, 2000; Johns, 2006; Rousseau & Fried, 2001; Tsui, 2004, 2007）告诉我们，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例如个体理解周围世界的总体倾向、判断和决策的逻辑、思维过程和个人特点等。在微观的个体层次以及宏观的环境层次（如国家）之间是中观或曰部门层次（meso or sector level），情境包含可能会影响管理者竞争行为和战略选择的行业或者地方特点，以及公司内部的一些特点，如领导风格、团队规范、管理实践和其他可能会影响团队或员工态度、感知或行为的因素。
在宏观或者国家层次，情境包含文化、政治及法律体系、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经济体制。情境也指权力关系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比如，谁拥有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职权做什么？他们如何承担责任？当他们滥用权力时又会怎么样？）。另外，这种宏观情境还包括历史、地理和生态的因素，也就是说，包括所有经历时空演变所造就的当今情境因素。Johns（2006）用离散（discrete）一词来指称中观情境（meso context），用统括（omnibus）一词来指称宏观情境。这两者对个体来说是外部的，而认知、情感或主观层次则是个体内部的。这种主观情境嵌入在离散情境中，离散情境又嵌入在统括情境中。因此，主观层次的意义系统（Redding, 2008）、主流沟通模式以及信仰体系，如社会公理（Leung & Bond, 2004）不仅可以溯源至离散情境（如组织文化或行业规范），还可以在统括情境中找到其来源（如经济、政治、地理或历史特点）。
上述情境层次及其内涵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依赖和嵌入的特性需要我们在考察这些情境的同时，努力提供更优的理论化过程以及对情境所产生的效应提供更有力也更确切的推论。在一些文献中（Shapiro, Von Glinow & Xiao, 2007; Von Glinow, Shapiro & Brett, 2004），多重情境化（polycontextualization）意指，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情境中的现象而考察某一情境中的多个维度。Tsui, Nifadkar和Ou（2007）提出通过“构造”（configuration）来分析国家文化多层次特征的影响。多重情境化和构造的方法与制度理论的新近发展一致，都强调需要把握多重情境的共同作用。Ostrom（2005, 2010）用制度多中心（institutional polycentricism）的概念来描述权力存在多个“中心”的现象，如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立法和执法机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行业规范、当地传统和社区等。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嵌入在当地的信仰、知识和环境中。图1概述了三个层次的情境：主观的、离散的和统括的。图2列出了各个情境层次中的部分元素，它们可能会影响个体和团队在工作中的行为及其含义。

图1　情境的三个层次

图2　情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部分的列表
资料来源：摘自Tsui等，2007。
12.3.2　情境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或者其他新环境中的组织管理时，我们应该如何考虑情境因素呢？具体地说，情境是如何影响社会现象的？我们认为，情境会影响现象的程度大小或高低（如工作满意度）、现象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如承诺、授权）、现象间关系的形式或大小（如授权性领导风格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现象间关系的解释逻辑。图3展示了把每一个现象看做构念时的上述四种影响。

图3　情境对组织行为现象的多重影响
现象程度的大小或高低的不同。情境会导致诸如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助人行为、群外信任（out-group trust）、对授权的反应等社会现象的差异。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文化规范和期望以及它的意义系统都是情境。例如，Ralston等（2006）历时12年的研究观察了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地区经理工作价值观的变化，他们发现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经理工作价值观逐渐趋同（在经济价值观层面上愈加相似），但是这些经理和美国经理的工作价值观发展却逐渐趋异（社会价值观愈加不同）。Ralston等将工作价值观的不同归因于社会文化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一般来说，对具体现象不同表现的研究往往要涉及组群比较。作者会借情境因素（例如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来解释所观察到的不同；这些因素可以代指国家，亦可以被直接测量（Li & Bond, 2010; Tsui et al., 2007）。
现象的意义及其表现形式的不同。由于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意义系统，因此不同文化中的人会对诸如领导风格、绩效、创造力甚至战略有效性等现象都有着不同的理解（Fu et al., 2004）。采用了GLOBE研究数据库中22个欧洲国家的6052名中层经理数据，Brodbeck等（2000）的研究认为，与杰出领导风格相关的概念是由文化决定的。同样地，den Hartog, House, Hanges, Dorfman, Ruiz-Quintana和GLOBE协会（1999）发现魅力型或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各个方面都被普遍认为对杰出领导有积极作用。不过，许多其他领导力特质都显示出国家特殊性。Farh和他的同事（1997, 2004）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构念维度和测量指标与美国最初发展的量表有所不同。Tsui等（2006b）也报告了中国企业组织文化与西方企业组织文化有不同维度。
两个现象之间关系的形式和大小的不同。情境还可能会导致现象之间关系的形式和大小的不同（例如，员工对反馈或公平感知的反应）。以Leung, Su和Morris（2001）的研究为例，他们发现与美国的受访者相比，中国的受访员工对上级批评的反应并没有那么负面。Lam, Schaubroeck和Aryee（2002）的研究则发现美国个体的公平感知与工作结果（如缺勤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比中国香港地区个体的更强，因为受访者具有不同的权力距离文化：美国是低权力距离的社会，而中国香港地区是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不过，如果只比较两个社会，调节个体层面过程的国家层面构念（如文化）是不可能被清楚地描述的。想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10个国家的个体样本，如Fu等（2004）的研究报告，考察了信念（如命运控制）与武断性影响策略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两个现象之间关系的解释逻辑的不同。情境还可能会导致现象之间关系背后的社会、经济或心理的解释机制的不同（例如，个人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人际间信任）。Luo（2005）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报”的概念，来解释人际间信任建立的动态性，并基于“差序格局”（Fei, 1948）的思想，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信任：一是特殊性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其对特定的个体；二是一般性信任（general trust），其对普遍的个体（组织及其组织内的同事）。他的研究还发现，特殊性信任在个人的社会网络和一般性信任间起到中介作用。
在跨文化特别是跨国研究中，所涉及的情境主要是国家层面的。但是，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信仰、社会公理和认知风格可能会在个体认知层次体现出来（Hofstede, 1980; Schwarz, 2008）。因此，跨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文化进行概念解析还是数据分析，都可以在国家层面或者个体层面展开，或两者兼而有之。在中观层次做研究，国家情境也很相关。
12.3.3　情境化的定义
情境化是指在对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时，识别并考察它们所在情境中相关的和有意义的元素。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研究者想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新情境中的现象，就必须考虑进行情境化。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即使理论本身来源于截然不同的情境，研究者对新情境中现象的解读也能得出有效的知识。情境化可以加强现有理论、提高其精度并且提升其预测能力；深度情境化（deep contextualization; Tsui, 2007）尤其能发展有效理论以解释新情境中的独特现象。



12.4　四种情境化方法
下面我们来讨论许多研究者都探讨过的问题：何时情境化以及情境化什么？Rousseau和Fried（2001）强调了情境化的三个层次：（1）对情境的工笔描绘（thick descriptions）；（2）对情境作用的直接分析；（3）通过识别跨情境的一般性和独特性来开展比较研究。Tsui（2006a）提供了如何情境化的一些指导：（1）选择要研究的现象；（2）发展理论；（3）测量数据；（4）设计研究方法。Whetten（2009）提出两类建议：（1）“情境化理论”（contextualize theory），即识别一个理论的边界条件，并且当在新情境中运用该理论时确定如何调整理论的预测，他把这一类研究称为“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 of theory）；（2）“理论化情境”（theorize about context），即找出一个潜在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和公司的行为，他把这一类研究称为“对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 to theory）。
尽管学者提出了以上几种指导意见，但业已发表的有关中国管理的研究都未能严肃地、仔细地考察情境因素，或者进行情境化。Tsui等（2007）回顾了有关组织行为的99个跨国研究，发现在进行大小、意义或关系不同的跨情境比较研究时大多（54%）都以国家为代理变量（proxy），而不是测量理论认定的一个情境中会导致不同的具体要素。由于情境是多层面的，因此以国家为代理变量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具有任何阐释意义；也正因为这样，在情境化过程中浮于表面的一些方法可能会导致无谓甚至错误的结论。
Li和Tsui（2002）的引文分析研究了1984年至2000年发表在20本国际期刊上的226篇有关中国的研究论文，结果显示大多有影响的文章都是极具情境化的。Jia, You和Du（2012）的研究也表明，情境化程度与文章被引次数正相关。这些文章（如Boisot & Child, 1996; Earley, 1993; Leung & Bond, 1989; Nee, 1989, 1991, 1992; Xin & Pearce, 1996）在其理论模型中明确地纳入了情境，或作为自变量，或作为调节变量。这样的深度情境化需要对情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还需要仔细考虑该情境中的一些要素在解释当下研究现象时是否有用、是否切题；如果是，这种作用又是如何发生的（也可参见Bond & Muethel, 2011）。
情境化的关键在于理解情境和用以分析当下现象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解释那些既令人困惑也令人好奇的现象，我们需要根据情境对所借鉴的理论做出修改吗？或者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吗？下面，我解释四种情境化方法，每一种都旨在改善研究的严谨性和切题性，并且提高得出有意义研究结果的可能性，使得研究结果能对知识体系和中国管理实践有所贡献。
12.4.1　方法一：研究情境无关型现象时的情境化
情境无关（context-free）意指该现象在不同类型的情境中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有着相似的表现形式。如果所研究的现象是情境无关的，那么为什么它又具有情境相关性（context-relevant）呢？答案很简单：如果不了解情境，研究者又如何能得知该现象是情境无关的呢！因此，一个现象是否属于情境无关，或者该研究是否得出了普适性的知识，都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对所涉及的情境（包括理论产生的原情境以及理论应用的新情境）有深刻的了解。
这一类研究通常会先给出一个看上去很普遍的现象。例如，Tsui等（1995: 1997）曾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早期的员工—组织关系。其兴趣来源于这样一种观察，即诸如通用电气、IBM等一些过去几十年中都提供了稳定就业岗位的大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而同时，这些公司又要求他们的员工付出更多努力、承担更多责任，使得雇佣政策从原先的长期相互投资型转变成准契约型或者短期的经济交换（Tsui & Wu, 2005）。Tsui和她的同事调查了四个竞争激烈行业内10家公司中85种工作类型不同的员工（Tsui, Pearce, Porter & Tripoli, 1997），发现竞争激烈行业内，即雇佣关系变化最显著的情境中，存在四种类型的员工—组织关系。其中相互投资型最易提高员工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
大约在开展上述研究的同时，中国开始进行经济和企业改革，使稳定的、长期的雇佣关系（俗称“铁饭碗”）发生重大变化，转变为短期的雇佣契约（Wang, Tsui, Zhang & Ma, 2003）。外商企业的涌入以及私营企业的崛起也促生了新型雇佣关系。基于雇主期望和激励的变化，许多在中国的研究也都验证了在美国情境中的四种雇佣关系（Hom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03; Zhang, Tsui, Song, Li & Jia, 2008）。另外，和交换理论（Blau, 1968）所预测的一致，研究者发现相互投资型的员工—组织关系具有最佳产出，包括公司绩效、员工对组织信任以及员工对组织的承诺。
以上的这些雇佣关系研究都不仅仅是复制了美国情境的研究结果。他们通过将预测上升到公司层面（Wang et al., 2003）、将结果拓展到信任角度（Zhang et al., 2008）、找出社会交换以外的其他中介机制（Hom et al., 2009）来进一步发展理论。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修正和拓展理论、检验现象的理论外延，而该现象在新情境中的切题程度并不亚于理论开发原有情境中的切题程度。Hom等（2009）对理论做出的修正是，除了社会交换，工作嵌入也会中介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员工承诺的作用。他们的目的是“用中国经理来评估员工—组织关系的价值……从而使在美国和日本所发现的社会交换中介作用的证据普适化”。他们解释说“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研究工作嵌入增加了全球关于员工留职的知识，揭示了留住中国企业中稀有人才的战略……并与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人员流动模型互补”。
在新情境中考察情境无关现象的另一个例子是Fu, Tsui, Liu和Li（2010）的领导价值观研究。这些作者发现，因为下属期待变革型领导者关心集体福祉而非个人利益，所以当变革型领导者缺少自我超越价值观时，他的下属会有负面的反馈。作者用帕森斯的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 Parsons, 1937）来解释当领导外在表现和内在价值不符时下属的反应。他们认为这种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人们对领导的集体主义倾向抱有很高的期望，那些自我利益驱动的领导者不会受到尊重”。因此，“与其他情境相比，中国就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情境，用以检验领导者可能会背离社会期望时（鉴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下属对其变革型行为的反应”（第224页）。中国情境放大了行为—价值观不符的影响。该研究的结论是，尽管研究在中国情境中开展，但是“研究发现对其他地区的领导者来说应该也相关”，并且该研究的发现“可以应用在任何下属对领导有上述价值期待的社会中”。（第249页）不过以上所提到的猜测都还有待验证。
上述研究表明，即便是分析情境无关的现象、运用普适的理论，都需要了解和考虑现象的情境背景（contextual background）。情境背景的相关知识让研究者可以厘清并阐释情境的作用，回答在进行某个特定研究时“为什么选择中国”的问题。情境不是待分析现象的一部分，也不是用以解释现象的理论的一部分。当研究者在一个新的情境中检验某个一般理论时，许多人都会犯假定情境不相干的错误。其实情境的相关性在于该现象在这一情境中的意义、内涵及重要性（例如，雇佣关系、社会对领导者价值观的期望）。在宣称该现象具有意义、十分重要、不随环境改变之前，我们有必要拥有深刻的情境知识。
12.4.2　方法二：研究情境嵌入型现象时的情境化
正如上文所说，情境可能会改变一个现象的意义或水平大小，也可能会改变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强度甚至作用方向。一个情境嵌入（context-embedded）的现象是指其在不同情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大小高低、意义或关系等内容。在研究情境嵌入型现象时，情境的作用是理论上的，通常以调节变量的角色出现，也可能以自变量或中介变量的角色出现。研究情境嵌入型现象属于情境敏感型（context-sensitive）研究的范畴，它需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情境中进行跨情境比较研究（Tsui, 2004）。跨情境研究总是始于现有理论，然后在新情境中对该理论进行修改和拓展。大多数跨情境研究涉及一些情境化过程，因为他们将不同的预测视做情境的函数。
Chen（1995）的研究比较了美国和中国员工的奖金分配偏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境嵌入型的研究例子。基于对中国情境的充分了解，Chen对奖励分配规则的中国偏好提出了反直觉的假设。他推理道，经济改革以及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意味着中国员工在奖励分配时，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情感的，都更倾向于公平规则（equity）而非平等法则（equality）。而美国员工则倾向于在情感奖励时采用平等法则，在物质奖励时采用公平法则。Chen还发现，在中国员工奖励分配偏好的文化价值观中，经济目标占主导地位。作者如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影响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可能对中国组织行为有如此见地。
Earley（1993）的研究发现中国经理（高集体主义取向）单独工作或在群外（out-group）工作时表现不如他们在群内（in-group）工作时好（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都单独工作，但是实验设计让他们产生群内或群外工作的感觉）。美国经理（高个人主义取向或低集体主义取向）在群内和群外工作时的表现都不如他们单独工作时表现好。该研究显示，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即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改变了组群身份和绩效之间的关系。
在另一个跨文化研究中，Brockner等（2000）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让参与者模拟交易或谈判活动。系列研究共同证实了，参与者对交易或谈判结果的赞许程度与参与者对继续类似交易或谈判的期望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为参与者感知到的交易或谈判过程公正程度所减弱；进一步地，在相依型自我解释取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样本中，这种弱化作用变大；而在独立型自我解释取向（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的美国和加拿大样本中，这种弱化作用变小。实验不仅以国家作为自我解释取向的代理变量，而且还测量了参与者的独立型自我解释取向的高低。他们还发现，国家作为文化代理变量的调节效应是通过自我解释取向的中介而起作用的。
在Chen（1995）、Earley（1993）和Brockner等（2000）的研究中，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是一样的，但是两个不同情境中的不同样本却有着不同的变量关系。作者都用情境变量来解释变量间关系的变化。在Chen的研究中，该情境变量是经济改革。如果研究者对经济改革以及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现象缺乏深刻了解，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个一般性的文化推理，比如中国是集体主义取向的国家，从而中国人偏好平等法则。在Earley的研究中，情境变量是集体主义：文化情境塑造了个体的自我构念，而这种构念又会调节某种工作情境对工作产出的影响。在Brockner等的研究中，情境变量是自我解释的文化特征：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不同的自我解释取向（个体独立与相互依赖）会影响人们对社会交换过程和交换结果的理解，从而影响人们对继续类似交换活动的期望程度。
Earley（1993）的研究还阐释了情境是如何与个体特质相互作用，影响个体反应的。Mok和Morris（2010）的研究更清楚地展示了这种个人—情境的交互作用。研究者在不同情境中考察了对二元文化认同的整合程度不同（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的亚裔美国人的创造力水平。二元文化认同感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将两种文化作为其个体认同的来源。例如，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可能会通过同时接受两种文化价值把他们自己既看做是美国人，也看做是中国人。有着高度二元文化认同感的那些人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文化环境中都不会感到别扭，也能根据当地的文化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那些具有较低二元文化认同感的人只把自己看做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人。当他们身处和自身主流文化身份不同的环境中时，他们会做出有悖于当前文化情境的举动。例如，一个有着较弱二元文化认同的中国人在美国情境下的表现会更像一个中国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反应是个人特质和情境的共同作用。在实验中，Mok和Morris通过情境操控，使其或者是美国情境或者是亚洲情境，证实了在美国情境中，有着较低二元文化认同（相对于美国人身份认同有着更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中国个体比那些有着更高二元文化认同的中国个体表现出更低的创造力水平。
上述研究表明情境可以改变对相同刺激的反应。尽管所分析的刺激以及反应的类型不变，但是反应的内容却随情境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如绩效水平）可能是由于不同情境中（例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体对刺激物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例如Earley（1993）的研究中的群体工作安排）。对个人主义者来说，群体作业可能意味着减少个人自由度，降低个体对结果的可控程度。在此类研究中，情境的一个具体方面即面对群体工作安排的人所持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水平。这类研究找到了减弱或增强理论假定预测效度的条件，从而拓展了理论的适用边界。
然而遗憾的是，大多跨文化或情境嵌入型研究都倾向于将国家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却不是直接测量情境中国家层面或个体层面的文化因素（Brockner等（2000）的研究算是例外），但是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才是理论上说明不同反应的原因（Tsui et al., 2007）。鉴于情境是多层次、构造式、多样且多中心的，用国家作为代理变量的方法来刻画情境实在是笼统而无力。情境中的许多因素都能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变异。如果不能捕捉这些因素，这样的研究对理论的澄清和推进也无法做出贡献。总之，进行跨文化或情境嵌入型研究时，研究者需要对情境有深刻的了解，并且直接测量理论及假设中所提到的情境因素。
上述讨论的是情境作为调节变量出现的，事实上，情境还可以作为自变量或中介变量进行情境嵌入型研究之中。Luo和Chung（2005）便是把情境作为自变量进入分析之中的最好例子之一。他们研究在中国台湾地区制度转型前后两个时期前100家企业集团的特指性关系（particularistic ties，指家庭连带和朋友连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中国社会通常把自己的社会关系看做是一个同心圆，最内层是血缘和家庭成员，最外层是“生人”，中间层是“熟人”，即朋友、战友和同事等；他们据此把企业集团内部的关系划分成家庭连带、朋友连带和一般连带。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转型时期，企业集团内部的家庭连带和朋友连带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而一般连带没有显著效果；家庭连带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呈倒U形关系，即达到一个极值后，产生不利效果。在这个研究中，虽然解释这些关系的逻辑是制度理论（Powell & DiMaggio, 1991）和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 1985），但由于他们对情境（此处是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把社会关系进行刻画和细分，研究它们在制度转型时的差别性作用。
把情境刻画为中介变量的一个例子是Zhou, Wu和Luo（2007）关于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的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绩效研究。在中国社会，关系事实上是互惠、信任和相互依赖的系统（Boisot & Child, 1996; Redding, 1990; Tsui, Farh & Xin, 2000），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得诸如外国市场机遇的知识、建议和经验教训、关系网络中推荐的信任等好处，从而可以克服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和降低一些成本。因此，他们把社会关系网络看做是中小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关系的中介变量，并以中国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为样本，验证了该判断。
把情境作为研究模型中的自变量或中介变量，不仅需要研究者对情境的深刻理解，而且需要研究者找到恰当的、切题的概念来刻画情境，并直接测量这些变量。
12.4.3　方法三：单情境中研究情境敏感型现象时的情境化
情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现象不一定需要跨情境分析。在单情境中，对该情境的深刻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不同的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任何理论都可能是情境敏感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在特定情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在不同情境中的适用性都需验证。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 1976）和结构洞理论（Burt, 1992）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两者都基于美国现象的观察，并基于很强的美国文化假设。对于那些有着强情境假设的理论来说，如果要有效地应用到新情境中，那么情境化过程就非常关键。
代理理论是个强情境理论，它关注“代理人”（受雇的经理人）和“委托人”（公司所有者）目标不一致的问题。理论假定两个利益集团目标不一致，两者都是自利的、理性有限的、风险厌恶型的（Eisenhardt, 1989）。更强的假设条件在于自我利益驱动甚至会促使一些经理从事“欺诈、撒谎、偷盗”等活动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目标（Williamson, 1975）。尽管有学者从人性本质的角度对该假定提出了质疑（Ghoshal, 2005; Perrow, 1986），但是代理理论在会计、经济学、社会学、市场营销、战略甚至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Eisenhardt, 1989）表明美国情境中的学者总体接受了这种假设，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奇怪，因为美国宪法保护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因此，自利就成为可接受起码是可容忍的一种假定。
除了代理人，委托人也自利。因此，用于组织分析时，这种自利假定的衍生物之一是所有者全都想要最大化投资回报。但是，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代理人和委托人的自利假设还取决于不同的情境。情境中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价值观可能会使自利、理性、对风险态度的假设变得无效或者不切实际。
Su, Xu和Phan（2008）观察到，一些情境对不同委托人具有相同利益取向的假设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中国，“股权集中通常反映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而在英美情境下，股权集中是指公司由机构投资人所有的，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公司和银行”。国家所有企业的董事代表了国家，他们“给自己的角色作用塑造了一种强有力的理想化形象”。他们的利益不同于那些个体投资人和非政府部门持股者的利益。非国家部门的董事在使管理者与国家利益一致方面的力量有限。由于对中国制度环境的深度了解，作者提出以下假设：所有权集中度（强国家所有制）和管理层薪资水平、董事会规模及独立董事数量之间存在曲线关系。
强情境理论的另一个例子就是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结构洞（Burt, 1992），“有着开放市场、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取向的西方情境是结构洞理论的基础”（Burt, Hogarth & Michaud, 2000）。在该情境中，个人网络中结构洞多的个体更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因为他们比结构洞少的那些个体拥有更多独特的信息和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垄断就是一种力量的来源。竞争性的职业市场也期望并接受自利地和策略性地运用这种资源的行为。但是，集体主义社会和高承诺文化的组织却摒弃竞争行为，看重合作行为。正如Xiao和Tsui（2007）所指出的，“在有着类市场文化的市场和组织中，占据结构洞的掮客可能会如鱼得水，然而集体主义取向的环境却看重那些和情境核心价值观一致的行为”。
于是，Xiao和Tsui（2007）提出“结构洞的好处在集体主义国家文化中以及有着高承诺水平的组织中较难实现，后者是集体主义在组织层面的表现形式”（第2页）。作者假设，在一个重视合作的情境中，个体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会对其事业发展产生负面而非正面的影响，这与在西方情境中观察到的积极影响恰恰相反。该假设在国家层次和公司层次都得到了支持。
上述两个研究显示，有着强情境假设的理论，其普适性是有限的。该类理论的有效运用需要我们对原理论内含的情境假设，以及在应用该理论的新情境中这些假设的效度都有深刻的了解。对情境敏感理论的情境化可能会让我们得到其在原情境中的因果关系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这对理论以及在新情境中发展有效知识都有重大的贡献。Tsui（2004）的研究给出了更多例子，说明在分析情境敏感现象时，情境化过程是如何改善理论假设的。
12.4.4　方法四：研究方法的情境化
组织和管理研究通常采用调查、实验、定性访谈、案例研究和现有数据库（如公司员工记录）等方法进行研究。在中国开展的管理研究也主要运用以上方法，鲜有改动。然而，Farh, Dobbins和Cheng（1991）发现中国人在自我评价时要比美国人更谦虚。对于在西方情境中开发的研究工具和数据搜集程序，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还知之甚少。比如，中国人对脸面、关系、服从权威的看重如何影响他们接受调查和访谈时的回答？
Tsui（2006a）曾呼吁，当研究者在从中国被试者处获取数据时，需要考虑这些文化特征，用以开发新的或改善已有的数据搜集和观察方法。同样地，Cavusgil和Das（1997）也鼓励研究者们注意使用恰当的抽样方式，运用情境敏感数据搜集程序以及情境相关的激励方式来提高跨文化调研时的回收率。Tsui（2004）指出了几个所需的方法论领域，用以在新情境中开展高质量的本土研究。尽管有以上种种呼吁，但针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探索还很少。
在概念的测量方法方面有些进展。Farh, Cannella和Lee（2006）建议了量表开发的四种有效方法：直译、修改、情境化及去情境化。该研究描述了每种方法的关键假设、优缺点以及它们在中国管理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还以已发表的研究论文为例，阐释了有效地运用每种方法的方法和场合。
翻译（translation）方法若要达到有效测量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概念和度量的对等性。这包括翻译和回译尽量不改变措辞，确保字词语义相近。修改（adaptation）则涉及改变源语言量表，使之适用于新的情境，包括“改变条目的措辞，剔除不恰当的条目以及增加新条目”（Farh et al., 2006: 306）。这两种方法中，原量表的意义及其维度仍然保持完整。修改的过程保证了原有指标（条目）的切题性，并且识别出构念及其维度中额外的情境相关指标。
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旨在开发普适的研究方法。如Wong和Law（2002）提出的情商测量，该测量是运用演绎法，基于香港样本开发出来的，随后又在5个其他样本中得到了验证。在量表开发和验证的过程中，作者从未提到香港情境，清楚地表明这是个去情境化的开发方法。该量表是否真的在所有情境中都适用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类似地，Tang等（2006）用来自29个国家/地区的29个样本数据来评估“拜金”（love of money）量表的测量等效性。该研究尽管旨在阐释评估研究方法跨情境等效性的统计步骤，但作者也指出，期望构念测量在“涉及许多文化群体的全球研究中都完美无异或一致”是不现实的。
情境化方法与情境敏感研究最相关。Farh, Earley和Lin（1997）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发的组织公民行为（OCB）量表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作者们仔细地遵循了Hinkin（1995）所提出的量表开发和验证步骤，得到了OCB的台湾本位（emic）维度，并且验证了与西方文献类似的客位维度（etic）。此外，通过运用情境化的OCB量表，他们发现相对于较不传统的员工，较传统的台湾员工在感知到组织不公平时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组织公民行为。该研究显示了测量过程中情境化的价值，也阐明了情境（员工传统性）对感知到的组织不公平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12.5　结语
情境化既是研究工具也是研究哲学，归根结底在于其深入了解情境的客观现实以及渴望解决该情境中的重要问题。拥有这种了解和渴望的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发展有效知识，对理论和实践做出贡献。一直以来，中国管理学研究者为了获取合法性，大多从文献中发现问题；一些人甚至把情境视作需被忽视的东西，而非视作丰富理论和增强研究影响力的一种资源。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探索学习，中国管理研究正逐步成熟。学者们愈发意识到转变利用性研究为探索性研究的必要性、探索和解释中国独特管理实践的必要性，以及创造有益于一般管理实践的有用知识的必要性。毕竟，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分析问题和创造对社会有用的知识。科学界普遍认识到，不严谨的研究会产生无效知识，有悖于研究伦理。但是，缺乏切题性的研究，即便它再严谨，也有损于研究道德。情境化能产生同时满足严谨性和切题性的研究，还能产生既有效又有用的知识。科学家如果果真在意其研究有益于社会，那么他们的研究必须和情境现实紧密结合，因为只有情境现实才能帮助他们开发可验证的、切题的并且是有效的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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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测量与管理学研究
管理学研究通常是从形成研究问题开始的。通过对现象的了解和阅读有关的文献，研究者会就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具体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订研究计划去搜集和分析相关的信息。一项研究计划通常包括：（1）确定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的样本类型（如个体、团队或组织）；（2）操纵或测量用于解释的变量——自变量；（3）观察结果的变化——因变量的变化；（4）控制可能影响结果但不属于主要研究兴趣的变量——外生变量；（5）通过适当的统计方法来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把一个基于理论和现象的个人看法转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设命题。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我们可以就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直观的、量化的推断。所以，能否准确地测量相关的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
Stevens（1968）将测量定义为：研究者根据一定的规则，用数量的方式描述研究对象所具备的某种特征或行为。这一过程所用的工具称为量表或测验。我们对测量的首要要求就是所分配的数字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测量对象的特征，实现所分配的数字与所要测量对象的特征之间的一一对应。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我们对重量的测量，在刻度表上总有一个数字与物体的重量实现一一对应。通过这些直观的数字，研究者才能够探究复杂的社会现象，并透过数字间的计算得出变量彼此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直观且有意义的结论。
在管理学研究中，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测量通常有两种方式：实验操纵和问卷。在实验或准实验研究中，我们对自变量的测量大多是通过改变被试周边环境的方式而实现的，如操纵物理环境（温度、照明等）、角色要求（如工作职责等）、情绪状态（如诱导不同的心情等）。而在非实验法的研究中，我们对概念的测量主要是应用各种形式的量表。本书的第6、7章已经就实验操纵进行了论述。在本章中，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应用问卷法时的测量质量问题。围绕着问卷法中的测量问题，我们将在本章中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测量质量的评价、量表开发的一般步骤以及在中国管理研究中量表开发的取向和问题。



13.2　测量质量的评价
测量不是管理学研究的目的，而是我们讨论变量间关系的手段。任何测量都服务于特定的研究目的，理论不仅决定了我们需要测量变量的哪些特征，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去测量（Pedhazur & Schmelkin, 1991）。在测量中，研究者需要用学术化的语言去抽象、概括所要研究的现象，并把这种学术概念进一步操作化，使之变成可以量化的指标。为了确保测量质量，我们需要在构念操作化过程中特别思考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测量指标与目标构念的关系是什么？它们能够准确、完整地完成对构念的测量吗？
13.2.1　理论构念与测量指标
管理学的理论或假设在于讨论变量或概念间的关系。但绝大多数的管理学概念往往都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如人格、成就动机、组织结构、核心能力等。我们用“构念”一词来描述、抽象这些特质或属性。这些构念不仅是我们对外界现象一种高度精确的概括，而且有助于研究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测量的目的在于根据研究者对这些理论构念的理解和定义，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找到合适的测量指标，从而对这些构念所代表的现象进行科学的描述、区分、解释乃至预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操作化的过程。
如前面讲过的，我们对各种管理现象的测量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与之相连的指标体系加以推论的。在管理学研究中，有两种不同测量指标可以用来测量我们的理论构念：反映型指标（reflective indicator）和构成型指标（formative indicator）。在区分这两种指标时，我们考察的是理论构念与测量指标的内在关系（Edwards, 2011）。在反映型测量模型中，测量指标被认为是理论构念外在的表现形式。当构念发生变化时，测量指标也随之发生变化。与客观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反映型测量模型认为理论构念代表了现象界的客观实际，而我们使用的各种测量指标则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共同成分（common factor）的存在使得测量指标之间存在共同变异。由于反映型指标只是构念的某种表现形式，而我们在使用测量指标时受制于各种认知局限，因此我们的测量过程往往是带有误差的（Edwards, 2011）。因此，我们需要应用多个（而非单一）测量指标去反映一个共同的理论构念。虽然理论上来看这些测量指标之间是高度一致的，任何两个指标在内容上都可以互换，但是多项指标有利于消除各自的误差，使得测量结果更加接近于客观现实。这就是DeVellis（2003）所讲的“有益的重复”（useful redundancy）。图1中模型A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图1　反映型指标和构成型指标与构念的关系
资料来源：Edwards, 2011。
在管理学文献中，知觉到的组织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影响员工知觉的组织行为可能包括了很多方面，如重视员工的福利、为员工提供有意义的工作、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关心员工的成长等。但对员工而言，这些行为都代表着企业在处理雇佣关系时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动机。因而他们在解释这些企业行为的时候，存在着很高的一致性。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前提，研究者才可以只用某些核心的指标，而不是罗列出企业对员工所有的支持活动，来完成对这一概念的测量（如企业对员工的重视、对员工生活的关心等；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
不同于反映型指标，“构成型指标”是指测量指标说明了理论构念的不同方面，构念的意义存在于对这些指标的整合基础之上（Edwards, 2011）。换言之，构成型测量模型认为我们的测量指标是客观的、不带有任何的测量误差，而理论构念则是主观构建而成的。构成型指标通过一定的组合、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决定了构念的意义。因此，在构成型测量模型中，构念是由各个测量指标通过一定的权重组合后产生的一个主要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不同于反映型测量模型的假设，它不是客观推演出来的。如果测量缺少了某个指标，则我们对构念的理解和测量就是不完整的。图1中模型B说明了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常见的例子如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就是通过教育水平、工资收入、家庭背景等测量评估的。这些指标从不同的方面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另外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对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对这个概念的测量通常整合了一名员工对公司各方面的满意水平（如公司、主管、同事、收入等）。例如，工作描述指数（job descriptive index; Smith, Kendall & Hulin, 1969）中就是通过任务、上司、工资、晋升和同事五个方面的感受来整合反映一名员工的满意度水平。
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什么类型的指标以实现对构念的测量无疑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相对而言，反映型测量模型更加接近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传统，而构成型指标在使用中存在很多问题，很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测量质量（Edwards, 2011）：（1）概念的模糊性。因为构念的测量是构成型指标间通过一定组合的方式实现的，所以往往并不能清晰地解释理论构念。例如，我们在测量中发现两名员工的满意度得分相同，但他们的测量得分来源很有可能完全不同。（2）信度系数很难评估。由于构成型指标代表着构念的不同特征，研究者在操作化过程中更多地强调了其间的异质性，从而致使信度系数无法评估。这一特征甚至成为一些量表低信度的一种借口。（3）统计上不精确。构成型指标被认为是形成构念的原因，不带有任何测量误差，但这样的假设显然过高估计了变量测量的准确性。同时，由于其不符合经典测量模型，使得我们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无法对构成型指标模型进行识别。（4）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难以推断。构念效度是指理论构念与变量测量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关于这一概念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本章后面的部分）。因为无法对构念进行确切的认识，所以构念效度经常需要我们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推断。如果观测到的关系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认为对该构念的操作是具有效度的。但是由于构成型指标的异质性，我们很难找出适合所有指标的外在变量来检验其间的逻辑关系。选用不同的外在变量很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5）因果关系模糊。因为构成型指标被认为是构念的一部分，各个指标通过一定的组合形成了整体构念，所以测量指标与构念间更加接近于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因果关系。针对这些问题，Edwards（2011）建议我们避免使用构成型指标。如果研究确实需要这类指标，我们可以考虑将异质性的指标分解成不同的维度，从而使得单维构念变成多维构念（有关概念请详见本书第14、15章），使用反映型指标去测量每一个维度，从而使得构念得到恰当的测量。我们可以通过图1中的模型3观察这一模型与构成型模型的区别。
由以上讨论可见，研究者可以使用两种指标中的一种完成对目标构念的测量。这两种指标描述了目标构念可能存在的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与构念本身的性质无关。没有一个构念必须要求通过反映型或构成型指标来进行测量。例如，我们提到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工作满意度完全可以通过反映型指标来进行测量。由于构成型指标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并不鼓励研究者在测量时采用这样的指标。基于此，我们随后讨论的测量问题也大多与反映型指标相关。如果读者因某种特殊的研究需要，希望在测量中采用构成型指标，我们建议进一步阅读MacKenzie, Podsakoff和Podsakoff（2011）。
13.2.2　构念效度
在第5章中，我们强调实证研究需要应用各种指标对所感兴趣的管理现象进行测量。因此，我们必须对开发出的量表进行评价，以确保它能够稳定、有效地反映所要研究的对象。在测量中，我们把理论构念与其测量量表之间的一致程度称为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Schwab, 1980）。我们对测量质量的评价主要是在评估一个量表的构念效度，以此来评价它在多大程度上测量了它所想要测量的理论构念。
一般而言，三种情况会影响一个量表的构念效度：研究者的操作性定义出现了偏差、测量内容没有充分地反映目标概念、量表缺乏信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通过图2来表示这些影响因素与构念效度之间的关系。

图2　量表的构念效度及其影响因素
在图2中，上面的圆圈所包含的区域表示在理想情况下一个量表应该包括的变异，也就是目标概念本身代表的客观现象，以及我们对这一构念准确测量时应该得到的变异。而图2中，下面的圆圈所包含的区域则表示我们在实际测量中，由于测量不准确而得到的变异。一个量表的构念效度就取决于两者交叉的部分。两者交叉的部分越大，量表的构念效度就越高。在实际测量中，当一个量表没有完整包含构念应该测量的成分（即圆圈交叉部分不足）时，我们称它没有充分地反映理论构念，是有“缺陷”（deficiency）的。例如，我们发现中国管理背景下的组织公民行为（OCB）概念包含了注重人际和谐的成分，而这个成分在西方开发出的量表中是观察不到的。这时如果我们使用了国外的量表，则无法充分反映OCB这个概念在中国组织中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请参见Farh, Earley & Lin, 1997; Farh, Zhong & Organ，2004）。
而在实际测量中包含了构念并没有定义的成分时，我们称这一测验受到了“污染”（contamination）。量表的“污染”一般有两种可能：（1）测量中的随机误差变异（random error variance）。一般而言，一个量表分数包含的随机误差成分越大，该量表的信度就越低，实际测量结果也就越不可靠（我们在稍后对信度有较为详细的讨论）。（2）量表内容包含了除目标构念外的系统性变异（systematic variance）：这一部分变异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在操作理论概念时的不精确而造成的。如我们常用的组织承诺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Mowday & Steer, 1979）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一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包含了三个成分：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接受、愿意为企业的发展努力工作、希望保留组织的成员身份。其中，第三项成分与我们常用的离职倾向（turnover intention）高度相关。这样我们在测量组织承诺时，同时包含了离职倾向的内容，造成了测量上的混淆。意识到这一问题，现在研究者通常在使用组织承诺量表时将这一部分内容排除在外。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量表开发时应该坚持的三条原则：第一，详细地定义目标构念，使得量表内容最大限度地包括构念中的各个成分；第二，发展出清楚的测量指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其他相关概念的影响；第三，努力控制各种随机因素对测量过程的影响，如测量当时的物理环境、受试者的心情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保证量表的构念效度，我们需要注意在量表开发过程中的每一个操作步骤。



13.3　量表开发的一般步骤
如前所述，一个量表的构念效度是基于对测量结果的推论而得出的。发展一个具备构念效度的量表需要实现理论构念与其测量指标/题目（indicator/item）之间的高度一致。为此，研究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步骤去逐步验证量表的构念效度。这一过程中得到的支持证据越多，我们就越能保证目标构念得到了恰当的测量和估计。下面我们就详细讨论量表开发的各个步骤，以及每一步骤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13.3.1　构念说明
发展量表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定义我们所要测量的目标构念，清楚地说明构念的理论边界。一个好的构念说明（construct explication）应该阐明研究现象的核心特征。这是我们发展出的高质量量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一个高度精确的定义，我们发展出来的量表必然是模糊不清、带有各种误差的。同时，一个构念只有当其他研究者都能够了解并同意它所包含的理论边界时，我们才能推断其构念效度，讨论基于这一概念的研究发现是否具有管理学意义。但是研究者往往在发展量表时忽略了构念说明的重要性，他们大多以为提出变量的名字就已经做出了定义（MacKenzie et al.，2011）。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发展出一个合格的、充分的构念说明呢？
从语言方面的要求上讲，一个好的定义必须精确简练，不能使用晦涩难懂、带有歧义甚至带有比喻象征手法的语言。同时，一个好的定义也不能使用重复定义的方法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使用类似、相近的名词来作为概念定义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定义还应该着重说明目标构念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清晰地定义目标构念的性质。在定义一个构念时，我们需要详细界定该构念对应的现象。例如，我们需要测量的构念究竟是一种客观的组织特征还是被试对这种特征的主观感知，Schwab（1980）提出很多研究者往往在没有充分说明构念的性质前，就开始发展测量指标，从而造成了很多混乱。为此，MacKenzie等（2011）提出在开发量表前，研究者需要说明所测量的构念应该属于哪一种性质：想法（如认知、价值观、行为意图等）、感情（如态度、情绪等）、感知（如公平感、组织支持感等）、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领导行为等）、结果（工作效果、组织绩效等）或是固有的特质（如能力、个性/组织特征、个体差异等）。这些思考有助于我们明确测量目标，从而发展合适的测量指标。
第二，明确解释目标构念与其他相近构念的差异在哪里。我们需要在测验开发之前，详细说明所测量的构念与现有构念之间的区别，明确哪些内容应该包括在我们的概念中，哪些内容又应该排除在我们的概念之外。例如，在对道德领导（ethical leadership）进行测量时，Brown, Treviño和Harrison（2005）详细地论述了道德领导与其他领导类型的异同，如变革型领导、真实型领导（authentic leadership）以及精神型领导（spiritual leadership）等。这种努力能够提高其量表的构念效度，易于被其他研究者接受和采用。
第三，清楚地确认理论构念的层次。构念的层次是指我们在描述管理现象时研究对象所处的层次，也是我们希望做出研究结论的层次。例如，当我们希望了解员工组织公平感对其离职意向的影响时，我们感兴趣的概念就在个体层次；但当我们关心的是部门公平气氛的作用时，感兴趣的概念就处于团队/群体层次。如果概念定义在个体层次，那么我们的测量就应该反映个体对组织公平的认知和判断。在测量中，我们应该使用“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数据来源应该是个体员工。如果概念定义在团队/群体层次，我们的测量必须能够反映该团队内所有成员对组织公平共有的评价。这时，我们需要改变测量的指向对象来反映构念的层次（Chan, 1998）。在测量中，我们需要用“我们认为……”这样的句子来征询每个员工的意见。虽然数据来源于个体员工，但需要研究者在一致性的证据支持下，将每个员工的评分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与概念层次相匹配的测验分数。由此可见，我们对构念的定义和说明决定了测量的层次，以及如何恰当地搜集和分析研究数据（Klein, Danserau & Hau, 1994）。所以，在量表开发的第一步，研究者就应该清楚地说明自己研究的构念属于哪个层次。这应该是我们在实证研究中定义概念的一个必要成分。
第四，在构念说明时，我们需要确认它所应包含的内部成分。一个构念的内部成分可能会影响我们如何发展测验指标或题目、指标的多少以及指标的抽象程度。如果我们确认能够通过同质性的测验指标完成对目标构念的测量，那么我们可以将所要测量的构念定义为单一维度（unidimensional）。但是如果无法实现这种操作，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目标构念的内涵。在明确构念多维（multidimensional）结构的基础上，针对各个异质性的维度发展恰当的测量指标。因此，明确构念的内部结构也是我们对其操作化的一个必要步骤。本书在第14章会对单维构念与多维构念进行详细的论述。
第五，在明确构念内部结构的基础上，说明与目标构念密切相关的前因变量与后果变量。我们发展构念、对其进行测量的最终目的就是探讨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测量分数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考察构念效度的主要依据。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目标，我们应该说明目标构念与其他构念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构成研究假设、推论量表构念效度的必要成分。
就理论构念的说明，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Organ（1988）对组织公民行为（OCB）的定义。Organ首先把OCB定义为“一种自愿性质的个人行为。组织内的正式奖励机制虽并没有正式地或直接地认可这种行为，但这种行为在整合后可以促进企业整体的有效运作”（1988: 4）。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Organ进一步阐明OCB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在日常工作中有五种常见表现形式：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利他主义（altruism）、运动员精神（sportsmanship）、礼节（courtesy）和公民美德（civic virtue）。在这个例子中，Organ清楚地说明了OCB是一种个人具体的工作行为，它区别于一般的绩效概念。同时，它是多维度的，不只有单一的表现形式。就整体效果而言，它对企业运作绩效有积极作用。这样的构念说明清楚地定义了OCB的构念边界，为发展与之相应的量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3.3.2　产生测量题目
在确定了构念的边界后，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操作化。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遵循两种不同的思路发展测量指标/题目：演绎法（deductive approach）和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在基于演绎法的量表发展模式中，研究者通过整合已有的文献，就可以对构念进行清晰的定义，确认测量指标应该涵盖的范围。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通过自己对概念的理解，发展或改编现有的量表题目，就可以实现对构念的操作化。量表题目基本上是根据研究者对构念的理解而发展出来的。因此，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量表开发模式（Hinkin, 1998）。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实现对文献的详尽了解，确立目标概念的理论边界，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与之相匹配的测量题目。
在归纳法中，研究者通常并不充分了解目标构念的具体内容、内部结构，以及操作概念时需要的关键测量指标。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要通过定性方法去了解构念的内容与结构，结合现有的文献，产生测量指标。这是一种“由下而上”发展量表的模式（Hinkin, 1998）。在应用归纳法发展量表时，研究者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搜集关于构念内容的描述，广泛地征求符合这些内容描述的例子，在此基础上进行筛选、分类，发展出初步的量表。因而相对于演绎法，研究者往往在发展量表题目时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但是由于发展的量表题目直接来自被调查者，所以有利于发展适合研究情境的量表。因而，这种方法近年来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演绎法还是归纳法都可以帮助研究者发展出高质量的量表。研究者可以根据对研究现象的了解程度而有所选择。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种开发思路在实际中的应用，我们整理了AMJ上近年来发表的几份新量表，对其发展步骤进行了分析，以供各位读者借鉴。表1中列出我们整理后的结果。可以看出，研究者在发展量表题目时大多同时结合使用了两种方法：他们一方面通过访谈等方法搜集与自己研究问题相关的事件（incident）；另一方面基于以往的相关研究，发展测量题目。这种方式既保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同时也使量表在应用时更贴近研究情境，值得我们在开发量表时借鉴。
表1　量表题目开发范例


无论采用哪种量表开发思路，研究者的目的都是发展出足够多的测量题目/指标，使得它们足以涵盖构念的理论边界。因此，在产生测量题目阶段，研究者需要发展出与概念定义的内涵相匹配的、足够多的测量题目或指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Clark和Watson（1995）提出了发展测量题目的两条指导原则：（1）测量题目/指标应该比目标构念涵盖的范围更广；（2）在没有充分把握时，测量题目/指标可以包含一些最后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或者甚至与目标构念比较不相关的内容。Clark和Watson之所以提出这两条原则，是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发展出的测量题目/指标无法充分地体现所要测量的现象，随后任何基于心理测量学的定量分析都于事无补。而那些无关的测量题目，却可以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随时加以删除。所以在发展测量题目时，充分反映概念内涵是我们应该坚持的首要原则。
13.3.3　内容效度的评价
在发展出指标库后，研究者的任务是对这些指标进行基于心理测量学的评价，以删除不能反映目标构念实质的、容易引起误解的、影响测量质量的题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评价的就是测量指标的内容效度。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是指量表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研究者所要测量的构念（Haynes, Richard & Kubany, 1995）。简单地讲，如果我们开发的量表在内容上无法充分地反映我们想要评价的构念，量表的内容效度就会受到质疑。三种情况特别值得我们关注：（1）遗漏了一些反映构念内容的测量指标；（2）包含了一些与构念内容无关的指标；（3）在整体内容构成上，各个成分比例失调，使得测量分数无法真正地反映理论构念（Haynes et al., 1995）。只有当对一个构念的测量涵盖了它的所有层面及意义时，我们才称所使用的量表是具备内容效度的。
一个量表的内容效度是建立其构念效度的必要前提。具有较高内容效度的量表包含了我们所要考察构念的关键成分。为了开发出具有内容效度的量表，研究者必须依循一定的理论架构，选择能够完整涵盖研究范围的测量指标，这样才能使量表具备充分的内容效度。在目前的实践中，研究者大多通过定性的方法去评价一个量表的内容效度。定性评价的方法是指通过一组专家就某个构念的测量是否符合他们对该构念的认识进行主观判断。例如，Organ, Podsakoff和MacKenzie（2006: 296）曾就内容效度批评了Van Dyne和LePine（1998）开发的建言行为量表。Van Dyne和LePine（1998）将建言行为定义为“为变革提出创新性建议，对现行程序提出修改意见，即使有时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并据此发展了6道题目来测量这一构念。Organ等认为Van Dyne和LePine发展的题目过于宽泛，并不能特指员工的建言行为。例如，有的题目（如“该同事参与影响科室工作生活质量的事务”，“该同事提出并鼓励其他人参与到影响团队的各种事务中”）泛指员工参与到与团队有关的各种事务中，但是这种参与可能仅仅限于参加相关会议、积极聆听并实施大家的想法，并不一定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实现。有的题目（如“我很清楚自己的建议在哪些问题上可能对科室有帮助”）则过于强调行动结果，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基于这种评价，Organ等认为即使Van Dyne和LePine发展的测验量表符合各种心理测量学的要求，也应该就其测量内容进行修订。
一般而言，在定性评价时我们应该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检查每一测量指标是否具有代表性，即这些指标是否恰当地代表了构念定义中某一方面的内容；第二，所有的测量指标是否完全涵盖了研究对象的理论边界，测量指标是否与构念定义之间实现一一对应；第三，测验指标的分配比例是否反映了构念中各个成分的重要性。测量指标不能太少或太多集中于构念的某一个成分。
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始讨论如何从定量的角度讨论量表的内容效度。这里我们推荐两种简单易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直接评价测量题目与构念定义的匹配程度（Schriesheim & Hinkin, 1990）。在这种方法中，研究者让一组被试阅读构念的定义和相应的测量指标，逐一评价它们之间的匹配关系。最后根据被试正确匹配的比例，确定测量指标的内容效度。如果一个测量指标能够在所要测量的构念上得分超过60%，就认为它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由此，研究者可以判断哪些指标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所要测量的构念，应该予以保留；哪些指标没有反映所要测量的构念，应该予以删除。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操作，评价者仅仅需要从认知上判断构念定义和测量指标间的关系，一般大学生都可以胜任。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评价测量题目区分度的方法实现对内容效度的定量评估（Hinkin & Tracey, 1999）。与第一种方法类似，这种方法同样只需要一组大学生作为被试，但是被试需要在Likert量表上评价测量指标与目标构念及其类似概念的匹配程度。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一个指标在目标构念上的得分应该显著地高于它在其他构念上的得分。如果它在所要测量的目标构念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在其他构念上的得分，就证明这个测量指标具有内容效度。因此，这种方法最终需要方差分析程序，比较某个测量指标在各个构念上的得分来判断它的内容效度，对测量指标的内容效度进行具有假设检验性质的判断。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检验内容效度的定量分析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找出那些缺乏效度的测量指标，并不能发现量表内容上的缺陷。在评价内容效度的时候，我们不应过分依赖这些定量的方法。
13.3.4　内部结构的检验
在测量时，我们需要根据被试对各个指标的反应，得出一个测验分数，作为对所测量构念的估计。在得出这一分数之前，我们必须确认这些测量指标的确反映了同一个理论构念，这时所得出的观测值才是有意义的。测量指标的单一维度性（uni-dimensionality）是我们测量理论中一个最为基本和关键的假设（Gerbing & Anderson, 1988）。在发展测验量表时，我们主要是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评价测验的内部结构。
探索性因子分析是在量表开发上经常应用的一种方法。当对量表的内部结构缺乏清楚的理论预期或者第一次使用相关测量指标时，由于无法确切判断测量指标能否代表所测量的理论构念，研究者通常会将所有的指标一起测量，并将其得分进行因子分析，再由所得到的因子负荷值来判断构念效度的好坏。如果测量同一维度的各个指标能够聚合在一起，其因子负荷量越大（通常需要大于0.4），同时在其他维度上的因子负荷越小，则表示该测验的内部结构越清楚，整体构念效度越高。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测量内容没有关系的指标（如因子负荷非常低），或者不符合研究者预期的指标（如出现负向的因子负荷或最大负荷没有落在所测量的因子上等）。根据这些信息，研究者可以识别内部结构，决定哪些指标应该被剔除，哪些维度应该增加指标等。在删除了不合格的指标后，研究者需要重新搜集数据、执行因子分析程序以进一步确认测验的内部结构。
探索性因子分析不需要很强的理论指导，因此它适合在测验开发的初期使用。在我们对测验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楚的预期后，我们应该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对于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研究者对测验中包括的构念数目以及构念与测量指标的关系有非常清楚的预期。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由于研究者并不清楚测验中包含了几个构念，以及构念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因此通常假定每个指标都与每个构念存在一定的关联。第二，验证性因子分析是在消除测量误差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测验指标与假设模型的契合程度（model fit）来推断测量结构。如果估计的模型与抽样数据得到很好的契合，我们可以认为测验的构念效度得到了支持。因此，验证性因子分析程序是一种更为精确的、带有假设检验性质的统计方法。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构念的数目以及构念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往往需要根据一些统计量进行主观判断。在管理学研究中，我们很难想象研究者在编制量表时对构念与测验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因此在检验量表内部结构时，如果我们不是在发展新测验，我们就应该选择验证性因子分析程序检验测验的测量结构，而不是选用具有探索性的因子分析方法（Podsakoff, MacKenzie, Podsakoff & Lee，2003）。
13.3.5　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的评价
一个量表除了要在内容结构上符合概念定义和预期外，它还必须能够稳定地、精确地测量我们感兴趣的构念。在测量中，我们用“信度”来评价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估计测量误差对整体测验结果的影响。美国心理学会把信度定义为“测量结果免受误差影响的程度”（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85: 19）。在测量中，我们是通过测量误差的大小来估计一个测验的信度的。信度可以理解为真实分数在测验得分中的比例。测量中的随机误差（random error）越大，则我们测量得分与真实分数之间的差距越大，所得到的结果也就是缺乏信度的、不可靠的。一个具备良好信度的量表不能带有太多的随机误差。
一个构念的真实分数与具体测量中的误差都是没有办法直接测量的，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计算一个量表的信度系数，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我们可以选择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同时发展两份等效但不完全相同的量表。每个受试者需要同时回答这两份量表。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越高，就表示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也越高。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发展两套量表，而受试者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测量，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容易引起受试者的反感，所以在管理学研究中并不常用。
第二，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也就是评价测量指标之间的同质性。常用的评价方式有三种：（1）折半信度（split-half reliability），即把用来测量的量表内容分为数目相等的两半（如奇数题组和偶数题组），各自独立计分，然后计算这两组题目得分的相关性，由此推断信度系数。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发展大量的题目，多应用于教育测量机构，对以推断变量间关系为主的管理学研究并不实用。（2）库李信度（Kuder-Richardson formulas 20 and 21; KR-20, KR21）。这是一种针对是非选择题型（如答对计1分、答错计0分的二元计分法）的信度估计方法。由于这种非对即错的二元测量方式丧失了很多变量信息，现在已经不大使用。（3）我们最常用的评价指标是针对Likert式量表开发的Cronbach's α（Cronbach，1951）。它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应用多个指标对目标构念进行测量，以方差分析方式，从测量得分中区分出由构念本身造成的共同变异量和由被试个体差异造成的变异量，以此来估计该量表的信度系数。这种信度系数可以用数学公式（1）加以表示：

在公式（1）中，代表测量指标或题目i的变异量，代表测量指标或题目i与j间的共同变异量，k则指量表包含的指标/题目数。当这些指标完全没有相关性时，它们的共同变异量为零，量表的信度为零；测量指标间相关性越高，它们的共同变异量越大，量表的信度也随之增大。我们一般引用Nunnally（1978）的标准，认为Cronbach α的值达到或大于0.70即已足够。但Lance，Butts和Michels（2006）提出这实际上是对Nunnally的一种误读。在最初的论述中，Nunnally（1978）强调信度要求应该与测验使用目的相一致。在研究初期，由于测量的目的只是检验研究模型的可行性，出于节省时间和精力的考虑，量表信度达到0.70即可。而在一般的基础研究或具有应用性质的研究中，信度要求应该是0.80。当我们把测量分数用于重要的决策时，信度应该高于0.90。由此可见，由于测量中的随机误差降低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增大了参数估计时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为了保证统计结论的效度，研究者对测量中的信度系数要求很高。由于我们的研究大多以推断变量因果关系为目的，我们对信度系数的要求是0.80，而不是探索性研究中的0.70。
在强调信度系数临界值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内部一致性系数不是越高越好。在发展量表时，研究者应该注意平衡内部一致性和内容完整性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当一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过高时，它不但不会有利于构念效度，反而会削弱内容效度（Clark & Watson, 1995）。过于重复的测量指标或题目虽然保证了量表的信度系数，但这往往意味着研究者在发展量表时并没有充分地选取目标概念的内容。而有些初学者为了获得较为理想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往往会删除很多在内容上符合概念定义的测量指标。这种以牺牲内容完整性来实现内部一致性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当研究者无法获得理想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时，应该首先检查测量指标的内容是否清楚、数量是否足够等。如果这些检查无法奏效，很有可能意味着研究者对构念内容的分析存在缺陷。这时应该根据已有文献和归纳资料仔细梳理构念的内部结构，可以考虑将原有的单维结构发展成多维结构，在此基础上针对异质性的指标重新发展测量题目。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通过提高测量的精准度，而不是通过舍弃内容的完整性来提高信度系数。
第三，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使用同一个测验，对同一组参与者施测，两次测量所得结果的相关系数就是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两次测量结果的相关性越高，则重测信度越高，我们就可以认为该量表的稳定性越高。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是通过应用多项测量指标，评价被试在各项指标上得分的一致程度而得出的。而重测信度系数评价的是在两个及以上的时间点对被试进行重复测量时，测验结果的稳定程度。因为现在管理学研究更加注重因果关系推论的严谨程度，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中往往需要考虑变量的时间维度。这时，仅仅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不够的，评价这些指标在测量上的稳定性就成为估计测量误差的一个必要程序。但研究者应该意识到重测信度经常会受到一些干扰，例如受访者也许记得特定的问题，所以就会回答和第一次测量时相同的答案，因而产生高估的信度系数，或者所观察的变量在测量期间发生了变化，因而降低了对信度的估计等。因此，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进行恰当的研究设计是估计重测信度的关键环节之一。
13.3.6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对量表内部结构和测量误差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测量质量，剔除不符合测量要求的指标。但这两个阶段的定量分析只是保证量表构念效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例如，在测量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时，通过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的测量指标在潜变量上的因子荷重都非常高，测量误差也比较小。但由于潜变量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因此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指标产生的潜变量就是我们所要测量的理论构念，而不是其他相近的构念。特别是当测量结果来源于同一种方法或同一组被试时，我们无法确认测量的结果是反映了我们感兴趣的理论构念，还是由于同一种测量方式而带来的共同方法变异。为了消除这些疑虑，Campbell和Fiske（1959）提出了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概念。聚合效度是指在使用不同方式测量同一构念时，所得到的测量分数之间由于反映同一构念而应该高度相关。例如，在评价员工职业能力时，无论使用笔试或是口试，所得到的分数应该高度一致。而区分效度则是指在应用不同的方法测量不同构念时，所观测到的数值之间应该能够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测量两个不同的构念（如焦虑和内向）时，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不应该高于用不同方法测量同一特质时得到的分数。
在检验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时，最为常用的统计方法是由Campbell和Fiske（1959）提出的多特质—多方法模式（multi-traits multi-methods, MTMM）。MTMM是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自评法vs.同伴评分法，调查法vs.观察法等）同时测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质。这种由多种特质、多种测量方法得到的相关矩阵，我们称之为MTMM矩阵。我们在应用MTMM推论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时，主要的依据是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当我们用某量表与其他不同的方法去测量相同的特质时，如果所得到的相关系数高于MTMM中的其他相关系数，我们就可以推论该量表有较高的聚合效度。同时，当这一相关系数高于用不同方法测量不同特质时得到的相关系数，我们就认为所研究的特质与其他特质在测量上是可以区分的。在得到关于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证据后，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所观测的数值主要来自于构念本身，而不是由于相同测量方式而带来的变异。
Law, Wong和Song（2003）采用MTMM方法检验了他们开发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量表。在这个研究中，他们分别使用了学生样本和员工样本。在这里我们通过他们对学生样本的测量来说明如何使用MTMM方法来检验量表的聚合和区分效度。他们采用了两种测量方式（学生自评和家长评价），同时测量了六种特质（学生的情绪智力和五项个性特征）。表2是根据学生样本得到的MTMM矩阵。在表2中，细线三角形内的数字表示由不同特质—相同方法（heterotrait-monomethod）得到的相关系数，这些相关系数有助于我们估计共同测量方法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粗体的数字表示相同特质—不同方法（monotrait-heteromethod）得到的相关系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学生自评与家长评价的情绪智力相关系数为0.28，不是太高，但仍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说明该测验具有一定的聚合效度。在粗线三角形内的带下划线的数字则表示由不同特质—不同方法（heterotrait-heteromethod）得到的相关系数。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相关系数均低于0.28，因而为量表的区分效度提供了证据。
表2　6特质X2方法的MTMM相关矩阵

资料来源：Law, Wong和Song, 2003。
MTMM方法使得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成为检验构念效度的一个必要的步骤。MTMM方法充分反映了管理学实证研究强调推论证据、相互验证（triangulation）的思想。但是这一方法也对研究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一般需要多个样本、多种测量方式才能获得MTMM矩阵。因此，研究者大多在发展新量表时使用MTMM方法。而在一般研究中，我们大多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技术作为检验聚合和区分效度的手段。Fornell和Larcker（1981）提出通过计算抽取变异量（variance extracted）的方式来估计聚合和区分效度。作为检验测验构念效度的先决条件，假设的理论模型需要与抽样得到的数据很好地契合，测量指标在所要测量的构念上的因子负荷量应该很高，而测量指标受到随机误差影响的程度应该很低。基于此，Fornell和Larcker提出了抽取变异量的计算公式：

在公式（2）中，分子是测量指标在其对应的潜变量上的因子荷重（λ）平方之和，而分母则是因子荷重平方之和加上相对应的随机测量误差。因此，在计算抽取变异量之前，我们需要将观察的量表与其他相关量表一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获得这些系数。从公式（2）中可以看出，抽取变异量估计的是由潜变量解释观测变异量的大小。抽取变异量越大，则随机测量误差越小，测量指标越能代表潜变量。Fornell和Larcker认为抽取变异量一般不能低于0.50，否则该量表的聚合效度就应该受到质疑。
仅仅有良好的模型契合是不够的，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检验量表与其他相关量表之间的区分效度。在计算抽取变异量的基础上，Fornell和Larcker提出我们可以进一步观测该潜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从LISREL结果中的phi矩阵可以查到），以此来推断该量表的区分效度。如果抽取变异量大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则证明我们对于该潜变量的测量是可以与其他量表区分的；反之，则说明该量表的区分效度过低。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验证聚合和区分效度时，MTMM方法得到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它的设计较为复杂，操作较为困难。而运用SEM方法则比较直接，对样本要求相对较低，尤其适用于在没有开发新量表时，检验研究模型中各个变量测量间的区分效度。近期的很多研究采用了这种方法来报告变量测量的质量（如Wang, Law, Hackett, Wang & Chen, 2005; Liang, Farh & Farh, 2012）。一般而言，在讨论变量间因果关系之前，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变量在测量上是准确的、可以加以区分的。变量间的聚合和区分效度是我们推论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必要前提。本书第15章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来学习SEM的概念与实际操作。
13.3.7　逻辑关系网络的建立
聚合和区分效度主要考察测量分数能否充分地反映目标构念的理论内涵。在检验构念效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借助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推论。在量表开发过程中，通过逻辑分析和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对变量间的关系做出符合理论预期的假设，构建变量间的逻辑关系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通过对观测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些关系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发现使用新开发的量表，可以得到与理论预期一致的变量间关系，我们就可以推论新量表具备了构念效度。可以看出，逻辑关系网络的建立侧重于从变量间的因果联系中推论构念效度的高低，而非单纯地评价测验指标或题目的质量。
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例子中，研究者大多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如Organ认为OCB是一种自发性的个人行为，同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所以研究者就个性特征、工作满意度、组织公平感等变量解释OCB，而用个体工作绩效和组织绩效来观察OCB的结果（Organ et al.，2006）。而Law等（2003）用学生的生活无助感、员工的任务绩效、工作奉献（job dedication）和人际促进（interpersonal facilitation）来检验情绪智力在不同环境中的作用。在这些例子中，研究者通过构建变量间逻辑关系网络的方式，用效度已经得到证明的构念及其量表去检验新量表（如OCB和情绪智力）的构念效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构念说明阶段需要阐述目标构念的前因、相关和结果变量，所有的这些理论工作都为检验量表的构念效度奠定了基础。



13.4　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量表开发取向
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我们在应用量表时一般都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需要自行开发新量表，还是可以翻译、修改国外研究中已经使用的量表？第二，我们测量的构念及其表现形式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还是受到了中国管理情境的特殊影响，因此需要在测验内容中整合与情境有关的因素？很显然，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量表开发过程。据此，Farh，Cannella和Lee（2006）将中国管理研究中量表开发取向分成四种（见表3）。这四种取向包括：（1）直接翻译取向，这种思路强调文化适用性的原则，将国外的量表直接翻译成中文；（2）修改取向，是指在翻译国外量表的过程中，修改其中不适合中国情境的部分，以使它们能够与我们研究的背景相统一；（3）去情境化取向，这种思路强调在中国管理研究中发展出能广泛适用于各种文化情境下的量表；（4）情境化取向，这种思路致力于开发出能够准确反映、描述中国管理情境特殊性的量表。
表3　中国管理研究中量表开发的四种取向

资料来源：Farh, Cannella和Lee, 2006。
以上总结出的四种思路均在中国管理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在开发量表时应用的指导原则非常不同，在实际中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在表4中对这四种思路的关键假设、优点以及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我们下面就这四种思路进行逐一探讨，以便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开发思路，发展出高质量的量表。
表4　中国管理研究中量表开发的四种取向：假设、优点和局限

资料来源：Farh, Cannella和Lee, 2006。
13.4.1　直接翻译取向
直接翻译法（translation approach）是指将国外研究者开发、使用的量表直接翻译成中文，将其应用于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由于这些量表在开发时并没有考虑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因此直接翻译法在应用时需要两个假设作为前提条件：（1）我们所测量的理论构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对等的，至少在我们研究的实施地（中国）和量表的来源地是对等的。构念的对等性（construct equivalence）在文献中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在这里，我们强调的主要是构念的定义、量表的内容以及具体测量指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对等性。（2）我们翻译的量表是经过严格程序开发的，已有足够的证据推论它在不同文化背景（特别是中国背景）下的构念效度。正是因为直接翻译法省去了对构念效度的检验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能够保证所翻译的量表是经过验证的，而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测量过程中不会出现严重偏差。
由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相对滞后，我们比较缺乏在中国情境下经过严格程序发展出来的量表，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直接翻译法在目前的研究中最为常见。在满足了使用直接翻译法的两点假设后，我们通过严格的翻译过程，使用具有较高效度的量表，不仅可以省去量表开发所需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且有利于我们将研究结果与国外的发现进行交流，共同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但由于中西方深层的文化差异可能会体现在双方语言的差异上，研究者在翻译国外的量表时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没有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首先，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显著差异，有时我们很难实现两种语言间恰当的翻译。现在普遍应用的翻译方式是首先将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由其他对内容不熟悉的人将中文翻译成最初的语言（Brislin，1980）。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要考虑测验内容需要再次翻译的问题，研究者在第一阶段的翻译往往过分地拘泥于字面的意思，而较少关注翻译过来的语句是否恰当。如我们在翻译Ang等（2007）开发的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量表时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例子。Ang等人的英文题目为：
I change my verbal behavior (e. g., accent, tone) when a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requires it.

在将其翻译成中文时，一名博士生最初的翻译是：
在跨文化交往需要时，我会改变自己的言语行为（如重音、语调）。

另一名博士生将上述的中文表达重新翻译成英文：
I will change my verbal behaviors (e. g., accent, intonation) when it is necessary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从上面的结果来看，最初的翻译基本实现了测量题目语意的对等性。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一句通顺的中文。为了确切地表达原意，我们将最初的中文翻译修改为：
在跨文化交流时，我会按照情境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调（如口音、语气）。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过多地顾及了翻译后的中文能否被重新翻译成原来的英文，研究者在进行翻译时往往选择的并不是最自然、通顺的中文表达方式。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研究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中西方语言习惯的差异致使我们翻译的测验题目往往非常晦涩难懂。很显然，这样的题目容易引起参与调查者对题意的误解、降低了答题的动机，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到我们搜集数据的质量。
其次，研究者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翻译过程有时只能实现语义的对等性，而无法解决目标构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概念解释上的不对等性（Hambleton & Patsula，1998; Harkness, 2003）。由于国外研究中发表的量表大多并不是用于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所以这些问卷可能含有只适合西方文化的某些特质。如果这些特质通过简单翻译的方式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就会造成测量上的误差。同时，那些在中国的管理情境中重要的因素可能并没有在西方发展出的量表中得到体现。这种担心在比较客观的测量中影响可能不大（如组织结构、战略和绩效等），但很有可能影响一些基于心理判断性质的概念（如动机、承诺和组织公平等），因为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与其所在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息息相关的。因此，在没有就目标构念在中国情境中的表现形式进行深入了解之前，不加判断地翻译和使用西方的量表有时是非常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行的。
13.4.2　修改取向
为了克服直接翻译法的缺陷，我们可以通过对西方量表进行部分修改的方式使得它们适用于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情境。虽然修改法（adaptation approach）和直接翻译法一样都需要保证新量表与原有概念定义和测验内容之间的对等性，但在应用修改法时，研究者并不坚持认为采用的指标或题目可以普遍适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往往会通过一些现场研究（如小组面谈法等）来考察测验内容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根据需要对不适用的内容进行修改，如改变题目中的文字、剔除不合适的指标、增加新指标等。
在应用修改法时，研究者不仅需要对西方的量表进行翻译，还需要确认这些量表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目标是要确保实现量表所代表的构念在中国背景下的对等性。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通过一些前期的工作（如专家小组讨论或小组面谈法）来判断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测验内容的影响。例如，Tsai（2001）在对销售员表现出正面情绪（displayed positive emotions）进行测量时，他通过对台湾30家鞋店主管和员工的访谈，发现除了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四种指标（如打招呼、表示感谢、微笑和用眼神与顾客接触）外，当地员工表现出的正面情绪还应该包括另外两项指标（如请求顾客等一会儿和说话委婉动听）。Gong, Huang和Farh（2009）在测量销售人员的创新绩效时，并没有直接翻译应用西方的量表，而是首先进行了小组面谈，以此了解创新绩效在销售工作中的表现形式，并最终通过增加3道题目实现了测量的情境化。在这两个例子中，研究者在并没有改变原有概念定义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指标，将研究的背景因素有意识地整合在自己测量中，从而保证了量表在研究情境中的构念效度。
在修改法中，研究者对原有的量表内容进行了基于中国情境的修改。因为我们在修改测验时一般只关注测量内容在中国的适用情况，而不太关注跨文化的比较问题，所以修改的问卷和最初的问卷并不一定必须在内容上完全一致（Hambleton & Patsula, 1998）。因此，基于新量表得出的研究结果很难与国外的结论直接进行比较。如果我们对测量指标修改过多，造成研究中使用的量表与最初国外发展出的量表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就需要遵循前面讨论的步骤重新验证其构念效度。无论是直接翻译法还是修改法，研究者的出发点都是国外已有的量表。这样做起来省时省力，比较高效。但当我们无法为目标构念找到高质量的量表或者我们在提出新的管理学构念时，我们就需要依赖中国的样本去发展新的量表。
13.4.3　去情境化取向
在开发新量表时，研究者通常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文化普遍性是指研究者认为他们测量的构念适用于多种文化背景，或者文化背景对量表内容影响不大，因而致力于开发出超越研究背景的、跨文化的、通用的量表；而文化特殊性则是指研究者相信他们测量的构念是有情境局限的，或者属于某一背景下特有的管理现象，因而在对构念进行操作化时，使用的测量工具也必然带有情境特点。我们所指的去情境化取向（de-contextualization approach），指的就是研究者在量表开发中的第一种选择。在这一取向中，研究者认为中国管理情境的特殊性并不会影响量表内容，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将研究背景进行了中性化处理，在量表的开发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与研究情境有关的题目，从而减低了背景因素的影响，以提高量表本身在多种文化背景中的适用性。
最近两个去情境化的例子是Wong和Law（2002）开发的情绪智力量表以及Liang, Farh和Farh（2012）提出的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量表。在开发过程中，Wong和Law首先指出现有的研究缺乏一个高质量的、经济实用的情绪智力量表。基于这样一个定位，他们根据已有文献中对情绪智力的定义，以香港样本为基础发展出了新的量表。Liang, Farh和Farh（2012）提出了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概念，并结合现有文献和归纳信息重新修订了建言量表。在这两个例子中，研究者并没有讨论中国情境因素对于构念内容的影响。在发展题目时，他们也没有特别讨论目标构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会因中国情境因素而有何不同。在管理学研究中，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
去情境化开发取向适用于那些具有跨文化普遍性的理论构念。这类构念的定义以及外在表现形式很少受到外界情境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很多构念一开始被认为是不受文化背景影响的，但最后却被证明是有文化局限的（Smith & Bond, 2003）。因此，在开发、使用量表时，我们不能轻易地假设所操作的构念是与研究情境无关的。在没有对研究情境进行深入的了解之前，我们无法确定目标构念的性质以及其与研究情境的关系（参见本书的第12章）。为了开发出高质量的量表，研究者需要确认自己所测量的理论构念是否真正地具有跨情境的普遍性。这些工作不仅关系到测验内容的外部适用性，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量表的理论价值。
13.4.4　情境化取向
情境化是指我们在研究感兴趣的管理现象时，识别并整合与研究问题有关的、有意义的情境因素，并将之纳入构念的内容及量表开发过程中（参见本书的第12章）。情境化取向（contextualization approach）的核心思想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使用不同的量表，这样才能最为准确地测量有关构念，从而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Sinha, 1997）。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通常认为管理学中很多概念是与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只有在理解当地经济、文化、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测量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它反映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不假思考盲目照抄西方发展出的构念及其量表的一种忧虑。
中国背景下的测量情境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心理学界。在杨国枢先生的带领下，台湾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开发了一系列与本土概念有关的测验量表：传统性—现代性、社会取向、面子、和谐、人情和缘分（Yang, 1997）。其中，个人传统性量表近年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得到了很多管理学者的重视（如Chen & Aryee, 2007; Farh et al.，1997; Farh et al.，2007; Spreitzer, Perttula & Xin, 2005; Xie, Schaubroeck & Lam, 2008）。香港和内地的心理学界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以张妙清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开发了针对中国人个性特征的测验——“中国人格测验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CPAI; Cheung et al., 1996）。CPAI包含了一些与西方人格问卷中相同的测量维度（如可靠性因子等），同时也包含了一些与中国文化背景有关的维度（如人际取向因子等）。在这两个例子中，研究者在开发量表前，均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了目标构念的含义以及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整合以往的研究文献，查阅中国社会的杂志、报纸以及文学书籍，举办多种形式的访谈和开放式调查等。这些努力都加深了研究者对中国情境的认识，并在开发出的量表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管理学领域，华人研究者也开发了一系列情境化的量表，如雇佣关系、领导风格、主管忠诚、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文化等。其中一部分研究已经收录在徐淑英与刘忠民（2002）合编的《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一书中。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首先把构念的初步定义呈现给中国的参与调查者，然后利用开放式问卷或访谈的形式搜集与构念有关的行为描述或指标。在完成了对这些材料的内容分析后，进行进一步的归类。最后，研究者从每一类描述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条目组成最初的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量表的内部结构。这些本土化的量表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研究样本和中国管理的实际问题。
由于在情境化的开发取向中，研究者首先需要了解情境因素对测验内容的影响，所以这类量表开发大多遵循了“自下而上”的归纳法。正是因为这一特征，我们需要格外了解这种思路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一，在发展情境化量表时，我们需要关注测量内容的完整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元化大国。随着近年来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处在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的员工通常拥有不同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态度（Liu, 2003; Schlevogt, 2001; Egri & Ralston, 2004）。因此，在应用归纳法发展情境化量表时，内容的完整性对研究者而言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Lee（2002）就曾提醒中国的研究者应该关注这些量表在其他样本中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现在的研究过多地依赖MBA学生作为搜集信息的主要来源，这更加重了这种忧虑。所以我们在开发情境化量表时，应该关注样本的代表性。否则，我们基于归纳法开发的量表很可能只适用于某个群体、某个区域。测验内容可能无法在另外一个中国样本上得到重复和验证。
第二，在开发情境化量表时，我们需要随着研究现象的复杂程度而选择合适的信息搜集方法。研究者可以借助五种方法来搜集信息：关键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小组面谈法（focus group interview）、个人面谈法（personal interview）、开放式问卷法（open-ended survey）和二手资料法（secondary data）。很显然，在提供关于研究现象的厚实描述（thick description）方面，这些方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研究现象的本质特征有选择地应用这些方法。如在研究组织公民行为时，我们可以用开放式问卷要求员工列出这些行为的例子（如Farh et al., 1997；Farh et al., 2004）。但在我们研究复杂的组织现象（如组织规范与文化）时，被调查者很难通过简单的语句来完成对现象的描述，这时我们就应该选择个人或小组面谈法，去深入地了解目标构念在被调查者心目中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第三，在采用归纳法发展情境化测验时，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被调查者的信息，而应该注意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和提炼。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被调查者的信息主导我们的构念定义和测量内容，而是应该在这些调查信息的基础上，提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归纳目标构念的内容结构，用以指导发展出情境化的量表。



13.5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测量的概念、量表的构念效度，以及发展一个高质量量表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我们对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常用的量表发展方法进行了逐一评价，并给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在本章结束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开发高质量的量表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在管理学研究中，对一个重要概念的定义和测量，经常需要随着我们对所研究现象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地进行修改，以臻完善。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信念和行为随着社会的转型而不断发生变化。研究者需要经常评价、更新他们使用的理论构念及相应的测量指标，以使得这些工具能够充分反映所要研究的管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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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管理科学实际上就是用抽象的构念把管理现象理论化。这里的“构念”是指，为了研究管理现象而发展出来的抽象概念。既然是抽象的，我们就不能直接在真实的世界中看到“构念”，所以，研究者们才需要用现实世界中的一些指标（indicator）来测量这些抽象的构念。例如，问卷调查中的心理量表就是一类常见的指标。而用指标来表示构念是有不同方法的，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构成指标（formative indicator/ causal indicator）和效果指标（effect indicator/ reflective indicator）。在本章中，我们将会讨论用不同类型的指标测量单维构念（unidimensional construct）的方法。
多维构念（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的测量和单维构念的测量是类似的。我们同样可以用构成指标和效果指标来测量多维构念。不同的是，测量多维构念时我们不但需要关注指标与构念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明确定义维度与整体构念之间的关系。多维构念的维度与整体构念之间有三种可能的关系——潜因子模型（latent model）、合并模型（aggregate model）和组合模型（profile model）。在本章中，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三种关系。本章的最后将讨论多维变量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几个应用问题。



14.1　单维构念
14.1.1　什么是构念？
管理科学就是用抽象的构念、以理论的形式把管理现象表示出来。实际上，商业管理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构念。虽然构念是一种概念，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人们创造并使用一个构念是为了科学研究中某个特别的目的”（第27页）（Kerlinger, 1986）。Nunnally和Bernstein（1994）认为构念是一种变量，“它是抽象的、潜在的，而不是具体的、可观察的”（第85页）。管理研究者创造出很多构念，是因为这些构念有助于把管理现象概念化。理科学生对一些自然科学的构念都非常熟悉，比如重力、温度、电磁场、速率和比热容量。管理科学中也有一些常用的构念，比如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和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等。
需要注意的是，构念有以下几个特征：
（1）构念是研究者构造出来的；
（2）构念是抽象的、不可直接观察的；
（3）构念是与理论和模型相联系的；
（4）构念应该是清晰而明确的。
虽然我们对加热程度不同的水有不同的冷热感受，但是现实中却没有一个实质的和可观测的东西来描述它。为了描述这个现象，研究者使用了“温度”这个词语。温度是科学家在研究物理和化学现象时创造出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样道理，管理研究者们创造出“组织承诺”这个概念，用它来代表一个员工对他所在组织的依赖关系。这里要强调，现实世界中是没有一个叫做“组织承诺”的东西的，它是研究者们为了做研究而创造出来的。我们为了发展理论而构造出一些变量，这类特殊的变量就被称作“构念”。
构念是用于建构理论的。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理论用“温度”这个概念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提出“组织承诺”这个构念，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些员工对于他们所在的组织比其他员工有更强的心理依赖感。既然构念是人们构造和设想出来的，就有可能纯粹是研究者幻想出来的东西，而根本没有反映出事实本身的真相。例如，我们都知道声波可以用空气作为媒介进行传递，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物理学家曾提出了“以太”（ether）这个概念来表示一种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不可见的物质，想以此来解释光波和电磁波在太空中是如何传播的。然而，这个概念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我们知道光波和电磁波可以在没有任何媒介的真空中传播。于是，理论上就不再需要“以太”这个概念了。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当构念被用于一个理论中，可以解释和预测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构念才是有用的。管理研究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管理构念被用于建构一个理论，并且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管理现象，那么这个构念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相反，如果解释和预测一个管理现象并不需要使用到某个构念，那它对于这个特定的理论就是没有用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有用的构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Bandura提出了“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的概念。它最早源于“自我效能感”的构念，是其在团体层面的扩展和延伸，指团体成员对于团体成功地完成特定任务或取得特定成就的能力的共同信念（如Bandura, 1997; Poddard, Hoy & Woolfolk Hoy, 2000）。从产生过程看，集体效能感是通过团体互动和集体认知的过程建立起来的，这与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过程完全不同。并且，集体效能感与个体效能感的低相关也说明这两个构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另外，集体效能感这一构念在教育、社区、政治、体育、工业与组织行为等领域的研究中都被关注和使用，因为它可以解释并预测一些原有的构念不能解释和预测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称“集体效能感”为有用的构念。
最后，一个构念应该是清晰的、有明确定义的。例如，在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构念叫做“组织关系”（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以此概括一个员工与其所在组织的整体关系。因为它的含义非常宽泛和概括，因此这个新构念也许会有很高的预测能力，也许还能够解释很多组织现象。但是，它最大的局限在于不精确和难以测量。“员工与组织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讨论的是哪种关系？它可能包括员工与组织间正式的合约关系，也可能包括那些没有写在纸上的心理契约。组织关系的含义中可能还包括了一些已有的构念，如组织支持感、组织—成员交换、组织承诺、组织认同、忠诚、离职倾向等。这样看来，组织关系不会是一个好的管理构念，因为我们很难使用这个构念来发展一个精确的管理理论来解释组织现象。
14.1.2　构念的测量
既然管理构念都是抽象和不可观测的，那么如果没有可以直接观测的测量方法来表示它们，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些构念做研究。前面提到关于温度的例子，它本身是一个物理学的抽象概念，可是，即使有了这个概念，如果无法直接观测和测量，我们还是不能进行关于温度的任何研究。于是我们发明了温度计来测量温度。虽然温度（构念）这个概念是抽象的、不可直接观测的，但是温度计（测量）上的读数是客观而具体的。这样，人们就可以用温度计上的读数来代表被测物的温度并研究温度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了。
测量一个构念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它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这个构念的表示——虽然每一种方法也许都不完美。我们把这些测量方法称为这个构念的“指标”。因此，一个构念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指标。例如，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或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一个不可观察的构念。但是，人们可以用一个人的“年收入”表现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因此，年收入就是社会经济地位这个抽象构念的一个可观测的指标。类似地，我们可以在调查中问一位员工对下列陈述的同意程度，并用他的回答测量其离职倾向（turnover intention）：



于是，这位员工对这个陈述的选择就可以作为“离职意愿”这个抽象构念的一个可观测指标。如果这位员工选择了5，表示他“常常想要离开这家企业”，意味着他的离职意愿（构念）非常高。
构念与其指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构念—测量关系图
在图1中，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和离职倾向都是不可观测的抽象构念。调查中的题目“我以能成为这家企业的员工为荣”（我们把员工在该项目的得分记为xa）和“我常常想要离开这家企业”（记为xb）则分别是两个构念的指标。例如，我们用Likert 5点量表测量，员工A的回答也许分别是xa=3和xb=5。但事实上，员工A的组织承诺的真实水平（用θa表示）可能是4，离职倾向可能也是4。在这里，观测值与真实分数之间的差异是由测量的随机误差引起的。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测量模型来表示观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关系：

员工A的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可如表1所示。
表1　员工A的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

我们把等式（1）称作“测量模型”，因为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有指标的值（列I），以此了解员工的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

列II和列III中都是想象的数字，我们借助它们建构一个模型，来表示构念和指标之间的关系。等式（1）是最简单的测量模型。当假设误差项随机正态分布（均值为0，标准差为σ）时，等式（1）就称为古典测量模型（classical measurement model）。

既然θ和ε都是不可见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观测值x分解为两个不可知的变量呢？原因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估计θ与ε的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多项指标，形成“量表”，来估计x、θ与ε的值。例如，我们可以用下列三个项目（指标）来测量员工A的离职倾向。

由于这三个项目（指标）都是测量同一个构念的，所以通过计算它们的平均值，我们就有可能减小随机误差了。用数学式可以这样表示

计算三个项目的均值，我们得到x=（x1+x2+x3）/3=θ+（ε1+ε2+ε3）/3。随着项目或指标数目的增加，误差的均值项将会越来越小。这是因为，这些误差都是随机误差，在每一个项目的测量中，随机误差都可能大于0或小于0。在古典测量模型中，随机误差项决定了测量的“信度”（reliability）。如果一种测量方法或一个测量指标有很大的随机误差，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即信度很低。这样的话，既然通过计算多个指标的均值可以减小随机误差项，那么用多个指标来测量一个构念的方法就可以增加该测量的信度了。
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方法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才用的。自然科学家测量物理构念时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例如，实验室中的一位科学家想知道一杯水的温度（构念）是多少，于是用温度计（指标）来测量它的温度。如果科学家仅使用一次读数的值，这个读数很可能混合了随机测量误差。如果他可以用同一个温度计来做多次测量，再取它们的均值，对这杯水温度的估计就会可信得多了。
然而，古典测量模型并不是唯一的测量模型。正如前面提到的，它只是用来代表观测值与真实值之间关系的一种可能的模型。例如，科学家可以用温度计A测量一杯水的温度，并重复多次，记下读数。然后，他可以用温度计B再测量多次，记录每次的读数。这时，他就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作为测量这杯水温度的测量模型：

其中，
xik是用第k支温度计进行第i次测量时的读数；
θ是水温的真实温度值；
Tk是第k支温度计的固定偏差（例如，可能每次用温度计A测量时总是比真实值高1°C）；
εik是用第k支温度计进行第i次测量时的随机误差。
可以把上面的测量模型应用于调查研究吗？有人可能会想到，在一张问卷中用多个项目来测量员工A的组织承诺，然后请A的一位要好的同事用同样的问卷来评价A。这样，我们对同一位员工就有了自评分和同事评分两个分值。比较上面测量温度的例子，其中的温度计就是这里的评价者（员工A或他的同事）。我们可以把评价者的因素也考虑到模型中来，例如，使用5级量表自我评价的方法测量组织承诺可能会有一个稳定的偏差作用（例如，高于真实值0.5分）。这个模型比古典测量模型更复杂，所以在使用这种测量方法时，人们就需要用一些方法来估计由评价者引起的固定偏差（即上面例子中一支温度计的固定偏差）。
另外还有一种测量模型叫做同属测量模型（congeneric measurement model）。它与古典测量模型相似，只是增加了一个假设——每个项目和指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真实分数的值。换句话说，一些指标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构念的真实值。如果用数学表达同属测量模型，就是根据每个指标对真实值的准确程度为它们分别确定一个权重值。

λ1、λ2和λ3即每个指标的权重（λ1、λ2、λ3的范围在0到1之间；1代表完全反映构念的真实值，0代表完全不能反映构念的真实值，权重值越大说明这个指标越能代表我们想测的构念）。概念上，这些权重值就代表了每个指标在测量构念时的效度。所以，古典测量模型实际上是同属测量模型的简化形式（当我们设所有λ都相同时）。换句话说，古典测量模型假设每个指标都可以同样程度地代表一个构念。同属测量模型是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中的默认测量模型。
我们要注意的是，根据同属测量模型，测量同一个构念所用的两个指标也许不是完全等同的，也就是不可以相互替代。这是因为，一个指标可能比另一个指标更能够代表构念本身（即λ更高）。实际上，不论是古典测量模型还是同属测量模型，测量同一个构念的两个指标是否完全等同取决于研究者关于测量过程的假设。如图2所示，如果研究者假设每个指标都在测量构念整体，只是各自的测量误差不同（假设一），那么研究者使用哪个指标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如果研究者假设每个指标都只是部分地测量了构念所涵盖的内容（假设二），那么第一个指标（x1）就不能代替第二个指标（x2），因为它们分别测量了构念中不同的部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建议研究者们在使用那些发展成熟的量表（即经过严谨的信度效度测验的量表）时，尽量保持原有量表的完整性，而不要主观地挑出一些感兴趣的题目来测量要研究的构念。

图2　构念—测量的两个模型
14.1.3　效果指标
古典测量模型关于指标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特殊的假设：每一个指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同一个构念，之所以是不同程度，是因为每个指标的随机误差不同。

换句话说，员工A在第一个项目x1（即“我常常想要离开这家企业”）上的得分就是他离职倾向的真实值（θ）的一个反映。类似地，他在第二个项目x2（即“我不喜欢留在这个机构工作”）上的得分也是他离职倾向的真实值（θ）的一个反映。请注意，员工A的离职倾向的真实值在两个项目中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某个时间点上只有一个真实数值来代表员工A的离职倾向，而x1和x2都是对这个真实值的估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说x1、x2和x3都是同一个真实的离职倾向分数的反映或效果。这一类型的项目指标叫做“效果指标”（effect indicator）或“反映指标”（reflective indicator）。
效果指标（或反映指标）有下列特征：
（1）正如它的名字所表达的，效果指标即抽象构念的“效果”。换句话说，效果指标是由看不到的构念引起的。从等式（2）、（3）、（4）中可以看到，x1、x2和x3都表示了同一个潜在变量θ的效果。
（2）但是，我们不能把“效果”（effect）与“结果”（outcome）混淆起来。如果员工的高离职倾向（构念A）是由于他们组织承诺（构念B）水平较低引起的，员工离职倾向就是组织承诺的一个结果。这里的因果关系发生在构念A和构念B之间，这两个构念都是不可直接观察的。一个效果指标（如我不喜欢留在这个机构工作）和它所代表的构念（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是可观测的指标与不可观测的构念之间的关系。所以，效果指标不是由它们所表示的构念产生的结果。
（3）如果我们运用上一个部分谈的“假设一”的话，每一个指标已经足以无偏地代表一个构念。“无偏”（unbias）在这里的意思是指，如果我们用一个效果指标（如x2）对同一个员工A重复测量无穷多次，所有这些测量值的平均值就等于员工A的离职倾向的真实值。这是因为：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用另一个指标重复测量无穷次，它也足以代表我们要测的构念。我们需要用多个指标来减小随机误差，这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调查中只测量一次。
（4）根据“假设一”，从定义上看，效果指标之间应该是高度相关的。如果效果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很低，那就一定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来代表同一个构念θ的。当误差项（θ1、ε2和接近ε3）接近0时，效果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非常接近1。在古典测量模型中，效果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越高，测量过程中的随机误差部分就越小，效果指标就越能够准确地代表我们要测量的构念。
管理研究中的大部分指标都是效果指标。例如，Graen和Uhl-Bien（1995）提出的对LMX构念的测量包括了7个项目，如“我觉得我的主管对我工作上的问题和需要了解很多”，“我很信任我的主管，即使他不在场，我仍会替他所做出的决策进行辩护和解释”，这些都是“领导—成员关系”质量较高时表现出的效果。
因为等式（2）、（3）和（4）中的ε1、ε2和ε3都是随机误差，从定义上看，它们都是与真实值θ没有关系的。以等式（2）、（3）和（4）为基础，根据多元相关分析（multivariate correlational analysis）的公式，x1的方差（或者说所有答题者对“我常常想要离开这家企业”的回答的方差），以及x2和x3的方差可以表示如下：

上面的方程清楚地表示出x1、x2和x3共同的方差部分是不同答题者的离职倾向真实值的方差（）。我们可以用韦恩图（Venn diagram）表示这些方差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每个圆代表一个指标，可以得到图3。

图3　效果指标图
用三个效果指标（x1、x2、x3）来测量员工离职倾向（θ），不同员工离职倾向的真实方差可以用三个指标的共同方差部分来估计。用因素分析的术语说，离职倾向的真实方差可以用变量x1、x2和x3的变异共同量（communality）来表示。
如果我们是用同属测量模型而不是古典测量模型，那么指标与离职倾向的真实值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用下列一系列的方程（5）、（6）和（7）表示：



其中x1、x2和x3都是可观测的指标，而λ1、λ2、λ3、ε1、ε2、ε3和θ都是未知的，需要估计。如果我们用结构方程模型的软件（如LISREL、AMOS或EQS），λ1、λ2、λ3、和都可以估计出来。事实上，从方程（5）到（7）就可以看出，构念的真实分数和它的指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我们常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表示，如图4所示。

图4　验证性分子分析和效果指标
如果我们采用同属测量模型，那么员工A的离职倾向的真实值就可以用三个指标x1、x2和x3的共同因子的因子分数（factor score）来估计：

在现实中，我们只能看到可观测的指标x1、x2和x3。这样我们如何知道真正表示指标与构念之间关系的模型是“古典测量模型”还是“同属测量模型”呢？正如前面离职倾向的例子中所说的，如果用古典测量模型，构念的真实值可以通过把三个指标简单平均而得到，如果用同属测量模型，构念的真实值可以通过指标背后的潜在因子的因子分数来估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x1、x2和x3的平均值还是潜在因子的因子分数平均值来估计员工的离职倾向的真实水平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直接。古典测量模型实际上就是同属测量模型的一个特例。当λ1=λ2=λ3时的同属测量模型就是古典测量模型。这样，同属测量模型应该比古典测量模型更可取。换句话说，用众多指标背后共同因子的因子得分来表示所研究的构念也许更可取。
然而，这个方法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用不同的样本做研究时，由于抽样误差的存在，因子载荷（数学上就等于λ的倒数）也会随之改变。例如，我们有一个样本包括员工A、B和C，另一个样本包括员工A、D和E，在这两个样本中都可以得到x1、x2和x3三个指标背后的共同因子，并估计出因子载荷，但两个样本中的估计值可能不同。这样，如果我们用因子得分来估计员工A的离职倾向，在两个样本中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在同一时间同一名员工A，当他与不同的员工组成样本时，离职倾向的真实分数的估计值竟然会不同！比较而言，如果用古典测量模型对员工A的离职倾向的真实分数进行估计，结果就非常稳定了。不管在哪种样本中，我们估计出的A的离职倾向都是一样的（始终等于[x1+x2+x3]/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要估计效果指标的真分数时，“取所有效果指标的平均值”和“取所有效果指标背后共同因子的因子得分”在传统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方法。
14.1.4　构成指标
虽然研究中使用的指标大都是效果指标，但也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例如，用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就不是上面说的效果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是表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财富或经济地位的一个构念。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可能的指标是收入和教育水平。MacCallum和Browne（1993）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并不是其社会经济水平的反映或结果。相反，是收入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类型的指标，与效果指标（或反映指标）具有相反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原因指标”（causal indicator）或“构成指标”（formative indicator）。一个构念与它的构成指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数学关系式表示：

以“社会经济地位”构念为例，
θ是不可直接观测的构念“社会经济地位”；
x1是个人收入水平；
x2是个人教育水平；
γ1是收入水平（x1）影响社会经济地位（θ）的权重；
γ2是教育水平（x2）影响社会经济地位（θ）的权重；
ζ是随机测量误差。
另一个构成指标的例子是“社会再适应”（social readjustment; Holmes and Rahe, 1976）的构念。这个构念是表示当一个人面对有压力的生活变化事件时所需要做的重新适应。用来测量这个构念的“社会再适应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一共包括了43个不同权重的生活变化事件，比如，丧偶、结婚、怀孕、子女离开家庭和退休等。再举个例子，“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是企业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构念，它用来表示企业环境的不可控制性。测量这个构念有很多方法，这里以Lukas, Tan和Huh（2001）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为例。他们使用的测量中包括三个维度——复杂性、动态性、对抗性。其中每一个维度都使用了四个构成指标测量。“复杂性”评估了企业可以预测竞争、技术、法规和国际发展的程度；“动态性”测量了顾客、技术、法规和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对抗性”则测量了顾客、经济、社会文化要求，以及国际发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复杂性”维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并不是因为环境复杂才有了一系列竞争、技术、法规等方面的表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几个方面的不确定构成了企业所面临环境的整体的复杂性。
我们发现，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构成指标模型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我们现有的用构成指标测量的构念大多是在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市场研究和战略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构成指标模型并没有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构成指标估计的时候比效果指标复杂一点，很多研究者都不一定熟悉整个程序。第二，由于因子分析在管理研究中的流行，研究者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从效果指标开始的。第三，用效果指标来量度的构念的结构可以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或者是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其中完全不牵涉其他构念。但是牵涉到构成指标的构念在验证的时候必须包括其他的结果构念，所以构念自己的结构和这个构念与其他构念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局限也为构成指标模型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一定的限制（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述）。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构成指标（原因指标）有以下特征：
（1）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构成指标“构成了”被测量的不可观测的构念。换句话说，不可观测的构念是由这些可观测的指标引起的。这种关系与效果指标和构念的关系恰好相反。
（2）效果指标不是构念的结果，同样，构成指标（原因指标）并不是所测量的构念的前因。如果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么就可以说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构念A）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构念B）的前因。因为“因果关系”是发生在两个不可直接观测的构念之间的，而构成指标与它们所测量的构念之间是可观测的指标与不可观测的构念之间的关系，所以，构成指标不是构念的前因，它们只是在一起共同表示一个构念而已。
（3）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效果指标都是潜在构念的一个充分的无偏估计。而与之相比，每个构成指标都是“不完全地”和“有偏差地”代表了它们所表示的构念。这是因为：

只用x1（如收入水平）来测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即使测量无穷多次，依然会导致对构念的估计产生偏差。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是由x1（收入水平）、x2（教育水平）和其他的一些指标共同构成的。只要有一个指标没有被放进估计的过程中，那么对于构念的估计就有偏差了。用数学式可以这样表示：

换句话说，所有的构成指标都必须出现，共同来估计所表示的构念。我们前面说过，使用多个效果指标的目的只是增加信度，而在构成指标中，每一个指标对于估计构念的真实分数都是不可缺少的。
（4）与效果指标不同，对于构成指标之间的关系没有特别的要求。严格地说，构成指标之间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以社会再适应量表（SRRS）为例，“丧偶”这一指标与另一个指标“怀孕”可以完全没有关系。当然，一个人可以同时丧偶和怀孕，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系。
构成指标模型下，真实值的方差可表示为：

因此，构成指标模型中，真实值的方差是所有指标方差的加权之和再加上所有共方差值。这个关系可以大约用图5表示。

图5　构成指标图
构成指标与所表示的构念之间的关系与效果指标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用图6来表示效果指标和结果的区别，以及构成指标与原因的区别。

图6　构成指标与效果指标
图7表示两个构念之间的关系：情绪智力和社会网络。测量项目“我能控制我的情绪”是情绪智力的一个效果指标，而“社会网络”则是情绪智力的一个结果。在这里，社会网络（η）是情绪智力（ξ）的结果，x3是情绪智力的效果指标，它们之间有两个主要的差异。首先，η是不可观测的构念，只有“构念”才可以是情绪智力（另一个构念）的效果。相比而言，x3是一个可观测的指标，而不是一个构念。其次，η是一个与情绪智力完全不同的概念，而x3本身就是情绪智力。它是情绪智力这个不可观测变量的一个可观测指标。

图7　效果指标与构念指标
同样，图8表示了一个人的“冒险性”可能是他的“社会再调整”（social readjustment）的原因，喜欢冒险的人的社会再调整的机会可能更大。而“搬家”和“换工作”却是“社会调整”的构成指标。再强调一下，“冒险性”和“社会再调整”都是构念。“冒险性”是与“社会调整”不同的一个构念。“搬家”和“换工作”是指标，它们与“社会调整”所指的是同一事物。唯一不同的是，“搬家”和“换工作”是指标，而“社会调整”是一个不可观测的构念。

图8　构成指标与构念关系
14.1.5　用构成指标和效果指标估计构念
正如上面所解释的，用效果指标估计构念时，采用的就是一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我们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通过可观测的效果指标就能够估计出不可观测的构念。这一步工作在常用的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如LISREL、AMOS、EQS和RAMONA中就可以简单地实现。只要因子模型是正确的、可识别的（model identified），指标没有问题，就可以用指标直接估计出构念。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使用效果指标测量“离职倾向”，他可以很容易地对三个效果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用它们背后的因子分数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构念：“离职倾向”（见图9）。如果一个构念至少由三个效果指标来测量，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一般都是可识别的。

图9　构成指标与构念关系
相比起来，用构成指标来估计构念就有一些不同。构成指标模型中指标与其所测量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关系式表示：

在这个等式中，θ，γ1，γ2，…，γk和ζ都是未知的参数。只有x1，x2，…，xk是可观测的变量。理论上，给定（x1，x2，…，xk）的一组观测值，则（θ，γ1，γ2，…，γk，ζ）的取值有无数种可能性。换句话说，单独的构成指标模型是不可识别的。为了使模型可识别，模型中就至少需要包括两条从该构念出发的结构路径。换句话说，要把构成指标模型中的变量猜出来，需要至少借助该构念的两个结果变量。图10的例子就表示出如何使一个构成指标模型变得可以识别。社会调整这个构念的测量模型单独存在时是不可识别的，我们增加了它的两个结果变量，即生活满足和工作倦怠，在由三个构念组成的完整模型中，我们就可以估计出想研究的社会调整了（见图11）。

图10　测量模型与构成指标

图11　结构方程中的构成指标与效果指标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两种模型估计方法的差异：用效果指标测量构念时，只用测量模型就可以估计；但是用构成指标测量构念时，需要同时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才可以估计。这时，在结构模型中，除了我们所测量的构念，至少还要有该构念的另外两个结果变量。
14.1.6　构成指标和效果指标的其他问题
构成指标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但很多的管理研究者还不太熟悉，因为我们遇到的构念中，大多数都是用效果指标测量的。随着古典测量模型、同类测量模型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流行，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关于什么时候使用构成指标，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它，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这里我想强调几点：
1．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哪类指标？
使用构成指标还是效果指标是一个理论问题。例如，社会调整这个构念（Holmes & Rahe, 1967）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好的或坏的事情（如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变化、亲密朋友的离世、工作中的职责变化、获得新的家庭成员、结婚等）会给个体带来心理上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可能会引起心理疾病或精神健康问题。根据定义，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测量个体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并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测量社会调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把这一类构念称作“构成型构念”（formative constructs）。
不同于构成型构念，一般智力能力（general mental aptitude，或叫g因素）在定义上是指个体的各种外显能力背后的一个潜在因素。因此，在理论上用构成型指标来测量GMA是不合适的。我们把这一类构念称为“反映型构念”（reflective constructs）。反映型构念的另一个例子是外向型人格特征。我们很难在理论上把外向型人格定义为一组指标的函数组合。相反，用一些外向型人格的特征表现作为指标会容易得多。
但是，有很多构念的定义中似乎并没有明显表示出用那种指标测量更合适。它们似乎既可以是构成型构念，又可以是反映型构念，我们把这种类型的构念称为“双面型构念”（ambivalent constructs）。双面型构念的一个例子是销售人员的工作业绩。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位家用电器销售人员的业绩定义为他销售不同产品（如空调、冰箱、电视机等）的业绩的加权总和；而另一种合理的方法是由他的直接上级根据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来打分（如产品销售的质量、数量、顾客满意度等）。前者用构成指标，后者用效果指标。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构念究竟是构成型、反映型，还是双面型，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它。一些构念必须用加总的方式来定义（构成型构念），另一些构念又一定要用一个潜在因子来定义（反映型构念），还有一类构念则两种方法都可以（双面型构念）。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双面型构念，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定义它时，概念本身可能已经发生改变了。
有读者可能会问，如果已经有一个量表是用效果指标测量一个构念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发展一个新的量表用构成指标来测量相同的构念呢？如果理解了我们上面讨论的内容，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所研究的构念的性质是构成型还是反映型的，进而根据它的性质发展相应的量表。如果它是一个双面型构念，那我们如何定义它就决定了应该用什么类型的指标来测量。如前所说，“构念”是研究人员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更方便地建立能反映观测规律的模型和理论。我们相信“构念”到底应该怎样定义是由研究人员决定的。但是，由研究人员定义的构念到底是否合适、是否有助于建立正确的理论来描述现实，就要看研究人员的创意和数据的支持了。
2．有没有可能同时用效果指标和构成指标测量同一个构念？
我们在前面用了销售人员的工作绩效作为例子说明，对于那些模棱两可的构念，可能用效果指标或构成指标都是可以的，这取决于我们对其的定义。但是，有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时包含效果指标和构成指标的量表来测量一个构念呢？虽然这在概念和方法上都是可能的，但我们觉得似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必要这样做。理论上，一个构念要么用构成指标表示，要么用效果指标表示。如果一个构念用一些构成指标测量，理论上应该没有什么必要再加进一些效果指标，反之亦然。简而言之，一个构念有可能既可以用构成指标测量，又可以用效果指标测量，但不会把它们同时放在一个量表中使用。
3．为构成型构念发展量表的过程有什么不同？
Hinkin（1998）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发展量表的第一个步骤是得到用来测量构念的项目指标。搜集项目指标成功的关键是，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基础能够表达出待测量构念所要涵盖的内容”。Hulin在这里提到的是发展效果指标的常用步骤。我们认为发展由构成指标组成的量表也应采用相似的步骤。我们将借用Hinkin（1998）发展效果指标的过程来讲解发展构成指标的步骤。
步骤1：产生构成指标的第一步与效果指标相似。“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基础能表达出待测量构念所要涵盖的内容”，这是第一步的关键。
步骤2：第二步也与效果指标类似。研究者需要搜集数据用以项目指标的预研究（pilot study），但这时要注意，构成型构念单独的测量模型是不可识别的，研究者需要另外加进被测构念的两个结果变量，与其共同组成一样结构模型，才能使得模型成为可识别的。
步骤3：构成型构念量表发展的第三步是指标缩减（item reduction）。这时，我们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把这个新构念的测量指标和两个结果变量放在一起分析。找出那些载荷值（即γ）不显著或较小的指标，可以将其删掉。
步骤4：与效果指标量表相似，对于构成指标我们同样需要用一个交叉验证样本检验剩下的构成指标的稳定性。那些能够保持稳定载荷的构成指标就可以被最终留下来作为构念的测量指标。
4．我们如何估计构成型构念的量表的信度？
对于效果指标，最常用的信度估计方法就是内部一致性（α系数）和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对于反映型构念，抽象的构念“产生”了相关的测量项目，这时我们讨论测量项目的信度是合适的。但是，对于构成指标，却不一定如此（Bollen and Lennox, 1991; Cohen et al., 1990; MacCallum and Browne, 1993）。实际上，一个构成型构念的不同指标之间有可能是正相关、负相关，或彼此没有关系的（Bollen and Lennox, 1991, p.307）。这样，我们再用传统的估计方法去检验这些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此，对于构成型构念的量表，再测信度是一种更可取的估计信度的方法。因为在估计载荷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放进其他的结果变量，使用不同的结果变量会产生不同的构成指标的载荷，所以研究者在估计再测信度时也必须使用完全相同的结构方程模型（即完全相同的结果变量）。
如果我们没有多个样本用来检验再测信度，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估计构成型构念的测量信度，即误差方差的大小。因为构成指标的测量模型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示：

上面等式中的误差项（即ζ）表示构成指标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构念的真实分数。在极端的情况下，当ζ为0时，上式的R2就是1.0，也就是说，所有的构成指标可以共同测出所要测量的构念，而没有任何随机误差。既然可以做到指标无误差地测量了构念，我们可以说这个测量的信度是1.0。所以理论上，用SEM分析得到式（8）的R2就可以作为构成指标信度的一项检验了。



14.2　多维构念
14.2.1　多维构念与单维构念的不同点
多维构念与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单维构念与其指标之间的关系，但比较两种关系，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同：
（1）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单维构念是不可观测的、抽象的；而指标则是可观测的、具体的。相比而言，多维构念和其各维度都是不可直接观测的概念，它们是用来概括抽象管理现象的。让我们用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三维度构念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差别。在Meyer和Allen（1991）的理论基础上，Meyer, Allen和Smith（1993）提出了“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存在三个不同的主题：出于对组织情感依属的忠诚，出于离开组织所花费成本的考虑而继续留下的忠诚，以及出于责任感或道德约束的忠诚”。组织承诺的这三种形式因此被称为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继续承诺（continuous commitment）和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在验证组织承诺三维度结构的研究过程中，Meyer, Allen和Smith发展了一套测量工具，分别用6个、6个和5个指标（题目）来测量这三种形式的承诺。比如，“情感承诺量表”的一道例题是“这个组织对于我个人有着重大的意义”，“继续承诺量表”的一道例题是“即使我愿意，现在要离开这个组织也是非常困难的”，“规范承诺量表”的一道例题是“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组织，我会感到很内疚”。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组织承诺是一个不可观测的、无形的、抽象的构念，它的三个维度也是不可观测的、无形的、抽象的，而只有各维度中用来测量的题目才是具体的可观测指标。
（2）多维构念与它的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比单维构念与其指标之间的关系更复杂。我们说过测量单维构念有两种可能的指标——构成指标和效果指标。Law, Wong和Mobley（1999）以及Law和Wong（1999）都讨论了多维构念与其各维度间的三种可能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中有两种类似于单维构念与它的指标间的构成关系和反映关系，而第三种关系只存在于多维构念和其维度之间。下面我们将逐个讨论这三种关系。
14.2.2　多维构念的三种类型
1．潜因子模型
多维构念与其各维度之间的第一种关系类似于单维构念与其效果指标之间的关系。这类多维构念被称为“潜因子型多维构念”（latent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LMC）。一个LMC的各个维度都是同一个构念的不同表现。换句话说，LMC的不同维度都是用来代表同一个多维构念的不同方式。数学上，LMC可以表示为各个维度背后的一个潜因子（或共同因子）。LMC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一般智力能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 GMA）。Spearman在1927年提出智力二因素理论（two-factor theory of mental intelligence）时，就是把GMA描述成众多智力活动（如语文能力、数量计算能力、记忆和推理能力等）背后的一个共同因素。另一个例子是人格的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参见McCrae & Costa, 1989），在众多的人格特征背后，外倾性、随和性、情绪的稳定性、经验开放性和责任心成为能够概括各种人格的五个最主要的人格特质。而这五个最主要的人格特质是所有性格背后的潜在因子。
现在让我们用组织公民行为（OCB）作为例子来说明LMC的特征。Organ（1988: 4）把OCB定义为“由员工自发进行的，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不会得到明确的或直接的回报，但就整体而言有益于组织运作的功能和效率的个体行为总和”。OCB在刚刚提出来时被定义为一个多维的构念。Smith, Organ和Near（1983）认为它包括两个维度：“利他”和“服从”，而另外一些学者又认为它包括五个维度：（1）利他行为（altruism），自愿地帮助组织中的其他人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问题；（2）勤勉正直（conscientiousness），在工作中自愿地超出组织对自己的最低要求；（3）公民道德（civic virtue），表现出对组织的深切关心，自愿将组织的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主动参与组织相关的事务；（4）谦恭有礼（courtesy），指自愿地采取行动避免与组织中的其他同事发生负面冲突；（5）运动员精神（sportsmanship），当组织面临不理想的状况时，员工自愿地接受和服从，而没有抱怨。
如果OCB是一个LMC，那么OCB与其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

如果用因子分析的术语来说，OCB就可以定义为其五个维度的共同性（commonality）。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维度本身也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抽象构念。为了测量这些抽象的维度，我们还需要为每个维度发展一些可观测的指标。例如，可以用三个题目来测量“利他行为”：

因此，对潜因子型多维构念OCB的估计就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用OCB各维度的指标分别对五个维度做出估计。第二步，估计五个维度背后的潜因子。
以上是用估计各个维度背后的二阶潜因子的方法来估计潜因子型多维构念，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当然还可以用有关题目来直接测量这个潜因子型多维构念本身。现在仍然用前面提到的组织承诺的例子来说明。我们首先假设组织承诺是一个潜因子型多维构念，它由三个维度组成：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这时，我们可以先用Meyer, Allen和Smith（1993）的量表测量三个维度，再把组织承诺作为三个维度背后的“二阶潜因子”（second-order factor）来估计，这样是完全合理的方法。同样，我们也可以用Mowday, Porter & Steers（1982）发展的15个题目的组织承诺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直接测量组织承诺。这个量表中的一道例题是“纵使在其他机构担任相同的工作，我想不会如现在这样胜任愉快”。如果测量方法是合理的，两种测量对构念的估计应该是一致的。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对构念（在上面例子中是组织承诺）的测量既可以在指标的层面实现（由指标合并得到维度，再由维度合并得到构念），又可以在构念的层面直接测量。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测量同一个构念呢？我们的解释是，构念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定义。在不同的层面定义的相同构念就可以在不同的层面测量。这与Chan（1998）提出的合成模型（composite model）和分析层级（level of analysis）道理类似。根据Chan（1998）的建议，研究者在测量高层级的构念时可以用“直接一致模型”（direct consensus model），也可以用“参照转移模型”（referent-shift model）。在直接一致模型中，高层级变量的意义已经包含在低层级个体的一致意见中了。用Chan的例子，“个体对氛围的感觉就可以作为心理氛围的操作性定义，但是一个组织中很多个体回答的均值才能作为组织氛围的操作定义”。在参照转移模型中，一致性估计之前有一个参照点的转移，而正是新的参照点被用来组合在一起代表了更高层级的构念。Chan用了“组织氛围”（organizational climate）的例子解释参照转移模型，他认为：“研究者现在感兴趣的是个体认为组织中的其他人感知到的氛围是怎么样的，以及组织内每个人对别人感受的判断是否一致，而不是每个个体自己对氛围的感知（心理氛围），也不是个体感知的合并（如组织氛围）。”所以，在直接一致模型中，研究者会问每位答题者：“你感到这个组织的氛围是怎么样的？”所有答题者的回答合并起来可以代表公司的组织氛围。在参照转移模型中，研究者问每位答题者一个问题：“其他员工感到这个组织的氛围如何？”所有答题者的回答被合并后代表公司的组织氛围。这两种测量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都是组织氛围的有效估计。相似地，在对潜因子型多维构念进行估计时，“直接估计构念整体”或是“通过构念的不同维度来估计”都是有效的方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什么情况下研究者应该直接估计一个多维构念？什么时候又应该通过各个维度来估计呢？我们的建议是，两种方法都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首先，即使一个构念在性质上是多维的，研究者有时也可能仅对整体的构念有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构念按照一个单维构念来处理是完全合理的。例如，人类的脑力智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 GMA）是一个多维构念。其中包括记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语言能力、推理能力等。但是很多研究者仅对脑力智力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使用一个测验直接测量GMA就可以了。
其次，当只用一个量表测量一个多维构念时，它往往已经包含了构念的各维度，以确保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我们前面提到的组织承诺问卷（OCQ）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直接测量一个多维构念和通过各维度来测量都覆盖了相似的内容范围，两种方法之间唯一的差异就是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同的维度是如何组成构念的。如果直接测量多维构念，我们实际上是使用了所有指标背后的一阶潜因子（first-order latent factor）；如果通过各维度来测量，则是用多个指标的二阶潜因子代表了这个多维构念。如果我们假设每个维度的指标数量都是相同的，那么两种方法唯一的差异就是在定义构念时各个维度的相对重要性（或载荷）。我们仍以前面说过的OCB模型作为例子。
维度与多维构念的关系：

指标项目与维度的关系：

把（9）式代入（10）式中,

如果我们用一个一阶因子代表OCB，就有：

注：
（11）式和（12）式唯一的区别就是（11）式中的误差项是λ1的函数，但是在（12）式中它完全是随机的。因为潜因子多维构念的各维度之间往往有很高的相关性，λ的差异不会太大，所以，用两种方法带来的估计结果的差异也不会太大。
2．合并模型
第二种类型的多维构念是合并型多维构念（aggregat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AMC）。如果说潜因子型多维构念是同一个多维构念的不同表现，那么合并型多维构念的各个维度就是多维构念的不同组成部分。数学上，AMC可以定义为其各个维度的函数。在下面讨论的例子中，为了简化说明，我们就假设AMC是它各个维度的线性函数。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当AMC是其各维度的复杂函数的情况。AMC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工作满意度，Locke（1969）和Lawler（1983）都曾把工作的整体满意度定义为对工资、工作本身、直接上级、晋升和同事等各方面满意度的简单总和（即等权重的线性组合）。另一个AMC的例子是工作激励。Hackman和Oldham（1976）提出，有五个核心的特征会影响一份工作对工作者的激励性，它们是技能的多样性、工作的整体性、工作的重要性、自主性和反馈。Hackman和Oldham还明确为一份工作的激励潜能分数（motivation potential score, MPS）做了操作定义：

所以，一份工作的激励潜能是其五个维度的非线性组合。
现在让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因为Organ（1988）没有明确定义OCB是潜因子型多维构念还是合并型多维构念，我们这里不妨再把它作为合并型多维构念分析一下，通过与前面比较，来说明合并型多维构念的性质。如果OCB是合并型多维构念，它与其五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
OCB=γ1利他行为+γ2勤勉正直+γ3公民道德+γ4谦恭有礼+γ5运动员精神
把这个定义与前面OCB作为潜因子型多维构念的定义相比较，不难看出两种类型构念的差异：在合并模型中，多维构念是各个维度按某种方式组合的产物或结果；而在潜因子模型中，多维构念是其各个维度产生的根源。
合并型多维构念及其各维度的关系可以用图12表示（以工作满意度为例）。

图12　合并型多维构念及其各维度的关系
图12中表示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的“是潜因子型多维构念与合并型多维构念”的问题，大家记得前面曾讨论过“构成指标与效果指标”的问题，这两者之间虽然有点相似，却是没有关系的。再强调一次，潜因子型多维构念和合并型多维构念是指多维构念与其维度之间的关系；构成指标和效果指标则是指抽象构念与具体的可观测指标之间的关系。图12表示，工作满意度是一个AMC，它包括对工资、工作本身、同事、直接上级和晋升五方面的满意度，然而，它的每一个维度（例如图12中对晋升的满意）都能够用效果指标或反映指标来测量。类似地，即使一个多维变量被定义为各维度背后的共同因子，我们还是可以用效果指标或反映指标来测量这些维度。
概念上，我们把LMC定义为其各个维度的共同性。就是说，只有各个维度的共同变异才被考虑为LMC真正的变异量，每个维度中特有的变异量被认为是误差变异量（注意：这些误差变异是系统变异，我们不要把它与定义信度时所说的随机变异混淆起来）。合并模型中则不同，所有维度的所有变异量都被考虑为多维构念的真实变异量。这个关系可以用图13和图14表示。



图13　不同类型的多维构念

图14　AMC与效果指标
LMC可以简单地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或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来估计，而AMC的估计则要复杂一些。如前面所说，AMC与其维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示：

即使我们把AMC和它的维度之间的关系限定为一个线性方程，由一组既定的维度按线性组合构成AMC的方式都有无穷多种。当然，也可以根据理论确定各维度组成AMC时的权重。例如，Locke（1969）和Lawler（1983）提出了工作满意度的五个维度在构成总体工作满意度这一构念时应该被赋予相同的权重。类似地，Hackman和Oldham（1976）也明确给出了下面的非线性方程，以说明五个维度是如何组合成多维构念“工作激励潜能”的：

但是，即使理论中已经说明各个维度应该按照合成模型组成整体构念，人们也许还是不能确切知道表示各维度与合成型多维构念之间关系的函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用实证数据来估计维度与整体构念之间的函数关系。在估计维度与整体构念之间的函数关系时，又涉及模型的识别（identification）问题。因为下面方程中γi可以取任何值，方程没有固定解，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变量才能对合并型多维构念进行估计。

我们知道估计一个潜因子至少需要两个变量（最好是三个），类似地，我们至少需要从AMC发出的两条路径（即两个结果变量）才能够使要估计的模型成为可识别的模型（MacCallum & Browne, 1993）。换句话说，对于LMC，我们仅仅用它的各维度就可以对其进行估计了，而在估计AMC时，我们则必须使用到它的结果变量。
让我们仍用OCB作为例子来解释一下模型识别的问题。如果把OCB定义为一个LMC，我们不需要知道它的相关构念理论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就可以通过因素分析估计因子载荷以及LMC与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了。但是如果把OCB定义为一个AMC，则至少还需要知道OCB的两个结果变量才能够估计各维度与OCB之间的关系（即γi），用图15表示如下。

图15　LMC与AMC的模型估计
那我们在确定一个多维构念是潜因子型还是合并型时，究竟应该基于理论还是实证数据呢？Edwards（2001）认为确定多维构念的类型是一个实证问题，而Law, Wong和Mobley（1998）则提出多维构念的类型应该由理论决定。我们认为两种看法没有必然的矛盾。所有的科学原则都必须能够在实证中检验，这里的构念类型界定也应如此。如果一个多维构念被定义为合并型，而实证检验中我们却发现模型拟合度很差，就应该重新考虑原有的定义是否合适，在理论上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定义方式。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提出、实证检验与理论修正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多维构念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建议，研究者最好在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定义所研究的多维构念，再用实证数据进行检验。如果数据不能支持先前提出的构念定义和结构，再考虑其他可能的方式。我们还建议研究者，在研究中坚持把理论的提出放在数据检验之前。就算是对于那些既可能是潜因子型又可能是合并型的多维构念，还是应该先提出构念的理论定义，再做实证检验。我们的看法是，单从数据反过来构造理论而不经过反复验证是很危险的。
3．组合模型
还有一类多维构念，既不能用潜因子模型来定义，也不能用合并模型来定义。例如，Tsui等（1997）提出了组织中可能存在的四种类型的雇佣关系。这四种雇佣关系是由两个维度相互交叉组成的。这两个维度是企业对员工“提供的诱因”（provided inducements）和企业对员工“期望的贡献”（expected contributions）。“提供的诱因”是指雇主为了引导和激励员工表现所做出的努力，比如为员工提供好的培训机会、职业发展咨询、就业保障等。“期望的贡献”是指雇主期待员工做出的表现，例如绩效目标的实现、工作质量的标准等。如果我们在每个变量中分出两个等级，“员工—组织关系”这个构念就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二维的构念，两个维度分别是“提供的诱因”和“期望的贡献”。这样，员工—组织关系就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诱因”和“期望”都高时，叫做“相互投资型”（mutual investment）；（2）“诱因”和“期望”都低时，叫做“类现货契约型”（quasi-spot）；（3）“诱因”高、“期望”低时，叫做“过分投资型”（overinvestment）；（4）“诱因”低、“期望”高时，叫做“投资不足型”（underinvestment）。如果一位研究者假设员工在“相互投资型”关系的组织中的绩效较高，在“类现货契约型”关系的组织中绩效较低，那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一个组织应该是哪种类型呢？很清楚，如果“诱因”和“期望”两个维度都在起作用，我们就不能只用一个潜因子来代表员工—组织关系这个构念。如果把“诱因”和“期望”两个维度合并起来代表员工—组织关系的构念也不合适。实际上，这个构念最好的表示方法就是用组合型多维构念（profil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PMC）。
多维构念的潜因子模型用各维度背后的共同因子来表示整体构念，合并模型把整体构念表示为所有维度的线性函数，组合模型中的整体构念则是各个维度以不同方式的组合。我们仍以员工—组织关系作为PMC的例子，由两个维度组成的四种组合可以用图16表示。

图16　两个维度组成的四种组合
在图16中，每个点代表一家公司，灰色点所代表的A公司的x1“提供的诱因”和x2“期望的贡献”都较高，也就是它为员工提供了较多的诱因，同时也期望员工有较高的投入。所以，这家公司是相互投资型的。可是，即使是同一类型，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我们如何判断其程度的高低呢？只有在我们对相互投资型的程度做了定义后，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例如，假如我们想研究一个公司相互投资型关系的程度与公司的生产率或收益率是否有直接的关系。那么，A公司与B公司谁更像相互投资型的员工—组织关系呢？一种可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把样本中的所有公司分为四个组。我们称之为“引力法”（gravity approach）。四个组的重心或矩心（centroid）就可以用作四种员工—组织关系的操作化定义。例如，如果相互投资型这一组（第一象限）的矩心是（M1，M2），那么A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投资型组织就可以定义为点（x1，x2）与点（M1，M2）之间的欧几里德距离（Euclidean distance），用数学公式可以这样表示：

d所代表的就是A公司具有相互投资型关系性质的程度。
另外一种方法是简单地把两个变量分为两类。我们称之为“虚拟编码法”（dummy coding approach）。我们可以用“提供的诱因”维度的中值（median）把所有公司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再用“期望的贡献”维度的中值把所有公司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这样，所有公司就被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两个维度都高的，第二类是“提供的诱因”得分较高的；第三类是“期望的贡献”较高的；第四类是两个维度都低的。在得到这样的四类企业之后，研究者就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假设了。
上面讨论的构念类型是PMC。PMC的主要特征是，构念本身既不是所有维度背后的共同因子，又不是其各维度的线性函数。PMC作为一个整体的构念，是每个维度所代表的特征的组合。PMC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组织文化。Tsui, Wang和Xin（2006）提出组织文化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分析：“内部整和价值观”和“外部适应价值观”。“内部整和价值观”包括和谐、标准化、沟通、员工发展、员工贡献、领导力和共同远景等，“外部适应价值观”则强调结果和质量、顾客导向、创新和结果导向等。这两种组织文化价值观都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组合在一起会产生四种可能的组织文化类型：内部整合和外部适应都较高（类型I）；内部整合较高，外部适应较低（类型II）；内部整合较低，外部适应较高（类型III）；内部整合和外部适应都较低（类型IV）。Tsui, Wang和Xin（2006）认为中国的外资企业更容易归于第一种类型的组织文化中；中国的本土企业更可能形成第三种类型的组织文化；而国有企业的组织文化则更可能成为第四种类型。
我们要注意的是，PMC并不是把多维构念的一些相关维度简单拼凑在一起。例如，Greenberg（1993）和Colquitt（2001）区别出了组织公平的四种类型，“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指对资源配置结果的公平感受；“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是指对分配资源和进行决策时所使用的程序、过程的公平感受；“信息公平”（informational justice）是关于分配程序的决定因素的，指当事人是否获得了应有的信息和相应的解释，组织是否向其说明为什么要用某种形式的程序或特定的方式进行分配；“交往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反映了在执行程序或决定结果时，权威或上司对待下属是否有礼貌、是否考虑到对方的尊严、是否尊重对方，等等。如果一位研究者提出一个模型，希望用这四种公平感受来预测一些结果变量（如员工的组织承诺）。他可能会分别研究四种公平类型和员工的组织承诺的关系，最后总结哪些公平类型和员工的组织承诺有关系或没有关系。我们会认为他并没有把组织公平作为一个PMC来研究。我们之所以称一个构念是PMC类型的，就是因为它的整体多维构念必须要以一个组合的方式出现，这个组合中包括了该构念各个维度所代表的特征。类似地，如果一位研究者只是在简单地研究大五人格模型（five factor model, FFM; Costa & McCrae, 1985）中的五个维度——情绪的稳定性、外倾性、随和性、经验的开放性和责任心——各自对绩效的影响，他实际上也没有使用这个多维构念的组合模型。在第一个例子中，研究者如果能够定义一些四种公平的具体组合形式，那么可能可以说他是把组织公平作为一个PMC来研究的。例如，一种可能的“组合”是：交往公平和信息公平较高，而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较低。换句话说，员工可能很肯定他的上级处理资源分配的方式，但认为组织中正式的资源分配的过程和结果是不公平的。如果研究者想了解这种组合类型的感受会给员工带来什么影响，就可以说他是把组织公平作为一个PMC来研究了。类似地，如果一个研究者具体地定义了由大五人格模型中的五个人格特征组成的某几种具体的组合形式，就可以说他是在把五因素人格作为PMC在研究了。
相对来讲，Myers-Briggs人格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 Myers, 1962）就是PMC的一个好例子。MBTI把个体人格用四个维度进行分类。它们分别是外向（E）—内向（I）维度、感觉（S）—直觉（T）维度、情感（F）—思维（T）维度以及判断（J）—知觉（P）维度。MBTI系统并没有简单地把它们作为相互联系的人格特征维度来处理，而是通过它们的不同组合构造出16种可能存在的人格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例如，一个ISTJ类型的人会表现得内向，关注外部环境对自己的影响；更多通过感觉的方式来获取信息；更多用思考的方式进行决策；喜欢以判断的方式做事、拟订计划、做决定、进行管理和控制等。这与一个ISTP型的人前三个方面都一样，但仅因为一个维度的差异，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ISTP的人更喜欢以知觉的方式做事，试图去理解、适应环境，倾向于留有余地，喜欢宽松自由的生活方式。MBTI模型以这样的方式分别描述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各自具有的特征。
类似地，当我们考虑一家公司的绩效如何时，需要考虑财务绩效（如资产收益率ROA、投资收益率ROI）、商业绩效（如市场份额、生产率）、社会绩效（如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管理绩效（如员工流动率、员工满意度等）等，所以，公司绩效也可以用多维构念来描述。假设一位研究者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企业的人均培训预算对企业的绩效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即使这位研究者也许已经把上面说的四个方面的绩效都作为因变量放进了模型中，他仍然没有把公司绩效作为一个多维构念来研究。如果这位研究者想用组合模型来定义公司绩效，就需要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一些具体的绩效类型，说明每种类型是如何由四个方面的绩效组合成的。例如，我们可以把一些企业定义为“剥削型企业”（exploitative organizations），这些企业只考虑财务绩效和商业绩效，却忽略了社会绩效和管理绩效；我们还可以把另外一类企业称为“密封型企业”（closed organization），这些企业只考虑管理绩效，却完全忽视了财务绩效、商业绩效和社会绩效。按照这样的方式定义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后，我们就可以建构并检验与这些企业类型有关的理论了。综上所述，一个包含了多个维度的构念，只有确定了由其各维度所代表的特征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所形成的类型时，这个构念才成为真正的PMC。
讨论完三种类型的构念，读者也许会问两个问题。第一，这三种多维构念模型是否已经穷尽了所有的构念类型呢？是否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多维构念？第二，我们是否必须要把每一个多维构念都定义为三种类型中的一种？可不可以简单处理，就认为一个多维构念是对它的各个维度的一个总括，而不必明确各维度与整体构念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
首先，作为多维构念类型理论的提出者，我们目前认为三种多维构念模型已经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构念。但是，管理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之所以成为“科学”，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它可以被证伪。自然科学中很多理论的发展都是因为新的发现可以不断地挑战并修正原有的理论。例如，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牛顿运动定律就受到了挑战。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不属于这三种类型的多维构念。我们也很期待能看到新的发现或新的构念，以便进一步发展多维构念的类型理论。
其次，是对多维构念进行定义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一个研究者如果想用一个概括的词语或标签来描述一组彼此相关的构念（即维度），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概括的词语或标签在被明确定义之前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构念，更不能作为一个构念在研究中使用。例如，我们把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生活的数量与质量（或男性化/女性化）和不确定性规避这样一组变量放在一起，并统称为“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 Hofstede, 1984），当然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做法能够帮我们在提到这些变量时有一个简单和总体性的说法。但是，仅仅这样一个总括的描述是不能使“国家文化”成为一个构念的。我们暂且把这一类用来总括一组相互关联的构念或维度的概括性标签称为“伪多维构念”（pseudo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都是“伪多维构念”中最典型的例子。这些伪多维构念的特征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构念，而只是一组构念的概括性标签；但是，它们又常常被研究者错误地当做科学的多维构念来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之为“伪”多维构念的原因。下面，我们以企业绩效作为例子来详细说明一下。
Curkovic, Vickery和Dröge（2000）在文章中提出以下假设：
品管实施计划（quality-related action programs）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这种关系可能是：（a）直接的作用；（b）间接的，通过“质量绩效”产生作用；（c）两种影响都有。

我们注意，企业绩效在该研究的假设中是作为因变量的，这说明研究者已经把企业绩效作为一个科学的构念了，因为只有可测量的构念才能被放在假设中。根据定义，假设必须是可检验的。提出有关一个总括性的标签与其他构念之间关系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既然这个标签尚未得到明确的定义，假设便无从检验了。
Curkovic, Vickery和Dröge把企业绩效视为一个构念，并在研究中用了六种测量企业绩效的不同方法，包括税前资产收益率（税前ROA）、税后资产收益率（税后ROA）、投资收益率（ROI）、投资收益率增长（ROI增长）、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增长等。上面的假设提出的中介效应可以用图17表示。

图17　企业绩效作为一个PMC
“质量绩效”中的一项内容是“质量规范达标”（conformance to specification）。研究结果显示，ROI是企业绩效的六个测量指标中唯一一个与“质量规范达标”显著相关的绩效指标。换句话说，“质量规范达标”与其他五项绩效指标（税前ROA、税后ROA、ROI增长、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增长）完全没有关系。但是，研究者却在他们最后的讨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结论：
结果显示，存在这样一条影响作用的“路径”：品管实施计划的使用影响了质量规范达标，进而影响了公司的ROI。

我们相信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如实报告了研究的结果。因为研究数据确实支持了“品管实施计划→质量绩效→ROI”这个连锁反应。我们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释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呢？我们是否在看到六个企业绩效指标中的一个有显著结果时就可以下结论说：“质量规范达标影响了企业绩效”呢？简单回答，这应该取决于如何定义“企业绩效”与这六个绩效维度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前面讨论的三种模型中的一种来定义企业绩效这个构念，我们就可以为每个企业计算出“企业绩效”的一个值，并检验这个整体的企业绩效值是否与质量规范达标有关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不太可能做到，因为企业绩效是一个“伪多维构念”，而企业绩效这个标签与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还尚未确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假设中包含了一个多维构念，为了使这个假设成为可检验的假设，他必须首先定义整体多维构念与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否则，研究将无法得到关于该构念与其相关构念理论网络中其他构念的科学的结论。例如，如果“组织公民行为”是一个多维构念，而“员工对主管的信任”（trust in supervisor）是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前因，则在没有定义“组织公民行为”这个整体多维构念与其各维度（如利他行为、勤勉正直、公民道德、谦恭有礼、运动员精神）的关系以前，以下假设是非科学的：
假设一：“员工对主管的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是正相关的。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组织公民行为”这个构念的多维定义和操作定义。在我们手上的只是五个“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的资料。相反，以下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的假设却是非常科学的：
假设二：“员工对主管的信任”与“利他行为”是正相关的。

因为“利他行为”有非常精确的理论和操作定义。如果要“假设一”变成科学的假设，研究人员就要找出一个“组织公民行为”的操作定义。比如，如果研究者根据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用“潜因子模型”来定义“组织公民行为”这个多维构念，“组织公民行为”就变成是利他行为、勤勉正直、公民道德、谦恭有礼和运动员精神背后的潜在因子，研究员就可以用因子分析计算这五个维度的共同因子来代表“组织公民行为”，“假设一”就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设了。相反，如果研究者只分别计算“员工对主管的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五个维度的相关系数，是无法验证“假设一”的。
（3）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整合这类伪多维构念的各个维度，或是研究者对于整合所有维度的整体构念并不感兴趣，这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的建议很简单。这时，研究者还是可以进行研究，并在维度的层面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但是，在这样的研究中，是不可以做关于构念整体的任何研究结论的。这是因为，在多维构念与其维度之间的关系还未定义之前，讨论这个多维构念与其他构念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从以往研究中我们知道有四种形式的组织公平。如果我们对于整合这四种公平形成组织公平的整体构念并不感兴趣，我们就不能把“组织公平感”作为一个整体构念放在假设或研究结论中，讨论它与其他构念的关系。例如，如果研究者仅仅研究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对于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却做出关于“组织公平”（作为整体构念）影响员工离职倾向的结论，就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组织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构念尚未被科学地做出定义。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伪多维构念的所有维度都分别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我们依然不能把维度上得到的结论扩展到整个构念。还是以组织公平作为例子，我们假设一个研究者在某个研究中发现了如图18所示的结果。

图18　两个可能的测量模型
图18中的左图显示，组织公平的所有维度对于员工离职倾向都有显著的作用。但我们认为，研究者还是不能就此对组织公平这个整体构念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做任何结论。这是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组织公平的整体构念和四个组织公平维度之间的具体关系。在这个关系未明确以前，我们是不能根据维度上发现的结论对整体构念做出结论的。图18中的右图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结论。如果我们把组织公平定义为四种公平形式背后的一个潜因子，组织公平就可以成为一个潜因子多维构念了。“组织公平是否会影响员工离职倾向”的问题就相当于“四个维度的共同因子是否会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从右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所有的四种公平都显著地影响离职倾向，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共同因子部分（LMC）就一定与离职倾向显著相关。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四个维度中分别与离职倾向相关的那一部分是它们“共同的变异部分”还是“各自单独的变异部分”。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Wong, Law和Huang（in press）的文章。总之，在尚未确定多维构念与其维度之间的关系时就对整体构念与其他构念之间的关系下结论是很危险的。



结语
在本章开头，我们首先概括地讨论了什么是构念，接着又讨论了几种不同的测量模型。测量模型是用来处理用可观测指标测量抽象构念时所产生的误差的。通过使用不同的测量模型，研究者可以估计测量过程中的随机误差，也就是测量的信度。在对经典测量模型和同属测量模型进行介绍后，我们引入了构成指标和效果指标的概念。构念的定义决定了它们更适合用效果指标还是构成指标测量。在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研究领域，90%以上的构念都是用效果指标测量的。希望通过本章的介绍，研究者在需要时能够考虑使用构成指标来测量想要研究的构念。
效果指标与构成指标处理的是抽象构念与具体指标之间的关系。效果指标是同一个构念以不同方式反映出的效果。相比而言，构成指标则是构念产生的来源。我们不能把效果指标与结果混淆，也不能把构成指标与原因混淆。一个构念的结果或原因也应该是一个构念。例如，组织承诺可能是导致员工离职倾向的一个原因。这里，组织承诺和员工离职倾向都是抽象的、不可观测的构念。但是效果指标和构成指标都是指标——它们是具体的、可观测的，是用来测量抽象构念的。我们只是用这些具体的可观测指标来代表或测量抽象构念。
多维构念与其维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单维构念与其指标之间的关系。多维构念的维度有可能是同一个潜在构念的不同反映，这时我们称之为潜因子型多维构念；多维构念的各维度还有可能是构念整体的决定因素，这时我们称之为合并型多维构念。但注意不要混淆这两种类型的构念与一个多维构念的原因或结果。从定义上看，多维构念的各维度仍然是同一个构念的一部分。在潜因子型多维构念中，各维度不是整体构念的结果，因为各维度都是同一个构念的一部分，而一个构念的结果则必须是与之不同的另一个构念。我们以一般智能（或g因素）为例，一般智能是一个潜因子型多维构念，而语言能力不是一般智能的一个结果，而只是它的一个维度。语言能力和一般智能都是指同一个“智能”的构念。同样的道理，在合并型多维构念中，各维度也不是它们所属的多维构念的原因。例如，如果我们用Hackman和Oldham（1976）的观点，根据多维构念的合并模型，技能多样性和工作自主性与一项工作的激励潜能有关，但技能多样性并不是激励潜能的原因。相反，它们都是在指同一个构念，即激励潜能，只不过技能多样性表示了其中的一个维度，而激励潜能则表示了构念整体。
我们还介绍了多维构念整体与其维度间的第三种关系——组合模型。要注意的是，组合模型是指一个多维构念的各维度具体的组合方式。在组合模型下，各维度与构念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明确定义的。这样，研究者就能够在各维度得分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体构念的分值了。
我们是以“伪多维构念”的讨论结束本章的。与多维构念的潜因子模型、合并模型和组合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使用伪多维构念时，研究者只用了一个概括性的标签来代表一组相关的概念。例如，“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标签，它常常被用来代表不同的文化维度，如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等。但是，由于这样的标签与其“维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在理论上被清楚地定义，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伪多维构念和它的维度之间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因此，也就无法提出有关这些伪多维构念的任何假设或理论。我们强烈建议研究者在继续进行有关这类构念的研究之前，先以多维构念三种类型中的一种来清楚地定义它，确定这个多维构念与其维度间正式的关系，再进行有关这些构念的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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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什么是结构方程模型？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所谓模型，是以系统方式来描述观察变量（observed variables）和潜变量（latent variables）间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用来检验关于观察变量和潜变量及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假设关系的一种多重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即以所搜集数据来检验基于理论所建立的假设模型。所以，SEM是一种理论模型检验的统计方法。
理论研究中会涉及许多变量，而我们熟悉的回归方程一般只能一次解释一个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和几个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之间的关系。这时，包含了一连串回归方程的结构方程却恰恰可以同时分析出多个因变量与自变量自身及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见，传统的统计方法需要多次处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结构方程则可以做到同时同步分析，这样，研究的准确性必会大大提高。



15.2　结构方程模型的优点
简单来说，结构方程具有以下优点：
（1）在以往管理、社会、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变量都是不可直接测量的，一般称为构念。例如，人的态度、认知、心理等，我们称这些变量为潜变量。通常的做法是以观察变量来间接量度潜变量，如用数条问卷题目答案的平均值作为潜变量的数值。传统方法正是用问卷题目平均值来反映构念，之后代入回归方程来计算。但即使这些可观察的变量也包含了大量的测量误差，从而影响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一般而言，从问卷题目得来的观察变量都是由真实值和测量误差所组成的，在有两个变量（bi-variate）的情况下，随机误差对估计各参数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可以表示为以下的公式：

其中，rxy是X与y观察分数的相关系数；是X与Y真实分数的相关系数；rxx是X的信度；ryy是Y的信度；1−rxx是X的测量误差；1−ryy是Y的测量误差。其中由于rxx和ryy的最大值取1，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在只有两个变量的情况下，倘若已知rxy=0.64,rxx和ryy分别取0.8，便可应用以上的公式还原计算出，这种方式称为减弱校正（adjustment for attenuation）。可是在多个变量（multi-variate）的情况下又是怎样的呢？当自变量的个数多过一个时，测量误差对参数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即有可能使其变大，但也有可能变小，因此不能做出减弱校正。这时结构方程可以帮助我们准确估计出测量误差的大小，在分析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时，结构方程可以剔除随机测量误差，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测量的准确度。
（2）当我们以问卷题目或其他观察变量测量潜变量时，观察变量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假设的，即假设了以那些观察变量来测量潜变量。我们可以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判断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是否与数据吻合。若结果证明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其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也得到了相应的证明。至于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我们通过检测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否显著低于1来判断。
（3）结构方程可同时计算多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应用于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的研究，如在组织理论中，变量A不是直接影响到变量B，而是中间通过变量C到达的。这时，结构方程便会给予这些问题以最综合恰当的分析。
（4）在研究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多层构念（multi-dimensional/mega construct）的测量问题。什么是多层构念？即同时包含了不同的概念的统领因子。例如，工作满意度就是一个多层构念，因为它下面还同时包括像对上司、同事、工作环境、薪酬、工作性质等满意程度的多重内涵。而结构方程恰恰可以通过高阶因子（higher-order factor）分析对此情况进行妥善处理。



15.3　测量基本概念
如前文所述，我们称那些在研究中抽象的、不可直接观察测量的变量为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如人的性格。而其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变量（observed variables）来间接体现的，如人的行为，等等。概括来说，结构方程一方面在描述观察变量是如何测量潜变量的，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构念是当我们与人沟通时所表达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如对一家餐厅的满意程度。它是由许多具体的易于观察的变量所构成的，如餐厅的食物质量、价格水平、服务质量、环境因素，等等。而通常是基于方便沟通的考虑，所以选取构念来代表所有观察变量。当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代表一个构念的各个观察变量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这时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潜变量要用什么新的观察变量来测量的问题。因此，这里涉及了两个方向的问题，一是不同的观察变量代表了何种构念，二是一个构念又是由哪些观察变量所构成的。



15.4　测量误差
古典真实分数模型（classical true score model）是以真实分数及误差分数的观点来解释信度，即个人的观察分数（observed scores）是由真实分数与误差分数两部分的和组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以下的公式：

其中，X是观察分数，T是真实分数，E是误差分数。
实际上，只有在理想和完美的测验条件下才能获得的真实分数代表了测量中无误差不变的部分，可是这种情况很少存在。因此，我们说任何一个测验的观察分数都包含了部分的误差成分。这个误差是由系统误差（systematic error）和随机误差（random error）两部分组成的。但其中的系统误差只有在一些特定的研究设计中才可以被检测出来。因此，一般来讲，我们假定系统误差的值等于零，但其实它会被包含在真实分数中以体现出来。
其中，随机误差的特性有以下三点：
（1）由于误差完全是随机的，所以一个总体的误差分数的平均值应该是零。
（2）一个总体的真实分数和误差分数之间的相关性为零。
（3）任何两项随机误差之间的相关性为零。
我们在结构方程中依旧保持对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假设，而对第三点的假设则不需要一定有所支持。那么，在何种情况下第三点假设不适合存在呢？一般来讲，当相同试题在同一结构方程中出现的次数大于一次时，误差之间便可能存在相关性。简单归纳，有以下情况：
（1）同一试题语句对不同受访者引起的误差，即不同受访者使用相同试题在对同一测量对象进行测量时，对试题语句产生的误差会使其结果误差之间产生相关性。例如，在进行360度的绩效评估中，不同人会利用相同的测量工具，即同一份问卷对指定的对象进行工作表现评估。这时，我们便会假设来自不同受访者，如调查对象本人和其上司的评价结果误差之间是有一定相关性联系的。而这恰恰是结构方程所可以测定，但一般的回归方程却不能的。
（2）同一试题在不同时间对同一受访者引起的误差。这时除了有语句引起的误差之外，还包括同一受访者对这一误差随着时间的不断重复。所以，相同试题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测量对象产生的误差之间会产生相关性，如应用于纵向时间序列研究（longitudinal time series study），这正是传统的方法所不能很好处理的情况之一，而结构方程却可大大派上用场。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一样，我们不可在任何情况下都抱有随机误差之间的相关性为零的假设，但是同时也应时刻注意以下两点的影响：第一，误差之间的相关性不可随意添加，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作为前提；第二，基于理论支持，如果误差之间真正存在相关性，而我们却恰恰忽略了此相关性的存在，这时，我们的测量结果会对其他参数的估计产生很大的影响。



15.5　结构方程模型理论和逻辑
接下来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结构方程的概念。如图1所示，虚线上面的部分代表的是总体（population）信息，是虚构的，而虚线下半部分则是来自样本（sample）的真实信息。

图1　结构方程模型理论
首先我们来介绍虚线以上的来自总体的信息。从左上角开始看起，这是来自总体数据的一些变量，此时虽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可用相关矩阵来表示，即提出协方差矩阵Σ0，而右手边则是在基于不同假设基础上所产生的描述各变量之间关系的不同模型，即模型k−1，k，k+1。根据不同的假设模型可以估算每个模型的近似协方差矩阵，即Σk。这时，比较Σ0与Σk的不同可得到Δpop，即总体不一致处（population discrepancy）。Δpop越小，则说明Σ0与Σk之间越接近，继而进一步说明了之前所假设的代表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k越接近真实总体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最初的操作模型（operating model）。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虚线以下来自样本的信息。就像图1左边展示的那样，由总体到样本之间要通过抽样的过程，并且伴随误差的产生，即总体数据（population data）+抽样误差（sampling error）=样本数据矩阵（Y）。从Y我们可以计算出样本的协方差矩阵S。相应地，基于假设的模型，可以产生拟合协方差矩阵。由于总体中的Σ0、Σk以及Δpop都是虚构的，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比较样本中的S与的大小，即Δest。在结构方程中用不同的契合指数（fit index）来代表Δest的大小，其中最经常使用的拟合指数为X2（Chi-square）。经过比较，X2即Δest越小，则说明拟合协方差矩阵越接近样本协方差矩阵S，从而说明了我们前面所提出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高。



15.6　结构模型的基本类型
简单来说，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分成以下四大类：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路径模型（path model）、全模型（full model）和均值结构模型（model with mean structures）。
15.6.1　测量模型
图2基本构造了测量模型的面貌，这里，我们用八个观察变量来测量两个潜变量。其中，前四个观察变量测量第一个潜变量，而后四个观察变量测量第二个潜变量。如图2所示，这两个潜变量是相关的，而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因子负荷（factor loading），即λ，并且每个观察变量的测量误差用δ来代表。另外，在结构方程模型常用图标的表示法中，圆或椭圆表示潜变量或因子，而正方形或长方形表示观察变量。其实，测量模型的主要用途是可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帮助我们检验心中的假设，即如图2所示的因子模型是否与数据吻合，是否为一个好的模型，并同时对各因子间参数做出合理估计。这其实对应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构念效度的检测。



图2　测量模型



15.6.2　路径模型
如图3所示，包含了三个自变量和两个因变量，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简单来讲，结构方程模型可同时将所有这些关系一起估算，从而避免了当考虑一个因变量时，忽略了其他因变量存在及其影响的情况。路径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想了解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包括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两大类。直接关系（direct effect）是指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产生直接影响，如图3中从变量X1到变量Y1，或从变量X3到变量Y2。而间接关系（indirect effect）则是指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影响乃是透过其他变量而形成的。这个中间变量称为干扰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如图3所示，X1是透过Y1而影响Y2的。综上所述，总效果（total effect）是指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直接效果加上间接效果的总和。例如，X3与X2之间存在直接关系γ21，同时通过Y1也存在着间接关系γ13β21，那么，X3与Y2的总效果就是以上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之和（γ13β21+γ23）。虽然传统的回归性分析可以将变量间复杂的关系分拆成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但是结构方程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即可同时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省去了先前逐条分拆的烦琐。

图3　路径模型
15.6.3　全模型
如图4所示，全模型是同时包含了测量模型和路径模型的总和，即同时包含外源变量和内生变量的模型，也称为完整模型（complete model）。完整模型包含了八个基础参数矩阵：因子负载矩Λx和Λy、通径系数矩阵β和Γ、外生潜变量ξ的方差协方差矩阵φ、残差项ζ的方差协方差矩阵Ψ以及观测误差δ和ε的方差协方差矩阵θδ和θε。我们可以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四个基本矩阵方程式，写出八个基础参数矩阵的具体关系：

图4　全模型

15.6.4　均值结构模型
近二十年前，学者们对结构方程的认识只局限于协方差矩阵的形式，而现在的研究已扩展到了增加对潜变量均值的分析。均值结构模型附加了两个基础参数矩阵：截距τ和潜变量均值κ，它们的关系可以下述的矩阵方程式代表：

对单一组别的结构模型来说，由于潜变量的度量单位（scale）及其截距（intercept）都是随意设定的，因此，潜变量的均值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在跨组别（cross-group）比较研究中，均值结构模型可用以比较各组别的潜变量均值的大小。



15.7　LISREL程序撰写
目前，有多种软件可以用来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本章在这里要详细介绍的是比较流行的LISREL软件，其他流行的软件包括AMOS、EQS和Mplus。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潜变量的度量单位。开篇我们提到过，潜变量是个虚拟的概念，那么，当我们要量度这些诸如认知、态度等因子时，就必然无法取用像以往量度距离的千米，或量度重量的千克这样被大家一致公认的单位进行测量。然而，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因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单位方可计算，所以，通常我们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之一：（1）固定负荷法，即任取一个观察变量（X1）为参照指标，同时设定其截距（intercept）τ1，为0，因子负荷（factor loading）λ11为1。这样一来，不但使得潜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相应导致其观察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而且潜变量的平均值也等于相应参照指标的观察平均值。（2）固定因子方差法，即将潜变量标准化，设定其方差（φ11）为1。
虽然图5的两种方法在数字的表述上是不同的，但是其殊途同归，本质上是相同的。如图5所示，模型1采用的是固定因子方差法，将因子标准化后，四个观察变量都有其相应的因子负荷。而模型2采用的是固定负荷法，即选择了X1为参照指标并且将其因子负荷λ11设定为1。换个角度分析，其实模型2是将模型1中所有的因子负荷数全部除以第一个指标（即参照指标）的因子负荷数（即0.4），从而得到了模型2的各个因子负荷数值，相应地，此时模型2中因子的方差也变成了0.4的平方，即0.16。综上所述，无论我们用哪一种方法来设定潜变量的单位，所要估测的目标参数数量都是不变的，具体到本例，模型1和模型2同样需要得到对八个参数的估测结果，这一点是不变的。这里再特别强调一点，当我们进行跨组别比较研究，特别是跨文化（cross culture）比较研究时，则必须采用固定负荷法来完成对潜变量单位标准化这一步骤。因为在固定方差法中，两组构念的方差（φ11）假设为相等，而这个假设尤其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选择无此假设的固定负荷法。

图5　设定潜变量单位的方法
在具体解释之前，我们还要先阐释清楚一个概念：模型识别（model identification），即衡量有无足够的方程来解决想要估测的参数。这个规律是这样的：设问题涉及k个观察变量，则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阶的对称方程，总共有p=k（k+1）/2个不重复元素。而q则代表所需估计的参数个数。模型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df）=p−q。在图2的例子中，该模型需要估计6个因子负荷、3个因子间相关系数和8个变量的误差方差，共需估计q=17个参数；因为有8个变量，所以p=8×（8+1）/2=36。这样一来，该模型的自由度=36−17=19。若一个模型的自由度为0，即不重复元素的个数p等于所需估测参数个数q，我们称这样的模型为仅限识别模型（just-identified model）。它的chi-square等于0，即是完全吻合模型，同时表示我们无法衡量这个假设的模型与原始数据的吻合程度。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任意两个结构方程的自由度都是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拟合度都是完全吻合的，也证明了理论上不同的模型可以得到相同的拟合指数。反过来，这更加说明了我们一直强调的所假设模型要给予坚实的理论依托的道理。如果自由度小于0，则该模型称为未识别模型（under-identified model），这时我们的估测得不到任何结果。
在介绍了单位设定和模型识别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六个步骤：
第一步，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结构方程中的分析统称为检验分析，即是对假设模型的一种检验，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建立一个基于理论基础的假设模型。
第二步，根据理论所表达的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个模型用路径图（path diagram）的方式呈现。
第三步，将路径图用一组结构方程演绎并对测量方程进行具体描述。
第四步，将前面所陈述的关系一一表达成为LISREL的程序语言，然后运行结果。当然，除了LISREL之外，其他软件如AMOS、EQS都可以达到同样的功用。
第五步，结果输出。这时我们要着重观察几个方面的因素：（1）参数估计的可行性；（2）假设模型与实验数据的拟合程度；（3）参数估计是否显著。
第六步，解释输出结果。
下面，我们以验证型因子分析为例来详细解释以上步骤：
在理论基础上建立假设的模型是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首先是以理论基础来为各个构念之间的关系做出假设，再设定量表中各观察变量与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只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以检验样本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由于不同的模型有可能得出相同的拟合协方差矩阵，因此与样本数据也有相同的拟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方程模型不能辨别哪个假设模型比较好，而必须依赖理论基础来选择适当的模型。
假设经过第一步的理论架构之后而得出两个潜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第二步就是要通过路径图的形式将理论演化出来，即如图2所示，用八个指标来测量这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代表ξ的观察变量，λ代表x对ξ的因子负荷，ξ代表潜变量，而δ则代表了x的测量误差。
接下来的第三步是设定结构关系，即将其以矩阵的方式表达。这个X模型由四个题目和两个潜变量组成：第一、二、三、四个题目测量第一个潜变量，第五、六、七、八个题目测量第二个潜变量。此外，我们还用协方差矩阵来设定这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即是否相关，如图6所示。

图6　以矩阵方式表达结构关系
做好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开始第四步——撰写LISREL程序的工作了。
LISREL可主要分为下列四类指令，依次为：
（1）标题指令句（TITLE LINE）是自己对此程序的描述，可超过一行。
（2）输入格式（INPUT SPECIFICATION），整个程序真正开始运行的地方，由头两个字母DA（代表DATA）起始。
（3）模型格式（MODEL SPECIFICATION）。
（4）输出格式（OUTPUT SPECIFICATION）。
接下来，我们从第二个格式开始，分别详细解释其说明方法：


输入格式（INPUT SPECIFICATION）
DA NI=k [number of indicators] NO=number of cases
LA[labels for the observed variables]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RA FI=filename [of raw data]
CM FI=filename [of covariance matrix]
KM FI=filename [of correlation matrix]
SD FI=filename [of standard deviations]
ME FI=filename [of observed means]


解释：DA作为输入格式的起始点，紧接着在同一行设定输入数据，NI代表变量数目，即数据输入文件中观察变量的个数，NO代表样本数目。
第二行LA（Label）代表数据输入文件中变量的名字，如本例中有八个变量，分别叫做V1、V2、V3、V4、V5、V6、V7、V8。
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输入方法，最基本的是由RA（RAW DATA）原始数据开始，其后的FI为文件名称，这是原始数据储存的地方。当然，除了采用以原始数据输入外，还有其他多种选择，如CM（COVARIANCE MATRIX）协方差矩阵或KM（CORRELATION MATRIX）相关矩阵和SD（STANDARD DEVIATIONS）标准差，LISREL可直接将这两个矩阵转换成协方差矩阵的形式认读。假设我们考虑到均值结构分析，则要输入ME（OBSERVED MEAN）代表均值。


模型格式（MODEL SPECIFICATION）
MO NX=8 NK=2 LX=FI TD=DI PH=SY
LK
ksi labels
VA LX（1,1）LX（5,2）
FR LX（2,1）LX（3,1）LX（4,1）
FR LX（6,2）LX（7,2）LX（8,2）


解释：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LISREL语法的矩阵及设定中最基本的记号。
LX代表Lamda-x（Λx），为FU（FULL，完整矩阵，x在ξ上的负荷矩阵）。
TD代表Theta-Delta（θδ），为DI（DIAGONAL，对角线矩阵），即指X观察变量的误差协方差，将误差之间的相关设为零（不相关）。
PH代表Phi（φ），为SY（SYMMETRIC，对称矩阵），即指ξ的均方差矩阵，一般只采用下三角（low traigle）数据。
下面正式介绍模型格式的撰写：此格式以MO（MODEL）模型指令开始，在此行NX=8代表有八个观察变量，NK=2代表潜变量数目为两个，LX=FI代表将所有lambda-x矩阵设定为零，TD=DI描述了误差间协方差矩阵对角线元素自由，而非对角线元素固定为零，PH=SY则表示因子间的协方差对称矩阵形式。下一行LK（LABLE ksi）是ξ的标签，即为潜变量的命名。
另外，我们还需了解其他一些记号的含义，如FR代表指定自由待估测的参数；FI代表指定固定的参数，如果无特定数值给予，参数一般会采用缺省值0; VA则代表将参数固定于某数值（VALUE）。


输出格式（OUTPUT SPECIFICATION）
Path Diagram
OU ND=4
其中，OU代表输出指令；ND代表输出结果的小数位数（decimal），在此我们选取4位小数位数。
现在，我们不妨一起来分析一个简单的例子，看看前面所讲到的LISREL程序指令是如何应用于实际的。
例一
（一）研究及模型简述假设我们用八个题目了解职员和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考虑的模型见图2。
（二）LISREL程序分析和解释
在图7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指令标题句后，由DA开始了数据输入指令，由MO开始了模型构念指令，由OU开始了结果输出指令。

图7　LISREL程式例子
（1）DA NI=8 NO=200
DA是输入数据（DATA, DA）的指令。NI=8表示数据共有8个变量，NO=200表示测试对象为200名。
（2）LA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LA为标签指令句，即给刚刚输入的8个变量以名称。它们依次称为V1、V2、V3、V4、V5、V6、V7、V8。
（3）CM代表协方差矩阵，这里输入待分析的矩阵，即依据200份问卷得出的相关矩阵。
（4）MO NX=8 NK=2 LX =FI
从MO开始了对模型参数设定的指令。NX=8代表观察变量（即指标）的个数为8；NK=2代表潜变量（即ξ-因子）的个数为2；LX=FI意味着开始将lambda-x矩阵设定为固定的矩阵。接着在FR LX指令中设定LX的格式，逐一列出设定为自由的元素，如LX（2,1）、LX（7,2）等，并以VA指令将已固定的LX（1,1）和LX（5,2）定值为1，至此，我们应当体会到这是在用固定负荷法对因子进行量度。LK代表ξ的标签（LABLE ksi），即分别给两个潜变量以名称：职员、顾客。PD为路径图。
（5）OU ND=4
OU开始的输出指令中ND代表输出结果的小数位数，本例我们选取4位小数位数。
第五步，LISREL结果输出及解释。通过输入的LISREL程序运行之后，我们会得到一大串对待测模型的输出结果。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分析呢？通常，我们会从以下四大方面着手：
（1）参数估计的可行性。结构方程模型本质上是个反复迭代（iterative）测量的过程，即在中间环节通过不断改变各个参数的估计，从而尽可能使得Δest，即S与之间的差异最小。在改变参数大小时，有可能会出现不合理值，例如X观察变量间协方差和因子间协方差都应分别大于零，如果任意一方有小于零的数值，即不合理的数值出现，则即可全盘否定此结构模型。
（2）假设模型与实验数据的拟合程度。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拟合指数进行衡量，一般包括Chi-square、RMSEA、TLI、CFI和Standardized RMR。稍后会逐一介绍。
（3）参数估计是否显著。在输出的结果中，除了每个参数的估计值之外，还有标准误差和t值的估计。如果选取第一类错误（Type I error）值等于0.05，那么我们要求合理t值应大于1.96。
（4）X的复相关系数（multiple correlations）。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每个观察变量X都有一个复相关系数，就像回归方程中的R-square一样，我们同样希望这个复相关系数越大越好，因为如果它变小的话，则说明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变弱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观察例一的LISREL输出结果（见图8），看看有何新的发现：首先判断其中并无不合理参数出现，然后检查在Lambda-X表中每个参数所对应的三个数值：参数估计值、标准误差和t值，其中，所有t值都是大于1.96的，这说明因子负荷相关系数（或协方差）都是显著的。

图8　LISREL输出结果

图8　LISREL输出结果（续）



15.8　契合指数（fit index）
在结构方程中，当我们谈到拟合度时，其实是指如何尝试改变各参数值的大小，从而使得拟合协方差矩阵更接近样本协方差矩阵，即Δest更小。一般地，我们会采用拟合函数F来衡量Δest的大小。该值越小，说明两个矩阵之间的拟合程度越好。根据估计的方式不同，我们一般用的方法是最大概度（maximum likelihood，ML），其契合函数（fit function）F的最小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而整体拟合的最基本测量指标就是X2。其公式为：

其中，N为样本大小，F为拟合函数的最小值。
在众多不同的拟合指数中，X2是其中少数有已知分布情况的。另外，还有拟合指数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由于分布情况已知，我们可以检测X2，即Δest是否显著。相对于每一个X2以及自由度（df）值，我们可以找到显著的p-value。X2越小，p-value越大，则说明拟合协方差矩阵与样本协方差矩阵的差距越不显著；反之，X2越大，p-value越小，则说明拟合协方差矩阵与样本协方差矩阵的差距越显著，这时，我们最初假设的模型就要被推翻了。


然而，许多学者都特别注意到了一点，即X2的值对样本数量相当敏感。样本越大，X2值也就越容易变成显著，从而使假设模型越容易遭到拒绝。其实，我们从公式中也可以发现X2值是非常依赖样本大小的，因为计算时是用样本数乘以F值。通常在结构方程实验中我们都需要大的样本数量，那么这时就会导致即使拟合协方差矩阵与样本协方差矩阵的差距不显著，也会使模型被拒绝的情况屡次出现。这个矛盾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学者们都在不断找寻更合适的拟合指数。现在，一般的软件都会同时支持超过30个的拟合指数。下面，我们再简单向大家介绍几个：
Relative chi-square

这主要是基于X2与自由度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两者相除之后，即可变成线性关系。一般规律是2: 1或3: 1是可接受拟合度的标志。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Steiger和Lind（1980）所提出的，不过是由Browne和Cudeck（1993）给它命名的。当RMSEA等于或小于0.05时，代表假设模型拟合程度好；0.05到0.08之间时，代表拟合程度可以接受；0.08到0.10之间时，代表拟合程度一般；当超过0.1时，则代表了模型与数据较差的拟合度。总体来讲，RMSEA越小，代表拟合程度越高。除此之外，还提供了p close的判断标准，即用p-value测定H0：RMSEA≤0.05这个假设。当p-value大时，说明不显著，则不拒绝假设模型；当p-value小时，说明显著，则就要拒绝假设的模型。
TLI和CFI又是另一组经常使用的拟合指数的代表。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比较底线（baseline）模型的X2和假设理论模型的X2。
Tucker-Lewis Non-normed fit index（TLI）

Bentler（1990）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TLI和CFI公式中指底线模型中的X2，dfb指底线模型中的自由度。这里所谈到的底线模型是只包含观察变量和误差项，忽略了潜变量和因子负荷间所有关系的一种模型。TLI和CFI得到的值越大，代表拟合程度越好。一般的规律是：取值大于0.9，若大于0.95，则代表假设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非常好。
另外，一些过去常用的拟合指数，诸如goodness of fit index（GFI）和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因为不少模拟研究发现它们的特性都有缺陷，像对样本大小的依赖度高等，所以已经很少再被使用。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R）为拟合残差方差的平均值的平方根，即一种平均残差方差。

RMR虽然受到单位的影响，但如果两个模型是使用同一数据做测量，那么即可用这个指标比较其优劣。其中，RMR值较小的一方，为拟合度相对较好的模型。也正是由于RMR易受单位的影响，故将其标准化后变成了Standardized RMR。
下面，我们回到先前的例子中来看看拟合度的结果。如图8所示，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19,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32.4778（p=0.028）, RMSEA=0.06017, p close=0.2878, TLI=NNFI=0.9444, CFI=0.9623, SRMR=0.052。其中虽然X2的p-value<0.05，但是p close>0.05，且其他的指标也指出高的拟合度，所以经过综合判断，我们认为此例假设的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



15.9　结构方程模型发展的新趋势
1．第一个大的新方向是测量对等性（measurement equivalence/invariance, ME/I）概念的拓展与延伸
过去要进行跨组（cross group）比较研究，例如比较变量的均值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各组别之间是否存有差异时，一般是以数条问卷题目答案的平均值作为变量的数值，之后以方差分析或回归方程来计算跨组差别。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是假设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各组别之间没有差异，但实际上，特别是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有不同，因此需要进行测量对等性检测来比较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各个参数值（如λ、δ或τ）是否存有跨组差异，以确定比较变量的均值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各组别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由测量差异而来。这种比较研究也可更深入地涉及不同组别之间均值结构模型的平均值的比较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测量对等性在实际操作中的如下具体应用：
（1）将结构方程模型在不同文化组别之间进行比较，可对跨文化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2）在教育学领域，结构方程模型有助于比较拥有不同学术水平或不同主修范围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
（3）跨性别研究，因为男性和女性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会有所差异，如对“大减价”这个事件所体现出的分歧。
（4）在心理学试验研究中，结构方程可帮助测量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同一份调查问卷题目的不同看法。
（5）在360度绩效评估中，研究表明，工作持有者与上司对其本人的工作表现评价会有所出入，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经验证明，结构方程模型在以上这些研究分析方面，都有它擅长的一面。
测量对等性的详细叙述可参考Vandenberg和Lance（2000），多层构念的测量对等性检测可以高阶因子分析进行，详细叙述可参考Cheung（2008）。
2．第二个大的新方向是潜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的发展
有许多研究是在观察研究对象随着时间轴的变化程度，如人们的认知和态度的发展及变化。举例来讲，一个员工在步入职场之前对未来的工作会抱有一定期望；两个星期之后，当他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之后，期望也会变得实际些，同时对公司的观念也会有所改变；六个月之后，他的改变应该逐渐趋于稳定。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对一家机构的认知和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同样，许多相似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关于发展的，如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培训的效果等。潜增长模型以高阶（higher-order）结构方程模型来推算构念的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可以检测特定变量对增长模式的影响。潜增长模型的详细叙述可参考Chan（1998）。
3．第三个大的新方向是多层次因子模型（multilevel factor model）的进展
多层次因子模型与高阶因子模型的最大差异在于高阶因子模型是用以检测非独立的构念，而多层次因子模型则是用以检测非独立的样本。图9为一个多层次因子模型。它包括四个样本（subject），每个样本由三个题目（item）来测量，这四个样本又同时属于一个大组别（group）i。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有时我们搜集来的数据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如虽然分为四个样本，但其实互相之间都存在着一定关系。因为它们同属于一个大组别i，就会受同一个组长的影响，所以这些样本之间是相关的。那么，这种情况在做分析时也必然会存在特别之处。近年的多层次因子分析以回归分析的HLM为基础，详细叙述可参考Hofmann（1997）与Klein和Kozlowski（2000）。在结构方程中，我们可将观察得来的变量之间的协方差矩阵分拆成为两个水平研究，即组间协方差矩阵（between-group covariance matrix）和组内协方差矩阵（within-group covariance matrix），从而便可对组间和组内的模型进行分别测量，进一步便可比较这两个水平之间的异同。Mplus提供了简单而容易的方法进行多层次因子模型分析。

图9　多层次因子模型
4．第四个大的新方向是以结构方程模型做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分析的发展
过去的中介效应分析是以Baron和Kenny（1981）为基础，检测自变量到中介变量的参数估值是否显著，以及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参数估值是否显著。尽管所有的结构方程模型都能计算出中介效应值的标准误差，但MacKinnon等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介效应非常态分布，因这一般的标准误差并不适用，他们建议以自助法（bootstrap method）来推算中介效应值的标准误差，并以之估计参数是否显著。Cheung和Lau（2008）将MacKinnon等（2004）建议的方法应用于结构方程模型上，最近Lau和Cheung（2012）更将他们建议的方法推广到估算特定的中介效应值和比较两个特定中介效应值的差异上。
5．第五个大的新方向是以结构方程模型做非线性效应（non-linear effect）分析的发展
非线性效应一般包含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和二次方程作用（quadratic effect），其中以交互作用来分析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最为重要。当以回归分析来检测调节效应时，可以两个观察变量值的积（product term）作为回归方程上的一个自变量，并以之估计参数来检测调节效应是否显著。但以结构方程模型来检测调节效应时，潜变量值的积并不容易计算出来，最初Hayduk（1989）以多条方程来界定潜变量值的积，其后有不少的学者提出各种方法来简化Hayduk的方程（Cortina等（2001）对这些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摘要和比较），但这些方法或是非常复杂，或是推算存有问题，直到近年来Mplus提供了简单而容易的方法来建立潜变量值的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最近学者所提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moderated mediation）和被中介的调节效应（mediated moderation），Preacher等（2007）做出了详细解释，这些都可利用Mplus来分析，方法可参考Lau和Cheung（2012）。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结构方程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是人们对其本质概念仍存在某些误解。其实简单来讲，结构方程是基于假设模型，通过拟合协方差矩阵与观察协方差矩阵相比较，当二者的差距很小时，则说明假设模型与原始数据接近，即假设模型所基于的理论得到支持。所以，我们认为，只有清楚并深刻了解结构方程的内涵，才能使其成为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更得力的助手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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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在研究中的作用
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发展理论来描述和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自然需要弄清楚谁是原因、谁是结果。我们对自变量、因变量的概念都很熟悉了，可是为什么研究者又引入了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它们对于我们的研究到底有什么帮助？是否每一个模型都需要用到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呢？应该如何检验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我们希望通过本章的讲解能为读者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本章第一部分将首先讨论这两种变量在研究中的理论意义；第二部分将介绍调节变量的原理，并就容易混淆的调节作用与交互作用进行区分，之后，我们会介绍检验调节作用的具体步骤，以及调节作用检验中的统计功效问题，最后简单介绍检验调节作用的一些其他方法。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介绍中介变量的原理和检验步骤，并就目前研究中检验中介变量的过程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介绍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原理与分析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它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很多知识都是建立在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基础上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简单的关系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也难以概括各种复杂的情况。所以，研究者们才提出了通过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研究挖掘更多信息的方法。虽然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有一定历史，但研究者们有时还是会把它们混淆起来。比如，Findley和Cooper（1983）本来是想解释调节作用的，却把性别、年龄、种族和社会经济水平解释为控制点与学术成就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研究者（Baron & Kenny, 1986）把调节变量作为研究方法中的一个问题正式提出来，并与中介变量加以区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中介变量的重要性，并利用中介变量解释一个关系背后的原理和内部机制。Woodworth（1928）在“刺激—反映”（S-R）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刺激—机体—反应”（S-0-R）模型，说明刺激对于行为的作用是通过有机体内部的转换过程而发生的，这个模型的关键是认识到一个活动的有机体介入了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作用过程，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比较严格的中介作用的假设。
调节变量所解释的不是关系内部的机制，而是一个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是否会有所变化。让我们把调节作用变成生活语言就很容易理解了，调节变量就是“视情况而定”、“因人而异”。比如，同样是经历一次失败，对人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同的。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足，于是，他们更有可能去增加努力并坚持下去；而低自我效能者更容易将失败归因为能力不足，他们会更加怀疑自己的能力，导致放松努力，或完全放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次失败（自变量）对人的行为（因变量）的影响随着自我效能感（调节变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失败与人的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
上面简单介绍了研究者为什么要把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引入研究，下面我们就看看两种变量在我们的理论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16.1.1　调节变量的理论意义
调节变量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为现有的理论划出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我们靠有限的认知能力所建立的理论往往都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只是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完全考虑到其所有的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例如，牛顿经典力学曾经让人们以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完成，最多只要做一些修饰罢了，然而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而“物体的运动速度远低于光速”就成为牛顿运动定律能够适用的一个限制条件。
找到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是我们对原有理论进行发展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现在的科学研究一般会以Popper的证伪主义为原则来积累知识，并把一个理论是否存在证伪的可能性作为判断科学与非科学的依据。我们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得出一个结论，并希望它是普遍适用的，随着不断的研究，发现错了的就否定，没发现错的就保留。采用这样的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现反例就要把原有的理论全部推翻。然而，有时并不是理论本身错了，而是没有界定理论背后的假设或是边界条件。后来，Lakatos（1970, 1978）修正了Popper的理论，提出精致的证伪主义，他认为理论有个内核，背后有辅助假设，外部有边界条件。当实证检验发现这个理论错了时，其理论核心是不应该轻易放弃的，可以改变辅助假设或增加限制条件。实在不行，最后才会放弃理论核心。
研究调节变量时，我们正是通过研究一组关系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来丰富我们原有的理论的。这里的“不同条件”就是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假设。所以，调节变量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已有的理论，使理论对变量间关系的解释更为精细。
相似地，中介变量也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既有的理论，但它是从另一方面实现这个功能的，即它可以解释变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关系以及这个关系是如何发生的。
16.1.2　中介变量的理论意义
一般来说，当一个变量能够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认为它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研究中介作用的目的是在我们已知某些关系的基础上，探索这个关系产生的内部作用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把原有的关于同一个现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而使得已有的理论更为系统；另外，如果我们把事物之间影响的关系看做一个因果链，那么研究中介变量可以使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链更为清楚和完善，它可以解释在自变量变化与因变量随之变化中间发生了什么。所以，中介变量在理论上至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意义：（1）中介变量整合已有的研究或理论；（2）中介变量解释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下面我们将具体讨论中介变量的这两个意义。
1．中介变量整合已有的研究或理论
中介变量可以帮助我们把原来用来解释相似现象的理论整合起来。以Wang, Law, Hackett, Wang & Chen（2005）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以前有关变革型领导的很多研究广泛支持了一个结论，即变革型领导可以提高下属的工作绩效（Lowe，Kroeck & Sivasubramaniam，1996）和组织公民行为（Podsakoff et al.，1990），但很少有人以实证研究说明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也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Wang等（2005）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分析变革型领导是如何对下属的工作行为产生影响的，他们发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正是该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的关键变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选取中介变量时并不是随意选取的，而是有很强的理论依据。变革型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曾是领导研究先后提出的两个并行的研究思路，虽然他们对下属行为的影响如此相似，可是人们一直以为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同一个问题罢了，没有人想到这两个理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是否可以整合起来。Wang等（2005）的研究用领导成员交换对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的影响做出了解释，同时也整合了两个主要的理论，使我们的知识变得更为系统。
2．中介变量解释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
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一般是从粗糙到精细、从表面到本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个研究就说清问题的所有方面、解释清楚所有的原理。举个例子，最早提出学习型组织概念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Argyris和Schon（1978），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理论解释组织学习对组织影响的作用机制。1977年Argyris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组织中的双环学习》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并于1978年与Schon合著《组织学习：一种行动透视理论》，把“组织学习”分为三种类型：适应性学习、单环学习以及创造性学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企业界出现了推广和研究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并逐渐风靡全球。美国的杜邦、英特尔、苹果电脑、联邦快递等世界一流企业，纷纷建立学习型组织。2001年学习型组织理论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实践的高潮，世界500强的许多公司都在试图建立公司长久的学习架构。在中国，不但企业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各种“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小区”的提法也到处可见。可是，很多组织在经历了热热闹闹的启动之后，发现很难入手或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就渐渐地搁浅了，只留下一个理念。原因是什么呢？人们虽然知道“组织学习”确实有利于组织的发展，虽然也学了一些成功企业的做法，但由于没有弄清楚其作用机制，就无法在管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其优势。只有当我们清楚了组织学习在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整个原理时，才可以说真正建立了组织学习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中介作用的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
讲到这里，读者应该清楚了，我们在研究中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为理论的发展服务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都是在原有的两个变量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只有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已经存在时，我们才需要用中介变量讨论这个关系中间的机制，或者是用调节变量界定该关系变化的条件。
了解了两种变量的理论意义，还需要在具体的研究中能够操作。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一下调节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原理和检验方法。



16.2　调节变量的原理和检验方法
16.2.1　调节作用的原理
什么是调节变量？简单地说，如果变量X与变量Y有关系，但是X与Y的关系受第三个变量Z的影响，那么变量Z就是调节变量。调节变量所起的作用称为调节作用。
一个包含了调节变量的问题往往会这样陈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对于哪些人”，X能够更好地预测Y，或X对Y影响更大？我们以Kikrman, Rosen, Tesluk & Gibson, Cristina（2004）关于团队授权的研究为例。他们在文章的假设4（H4）中提出，以往研究发现团队授权与团队绩效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而随着虚拟团队的出现，这个关系不一定总是成立了。这个关系应该受另外一个调节变量——面对面交谈的次数的影响，于是他们这样提出研究假设：“团队中面对面交谈的次数会调节团队授权与团队绩效（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面谈次数较少（虚拟程度高）的团队中，团队授权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较强；而在面谈次数较多（虚拟程度低）的团队中，团队授权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较弱。”
在图1中，“面对面交谈的次数”有一个箭头指向“团队授权”影响“虚拟团队绩效”的箭头（注：这个调节变量既不是指向“团队授权”，也不是指向“虚拟团队绩效”，而是指向两者的关系），这就是调节变量的一般图表表达方式。调节变量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对关系方向的影响，又可以是对关系强度的影响。如果用数学语言可以这样描述：如果变量Y与变量X的关系是变量Z的函数，Z便称为X与Y关系的调节变量。在组织研究中，调节变量可以是类别变量（如性别、种族、教育水平），也可以是连续变量（如工资水平、智力等）。

图1　面谈次数对团队授权与团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举个例子，早期研究发现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一种形式——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会影响员工离职（turnover），情感承诺越高的人，跳槽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这个关系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的，如果市场上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就算承诺再低的人也不会跳槽，因为他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工作机会就是一个调节变量。如图2所示，如果外面的工作容易找，情感承诺（变量X）跟员工离职（Y）之间就是负相关的，Y=a+bX（b值是负数，而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如果外面的工作不易找或者没有工作机会，X与Y之间就没有关系，Y=c+dX（d值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图2　失业率对情感承诺与员工离职关系的调节作用
那么，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中是否有调节作用呢。女性购买商品的时候，喜欢去专门的商店购买，例如买鞋子要到鞋店，买衣服要逛衣服店。男性则不同，他们更偏好“一站式”购物，希望能在一个地方买齐所有的东西。这里性别是否算一个调节变量呢？如果读者理解了前面所介绍的原理，就应该知道这里是没有调节作用的。在这个例子中，性别直接影响购买方式，是“主效应”，根本不存在交互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调节变量的概念是建立在另外两个变量的关系之上的。如果没有两个变量的关系作为前提，也就不必讨论第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了。
有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研究中有调节变量的时候，在研究假设中一定要说清楚，到底这个调节变量的作用是什么、具体如何影响变量的关系。研究假设的提出应该尽量准确，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假设“Z在X与Y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应该具体说明Z是如何调节X→Y的关系的。例如，“当Z高的时候，X会对Y有正面的影响；当Z低的时候，X会对Y有负面的影响”。
例如，Martins, Eddleston和Veiga（2002）研究了工作与家庭冲突和职业满意度这一关系中的调节变量（见图3）。以前的研究都认为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大，职业满意度应该是越差的。但Martins等发现，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关系在任何年龄段都显著；但是对于男性来说，这个关系仅在职业生涯后期才成立，也就是男性年轻的时候，工作与家庭冲突对职业满意度不会有影响。我们看到，在这个研究中，性别就是一个调节变量，因为对于不同性别的群体（调节变量），工作与家庭冲突（自变量）和职业满意度（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

图3　性别对工作与家庭冲突和职业满意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调节变量从原理上看很简单，但在应用时要特别注意它在理论上的含义，以及调节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就会讲到调节作用与交互作用的区分，读者会发现，它们虽然在统计上的检验方法相同，但两者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16.2.2　调节作用与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是指，两个变量（X1和X2）共同作用时对Y的影响不等于两者分别影响Y时的简单数学和。调节作用是指，一个变量（X1）影响了另外一个变量（X2）对Y的影响。
在交互作用分析中，两个自变量的地位可以是对称的，可以把其中任何一个解释为调节变量；它们的地位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只要其中有一个起到了调节变量的作用，交互作用就存在（Aiken & West, 1991）。但在调节作用中，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调节变量是很明确的，是由理论基础所决定的，在一个确定的模型中两者不能互换。
举例来说，Colella和Varma（2001）的研究表明，员工的工作表现会影响上下级关系，员工是否残疾也会影响上下级关系，这两者加起来对上下级关系的影响要大于他们各自对上下级关系的影响的总和。一个既有残疾而表现又很差的员工是极难和上级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的，这就是交互作用。
相反，调节作用可以是不完全对称的。例如，员工的性别可能是员工工作表现对上下级关系影响的调节变量。这时，性别不可以跟员工的表现互换。我们不可以说员工的表现也调节了性别对上下级的关系的影响，因为“性别调节表现→关系”的理论跟“表现调节性别→关系”的理论不一定一样，性别可能根本就对上下级的关系没有影响。
在统计学上，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和调节变量的作用是用这两个变量的乘积来代表的。

X1对Y2的影响是β1,X2对Y的影响是β1，β2反映了主效应的大小。β3（X1×X2的系数）反映了交互作用和调节作用的大小。为什么交互作用和调节作用可以用X1和X2的乘积来代表呢？在公式（1）中，对Y关于X2求偏导数，可以得到：

也就是说，X2对Y的影响是取决于X1的值的，而这正是调节作用和交互作用的定义。所以，调节作用和交互作用在统计上的检验方法是一样的。如果乘积项的系数β3显著，就意味着调节作用存在或者交互作用存在。这个方法我们会在后面具体讨论。
通常情况下，交互作用可以分为两类：增强型交互作用（reinforcement interaction effect）和干扰型交互作用（interference interaction effect）。图4表示了这两种作用。

图4　增强的交互作用与干扰的交互作用
资料来源：Kutner et al.，2005:307。
对于增强型交互作用，随着X2变大，X1对Y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强；对于干扰型交互作用，随着X2变大，X1对Y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同样，X1对于X2与Y的关系的影响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分析。
从公式我们可以看到，X2与Y的线性关系的斜率为β2+β3X1。所以，β2和β3的大小和正负，决定了交互作用是增强的还是干扰的。
组织管理研究中调节作用比交互作用更常用一些，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检验调节作用的具体步骤。
16.2.3　检验调节作用的方法
让我们首先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调节作用的分析问题。有研究已经发现“员工的专业背景与组织的业务是否匹配”会影响“员工对于组织的认同”（Johnson, Morgeson, Ilgen, Meyer & Lloyd, 2006）。“匹配”（fit）是一个蛮复杂的变量，为了简化讨论，我们首先假设研究人员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匹配”的量度。假如我们根据相关理论再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专业匹配与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还受性别的影响，男性中这种关系较强，女性中并不显著，这时自变量是“员工的专业背景与组织的业务匹配”（X）的程度，因变量是员工对组织的认同（Y），调节变量是性别（男或女）。
在研究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很多研究人员都会把样本分成两组，男性样本做一个回归分析，女性样本做另一个回归分析。如果如下：
男性样本：Y=2.5+0.15 X（样本数N1=128）
女性样本：Y=1.3+0.09 X（样本数N2=96）
研究者就会认为数据已经验证了性别作为调节作用的假设了。但是，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我们怎么知道在男性样本中“匹配”对“组织认同”的影响（b1=0.15）在统计上来说真的是大于女性样本中的系数（b2=0.09）呢？严格来说，我们要在统计上用b1−b2（0.15−0.09）来验证H0:β1−β2=0。第二，以上的分组检验使原来的样本数N=224拆开成为两个样本。而在女性样本中样本数仅为N2=96。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么小的样本数来讲，统计功效（statistical power）将会很低。因为这两个原因，检验调节作用最普遍的方法是多元调节回归分析（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 MMR）。虽然有人会用分组的方法来验证调节变量，不过我们的建议是除非没有选择（例如特别的实验设计，如重复量度设计等），否则用调节回归分析来验证调节作用总比用分组验证的方法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用回归的方法检验调节作用的具体步骤。
1．用虚拟变量代表类别变量
如果自变量或调节变量中有一个是类别变量，那么第一步首先是将类别变量转换为虚拟变量。所需的虚拟变量的数目等于类别变量的水平个数减1。例如，一个培训效果的研究中，被试被随机地分配到三个教学组中的一组（如实践操作教学组、小组讨论教学组和控制组），这样只需要构造两个虚拟变量，就可以代表所有的类型了。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不同的编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编码方法会影响最后的结果。我们建议读者参考West等（1996）的文章，它详细讨论了编码的系统和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如何使用。最简单的编码方法是用虚拟变量D1（“实践操作教学组”D1=1和“非实践操作教学组”D1=0）和D2（“小组讨论教学组”D2=1和“非小组讨论教学组”D2=0）。当D1和D2都是0时，就代表是“控制组”了。
2．对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或标准化
用回归的方法检验调节变量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的连续变量进行整理。一些统计学家建议把这些变量进行中心化，即用这个变量中测量的每个数据点减去均值，使得新得到的数据样本均值为0（Aiken & West, 1991, p.11）。这是因为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往往与它们的乘积项高度相关。中心化的目的是减小回归方程中变量间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对连续型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如使用z分数），作用基本相同。
3．构造乘积项
构造乘积变量时，只需要把经过编码或中心化（或标准化）处理以后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相乘即可。

如果使用了虚拟变量，那么每一个虚拟变量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乘积变量（比如，如果用一个虚拟变量表示包含两个水平的一个类别变量，那么就有一个乘积项；如果用两个虚拟变量表示包含三个水平的一个类别变量，那么就有两个乘积项）。

（注：D1和D2皆为虚拟变量。D1=1代表是“实践操作教学组”；D1=0代表是“非实践操作教学组”；D2=1代表是“小组讨论教学组”；D1=0代表是“非小组讨论教学组”。）
4．构造方程
构造出乘积项后，把自变量、因变量（这里要使用未中心化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和乘积项都放到多元层级回归方程中就可以检验交互作用了。这时，我们最关注的是乘积项的系数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就可以说明调节作用的存在了。例如，在方程式（4）中，如果b4是统计上显著的，就代表测试者是否在“实践操作教学组”会影响X与Y的关系，也就是说“实践操作教学”调节了培训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检验调节作用的时候，只需要看乘积项就可以了，那么为何回归方程中还要有前面“主效应”的项目呢？主要原因是在回归方程中凡是有二阶变量的话，所有的一阶变量都应该被包括。有时有比较复杂的情况，会有三重交互作用（three-way interaction），那在回归方程中就会包括X1,X2,X3,X1X2,X1X3,X2X3,X1X2X3，但是这样的情形很少，因为很不容易显著。
仍用前面的例子来说明用层级回归检验调节作用的步骤，如图5所示。

图5　用层级回归检验调节作用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调节作用的回归系数b=0.23是否显著（b服从t分布），也可以通过R2来检验，如果ΔR2显著（ΔR2服从F分布），也能证明调节变量存在。
5．调节作用的分析和解释
当检验中发现一个显著的调节作用存在时，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分析它的作用模式。这时，如果调节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定类变量，可以在不同的组中分别计算因变量的均值，然后用得到的值来做图，直观地表示出调节作用的模式。第二种方法是在按调节变量所分的不同组中，检验自变量对结果变量回归的斜率。
但是当调节变量是连续变量的时候，我们如何划分样本呢？一般来讲有两种方法：
（1）找到调节变量的中位数，然后低于中位数和高于中位数的两组分别回归，来观察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不同作用模式。
（2）找到调节变量的均值，然后在均值左右各一个标准差的区域之外各作为一组（即大于的数据作为一组，少于的数据作为另一组），在两组中分别回归。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分组分析的目的仅仅是直观地表示调节变量是如何作用的，而不是“检验”调节作用存在与否，检验调节作用的步骤已经在前面的调节回归中完成了。
分组分析时，可以像图6这样表示出来，以便清楚地比较在调节变量不同水平上，自变量、因变量关系的大致趋势有什么不同。

图6　调节作用方式的表示
16.2.4　多元调节回归中的统计功效问题
有经验的研究者都知道，调节作用的效应常常比较小，在显著性检验中就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在检验调节作用时，对于统计功效的要求就更高了。Aguinis（1995）对多元调节回归中可能存在的统计功效（statistical power）的问题做了讨论，对统计功效构成影响的因素有：
（1）样本大小。大家都知道，当样本较小时，不容易发现规律。在调节作用的研究中，所需样本的多少取决于调节作用的大小以及总体作用（自变量、调节变量、乘积项）的大小。一般来说，这些作用越小，需要的样本就越大。这样，在资料搜集之前研究者就应该首先对调节作用的大小做一个估计，比如，可以通过回顾相关的研究来估计影响作用可能的大小。一般来说，因为已经控制了主效应，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都是很小的，一般ΔR2可以达到0.10已经算很大了。
（2）变量的选择。当调节变量是类别变量时，如果不同群体的样本数量差异太大，会减弱统计功效；不同群体中的测量误差如果有较大差异，也会减弱统计力度。当调节变量是连续变量时，个体变量（无论是预测变量还是调节变量）的测量信度则很重要，它的测量误差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统计力度。最后还要考虑因变量，如果因变量的测量信度较低，它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就会减弱，因此降低了ΔR2的值和统计功效（Aguinis, 1995）。
总结上面两点，为了使统计功效更强，研究者在做研究设计时就应该采用一些方法尽量避免这些影响，比如，通过理论（必要时也可以用实验）预测调节作用的大小，再结合其他作用估计所需要的最小样本；调节变量是类别变量时，尽量保证各类中的样本大小相同或接近；如果因变量有几种测量方法，尽量选择测量信度较高的方法和测量敏感度较高的方法，等等。
16.2.5　检验调节变量的其他方法
上面讲的方差分析和调节回归是检验调节作用最常用和最简单的方法。在不同性质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不同的方法来检验调节变量。不过，学好这些方法都需要从了解它们的基本原理做起，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只做简单介绍，就不详细讲解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相关章节和我们引用的文献。
1．多层线性模型
在单层次研究中我们关心的是同一层次上变量间的关系，如工作特征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如果我们发现这些关系在不同的组织或不同的环境中有所不同，自然就会想到是组织和环境的某种特征引起了这些关系的变化，这时我们的研究问题已经开始包含多个层次的变量了。这样的情况下，调节变量是比自变量和因变量高一层级的变量，用一般的多元回归已经不能准确找到答案了，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是更合适的选择。例如，Erdogan, Liden和Kraimer（2006）的一个假设是组织文化中“对人的尊重”这一维度会调节“人际交往公平”与“领导成员交换”之间的关系，在强调尊重人的组织文化中，人际交往公平对领导成员交换的关系影响更大。这就是一个跨层次的调节作用，因为组织文化是组织层面的变量，而感知到的人际交往公平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都是个体层面的变量（如图7.所示）。

图7　跨层次调节作用的一个例子
这里仅简单说明一下原理，该假设中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在个体层面上人际交往公平（X）与领导成员交换（Y）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j、i分别表示第j个组织的第i个个体，εij为随机误差。
再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调节作用的原理，组织文化（W）作为调节变量会影响上面方程中的β0和β1，所以有

用一般的层级回归对上面的过程分别进行分析存在很多问题（请参考本书相关章节），HLM可以把这两个层次的作用同时放在一起分析，检验高层次变量对低层次关系的调节作用。
2．结构方程模型
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调节变量的过程比较复杂。最主要的问题是主变量（X）和调节变量（Z）都有量度的指标（measurement indicator），但是调节变量项（X×Z）却没有量度的指标。在SEM分析中不可以有些变量有指标，有些变量没有指标。所以用SEM来测验调节变量的关键就是模拟调节变量项（X×Z）的量度指标。这个过程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这些文章：Cortina, Chen & Dunlap（2001）, Jöreskog & Yang（1996）, MacKinnon, Lockwood, Hoffman, West & Sheets（2002）, Ping（1995, 1996a）。
以上只是一个关于调节变量基本原理和检验方法的简单介绍，有学者也不断地提出新的补充，建议读者可以以此为引子，参考其他讨论调节变量相关问题的文章，了解有关该方法的最新议题。



16.3　中介变量的原理和检验方法
16.3.1　中介作用的原理
简单地说，凡是X影响Y，并且X是通过一个中间的变量M对Y产生影响的，M就是中介变量。举个例子，在Chattopadhyay（1999）的研究中，特征的差异（demographic dissimilarity）为X，组织公民行为（OCB）为Y，基于组织的自尊（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BSE）为M。如果组织中个体间的特征有很大的差异，整个小组比较混乱，那么OCB就会受到影响，小组成员就会有较少的角色外行为（extra role behavior），因为这样的成员OBSE较低。
中介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现象，在研究中起着很重要的角色。中介变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中介（full mediation），另一类是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on）。完全中介就是X对Y的影响完全透过M，没有M的作用，X就不会影响Y；部分中介就是X对Y的影响部分是直接的，部分是透过M的。X、Y和M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路径图简单地表示为图8，当c=0时，M是完全中介变量，当c>0时，M是部分中介变量。

图8　中介作用模型
中介变量是目前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研究中如果不注意也会很容易用错。我们认为，一些关于中介变量的研究之所以不太严谨是因为没有弄清楚中介变量的真正含义，也没有理解中介变量的检验方法在提出来时的研究背景。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中介作用的检验和分析过程，其间会对需要注意的问题加以强调。
16.3.2　中介作用的检验和分析
从上面介绍的中介作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键：第一，X和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二，M是这个因果关系中间的媒介，M受到X的影响之后，再影响Y，因此传递了X的作用。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我们现有的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正是通过验证这几个因果关系来实现的。
最常用也是最传统的检验中介变量的方法，是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如果仅仅简单从数据关系上来讲是三部曲：
（1）自变量影响因变量；
（2）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
（3）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消失了，或是明显地减小了。
大多数研究者都记得这几个步骤，但在数据关系的背后是需要有一些重要的前提的。所以，规范地说，检验中介作用的过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建立因果关系
中介作用意味着一个因果链——中介变量由自变量引起，并影响了因变量的变化（Kenny, Kashy & Bolger, 1998）。因果关系是建立中介作用中最重要却又常常在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缺失会给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会在本节的第三部分详细讲解。
要建立因果关系，必须首先满足一些条件和标准。18世纪哲学家Hume提出了表示一个因果关系的八个必要条件，后来研究方法中常常引用到其中的三个：原因和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连续的；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有先后次序；它们之间有恒定的联系。后来，19世纪的哲学家Mill又提出了三个验证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在时间上，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原因和结果存在相关关系；对于结果不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Cook & Campell, 1979; Shadish et al.，2002）。
将这些原则用在我们的研究中，即通过研究设计来验证下面的两个条件：
首先，两个变量X与Y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X与Y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接下来的步骤也就不用做了。
其次，这种关系不是虚假的相关。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因为它们中的一个影响了另一个，而只是因为它们同时都受到第三个变量的影响，而我们却没有把这个变量放入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就称它们是虚假相关。一般只有用严格的实验研究才可能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是因果关系而不是虚假相关。不过，Wegener和Fabrigar（2000）也提出，即使用非实验的研究，人们也可以通过把其他变量的作用控制掉的方法或搜集几个时间点的数据的方法，来实现比较严格的因果关系研究。
2．检验中介作用
让我们仍用Chattopadhyay（1999）的研究作为例子。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回归方法，如果一个变量满足以下条件，我们就说它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
（1）自变量的变化能够显著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即图9中b1应显著不等于零。

图9　中介作用的例子
（2）自变量X的变化能显著地解释中介变量M的变化，即图9中b2应显著不等于零。
（3）当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b3）应等于零，或者显著降低（b3b1），同时b4应显著不等于零。这项结果表明了X对Y的影响完全是由于M（或者主要是由于M）。如果b3等于零，M就叫做完全中介变量（full mediator）。如果b3不等于零但小于b1，M就叫做部分中介变量（partial mediator）。如果b3不小于b1，M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就不能成立了。
以上就是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也是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如果不看前面因果关系的前提，而仅仅看数据上检验中介作用的几个步骤，读者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只要M跟Y的相关系数比X跟Y的相关系数大，用上述的方法检验，我们就很容易得到“b3等于零，或b3不等于零但显著地小于b1”的结果。这样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其实关于中介变量的验证，存在很多争议。例如，MacKinnon et al.（2002）总结了14种不同的方法来验证中介变量。他们用了蒙特卡罗式的模拟测验了各种不同的方法，结论是传统的Baron和Kenny（1986）方法的统计功效很低。在总结了14种不同的方法后，他们建议的方法是直接测验“自变量到中介变量的关系”和“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关系”。
在图10中，这就代表了直接测验假设H0:ab=0。这个方法的逻辑是如果“自变量到中介变量的关系”（即参数a）是零，或者“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关系”（即参数b）是零，ab的乘积都是零。相反，如果a和b的乘积不是零，就代表a和b都不是零，也就是说M是X和Y的中介变量。至于详细的步骤，因为边幅的关系，我们就不详谈了，请读者自行参阅MacKinnon et al.（2002）的文章。另外，有两位专家的主页都对中介变量讲得很详细。第一位是David A. Kenny（http://davidakenny.net/cm/mediate.htm）。第二位是David P. MacKinnon（http://www.public.asu.edu/∼davidpm/ripl/mediate.htm）。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详细参考。

图10　一般性中介关系
16.3.3　中介作用检验中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在本节的开头提到了中介作用检验的过程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下面我们就简单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希望能帮助读者在有关中介变量的研究中选择更恰当的研究设计。
从前一部分的讨论我们看到，无论用什么方法检验中介变量，都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一个同样的统计结果背后存在着很多个可能的模型。其实，Stone-Romero和Rosopa（2004）以及Law, Wong和Huang（2005）都曾经提出，不同的建构模型可以产生完全一样的相关矩阵，因而产生完全一样的分析结果。例如，图11中的四种X、M与Y的关系，所产生的X、M与Y的相关系数和相关矩阵是完全一样的。无论大家用MacKinnon et al.（2002）的14种验证中介变量的方法中的哪一种，得出来的结果都是完全一样的。

图11　满足中介作用数学关系的等同模型
这四个模型在数学意义或统计学意义上都完全满足中介变量模型中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在最极端的“相反中介模型”例子中，不是M是X与Y的中介变量，而是X是M与Y的中介变量。然而，如果我们假设“M是X与Y的中介变量”，用MacKinnon et al.（2002）的14种验证中介变量的方法中的随便一种，验证的结果都会是数据支持“中介模型”，即M是中介变量。
因为存在等同模型，所以假如仅仅从数据的统计关系上就推导出中介作用的模型，我们就会很容易被数据蒙骗。一些研究者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当找到了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能满足上面几个回归方程中检验的要求时，就下结论说找到了中介变量。这样的错误结论对于我们积累新的知识是很危险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介作用提出时的背景。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说过的，Judd和Kenny（1981）最早提出用回归的方法检验中介作用时是用在实验中的。他们已经通过实验找到了X引起Y以及X引起M的证据，所以他们需要验证的仅仅是M与Y的关系，这是可以通过几步回归实现的。所以，再强调一次，中介作用的含义是“X对Y的影响是透过M”的，这也是我们在本节开头就一直强调建立“因果关系”的重要性的原因。建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排除其他等同模型的唯一方法。
满足因果关系的条件往往需要严格的实验才能够实现。相比起来，我们组织管理的很多研究都是采用在同一时间点搜集所有数据的调查方法，这样找到的关系只是相关关系，它只能用来检验理论假设中的因果关系，而不能成为确切的证据支持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例如，组织承诺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以及感知的工作特征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无论选择哪个方向的因果关系，似乎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合理的逻辑推理。
所以，如果在研究中难以实现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验证因果关系，首先就一定要有理论基础，成熟理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建立可信的因果关系，这比根据逻辑推理随意建立的因果关系要更为可靠。其次才是用统计检验的方法看数据是否与我们的假设模型相匹配，这样才能减小我们犯错误的可能性。所以，研究中不能从统计检验结果推到理论，而要先有理论，然后用统计工具来检验理论。统计方法只能用来检验所假设的模型，不能用来反推模型。



16.4　结语
管理理论日趋复杂，过往管理的知识往往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单一关系，现在很多管理的模型都包括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最近，更有学者提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参考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 Edwards & Lambert, 2007）。我们只希望强调的是，统计工具日新月异，研究人员必须坚持所有的统计方法都只是我们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理论的基础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样才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发展崭新的、实用的管理科学模型。



参考文献
Aguinis, H. (1995). Statistical power problems with 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1141—1158.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tions, Newbury Park: Sage.
Argyris, C. & Schön, D. A. (1978).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173—1182.
Chattopadhyay, P. (1999). Beyond direct and symmetrical effects: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dissimilarity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 273—287.
Colella, A. & Varma, A. (2001). The impact of subordinate disability on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 304—315.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Chicago: Rand McNally.
Cortina, J. M., Chen, G., and Dunlap, W. P. (2001). Testing Interaction Effects in LISREL: Examination and Illustration of Available Procedur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4(4), 324—360.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1—22.
Erdogan, B., Liden, R. C. & Kraimer, M. L. (2006). Justice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 cultu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395—406.
Johnson, M. D., Morgeson, F. P., Ilgen, D. R., Meyer, C. & Lloyd, J. R. (2006). Multiple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identification across work-related targe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 498—506.
Jöreskog, K. G. & Yang, F. (1996). Nonlinea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The Kenny-Judd model with interaction effects. In Marcoulides, G. A. & Schumacker, R. E. (Eds.), Advanc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Kenny, D. A, Kashy, D. A. & Bolger, N. (1998). Data analysi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D. T. Gilbert & S. T. Fiske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4th ed., pp.233—265). Boston, MA McGraw-Hill.
Kirkman, B. L., Rosen, B., Tesluk, P. E. &Gibson, C. B. (2004). The impact of team empowerment on virtual tea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175—192.
Kutner, M. H., Nachtsheim, C. J., Neter, J. & Li, W. (2005). Applied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 (5th ed.). Boston:McGraw Hill.
Law, K. S., Wong, C. S. & Huang, G. (2005). On the problem of testing mediators using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al data. Academy of Management Meeting, August 5—10, Honolulu, Hiwaii, U.S.A.
Levin, J. R. (1975).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planned and post hoc analysis of variance comparis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12, 99—108.
Lakatos, I. (1978).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In J. Worrall and G. Currie (Ed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1—196.
Lowe, K. B., Kroeck, K. G. & Sivasubramaniam, N. (1996). Effectiveness correlates of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MLQ literature. Leadership Quarterly, 7, 385—425.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Hoffman, J. M., West, S. G. &Sheets, V. (2002).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mediation and other intervening variable effect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 83—104.
Martins, L. L., Eddleston, K. A. & Veiga, J. F. (2002). Moder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career satisfa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 399—409.
Muller, D., Judd, C. M. & Yzerbyt, V. Y. (2005). When moderation is mediated and mediation is modera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6), 852—863.
Ping, R. A. (1995), A parsimonious estimating technique for interaction and quadratic latent variabl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2 (August), 336—347.
Ping, R. A. (1996a), Latent variable interaction and quadratic effect estimation: A two-step technique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Th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January), 166—175.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Moorman, R. H. & Fetter, R. (1990).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behaviors and their effects on followers' trust in leader,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Leadership Quarterly, 1, 107—142.
Shadish, W., Cook, T. & Campbell, D. (2002). Experimental and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ized Causal Inference. Boston, MA: Houghton-Mifflin.
Stone-Romero, E. & Rosopa, P. J. (2004). Inference problems with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based tests of mediating effects.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23, 249—290.
Wang H., Law, S. K, Hackett, R., Wang, D. & Chen, Z. (2005). Leader-Member exchange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420—432.
Wegener, D. T. & Fabrigar, L. R. (2000). Analysis and design for nonexperimental data: Addressing causal and noncausal hypotheses. In H. T. Reis & C. M. Judd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odworth, R. S. (1928). Dynamic psychology. In C. Murchison (Ed.), Psychologies of 1925.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第17章
多层次理论模型的建立及研究方法
廖卉
马里兰大学


庄瑷嘉
台湾大学
本章大纲


引言
17.1　多层次理论的建立、模型的类型与分析策略
17.1.1　建立多层次理论的重要问题

17.1.2　多层次模型的类型

17.1.3　多层次模型的分析策略

17.2　多层次分析的构念与单位层次构念的数据聚合
17.2.1　单位层次构念的类型

17.2.2　聚合的统计验证方法

17.3　HLM的介绍
17.3.1　HLM的优点

17.3.2　研究问题与资料

17.3.3　HLM的分析程序

17.3.4　HLM的中心化议题

17.3.5　HLM的统计假设

17.3.6　HLM分析所需的样本数

17.3.7　HLM模型的延伸与应用

17.3.8　HLM的局限性

17.4　结语



引言
组织是一个多层次的、层层相扣的复杂系统。比如，个人存在于团队之中，团队存在于部门之中，部门存在于公司之中，公司存在于产业之中，产业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之中。个人、团队、公司、产业及文化特性在这多重的层次中相互影响与结合，以创造产出。因此，研究者必须视组织为一个整合的系统。然而，传统的组织研究已将组织切割成个人、群体与组织层次，研究者不是倾向于强调宏观（macro）的观点就是微观（micro）的观点。微观的观点主要源自心理学，着眼于个人心理与行为的差异；而宏观的观点主要源自社会学，强调集体共同的心理与行为反应。
一如组织研究学者多年来所注意到的，只采用宏观的观点或只采用微观的观点无法精确、全面地解释组织行为。宏观的观点不重视个人之间的差异，且忽略个人的人格、情感、行为及互动可能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现象的过程；反之，微观的观点不重视个人所处的情境，可能忽略该情境对个人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的组织研究中，多层次（multilevel）的观点逐渐发展成熟，确认了组织既是宏观亦是微观的观点，而且在综合方法上应该考虑两种情形：一是群体、组织及其他情境因素如何由上而下（top-down）影响个人层次（individual-level）的结果变量，二是个人知觉、态度及行为由下而上（bottom-up）以形成群体、次单位与组织的现象。目前为止，许多组织学者对多层次整合方法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发展已经有长足的贡献，Klein和Kozlowski（2000）编辑了一本方法学专著，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完整地总结了多层次研究的现况。
本章的目的系为说明多层次理论的建立与统计方法上的一些重要元素，将从简要浏览多层次的研究开始，再进入单位层次（unit-level）构念与聚合议题（另译为加总议题）（aggregation issues）的介绍，接着使用一个真实的样本数据来介绍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流程。



17.1　多层次理论的建立、模型的类型与分析策略
17.1.1　建立多层次理论的重要问题
Kozlowski和Klein（2000）对于多层次组织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很详尽的指导方针，并极力主张研究者思考下列问题：
（1）什么（what）是多层次理论的建立与研究应该要重视的？具体来说，什么是所欲研究的内生构念（endogenous construct）或因变量？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是用来驱动分析层次、选择自变量以及决定理论模式中构念间的相关形态的。
（2）如何（how）连接不同层次间的现象？理论必须解释较高层次的情境因素对较低层次的过程与结果的由上而下直接或调节的效果，或解释较低层次的构念如何由下而上形成较高层次的现象，又或者是两个皆解释。
（3）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过程是从哪里（where）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具体来说，什么才是模型中适当的构念分析层次？
（4）何时（when）会发生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过程？何时效果会显现？
（5）为什么要或为什么不（why and why not）在模型中建立一些假设？为什么这个模型要以多层次理论为基础？为何有些变量间的关系是由下而上或是由上而下的？例如，为何模型中的安全气氛（safety climate）这个变量是群体层次的变量而不是个人层次的变量？若视之为群体层次的变量，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假设？
Kozlowski和Klein（2000）强调，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理论建立应该说明上述问题，并且实现构念的理论层次、测量、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之间的一致。
17.1.2　多层次模型的类型
接下来将简要地说明在多层次的研究中，已经被使用过的广泛的多层次模型。
（1）跨层次直接效果模型（cross-level direct-effect models）是检测在较低层次（如个人层次）的结果变量上，较高层次（如单位层次）自变量的主效果（main effects），或同时分析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的主效果，Klein, Dansereau和Hall（1994）称之为混合因子模型（mixed-determinants models）。例如，Siebert, Silver和Randolph（2004）发现，团队层次的授权气氛（team-level empowerment climate）与员工层次的心理授权（employee-level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相关，且心理授权中介于团队层次的授权气氛与个人层次的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图1为Siebert, Silver和Randolph的模型。

图1　跨层次直接效果模型
资料来源：改编自Siebert, Silver & Randolph（2004）。
（2）跨层次调节模型是检测两个较低层次构念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较高层次的构念调节，或是检测较高层次的构念与较低层次的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另一个较低层次的构念调节。例如，Hofmann, Morgeson和Gerras（2003）检验了团队层次的安全气氛（safety climate）对个人层次的领导者部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与员工的安全公民角色定义（safety citizenship role definitions）之间关系的调节效果，结果发现，当正面的安全气氛存在时，领导者部属交换与安全公民角色定义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图2为Hofmann, Morgeson和Gerras的模型。

图2　跨层次调节模型
资料来源：Hofmann，D. A., Morgeson, F. P. & Germs, S. J.（2003）。
（3）跨层次青蛙池塘模型（cross-level frog-pond models）是说明较低层次的个人在较高层次中的相对位置对较低层次的结果变量有何影响。同样的一只青蛙，假若池塘很大，这只青蛙看起来可能会很小；若池塘很小，这只青蛙看起来就可能很大。例如，假设我们要检测薪资的高低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工作满意度可能就会取决于其相对于群体中同事的平均薪资水准。图3为该模型的概念化。

图3　跨层次青蛙池塘模型
（4）一致的多层次模型（homologous multilevel models）是说明构念以及连接构念间的关系是可被概化到不同组织的实体上的。在这种模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同时存在于个人、群体及组织等多个层次中。例如，DeShon, Kozlowski, Schmidt, Milner和Wiechmann（2004）检验一个多重目标绩效模型在个人和团队层次上的一致性，结果发现79%的假设在个人与团队层次皆成立，支持他们所提出的关系可同时存在于不同层次的多层次模型。图4为DeShon, Kozlowski, Schmidt, Milner和Wiechmann（2004）的模型。

图4　一致的多层次模型
资料来源：DeShon, Kozlowski, Schmidt, Milner和Wiechmann（2004）。
17.1.3　多层次模型的分析策略
关于方法论的发展，现已有许多可行的多层次分析技术，包括协方差分析、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情境分析（参见James & Williams, 2000）、组内与组间分析（WABA, Dansereau, Alutto & Yammarino, 1984；亦参见Dansereau & Yammarino, 2000）、使用HLM分析多层次随机系数模型（Bryk & Raudenbush, 1992），以及多层次共变结构分析（multilevel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Muthen, 1994）。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详细介绍所有类型的多层次模型与分析技术，因此，本章重在数据聚合（data aggregation）议题与HLM的介绍，前者是将混合因子模型中较低层次构念的数据聚合的重要议题，后者是越来越多学者用来分析跨层次模型的方法。



17.2　多层次分析的构念与单位层次构念的数据聚合
Kozlowski和Klein（2000）认为构念是多层次理论的组成要素，因此，建议研究者明确地说明假设理论模型中构念的所在层次。多层次模型常包含个人层次（individual-level）与单位层次（unit-level）的构念，例如，个人的人格、认知、情感与行为是典型的个人层次的构念，而组织气氛、组织文化与团队绩效是典型的单位层次的构念。然而，一个变量在某些理论模型中是个人层次的构念，但在其他模型中却有可能是单位层次的构念，例如，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被认为是个人层次的构念，且与个人的乐观、被喜爱程度、社交能力、主动、有活力等特质有关。George（1990）主张透过吸引—甄选—留任的程序（Schneider, 1987）与群体社会化的程序，同一群体的成员可能会有相似的情感反应，因此，她以正向情感语调（positive affective tone）作为群体层次的构念，并将其定义为同一群体内一致的正向情感反应，且发现该构念与群体层次的旷工行为呈现负相关。所以，研究者必须明确地解释为何一个构念被放置在某层次的理论根据。
个人层次的构念是以个人层次来衡量的，其操作比较直观简单。然而，对单位层次构念的操作就比较复杂。学者们（如Chan, 1998; Kozlowski & Klein, 2000）对单位层次构念的类型有详尽的探讨，并说明他们在操作上的不同。这些学者提出单位层次构念的类型可分为：共享单位特性（shared unit properties）、总体单位特性（global unit properties）以及形态单位特性（configural unit properties）。接下来我们将简单地叙述这三种类型的构念，并介绍证明聚合（由个人层次到单位特性）合理的统计方法。
17.2.1　单位层次构念的类型
1．共享单位特性
此类型的构念系源自于组织内单位成员的经验、态度、知觉、价值观、认知及行为等，且被假定在吸引—甄选—留住的程序、社会化及其他心理历程的作用下，会体现为一个单位层次的构念。例如，组织气氛就是组织成员共享组织内的惯例、政策及程序等。所以，操作此构念的关键在于将相同单位内的个别成员的回答分数计算为单位平均数，以聚合为单位层次，而聚合的方法需要理论与实证的支持。在理论上，研究者需说明单位内回答的一致度和一致性如何从个别层次的特征浮现而来；而在实证上，研究者需证明达到了聚合的统计前提，后续将会对聚合分析有详细的探讨。此外，为了操作共享的构念，研究者需要取得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以取得构念的相关信息。根据参考点（referent）的不同，共享单位特性还可分为两种类型：
直接一致构念（另译为直接共识构念）（direct consensus constructs），如同共享单位特性，此构念系源自于个别团体成员，并借由聚合个别的分数而取得。此构念是呈现出团体成员分享他们个别的知觉或特质，如认知能力、风格、人格、智力及行为变量（Chan, 1998）。犹如曾提过的，George（1990）衡量工作团体的情感语调是将个别情感的测量聚合到团体层次，并检测团体内情感的一致性而产生了两个聚合后的变量：正向的团体情感语调及负向的团体情感语调。此构念描述的是团体属性（group attribute）而非个别心理属性（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attribute）。
移转参考点共识构念（referent-shift consensus constructs），如同直接一致构念，此构念系源自于个别团体成员，并借由聚合个别的分数而取得。然而，不同于直接一致构念的是，移转参考点共识构念只有在成员共享他们团体属性的知觉时才有意义。这种构念的问项可能为“我有信心我的团队可以做好此项任务”。此构念描述的是团体集体的属性（group collective attribute）而非团体属性或个别心理属性。另例，Ehrhart（2004）将移转参考点共识模型应用于检测部门的程序正义气氛（procedural justice climate），其要求员工去思考在工作部门中获得奖酬的程序，其问项包含：“这些程序有一贯地在你的部门中实行吗？”这个例子中的参考点为部门，用以了解团体的集体程序正义。
2．总体单位特性
此类型的构念相对而言是客观的、描述性的、易于观察到的单位特征。总体的构念不同于共享单位特性，其直接源自于单位层次，而非个人层次，例如，公司的年龄、规模大小、位置、策略。总体的构念取决于单位的结构或功能，而非取决于个别成员的知觉、经验、态度等，而操作总体单位特性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地向主题专家（subject matter experts, SME）取得精确的信息或档案数据，因为在评估总体单位的特性时，主题专家的丰富知识可能有助于降低测量误差，而主题专家之间的回答共识和一致性可由后续会讨论到的聚合验证统计方法处理。
3．形态单位特性
此类型的构念是指在单位中个人特征的形态或配置情形。如同共享的构念，配置的构念也是源自于个人层次，然而，其并不假设单位成员之间会趋于一致，例如，年龄多样化与性别多样化是两个形态单位的构念，且分别描述了单位成员的年龄与性别的分布，因此，成员间不必有相同的年龄或性别。理想上，研究者在操作形态构念时，必须向单位中的所有成员取得构念的信息（如年龄），若无法达到理想的回答率（response rate），研究者必须证明回答的样本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此外，研究者不必评估个别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形态构念的分数可借由个别成员分数的最小值、最大值、方差或标准差等数值来计算，例如，Lindell和Brandt（2000）以领导者、团队、角色及工作特性为特征来衡量组织气氛，并使用组织气氛的方差来推估气氛的一致性，在此例子中，方差被视为群体的一个概括的特征或形态。
在上列的单位层次构念的类型中，对共享单位特性（不论是直接一致构念或移转参考点共识构念）与主题专家所评估的总体单位特性而言，聚合个人层次的回答是必需的。因此，以下将探讨常被用来评估是否可以聚合个人层次作为单位层次的统计验证方法。
17.2.2　聚合的统计验证方法
在聚合个人的回答到单位层次之前，研究者必须确认聚合是有理论与实证支持的。而在实证的验证上，在文献中有一些讨论（如George & James, 1993; Yammarino & Markham，1992）。Bliese（2000）在其著作中详细说明了有关聚合的许多同意度与信度指标，我们接下来将介绍三个在多层次研究中常用的指标，即组内一致性（组内同意度）（within-group agreement）、组内相关（1）或ICC（1）[intra class correlation（1）or ICC（1）]和组内相关（2）或ICC（2）[intra class correlation（2）or ICC（2）]。
1．组内一致性
首先，研究者必须确认是否有高度的组内一致性（within-group agreement）。组内一致性是指回答者（如相同单位的个别成员）对构念有相同反应的程度（Kozlowski & Hattrup, 1992）。如Bliese（2000）所提到的，在组织文献中最常用来衡量组内一致性的有适用单一问项量表的rwg（1）或适用多问项量表的rwg（j）（James, Demaree & Wolf, 1984; 1993）。
James等（1984）对组内一致性的衡量是使用观察到的群体方差与期望的随机方差相比较。单一问项量表的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中，rwg（1）是指群体中k个回答者对单一问项X的组内一致性，是指观察到的X方差，而是假设所有回答者只存在随机测量误差下所期望的X方差。
多问项量表的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中，rwg（j）是指在J个平行的问项上所有回答者的组内一致性，是指在J个问项上所观察到的方差的平均数，而是指假设所有回答者只存在随机测量误差下所期望的方差。
以上的公式可用来计算每个群体的组内一致性。在组织文献中，基本法则是呈现众群体的rwg中位数或平均数，假若rwg值大于0.70，表示聚合有足够的同意度。有一些情况是，虽然rwg值大于0.70，但某些群体可能存在相当低的同意度，在此情形下，研究者可使用回归或HLM去分析在有或没有这些群体的情况下，结果是否会有很大的不同，若是，则必须进一步研究是否适合将高组内一致性与低组内一致性的样本结合在一起。然而，将低rwg值的群体去除很可能会删除掉某些存在于群体中的现象。例如，当有子气氛（subclimates）存在时，服务气氛的rwg值可能很低，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没有同意度存在（Lindell & Brandt, 2000），在此例中，研究者可探究子群体间在个人层次或群体层次变量上的差异性，而不是将这些群体去除。
James等（1984）提出了，即期望随机方差（expected random variance）的选择之一是假设群体成员的回答呈现均匀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下所得到的方差。均匀分布是指群体成员在每一个回答选项都有相同的回答人数的分布状态，例如，假设有10个人来回答一个5点量表的构念，分别有2个人回答1、2个人回答2、2个人回答3、2个人回答4以及2个人回答5。在均匀分布下，，C为答案选项的数目，在Likert量表（Likert scale）中的5点量表、7点量表与9点量表的分别为2、4与6.67。
然而，均匀分布可能不是一个代表实际期望分布的选择，因为多数个人的回答都存在回答偏误。例如，在正向反应偏差（positive response bias）情况下，回答者更可能会去选择正面的选项（如3、4或5），此种回答范围的限制将会降低组内方差（相较于均匀分布的方差），造成群体成员之间有高度同意度的幻觉。James et al.（1984）针对期望分布提出了一些限制与建议方案，例如，研究者可以使用偏态分布（skewed distribution）的方差作为计算rwg时的期望方差，至于选择正偏态（positive skew）或负偏态（negative skew），取决于所要衡量的变量。然而，Bliese（2000）提到因为有无穷个偏态分布可选择，所以偏态程度的选择可能会较武断，这也是研究者要做的决定，而以回答偏误来调整过的rwg则提供了更谨慎的组内一致性的衡量方法。James et al.提供了三个负偏态期望分布的选择，以模拟不同的偏态程度。例如，在小偏态的情形下，五点量表每个回答选项的几率可设定为：1=0.05，2=0.15，3=0.20，4=0.35，5=0.25，此例中，，将其代入上述公式即可算出rwg。
Kozlowski和Hults（1987）提出了另一个期望方差的选择。他们建议：首先，使用有独立数据点的数据库的分布方差来设定组内一致性的下限，再使用均匀分布的方差来设定组内一致性的上限，而真实的同意度便会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Bliese等学者建议使用随机群体再抽样（random group resampling, RGR）来估计期望随机分布（如Bliese & Halverson, 1996; Bliese, Halverson & Rothberg, 1994）。RGR是随机地分派个体到数个与真实群体一样大小的假性群体（pseudo group）中，假性群体方差的分布是期望分布，它的方差被用来与真实群体方差做比较，以确定真实群体方差是否显著地小于或大于假性群体方差，假若真实群体方差显著地小于假性群体方差，表示具有组内一致性。此外，Bliese（2000）建议使用平均假性群体方差作为计算rwg时的期望随机方差，使用RGR计算同意度的S-PLUS（Statistical Sciences, 1997）算法可询问Bliese。
2．组内相关（1）或ICC（1）
除了验证个别的回答具有充分的组内一致性之外，研究者必须在聚合个别回答到群体层次之前，先检测是否有足够的组间差异，组间方差的存在是检测群体层次构念与其他构念之间关系的要素。例如，为了检测服务气氛（是由个别员工的回答算出平均数，以作为店层次的构念）与店销售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得知员工们对服务气氛的知觉，在店与店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变异，假若店与店之间在服务气氛上没有差异（但在销售量上有差异），则服务气氛与销售量之间将有可能没有关系存在。
对于某一个变量在个人层次的回答，例如服务气氛，我们可通过HLM分析将其方差分为组间方差与组内方差。服务气氛在个人层次的回答的总方差为组间方差+组内方差，如此，我们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出服务气氛的ICC（1）或是店与店之间在服务气氛上的变异程度：
ICC（1）=组间方差/（组间方差+组内方差）
此外，HLM亦使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来检测组间方差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假若服务气氛的组间方差是显著的，且ICC（1）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便有另一个证据显示将个别的回答聚合到店层次是可行的。James（1982）回顾了组织研究，并发现ICC（1）的范围在0到0.50之间，而中位数为0.12，但Bliese（2000）认为这个范围可能高估了，因为James将eta-squared[1]与ICC（1）视为等同。当一个群体样本数很大时，eta-squared等同于ICC（1），然而，当群体样本数很小时，相较于ICC（1）, eta-squared显著地被高估了。因此，在实务上，研究者可以检测组间方差是否达到显著，但不一定要以0.12作为是否可以聚合的判断标准。
3．组内相关（2）或ICC（2）
第二个要考虑的组内相关系数是ICC（2）。ICC（2）是指群体平均数的信度（reliability）（如Bartko, 1976），亦即将个人层次变量聚合成群体层次变量时，此变量的信度。ICC（2）也与ICC（1）和群体大小有关。其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中，k表示群体大小样本数的大小。犹如Bliese（2000）所提到的，ICC（1）、ICC（2）与群体大小，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ICC（1）可以被视为一个信度的测量值，而这个测量值和单一群体平均数有关（James, 1982），当ICC（1）很大时，单一群体成员的回答可能就足以提供相对稳定的群体平均数，而当ICC（1）很小时，就必须以多个群体成员的回答来估计；Bliese（1998）指出，在检测群体层次构念与其他构念之间的关系时，有可信的群体平均数或高ICC（2）是必要的，例如，Bliese发现，当有高ICC（2）时，即使应变量与自变量的ICC（1）为0.01，即较低层次的回答只有1%是来自组间方差，依然能够在群体层次检测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要有高ICC（2）就必须要有很大的群体大小，犹如为了要有可信的量表，我们必须使用多个相同意思的问项来测量，因此，为了获得可信的群体平均数，必须取得更多样本数的回答。在ICC（1）固定之下，群体越大，ICC（2）就越高。ICC（2）最好是要达到0.70，但在组织研究中，尤其是小群体的研究，通常无法有很大的群体大小，因此，在多层次组织研究中，ICC（2）通常小于0.70。针对此议题，有学者认为即使有相对低的ICC（2），假若聚合是获得理论支持且有高的rwg以及显著的组间方差，则聚合是可行的（Chen & Bliese, 2002; Kozlowski & Hattrup, 1992）；但若ICC（2）很低，研究者必须承认低群体平均数的信度可能已阻碍了聚合后变量效果的检测，而且相较于高ICC（2），低ICC（2）所观察到的变量效果可能被低估了。



17.3　HLM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个跨层次模型的统计分析程序，其中，结果变量（另称因变量）是个人层次的变量，自变量则是个人层次和群体层次的变量皆有，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与软件为HLM。在Bryk和Raudenbush（1992）的书中对HLM有很详尽的说明，Hofmann与其他学者亦针对组织研究者在使用HLM上有清楚的介绍（Hofmann, 1997; Hofmann & Gavin, 1998; Hofmann, Griffin & Gavin, 2000），在此，我们仅做简要的讨论，强烈地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上述学者的著作。
在使用HLM时，自变量可能是来自较低层次的构念，例如个人层次（可称为Level-1变量），或是较高层次的构念，例如群体层次（可称为Level-2变量）。而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可由以下的模型求得：

Yij是指个人i在j群体中的结果变量，Xij是个人i在j群体中的预测因子之值，β0j与β1j则是每个j群体分别被估计出的截距项与斜率，rij为残差项。Gj是指群体层次的变量，γ00。与γ10。为Level-2截距项γ01与γ11则是连接Gj与Level-1公式中的截距项与斜率项的斜率，U0j与U1j为Level-2的残差项。因此，在Level-1 Model中，可检验出Level-1变量和Level-1变量间的关系，而在Level-2 Model中，可检验出Level-2变量和Level-1变量间的关系，以及Level-2变量如何调节两个Level-1变量间的关系。
17.3.1　HLM的优点
许多学者提到，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忽略了同一个单位中阶层数据的相互依赖性，因此，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可能会产生偏误与无效的估计标准误（如Bryk & Raudenbush, 1992; Hofmann, 1997），并且会增加第一类误差（Type I error）与第二类误差（Type II error）（Bliese & Hanges, 2004），所以，相较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HLM在分析阶层性的数据上有许多优点。
第一，HLM能够明确地分析嵌套（nested）性质的数据（比如，个人嵌套于团队之中，团队嵌套于部门之中，部门嵌套于公司之中）。HLM除了可以同时估计不同层次的因子对个人层次的结果变量有何影响之外，还能将这些预测因子保持在适当的分析层次（Bryk & Raudenbush, 1992）。此外，HLM亦有助于多层次理论的发展（Kozlowski & Klein, 2000），因为在使用HLM时，研究者必须清楚地表明每一个构念的分析层次（例如要放在Level-1或Level-2）与各层次构念间的关系为何（例如是在Level-1、Level-2或跨层次的关系）。
第二，HLM能够改善Level-1或个人层次效果的估计。如同Bryk和Raudenbush（1992）与Raudenbush, Bryk, Cheong和Congdon（2004）所提到的，HLM针对随机变化的Level-1系数，产生实证贝氏估计数（Empirical Bayes, EB）。实证贝氏估计数是透过全部的资料来估计参数。更进一步地说，Raudenbush等认为“每个单位J的Level-1系数的实证贝氏估计数是源自于两个来源的最佳组合：其一是基于该单位的数据所计算出来的估计值，其二是基于其他相似单位的数据所计算出来的估计值。直觉上，我们借用整体数据的优势来改善每个单位j的Level-1系数估计数”。因此，Level-1系数的估计不是在每个单位j中独立的计算，而是基于全部数据所提供的信息。Level-1系数估计方式的改善是相当重要的，因为Level-1系数是要被用来估计Level-2的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的。
第三，HLM在估计Level-2固定效果时，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固定效果可被视为是跨群体Level-1系数的加权平均，且通常被视为是预测因子与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估计数（Hofmann, 1997）。广义最小二乘法优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之处在于其考量到每个群体所提供的信息精确度不一，亦即有较可信和精确的Level-1估计数的群体，会获得更高的权重。
第四，HLM提供了稳健的（robust）标准误估计数，即使HLM的假设被违反（限于小程度的违反），此标准误估计数仍是一致的。因此，基于这些标准误估计数所做的假设检验统计推论是可信的，尤其当Level-2的样本数很大时（Bryk & Raudenbush，1992）。
第五，HLM借由不平衡数据（unbalanced data）（即每个群体的员工人数不同）的交互式计算（interactive computing）技术，提供了方差协方差成分（另译为变异共变因子）（variance-covariance components）的有效估计数，这是传统的分析方法（如ANCOVA）所无法达到的（Bryk & Raudenbush, 1992）。
17.3.2　研究问题与资料
我们在AMJ上所发表的论文（Liao & Chuang, 2004）应用了HLM。该篇论文认为，服务业中顾客的满意度与组织的绩效息息相关，而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与顾客的互动会影响到顾客所感受到的服务品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什么原因会影响员工的服务绩效，才能提升组织绩效与顾客满意度。为此Liao和Chuang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研究架构，来验证个人层次的因子与店层次的因子分别对员工服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店层次的因子如何调节个人层次的因子与员工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亦将个人层次的员工服务绩效聚合为店层次的服务绩效，以分析店层次的服务绩效与顾客结果变量的关系。我们在此以该篇文章的部分数据，依据Hofmann（1997）所提出的HLM分析程序来实际操作分析。由于原始文章的研究架构较复杂，变量也较多，因此，分析结果可能不会与原始文章的研究结果相同。图5为示范例子的研究架构图。



图5　研究架构
在本例中，假设我们要检测的是影响员工个人服务绩效（employee service performance）的自变量，此服务绩效是指员工在服务与帮助顾客的过程中，其所表现出的满足顾客的需求与爱好的行为，因此，因变量为个人层次的服务绩效。概念上，员工的服务绩效取决于员工个人的差异与情境因子，本例中，个人层次的因子即为外向性，而情境因子则为服务气氛。外向性（extraversion）是五大人格因子之一，与个人善于社交、合群、健谈、积极的特质有关（Barrick & Mount, 1991），而服务气氛（service climate）是指员工们对于策略、惯例以及受到奖励、支持与期望的顾客服务程序的共同知觉（Schneider, White & Paul, 1998），因为服务气氛是员工们“共同的”知觉，所以将其设定为群体层次的构念，必须由同一群体中个别员工的知觉聚合而得。在此，我们假定分析的数据具有高组内一致性，且员工对气氛的知觉有显著的组间差异，所以聚合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基于人格和服务管理的文献，我们可以假设个人层次的外向性人格与群体层次的服务气氛会正向地影响员工的服务绩效。进一步而言，已有学者认为人格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对所有情境中的所有员工都会相同，所以，员工表现绩效时所处情境的强度已被认为会调节人格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关系（如Barrick & Mount, 1993; Mischel, 1977）。在强情境（strong situations）之下，对于员工如何表现出令人满意的行为会有较一致、清楚的规范。然而在弱情境（weak situations）之下，缺少一致、清楚的规范（Mischel, 1977）。因此，相较于员工在强情境中的行为，员工在弱情境之下，个人在人格上的差异更可能会影响其所表现的行为。此外，正向的服务气氛可以透过主管在日常管理上不断地表现出对服务品质的重视，来创造出鼓励服务的氛围，因此，在强情境之下，则限制了个人人格的表现。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假设服务气氛将会调节外向性与服务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性，服务气氛越正面，此正向的相关性就会越低。在此，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个人层次的外向性与员工的服务绩效呈现正相关。
假设2：群体层次的服务气氛与员工的服务绩效呈现正相关。
假设3：群体层次的服务气氛调节外向性与员工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越正面的服务气氛，越会降低其正向的相关性。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在美国中西部的25家连锁餐厅所搜集到的257位员工的样本，来探讨用以检验假设的HLM方程式与统计检验法。
17.3.3　HLM的分析程序
步骤I：虚无模型（另译为零模型）（null model）
由于我们假设个人层次的员工服务绩效可由个人层次与群体层次的变量来预测，所以必须显示出服务绩效在个人层次与群体层次上皆有变异存在，因此，第一个步骤要使用方差分析（ANOVA），将服务绩效的方差分成组内与组间方差。在此使用的HLM估计的虚无模型是没有预测因子的，其模型如下：

上述模型中，
β0j=第j个群体的服务绩效平均数；
γ00=服务绩效的总平均数；
rij的方差=σ2=服务绩效的组内方差；
U0j的方差=τ00=服务绩效的组间方差。
由于服务绩效的总方差=σ2+τ00，我们可依此计算出ICC（1），即服务绩效组间方差的百分比，其公式如下：

此步骤分析结果为τ00=0.35，且卡方检验的结果表示组间方差是显著的：X2（24）=58.45, p<0.001。此外，σ2=2.52，故ICC（1）=0.12，表示员工服务绩效的方差有12%是来自于组间方差，而88%是来自于组内方差。
由于服务绩效具有显著的组间方差，接下来便可进行假设检验。
步骤II：检验假设1或Level-1的主效果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将外向性加入Level-1，并估计以下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γ00=跨群体截距项的平均数；
γ10=跨群体斜率的平均数（用来检验假设1）；
rij的方差=σ2=Level-1残差的方差；
U0j的方差=τ00=截距的方差；
U1j的方差=τ11=斜率的方差。
在上述模型中，γ00与γ10分别代表Level-1的系数（即β0j与β1j）跨群体的平均数，其中γ10是表示外向性与服务绩效跨群体的关系，因此可用来检验假设1。另外，HLM亦对γ00与γ10进行t检验，如此便可检测这两个参数的统计显著性。在此步骤的分析结果为γ10=0.58, t-value（24）=43.68, p<0.00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
在Level-1的模型中，可透过加入外向性后组内方差减少的程度来计算R2（此为一个pseudo R2，即准决定系数），换言之，我们可计算出虚无模型中的组内方差有多少百分比可被外向性解释，公式如下：

在这个例子中，Level-1模型的R2=（2.52−2.23）/2.52=0.12，表示服务绩效的组内方差（非总方差）有12%可被外向性解释。
此外，在加入外向性后，τ00=4.52，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此组间方差达到显著：X2（24）=33.24, p<0.10，表示在Level-2模型中有可能存在群体层次的因子，因此，我们接下来检验假设2。
步骤III：检验Level-2的主效果
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将服务气氛加入Level-2，并估计以下的截距作为结果变量（intercepts-as-outcomes）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γ00=Level-2的截距项；
γ01=加入外向性后服务气氛对服务绩效的影响效果（用来检验假设2）；
γ10=外向性对服务绩效的影响效果（用来检验假设1）；
rij的方差=σ2=Level-1残差的方差；
U0j的方差=τ00=截距残差的方差；
U1j的方差=τ11=斜率的方差。
上述模型中，γ01是表示控制了Level-1的外向性后，服务气氛与员工服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估计数，对γ01进行t检验可用来检验假设2。此步骤的分析结果显示：γ01=0.74，t-value（23）=0.74, p=0.012，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同步骤II，我们可以计算有多少百分比的服务绩效组间方差可以被服务气氛解释，其公式如下：

结果显示，有10%的服务绩效组间方差（非总方差）可以被服务气氛解释。
此外，HLM亦估计了斜率（τ11）的方差，并以卡方检验来检测此方差的显著性。结果显示：τ11=0.19, X2（24）=22.23, p>0.10，表示外向性与员工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各群体间没有显著的变异，换言之，假设3将无法得到支持，因为检验假设3的前提是斜率的方差要达到显著。然而，为了示范的目的，我们仍然进行调节效果的检验。
步骤IV：检验假设3或调节效果
一般来说，为了检验Level-1变量与Level-2变量的交互作用，我们可以估计一个斜率作为结果变量的模型，换言之，我们可以将Level-2的变量作为斜率系数（β1j）的预测因子，以得知此Level-2的变量是否可以解释斜率的变异。其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
γ00=Level-2的截距项（以Level-1 Model的截距为应变量）；
γ01=Level-2的斜率；
γ10=Level-2的截距项（以Level-1 Model的斜率为应变量）；
γ11=Level-2的斜率，即服务气氛对外向性与员工服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果（用来检验假设3）；
rij的方差=σ2=Level-1残差的方差；
U0j的方差=τ00=截距残差的方差；
U1j的方差=τ11=斜率残差的方差。
假设3是预测服务气氛与外向性之间有负向的交互作用，以至于当存在高程度的服务气氛时，外向性与员工服务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会降低。上述模型中，γ11是表示服务气氛与外向性之间交互作用项的估计数，对γ11进行t检验可用来检测假设3。此步骤的分析结果显示：γ11=−0.25，t-value（23）=−0.864, p>0.10，虽然交互作用的效果与假设3预测的方向一致（即为负向的交互作用），但并未达到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3未得到支持。
假若读者想要计算斜率方差被服务气氛解释的程度，同样可以比较步骤IV与步骤III的斜率残差方差。其公式如下：

结果显示，调节效果的R2为0，此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交互作用的效果未达到显著。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HLM的分析结果为假设1与假设2成立，假设3不成立（见表1）。
表1　HLM的分析结果a

17.3.4　HLM的中心化议题
在HLM中，对于Level-1的预测因子有三个中心化的处理方法：
（1）原始尺度（raw metric），意即Level-1的预测因子是使用其原始的分数。当所有Level-1预测因子的值为0时，Level-1的截距项即为结果变量的期望值。此外，截距项的方差（τ00）即表示在控制住Level-1预测因子的效果之下，已调整过的（adjusted）结果变量组间方差。
（2）总平均数中心化（grand-mean centering），是指每一个个人的分数减去Level-1预测因子的总平均数。当所有Level-1的预测因子减去其各自的总平均数时，Level-1的截距项即为在Level-1预测因子做总平均数中心化时，结果变量的期望值。此外，截距项的方差（τ00）即表示在控制住Level-1预测因子的效果之下，已调节过的结果变量组间方差。
（3）组别平均数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ing），是将每一个个人的分数减去Level-1预测因子的组别平均数。当所有Level-1的预测因子减去其各自的组别平均数时，Level-1的截距项即为在Level-1预测因子做组别平均数中心化时，结果变量的期望值。此外，截距项的方差（τ00）即表示在没有控制住Level-1预测因子的效果之下，未调节过的（unadjusted）结果变量组间方差。
HLM的中心化处理是个比较复杂的议题，且已有许多研究者探讨过中心化会如何影响HLM的统计估计与解释（如Bryk & Raudenbush, 1992；Enders & Tofighi, 2007; Hofmann & Gavin, 1998）。例如，Hofmann和Gavin以及Enders和Tofighi对于Level-1的预测因子使用以上三种中心化的处理方法上的含义有很详细的说明，我们鼓励有兴趣的读者详阅他们的著作。基于Hofmann和Gavin以及Enders和Tofighi的研究，在此列出关于Level-1的预测因子在中心化处理上的一些基本知识及建议：
（1）使用原始尺度与总平均数中心化这两种方法，会产生两个等同的模型，但组别平均数中心化的处理结果却不等同于这两种方法。
（2）假若要检测Level-1预测因子的主效果，对Level-1预测因子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都是适当的处理方法。在我们的例子中，为了检测假设1，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Level-1的外向性，以估计外向性对服务绩效的影响效果。在检测Level-1预测因子的主效果时，要将个人与团队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也就是所谓的蛙池效应（frog pond effect），Enders和Tofighi（2007）建议采取组别平均数中心化，这样可以完全消除预测因子的组间变异，能够估计到纯粹的组内回归系数（即Level-1）；若采用总平均数中心化，则会同时估计到组内与组间的效果。
（3）假若要在控制住Level-1预测因子的效果之下，检测Level-2预测因子的主效果，对Level-1预测因子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都是适当的。在我们的例子中，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Level-1的外向性，以估计在控制住外向性的效果之下，服务气氛对服务绩效的影响效果。
（4）在估计Level-2预测因子的主效果时，假若对Level-1的预测因子使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则HLM将无法控制住Level-1预测因子的效果。所以，为了能够适当地控制住Level-1预测因子的效果，必须将Level-1预测因子的组别平均数加入Level-2作为控制变量。在我们的例子中，假若使用组别平均数来中心化Level-1的外向性，则必须将外向性的组别平均数与Level-2的服务气氛一起加入Level-2作为控制变量，如此才能体现在控制了外向性的影响之后，服务气氛对员工服务绩效的效果。此外，如果Level-1的变量只是作为控制变量，而Level-2的变量才是主要焦点，Enders和Tofighi（2007）建议采用总平均数中心化，如此才能控制住Level-1变量的效果；若使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会使Level-1与Level-2的变量变成正交，便不能互相控制，则Level-2变量的系数估计会不正确（见Hofmann & Gavin, 1998），故采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还要将Level-1变量的平均数引回Level-2，方能预测β0。
（5）假若要检测Level-1预测因子与Level-2预测因子之间交互作用的效果，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Level-1的预测因子皆可。然而，因为在这两个处理方法之下所产生的Level-1斜率包含了组内与组间的关系，如此，跨层次交互作用（cross-level interaction）的效果可能会是假性的（spurious）。所以，为了估计到真实的跨层次交互作用的效果，Hofmann和Gavin（1998）建议较佳的处理方法是估计下列模型，在该模型中，Level-1的预测因子是使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的，并将组别平均数加入Level-2作为控制变量。另外，我们明确地控制组间交互作用的效果。在我们的例子中，即是将“外向性的组别平均数×服务气氛”视为Level-2的控制变量，以能控制住组间交互作用的效果。在我们的例子中，其模型为：

上述模型中，β1j是外向性与服务绩效之间组内关系的估计数，而γ11是在外向性与服务气氛的主效果被适当的解释下，所估计到的真实的跨层次交互作用效果的估计数。
Hofmann和Gavin（1998）建议在实际操作时，可在估计跨层次交互作用的效果时，对Level-1的因子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来处理，接着再使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来重新估计一次模型（组别平均数需被加入Level-2作为控制变量），然后观察这两个模型所估计到的γ11参数值是否相同，若是，研究者就可以呈现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处理后的分析结果，并注明已使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双重确认过，以证明分析结果不是假性的。而我们认为，只要在Level-2控制住“外向性的组别平均数”和“外向性的组别平均数×服务气氛”，即使Level-1的预测因子是使用总平均数中心化，γ11所估计到的还是真实的跨层次交互作用效果的估计数。模型如下：

上述模型中，既然组间交互作用（即γ03）已被明确地控制住，γ11所代表的应该是真实的跨层次交互作用效果的估计数。以上方法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如Hofmann和Gavin（1998）所指出的，既然我们一般会使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来检测主效果，那么如果以相同的方法来检测交互作用的效果，相信对读者而言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Liao和Chuang（2007）也是使用以上方法来检测个人体验到的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店层次服务气氛的跨层次交互作用对员工服务绩效的效果。在他们的例子中，Level-1的预测因子，即领导风格，使用的是总平均数中心化；他们在Level-2控制领导风格的组别平均数，以及“领导风格的组别平均数×服务气氛”。
此外，Enders和Tofighi（2007）认为总平均数中心化只适用于组间交互作用，而在检验跨层次交互作用时，他们建议采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原因是在检验跨层次交互作用时，虽然在模型同时包含跨层次与组间交互作用的情况之下，采用总平均数中心化或组别平均数中心化的假设检验结果都是一样的（equivalent parameter estimate），但对于系数本身（例如两个中心化法的γ01）却是不一样的，然而，采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时，Level-1的系数估计是精确的，也就是只包含组内效果（这非常重要，因为Level-1系数是要被调节的），而且此时跨层次与组间交互作用是互相独立的，所以在检验跨层次交互作用时，Enders和Tofighi仍建议采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
总体而言，选择以总平均数或组别平均数来做中心化处理，应该要有理论的支持（Kreft, de Leeuw & Aiken，1995）。
此外，HLM对Level-2的预测因子亦有两个中心化处理方法：
（1）原始尺度，意即Level-2的预测因子是使用其原始的分数。
（2）总平均数中心化，是指每一群体平均的分数减去Level-2预测因子的总平均数。
对于Level-2中心化处理的估计与解释含义很少被探讨到，而Bryk和Raudenbush（1992）认为Level-2预测因子的中心化处理议题并不如Level-1预测因子那样重要，他们同时也提到“使用总平均数来对所有Level-2的预测因子进行中心化处理通常也是很实用、方便的”。另外，Enders和Tofighi（2007）针对Level-2预测因子的中心化处理提出以下建议：
（1）由于Level-2的中心化处理议题较Level-1简单，而且Level-2变量的分数在每一群组内是固定的，因此，只需考虑采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即可。
（2）倘若在Level-2的方程式中仅包含一阶项，则采用原始尺度或总平均数中心化的差异只在于γ00。
（3）在Level-2模型中若包含更高阶项，例如Level-2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或二次效果模型（quadratic effect model），此时建议采用总平均数中心化。
（4）采用总平均数中心化时，同时也可让某些变量保持原始尺度，例如虚拟变量、效果编码变量（effect coded variable）等。
17.3.5　HLM的统计假设
Bryk和Raudenbush（1992）提到典型的二阶线性HLM模型必须有下列的统计假设：
（1）在每一个Level-2单位中的每个Level-1单位，Level-1的残差项彼此独立、呈现常态分布，且有零均值，方差为σ2。
（2）Level-1的预测因子与Level-1的残差项互为独立。
（3）Level-2的随机误差项呈现多元常态分布，且皆有零均值、方差τqq及共变量τqq，并且彼此独立。
（4）Level-2的预测因子与Level-2的残差项互为独立。
（5）Level-1的残差项与Level-2的残差项互为独立。
Bryk和Raudenbush（1992）对上述基本假设与违反假设的可能影响有一些探讨。因为HLM仍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分析方法，故我们尚无法清楚地知道HLM分析对这些基本假设的违反有多么不受影响。
17.3.6　HLM分析所需的样本数
HLM与其他统计分析方法一样，样本数越大，估计数越精确，统计检验力越高。假若要进行二阶层的HLM分析，不只需要很大的群体样本数，且每个群体中要有足够的个人样本数，但要取得很大的样本数是耗时又费力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进行HLM分析所需的样本数。然而Hofmann等（2000）提到，对于究竟要多少样本数，才能达到适当的统计检验力与无偏误的分析结果，仍然有许多事要探讨。Hofmann等、Bassiri（1988）与Van der Leeden和Busing（1994）认为在检测跨层次交互作用的效果时，为了达到0.90的统计检验力，必须有30个群体样本数，且每个群体包含30个个人样本数。然而，在典型的组织管理研究中，群体数通常比较小，但比较欣慰的是有较大的Level-2样本数，则可以弥补Level-1小样本数在统计检验力上的不足。例如，假若有150个群体样本数，在维持相同的检验力之下，则每个群体中所需的个人样本数就可以降低。
Maas和Hox（2005）的模拟研究检测Level-2与Level-1在不同样本数的情况之下，对多层次分析中的估计值（指回归系数与方差）与其标准误的影响。结果显示，只有在Level-2为小样本（小于或等于50个样本）时，会导致对第二个层次的标准误有偏误的估计，而在其余的模拟情况下（如Level-1为小样本），回归系数、方差以及标准误的估计皆无偏误且正确。
17.3.7　HLM模型的延伸与应用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五个HLM的延伸模型。
延伸议题1：受试者内设计
HLM可以在资料为嵌套状时使用，商店服务氛围如何影响员工服务绩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员工被嵌套在商店之中。另一种嵌套数据较为少见，但是也渐渐受到重视，是对受试者重复施测（repeated measure），这些重复衡量则被嵌套在受试者之中，可称为受试者内设计（within subject design）。受试者内设计的数据形态系以一段期间追踪、纵贯面（longitudinal）或重复施测的模式来呈现，所以每位受试者必须接受两次或以上的测量，有别于每位受试者只接受一次测量的受试者间设计。因此，若欲研究受试者的情绪、心理状态、态度、行为等变量是否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表现、是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一段期间内有不同的变化，或是否因不同时间点的变化而影响其他变量等，则可采用受试者内设计。例如，每个人每天的情绪表现与感受到的工作压力会有所不同，进一步可能导致每天有不同的工作满意度，所以受试者必须每天接受情绪、工作压力及工作满意度的测量，方能搜集到这三个变量在一段期间的动态变化，此研究设计即为受试者内设计。
举例来说，Ilies, Scott和Judge（2006）欲探讨正向情感、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是否会被人格特质（亲和性与勤勉审慎性）调节。其中，正向情感会随着时间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工作满意度，过去也曾被其他研究视为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变量，且Locke（1976）亦将工作满意度定义为一种正向情绪的状态，再者，根据Weiss和Cropanzano（1996）的建议，若预测因子会随时间变化是研究的焦点，结果变量也须以动态模式来探讨，因此，Ilies等便以受试者内设计的方式来衡量正向情感、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该研究以教育、信息科技及行政人员等职业的全职上班族为样本，且分为两个阶段来搜集资料。第一阶段采取时距式经验抽样（interval-contingent experience sampling），受试者须于连续的15个工作日中，每天早上十点半在网络上填答正向情感、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民行为量表，若于非上班时间填答，该笔数据将被删除，最后共有63位完整填答；第二阶段则请受试者填答人格特质量表，共62个有效样本。由于样本数据结构呈现嵌套特性，即包含了个体内层次的经验抽样与跨层次交互作用两种数据，因此须采用HLM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个体内层次的正向情感与工作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地影响组织公民行为，此外，亲和性确实会调节个体内层次的正向情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意即相较于低度亲和性的人，具有高度亲和性的人更容易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且不易受随时间变化的正向情感所影响。
延伸议题2：多层次中介效果
根据Baron和Kenny（1986）检验中介效果的方法，若在中介变量（M）被控制的情况下，原本预测因子（X）与结果变量（Y）之间会显著相关的关系不再显著，称之为完全中介；若X与Y之间显著相关的关系变弱但仍然显著，则称之为部分中介。Mathieu和Taylor（2007）与Zhang, Zyphur和Preacher（2009）即将此中介分析的概念应用在多层次阶层模型中，形成多层次中介效果模型，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Mathieu和Taylor（2007）提出以下五个综观中介研究（meso-mediation）的模型，其中包含了部分中介的关系：（1）个体层次中介模型：x→m→y;（2）团队层次中介模型：X→M→Y；（3）跨层次中介效果团队层次中介变量模型（cross-level mediation-upper mediator）：X→M→Y；（4）跨层次中介效果个体层次中介变量模型（cross-level mediation-lower-level mediator）：X→m→y；（5）跨层次中介效果复杂模型（cross-level mediation-complex）：X→M1→m2→y、X→M1→M2→y与X→M1→m3→y。在进行综观中介研究模型的假设检验时，其步骤可分为：
（1）一般步骤
步骤1：针对不同层次分别采取适当的分析方法，意即在个体层次（Level-1）与跨层次分析上采取随机系数模型法（random coefficient model, RCM），而团队层次（Level-2）则采取最小平方回归分析法。
步骤2：计算Level-1中介变量与结果变量的ICC。
步骤3：检验层次内（within level）的中介效果。另跨层次的中介效果如（2）或（3）的检验步骤。
（2）部分中介的检验步骤
步骤4a：将X与M同时置入预测Y的模式中，两者皆须达到显著。
步骤4b：检验X→M，X须达到显著。
（3）完全中介的检验步骤
步骤5a：检验X→Y，X须达到显著。
步骤5b：检验X→M，X须达到显著。
步骤5c：检验M→Y，M须达到显著。
步骤5d：将X与M同时置入预测Y的模式中，X须不显著。
第二，Zhang等（2009）提出的多层次中介效果模型有三个：（1）2-1-1模型，X为Level-2的变量，M、Y则为Level-1的变量；（2）2-2-1模型，X、M为Level-2的变量，Y为Level-1的变量；（3）1-1-1模型，系指X、M与Y皆为Level-1的变量。在检验多层次中介效果时，步骤如下。在此以2-1-1模型为例，并采用组别平均数中心化或CWC（M）（centered within context with reintroduction of the subtracted means），于Level-2加入组别平均数。

若以下两个方法之一达到显著，中介效果即成立：
（1）系数乘积法（product-of-coefficients method），（X→M）×（M→Y），即a×b。
（2）系数差异法（difference-in-coefficients method），即c-c'。
延伸议题3：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
我们已经分别介绍过HLM如何应用在中介效果与调节效果的分析上，在此将介绍中介与调节的组合效果中的一种：调节式中介效果。调节式中介效果系指一个中介效果被其他变量调节。Bauer, Preacher和Gil（2006）提出如图6所示的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模型，其中W为调节变量。调节式中介效果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直接或/和间接的中介效果上。

图6　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模型
在检验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之前，必须先检验多层次中介效果是否成立。过去很多学者曾提出多层次中介效果的检验步骤，然而，这些检验方法皆是假设因果效果是固定效果而非随机效果，因此，Bauer等（2006）采用随机效果模式，并应用在检验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之中，其根据图1，提出以下阶层模型：

间接效果的条件期望值如下，若要检验间接效果的调节效果，则可分别或共同检测γa1与γb1的显著性：

直接效果的条件期望值如下，若要检验直接效果的调节效果，则可检测的显著性：

以Bauer等（2006）的方法检验研究假设的论文尚不多，以下举一个例子。在Mueller和Kamdar（2011）的研究架构中，其有关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的假设为内在动机与个人层次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被寻求帮助行为（系指向团队成员寻求解决创意问题的帮助）中介，而帮助给予行为则会调节内在动机对创造力的正向间接效果，也就是说给予团队成员的帮助程度越高，寻求帮助行为的间接中介效果会越低。此研究的样本为中印度一家跨国精练厂的工程师，共搜集291位员工、55个团队的资料，其中包含性别、年薪、教育、创造力人格、社会地位及帮助接受等控制变量。虽然研究变量都是个体层次，但所搜集的数据具有嵌套特性、违反独立性，所以在进行分析时，必须采用多层次模型来控制组间（团队层次）的随机变异量。结果发现，寻求帮助行为会正向地影响创造力且中介于内在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而帮助给予行为也确实会调节此中介关系。
延伸议题4：三阶层HLM分析
我们已讨论过线性阶层模型的二阶层分析，而将二阶层模型扩充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另一个阶层。例如，假若我们所搜集的样本数据是每个个人被包含在不同的团队中，而这些团队又被包含在不同的组织中，即会呈现一个三阶层的数据结构。HLM软件亦可以进行三阶层的分析。
举例来说，Joshi, Liao和Jackson（2006）从“财富500强”公司中的一家挑选出46个业务单位，再针对这46个单位的437个团队中的3318位业务员进行样本数据的搜集，并使用三阶层的HLM来分析，以检测工作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组成与工作单位的管理人口组成会如何调节个人的人口统计特征（性别与种族）与薪资水准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团队中有色人种的比例越高，因种族而衍生的薪资水准不平等现象越少；而工作单位中的管理阶层为女性与有色人种的比例越高，因性别与种族而衍生的薪资水准不平等现象越少。此外，结果亦发现绩效会部分中介于个人人口特性、团队人口组成及管理人口组成与薪资水准之间的关系。
另举一例，Ilies, Wagner和Morgeson（2007）欲探讨个人情绪状态是否会受到团队成员的情绪状态的影响（个体内层次），并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被个人的情绪易受感染特质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调节（个体层次），由于团队绩效会影响团队成员之间的情绪联结，所以将其纳入研究架构中作为控制变量（团队层次）。此研究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的一个课程中进行，共有201位大学部学生参与，并分为43个团队，每个团队有4—6位成员，每个团队会和其他团队以计算机模拟游戏进行竞赛。在资料的搜集上，于第一周课程中即让受试者填答情绪易受感染特质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量表，而情绪状态量表则横跨三个模拟游戏来衡量（采用受试者内设计），即分别在开始调查后的第8、10、13周让所有受试者填答，此填答分数系为个人的情绪状态，所以，团队成员的情绪状态分数则以同一模拟游戏中其他成员填答分数的平均值来取代。最后，每个团队在每一个模拟游戏的团队绩效则由计算机软件计算出。由于样本数据结构呈现三阶层的特性（团队、个体、个体内），因此须采用三阶层HLM分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住团队绩效之后，个体内层次的个人情绪状态仍然会被其他团队成员的情绪状态影响，且会随时间改变，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具有高度情绪易受感染性与集体主义倾向的情况之下更是强烈。
延伸议题5：多层广义型线性模型
前述的二阶层与三阶层HLM分析适用于在每一个阶层的随机效果呈现常态分布的阶层数据，然而，在某些例子中，Level-1呈现常态分布的假设是不真实的且不容易以变量的转换来达到。以下为四个违反常态分布的典型例子：
（1）结果变量为二值变量（binary variable）。例如，员工是否已经离开公司（1=离职，0=仍在职），这是在研究员工流动率时典型的结果变量，在此例子中，Level-1的残差项只会产生两个值中的一种，因此无法呈现常态分布，而Level-1的残差项也无法有齐性方差（homogeneous variance）。再者，在标准模型中，Level-1结果的预测值并没有范围限制，因此，我们可能会得到大于1或小于0的预测值，与真实情况不符，因为Y不可超过[0, 1]的区间。
（2）结果变量包含计数数据（count data）或非负整数（non-negative integers）0、1、2…以及数据中有许多的0值。例如，在研究工作场所的安全时，典型的结果变量为职业伤害的员工人数，此例子中，因为存在许多0值（即许多员工都没有职业伤害），常态分布无法以变量的转换来呈现，且Level-1的残差项不会有齐质方差，相反，必须视预测值而定（高预测值将会有大的方差），同样，预测值也有可能会超出范围（即可能会有负的预测值）。
（3）结果变量为多项式变量（multinomial variable）或包含多个（>2）类别。例如，业务员有多个不同的薪资计划可以选择：1=纯粹时薪制；2=纯粹佣金制；3=结合时薪与佣金制。犹如先前所讨论过的二值结果变量的模型，使用标准的HLM来分析多项式模型会不太适当。
（4）结果变量为序数变量（ordinal variable）或包含多个次序类别。例如，顾客再度购买的意愿：1=不会，我将不会再购买此产品；2=不确定；3=会，我将会再购买此产品。在此例子中，顾客再度购买的意愿是从负的、中立到正的，因此是有次序的，所以，如同二值结果变量的模型，使用标准的HLM来分析序列模型会不太适当。
在HLM软件中，使用者可以设定为非线性分析或多层广义型线性模型（HGLM），以能适当地分析二值的、计数的、多项式的以及序数的数据形态的模型，而这些模型相当于在非阶层统计分析中所探讨的logit模型（logit model）、泊松模型（Poisson model）、多项式模型（multinomial model）以及序数模型（ordinal model）。讨论HGLM的细节已超越本章的介绍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HLM手册（Raudenbush, Bryk, Cheong & Congdon, 2004），其对HGLM的概念、统计背景以及分析的例子皆有详细的说明。
17.3.8　HLM的局限性
虽然HLM在分析多层次的数据上已相当普及且有许多优点，但如同其他统计分析方法一样，HLM也有一些局限性，Bryk和Raudenbush（1992）、Hofmann等（2000）以及James和Williams（2000）等学者已探讨过这些局限性。例如，James和Williams认为当样本数很大、方程式设定正确且变量是有信度的时候，HLM可以比传统的回归分析更有效地估计参数。然而，假若前述的条件有一个或更多个未被满足，则估计可能会有问题，分析结果可能无法复制，而且其中一个方程式的设定误差（specification errors）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模型。因此，对于HLM的估计值有多稳健与稳定，有更多的检测等着去完成。此外，James and Williams主张，“有些时候使用较不复杂的分析程序（如OLS）会更好，因为这些分析方法较稳定，且能够使方程式的设定误差不影响到其他方程式”。
总结而言，HLM最适合用来检验预测因子跨越许多阶层（HLM最高可到三阶层，但有些软件，如Mln这个软件（Rasbash & Woodhouse, 1995）可以分析三阶层以上，但结果变量是在较低分析层次的跨层次模型，犹如Hofmann等（2000）所提到的，HLM无法有效地检测较低层次的预测因子对较高层次的结果变量的影响。



17.4　结语
随着近年来管理与组织行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进展，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综合微观与宏观的观点，以检测多层次的因子在不同分析层次时，如何相互影响或结合起来影响结果变量。此类的多层次研究提供了“对组织生命更深沉、更丰富的描述，也就是承认组织情境会影响个人的行为与知觉，而个人的行为与知觉也会影响组织情境”（Klein et al.，1999: 243）。在本章，我们先对多层次理论的建立、多层次模型的不同类型以及多层次分析技术的关键要素做了简要的浏览，然后详细探讨多层次分析中的数据聚合问题，且以HLM为例做了跨层次模型的分析。最后，基于几年来从事多层次研究和教学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心得供读者参考：首先，学者们常对何时使用HLM这个软件有疑问，这可分为理论导向和数据导向两种时机。理论导向是指当研究的架构是跨层次模型，也就是说其目的是在探讨高层次构念对低层次构念的影响时，即可使用HLM；而数据导向是指，当理论架构只有单一层次（即预测因子与结果变量都是在较低分析层次、没有涵盖高层次的构念）时，若数据的结构为巢状（例如员工嵌套于组织中），亦可使用HLM来解决数据违反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独立性假设（independence assumption）的问题。我们呼吁对多层次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不要因为HLM看似繁杂而放弃使用它——其实HLM只是回归方法的延伸。然而，常有学者因为HLM为近年来受青睐的分析工具，而将原本只是单一层次的研究架构或数据，硬是以多层次的手法处理，这样的结果会使得学者原本有兴趣的研究现象无法获得解答。故我们建议学者分析数据时应使用最适合的工具，而非最近流行的工具。再者，多层次研究的理论与模型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组织管理领域，它已经在教育和医学领域行之有年，其他管理领域虽然较少使用，但如营销管理、策略管理等仍有极多研究问题可以此方法来探讨，而且就我们所知这些学者也对使用这种工具很有兴趣。在此，我们鼓励学者将多层次理论与方法应用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上，也希望本章能够对多层次理论与方法的推广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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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ta-squared（η2）=组间平方和/总平方和，其是透过ANOVA的数值计算，用F检验来判断显著性，以检验组间是否有差异，即了解个别分数的变异有多少是来自于组间差异。然而，F检验易受群体样本数的影响，当样本数较大时，eta-squared易达到显著；反之，样本数过少时，则有高估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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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社会资本的层次与维度
资本最初一直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均将资本定义为一种能够生产产品的资源，并将资本和土地、劳动等并列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这时他们理解的资本的概念仅局限于物质资本。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Schultz（1963）和Becker（1964）等率先突破了物质资本的局限，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他们指出：个人对于教育、职业培训、保健以及迁移的投入都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结果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仅会给其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而且是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Schultz，1963；Becker, 1975, 1964）。作为对人力资本概念的响应，一部分尝试与经济学对话的社会学家将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与联系也纳入了资本的范围，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Bourdieu, 1977）。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Bourdieu（1977）所提出的，他定义的社会资本较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乃是指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加总，而社会资本的取得则需要靠连带的建立与维持，例如从事社交活动，寻找、维持共同的嗜好等。Bourdieu（1986: 248）提出两项核心概念来诠释社会资本的内涵：（1）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社会关系的总和；（2）社会资本源自于连带的建立、维持与资源交换。
其后，经济学家Loury（1977）也引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家庭内或社区内的特殊资源，对儿童以及年轻人的人力资本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时社会资本的定义还都局限在能带来资源的社会关系。自此之后，社会资本的概念获得认可，Burt（1992）甚至指出一个人进入职场，带了三种不同的资源，分别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本章将追溯社会资本的定义从何而来，同时讨论如何将这一定义厘清，以提供一种方法对如此庞杂的概念进行分类，介绍其衡量方法，并从理论上阐述这么多的维度间可能有的因果关系。
然而，今天“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解释力，部分原因在于其概念的定义比较广泛，在不同研究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研究者们引用最多的是Coleman在其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下的定义，其定义就扩大了上述范围，加入了非正式制度，如规范以及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如组织。其定义如下：


社会资本可以由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多种实体，但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结构之中的个人的特定行动。（Coleman, 1990: 302）……当人们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有利于行动的变化时，社会资本就产生了。（Coleman, 1990: 304）



由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首先，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中的“某些方面”（some aspects），是有助于“特定行动”的社会关系。其次，它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或是连带的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最后，它产生了行动，而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
社会资本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起源于社会学，主要为社会网研究的学者所发展，并为政治学者与经济学者所使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成为组织行为研究与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其应用范围很广，解释力有目共睹，本章不再赘述，而将重点集中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分类与衡量上。
18.1.1　社会资本的层次
Brown（1997）对社会资本的诠释是一个很好的分类，他提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分析作为观察社会资本的方式。其中，微观层面所探讨的是社会实体（个体、组织、团体）如何透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中观层面所探讨的是社会网中社会实体之间的联系类型以及其结构位置如何带来资源。而宏观层面则讨论一个大型社会网（larger network，如一个集体、社会、国家、民族或经济体）中文化、制度与规范等因素对社会网络中联系性质的影响。Brown（1997）所提出的架构，为之后的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他认为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斥，彼此之间具有交互作用，一个分析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另一个分析层面。
微观层次社会资本（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是个体透过社会关系的对外连接，对外寻求情绪支持、信息交换、交易机会等资源，因此，这一层面的研究是分析个体透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从网络中的弱连带角度观之，连带可产生信息上的交换（Granovetter, 1973）、知识传递（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以及工作机会的流通（Lin and Mary, 1986）等效果，强连带则可以带来情绪的支持以及社会影响力（Krackhardt, 1992）。这些连带都能为个人带来资源。
中观层次社会资本（meso-level social capital）探讨的是网络的结构，包括个体的结构位置和集体（多半指涉的是较小的社会网，网络成员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相互认识）的结构形态，以及结构特质能带来的资源。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便符合中观的分析层次。因此，Brown（1997）所探讨的中观层次社会资本，主要在于结构观点的分析，关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类型能使个人具备何种资源以供运用，以及个人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能为个人带来多少资源利益与操控群体的潜在影响力。对一个小团体而言，则要问网络中的结构形态会带来什么样的合作行为，而合作则为团体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利益。
Brown（1997）认为宏观社会资本（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的观察重心，在于大型网络或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规范、领导、组织以及政经制度等，观察这些因子如何影响彼此具有联系的社会实体、影响它们联系的方式以及网络中的资源创造。Adler和Kwon（2002）则认为，宏观社会资本理论要讨论的是群体内部的网络连带（network ties）、规范（norms）、信任（trust）、社会信念（social belief）和规则（rules）等，因此，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是观察一个体系之中的人际关系的状态，以及这样的状态对社会实体内部的互信与合作所产生的影响。
边燕杰（Bian, 2002）以方法的角度进行分类，分别是网络镶嵌资源方法（network-embedded resource approach）、网络结构方法（network structure approach）以及网络成员方法（network membership approach）。这三个类别可分别对应于微观、中观与宏观的分类，一个从方法，一个从理论，得到十分类似的分类。
与Brown三层次分类方法略为不同，Adler和Kwon（2002）采取了一种两分的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部分中观层次（个体在社会网中的结构位置）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及部分中观层次（群体内部的结构形态）的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一个群体）内部的连带，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
Leana和Van Buren（1999）也提出十分类似的观点，外部社会资本归属于某一行动者（个人或一个团体）而且服务于私人利益，因此被归为“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内部社会资本则正好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
下面，我将以这两种分类方法探讨组织的社会资本。首先我将组织社会资本分出内、外之别，再用私有—公共的概念将组织内部社会资本按照个体与集体进行分类。我之所以不沿用私有、公共的名称是因为这一对比容易与产权的概念混淆，以为私有是将组织拥有的“资本”转为私人占有。个体社会资本即组织内个人的人际关系以及占有的网络位置，因为这些结构性特征而可能取得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是整个组织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形态以及组织内成员的相互信任与善意，以促进合作与分享行为，而使整个组织受益。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大型社会网中的一员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以及该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因为这些结构位置与关系能为组织带来资源。
18.1.2　社会资本的维度
Coleman（1990）提出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可以带来特定行动而为行动者创造资源，他提出六个“某些方面”的主要形式（forms of social capital）来诠释社会资本的内涵：（1）个体的义务与对他人的期望（obligations and expectations）；（2）获得信息的潜力（information potential）；（3）权威连带（authority relations）。这三项是关于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来自于行动者之间的两两连带。另外三项则是关于群体层次的，是一群行动者因为内部的结构而产生特定行动，尤其是内部合作的行为，进而创造资源，这个类型的社会资本包括三项：（1）群体的规范与惩处（norms and effective sanctions）；（2）群体内部自发性的公民组织（appropriate social organization）；（3）有工作目标的组织结构（intentional organization）。
谈到社会资本在管理学界内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当属Nahapiet和Ghoshal（1998）所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关系网发展出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的资源，其内涵可分成三个维度：
（1）结构（structural dimension）。包括网络连带（构成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型（network configuration，指的就是网络结构）、可使用的组织（appropriable organization）。
（2）认知（cognitive dimension）。包括共有符码（shared codes）、共同语言（shared languages）、共有叙事（shared narratives）。
（3）关系（relational dimension）。包括信任（trust）、规范（norms）、认同（identification）、义务（obligations）。
从这一分类中可以发现，Nahapiet和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的定义扩大了，将属于整体组织的心理认同（认知维度）、组织内各类连带的网络（结构维度）以及透过网络、规范、认同建立的信任（关系维度），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范围内，这是相当完整的社会资本定义。只是我们不禁要问，如何衡量上述维度中的每个概念？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体系还能形成一个可操作化的概念吗？它们是不是分属在不同的范畴内？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Leana和Van Buren（1999）的定义里，其中两项指标——信任与连接性（associability），被其视为社会资本的两大维度。连接性在其定义中并非社会连接（social associations），而是一种“个人定义群体目标并促进群体行动的意愿与能力”。很明显，连接性指的是建立共同愿景与共同目标的一种共同认知，可以促进群体行动从而为组织带来资源，其实也就是认知维度社会资本。
Nahapiet和Ghoshal所说的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可溯源于Bourdieu。他在Distinction（1984）一书中研究文化产业的消费时指出，一群人共有的生活经验、共有的语言表达，会塑造出这群人的品位（taste）。品位来自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它包含了对某些社会资源的专属、对某些知识的垄断，一群人共有的气质、教育、生活状态在他们的文化品位中表现出来，这群人也借着品位的不同表现出与另一群人的不同。品位的形成往往有其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因素，一个人的品位则来自于他的社会化过程，借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周围亲友施予的正反制约，品位被深深内化为一个人对自我及对某一社会族群（social groups）的认同，借着这种认同而产生自我肯定，所以隐含的社会结构会在人潜意识地表达品位之中表现出来。简单地说，品位是一个人对社会结构的感觉，也是社会结构的外显表现方式。一个社会群体会透过社会化过程将其文化符号——品位——传达给其成员，因此在不同群体争取社会资源甚至支配地位时，品位变成被高举的大旗，是成员相互认同的标志，靠其传达出来的信息，人们很快可以找到谁是“我群”，谁是“他群”，因为品位相同者的相吸与不同者间的相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我群”的认同。
不过Bourdieu称这种因为相互认同而产生的资源渠道为“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而非社会资本，但在管理领域内，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而共同愿景又无疑是组织凝聚员工向心力、激发员工组织忠诚的重要因素，可以为组织带来更多合作行为，并因此创造资源（Senge, 1990），所以共有符码、共同语言、共有叙事等带来共同“品位”的因素也被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Tsai and Sumantra, 1998）。这样的定义也可追溯到Uphoff（1996），他将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源自于因为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角色与社会网络，带来集体行动，并创造集体的利益，它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可以通过群体的有意识行动来进行设计与改进。由于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故可以直接观察到，而且容易改变或修正。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基于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因而更为主观。它驻留于个人心中，故较难改变。
另外，有工作目标的组织结构（intentional organization，指涉的是正式结构，也就是组织图中所规定的正式工作关系）以及权力关系是否包含于社会资本之中也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Nahapiet和Ghoshal以及Coleman都将可使用的组织（appropriable organization）视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Coleman与政治学者Putnam则更强调自愿性的组织是社会资本，后者将社群中“水平的社会链接”（horizontal associations）视为社会资本，而进一步以为此链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参与自愿性组织（1995）。他直接将社会资本等同于公民组织的参与，在其对意大利民主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公民行为发达的地方其民主政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而不发达的地方其民主政治容易带来秩序混乱以及政治衰败。另外，他在说明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时，从两个方面测量了美国整体社会的社会资本：首先是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表示；其次是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用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人数来表示。他根据这种测量的结果，得到了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衰减的结论（Putnam, 1995）。不过这种测量方式受到了许多批评，如Paxton即指出，公民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形式（1999: 101）。参与公民组织以及志愿性组织数量的多寡是不是社会资本也颇值得争论，因为人们一般更倾向于把行为看做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Portes, 1998）。撇开这些争议不谈，大多数的此类讨论都是针对整个经济或社会的分析，一个社会中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的多寡确实能影响群众合作性行为，而本章探讨的却是组织社会资本，是针对组织的分析，组织架构与组织规则是必然存在的，只有管理好坏之别，并无组织多寡之分，所以本章中暂不讨论这一形式的社会资本。
我们可以说广义的社会资本包括了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以及组织结构与权力关系，但狭义的社会资本则依照Bourdieu的定义，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列，因此不包括认知维度的内容。本章以后的分析将采用狭义的定义，并且如前所述，将暂时排除组织结构及正式权力关系的探讨，所以定义限于取得资源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另外还有关系的内容，包括隐含于关系内的义务、规范以及信任等概念。



18.2　组织内个体社会资本
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OSC）由Leana和Van Buren（1999）提出，并被定义为“一个反映组织内部社会关系的资源，通过其成员的群体目的导向程度以及分享信任而带来成功的群体行动，进而创造价值”（1999: 538）。不过这一定义却限于组织内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足以包括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所以我依照Coleman的定义，将组织社会资本定义为“组织所拥有的某些关系及结构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或资源，最终为组织带来整体的利益”。
如上所述，有关组织社会资本可从各学者所提出的不同维度与核心概念中归纳出三项重点，分别是社会关系、社会网结构和关系内容，在关系内容上本章将集中讨论关系间的信任。[1]
而组织内部，依照上述，又可分为个体的与集体的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顾名思义就是组织内个人因社会结构因素而能取得的资源，在此我将讨论哪些社会关系以及网络结构位置会为个人带来资源。因为它的受益者是个人而不是组织，所以它不是属于组织的社会资本，而是组织内属于个人的社会资本。
18.2.1　个体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两两信任
Nahapiet和Ghoshal谈到的关系维度中包括信任与义务。其中，义务与期待是Coleman阐释最多的一项（1990: 306—310），这一概念源自于社会学者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1964）。Blau认为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之处在于它不是实时可以回报的，所以在延时回报的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回报的期待成为另一方常存于心的义务，当这份义务获得履行时，期待才能满足，交换双方才能产生信任。Hardin（2001）提出的相互为利的信任概念与其十分相似，强调两个从事交换的个人，因为相互之间都掌握对方的利益，在相互依赖之下会尽量表现出值得信赖（trustworthy）的行为。因为对方的行为总是十分可以信赖，所以交换伙伴之间渐渐产生两两信任（dyadic trust）或是关系信任（relational trust）。因此，在义务承担与期待得偿的过程中，交换双方可以建立两两信任。
信任一直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一个被人信赖的人自然有较多的合作机会，人们也较乐意提供资源并期待可以得到回报。信任如何定义？从组织行为学者的观点而言，“信任是指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意图有信心，预期对方会有合乎伦理、讲求公平以及和善的行为表现，除此之外，还会考虑他人的权利。在此情况下，自己愿意承受可能的伤害，自身的福祉由他人的行为决定”（Carnevale and Wechsler, 1992）；“信任是指在交易连带或其他互动连带的行为过程中，某一方（个人、群体或厂商）对其伙伴的一种期望，其符合伦理道德的一般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对方会在伦理准则的基础上形成决策行为”（Hosmer, 1995）；“信任是指某一群体在预期对方会表现合乎自己利益的基础下，不管有无能力监督或控制对方的行为，愿意承担受伤害的风险”（Mayer amd Schoorman, 1995）。
基于以上的定义，本章定义信任有两层意义：（1）信任是一种预期的信念，即交易伙伴对我们而言，是值得信赖（trustworthiness）的一种预期；（2）信任是自己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或实际行为，来使自己的利益由交易伙伴的未来行为所决定。可信赖性与信任是双方的共同行为，一方展现了可信赖行为，另一方才会付出信任。
学者现在更进一步确认可信赖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Butler, 1991; Mishra, 1996），它包括哪些维度呢？Butler（1991）定义可信赖性的五个维度：能力（competence）、正直（integrity）、一致（consistency）、忠诚（loyalty）与开明（openness）。Mayer等人（Mayer et al.，1995; Mayer and Noorman, 2004）则提出了三维度说，分别是能力（ability）、互惠（benevolence）与正直（integrity）。相似地，Mishra（1996）定义四个可信赖性维度，而且定义信任的概念如同一个人自愿对另一个人露出弱点，这是基于相信后者是有能力的、开放的、一致的以及互惠的。我在研究中取了Mishra的四维度说，并加入一道综合题成为五题量表，如表1整体网问卷中的13—17题（Luo, 2011）。
表1　一个整体网的问卷范例

18.2.2　个体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网络连带
至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Nahapiet和Ghoshal谈到的网络连带与网络构型可以适用于这一类别。在Coleman的分类中也谈到了两项网络连带，一是权威连带，一是获得信息的潜力。前者Coleman在其书中第4章有专门介绍，并定义权威关系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行动，而这一决定权握在另一关系人手中（1990: 67—68）。在其后他对社会资本下定义时也将之引入，只是刚好相反的是，权力往往带来不信任（Granovetter, 2002）。如果信任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的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内涵，则权力关系能否归类为社会资本会有很大的争议。
信息潜力则可溯源于Granovetter的“弱连带优势”理论（1973）。Granovetter指出相较于强连带，弱连带往往可以铺陈在较广的范围，并穿透各式各样社会族群的藩篱，达到较多元多样的人群，因此可以帮助一个行动者搜集到较广泛的信息，也可以得到较多元的声音，在寻职过程中，往往可以得到较好的机会（Granovetter, 1992）。从这一研究问世后，弱连带的价值为人所注意，其与信息的流通、新知的传播，以及寻职机会或商业机会的取得结下密切关系，弱连带因信息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遂成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强、弱连带的概念被提出后，网络连带就被区别出强、弱之分，在组织中，Krackhardt（1992）将组织内网络分成友谊网、咨询网以及信息网，并使用整体网调查方法加以搜集资料（详细操作方法请参考Wasserman and Faust, 1994；罗家德，2010）。一般说来，强连带比弱连带持续时间更长、互动频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强连带经常包含了亲密的谈话和行为（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与友谊连带相对应的一种连带是咨询连带。Krackhardt（1992）指出在组织情境中，咨询连带是一种工作场所内主要的弱连带。分述如下：
（1）友谊连带（friendship ties）。Krackhardt提出的“强连带优势”命题指出：在一个情感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可以拥有非正式权力，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拥有很多情感关系，他就可以影响他人去完成自己的个人目标（1992），从而享有非正式权力，为其带来资源。我在一系列针对中国组织的研究中改写了Krackhardt的问卷以适应国内组织环境（罗家德与朱庆忠，2004）。请参考表1，其中1—4题就是以情感性关系为主的友谊连带（Luo, 2011）。
（2）咨询连带（advice ties）。咨询连带是一种工具性关系，并不一定包含情感支持，但它们却可以带来完成日常工作所需的部分资源，所以一个掌握咨询连带较多的人往往也能取得更多工作所需的资源（Krackhardt，1992）。反过来，如果许多同事都向一个人寻求咨询，这个人在一般情况下就会掌握权力——要么是一种科层式的正式权威，要么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权力（Krackhardt, 1992），这种权力也能为身处咨询网络关键位置的人带来资源。同样，有三题问项在我的研究中信度甚好（罗家德与朱庆忠，2004），请参考表1，其中5—7题就是以工具性关系为主的咨询连带（Luo, 2011）。
（3）熟人连带（familiar ties）。在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之间，还有一种混合性关系（黄光国，1988; Hwang, 1987），就是混合了工具性及情感性的关系，也被称为熟人（杨国枢，1993），在中国这是尤其重要的一种关系，因为中国人在做更深、更多、更广泛的工具性交换时，倾向于不停步在简单的工具性关系上，而要引入情感性因素（Hwang, 1987），所以它是中国人关系运作的核心（Chen and Chen, 2004），这些将在本章后面“社会资本的本土特质”部分加以阐述。甚至因此有学者定义狭义上的“关系”（guanxi）一词就是这类关系。基于这类关系是长期而亲密的，是中国人取得重要资源的来源，包括重大知识资产及财务资产的分享，以及相互帮忙介绍朋友以提供关键时候的人脉，Luo（2011）以此设计了衡量熟人的量表，请参考表1中的8—12题。
这些数据因为要做社会网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所以都是用整体网问卷加以搜集。搜集整体社会网数据（whole network data）的方法可以参考表1，是在一个可以找到边界的团体中做网络调查，该团体可以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一个团队，调查问卷的格式如表1范例，第一栏为题目，第一列为该团体所有成员的姓名，然后请每一个成员就每一个问题勾出与其有关系的成员（详细调研方法请参考Burt, 1984; Krackhardt, 1992；罗家德，2010，第121—134页）。上述的每一种关系，友谊、咨询、熟人、信任都可以搜集到整体网数据，并以以下的各种社会网分析的方法加以分析。
18.2.3　个体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网络结构位置
Nahapiet和Ghoshal所说的结构维度的网络构型正是社会网理论中最擅长的社会网结构研究，以社会网分析方法研究社会资本的代表是Burt（1992），他以个人中心网（ego-centered network）的角度分析网络结构如何构成社会资本，讨论个体在不同类型的网络结构位置当中，对不同信息的取得与操控，能够将资源累积成个人的能力与机会。他认为一个人在网络中若能够占有关键位置，如信息通路的中介点（betweenness），将拥有更多接收信息与控制信息流向的机会，因此可以发现甲地之有与乙地之无，搬有运无，取得商机，Burt称这是商业机会的逻辑（1992）。
个体在整体网中，包括信任的、工具性的（如组织中的谘询关系网）、情感性的（如组织中的友谊关系网）以及混合性的（如组织中的熟人关系网）网络，占据的结构位置也具有带来资源的能力，而尤以下述几类位置最为重要：
1．个人间两两的结构关系
这其实是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主要是看一个部门、团队或小公司（整体网资料搜集因问卷大小的限制，很难调查百人以上的社会网）中，两位成员在结构上有什么样的关系，从而可以预测关系层次（dyadic level，社会网分析中也叫做二方组）的变量，比如两人关系的性质、关系的亲密程度、关系的互惠内容、关系的动态变化，等等。而一个人与有资源的人保持关系，正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Lin, 2001）。这些关系层次的结构指标包括：
相连性（connectivity）。这是指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有直接的关系。
可达性（reachability）。这是指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透过间接关系也可以连接。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07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63页。
距离（distance）。这是指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需要几步才能连接，如果直接相连，就是一步，距离为一，如果中间要经过一个中介者，就是两步，要经过两个中介者，就是三步……距离越长，就表示两人联系、互传信息、见面等的机会越少。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10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65页。
共同连接。这是指两个行动者有多少共同关系，又分为外向与内向共同关系，外向共同关系指的是两人有多少位共同认定的朋友（如果是在友谊网中），而内向共同关系则是多少人同时认定这两人都是朋友。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59—160页。
结构同型（structural equivalence）。就是两个行动者基本上认识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些人。Burt在讨论信息重复性（redundant information）时指出有两种情况造成信息重复，一是密度造成的重复，即一个行动者认识的人也相互认识，所以他们知道的信息是类似的，多认识几个这样的人都是重复得知相同的信息。二是因为他认识的人有结构同型。结构同型性的重复（structural equivalent redundancy），就是一个行动者认识了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基本上认识的是一模一样的另一些人，所以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并没有不同，同时认识这两个人，即使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小团体，也不互相认识，但信息却完全相同，所以这是一种浪费。结构同型的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356—357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284—291页。
2．个人的结构位置
外向程度中心性位置（indegree centrality）。这是衡量一个行动者主观认定多少人与他本人有关系，比如，在信任网中，外向程度中心性就是一个人信任的人数占全部网络人数的比例，如果比例高，表示他主观认为较多的同僚是可信赖的，从而影响到该行动者对组织的信任（Luo, 2005a），以及一些态度，如组织忠诚、工作满意等。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78—179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89页。
内向程度中心性位置（indegree centrality）。这是衡量一个人拥有非正式权力的重要指标。越是处于网络中心的位置，就越可能提供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较好的联系。中心位置所传递的是非正式的社会影响（Brass and Burkhardt, 1992），因此中心位置也被视作测量声望和非正式权力的指标之一。这个位置正是测量一个人网络连带多寡的指标。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78—179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89页。
中介中心性位置（betweenness centrality）。这是测量一个人作为“桥”的指标。桥有信息及中介的利益，比如咨询连带一般包含了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它可以同时为业务交谈的双方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在一个咨询网中处于中介位置的个体可以及时地获取重要的信息和知识（Luo, 2005a）。这一看法与“弱连带优势”理论相呼应，认为“桥”的位置对于控制信息流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Granovetter, 1973; Burt, 1992）。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90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96页。
小团体（small group）的内圈或外人。在中国抱团现象十分显著，搞小圈子，甚至发展小圈子成为封闭的派系，一直是管理者面对的重大议题（罗家德，2011）。所以一个行动者是在圈子之中，还是在圈子之外，甚至在有资源的圈子中或在相对弱势的圈子中，都会影响他取得资源、信息以及地位的能力，从而影响他的态度与行为。如何计算小团体，将在下一节中介绍。
角色（role/position）。角色分析，也可以叫位置分析（position analysis），其目的在于，以网络中的所有成员间关系，分析出有若干个结构位置（角色），并归类所有成员在那一个位置中，再找到位置之间相互的关系。比如A位置向B位置报告，B位置又向C位置报告……然后我们再观察他们的行为，定义这些位置，比如B位置是专门治病的，我们叫他医生，A位置是专门为医生做助理的，我们叫他护士，C位置是专门做管理工作的，我们叫他领导。为每一个位置给一个角色定义，所以角色分析旨在分析出同一角色的一群人跟其他角色间的关系。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361—384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284—291页。
3．结构洞
Burt结合了奥地利学派与Granovetter的理论，创造出“结构洞”理论（Burt, 1992）。他认为企业家在商业竞争上有三种资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要如何有效地创造社会资本呢？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减少重复的关系，并尽量创造结构洞，简单地说，结构洞就是两个团体间缺少连接，在网络结构上会形成一个大洞，若某一行动者能居间作为“桥”，则他就可以发现两个团体间的商业机会，看到甲地之有与乙地之无，搬有运无，中介了两个团体间的交易。Burt的理论引申了Granovetter（1973）“弱连带优势”理论，指出了弱连带在社会资本与商业机会的创造上具有的价值。这个理论也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硅谷的创业投资多，因为不同研发领域、不同市场，甚至不同产业间的结构洞，在硅谷频繁的同业互动中获得了“桥”，诱导出商业机会与创业投资。所以Burt称结构洞为机会的逻辑，因为洞效果（hole effects）高的行动者具有两种社会资本，一是能即时、准时、正确地取得关键信息，二是可以在两个群体间取得中介利益。
洞效果需要搜集自我中心网的资料，自我中心社会网问卷到底是什么样子，表2就是一份标准的问卷。这是1984年Burt整理他在美国GSS问卷（general social survey; Burt, 1984）上的题目时得到的。
表2　一个个人中心网的问卷范例

洞效果的定义以及衡量方式请参考Burt，1992，第2章。
个体社会资本明显的是微观层次的研究，所以仅仅包括了网络连带、网络结构与两两信任，其他如规范与可信赖环境等宏观变量则付之阙如。这些连带与结构位置会为组织内的个人带来更多更好的工作资源，只是组织内个体社会资本为个人所拥有，它被使用时未必会带来组织群体的利益，所以依照定义，它不属于组织集体的社会资本，仅属于组织内个人的社会资本，不能称为组织社会资本。



18.3　组织内集体社会资本
18.3.1　对集体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衡量
Nahapiet和Ghoshal在关系维度中列出的信任、规范与认同可以适用于这一类别。
信任是规范与认同的结果变量，又是关系与行动之间的中介变量（Granovetter, 1985），所以是集体社会资本研究的重中之重。不少学者直接就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比如Fukuyama的《信任》（1995）一书即是以互信的角度来讨论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视为存在于价值观或规范当中的信任。他进一步指出信任是一种有助于“使人们在群体或组织中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合作”的因素（1995: 10），并认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所释放出的善意，使个体愿意进行资源交换以满足双方共同的目标。因此，信任事实上增加了个体间或群体间彼此合作的机会，同时也提升了整体的福祉。Fukuyama更进一步指出，在英、美、德等国的文化中，信任主要来自于制度与规范，反之中国、意大利等文化里，信任往往建立在两两连带之上，这是为什么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诞生在西欧、北美，实则因为这些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结合大型企业众多陌生员工所需的社会资本，反之意大利、中国则以家族企业为主，规模较难成长。
将信任包括在社会资本之内也普遍为管理学者所认可，如Adler和Kwon（2002）声称善意（goodwill）——包括同情、信任和宽容等——是构成积极的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2002: 18）。正如他们所说：“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或组织可以得到的善意”（2002: 23），善意可以使“人际之间的连带产生有利于行动的转变”。
规范可被视为在一个群体中产生信任的前因，Barber（1983）即指出一般信任可被定义为对他人会依规范而行动的期待。换言之，一般信任是一种对不熟识的人，甚至是陌生人的信任，是基于两人共处的环境中规范、道德及制度的信心而产生对对方行为的可预期性。规范往往指的是风俗（folks）、道德（mores）以及专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规范使一群人产生一定的行为准则，使得受同一规范约束的交易双方对对方行为可以预期。只是不像法律或制度，规范不一定有具体的处罚措施，所以对方道德信念的强弱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除非透过口碑或亲身交往的经验，否则对方是否遵循规范仍是不可知的，所以不确定性与脆弱性仍然存在。但在一个较封闭的团体中，相互监督与舆论谴责的力量极强，“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这时强大的规范就成了具有强迫性的控制力量，可以创造出保证关系（assurance or commitment relationship;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Coleman（1990）也认为，社会资本的建立是在于个体与他人在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义务与期待，以及是否这项交换发生于一个可信赖的环境之中，也就是一个具有强大规范的环境，可以促使交换双方负起未偿的义务。因此，在Coleman（1988）的概念里，除了讨论了个体与他人之间“有待偿还”的关系外，也讨论了如何营造这种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的环境。
同样，认同也是群体成员对群体产生信任的前因，Shapiro等（1992）以及Lewicki和Bunker（1996）都讨论了认同为基础的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这种信任被包含在社会资本之中，比如，Whiteley（1999）在研究国家社会资本的起源时也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鉴于只有那些包含了善意的社会关系才可能产生出合作行动，他认为只有两种类型的信任才可能构成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于国家的信任。而他的研究也指出对国家的认同可以产生对国家的信任。
又比如，Paxton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构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网络连带，即个人之间的社会连接，以及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交互主观性的（inter-subjective）连接（Paxton, 1999: 93），亦即信任。社会连接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及其参加的自愿组织的成员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生产出来的。而积极情感则可以导致两种属性：对他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Paxton使用了美国全国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中三个问题的结果来反映对同事的信任（这三个问题分别询问了被调查者对于他人的善良、公正和诚实的信任程度）；与此同时，也使用了人们对于有组织宗教的信任、对于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来反映人们对制度的信任。连带与信任是Paxton建构社会资本概念的两大维度，其中除了对其他个人的信任外，也包括对群体的信任。
因此，我将集体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简化为群体成员的信任，包括对群体内其他人的信任以及对群体的信任。
（1）对一般信任的衡量。在组织行为研究中，组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指涉的正是一般信任，包括了对同僚的信任、对长官的信任以及对整个公司的信任，包括了对一般陌生人的信任，以及对群体的信任。这些在测量时都是不指名的，可能只是十分模糊的对象。组织信任已发展出十分完整的衡量，如“信任存量量表”（Cummings and Bromiley, 1996）。在这一量表中，Cummings和Bromiley设计了62题的问卷以衡量组织内的信任存量。我译其问卷并在过去研究中将原先问卷精简为9题，但仍然包括了三个维度，采用Likert 7点量表来衡量，题目包括：“我们部门的同仁有话直说”、“我们部门鼓励大家开放坦白”、“我们部门的同事可以自由地交换信息与意见”、“我们部门的主管是坦白直言的”、“当工作内容有所变动时，我会在事前得到通知”、“部门主管对于决策的说明，令我感到满意”、“我相信部门同事之间是坦诚相待的”、“关于自己日常工作上的决策，我们的意见会被采纳参考”以及“部门主管会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建议”，等等。
（2）对两两信任网络的衡量。除了一般信任之外，如上所述，还有对象十分明确、可以指出姓名的两两信任。大多数的华人心理学研究却指出华人不是一般取向而是特殊取向的（费孝通，1998; Ho and Chiu, 1994），华人更重视两两连带，所以信任较少来自于认同或制度，更多来自于人与人的血缘、地缘连带及人情交换（Hwang, 1987），所以信任的建立也是特殊取向的，故我称之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 Luo, 2005a）。华人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以自已为核心建立有差序格局的个人信任网络（费孝通，1998），内外有别，所以信任是有特殊对象的。这一特殊信任网络标示着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脉网络，是华人取得资源与寻找支持最主要的依据，亲疏远近不同，信任程度不同，可寻求的资源或支持也不同。特殊信任在华人社会中是最重要的信任（王绍光、刘欣，2002），也是华人建立一般信任的基础（Luo, 2005a）。
在一个群体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信任网的密度，两两信任的衡量已如前面所述，可参考表1整体网问卷中的13—17题（Luo, 2011）。密度高表示一群体内两两互信连带平均较多，反之则表示群体成员间特殊信任不足。密度的衡量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02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229页。
18.3.2　集体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群体的网络结构形态
在个体层次上，网络构型指涉的是个人的结构位置，但在群体层面上，网络构型指涉的就是一个群体内部社会网络结构的形态。什么样的形态对一个组织是健康的，可以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什么样的又是有害的，无法发挥集体合力而变成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这是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也是较困难的研究。一般而言，我们很难说哪类结构形态就是宏观社会资本，因为不同产业、不同活动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在创新的活动中，非正式权力越集中，一般总认为会不利于创新（Baker, 1992; Sparrowe et al.，2001; Reagans and Zuckerman, 2001），但Ibarra（1993）却认为在非研究机构的管理流程改善上，适度的权力集中是利于创新的。另外，不同的研究议题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比如层级式的结构形态（hierarchical structure）不利于信息反馈与新知传播（Baker, 1992），但却有利于军队或工厂这类组织的命令贯彻。
然而多年来，此类研究仍产生了十分出色的成果，以知识管理的领域为例，研究者就发现，结构上越多元的组合会越容易取得外部知识（Cummings, 2004）。一反过去理论认为的，弱连带多的组织信息传播较快，有利于知识创造，最近的研究却显示，强连带多的结构更有利于知识创造（Levin and Cross, 2004; Suarez, 2005）。下面我就以这一知识传播议题讨论一些较常被研究的网络结构形态。
1．网络密度
既往研究对于网络密度（network density）是否真的对于群体知识创造绩效有具体的影响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在Sparrowe、Linden和Kraimer（2001）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网络密度的影响其实是不显著的。但Reagans和Zuckerman（2001）根据二手资料对224个群体的研究却发现群体密度对于知识群体的生产力的确有影响，并认为网络密度是衡量群体成员间彼此互动程度的具体指标。这种研究结论的分歧是很让人意外的，使得研究者必须去探索网络密度的定义。
从网络密度的定义来看，的确不难发现，群体的网络密度越大，知识创造的绩效应该就越好。但为何会发生群体密度影响不显著的现象？Krackhardt（1996）提出组织黏性的概念，以为有点黏又不太黏的组织，也就是网络密度不低但也不太高，其创造力会最好，因为太密的结构里，新创知识期间，创新者欠缺孤立的环境，一傅众咻，新概念很容易就被抹杀了；但密度太疏的环境里，新概念又会不容易传播出去，所以皆非所宜。密度公式已如上一节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2.　群体中心性
（1）群体程度中心性（group degree-centrality）隐含的概念与网络密度恰恰相反，群体中心性反映了群体集权的程度，也就是互动集中在少数人的状况。Wasserman和Faust（1994）认为群体中心性类似群体中每个成员间人际互动的变异程度，亦即群体中人际关系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还是平分在所有人身上。换言之，如果群体的中心性很高，这个群体的互动实际上是很集权的，几个关键人物就代表了整个群体的互动。
从群体中心性对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在Sparrowe, Liden和Kraimer（2001）以及Shaw（1964）针对群体网络结构对于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发现：群体中心性与群体绩效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群体中心性高，代表着群体内的人主要跟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互动，跟其他人员的平行互动反而少，这样的结构会造成资源传递与交换的不顺畅。研究组织创新的学者们也发现，群体中心性越高，使得组织变得集权，互动减少，对于研发型的创新实际上会造成不利的影响（Ibarra, 1993）。
但过低的群体中心性就真的好吗？群体中心性越低，也同时代表着这样的组织非常分权，使得命令紊乱，行动不协调，对于群体的知识绩效与分享自然也不会太好。Ibarra（1993）也指出管理上的改善仍然需要一定的权力集中，才能有更好的效果。Luo（2005b）在研究企业内作业流程改善的团队时做了一个假设：中心性不高不低、不过于集权也不过于分权的群体，事实上对于其流程改善的创新比较好，并得到证实。因为不过于集权与分权的群体，一方面可避免互动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另一方面可避免因为过于分权所造成的群体互动无效率的情形。虽然群体中心性对于群体绩效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检验，但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群体中心性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测量指标。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80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92页。
（2）群体中介中心性（group betweenness centrality）。另一个反映一个团体或组织内网络集权程度的指标是群体中介中心性，只是它衡量的是掌握信息的权力的不均等，群体中介中心性高就表示有一两个行动者成为众多个人或小团体间信息的桥，大家都要依赖这条桥才能互通声气，信息的传播受到高度垄断。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 and Faust, 1994，第191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96页。
3.　小团体（small group）
群体中常常会有产生小圈子的状况，亦即成员们会跟自己熟悉或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小团体的出现隐含着一个群体中产生内群体，也就是产生亲疏的差别，若是小圈子彼此有联系还好，但若没有联系，小圈子的出现实际上对于群体会有不小的影响。Burt（1992）的“结构洞”概念其实就是小圈子的翻版，他将“结构洞”定义为两个接触者间的非重复性连带，这个洞就像一个缓冲器（buffer）或是绝缘体，是一个玩家可以借其获利的空间，是一个网络间的“好位置”。结构洞理论对于群体内部的知识创造有什么影响呢？Burt认为：一个群体中结构洞的出现，正代表信息与资源的交流出现了断层，说明两边的信息不相往来，进而使得信息连接中断。
Cook等（Cook 2004; Cook et al., 2004）提出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的概念，她认为一些经济体中，比如东欧与俄罗斯，合作行为并不是来自于一般信任，而是来自于一个封闭的网络，网络内的人相互信任，却不会波及网络外的人。因此，如果两两信任网络中出现小圈子，会使得资源交换陷在小圈子中，而不会与外界进行交换。信任网络可以使用两两信任中的小团体分析加以分析和衡量。
既然洞的存在对互不相连的小团体来说是传达信息或互相咨询的阻碍，那么在社会网中就有另外一种角色的出现：“桥”（bridge），一个可以刺激知识流通和共享的机制。桥可以传播信息，让信息通过桥在原本彼此隔绝的个人和团体之间流动。Granovetter即指出能够帮两个断裂的小团体建立桥的都是弱连带，Hansen（1999）的研究也发现，组织中的弱连带有助于项目团队从公司其他团队中找到有用的知识，虽不适合交换复杂的知识，但对于组织中知识的传递则有着良好的效果。小团体分析包括下述几种方式：
组件（component）。衡量不完全连接的小团体最严格的指标就是组件，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对外连接的小团体，比如，群体中若有小团体的出现，而此时又没有弱连带的桥梁，群体的知识分享就很容易产生断层，这样对于群体的知识创造会有负面的影响。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09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166页。
K-plex是一种以每个网络成员与其他成员的连接数量来计算小团体的方法，K-plex表示一小团体有gs个人，其中每个人都至少与该小团体的其他成员保持g, −k条的关系。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265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231页。
N-cliques是一种以每个网络成员与其他成员的距离来计算小团体的方法，N-cliques也就是此小团体内每两人之间的距离要小于或等于n。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258页；如何使用UCINET软件得到该指标，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234页。
Lambda set的概念比较复杂，我们要先定义什么是两个节点的线相连性（line connectivity of nodes）。线相连性就是如果要把这两个节点的最后一条路径也删掉，也就是使两个节点不再相连，需要删去几条线的数量，代号是λ（i, j）。线相连性愈高表示两个节点间相连的路径愈多，而且不会有关键的桥，必须要删掉很多线，才能使它们不相连。Lambda set中的内部任意两个节点的线相连性都要高于内部的一点与外部的一点间的线相连性。现实的含义就是小团体的定义在于内部的关系不易断裂的程度要高于内部的人与外人的紧密程度。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269—270页。
E-I index是一个小团体内部的密度除以整个群体的密度，这个指标高意味着这一小团体内部高度紧密，往往也较封闭，而外面却十分松散，所以小团体较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整个组织的利益（罗家德，2010），它是研究组织派系化和派系斗争的重要指标。这对组织社会资本而言是一个负面的指标。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罗家德，2010，第239页。
回路数（cycle）。这就是信息流通的过程中，从一个节点出发回到相同的节点的一条路径。这个概念在检验一个组织中信息流通是否会失真的议题上非常重要，因为回路可以作为一个信息反馈系统，没有回路的结果就是信息传出去无法做重复检查，所以容易欺上瞒下，信息的中介者可以操控信息，以多传少，或以少传多，甚至以讹传讹，这是研究信息反馈与谣言问题的重要指标。层级制组织的社会网往往是树状结构，回路就很少，封闭的小团体多也会降低回路数。详细定义及数学公式请参考Wasserman和Faust, 1994，第107页。



18.4　组织外社会资本
正因为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经验研究中，他们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两类外部社会资本为学者所注意，一是一个组织与另一个组织间的连带，二是一个组织中的个人（主要是领导人）的自我中心社会网，两者都可以为组织从外部带来资源，从而使组织整体受益。
18.4.1　组织间的社会资本
前者我以Tsai和Ghoshal（1998）的论文为例，他们在测量两群体间的社会资本（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测的是商业单位间而非组织间的社会资本）时，用了三个指标：
（1）社会互动，也就是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两题“哪一个商业单位让你花了较多的社交时间？”与“你的单位与哪一个单位维持着较好的社会关系？”，分别问了每一个单位的三位领导。然后分别以这两题算出该单位在受访的15单位中的结构位置，以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为这一单位的结构维度社会资本。
（2）信任与可信赖，也就是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两题分别是“哪一个单位值得你信赖，不会趁机占你的便宜？”以及“一般而论，哪些单位的员工总是能信守对你们的承诺？”，同样的三位领导被要求填答，然后内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被计算，以求得关系维度社会资本。
（3）分享愿景，也就是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两题自评的Likert 7点量表“我们单位在工作中与其他单位分享了十分类似的目标与意愿”以及“我们单位的人员在追求整个组织的群体目标以及共同使命时充满热情”。这些认知性题目以加总平均得到最终指标。
这样的探讨，自然只能视为组织间社会资本的一个简单的衡量方式，另外，Cummings和Bromiley（1996）的“信任存量量表”也针对组织间的信任设计了情感上、认知上以及意图行为上三个层面分别在“保持承诺”、“诚实协商”以及“不占便宜”等三类信任中三乘三，九个维度的81题，可以视为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一个复杂的衡量方式。只是这类问卷都要双方公司的高层主管填写，资料取得相当不易。基于资料的难以取得，大多数这类的研究都以十分简单的方式衡量，比如与Fortune 1000公司间有多少战略结盟连带（Florin et al., 2003），或者与多少公司有董事会连接等。
18.4.2　组织内高管的个人对外连带
至于组织内的个人因为人际关系而取得的外部资源，林南无疑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为了做个人层次社会资本的调查，林南等（Lin and Dumin, 1986; Lin, 2001）发展了一套职位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问卷，想要知道受访者的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套衡量微观社会资本的方法，脱胎于自我中心社会网调查法（ego-centered network），顾名思义，就是个人的连带如何得到资源，这又先取决于资源从哪里来，其次还要评估这样的连带是否很强、很稳定，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资源。上述的组织内整体网的调查方法强于结构分析，但是需要封闭的团体做调查对向，所以较适用于组织内的调查，这套方法则更适用于组织外连带的调查。
基本上，它就是从个人网络的规模和网络中镶嵌的资源数量这两个方面来着手进行的。首先是描述网络结构的指标，如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的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假设，如网络规模较大、网络中弱连带所占比重较大以及网络密度较高的社会网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可能更为丰富（Montgomery, 1991; Montgomery, 1992; Lin, 1999；边燕杰、李煜，2001；边燕杰、张文宏，2001；赵延东，2002；赵延东，2003），但这些假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其次是反映网络中镶嵌资源的指标，在这一问题上，职位生成法具有特殊的优势，它可以有效地测度出社会网络中所镶嵌资源数量的多少。
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社会资源不是均匀分布于社会之中，而是按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呈金字塔形分布，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其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在单位得到反映。因此，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网络成员中出现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的调查，就可以对其拥有社会资源量的情况做出较准确的测量。具体做法是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一个或几个量表，量表中包含有若干特定资源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然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中所镶嵌的资源情况。不过它的缺陷主要是只能测量网络连带，无法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的网络结构的构型，例如个人中心网络内的成员之间的连带结构只能通过当事者主观判断，而无法通过较客观的方法测量出来。这样，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网络的结构本身（诸如网络的规模、群体中心性、个体的网络位置等）即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要对它加以测量（参见Montgomery, 1991，1992），使用“职位生成法”得到的资料就会有所不足。
表3就是一个简单的问卷格式。
表3　一个职位生成法的问卷范例

职位生成法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资源从哪里来，二是这个资源是不是可以有效地被连带取得。举个例子，一个中小企业主最需要的资源有哪些，有没有外包商？货物来源稳不稳定？有没有市场？大主顾稳不稳定？有没有必要的政商连带以解决很多法规问题？有没有战略联盟伙伴以取得战略性资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源，但谁拥有这些资源？譬如说中型电子零组件厂是调查对象，则大型电子组装厂的总工程师、电子厂的老板、采购经理是拥有资源的“职位”，你认识多少个，这是重要的市场资源，因为这些职位占有电子零组件厂的“市场资源”。规模差不多或稍大一点的组装厂尤其重要，因为大电子厂讲究“门当户对”，一般不会向小型公司买零件，所以针对市场资源，可以问受访者认识哪些营业额相当的电子公司的总经理、老板或采购经理。再有，受访者认识的人连带强度有多强，如果连带强度非常强，这个资源就是有把握取得的，否则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Lin（2001）以个人中心网角度来诠释社会资本，偏重个人层次，提出社会资源理论（Lin, 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中心社会网中可取得的资源，因此个人社会资本透过社会关系而得，他用几个方面的问题来反映社会资本的多少：
（1）能取得资源的社会关系有多广，也就是关系的广度（range）。
（2）关系所能达到的最高社会地位，也就是关系的高度（upper reachability）。
（3）关系的多样性（extensity）。
（4）关系的规模（scale）。
（5）关系内蕴涵的资源量，以其所从事的职业衡量。
这些所指的已不止于网络连带，而是这些连带在个人中心社会网中表现出的结构特质，换言之，个人中心社会网的结构形态亦决定了镶嵌其中的资源含量。以上指标的定义请参考Lin, 2001，第7章与第10章。



18.5　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间的因果关联
上面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追本溯源与衡量让我们看到，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建立在十分不同的学术传统上，前者的信任、规范和对规范的尊重以及义务和对义务的执守，都是心理上的态度变量，而结构维度的网络连带则是直接衡量交换的行为，如给建议、一起吃晚饭与讲私事等。我以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Granovetter，其镶嵌理论（1985）指出，信任是网络连带到经济行动的中介变量，自此开启了社会学界、管理学界对信任的一系列研究。后者我认为代表人物是林南，其结构资源观点（structurally embedded resources; Lin, 2001），着眼的焦点正是资源的交换行为及其形成的交换网络。
这两个取向无好坏对错之分，而且都成为现今社会资本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一个是心理层面的衡量，一个是对交换关系的衡量，前者的好处是，信任更直接地解释了经济行动（Granovetter, 1985），因此解释力强大。后者的优点则在于问卷中问的是交换行为，对填答者而言清楚易懂，在询问私人连带如此敏感的问题上，减少了模棱两可的空间，对整体网问卷的填答尤其合适。然而，这两者之间却很难形成一个单一的指标，比如一般信任用的是Likert 7点量表，而友谊网密度却是一个结构变量，如何在操作上共同指涉一个概念？确实有其困难。换言之，社会资本已经复杂到不再是一个可操作的概念，必须细分才能加以衡量，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的区分、个体与集体的分类，都提供了我们操作化社会资本的基础。
更进一步地分析，信任与其他的社会资本是互为因果的，Granovetter（1985）的镶嵌理论最足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这一理论解释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如何转化为微观的经济行动的过程，并指出社会网结构以及结构中的连带会带来人际信任，而人际信任构成了激活交易的基本要件，并在交易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交易的治理结构，因而改变了过分依赖制度与合约的交易行为，使个体经济行动受到影响。信任在这里是果，而网络连带及社会网结构则是因（罗家德、叶勇助，2007）。
在宏观层次上，Coleman（1990）所说的规范与惩罚在理论上是一般信任的前因。依照Baber的定义，一般信任是“对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期待与坚持”（Barber, 1983: 9）。这个定义本身就说明了对社会规范的普遍遵守，是社会成员之间，不论认识不认识，相互信任的基础。而带有惩罚能力的规范则可以带来Williamson（1996）所说的“算计性信任”（calculative trust）。虽然算计性信任不同于真实信任（real trust; Granovetter, 2002），因为交换双方的行为受限于可能的惩罚而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必承担风险，而真实信任的前提是有风险又忽视这一风险的心理状态。但是算计性信任可以带来可信赖行为，所以当我们分析可信赖性时，如衡量上面个体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集体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网络，它依旧是影响可信赖性的因素。
尽管本章采用了较狭义的定义，而未将认知维度社会资本纳入，但这一类变量的探讨，其实都指向了一般信任。愿景分享（shared vision）是与其他同事分享相同的理念、共有的组织目标，这种对组织的认同也创造了相互认同的“我群”（we-group）的感觉，能带来“认同基础上的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 Sheppard and Tuchinsky, 1992）。共同语言（shared languages）、共有叙事（shared narratives）则来自于组织成员的共同生活经验，这造成大家的相似性，因相似而较能亲近，因相似而互相理解，这构成因个性相似而产生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 Zucker, 1986）。这些都带来了对组织成员的一般信任。
在微观层面上，Wellman等（Wellman, 1992; Wellman and Frank, 2001）认为个人在情感网络中心的位置会带给人们正面的印象，因此所获得的信任比较多，相对地，他也会回报以较大的信任。Krackhardt和Hanson（1993）发现组织中受欢迎的人物会在朋友网络（philos network）中拥有中心位置，一方面友谊连带本身即包含了善意，善意使得朋友的行为不会欺诈及借机取利，在华人世界中，朋友有义更是五伦之一，展现可信赖行为（trustworthy behaviors）是朋友之义中强烈要求的社会规范，朋友多的人自然可信赖的人也多，特殊信任较高。此外，Krackhardt（1992）指出情感网络中心者可以借由影响其他人的方法而拥有较高的非正式权力，这种权力也对朋友产生监视的作用，尤其在社群之中一个受大家欢迎的人受到欺诈更易引起群体制裁，所以他周遭的人的行为受到监督而不会逾矩，其个人信任关系因而较多。个人友谊连带增加会扩大个人对同事与组织的信任已获得实证资料的支持（Luo, 2005a）。
与此同时，交换社会资源也可以在交换双方之间产生信任。正如Blau（1964）指出的，在社会交换中，个人不能预期得到实时的回报，因此他必须寄希望于对方的善意并预期能在未来得到回报。在一系列成功的社会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最终会建立起Granovetter（2002）所谓的“真实信任”。Burt（1992）的结构洞论述中也提到在中介位置所能获得的资源交换机会较多，在社群中，知识的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不会立刻产生对价的回报，而成为一笔“人情”，今天的帮忙留待以后获得回报，这是一种社会交换，依照Blau（1964）的社会交换理论，在社会交换之中，因为回报的不实时，所以双方必须对对方有善意的期待，期待在无制约的情况下对方还记得“人情”，如果这一期待落实，则信任感会增强，多次的社会交换都成功之后，信任连带自然建立。因此，结合Burt（1992）和Blau（1964）的概念，处于网络的中介位置而经常进行交换的人会拥有较多的两两信任连带。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信任与其他网络连带、结构、义务及规范有因果关系，而且被Granovetter视为通往经济行动的中介变量。当然，信任关系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改变网络连带的性质，比如从工具性的关系发展出情感性的关系（Granovetter, forthcoming），甚至改变结构，改变规范，一群人如果有互动、信任与监督，则可以自己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规章制度，形成自我约束的秩序，即为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与自治理（self-governance; Ostrom, 2008）。反之，如果一群人相互不信任，久而久之也会对更宏观的规范与制度产生影响，比如制度控制的力量加强了，法网愈密，法入家门（费孝通，1998），这方面还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研究。总之，信任的心理变量与其他网络连带、结构变量互为因果，已有许多理论肯定了这一点，它们之间很难形成一个单一的、可操作的变量，殆无疑义。社会资本内的诸多维度间形成怎样的因果结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议题。



18.6　社会资本的本土特质
关系维度及结构维度社会资本都建基在行动者的连接上，也就是社会连带（social ties），在中国就是关系。中国本土化（indigenous）管理学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然成为现今重大的管理议题，guanxi（关系）一词在徐淑英等（Tsui and Farh, 1997）的推动下形成西方管理学中指代中国特色管理的关键词，guanxi与其中的信任正好是关系维度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而guanxi形成的社会网，不管是个体中心社会网或整体网，则是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所以对关系的探讨正是中国组织社会资本本土研究的起点。
关系研究因此蔚为一时之盛，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大多集中在关系的维度分析上，包括关系的性质（Bond and Hwang, 1986; Chua et al., 2009）、关系的质量（Bian, 1997; Chen and Chen, 2004; Law et al., 2000）和关系的策略（Peng and Luo, 2000; Park and Luo, 2001）。除了关系本身，许多研究还探讨了其前因变量（Xin and Pearce, 1996; Chen and Tjosvold, 2006; Chen and Peng, 2008; Zhu et al., 2009）、中介变量（Gu et al., 2008; Zhuang et al., 2010）、关系实践的结果（Bian, 1997; Luo, 1997; Hui et al., 1999）以及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关系。然而，除极少数（Xiao and Tsui, 2007）之外，大多数这类关系研究并没有涉及其结构维度，也很少有学者深究。
了解中国人关系的特质以及结构的特质是我们深入分析中国人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的基础。
18.6.1　中国关系的差序格局特质
汉语的“关系”一词和西方的社会连带的概念是否有差别？可以从弱连带（Granovetter, 1973）和强连带（Krackhardt, 1992）优势的反复争论中看出一些端倪。Granovetter的经典论述表明，强连带把具有相似血缘（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亲密（亲密的朋友）的人连接在一起。强连带是亲密的、感情强烈的。他们高度地反复互动。这些特点增加了有强连带的人分享冗余信息的概率。强连带可以有效地增加互动的机会，并且使人友好地对待互动伙伴。这些减少了一个人伤害强连带的概率，或在危机及变革时期背叛的可能性。总之，强连带有助于信任的产生（Krackhardt, 1992; Uzzi, 1997），可以降低背叛、不义行为和不公平感出现的概率。
相反，弱连带有相反的优势和劣势。弱连带可能会连接那些本来孤立的一帮人，或不相连接的两群人，这就是结构洞理论的道理（Burt, 1992）。因为信息不太可能是冗余的，所以他们提供丰富的、跨越不同群体的信息，获得了从中介中寻利的机会，也带来组织变革和创新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机会出现的前提是：（1）合作行为并非出于感情因素；（2）不用顾及伙伴而能自私地行动。因此，虽然弱连带已经被证明能够给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信息，如当一个人是桥时，他可以充当组织间、团体间的联络者，但是他们也不太可能在发生危机和剧变时产生合作行为和信任。
关系有哪些地方不同于社会连带？已有的一些研究得出相当有价值的成果，包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工作关系与情感关系是分不开的（Chai and Rhee, 2010）。关系建立在家伦理的基础之上，被当做是一种家庭关系的对外延伸（梁漱溟，1982; Yeung, 2000; Chua et al., 2008; Chua et al., 2009）。中国关系的建立常是以九同这样的血缘、地缘及个人互动经验而建立（翟学伟，2005），相比而言，西方更多建立在姓别、年龄、种族、阶级等的社会类别之上（费孝通，1998; Ibarra, 1997）。相较于西方人更多地使用弱连带取得信息与结构洞的利益（Granovetter, 1973; Burt, 1992），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强关系取得中介及封闭（closure）的利益（Bian, 1997; Xiao and Tsui, 2007）。
作者认为中国人的关系有三个概念最特殊，特别重要。第一，和社会连带的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关系是差序格局的，随远近不同有不同的交往模式（费孝通，1998），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关系不是统一的概念（Hwang, 1987, 1988; Luo, 2005a; Fu, Tsui and Dess, 2006）。至少有三种关系类型——家人、熟人和认识之人（Luo, 2011; 或用杨国枢用语为家人、熟人与生人，杨国枢，1993; Fu, Tsui and Dess, 2006）。第二，一种特殊的关系被命名为“熟人”（杨国枢，1993; Luo, 2005a），雷同于前述的黄光国（1988）所说的“混合性关系”，构成了中国人自我中心社会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熟人的存在以及阴阳思维（Li, 1998, 2008; Chen, 2008）使得中国人长于动态平衡关系中的工具性与情感性动机，平衡不同关系间的利益，因此带来了关系运作中的高度弹性。
基于费孝通（1998）的“差序格局”框架和杨国枢（1993）的中国关系的三个类别，我提出了一个个人中心网络圈子分层及其相应行为法则的框架（见图1）。

图1　中国人关系的差序格局
中国将其社会关系分成几个圈子，不同的圈子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1993）把一个自我中心社会网的最内圈称为“家人”，可以包括真实的以及拟似的家人，前者是血缘或结亲而来的，而后者可能包括除了家庭成员外的特殊亲密关系，包括因为认养、结拜、认同宗等行为将非血缘关系变成的拟似家人关系（陈介玄，1994; Luo, 2005a）。下一个圈子是熟人圈子，包括好朋友或者关系很近的连带，他们遵照“人情交换法则”，其特殊信任是通过频繁的人情交换建立起来的（Hwang, 1987; Tsui and Farh, 1997）。在“公平法则”下，认识之人处于圈子的最外层，个体间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一般道德原则以及反复社会交换过程基础之上。中国本土心理及管理研究者将关系分为三种类型是很常见的。除了杨国枢的分类，基于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之间的连续体（continuum），关系还可以被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Hwang, 1987, 1988）；或者按照责任程度，关系还可以分为强制性的、互惠的和功利的关系（Zhang and Zhang, 2006）。
大多数的关系研究者将工具性交换关系看做是关系连续体的一端，家人看做是另一端，用情感成分（Hwang, 1987; Luo, 2005a）、情感感受（Law et al., 2000; Chen and Peng, 2008）或者亲近性（Chen and Chen, 2004; Fu et al.，2006）来表示家人的特质。把情感依附视作这种关系的主旋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被证明是彼此独立的（Yang, 1995），所以基于工具性与情感性的分类体系不应该是一个连续体，相反，如果以二维来分析中国人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结合了不同的情感和工具成分的分散着各类关系的二维系统（Luo, 2011）。
这类研究更进一步认识到家庭伦理是中国关系的基础（Bond and Hwang, 1986; 杨国枢，1993; Chua et al., 2009; Chua, Ingram and Morris, 2008）。家庭伦理完全适用于关系的最内圈——家人，而在关系连续体的另一端，家庭伦理对陌生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Granovetter（forthcoming）所说的“自有”（consummatory）的行为动机，可能会更好地解释家族伦理的概念，因为它的主题是一个融合了情感感受、社会身份认同和不可避免的责任的混合体。
“自有的”行为动机就是维持关系的动机，就是为了关系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Granovetter在讨论Hardin的信任的“互相为利理论”（Hardin, 2001）中强调，如果关系延续仅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如金钱、威望、声誉和资源，那么真正的信任几乎不能建立。真正的“互相为利”应该源于自有动机，例如，关系延续是为了表达情感，如爱情、激情、友谊和身份认同等。伤害你心爱的人的行为也会伤害到你自己。双方都背叛这种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建立真正的信任。正如他所说：
因此问题是你重视关系是否是因为它本身，如在爱情或亲密友谊关系中；或者你重视它是为了得到关系本身之外的一些东西。你对关系的关注不是这样工具性的，而是自有关系的，互相为利才是真正的，任何对他人利益的损害，不管是否被发觉，也将损害到你自己。（Granovetter, forthcoming, chapter 3:6）
在家人的小内圈中，中国人被要求是集体主义的，因此适用伦的原则。自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视为不道德的。一个人背叛这种关系是不大可能的。黄光国（Hwang, 1988）因此把此类关系的交换原则称为“需求法则”。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把这种关系看做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关系的原因（Wang and Liu, 2003）。在中国家庭中不仅存在情感感受和感情依恋，还有各种社会职责，从教育、自卫到合作经济行为（费孝通，1998）。坚不可摧的关系实际上正是中国家庭关系的特点。因此，家人不仅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身份认同，还有不可避免的责任和牢不可破的关系。
中国概念“伦”（或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非常适用于最内圈的行为和道德标准。在一个封闭、人数少又网络密度极大的团体中，如果有“伦”这样强的规范，会造成强力的相互监督，规范在这样一个小团体中往往被强制执行。解放理论（emancipation theory;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强调，这种非自愿的关系拥有的不必然是信任，因为信任建基在有选择性之上，也就是在一群人中选择合作对象，如果我选择了甲，就表示我信任甲甚于其他人，但当我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小团体中做选择时，我虽然不太信任甲，但实在没有其他选择，也只好和甲合作，这被称为保证（assurance;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Yamagishi, Cook and Watabe, 1998）。信任的解放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产生于家人中的“保证”。信任与承诺关系（committed relations）最主要的区别特征是有没有被别人利用的风险（Yamagishi et al., 1998）。家人圈子是相当小和封闭的，圈内的规范是强有力的，所以这种风险极低。
“伦”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规范，破坏这种规范的任何人都会遭到整个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伦”要求集体主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成员应该不求回报地满足其他成员的需求。监控的存在使得这样一个封闭的团体有显著的特点，在这个圈子内的社会交往中，行为是可预期的，承诺是可靠的，所以这被Yamagishi和Yamagishi（1994）称为承诺关系，“值得信任”是由于强大规范的监控和惩罚，因此被利用的风险就会降低。甚至在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已不存在之后，“伦”可以阻止一个人背叛他的家人。
最外圈是认识之人，或者按照杨国枢的说法叫生人，但为了区隔开陌生人，我称之为“认识之人”（陌生人就是no tie，而不是weak tie了），其是一种工具性交换关系，或是社会交换，或是经济交换。这类关系构成了由工具性成分表示的关系连续体的另一端（Hwang, 1987; Luo, 2011; Law et al., 2000; Chen and Peng, 2008; Chen and Chen, 2004; Fu et al., 2006）。在与认识之人交往时，中国人是个人主义的，因此自我利益的理性算计和讨价还价是被允许的（Hwang, 1988）。公平交换原则非常适用于这一类关系。黄光国称之为“公平法则”，它是认识之人的行为标准。
中国本土概念“报”，在中国是被高度赞赏的道德基础。和Coleman（1990）提出的社会资本类别中的“责任和期望”意义接近，因为它建立了过程为基础的（process-based），植根于社会交往中的互惠信任（Creed and Miles, 1996; Zucker, 1986）。在牵涉社会交换的关系里，期待对方有良好的报答意愿是有必要的，因为社会交换不能要求立即回报（Blau, 1964）。基于过程的信任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报”提供了一种体现中国人之间这类信任的关键机制。互惠过程因此提供了可以在必要时能将潜在的社会资本（latent social capital）变成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所需的相互信任（Lin, 2001）。
“报”提倡一个人不要背叛他认识的人，即使这种背叛可以实现他的短期利益。规范通常在关系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中国人的长线思维导致的（Leung and Bond, 1989）。关系双方认为他们像是加入了一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且可能永无止境的博弈，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为了避免损害关系而更好地遵守规范。此外，中国人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这一个人在倒霉的情况下迟早需要他人的帮助。遵守规范从而留住关系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有效战略（Luo and Yeh, 2008）。这就是为什么关系运作通常在不确定性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没有强大的制度支持的商业环境中（Peng and Luo, 2000），在规模小的、新成立的或非国有的企业中（Park and Luo, 2001）。
如“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er, 1973）所提出的，认识之人组成的圈子是充满了“桥”的松散网络。因此，个人可能会发现这个网络中的结构洞，然后去创造机会（Burt, 1992）。与之相反，家人圈子是一个密集而封闭的团体。闭合可以带来动员的社会资本（Lin, 2001; Cook, 2004; Cook et al., 2004），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建立资源库来抓住机遇。然而，家人及拟似家人的最内圈太小的话就无法动员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以他们通过把家庭伦理运用于圈外团体来扩大内圈（Yeung, 2000; Chua et al., 2008）。于是中国人有了熟人关系，它是一种强连带，但却又不像家人那么封闭，那么“无限责任”，那么不可破坏。
家庭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单位，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是资源库（梁漱溟，1982；杨国枢，1993）。尽管家人建立在情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但在合作的经济行为中也要承担不可回避的责任。因此，带自有动机的、牢不可破的关系标注了关系连续体的一端，而另一端是带自利动机的、短期的关系。在连续体中，介于牢不可破的关系和短期的关系之间，出现了第三种关系类型——熟人，它由中国人的长线思维和自有动机与工具动机混合而成。
在工作场所中，家人很少会同时存在于一个组织中（家族企业除外），并结成小团体，即使有，人数也很少，所以中国人倾向于在工作场所中建立拟似的家庭，这就是圈子现象，通俗地称，就是抱团。
18.6.2　中国关系产生的结构特质——圈子现象
工作场所的圈子，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小圈子，通常是从自我中心社会网发展而来的，往往有一个中心人物（或一小组中心人物，如一对夫妇、一双兄弟等），只包括他（或他们）的家人（包括真实与拟似的家人）和熟人这样的强连带。这就是为什么圈子可以以某人命名的原因，如张经理的圈子、王董的圈子或林总的圈子等。这一概念和行动集（action sets; Mayer, 1966）相似，而不是封闭的团体（closed group）或协会（association）。一个圈子不是封闭的团体，因为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组织严密的，其成员是不确定的，不具有固定的会员资格。集的概念是和圈子中心人物有共同联系的一群人（Barnes, 1954）。行动集是由一个圈子中心人物特意动员的各种社会联系组成的。圈子中心人物的目的是提出一系列针对个人或集体目标的行动。圈子可以被视为行动集的一个类型，但其特色是长期存在的，而非短期的组合，由熟人或拟似家人组成，而排除了认识之人这类的弱连带，其目的一定是完成一系列的个人或组织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心人物会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动员他们产生系列行动，且争取更多的资源。
人类学家许烺光（Hsu, 1981）的“情境中心”理论认为中国人的家庭伦理适用的对象因情况而异。换句话说，中国人在工作场所当而且仅当与圈内成员进行交换时才是适用家伦理的。我因此将工作场所的圈子（实际上是小圈子）定义如下：“一个相对封闭的和小规模的行动集，其内部成员进行着强烈的情感交换和工具交换。它是一个从个人自我中心网发展而来的非正式团体。”
虽然一个圈子往往是围绕一个领导者的自我中心社会网建立的，但是圈内成员可以吸收自己的熟人加入圈子。在圈子运作过程中，所有成员大多会彼此成为熟人。因此，它一般有一个紧密的和长期持续的网络结构，在其中，迫于团体压力，强有力的互惠规范将被执行。一个圈子从而为一个人提供了可以防御各种不确定情况的安全环境。
一个圈子结构中主要有一个中心人物。正是这个中心人物动员他的家人（包括真实的与拟似的家人）和熟人形成一个圈子。圈子中心人物的家人及拟似家人，如上所述，基于不可破坏的关系及情感或忠诚的动机，往往形成一个圈子的最内核，可以被称为“班底”（陈介玄，1998）或“亲信”（戚树诚等，1994）。核心的外圈是熟人，他们加入圈子不仅是因为情感原因，也是为了进行长期的人情交换，以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自我中心社会网来积累社会资本。
关系运作中长期的人情交换形成了自相矛盾的力量，这体现了熟人的特色。中国熟人的特点是混合了工具动机和自有动机。这种关系为扩大基于“家庭伦理”的互惠圈子，而非西方文化下的社交圈子，创造了极好的机会（梁漱溟，1982; Bond and Hwang, 1986; Boisot and Child, 1996; Chua et al., 2009）。通过人情交换法则也可以建立强大的个人信任，为一个人在熟人圈中进行频繁的人情交换创造机会（Hwang, 1987; Tsui and Farh, 1997）。
中国社会的熟人是一种强连带，但和西方社会的却不完全一样。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区分西方社会的强连带和弱连带——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Granovetter, 1973; 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社会连带在这四方面的得分越高，它就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熟人如同强连带，因为它们不仅包括亲密性和情感支持，也包括强的互惠交换。
在中国社会里，“人情交换法则”指导熟人引入一种准集体主义行为，然而，这种关系仍旧在现实中是工具交换关系，所以自利和理性算计是这类关系的核心要素。工具交换的指导原则同样适用于这类关系。一方面，这类关系有强烈的规范要求——“义”，要求一个人不求回报地为伙伴提供帮助——重要的和针对个人的帮忙行为，但这些人情却是要还的。在这类关系中还朋友的人情是一种被期望的责任。接受人情但忘记归还是要被责备的（有来无往非礼也），会增加个人在交换中的压力。这和“报”的原则保持一致，在长期的人情交换过程中会增加关系中的所有各方相互信任的可能性。“报”和“义”同时是熟人的行为的道德标准。
熟人会有工具交换，但是纯理性选择理论却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类关系的行为。一个行动者的动机是混合的（Granovetter, 2002），因为历史、文化和规范因素与自利算计交织在一起（Granovetter, 1999）。家人强调情感和规范动机，认识之人关心规范和工具利益动机，熟人则需要平衡这三种不同的动机。中国人在熟人的关系运作中，阴阳思维使之总是在工具性动机与“自有的”动机间平衡，平衡过程中，人情是可以被记入人情账中延迟支付的，所以可以在紧急时动员蕴涵在熟人网中的社会资本，但却在紧急时间过了，较轻松的情况下偿还。也因为人情交换的范围极大，可以取得甲类资源，却以自己相对丰富的乙类资源做交换，所以这增加了交换的弹性。
熟人的存在使得一个工作场所中的圈子除了内核之外，还包括了一个外围，这个外围因为人情交换法则不似内核那么密闭、那么牢不可破、那么“无限责任”，相反，它是有限的交换，而且可以延迟支付。同时，关系远近也可以弹性调整，所以这类关系的存在使得中国人的圈子具有相当的弹性。更重要的是，这类关系既可以发展成家人，进入内核，也可以让圈外人发展成熟人，进入圈内，圈子的可大可小、可进可出，更增加了圈子的弹性。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圈子有以下的几个特质：第一，它是一个自我中心社会网，主要是强连带，由家人（包括真实的家人及拟似家人）及熟人所组成。第二，它有差序格局结构，所以有“亲信”、“班底”这样的内核，也有以熟人为主的外围。第三，人情交换使得这个外围包括了较高的弹性，使圈子可以保持不封闭及有限的交换。第四，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可大可小，关系可进可退。熟人的存在以及阴阳思维使得中国人的关系与圈子都充满了动态变化，中国人随时平衡关系中工具性与情感性的矛盾，也随时平衡圈子内外的边界，这使得中国人的关系研究特别需要注意动态网的分析。



18.7　讨论与未来研究
首先，作为一个新兴发展又极具解释力的概念，社会资本的前因与后果的研究已获得十分可喜的成绩，然而社会资本本身的定义与衡量仍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绝非单一的、可操作的概念，它必须进一步地分类才能加以衡量，比如个体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个体结构维度—社会资本、集体关系维度—社会资本或集体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它们分析的层次是不同的，个体讨论的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对外的连带与结构位置以取得对个人有益的资源，集体则分析的是整体内部的信任与结构以促成更多的合作行为从而使所有成员受益。社会资本包括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变量，因此绝不可能用一个变量来表示，所以，如何进一步细分“带连接号的社会资本”（hyphenated social capital；也就是经过细分的社会资本，比照Williamson所说的hyphenated trust; 1996），细分到真正可以衡量的概念，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挑战。
其次，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间不但不可能整合成单一变量，而且往往互为因果。不但结构维度会影响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关系维度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改变结构维度，何者是因，何者是果？相互为因果中，我们也需要时间序列资料以厘清近因与远因，并寻求它们共同演化的轨迹。尤有甚者，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中，信任又是其他变量——如规范与义务得偿的可信赖环境——的后果，但长期的集体互信又可能影响新规范的形成，关系维度之内也会有互为因果的议题，如何进一步区分并厘清其因果关系，是我们更深入研究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最后，如何将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是中国管理研究最有趣又有挑战性的议题。如我们所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guanxi”充斥在我们的管理行为之中（Tsui and Farh, 1997; Farh, Tsui, Xin and Cheng, 1998），但是我们的关系又与现今社会资本中谈的网络连带或社会连带有何不同？更进一步地，社会连带的强、弱连带分类还适用于中国吗？在衡量资源交换关系时，这分别对应了情感交换与工具交源如咨询、信息等，而在衡量中国组织内的交换行为时，是否足够，是否需要修正？过去相当多的研究已指出了本土化的必要性，费孝通（1998）就指出中国是“差序格局社会”而非“团体格局社会”，这已经说明了在中国关系、结构要比群体、认同要重要，近来的中国心理学研究更指出这个差序格局至少可以分成家人、熟人与生人，而且不同“差序”会有不同的交换法则（Hwang, 1987; 黄光国，1988; Luo, 2005a; Fu, Tsui and Dess, 2006），所以新的关系分类以及其中的交换内容是需要中国管理研究进一步分析的。
关系维度的特质一定会影响到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在工作场所中，相比于西方的“团体格局”（费孝通，1998）带来的封闭团体（closed group）或“俱乐部”（association or club; Hsu, 1963），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则更容易形成圈子，类似于行动集的概念，只是中国人的圈子比起行动集的随组随散有着更稳定的结构以及更长久的寿命。这两者都是基于个人为中心动员得到的，中国人关系中的动员过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早为林南所注意（Lin, 1999），也为边燕杰（2011）所提倡，是未来相关研究者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基于动员与差序格局的特质，圈子是一个个人中心网，是一个人或一小组人动员其强连带，由家人（包括真实的与拟似的家人）与熟人而组成。基于共同的目标与利益，圈子会发动一系列行动，一方面争取资源满足圈子成员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发展壮大，完成集体的目标，并使圈内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阴阳思维使得中国人总是在圈子运作中平衡工具性与“自有的”的动机，在弹性运作中尽量做到如何不伤人情又要相互为用，同时，更要平衡圈内人与更大社会网之间的利益，使得圈子在争取利益发展自己的同时，不至于引发其他圈子的反扑，维护着与圈外人的和谐，也保持了圈子继续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个平衡是平衡关系的远近，认识的人可以发展成为熟人，熟人可以发展成为拟似家人，熟人也可以暂时“冷一冷”，所以如同行动集，圈子可大可小，边界是不固定的。这些一方面增加了圈子运作中的紧张性，经常处在失衡而关系断裂与团体解组的危险中，但也使得中国人的圈子十分有弹性。而弹性与快速反应正是中国人管理能力的一大特色。
这些中国人社会网结构上的特质对个人的组织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中国人产生两两信任的机制会有何不同？关系类型是不是因此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动员能力使得他的结构位置可能被改变，所以静态网络结构位置的分析明显不足，如何做动态网的分析成为今日最大的挑战。
而这些特质对组织内集体社会资本的研究挑战更大。比如，为什么有些圈子可以保持开放，某些组织中，圈子可以重叠，而有些却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封闭派系？以至于抱团内斗一直中国组织最难管理的议题。不同的社会网结构形态在组织管理中会产生什么效果，往往随着组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原本就是复杂而难有结论的研究领域，而中国人社会网的复杂性与易变、弹性更有赖于复杂网（Watts, 1999; Barabasi, 2005）及复杂性（Stacey et al., 2000）的深入研究，才能进一步了解这样的网络中的非线性因果关系。
另外，中国的制度环境也有所不同，比如家族连带就可能比董事会连接在中国更有影响力（Hamilton, 1989; Luo, 1997），另外政商连带在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中更扮演了不同寻常的重要性（边燕杰、丘海雄，2000）。如何发展一个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资本理论与衡量方法，既是解释中国管理特色的一把锁匙，也会是中国管理学者最具挑战性的一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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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义务与期待和维持这种期待的可信赖环境是宏观层次的因素，所以只适用于公共财社会资本，不适用于所有社会资本的衡量。而且，规范与可信赖环境可以带来一般信任，是信任的前因，是否需要单独衡量？如何衡量？值得商榷。这些将在后面再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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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已成为当代商业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西方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也在外国市场展开经营活动，近年来，母公司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经营活动，例如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以及华为公司在美国的一系列收购行动，尤其引人注目。商业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在商业及生产流程的各个方面，例如，某一高科技产品可能在美国加州设计，由韩国生产晶片等关键部件，在中国大陆组装，然后在全球各地销售。此外，全球化的冲击也体现在企业组织内部的管理实践中，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需要在同一个办公场所或是通过虚拟团队的方式进行工作，所涉及的沟通、协调和冲突处理已成为管理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经济全球化浪潮使文化间的交流问题愈显突出，文化差异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的理解变得非常重要。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区分真实的文化差异和表层印象，以及分析如何在管理中避免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冲突，并充分利用多元的文化资源推动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创新、合作等问题，都非常值得关注。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视角，在这一章，我们将全面地讨论跨文化研究常用的方法以及其中应注意的问题。



19.1　跨文化研究的特点和对文化效应的解析
19.1.1　文化的定义和跨文化研究的特点
“文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跨文化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从不同的侧面去描述或定义“文化”，这些描述及定义存在分歧和共识。在回顾了诸多的文化定义和描述之后，Triandis（1996）认为，多数研究者对于文化的内涵存在一个共识，认为文化包括一些共同元素，这些元素是在某个地理区域内、在特定的某段时期持同一语言的群体中的个体在其知觉、信仰、评价、沟通和行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共同特征。
跨文化研究具有文化比较的含义（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通常在两个及以上的文化之间对某个变量的水平或者是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将文化作为一个自变量来分析文化效应。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将不同国家作为不同文化的代表，例如分别在美国和中国抽取被试，用以代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根据Schaffer和Riordan（2003）在管理学及心理学领域进行的文献综述，79%左右的研究将国家作为区分文化的标志变量。尽管在很多情形下国家是区分文化的界标，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在跨文化研究中以国家作为文化标志，可能忽视了在国界之内的巨大的文化差异（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内的文化差异），或是将一般的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误作文化差异。因此，研究者不宜简单地将国别差异直接作为文化差异，应当从理论框架出发对可能存在的文化现象进行采样和分析。
19.1.2　解析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
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对跨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排除其他非文化解释的可能，并分析导致观测到的文化间差异的因素是什么。我们知道，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相当广泛，所以在跨文化研究中不应仅将观察到的差异解释为文化差异，因为这样的解释过于笼统，缺乏明确的指向。研究者需要解构文化，即用某个具体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异，而不是笼统的文化差异标签，来解释研究得到的差异现象（Whiting, 1976）。在研究设计中，研究者应当从理论框架出发，探讨可能影响结果的文化层面的原因。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可能与结果有关的文化特征作为情境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纳入跨文化研究之中，在数据分析中，可以将这些变量作为调节变量（moderator）或中介变量（mediator）进行分析。例如，Brockner等（2000）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控制被试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包括“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以及“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即把自我构念作为调节变量，程序公平在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消失了，因此可以认为自我构念的文化差异是造成程序公平的文化差异的原因。
在跨文化研究设计上，一些理论框架可供研究者参照并用之解析文化效应。例如，Hofstede（1980）在跨国公司IBM的全球雇员中进行研究，发现了四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包括：（1）权力距离，即某文化下处于较低地位的个体接受权力分布的不平等性的程度；（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个维度表示个体与团体的导向程度；（3）男性化倾向（masculinity）和女性化倾向（femininity），男性化倾向高的社会中个体更多表现出好竞争、自信、权威，较少关注别人的倾向；（4）对不确定性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即社会中普遍的对不确定情形的忍受程度。后来的研究在中国文化的启发下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化价值观维度（Hofstede & Bond, 1988），即长远—短期取向（long-term vs. short-term orientation），长远取向包括节俭和忍耐，短期取向包括尊重传统和爱面子。
Triandis（1996）提出的文化特征群概念，认为可从某个区域的人群所共有的态度、信念、分类方式、自我概念、规范、角色定义和价值观（即文化特征群），来解析文化效应。他提出的一些文化特征包括：（1）文化的紧密性（cultural tightness），即该文化是否存在较强的社会规范来约束个体的行为；（2）文化的复杂性（cultural complexity），表示该文化是否存在大量的、复杂的元素；（3）主动性—被动性（active-passive），表示个体是主动积极抑或相对被动适应；（4）荣誉感（honor），个体对于保卫个人荣誉倾向的强度；（5）集体主义；（6）个人主义；（7）垂直和水平的关系（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指文化中等级的重要性以及团体的权威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强度。
Leung和Bond（2004）提出了社会通则（social axiom）结构。社会通则指一般的、独立于具体情境的、由个体社会化经验所形成的观念（belief）。通过分析40个国家的数据得到了五个维度的社会通则结构（个体水平上）：（1）忿世观（social cynicism），表示个体对人性及社会的负面态度的强度，包括对一些群体尤其是有权势的群体的偏见、不信任；（2）复杂观（social complexity），这个维度的个体认为世间无固定的法则、达成目的有多种途径，并且人类行为可能有较高的不一致；（3）报偿观（reward for application），表示对个人的努力和付出与获得好的结果之间关系的预期程度；（4）宗教观（religiosity），对超自然主宰的存在和宗教影响的观念；（5）命运控制观（fate control），表示个体认为命运是注定的，但个体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改变命运的观念。
House等（2004）在62个国家中进行的GLOBE项目得到了九个文化维度，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权力距离；自信肯定（assertiveness）；组织层面集体主义（institutional collectivism），指社会中的组织或机构对集体形式的资源分配和集体行动的鼓励；内团体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指个体表现出来的对组织和家庭的荣誉感、忠诚和与之联结的紧密程度；性别平等（gender egalitarianism）；未来取向（future orientation），指个体采取未来趋向的行为倾向，包括计划、投资和延迟满足；绩效取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指组织或社会对成员的绩效提高和表现卓越的鼓励程度；仁慈取向（humane orientation），社会对个体的与人为善倾向的行为表现的鼓励和奖励，包括公平、利他、友好、慷慨、关怀和友善等行为。
Gelfand等（2011）从社会规范的强度和对越轨行为的容忍度的角度，提出了文化的紧密性（tightness）—松散性（looseness）的概念。在紧密性较高的文化，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较强。研究者在33个国家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二手数据，得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结果，例如，人口与资源的紧张状态（包括较高的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的匮乏程度、自然灾害、食物缺乏程度），以及专制程度、对媒体控制和法律的严苛，都与文化紧密性正相关，而文化的紧密性又与自我感知的情境约束、自我控制等正相关。
上述包括Hofstede文化价值观等理论，一般是将文化作为相对“静态”的特质进行描述和分析的。Hofstede（2001）指出，文化变化一般非常缓慢。文化可被视作一个社会中相对稳定的共有知识结构，可以减少在这个文化中个体在价值、信念和行为上出现差异的可能性（Erez and Earley, 1993）。从动态的视角解析文化的理论较少，例如Berry等（2002）提出的环境—文化模型（ecocultural model），将文化视作发展和进化的适应机制，用以应对环境、社会和政治对个体的影响。Hong和Chiu等提出了文化的动态建构观点（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认为文化是个体理解环境的知识框架，个体可以在不同的框架之间进行转换（frame switching），文化不是由一个固定的群体界限来决定（例如国家∕地区）的，而是一个动态的选择过程（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ínez, 2000）。研究者在具有多重文化经验的个体上进行了“文化启动”实验，即给被试呈现不同的文化符号，结果表明被试倾向于选择与启动文化一致的行为（例如，Zou, Tam, Morris, Lee, Lau & Chiu, 2009）。



19.2　跨文化研究的类型
19.2.1　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
跨文化管理学研究可以分为定性研究（qualitative）和定量研究（quantitative）两种类型。跨文化定性研究，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民族志（ethnography）。民族志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身在所感兴趣的文化群体中生活一段时间，将自己作为一个“参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个文化群体各个方面的特征。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带来丰富的资料，并可能从中发现很好的研究问题，但是研究结论可能具有局限性，不稳定，并较难类推到更广泛的情形中（Creswell, 1994）。
定量的跨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分为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两类。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对所关注的概念进行数量测量，然后用统计方法探讨这些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测量，例如要求被试回答对“社会的各种制度是有利于有钱人的”（Leung & Bond, 2004）这个观点的确信程度。当然，相关研究也可以通过搜集二手资料，包括商业数据库及统计机构公布的指标（如联合国相关机构、各国统计局、专利局以及一些国际性组织）。由于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相对容易实施、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并且现代统计技术提供了很多有力的数据分析工具，因此这种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例如，Hofstede（1980）的文化价值观研究就是使用问卷调查方法在IBM公司40个国家分支机构中搜集数据而得到的。一些研究也将二手数据资料和一手的问卷调查数据相结合，例如利用Hofstede研究结果中各维度的分值来分析文化价值观对因变量的影响。
实验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操纵自变量的变化，探索变量间的关系。相对于相关研究而言，实验研究方法既有其优势，也存在很多不足。实验研究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能够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更有力的支持（Leung & Su, 2004）。为了强化对因果关系的说服力，实验研究的关键是要表明所观测到的因变量的变异是由自变量的不同水平，而不是其他因素所引起的，因此对混淆变量的控制非常重要。在跨文化研究中，文化通常是不可以被操纵的，来自不同文化样本的被试被自然地分隔成不同的变量水平，并没有研究者的操纵。正因为这个特点，跨文化实验研究被认为是“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这样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力就不够。因此，研究者需要通过一系列方法来增强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效力（Leung & Van de Vijver, 2008），这些方法将在后面的部分详细介绍。
19.2.2　结构指向和水平指向的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通常在两个或以上的文化群体中采样和比较，但也有一些研究仅使用一个文化群体，与过往研究中的另一个文化群体的结果进行比较。无论哪种方式，在进行文化间比较的时候，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结构指向和水平指向。结构指向的研究关注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试图确认这些关系在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例如，Schwartz等（Schwartz, 1992; Schwartz et al., 2001）进行的关于十种类型的价值观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模式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似性。Leung和Bond（2004）在多个文化群体中确认了一般信念系统（社会通则）的结构，也属于结构指向类型的跨文化研究。水平指向的跨文化研究则关注变量在不同文化间量上的差异。例如，Gelfand（2001）等使用自由回忆、情境测查和实验三种方法，比较日本和美国被试在冲突和谈判情境中对公平判断的差异，发现美国文化下被试有更多的自我偏向，即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公平而对方不公平。
19.2.3　四种常见的跨文化研究类型
根据研究是探索性的还是假设检验性的，以及研究中是否纳入情境和文化因素变量，可将跨文化研究分为四类（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 p. 20），每种类型又可以再分成结构指向和水平指向两个维度（见表1）。
表1　四种常见的跨文化研究类型

存在假设验证的跨文化研究可以根据是否引入情境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遍性研究”（generalizability），即在一个文化样本中试图检验在另一个文化样本中所得研究结果是否同样成立的跨文化研究。例如，Schwartz（1992）从多个国家搜集数据检验人类价值观结构的共通性；Leung和Bond（2004）在四十多个文化样本中考察社会通则的结构。
另一类假设验证型的跨文化研究是“情境理论研究”（contextual theory studies），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引入一些文化因素／变量，作为解释跨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Leung（1987）假设集体主义与不同文化之间在冲突解决中，使用调解人的倾向与文化差异有关，集体主义就成为这个研究中的背景变量；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被试被抽样作为集体主义的两个水平，研究发现两组被试在使用调解人解决冲突的倾向上的确存在差异。
探索式的跨文化研究可根据是否引入情境变量分为“文化差异研究”（cultural difference studies）和“环境关联研究”（ecological linkage studies）两个类型。文化差异研究在多个文化样本中进行测量，比较这些样本在平均数、标准差、信度系数以及其他心理测量指标上的文化差异。Peterson（1972）比较北美、西欧、拉美、亚洲及英联邦之间高层管理者在多个管理价值观上的水平差异。研究者事先不假设文化差异的大小和方向，通常采用事后解释的方法来分析观察到的文化差异。环境关联研究也不做出事先假设，但设计情境变量，以探索跨文化差异的效应或可能的原因。Leung和Bond（2004）的研究中测查了社会通则的各个维度和一系列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确证社会通则的效度，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地区气温、人口增长率等来检验社会通则各个维度的效度。



19.3　跨文化研究中概念和测量的对等性问题
19.3.1　主位和客位研究取向
主位（emic）和客位（eric）是有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主位取向是指研究者从所研究的文化意义系统的角度来分析和阐释这个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客位取向则是以研究者所认为的文化普遍性角度，采用这个文化之外的意义和符号系统来进行分析和阐释。跨文化研究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通常是客位取向。例如，Hofstede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维度就是一种客位取向的研究。研究者先假定并验证某个概念或理论结构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共同性，并根据这样的“共同符号体系”来分析和比较所关注概念和理论在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在管理及更广泛的行为科学当中，本土研究（indigenous research）是主位研究取向的，这些研究关注本文化和本地区独特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概念和理论。例如，对中国文化下家长式领导方式的研究（郑伯埙、周丽芳、樊景立，2000），人情和面子的研究（黄光国，1987），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研究（王登峰、崔红，2003）等，都从本土研究的视角提出了独创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主位取向的研究使文化间的比较变得困难，因此如何将本土研究推向世界学术舞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可采取本土的视角来探讨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过度聚焦在文化特有的现象上面（梁觉、吴培冠，1997）。
客位取向的研究方法使文化间的比较变得相对容易进行，研究者在共同的概念体系下进行分析和比较，形成“跨文化”的结论和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加分析地将某个文化下形成的概念直接套用到另一个文化当中，漠视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概念意义的差异，可能得到错误的研究结论，即所谓“强加客位陷阱”（imposed etic; Berry, 1990）。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据Schaffer和Riordan（2003）进行的文献统计，超过半数的管理学及相关领域的跨文化研究可能存在强加客位的问题。为了避免强加客位的问题，研究者宜采取“衍生客位”（derived etic）的方式：首先在不同文化下采用主位取向的视角获得关于这些文化足够的信息，然后分析可能存在的共同性成分和差异性成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后续的文化间比较和对照。
从主位和客位的角度来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当代大量的组织和管理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多数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提出的概念只从美国文化角度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并没有刻意尝试给出其他文化角度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可以视为主位取向的。研究者需要质疑的是，在美国文化下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是否适合于其他文化，例如，变革型领导风格在中国文化下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西方研究发现的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内容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Farh, Zhong & Organ, 2004）？在进行跨文化比较之前，研究者不宜先入为主，宜对所关注概念及其测量方式（或操纵方式）进行具体、全面、平衡的分析，比如可以采用开放式问题，全面搜集与该概念有关的信息。
19.3.2　概念对等性
无论是在结构指向还是水平指向的跨文化研究中，都需要探讨研究所涉及概念及其测量工具（或实验操纵方法）的对等性问题。例如，“孝”的概念在中西方的差异很大，孝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是子女对父母或祖辈的供养、尊敬、顺从和爱护的行为准则，而在西方思想中人们对孝的意识相对比较狭窄。此外，同一个测量条目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指向，例如骑自行车在美国被试中可能被当做一种娱乐运动，而在中国被试中可能被当做一种交通方式，因此将骑自行车作为休闲活动的一个测量条目进行跨文化比较是不恰当的。在跨文化研究中，需要采取一些分析方法和统计手段，检验所研究概念在概念上及其测量（或操纵方式）上的对等性。
对于一些内涵和指向比较简单的概念，例如工作满意度、工作超负荷等，通常可以假定其在不同文化下是近似或对等的。但一些较复杂的概念，例如人格（Wang, Cui & Zhou, 2005）、成就动机（Yu, 1996）等，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Farh, Zhong和Organ（2004）探讨了中国文化下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发现中国文化下一些组织公民行为维度的内涵与西方文化下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些对应维度接近，但有一些维度只在中国文化中出现。因此，如果在中国文化下的研究直接套用西方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工具，那就忽视了组织公民行为中那些在中国文化下重要的内容。
概念对等性是跨文化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探讨概念的结构，如果是多维度结构，可以比较维度结构在不同文化之间是否一致；其次，考察这个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相关系数）在不同文化下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是的话，则可能表明这个概念存在文化间差异；最后，考察这个概念与其他有关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存在文化间差异，并且研究者可以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境变量的解释，则也可能表明概念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对等。此外，在研究设计的时候宜采取一种文化平衡的方式（decentered approach），即同时从所关注的不同文化的角度来进行概念分析和设计研究，而不是以某个文化为主。例如，一项在全球进行的领导行为研究（House et al., 2004），研究者从多个文化中分析概念的含义和抽取测量条目，而不是只在某个文化中进行分析和确定概念内涵及测量方式。Leung和Bond（2004）进行的社会通则研究也是从不同文化中抽取条目。
19.3.3　测量对等性
在水平指向的研究中，不仅要检查概念对等性，还要进行测量对等性的探究。即使确认了目标变量在不同文化间的概念对等性，我们也不能将在这些文化下测得的分数直接进行比较，因为我们不能确证在不同文化下的测量在单位上是一致的，就如我们不能在长度上认为100肯定大于90，因为前者的单位可能是毫米而后者的单位可能是英里。在对目标变量进行跨文化间水平比较之前，我们需要考察这个变量的“测量对等性”（measurement equivalence）。
测量对等性可能是由于条目偏差引起的，条目偏差是在跨文化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即使研究的概念在不同文化间具有概念对等性，测量这些概念的一些条目也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偏差。如果不同文化的受试者在某个概念上具有同等水平，但在用以测量这个概念的某个条目上存在不同的期望分值，这个条目就具有文化偏差。如果对研究概念进行测量的工具存在具有文化偏差的条目，从这个测量工具得到的跨文化研究结论可能就不再可靠了。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通常需要对所采取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对等性分析。
多种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测量对等性，包括方差分析（Van de Vijver & Leung, 2000）、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如Maurer, Raju & Collins, 1998）、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等。较为简单的是方差分析方法，即将条目上的分值作为因变量，文化和量表总分值（分为若干个组）作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如果文化和量表总分值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在不同文化之间，条目分值与量表总分值的关系模式不一致，即表明这个条目存在偏差。
跨文化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检验测量对等性的方法是验证性因子分析。这种方法将测量对等性当做一个多样本比较的问题，即比较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有关参数是否相等。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假定存在潜变量结构并估计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以及残差之间的各种关系。在多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中，观测变量与潜变量、截距和残差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在等式（1）中，表示g样本中第k个观测变量，ξ是其对应的潜变量，τ表示截距，Λ表示潜变量ξ对观测变量Χ的回归斜率，δ表示残差。这个等式表示在g组中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回归方程。
我们假定潜变量和残差是相互独立的，上述等式（1）可以转换为：

在等式（2）中，Σ表示观测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Φ表示潜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Λ表示潜变量到观测变量的系数矩阵，Θ表示残差方差矩阵。讨论跨文化研究中测量对等性的问题，从多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来看，即探讨不同文化样本之间相关参数矩阵是否可以认为相等。如不能拒绝零假设，就可以认为跨文化样本之间具有在某个层次上的测量对等性。
Vandenberg和Lance（2000）总结了大量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测量对等性分析的研究，并归纳了进行测量对等性研究的建议。应用于跨文化研究中，我们将这些步骤列于下：
（1）分析不同文化样本之间观测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是否全等，如果这两者全等，表明这个测量具有完全的跨文化一致性，不需要进行以后的步骤。由于极少存在全等性的例子，很多研究并没有进行这一步检验。但一旦确认整体全等性，就可以确认测量对等性，因此先进行全等性检验不失为一个便捷的方法。
（2）探讨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是否具有“结构对等性”（configural equivalence），结构对等性即指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是否可以认为有相似的因子结构（factor structure），如果不能确认结构对等性，则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对等性探讨。
（3）检验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是否具有“量度对等性”（metric equivalence），即不同文化样本之间Λ（潜变量到观测变量的系数矩阵）是否相等。
（4）检验“截距对等性”（scalar equivalence），即不同文化样本之间τ（截距）是否相等。
（5）检验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残差Θ是否相等。
（6）检验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潜变量（因子）的方差以及协方差（Φ）是否相等，后者探讨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是否具有对等性。
（7）检验不同文化样本之间潜变量均值是否相等，即检验文化样本之间潜变量水平的差异。
在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对等性检验时，通常采用模型比较的方法来检验上述对等性是否成立，具体做法是将设定为对等性的模型（即设定相应的参数相等）与没有设定对等性的模型进行模型比较。由于设定对等性会减少参数估计的数目，导致自由度增加，因此如果卡方差值检验不显著，即可接受相应的对等性假设。除卡方差值检验外，研究者提出，模型比较可应用相对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变化的标准，如果CFI的变化不超过0.01，即可接受对等性假设（Cheung & Rensvold, 2000）。
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IRT）对被试在条目上的反应概率的模型进行分析，形成项目特征曲线（item characteristic curve），并由该条目的区分度（discrimination level）、难度（difficulty level）和猜测系数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由（3）式表达的项目特征曲线为一个S形的、上下两端分别趋近于1和0（概率）的曲线。其中，θ表示在该条目所测量的概念（如某种能力、态度等）上的大小，P（θ）表示该条目所测量概念为θ的概率。D是一个常数，通常取1或1.7;a表示该条目的区分度，b表示项目的难度；c是猜测系数，表示被试猜测作答的程度。
对于态度、信念等常见的管理学变量，可以采用简化的Rasch模型（Fischer & Molenaar, 1995），即假设不存在猜测，并且条目的区分度固定为1：

使用项目反应理论分析条目跨文化偏差的思路为：如果条目的区分度或难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则表示这个条目存在文化偏差。在运用项目反应理论检验文化偏差的时候，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参数比较方式和模型比较方式（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参数比较方式是在各个文化下分别估计参数（区分度和难度），然后比较区分度和难度在不同文化下的差异；模型比较方式是在设定跨文化间参数相等的模型与设定参数分别估计的模型之间，检验这两个模型对数据拟合的差异。
对等性是跨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必须在问题提出、概念形成、测量或操纵方法选择上，仔细分析可能存在的概念和测量对等性问题，减少研究结论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在跨文化研究中需要保证所有的条目都对等。如果发现有少部分条目不对等，可以采取删减这些不对等条目的方法，保留对等的条目，但如果发现大部分条目都不对等，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研究方案了。



19.4　跨文化研究的设计
19.4.1　跨文化研究设计值得注意的问题
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实验研究，跨文化研究设计关注的重心问题是加强结果对假设的解释力并排除其他可能假设。不同文化的组群存在许多方面的差异，其中很多非文化差异都可能作为解释研究者所感兴趣的跨文化差异现象的原因。因此，跨文化研究的设计中，重点就是要排除研究假设以外其他对研究结果解释的可能性。例如，在研究设计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引入“协变量”来加强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协变量指一些非研究兴趣所在但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变量，引入协变量可以检查是否可以排除其他对研究结果的可能解释。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国家财富水平等变量是经常使用的协变量。
另外，研究者需要探讨所关注问题和概念的文化特性，这一点在前文概念和测量对等性中已提及，研究者需要在研究设计中，而不是在搜集数据以后，考虑概念的文化差异问题。正如Leung和Zhang（1996）指出的，许多直接从西方引入到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所探讨的一些主题可能与当地文化几乎没有任何对应，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与西方文化背景有关，如果换另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进行这些研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免某种文化对研究问题的主导和对所得到的结果产生偏差，第一种方法称为“平衡方法”（decentered approach），在概念探讨和研究设计时采取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在前文跨文化对等性部分已有介绍；另一种研究方法可以称为“聚合式方法”（convergent approach），其思路是在不同文化中探讨某个理论框架是否一致，例如Bond等在中国文化中研究价值观，发现一些维度与Hofstede的维度十分相似，但也同时发现了一个新维度：长远—短期取向（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
管理学的跨文化实验研究，具有与一般实验研究不同的特点（Leung & Su，2004）。例如，管理学中的跨文化实验研究多数是通过纸笔上进行的虚拟情境进行的，而不是在真实情境中进行。这是由于在现实情境中难以操纵和控制的变量可以通过虚拟情境操控，研究者通过虚拟情境也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大量的数据，同时也容易预期和控制操纵方法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等性。
19.4.2　汇聚方法
研究者可以通过汇聚方法（consilience approach）来加强跨文化研究结果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力（Leung & Van de Vijver, 2006）。“汇聚”（consilience）这个概念是由哲学家Whewell（1840）提出的，对于某个理论，如果“对某类事实的归纳，与对另一类事实的归纳是一致的”，则认为这些归纳是汇聚的，可以作为检验理论的一个方式。在跨文化研究中，通过“汇聚”的多方面的证据将大大加强研究结果对所论证关系的说服力，弥补跨文化研究本身存在的一些固有的不足，例如，无法按一般的实验方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效应而有较强的因果关系说服力。
难以确证因果关系并不仅仅局限在跨文化研究当中，其他的一些学科，甚至是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也缺乏完全意义上的实验方法来确证因果关系。例如，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就不能以实验方法进行，也很难存在单一的证据可以完全支持自然选择假说，但是把来自不同方面、使用不同方法的多重证据汇聚起来，就使得进化论的说服力大大加强。类似地，在跨文化研究设计中，可采用多个方面的汇聚方法来加强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力，汇聚方法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多重情境的汇聚（contextual consilience），指搜集多个不同文化情境或文化群体的数据，如果这些结果都与理论预期吻合，则为所论证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多重方法的汇聚（methodological consilience），是使用多种方法，例如调查法、实验法、纵向研究等方法，来验证某个研究假设，考察这些不同方法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结论；（3）多种预测的汇聚（predictive consilience），指从该因果关系理论中推导出一些预期假设，如果这些假设都得到验证，那就大大增强了对这个因果关系的确信程度；（4）排他的汇聚（exclusive consilience），指除研究者所论证的因果假设以外，研究者提供证据排除其他多种替代性假设可以解释观测到的结果的可能性，如表2所列。
表2　汇聚框架下的跨文化研究策略

汇聚方法包括不同策略，第一类策略是系统比较策略，包括：（1）多重比较策略，研究者在研究假设的某个维度上的分值按大小顺序抽取三个以上的文化样本进行研究，例如研究者考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个维度来解释可能的研究结果，则可以抽取在这个维度水平上的三个文化样本，比如日本、法国、美国，如果研究结果呈现合理的次序，则该研究结论比仅抽取两个文化样本的研究结论的确信程度要高；另外，研究者也可以在抽样设计的时候排除其他替代性假设的干扰，例如可以选择两个文化样本，它们在关注维度上有差异，而在与替代假设有关的维度上并没有差异。（2）纵向比较策略，即考察在某个文化维度上的变化是否与因变量的变化有关，但通常文化的变化是缓慢而难察觉的，因此研究者多通过移民这个视角来考察文化变化的效应，例如可以比较移民时间不同的群体，如新移民和移民后裔等在所关注的因变量上的差异。
第二类策略是协变量策略，包括：（1）单一协变量策略，即仅引入所关注的文化维度变量作为协变量，如果控制这个变量以后，文化效应不再显著，则表明这个变量可能是文化效应的原因；（2）多项协变量策略，在这种方法中，研究者纳入了多个可能的文化维度变量，探索文化效应的原因或是排除其他替代性假设而强化假设的解释力，例如可以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多个层面作为协变量探索哪些层面与组内偏向（in-group favoritism）之间存在关系（Chen, Brockner & Katz, 1998）；（3）单文化拓展，在考察文化效应可能的原因时，研究者可以在一个文化样本内探索文化维度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Brockner等（2000）比较程序公平效应在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后，在美国被试样本中将独立我—互依我维度上不同强度之间的公平效应呈现出类似文化样本之间的差异，因此支持了这个自我构念作为程序公平的文化效应的解释。
第三类策略是多重方法策略，包括：（1）使用多个因变量指标，不同的因变量指标可能与不同的混淆变量有关，如果使用不同的因变量指标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那么这个文化效应被无关变量导致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2）多种实验策略，尽管在跨文化研究中不能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实验，但研究者近年来根据一些准实验方法，提出“实验人类学”（experimental anthropology）方法（Cohen, Nisbett, Bowdle & Schwarz, 1996），即操纵一些变量来加强或减弱文化效应，从而推证因果关系，首先假设某个文化效应是由于某个变量所导致的，然后通过操纵这个变量的水平，观察是否在因变量上会出现预期的变异。可以区分两类实验操纵方法：外部情境变量的操纵（ecological experiments），研究者可以操纵外部情境变量来探讨预期的效应，例如改变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来观察被试的反应与被操控因素之间的关系；个体的文化维度上的“操纵”（idiographic experiments），研究者可以在个体水平上“操纵”文化，例如“文化启动”（culture priming）方法，可以给被试展示代表不同文化的刺激物，比如国旗、文化名人等（Hong et al., 2000），也可以在具体的文化维度变量上进行启动，例如可以通过让被试回答自己与家人相同和不同之处，来操纵独立我—互依我这个维度（Trafimow, Triandis & Goto, 1991）。
19.4.3　跨文化研究中的多层设计
在跨文化研究当中，研究者可能会面对数据的层级结构问题。跨文化研究通常包括两个数据层级，例如被试的态度、观念或一些个体差异变量构成个体水平上的数据层次，而不同文化之间在平均水平上存在差异，构成了文化水平上的数据层次。研究者可以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研究设计，对个体水平上的均值或是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进行研究设计，例如考察气温与角色冲突之间的关系（Van de Vliert & Yperen, 1996）。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层级上得到的结论并不一定可以类推到另一个层级中（Klein & Kozlowski, 2000）。将在宏观层次上得到的结果直接类推到微观层次，可能出现“区群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同样，将微观层次上得到的结果直接类推到宏观层次，可能出现所谓“微体谬误”（atomistic fallacy）。在不同数据层级上，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Triandis（1996）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在个人和国家层次上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国家层次上，他采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的概念，而在个人层次上，他采用“个人中心—集体中心”（idiocentrism-allocentrism）的概念。
大多数跨文化领域的研究采取单一层面的设计，即研究集中在文化或者是个体／企业这一层面上（Leung & Bond, 1989; Tsui, 2007），但单一层面的研究设计可能忽视了部分重要的系统变异。仅在文化层面的研究不能分析个体／企业水平上的变异对因变量的影响，而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则忽视了个体所在的文化背景可能导致的组间差异。统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来处理跨文化研究中多层数据结构问题，其中多层线性模型被认为是目前对跨文化研究中多层次数据的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Schaffer & Riordan, 2003），某些单一层面设计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文化层面的变量是否对个体／企业层面的因变量产生作用，文化差异是否影响个体／企业层面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使用多层设计及多线模型分析技术可以得到解决，其原理和分析方法在下文以及本书有关多线模型章节中将有具体的介绍。
例如一项研究（Van der Vegt, Van der Vliert & Huang, 2005）在探讨成员多样性（demo-graphic diversity）与创新氛围（innovative climate）之间关系的跨文化差异时，就使用多线模型方法，考察权力距离这个变量对成员多样性与创新氛围之间关系的跨层调节作用。研究者搜集到一家跨国公司的24个国家的248个分支的数据，数据结构存在两个层级水平：机构水平和文化水平。在多层模型分析中，研究者将分支机构数据回归方程的斜率作为因变量、在文化水平上将权力距离作为自变量对其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权力距离这个文化维度能够调节成员多样性与创新氛围之间的关系：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组织的成员多样性会降低创新氛围；而在权力距离较小的社会中，组织成员多样性会提高创新氛围。
一般而言，在跨文化研究中如果研究数据涉及多个层次，且文化间变异和文化内个体／组织间变异都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者即可以考虑采取多层设计并使用多线模型等方法来分析数据。研究者一般认为必须存在足够的文化间变异，进行多层分析才有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因变量的组间变异不明显，也并不意味着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组间差异（Nezlek, 2008），因此同样可以进行多层研究设计，检验跨层交互作用的假设。
在多层研究设计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首先是个体水平上测度的变量如何聚合为文化层面的变量的问题。研究者需要证明：（1）该变量有足够比例的变异可以被文化组别解释；（2）组平均值差异有足够的信度；（3）组内个体间的分值具有足够的一致性。对应地，研究者采用ICC（1）、ICC（2）以及rwg（j）三个指标分别进行测度，一般认为比较理想的标准是ICC（1）应在0.20以上或接近0.20（Bliese, 2000）, ICC（2）应在0.60以上（Klein & Kozlowski, 2000），而rwg（j）应在0.70以上（Chen, Mathieu & Bliese, 2004）。
其次是样本问题。由于在多个文化中取样通常存在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研究者往往选取数目有限的国家样本，而每个样本包含的个体／企业数目则比较大。研究者目前对多层设计中需要的国家样本的数目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Snijder和Bosker（1999）提出至少需要25个以上的样本数，而Nezlek（2008）认为非常少的样本数目可能不适合，至少应在10个以上。较少的国家样本数目可能会导致多线模型的最大似然法估计不稳定及出现偏差的结果（Bower & Drake, 2005），同时也导致研究设计对文化间差异没有足够的统计检验力，并可能导致第二类错误（Parboteeah et al., 2008; Snijders & Bosker, 1999）。尽管增加国家样本数目可以减少这些问题，但在研究实践中一般难以实现。
在国家样本数目较少的情况下，研究者可考虑采用下述两种数据分析方法。第一种做法是将整体研究模型拆分成逻辑上独立的若干个子模型，然后分别对这些模型进行数据分析（Bryk & Raudenbush, 2002）。例如，Parboteeah等（2008）的一项研究就是将研究模型分解为子模型，然后在19个和14个国家样本上分别进行检验。第二种做法是在国家层面的分析上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的模式，将国家层面的自变量首先全部纳入分析，然后逐个剔除统计上显著性最低的变量，最终只保留那些统计显著的变量在模型中。当然，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国家层面的变量过多时，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参数估计（Nezlek, 2008）。
最后，在单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与文化有关的研究，如果数据存在多层嵌套结构，也可以进行多层设计和数据分析。一种常见的情形是个体或团队嵌套在企业之中，构成两个数据层级，而文化变量可以在企业层面上出现。例如，Li等（2011）在中国（单一文化）搜集了8000多个源自不同母国的合资企业的数据，分析合资双方文化特征对企业杠杆比率和短期借贷的影响。



19.5　跨文化研究的实施
19.5.1　文化样本采样、被试采样及数据搜集
选择哪些文化样本是在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系统采样（systematic sampling），即理论导向的采样方式，是最常采用的研究策略。最近的很多研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为框架进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分别搜集数据进行比较（Chirkov, Ryan, Kim & Kaplan, 2003）。另外一种采样方法是随机采样，即随机抽取大量的文化样本，通常在探索具有跨文化共同性的结构或泛文化理论时采用。通常要做到完全随机抽取文化样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抽取多个文化的大型研究通常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随机抽样的。例如，Schwartz（1992）在开始研究人类价值观时抽取了20个文化样本，后来样本的数目增加到60（Schwartzet al., 2001); Leung和Bond（2004）从40个文化中抽取样本来研究社会通则的结构。一如前述，要小心处理以国别界定文化组的问题，要注意一个国家内是否有明显的次文化群。
对于被试的采样，从不同文化中抽取的被试群体应具有相似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否则很难辨别所得到的样本间差异是由于文化因素抑或是样本特异性差异所造成的。比如，如果我们从一个文化样本中抽取的是不识字的被试，而在另一个中抽取受教育水平高的被试，我们就很难判断得到的结果差异不是由于受教育水平，而是由于某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导致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平衡匹配不同样本间的被试在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差异，从而排除这些可能的解释。很多研究者采用大学生作为被试，并假定大学生被试样本具有相似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基于同样的原因，Hofstede（1980）采用同一家跨国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价值观结构，以便排除被试和组织的背景变量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表面上看似“匹配”的样本可能实质上并不匹配，在采样阶段研究者也应当考虑在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隐含系统差异。另外，有时由于现实的原因或者文化样本之间本身存在巨大的人口统计变量差异，匹配不同的文化样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在美国和中国，整体水平上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对此，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将有关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处理。
19.5.2　研究实施中的其他相关问题
在跨文化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可能需要对测量工具进行翻译。回译是最常采用的方法，首先将测量工具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然后再由另一个译者将它翻译回原来的语言。研究者可以考虑同时调整原文和译文，使之在含义上对等，使测量工具在不同文化样本中具有最大的一致性和可读性，而不是机械地在另一个语言中复制原测量工具（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
对于跨文化实验研究，研究者需要仔细考察被试样本、操纵方法、实验程序、实验情境在不同文化间的对等性。首先，研究者应当仔细分析所操纵概念以及操纵方法在不同文化中是否是对等的。例如，研究者在实验操纵中使用金钱奖励作为操纵动机的方式，可能忽视了在不同文化下数额相等的金钱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越南50美元对被试产生的动机效应与同样数额的金钱对美国被试产生的动机效应可能是相差很大的。另外，在实验程序中，研究者应当注意实验主试或访谈人员的个人特征。主试或访谈员可能影响被试的反应倾向（例如，被试可能倾向于提供他们认为的实验者或访谈员所期待的反应结果），当实验者或访谈员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19.6　跨文化研究的数据分析
管理学中跨文化研究的数据分析存在一些自身的特点和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方法可能在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中较少使用，例如对数据的标准化、轴转向因素分析方法、多层分析方法等，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结构指向和水平指向研究中的一些数据分析方法及相关的问题。
19.6.1　水平指向研究中的一些数据分析方法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于水平指向的研究，研究者通常可以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或回归分析来进行文化之间的比较。如前文说述，研究者在进行比较之前需要检验测量对等性，然后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在方差分析中，研究者可以使用因子设计的方法，考察文化的主效应以及文化与其他自变量的交互作用。但方差分析要求自变量不是连续变量，所以对于一些文化维度变量，例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通常需要分组处理，这会损失一部分信息，此时，使用回归分析更为适合。需要指出的是，回归分析不仅可以处理连续变量，也可以处理分类变量（通常将分类变量转换成哑变量，dummy variables），例如，Brockner（2003）分析了文化（分类变量）、程序公平和结果有利性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程序公正的缓冲作用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19.6.2　结构指向研究中的一些数据分析方法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结构指向研究中，研究者可能面对应否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问题。标准化指使用Z分数（即原始分与平均分的离差相对标准差的比值）对数据进行分析。标准化的好处是可能消除了一些非研究所关注的文化间的系统偏差，例如文化样本在一般反应倾向、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等方面的差异，但是标准化也可能忽略了真实的样本间差异。因此，如果事前存在理论支持文化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所关注的系统性差异，研究者可以将数据做标准化以后再进行进一步分析，例如Schwartz（1992）在价值观调查研究中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为这个调查被认为涵盖了所有重要的价值观，理论上被试在所有条目上的总体平均应当是相等的。如果并没有理论表明均数的对等性，研究者应当慎重考虑是否使用标准化数据（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
结构指向的研究通常关注概念的结构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例如，普遍性研究需要表明某个概念的结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具有一致性。在此类问题的数据分析中，研究者可以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多维度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是最为常见的方法。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为了进行结构在不同文化间的比较，通常会选取某个文化样本作为靶样本，在各样本中分别进行因素分析，然后将因子载荷旋转与靶样本重叠，然后通过一系列指标分析因子的一致性（factorial agreement）检验，这些指标包括Tucker's phi等。轴转向（targeted procrustes rotation）因子分析方法虽然在跨文化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但并不可以在常用的统计软件包例如SAS和SPSS中直接进行，研究者可以参考相关的公式自行设定程序语句进行处理（参见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
研究者也可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方法考察所关注概念的结构以及变量间的关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侯杰泰，2004）。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了测量部分（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部分的潜变量模型。与前文介绍的检验测量对等性的方法一样，在数据分析中采取模型比较的方式，比较设定相关概念维度或路径相等与设定为自由估计两个模型之间的拟和差异，从而接受或排除相应的虚无假设。研究者可以借助于专门的统计软件，例如LISREL、AMOS、EQS、MPLUS等进行模型比较和分析。
此外，研究者也可以运用多维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以及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来处理结构指向的跨文化数据。多维度分析在跨文化研究中通常根据刻面理论（facet theory; Guttman, 1955），将理论、量表设计与数据分析有机结合。Schwartz（1992）对价值观的研究就是采用多维度分析方法，得到两个维度上十种类型的价值观结构。多维度分析与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在一些情形下是不同的，通常使用多维度分析发现的维度的数目要少于用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数目（使用特征根大于1或碎石图作为抽取因子数目的判定标准）。另外，聚类分析方法常用来描述不同文化在某个理论上形成的“文化地图”，用以表明文化之间的距离，例如Leung和Bond（2004）在社会通则结构上对40个文化进行了聚类。因为聚类分析不能对在各个文化下得到的结构进行统计上的比较，因此在变量水平上用聚类分析来探索因子结构的方法并不常见。
19.6.3　跨文化研究中的多线模型分析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跨文化研究由于常常涉及多层嵌套数据的问题，可以应用多层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多线模型由一系列嵌套的回归方程构成，先在较低层级的数据上建立回归方程，然后以这个方程的参数（截距或斜率）作为因变量、选择较高层次上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构成第二层回归方程。在多线模型中，可以同时对多至三个层次的数据进行分析，考察文化效应在不同层级上的效应以及跨层级交互作用（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有多线模型的详细介绍）。在跨文化研究中，最常见的应用是各个国家内个体／企业水平上（第一层）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回归方程，然后用国家水平上（第二层）的变量对第一层回归的参数进行回归，如下面的方程所示。
个体/企业水平（第一层）：

国家水平（第二层）：

其中，Yij和Xij分别代表个体／企业水平上的因变量和自变量，Zj代表国家水平上的自变量，β0j和β1j分别代表个体∕企业水平的截距和斜率，γ00和γ01分别是国家水平上自变量Zj对参数β0j进行回归的截距和斜率，γ10和γ11分别是国家水平上自变量Zj对参数β1j进行回归的截距和斜率，eij是个体／企业水平上的残差，u0j和u1j是国家水平上的残差。在进行估计时，需要区分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随机系数（random coefficients）和变异成分（variance components）。固定效应是指取值不随国家差异变动的参数，如γ00、γ01、γ10和γ11。随机系数是指取值随国家变动而不同的参数，例如β0j和β1j。变异成分包括两个部分：个体水平上的变异σ2=Var（eij）和国家水平上的变异。国家水平上的变异可以分解为截距和斜率在国家水平上的变异τ00=Var（u0j）和τ11=Var（u1j），以及两者之间的协方差Cov（u0j，u1j）。在多线模型分析中，应用t检验来分析固定效应（例如γ00、γ01、γ10和γ11）的显著性，并应用卡方检验来分析变异的显著性，具体可参见Hofmann(1997), Snijders和Boskers（1999）以及Raudenbush和Bryk（2002），在本书其他章节中亦有介绍。
在应用多线模型对跨文化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研究者根据研究假设，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一般可以从“零模型”（null model）的分析开始，以两层模型为例，零模型是在第一层（通常为个体／企业水平）和第二层（国家水平）上均不加入自变量，仅包含残差项。在零模型中，可通过卡方检验截距残差变异τ00的显著性，如果没有显著的残差变异，则表明没有足够的文化间差异，可以不再进行后续的分析；此外，截距项残差变异相对于总残差变异的比例即为组内相关，依前所述，如果该值过低也意味着进行文化间差异分析的必要性不大（Van de Vliert, Huang & Levine, 2004）。
表3　跨文化研究中多线模型的类型

依据研究设计，如果研究者仅对个体／企业水平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感兴趣，就只需要控制文化差异对变量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应用随机系数回归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regression model）进行分析。在这个回归模型中，第一层回归方程中加入个体／企业层面的自变量，以第一层回归方程的斜率和截距为因变量的两个第二层回归方程中，不加入国家层面的自变量，但都要包含残差项，即控制文化差异对均值和第一层变量间关系的影响。Fu等（2004）在12国家中进行的研究应用了随机系数回归模型，分析社会通则与影响策略之间的关系。在随机系数回归模型中，截距和斜率的残差变异的显著性检验（卡方检验）分别表明影响策略的均值以及社会通则与影响策略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文化差异，但不会对这些差异提出假设和检验。
当截距或斜率的残差变异显著时，研究者可应用“截距预测模型”（intercepts as outcomes model）或“斜率预测模型”（slopes as outcomes model）进行数据分析。截距预测模型是以第二层（国家层面）变量为自变量，对第一层回归方程的截距进行回归。利用截距预测模型可以检验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个体／企业层面的因变量是否有跨层主效应（cross-level main effect）。例如，Peretz和Fried（2008）搜集了21个国家5991个组织的数据，分析文化价值观（第二层变量）对绩效评估系统使用（第一层变量）的效应。斜率预测模型是以第二层（国家层面）变量为自变量，对第一层回归方程的斜率进行回归。利用斜率预测模型可以检验第二层变量对第一层变量间关系的跨层调节效应（cross-level moderating effect）。Hui等（2004）使用斜率预测模型检验了权力距离这一文化层面变量对授权和工作满意度（第一层变量）之间关系的跨层调节作用。
在使用多线模型方法对跨文化研究数据进行分析时，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Li, Lai & Leung, in press）。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变量进行中心化（centering）的问题，中心化有三种选择：（1）原始数据（un-centered）；（2）以各组均值为中心点的中心化数据，即组均中心化（group-mean centered）；（3）以样本均值为中心点的中心化数据，即样均中心化（grand-mean centered）。由于采取不同的中心化方法会影响到数据分析检验和对结果的解释（Kreft等，1995），因此多线模型中的数据中心化问题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和广泛讨论（如Enders & Tofighi, 2007; Hofmann & Gavin, 1998; Kreft, 1995; Longford, 1989; Paccagnella, 2006; Wu & Wooldridge, 2005）。对第一层（个体／企业）变量的数据中心化问题，Enders和Tofighi（2007）指出：如果文化内的个体／企业水平上的变量间关系是研究的重点，则应当采用组均中心化方法；如果文化差异变量对个体／企业水平上因变量的直接效应是重点，则应当采用样均中心化方法；如果研究者主要考察文化差异变量对个体／企业水平上变量间关系的跨层调节效应，则应当采用组均中心化方法。此外，如果第一层变量间还存在交互作用效应，其数据中心化问题可参考Nezlek（2010）提出的三个步骤进行。对第二层（国家）变量的数据中心化问题，一般可采用原始数据或整体均值中心化方法，但如果第二层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需要进入回归方程，则应采用样均中心化方法（Enders和Tofighi, 2007）。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设定系数和误差项。在多线模型的数据分析中，第一层的系数可以由三种不同的方式估计：（1）随机变化，即对该系数的回归中包含有组间随机误差项uij；（2）固定，即不包括组间随机误差项uij，所有组的系数相同；（3）非随机变化，即由第二层变量所解释但不包括组间随机误差项uij（Nezlek, 2008）。是否在模型中包含误差项可能影响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Nezlek, 2008, 2010）。一般而言，在数据分析时首先应假设系数为随机变化，即在估计时包含误差项，但可以对误差项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不显著，又或是随机变化系数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不能聚合，则可考虑不包含误差项，即采用固定系数。一些研究者指出，在检验中可采取较宽松的标准（但至少是在0.10水平以下）的显著性标准（Nezlek, 2008, 2010）。
第三个问题是在多层分析中如何进行调节和中介效应的检验。多层模型中的调节和中介效应的意义是完全类同于单一层面的。研究者总结了三类多层中介效应：（1）第二层面的变量对第一层面变量的效应被另一个第二层面变量中介，即“2→2→1模型”；（2）第二层面的变量对第一层面变量的效应被另一个第一层面变量中介，即“2→1→1模型”；（3）第一层面的变量中介两个第一层面变量之间的关系，即“1→1→1模型”。对中介效应的检验，研究者提出了很多包括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的方法（如Baron & Kenny, 1986; MacKinnon, Warsi & Dwyer, 1995; Shrout & Bolger, 2002），但Bauer等（2006）指出这些方法对多层数据不适用，他们提出了在多层数据中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序，但目前为止在跨文化管理研究领域缺乏应用这些方法的实证研究。此外，在多层数据分析中出现了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整合分析的趋势。Chen等（2010）的一项研究搜集了31个企业分支机构的556名外派经理的数据，发现跨文化动机对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可以被机构支持和文化距离解释。对多层数据被中介的调节检验详细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近期的一系列论文，例如Krull和MacKinnon (2001), Bauer等（2006），Mathieu和Taylor (2007), Mathieu, DeShon和Bergh (2008)，以及Zhang, Zyphur和Preacher (2009)。



19.7　结语
在当今的国际商务活动中，文化的影响是显见、广泛而深刻的。在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跨文化研究不仅需要验证和拓展现有概念和理论，还应提出更多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丰富现有的理论体系。过去的几十年中，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应用包括多线模型在内的更为精确的数据分析方法，甚至提出了新的研究模式（例如“文化启动实验”）。管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大概会出现以下趋势：（1）新的理论结构将不断出现；（2）各种实验方法包括认知反应甚至ERP、fMRI等脑成像实验技术，可能将应用于跨文化研究中以加强研究的因果解释力，并探讨深层的行为机制；（3）研究者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多种汇聚方法来加强理论假设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力，这些方法包括使用多种因变量指标、引入多个协变量、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等；（4）多层数据处理方法，包括多线模型、多层结构方程模型等，由于适合于很多跨文化研究的数据结构，因此极有可能在跨文化研究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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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中介和调节变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借此来扩展现有研究，探索变量之间关系的潜在中介机制与情境限制。一方面，中介变量可以传递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Baron & Kenny, 1986）。例如，为了扩展积极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和个体—环境匹配（person-environment fit）方面的研究，Zhang, Wang和Shi（2012）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质量（leader-member exchange quality）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领导者—追随者积极人格之间一致性／不一致性对于追随者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与工作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调节变量可以改变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和／或方向（Baron & Kenny, 1986）。例如，Hitt, Hoskisson和Kim（1997）检验了产品多元化（product diversification）对国际多元化（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产品非多元化企业，国际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在产品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国际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中等的企业，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则呈曲线关系。正如Whetten（1989）所言，中介变量阐明了一个关系或过程“如何”及“为何”产生，而调节变量则展示了一个关系“何时”和“为谁”而增强或减弱，这就是研究这些变量的主要理论贡献所在。因此，大多数心理学理论及组织理论试图描述这些中介过程和／或调节情境，例如，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 theory, Weiss & Cropanzano, 1996）、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Bandura, 2002），以及企业资源观理论（the resource view of firms, Barney, 1991）。请参考本书第16章“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以了解对于中介或调节变量的原理与检验方法的更为详细的论述。
大量研究倾向于独立构建并检验调节和中介作用（如Chen & Aryee, 2007; Liu, Liu, Kwan & Mao, 2009）。例如，在一项跨层次研究中，Liu等（2009）首次发现导师个人学习（mentors' personal learning）在其对学徒所提供的指导（provision of mentoring functions）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也检验了导师社会交往（mentors' social interaction），在其对学徒所提供的指导与导师社会地位（mentor's social status）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之后，他们把团队层次的概念一团队凝聚力（team cohesiveness）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在个体层次，团队凝聚力对导师指导与个人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及导师指导与社会交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然而，研究者经常无法通过这种渐进方式（piece-meal approach）清晰地描绘组织现象中可能同时存在的潜在机制和情境因素（例如，中介关系会不会随着某调节变量发生变化，或者调节关系会不会由某个中介变量所解释），从而制约了研究的潜在贡献。
因此，组织研究的学者们近年来开始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发展和检验研究模型，提出了一些由中介和调节作用同时构成的组合形式。在大量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学者们发展并检验了被中介的调节（mediated moderation）和被调节的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效应（例如Liao, Liu & Loi, 2010; Tepper, Henle, Lambert, Giacalone & Duffy, 2008; Zhou, Wang, Chen & Shi, in press）。然而，现有文献无法十分清晰地解释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不同理论意义及提供相应的检验方式，因而研究者还无法有效地发展理论模型，进行统计检验。目前，几种主流检验方式也都有着各自的缺陷，在结果解释方面会给研究者带来不少困惑（Edwards & Lambert, 2007）。
在本章中，我们将为那些对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感兴趣的组织研究者提供相应的指导。具体而言，本章有以下四个目标：第一，通过回顾文献，界定被中介的调节效应的两种主要形式，为如何发展理论框架提供相应的建议；第二，运用已发表的文章作为实例来讲述被调解的中介效应的三种形式，并归纳一些有效途径来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第三，在单层次及多层次情境中，讨论相应的统计方法，用来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第四，在单层次及多层次情境中，介绍三种恰当形式的统计方法，用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希望本章能够阐明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本质，清晰地分析它们的理论界定及统计检验的相关问题，为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应用这两种模型提供有用的指导。在本章中，我们用X代表自变量，M代表中介变量，W代表调节变量，Y代表因变量。



20.1　界定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Edwards和Lambert（2007: 7）把被中介的调节界定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通过交互作用影响中介变量，中介变量进而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同样，Baron和Kenny（1986）认为，当调节作用可以表示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并且此交互作用通过中介变量来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时，被中介的调节就产生了。这些定义揭示了第一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后面将称作类型I）。
除了以上定义，一些学者最近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Grant和Berry（2011）认为，被中介的调节开始于一个调节关系（即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当此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传递时，被中介的调节便产生了。换言之，中介变量替代了原来的调节变量，改变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该定义描述了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理论框架（后面将称作类型II）。
20.1.1　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图1a和图1b为第一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尽管此类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常常被表示为图la，但是图lb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其理论意义。这种类型严格符合被中介的调节的传统定义（Baron & Kenny, 1986; Edwards & Lambert, 2007; 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研究者们在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广泛应用了这种被中介的调节模型。例如，在Lam, Huang和Snape（2007）进行的一项员工反馈寻求行为（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的单层次研究中，他们采取了三个步骤来构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第一步，假设下属反馈寻求行为（X）和领导成员交换质量（M）之间的正向关系；第二步，假设主管对下属寻求反馈的动机归因（supervisor-attributed motives for feedback seeking, W）对下属反馈寻求行为（X）和领导成员互动质量（M）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第三步，根据下属反馈寻求行为（X）和下属工作绩效（Y）之间的正向关系、领导成员交换质量（M）的中介作用、主管对下属寻求反馈的动机归因（W）对反馈寻求行为—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模型。

图1　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请注意：尽管此类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经常以图1a来表示，但是图1b所代表的理论关系更为精确。
作为多层次研究中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的一个实例，Liu和Fu（2011）通过四个步骤发展了他们的研究模型。第一，假设了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mentors' autonomy support，个体层次自变量X1）、学徒自主性倾向（protégés' autonomy orientation，个体层次自变量X2）以及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autonomy-supportive team climate，团队层次调节变量W）与学徒个人学习（protégés' personal learning，个体层次中介变量M）之间的关系。第二，提出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W）会调节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X1）和学徒自主性倾向（X2）对学徒个人学习（M）的影响。第三，假设学徒个人学习（M）对结果变量——学徒组织公民行为（Y1）和工作投入（Y2）有正向的影响。第四，提出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W）分别与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X1）和学徒自主性倾向（X2）的交互作用会对学徒组织公民行为（Y1）和工作投入（Y2）产生显著影响。根据以上推导，研究者又进一步假设学徒个人学习（M）对这种交互作用的中介机制，也就是中介支持自主性的团队氛围分别与导师对自主性的支持、学徒自主性倾向对后续学习结果变量（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投入）产生的交互影响。
根据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的含义及实例，在单层次及多层次研究中构建被中介的调节模型时，有三个关键点需要考虑。第一，研究者需要解释调节变量为何及如何改变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加强或减弱？需要注意的是，当交互作用对中介变量产生交叉效应时（即当调节变量处于较高水平时，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为正向关系；当调节变量处于较低水平时，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为负向关系），自变量—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样，构建此类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并不需要对主效应进行假设，而只需要建立交互作用假设。如果研究者的研究假设只强调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中介变量，则在发展此类理论模型的过程中，不需要区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同时，在统计检验过程中，也不需要进行斜率检验（slope test）。第二，研究者应该阐明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为何存在显著关系。当需要用理论解释自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如何随着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发生变化时，研究者也应该对调节变量在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联系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层次上的构建。但是，从统计意义上而言，这一步对构建第一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并不是必要的（参见被中介的调节检验部分，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的检验方法，以及讨论部分考虑的第一个理论问题）。第三，研究者可以整合上述两个关键点，讨论为何中介变量可以传递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效应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尽管在通常情况下，第三个步骤（例如，提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应最后完成，但是前两个步骤的先后顺序不是固定的，而应该根据研究理论思路决定。当然，为了通过这三个步骤构建理论模型，研究者应该建立可靠的理论框架，提供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从而证明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20.1.2　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图2描绘出了第二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中介变量针对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起中介作用。在研究使命导向组织中亲社会动机（prosocial motivation）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时，Grant和Sumanth（2009）构建了相应的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第一，他们提出管理者可信赖性（manager trustworthiness，W）和员工任务重要性感知（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task significance, M）之间的关系；第二，他们假设管理者可信赖性会调节员工亲社会动机（X）和绩效（Y）之间的关系；第三，他们提出员工任务重要性感知（W）可以调节员工亲社会动机（X）和绩效（Y）之间的关系；第四，根据上述假设和推理，提出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任务重要性感知（M）中介管理者可信赖性（W）对员工亲社会动机（X）和绩效（Y）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2　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根据以上的理论构建程序，在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情境下，研究者可以根据以下四个步骤来建立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第一，研究者应该使用具体理论来证明调节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请注意，尽管Grant和Sumanth（2009）构建第二种类型被中介的调节模型时包括了这个步骤，但是在统计分析时这个步骤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参见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部分，对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的统计说明，以及讨论部分考虑的第一种理论问题）。第二，应该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调节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第三，研究者需要阐明为何中介变量将同样调节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传递原始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第四，综合以上假设及论证，研究者可以在最后构建被中介的调节模型。根据研究的关注焦点及理论主线，研究者可以改变前面三个步骤的顺序，但是第四个步骤应该放在最后来整合前面几个理论发展步骤。



20.2　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由中介变量连接自变量和因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中介过程受到调节变量影响时，便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Baron & Kenny, 1986; Edwards & Lambert, 2007; Muller et al., 2005）。应该注意的是，存在自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或等同于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之和的总效应的调节作用，并不代表必然会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证明中介作用的存在会随着调节变量发生变化才是关键（Preacher, Rucker & Hayes, 2007）。换而言之，当研究者比较调节变量取值较高和较低的情况时（具体的高低取值方法请参见本章讨论部分考虑的第二个统计问题），中介作用应该随之发生改变。根据中介过程受到调节方式的不同，文献中存在三种主要形式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20.2.1　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first-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是指调节变量对中介过程的影响，源自于调节变量加剧或减弱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参见图3）。应该注意的是，尽管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图1a）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图3）图解基本相同，但是却拥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含义。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强调中介变量在传递两个变量对结果变量交互影响时的中介作用（如Lam et al., 2007）。相比而言，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强调中介作用如何随着调节变量发生变化，即该调节变量改变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如Van Dick, Van Knippenberg, Hägele, Guillaume & Brodbeck, 2008; Zhou et al., in press）。

图3　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为了阐明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我们引用了Van Dick等（2008）在群体多样性（group diversity）和群体认同感（group identification）方面的研究。他们首先预测了个体多样性信念（individuals' diversity beliefs，W）对主观多样性（subjective diversity, X）与群体认同感（M）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与倾向相似性信念（pro-similarity beliefs）相比，在倾向多样性信念（pro-diversity beliefs）的情境中，这种关系更为强烈。然后，他们假设群体认同感与信息阐述（information elaboration, Y1）、群体成员留职意愿（desire to stay in their groups, Y2）之间呈正向关系。最后，他们提出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扩展上述关系，即群体成员主观多样性（X）通过群体认同感（M）对群体成员信息阐述和留职意愿（Y1 and Y2）产生的间接效应，依赖于群体成员多样性信念（W）。详细而言，上述关系说明如果群体成员的倾向多样性信念越强，这种中介效应就越强。
上面讨论的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理论含义及实例说明，研究者在单层次及多层次研究中构建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时需要注意三个关键点。第一，研究者需要详细说明为何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会因调节变量取值水平的高低而发生变化。第二，应该证明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理论上有必要讨论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就统计本身而言没有必要进行中介作用检验，因为由于调节变量的潜在存在，这种平均中介作用可能不会显著（参见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部分，对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统计分析，以及讨论部分考虑的第二个理论问题）。第三，研究者应该基于以上两个关键点，论证为何当调节变量取值较高或较低时，这种中介作用会增强、减弱甚至变化方向。
20.2.2　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second-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是指中介过程受到的调节作用，源自于调节变量增加或者减弱了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参见图4）。

图4　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为了阐明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我们引用了Menges, Walter, Vogel和Bruch（2011）对绩效联系（performance linkages）、机制（mechanisms）以及组织层次变革型领导氛围（boundary condition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limate）边界条件的最新研究。首先，他们论证了组织变革型领导氛围（X）和积极情感氛围（positive affective climate, M）之间的关系。第二，提出组织积极情感氛围（M）与总体员工生产率（overall employee productivity, Y1）、整体任务绩效行为（aggregate task performance behavior, Y2）以及整体组织公民行为（aggregat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Y3）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第三，提出组织信任氛围（organizations' trust climate，W）调节组织积极情感氛围（X）与总体员工生产率（Y1）、整体任务绩效行为（Y2）以及整体组织公民行为（Y3）之间的关系。第四，上述条件构成了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变革型领导氛围（X）通过积极情感氛围（M）对三个因变量（总体员工生产率Y1、整体任务绩效行为Y2以及整体组织公民行为Y3）间接地产生影响，这些间接关系的强弱又依赖于组织信任氛围（W）的高低。详细而言，Menges等（2011）假设在较高信任氛围条件下，积极情感氛围会在这些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在较低信任氛围下，则没有这种中介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这样，在单层次及多层次研究中构建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包括三个关键点。第一，研究者需要论证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的间接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需要详细说明该中介作用包含的每个关系（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根据他们研究的理论需要，研究者需要判断中介变量是否在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尽管从统计上而言，这个步骤不是必需的（参见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部分，对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统计说明，以及在讨论部分对第二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二，解释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关系如何随着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而变化。第三，研究者利用以上两个步骤来证明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效应会随着调节变量对中介—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而发生变化。
20.2.3　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dual-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指因为调节变量增强或减弱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增强或减弱了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中介作用会随着调节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参见图5）。

图5　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X：自变量；W1：第一阶段调节变量；W2：第二阶段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我们引用了Liu, Liao和Loi's（in press）有关辱虐式指导（abusive supervision）对创造力（creativity）所产生的“滴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的多层次研究，来解释如何构建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第一，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来证明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与团队成员创造力（Y）的负向关系。第二，提出中介作用假设：部门领导的辱虐式指导（X）会传递并引发团队领导的辱虐式指导（M），然后对团队成员创造力（Y）带来破坏。第三，提出第一阶段调节作用假设：团队领导归因动机（team leader-attributed motives，第一阶段W）对部门领导辱虐式指导（M）与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第四，提出第二阶段调节作用假设：团队成员归因动机（team member-attributed motives，第二阶段W）对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和团队成员创造力（Y）之间的负向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第五，综合以上理论依据，构建了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也就是，通过改变部门领导辱虐式指导（X）与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之间的关系，团队领导归因动机（team leaders' causal motive attributions，第一阶段W）对部门领导辱虐式指导（X）通过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对产生团队成员创造力（Y）的间接效应起到调节作用。此外，由于团队成员归因动机（team members' causal motive attributions，第二阶段W）会对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与团队成员创造力（Y）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同样也会对部门领导辱虐式指导（X）通过团队领导辱虐式指导（M）对团队成员创造力（Y）产生的间接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概括而言，学者们在他们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中构建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时，需要注意三个关键方面。第一，应该阐明第一阶段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起到的调节作用。第二，应该阐明第二阶段调节变量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起到的调节作用。尽管研究者们有时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中介作用假设（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但是从统计角度而言，这并不是必需的（参见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部分，对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的统计解释，以及讨论部分的第二个理论问题）。第三，研究者可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自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效应受到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中介变量—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调节影响）。



20.3　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本节中，我们将介绍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的检验方法，用以检验之前提出的两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将介绍回归方法（regression-based approach）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模型方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path modeling-based approach）来检验单层次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同样，我们还介绍多层次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模型来检验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与回归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模型能更加准确地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MacKinnon, 2008; Preacher, Zhang & Zyphur, 2011; Preacher, Zyphur & Zhang, 2010）。这是因为，第一，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可以同时检验多重关系，并展示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这样通过模型对比，来提供检验假设模型与其他备选模型的机会。第二，在同一模型中检验多重关系，可以减少对模型参数和标准误估计的偏差。当进行复杂多层次关系估计时，这种情况更是如此（Preacher et al., 2011）。第三，当一个或多个变量中存在缺失值时，同时估计多重关系也有利于对缺失值进行估计，促进模型的构建。第四，在模型估计时，结构方程模型（即潜变量模型）考虑了测量的误差，这样可以更为准确地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
20.3.1　单层次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回归检验：当研究者运用回归方法检验时，需要根据前面所讲述的步骤来检验以下几个方程。

在以上方程中，X是自变量，W是调节变量，M是中介变量，Y是因变量。上标数字代表方程次序。运用方程（2）来替代方程（3）中的M，从而得到以下扩展方程：



为了支持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间接效应（）需要显著不为零，或者交互效应的减少量显著不为零。方程（1）用来检验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然而，当研究者直接检验间接效应（）时，方程（1）这个步骤并不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在构建理论时并不需要直接提出假设来说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如何对结果变量产生交互效应。
由于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减少量一般都不遵循正态分布，因此运用参数自助法（parameter-based bootstrapping）生成这两个统计量的置信区间更为合适。Preacher等（http://quantpsy.org）运用R程序包提供了蒙特卡罗模拟的计算方式来创建参数自助法的抽样分布和置信区间，以回归系数和标准误为基础来检验单层次间接效应。当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中不包含零时，研究者就可以确认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得到了统计结果的支持。
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检验：当研究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时，可以基于方程（2）和方程（3）设定模型（在结构方程模型中，需对潜变量的测量误差结构进行设定）。当间接效应（）显著不为零时，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便得到了支持。在本章附录A中我们提供了程序实例，来展示在Mplus软件中如何运用重新抽样自助法（re-sampling-based boot-strapping）检验单层次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20.3.2　单层次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回归检验：方程（1）尽管不是必需的，但依然可以作为回归检验的第一步。

运用方程（4）替代方程（5）中的M，从而得到以下扩展方程：

在方程（5'）中，系数代表W对X与Y之间关系的直接调节作用，系数代表W通过M对X与Y之间关系的间接调节作用。这样，为了支持这种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间接效应（）需要显著不为零，或者从方程（1）到方程（5）中W调节作用的减少量显著不为零。此外，方程（1）可以用来表明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当研究者直接检验间接效应（）时，方程（1）这个步骤便不再需要。与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相似，研究者可以运用参数自助法生成间接效应的抽样分布和置信区间。
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检验：与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相似，研究者们可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来同时检验方程（4）和方程（5），并且运用重新抽样自助法（re-sampling-based bootstrapping）来检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本章附录B提供了检验单层次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的实例。
20.3.3　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模型
类型I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基于理论和分析软件的限制，本章的多层次模型仅限于两层次模型。将单层次模型拓展到多层次情境中，我们下面介绍类型I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的几种可能形式，如图6a、图6b与图6c所示。如果研究者在分析中排除任何自下而上的关系（低层次变量影响高层次变量），那么多（两）层次情境中的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处于Level-1（较低层次）的中介变量对两个Level-2（较高层次）变量之间交互的中介作用，这个中介变量在Level-1进行测量但是同时在Level-2也具备群体间方差。严格来说，此情况下的“真实”中介变量是该中介变量的群体间方差部分。第二种类型与第一种类型相似，只是中介变量是在Level-2进行测量。在第三种类型中，所有变量都是在Level-1进行测量，但是又都在Level-2具备群体间方差。例如，当运用来自群体成员的数据来检验假设时，尽管所有变量都是在个体（群体成员）层次构建和测量，但是数据仍嵌套于不同群体。因此，所有变量的群体间方差都应该进行考虑。具体而言，研究者可以在群体内部检验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使用group-mean centering），同时允许变量在Level-2部分彼此自由相关。我们在本章附录C提供了用来检验图6a的Mplus程序实例。对这些程序可以较为容易地进行改写，来检验图6b和图6c。

图6　两层次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需要注意的是，接下来所描述的模型并不属于类型I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在这个模型中，Level-2的变量与Level-1的变量交互预测Level-1的中介变量，进而来预测Level-1的结果变量。这个模型不是类型I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因为当Level-2变量与Level-1变量交互发生作用时，考虑到数据的嵌套特点，Level-2变量必须作为跨层次调节变量，来调节Level-1变量的预测作用。而且，此情况下，Level-1的预测效应将无法以固定斜率形式（固定斜率是指斜率在Level-2所有单位之间保持相同，不会随着任何Level-2的变量发生变化）表示，而应是一种随机斜率（斜率随着Level-2的单位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样，为了从理论上构建这种模型，研究者需要假设Level-2变量的跨层次调节作用。但是，如前所述，在Level-1随机斜率上假设跨层次调节作用，实际上是建立第一阶段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一个步骤。因此，这种类型的模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一种形式。此处问题的核心是Level-2变量和Level-1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具备系统对称性。具体从统计角度而言，Level-1变量的效应可以随着Level-2变量发生改变（即跨层次调节作用），但是反之却不行；Level-2变量的作用只能随着Level-1变量在Level-2上的差异发生改变。
类型II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图7a和图7b表明在多层次情境中，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具有两种可能形式。本章附录D提供了用来检验图7a的程序语言。这些程序很容易进行调整，来检验图7b中的模型。如果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都处于Level-2，但因变量处于Level-1，则这个模型事实上预测的是Level-1变量的群体间方差成分。换言之，这个模型可以看做是在Level-2的单层次研究（Preacher et al., 2010, 2011）。我们提供了R的开源程序代码，使用附录D中Mplus程序生成的参数，进行参数自助法重新抽样（parameter-based bootstrapping），以此生成复合系数（compound coefficient）的置信区间，用来从统计上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同样，这些R代码都很容易进行调整，用来检验其他类型的多层次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在多层次模型的检验中，由于软件和方法的限制，现阶段无法使用重复抽样自助法来生成置信区间。

图7　两层次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X：自变量；W：调节变量；M：中介变量；Y：因变量。



20.4　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20.4.1　单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根据Edwards和Lambert（2007）的建议，单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可以运用回归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方法进行检验。
单层次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mono-level first 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运用回归方法，我们提供以下方程来检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由于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下面的方程实际上就是方程（2）和方程（3）的重复。

W1代表第一阶段关系中的调节变量。运用方程（2'）替代方程（3）中的M，我们得到了以下方程：

整体中介作用（依赖于W1）效应规模（effect size）是。如果当W1取值较高与较低时，两种条件下的间接效应的差异，也就是显著不为零，那么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便得到了支持。Edwards和Lambert（2007）的文章以及他们提供的一些辅助文件提供了很好的实例（使用重复抽样自助法）来介绍如何检验这种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http://public.kenan-flagler.unc.edu/faculty/edwardsj/downloads.htm）。
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以方程（2'）和方程（3）为基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路径模型，并使用重复抽样自助法直接检验的置信区间。本章附录E提供了检验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实例。删除关于W2的语句后，这个程序就可以用来检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单层次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Mono-level second 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下面的方程是以回归方式检验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W2是第二阶段关系的调节变量。运用方程（6）替代方程（7）中的M，我们得到了以下方程：

整体中介作用（依赖于W2）的效应规模是。与取值较低相比，当W2取值较高时，这两种条件下的间接效应应该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显著不为零，则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得到支持。同样，研究者可以遵循Edwards和Lambert（2007）的文章及其提供的辅助文件（使用重复抽样自助法）来检验这种差异的显著性。
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方程（6）和方程（7）为基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来利用重复抽样自助法直接检验的置信区间。本章附录E提供了检验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实例。删除关于W1的语句后，这个程序就可以用来检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单层次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Mono-level dual-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运用回归方法，我们提供以下方程来检验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由于方程表述非常复杂，因此我们在此没有提供扩展方程。基于方程（8）和方程（9），整体中介作用的效应规模是当W1和W2取不同值时，如果间接效应的差异显著不为零，则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得到支持。例如，当W1取值较高而W2取值较低时（与之相对，当W1取值较低而W2取值较高时），间接效应的差异应显著不为零。
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方程（8）和方程（9）为基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模型，并使用重复抽样自助法直接检验置信区间，例如。在本章附录E中，我们提供了两阶段模型的程序实例。
20.4.2　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具有多种不同类型，下面我们介绍几种最常见的形式。第一，调节变量（阶段一、阶段二或两阶段）处于Level-2，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都处于Level-1。第二，调节变量处于Level-2，自变量或自变量及中介变量处于Level-2，但因变量处于Level-1。第三，两个调节变量可能处于不同层次，例如自变量和第一阶段调节变量处于Level-2，但是中介变量、第二阶段调节变量和因变量处于Level-1。正如Preacher等（2010）以及Zhang, Zyphur和Preacher（2009）所主张的，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而言，中介关系实际上仅存在于Level-2。因此，在第二种与第三种类型的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中，调节变量在不同取值时的间接效应需要在Level-2进行计算。当调节变量在Level-1进行测量时（如第三种类型），该调节变量的群体间方差，即该调节变量在Level-2的潜在均值才是所要用到的真正的调节变量。
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Bauer, Preacher和Gil（2006）提供了详细的说明，来检验Level-2调节变量对较低层次中介关系的调节作用。Bauer等（2006）采用了以HLM为基础的方法。但是正如Preacher等（2010）所发现的，与HLM相比，多层次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分析方法可以减少偏差。在本章附录F中，我们提供了Mplus程序实例，检验Level-2调节变量对Level-1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第一阶段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程序非常容易进行调整，可以用来检验调节变量存在于Level-2时，所形成的第二阶段或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调节变量存在于Level-2时，研究者感兴趣的是Level-2调节变量对较低层次群体内部中介关系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该围绕群体均值中心化自变量（group-mean centering），同时允许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及结果变量的群体间方差部分自由相关（Preacher et al., 2010）。我们提供了R的开源程序代码，使用附录F中调节变量在两种不同条件的取值下Mplus程序所生成的参数，进行参数自助法重新抽样，以此生成复合系数（compound coefficient）的置信区间，用来从统计上检验被调节的中介。同样，这些程序都可以进行调整，以检验其他类型的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20.5　讨论
在本章中，我们综述了用来检验不同类型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理论构建步骤及统计分析方法。如上所述，不同模型需要不同步骤来构建理论，同样也需要不同统计方法进行检验。更为复杂的是，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都可以呈现为单层次和多层次研究模型，从而给研究者带来不少理论和统计方面的困扰。因此，在这部分，我们将针对研究者在运用这些模型时可能遇到的理论和统计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方案。
20.5.1　理论问题
首先，当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时，研究者经常争论是否有必要提出理论假设来描述X和W对结果变量Y产生的交互效应（参见图1和图2），以作为建立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的前提条件。从统计上而言，这种假设并不是必需的，因为方程（1）不是必需的，除非间接效应需要作为直接效应的减小来进行检验。这个问题的产生应该归因于Baron和Kenny's（1986）早期提出的用来检验中介模型的因果步骤途径（causal step approach），这个途径要求自变量能够显著影响因变量。不少学者对是否有必要检验此步骤有所质疑（如MacKinnon, Fairchild & Fritz, 2007; MacKinnon, Lockwood, Hoffman, West & Sheets, 2002; Shrout & Bolger, 2002），他们认为检验此步骤将严重地降低统计功效（statistical power）。所以，近年来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当检验中介作用时不必再考虑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MacKinnon et al., 2007）。因此，当提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时，研究者们只需用一个假设表示X和W对M的交互影响，再用另外一个假设表示M对Y产生的效应，从而推演出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同样，当提出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时，用一个假设表示W对M产生的效应，再用另外一个假设表示M对X和Y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推演出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但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形，研究者可能需要从理论上提出X和W对Y产生的交互作用假设。第一，当检验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时，研究者可能会预测M的部分中介作用。换言之，研究者可能有很好的理论依据，相信X和W对Y产生的交互作用并不能全部通过M传递。这样，除了被中介的调节假设之外，提出假设阐明X和W对Y产生的直接交互效应也非常重要。然而，当提出直接交互作用假设时，研究者应该避免使用有关M的理论机制，因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已经包含了这些机制。第二，当检验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时，研究者可能也有很好的理由相信，W对X和Y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会完全被M传递。这样，除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之外，提出假设阐明W对X和Y之间关系的直接调节作用也非常重要。同样，当提出这种直接调节作用假设时，研究者应该避免使用有关M的理论机制，因为这些机制已经由被中介的调节假设所包含。第三，有时候建立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之前，提出X与W对Y的直接交互或调节作用假设具有一定的理论逻辑。例如，直接交互或调节作用以前没有被发现，因而代表着重大的理论贡献。所以，研究者想首先确立直接交互作用或调节作用，之后再通过中介变量来解释此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研究者不要简单地检验直接交互／调节作用，而对中介变量却不加考虑。当然，整体交互／调节作用（直接和间接交互／调节作用的总和）应该被检验，来为整体作用假设提供正确的支持。研究者可能还会思考如何判断他们得到的调节作用是被完全中介还是被部分中介。如果直接和间接交互效应都非常显著，那么就认为是部分被中介的调节；如果直接交互效应不显著但是间接交互效应非常显著，则认为是完全被中介的调节。
其次，涉及如何构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问题。关注被调节的中介的研究者经常不得不判断是否有必要提出理论假设来描述X通过M对Y产生的中介作用。从统计角度而言，这种假设并不是必需的。这是因为由于存在潜在调节变量（W），因此平均中介作用可能并不显著（参见图3、图4和图5）。这样，当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时，研究者仅仅需要建立三组假设。第一组假设阐明W的调节作用（即从X到M的第一阶段被调节、从M到Y的第二阶段被调节，或者两阶段均被调节）。第二组假设解释M和Y之间的显著关系。第三组假设综合以上两个假设，来提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或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对于提出被调节的中介假设而言，这三组假设在理论上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基础。但是，在某些情形下，研究者可能仍然希望提出单独的中介作用假设。例如，研究者仅仅期望调节变量增强或减弱间接效应，而并非改变间接效应的方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介作用依然可以不作为检验被调节的中介的必要前提条件，正如X对Y的直接效应可以不作为检验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一样。
在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时，另外一个理论可能性是，有时候研究者们也可能对检验X和Y之间的直接效应（X对Y的影响不通过M）是否受到W的调节的影响感兴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在被调节的中介假设之外，提出另外的假设来阐明W对X和Y之间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当提出这种假设时，研究者应该避免使用与M相关的理论机制，因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已经包含了这些机制。
再次，尽管在单层次和多层次模型中，发展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理论需要遵循相同的理论构建步骤，但是由多层次模型引发的统计处理可能会带来另外的理论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Preacher等（2010, 2011）所言，当检验多层次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时，如果X、M和Y中的任一变量存在于Level-2，那么中介作用可能仅仅存在于Level-2。比如，如果X是Level-2变量，M与Y是Level-1变量，那么中介作用实际上代表着X通过M的群体均值对Y的群体均值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也许会犯M和Y之间关系假设的提出与统计检验不一致的错误。具体而言，研究者或许会在Level-1建立M和Y之间的关系，而不去考虑它们在Level-2群体均值的理论含义，尽管Level-2的理论机制可能与Level-1的机制完全不同。这样，当中介作用仅存于Level-2时，为了保持理论发展与统计检验的一致性，研究者需根据Chan（1998）提出的直接一致成分模型（direct consensus composition model）明确地解释Level-1变量群体均值的理论含义。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应该以对现有文献进行的深度回顾与严谨的理论设计为基础，来选择并发展出不同类型的被中介的调节及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而不是通过统计分析结果来发展模型。例如，研究者有时在理论上可能仅仅关注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然而却发现统计结果还支持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例如，在Liao等（2010）对领导成员交换（LMX）及团队成员交换（TMX）质量（quality）和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多层次研究中，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证明了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领导成员交换（LMX, X1）及团队成员交换（TMX, X2）质量通过一般自我效能（general self-efficacy, M）对创造力（Y）的间接效应受到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W1）和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W2）的调节影响，这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差异化（W1与W2）分别增大了领导成员交换（X1）和团队成员交换质量（X2）对一般自我效能（M）的影响。然而，他们运用参数自助法进行的统计检验却支持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差异化（W1）和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化（W2）不仅对领导成员交换质量（X1）和团队成员交换质量（X2）各自与一般自我效能（M）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而且还对一般自我效能（M）与创造力（Y）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20.5.2　统计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统计问题是有关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基础统计方法。在本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了使用两种重新抽样方法来构建非对称置信区间（asymmetric confidence intervals），并且能够在完成检验时明确地考虑乘积项的偏态分布（skew of product distributions）（Van der Leeden, Meijer & Busing, 2008）。当检验单层次模型时，我们依赖样本自助法（cases bootstrapping method），通过重新抽样观测变量（observed variables）的全部“样本”生成新数据（同时对X、M、W和Y进行重新抽样，Van der Leeden et al., 2008）。通过对来自重复抽样的大量样本进行反复参数估计（例如，附录程序中使用的2000次重新抽样估计），来揭示复合系数（compound coefficient）的值域分布，以构建置信区间。Edwards和Lambert（2007）运用相同的样本自助法在回归框架下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但本章所采用的Mplus样本自助法更易操作，而且通过同时分析测量模型与理论模型，解决了Edwards和Lambert（2007）方法的一个重要缺陷——无法考虑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对理论模型检验的影响。当检验多层次模型时，因为样本自助法不再适用于构建多层次模型，我们依赖参数重新抽样法（parameter-based resampling method）（Hox, 2002; Pituch, Stapleton & Kang, 2006; Van der Leeden et al., 2008）。具体而言，我们在正态分布中，把均值当做参数估计值（parameter estimates），把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s）当做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s），对多层次模型中估计的参数进行重新抽样。
在检验间接效应时，因为能够有效、准确地通过提供复合系数的分布，来描绘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因此这两种重复抽样方法优于正态分布显著性检验（Shrout & Bolger, 2002）。复合系数代表的效应并不属于正态分布，并且很难判断这些分布的统计形式（Shrout & Bolger，2002）。因此，与重复抽样方法相比，其他统计检验方法（例如Sobel检验）只能用来检验特定的复合系数，因为这些方法通常都是以该系数属于正态分布这个错误假设为基础进行的。因此，我们建议研究者运用以上重复抽样方法来检验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第二个统计问题是有关被调节的中介的效应规模（effect size）。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类型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都是以调节变量W的条件取值（conditional values）为基础的。在研究中比较常见的做法是选择+1SD和−1SD作为W较高的取值和较低的取值，并且检验在这两个取值条件下中介作用之间的差异。如果这两种条件下中介作用之间差异的置信区间不包括零，那么一般认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但是，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显然依赖于我们用来计算不同条件中介作用的条件取值。当我们为W选择更为极端的较高和较低值时（例如+2SD和−2SD），不同条件下的中介作用之间的差异将会变得更显著。这样，当检验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时，如果W确实显著调节X和M之间的关系，并且M和Y之间的效应也非常显著，那么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仅仅是一个效应规模（effect size）的问题。如果该调节作用规模足够大，那么我们可能观察到在极端程度较低的条件取值下（例如+1SD和−1SD），不同条件中介作用之间的显著差异。然而，如果一个调节的效应值较小（但是不为零），我们可能需要运用较为极端的取值，以增加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的统计效力（statistical power）。
检验第二阶段和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也同样如此。因此，使用+1SD和−1SD作为常规取值（conventional values）来检验效应规模较小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有效性让人质疑。所以，除了把+1SD和−1SD作为条件取值，我们建议研究者使用调节变量W的最大和最小观测值（observed values），来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Grace & Bollen, 2005）。当然，这里的最大和最小观测值不应该包括样本中的离群值（outliers）。与样本标准差相比，变量观测值的区间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更具理论意义的取值范围。当调节变量的最大和最小观测值被用作条件取值时，如果被调节的中介作用仍不显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该效应规模太小，不具备实际意义。传统上研究者们使用+1SD和−1SD作为常规取值来检验交互作用，主要是受Aiken和West（1991）的影响。在那本书中，作者们选用了+1SD和−1SD作为常规取值来示范如何在回归模型中使用简单斜率检验（simple slope tests）的方法来检验连续型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但是简单斜率检验实际上只在检验类别性变量的调节作用中才有确定的理论解释，因为类别型变量的取值是确定的（Pedhazur, 1997）。所以，简单斜率检验可以告诉我们在各个特定的类别值上（比如男女性别），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如何并且是否显著。在调节变量是连续型变量的情况下，简单斜率检验只能告诉我们在调节变量的某个特定值上，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如何。所以使用常规取值来检验连续型变量的调节作用很可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另外，很多时候我们对变量的测量受值域限制（restriction of range）和偏态分布（skewed distribution）的影响，所以只使用靠近分布中心的常规取值（如+1SD和−1SD）来做简单斜率测试并不能告诉我们调节作用的全貌。



20.6　结语
尽管一些研究对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进行了界定，并且在推动组织科学发展上证明是有价值的（如Baron & Kenny, 1986; Edwards & Lambert, 2007; Muller et al., 2005），但是研究者们并非都清楚地知道中介和调节将以何种组合出现，如何构建理论并检验这些组合。这可能是由于人们试图简单地提出统一分析框架，而这些框架可能又无法有效解决在单层次或多层次背景下，每种中介和调节组合形式带来的问题。例如，在Edwards和Lambert's（2007）中，运用调节路径分析的一般分析框架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没有对构建不同类型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所应依据的具体步骤给出明确的指导；以SPSS Macro为基础检验间接效应的样本自助法也无法应用于多层次情境。为了解决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带来的困惑，本章对中介和调节的组合采取了更为细微的考察，介绍了在单层次和多层次背景下被中介的调节和被调节的中介的可能形式，详细地描述了发展相应理论的基本步骤，并且为每种形式开发了相应的统计检验方法。为了提供更多有益信息，我们也澄清了一些检验这些模型时可能遇到的较大的理论和统计问题。总之，本章致力于通过对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的详细阐述，来帮助研究者们更为清晰、准确地解开单层次和多层次组织现象的潜在心理机制（psychological mechanisms）和权变因素（contingent factors）。
附录Ａ　单层次类型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附录Ｂ　单层次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附录Ｃ　两层次类型Ｉ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附录Ｄ　两层次类型II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附录Ｅ　单层次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附录Ｆ　两层次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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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你已经完成了研究项目和数据分析，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现在你可以开始按照你选择的期刊格式要求撰写文章并准备投稿了。对于很多研究人员而言，写作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困难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你要在有限的篇幅中以连贯的方式告诉读者你做了什么，给读者提供充分的信息，但又不能让冗杂琐碎的细节把读者搞糊涂。能把文章写得既有说服力又有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相比之下，做研究的工作（思考问题，搜集数据，分析数据）似乎要“自由”得多。在这一章中，我们希望让这最后一步的工作减少一些痛苦，变得容易一些，甚至更有趣一些。
这一章共有五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会向你介绍如何撰写一个演绎式的假设检验研究报告，第二部分是有关如何撰写归纳式的建立理论的研究报告，在第三部分我们会给出期刊写作的一般性准则，通过第四部分的介绍你会了解大多数国际期刊的审稿过程，最后，在第五部分我们将针对如何修订文稿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被接受的机会给出一些建议。



21.1　演绎式假设检验的研究报告
21.1.1　文章的结构
大多数演绎式的假设检验的文章结构都遵循类似的模式。它首先介绍了研究的现象和问题，以及现有的对于该现象和问题的知识、辩论或争议。接下来的部分通常称为研究背景和假设，或理论和假设，或文献回顾、理论及假设。这是研究过程中逻辑推论的一部分（见第1章，图1）。第三部分的内容是研究方法，介绍研究设计，包括抽样、数据搜集程序、测量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果分析，报告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的结果。接下来是讨论部分，它包括对支持假设的结果以及出乎预料的结果的讨论、本研究的局限性、对未来研究的启示，还有对管理实践的启示。文章结尾应该给出结论，并突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贡献。一个好的讨论部分会通过对研究结果的讨论留给读者一个悬念，或者指明一个重要的、崭新的研究方向。下面我们会对每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
虽然我们对一篇文章的结构展开了逻辑的线性描述，但是实际的写作过程并非必须遵循这个顺序。很多作者首先撰写方法和结果部分，因为它们的内容最直接，需要较少的创造力。如果研究结果不支持你最初的假设或与你的原假设相反，你应该改变原假设吗？这样做是否道德呢？实证结果与最初假设不吻合可能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你起先的思考方式是不完整的或有缺陷的。你也许只考虑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却忽略了其他可能的理论解释。研究过程涉及反复的演绎和归纳，即便是假设检验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你应该在理论推理和实证结果之间进行反复的思考与修正，然后向读者阐述一个成熟的理论。但是，你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向读者描绘你的理论是如何由不成熟向成熟演变的。我们同意Bem的说法：“期刊文章不应该写成一个难产的个人思路演变史”（1986: 173）；他进一步提醒说，“期刊文章不是想法产生过程的记录表”（1986: 188）。Huff（2002）的说法更直接：学术写作就好像是进行一场学术对话。你的任务是向读者阐述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并说明你的数据和结果如何支持或不支持该理论解释。就此问题，我们建议你仔细阅读梁觉最近在MGZ上的文章：“以后假设为先假设：伦理与理论问题。”该文探讨了如何根据实证结果对原假设进行精练以及如何做才符合学术道德。
21.1.2　引言部分
引言部分的第一段是最重要的。它应该告诉读者你研究的现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研究该现象是有趣或重要的。我们鼓励你阅读《管理科学季刊最佳论文集》（中文翻译版，徐淑英、张维迎，2005年）和《管理学会学报最佳论文集粹》（中文翻译版，徐淑英、张维迎，2006）的获奖论文的第一段。学习这些作者如何介绍某个研究现象并能立刻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该研究问题上。例如，从Tsui, Pearce, Porter和Tripoli（1997）的论文引言中，你可以知道这项研究针对的是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结构或雇佣关系所面临的竞争压力。通过Zahra, Ireland和Hitt（2000）的文章引言，我们知道该研究探讨了影响国际创业公司学习能力的主要因素。Zhang（2008）的论文引言首先描绘了一个新的现象：有些首席执行官刚上任不久就被解聘。然后提出研究问题：为什么这些首席执行官被辞退？首段或前两段要给读者一个有关全文的清晰框架，要提出核心构念（例如雇佣关系或学习）以及有关该构念的问题。例如，Zhang（2008）在引言中简述该文的主要理论观点：选拔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董事会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事后董事会需要解聘首席执行官以纠正该错误。作者通常会提出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或难题。举例来说，Tsui等询问雇主“是否已经意识到了不同类型的雇佣关系中灵活性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吊胃口”（hook），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引言部分通常会在结尾处提出研究问题或者声明研究目的，突出文章的贡献。在本质上，引言是要以非常简明的方式告诉读者你将要参加对哪个问题的研究讨论（争论、辩论、现有的知识、尚未解决的问题或异常的实证），并解释你的研究将如何对该问题的讨论和知识做出贡献。它还应该为你的研究勾画一个明确的边界，告诉读者该研究是关于什么的以及不是关于什么的。你需要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对这些要点进行具体的解释说明。
以上列举的两个例子表明“吊胃口”的既可以是作为结果或者因变量的现象（Zahra et al., 2000），也可以是作为原因或者自变量的现象（Tsui et al., 1997）。你要解释为什么研究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要设法找出有关这一现象的难题（例如，初期的创业公司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将如何进行组织学习，或者企业如何在没有首先提供承诺的情况下期望员工对组织的承诺）。接下来再提出你的研究，暗示它可以为该难题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如果你想往一个国际性的英语期刊投稿，你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情境在你的研究中是合适的或是必需的。你不能假设编辑或审稿人和你一样明白其中的原因。正如在第1章中解释的一样，有两种对情境敏感的研究：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在前一类的研究中，中国情境或文化可以作为比较研究中的一个自变量或者调节变量。在后一类的研究中，中国情境是你建立和检验中国特有理论的背景，或者是检验经过修改的西方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背景。这个解释既可以安排在引言的结尾处也可以放在理论和假设部分的结尾处，但一般来说，最好是在引言部分的结尾处出现，这样读者就可以有准备地结合中国情境进行阅读并理解其后的理论假设。在文章结尾处的研究局限性部分也可以讨论中国情境对于研究结果以及向其他文化和国家推论的局限性。
21.1.3　理论和假设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相关的文献回顾、能够解释研究问题的理论，以及可能提供解决办法的研究假设。这一部分的写作方式有很多选择。有的以对因变量的讨论开始，然后分别介绍每一个自变量。有的以对自变量的介绍以及为选择这些自变量提供依据和逻辑解释的理论为开始。在每次引进一个构念或者列举与该构念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时候，要首先对该构念进行定义。要有选择性地回顾文献并避免跑题到一个与此不大相关的领域。澄清构念有助于读者跟随你的逻辑论证。
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对一个或多个理论展开介绍，以便为研究问题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有的文章只依据一个理论（如代理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或公平理论）。其他文章可能涉及多个理论（例如，对比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与乘务理论（stewardship theory）、对比战略选择与资源依赖理论）。后者可能会涉及互补性或竞争性的假设。一篇文章应该有多少个假设并没有严格的标准，这取决于文章理论的简单或复杂程度以及研究所涉及构念的数量。一个好的研究可能只有一个假设（如Cote & Miner, 2006），虽然这是比较罕见的。通常来说，太多的假设并不总是好事，因为它会使研究过于复杂。对于假设的措辞要仔细推敲。有些使用一般现在时，有些使用一般将来时（但绝不会是一般过去时）。一个假设是为了在几个构念之间建立关系。一个假设通常涉及的构念不会超过三个。有时会有涉及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的假设。如果一个假设涉及中介调节（mediated moderation）或者调节中介（moderated mediation; Baron & Kenny, 1984），可能会涉及多达四个构念。
用一个由方框和箭头画出的图来表示你的研究模型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你可以在引言部分的结尾处或在理论和假设部分的结尾处呈现这个模型。重要的是，你可以按照这个示意图的流向来组织理论讨论：首先定义构念，然后列举先前相关的研究，再说明为何以及它如何与模型中的因变量相关，并生成相关的假设。通常是由左向右读这个模型，并按照由左向右的顺序展开讨论。有些作者首先定义因变量，随后对每一个自变量进行讨论（由左到右的顺序）。中介或者调节作用的假说应该安排在最后。
要知道方框和箭头并不等同于理论。Sutton和Staw（1995）针对什么是理论和什么不是理论做了一个很好的讨论。理论是模型内部的逻辑，解释为什么引入特定的构念，以及解释构念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和为什么有这种关系。你应该确保每个假设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你的研究问题提供可能的答案，从而确保故事的连贯性。如果你进行了更多的分析并发现分析结果对于你的研究问题很有用，那么你可以将新的构念纳入理论之中并提出相关的假设。某些发现虽然很好，但是如果它们与你的研究问题不直接相关就最好不要写入文章中。你可以另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些新的思路和研究结果。在Sutton与Staw（1995）观点的基础上，DiMaggio（1995）和Weick（1995）进一步阐述了如何通过适当的理论化过程构建一个好的理论。另请参阅由陈昭全、张志学和David Whetten撰写的第3章：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
21.1.4　方法部分
这一部分描述你用来假设检验的实证方法。它包括对样本信息、数据搜集过程、变量测量、构念效度检验和假设检验的分析程序的介绍说明。这部分最简单的写作方法就是找来一篇使用了和你的研究方法非常相似的文章（如Zahra et al., 2000）作为模板。需要提醒的是，你不能直接照搬模板文章（哪怕这是你自己的文章）的语言，否则很容易引起抄袭的嫌疑。Tsui和Galaskiewicz（2011）最近在MOR上的总编按：“追求卓越宣言：在MOR中坚持学术正直”，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阐述。
抽样这一节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提供足够多的细节，使读者能判断你的样本是否合适，以及确定你的研究结果大致可以推论到什么样的总体当中。如果是问卷调查，你要尽可能地检查是否存在未响应误差（non-response bias）。如果用的是档案数据（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你要尽量好地阐述样本是如何产生的。通常我们会做一个表格总结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测量这一节以对因变量的描述开始，然后依次是自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对自变量的介绍要遵循你在假设提出部分引入它们的顺序。最后再介绍你的研究中有哪些控制变量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测量。控制变量是排除对你的研究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加强研究内部效度的重要手段。你还需要报告测量的信度。测量这一节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确保构念效度和信度。一定要在之后的分析一节中解释你如何确立测量的信度和效度。你可以解释在以往研究中这些测量的信度和效度。Cote和Miner（2006）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说明如何严谨地识别测量方法并证明测量方法选择的合理性。总而言之，对数据搜集的描绘应该包括足够的细节以便其他研究人员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重复你的研究。
分析这一节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构念效度分析。一般涉及因子分析或者个体水平数据汇总到团体水平数据时所需要的一致性指数。当所有的变量测量都来自同一数据源的时候，你还需要检查是否存在方法误差。第二部分是假设检验分析。我们再次鼓励你找到与你的分析方法相似的文章作为模板进行临摹。这是方法部分的最后一节。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撰写结果报告部分了。
21.1.5　结果部分
首先你应该报告假设检验的结果，标明需要在哪里插入表格或图示。表格和图示的编辑要遵循你打算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表格和图示要使用描述性的标题。记住，不同的期刊对表格、图示和参考文献可能有不同的格式要求。对变量名称不要使用缩写。如果一定要使用，那么就在表格或者图示下面标明其含义。读者应该无须阅读文章就可以理解图表中的信息。在提供统计数据之前要先描述一下整体结果，例如关键变量的分布及它们的相关系数。即使图表中已经有数值结果，在文章中最好也要解释一下主要的统计量以帮助读者理解。在假设检验结果介绍完毕之后，你可以介绍有关控制变量的结果，或者对不寻常的发现进行额外的分析，以提供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你的文章包括了两项研究，那么就单独报告每一项研究而不要同时汇报两项研究。Audia, Locke和Smith（2000）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它你可以学习如何撰写包含两项研究的文章。如果你有定性数据，根据该定性研究的目的，你可以选择在结果部分或者讨论部分报告。如果是用来检验某些假设，那么就在结果部分报告；如果是用来给研究结果提供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就在讨论部分报告。结果这一部分在结束时要有一个摘要，说明哪些假设得到了支持，以及任何其他重要的结果。不要在这部分讨论结果，只要报告结果即可。
21.1.6　讨论与结论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讨论、本研究对理论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指导、研究的局限性、对管理实践的启示和结论。这部分关键的字眼是“讨论”。因此，不要重复结果，而是要讨论你的研究结果对你所研究问题的启示。你的研究以何种方式为你的研究问题提供了有趣而异于直觉的答案？你的研究是否解决了文章开始时提出的难题？你得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什么有些假设没有得到支持？是由于理论化的不足、粗糙的测量还是不恰当的取样造成的？你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的相关研究有怎样的联系？
接下来的一部分内容要探讨你的研究发现对理论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还有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你的研究和结果是否意味着有什么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的学者如何根据你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并深入地解释这一现象？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是十全十美的。所有发表的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尽量坦诚地指出你研究的不足之处。当然，这些都不应该是致命的缺陷。这些不足之处只是你在设计研究时不得不妥协的地方。例如，尽管你竭尽全力仍然不可能取得你理想中的大样本；你只能使用一些不完善的测量方法，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加理想的测量方法了；你必须从同一个来源搜集所有数据，等等。对于每一个缺点，你需要解释为了克服该缺点你已经做了什么（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所以它不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某种缺点是一个严重的漏洞，这会大大削弱你的研究的价值。如果这是可以避免的，你在开始研究之前就应该先纠正它。换句话说，在你开始某项研究之前写下该研究设计可能的局限性将帮你避免大量无用的努力。
在中国情境下发展和检验某些理论可能会遇到两个限制。第一，因为你通常需要把英文的测量翻译成中文，这就可能会有一些由于中、英文之间语言背景的分歧带来的翻译方面的问题。因此，你的研究测量的效度可能会大打折扣。第二，由中国样本得到的结果是否能推论到其他国家有待商榷。因此，在研究的局限性这一部分，你可以指出你的结果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交叉验证。
文章的最后两部分应该以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结束。你可以讨论你的研究结果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根据你的研究结果你能给管理者提供怎样的意见？千万不要夸大或歪曲你的研究结果对管理实践的影响。Ghoshal（2005）已经警告过学术界不良的管理理论会对管理实践产生消极的影响。最后一段应该强有力地声明你的研究的贡献。比如，关于这个研究现象你找到了哪些新的和不同以往的发现？或者你的研究有哪些方法上的创新？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大的研究思路。正如Bem所建议的那样：“结尾要掷地有声，切不可空洞浮夸！”（1986: 188）



21.2　归纳式建立理论的研究报告
21.2.1　文章的结构
在AMJ和ASQ最佳论文收藏集里面有很多采用归纳式建立假说方法的研究的优秀例子，例如Barker (1993), Dutton, Dukerich和Harquail(1994)，以及Zbaracki（1998）。如有兴趣，另请参阅由郑伯埙和黄敏萍撰写的第10章，Dougherty、苏筠、郑英建撰写的第11章，以及Lee, Mitchell和Sablynski（1999）作为定性研究的指导。归纳式建立假说的研究文章与演绎式检验假设的研究文章结构略有不同。引言部分是一样的。你需要在开篇的时候引入一个难题和一个“吊胃口”的话题以激发读者的兴趣。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文献回顾以提供有关这一课题和难题的当前的知识背景。接着要解释为什么使用定性的归纳方法。通常，这是因为该问题并无明确的定义和结构，是一个全新的研究现象，或者研究的情境与以往不同，导致对现有理论适用性的质疑。然后，文章就会直接进入方法部分，因为理论和假设都有待建立。
21.2.2　方法部分
这部分的内容包括样本、数据搜集程序和数据分析方法。不需要对测量进行讨论，对理论构念的操作化也是归纳研究的目的之一。定性研究的文章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方面提供的细节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人们偏爱有关解释如何进行数据分析的细节，因为它往往会涉及信息的编码。要重点解释采取了哪些步骤以确保编码结果的信度。Yan和Gray（1994）用一个表来描述样本，用另一个表来描述各种数据的来源。他们的做法为报告定性数据分析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方法部分经常会需要以下一些术语：采访计划书、理论抽样、编码分类、评价者一致性信度、多重验证和理论饱和。编辑和审稿员希望看到一些有关信度、构念和内部效度问题的讨论。
21.2.3　结果部分：概念和假说
这一部分是定性研究理论构建的文章的核心。它可以为研究问题提供新的见解，包括主题、新的构念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要对构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界定清楚。你应该引用定性资料，例如来自面谈或其他文件的材料。你也可以引用定量信息，只要该信息对于支持构念效度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是可行的并且是有意义的。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整体的逻辑框架。构念之间的关系要以命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作为今后研究工作的指导。背后的逻辑关系应给予清晰的表述。我们建议你阅读AMJ或ASQ中获奖的定性研究的文章，把它们作为写作模板，看看它们是如何表述研究结果、借用或者发展理论来解释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的。
21.2.4　讨论与结论部分
这个部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把研究得到的结果与目前对这个课题已有的知识联系在一起：你的研究发现与以往相关的构念或者理论有何类似或不同的地方？其次，要描述你的研究结果如何对你所研究的现象或难题提供了独特和新颖的见解：你的研究对理论文献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再次，你应该坦诚地讨论你的研究的局限性。最后，在结尾呈现一个积极的态度和一个高瞻远瞩的想法，就好像你需要在一个演绎式检验假设研究的文章中所做的事情一样。



21.3　两类文章通用的写作准则
21.3.1　摘要，引文，自我引用
现在你已经写完了全文，是时候写摘要了（你也可以先写摘要，再写全文，然后再修改摘要）。摘要是对整篇文章的总括而不是引言。它应该包含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一个有关主要假设的简短声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主要的研究结果。大多数期刊要求摘要不超过100字。一旦写完摘要，请再检查一下文章的标题。这个标题是否醒目，是否捕捉到了文章最有趣的内容？标题和摘要都应该简单明了，要保证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必要的。计算机数据库如EBSCO或者PROQUEST都使用标题和摘要来制作文章的索引。最好使用理论中的核心构念来准确反映文章的内容。
我们还要说一些有关在文章中引用其他论文的问题。你应该注明任何不是你原创想法的出处。不过要注意避免过度引用参考资料，只要列举最相关的参考文献即可。不要引用任何你根本没有看过的文章。有的时候作者在根本没有阅读的情况下就拷贝其他文章的参考文献。任何逐字逐句的文本都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并提供原始出处的确切页码。
大多数期刊使用双盲评审程序。这意味着你应该避免明显地引用自己的文章。不要使用诸如“在我早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姓名，年份），我发现……”的句子，可以说“Zhou（年份）发现……”。这样读者就不会知道你就是引文的作者Zhou。在文章的致谢栏内不要提及你的大学或从属单位的名称。你可以在给编辑的信中透露需要致谢的人或机构，但是不要在文章中提及。
21.3.2　寻求同侪反馈
没有人只用一稿就可以写出一篇完美无缺的论文。大多数作者都需要写多版的草稿。你应该不断地修改你的文章直到觉得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反馈你再也没有办法改善它为止。现在你可以寻求同侪反馈了。不要让同仁为你的文章的写作、风格、参考文献和数据等方面非常明显的缺陷提供反馈。否则，这只能反映出你缺乏专业精神、不认真、不尊重读者。很多资深的学者愿意帮助年轻的作者发展他们的研究，但是你必须要交给他们一份经过仔细修改的、无明显语法错误、无参考文献遗漏、不是潦草粗心写出来的文章。这样可以表明你的确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的。一篇好的文章要经过多轮的艰苦写作与修改，没有捷径！
组织和结构是确保优秀写作的关键。好文章是写给广阔的读者群而不是某个特殊的小团体看的。请尽量避免使用深奥的术语和复杂的句子。好的作者会在后续的修改过程中几乎重写文章中的每一句。正如Bern所强调的一样，“全面性和注重细节是必需的美德”（1986: 191）。文章通篇要始终如一地使用同样的术语，可以利用重复和平行结构，这可以增强文章整体的连贯性，并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结果。总体而言，写得清楚要比写得有创意更为重要。我们鼓励你多多阅读Strunk和White（1979）写的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书，它可以指导你进行简单、优雅并有效的写作。
21.3.3　养成写作习惯
在本章的开始部分，我们说过你要在得到结果之后再开始写作。事实并非如此。好的文章并不一定要在你搜集并分析完数据之后才开始写作。其实在你决定进行该研究项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写作了。我们非常推荐在进行每一项研究之前都写一份研究计划，把每一个研究项目都当做博士论文来做。在进行数据搜集之前你要仔细想想研究的潜在贡献、研究设计，以及所有的效度问题。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可以记录所有的活动和决定。当你遇见一个相关的文章，也可以写一个简要的总结并把它存档作为日后写作的资料。正如Huff（2002: 72）所说：“写作是一种思维形式，因此也是研究项目开始时就应该利用的一个工具。”严格的写作可以提高学者各个方面的素质。最后，你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把你的想法和研究结果与学界进行沟通。养成好的写作习惯和提高写作技能是学者走向成功的研究生涯的坚实基础。
21.3.4　对研究领域的贡献
每个研究项目都是为了对某个课题或相关课题的知识领域做出贡献。学术活动就好像一场学术对话（Huff, 2002）。你的研究是为了增加、补充或修正对某一课题现有的思想和智慧。因此，你需要考虑哪些学者对这个课题及相关问题已发表了哪些文章，并提出了哪些理论观点和实证结果。这些人就是你这场学术对话的目标听众。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能评估你的文章（作为审稿员），判断其对相关知识领域的增值贡献，对你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需要知道在该研究领域里谁的观点最有影响力，如何将你的想法与这个观点联系起来，读者会对你提供的信息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是会说你的研究“很有趣”还是会问：“新在哪里？”显然，你希望听到第一种评价。其实在构思一项研究的时候你就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了。你应该阅读Davis（1971）的文章，“那才有趣”，然后考虑如何提高你研究的“趣商”（趣味商数）。在你的研究计划阶段就要做这件事情。起草一个研究计划书并寻求反馈，就好像做博士论文一样。许多成功的研究者透露说他们对待每一个研究项目都像对待博士论文一样，撰写科研经费的计划书并寻找一些专家的意见后才开始该研究。
总之，要把你的研究项目当做加入一个学术会话那样看待。这意味着你必须了解目前有关该课题的讨论、辩论、争议（你的文献回顾），找到有趣的方式加入这个会话（构思你的研究问题），确保你的信息是最新的、独特的、客观的（趣商），大胆明确地提出你的立场假说（理论和假设），并提供坚实可靠的证据（良好的研究设计）。最后，把文章写得清晰、简洁、有力（反复修改）。做到这些，我们相信其他学者会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并表示钦佩（希望他们自己能早点想到这个想法并进行研究）。



21.4　国际优秀期刊的审稿过程
21.4.1　如何提交你的稿件
现在你开始准备把文章投到你选好的期刊上去。要保证你的文章符合该期刊的格式要求。当发现作者并没有遵守该期刊的格式要求时，编辑和审稿员有时会觉得恼火甚至觉得受到了冒犯。这反映出你对该期刊的不尊重、缺乏专业素养，或对待工作不认真。因此，花费数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以确保文章在结构、表格、图片、参考文献等方面符合该期刊格式指南上的要求是非常值得的。
许多期刊现在都采用网络投稿系统代替以往给编辑发送电子邮件的投稿方式。你可以阅读一下期刊最新一期的给作者或投稿人的信息，或者查看期刊的主页，以确保你采用了正确的投稿程序。我们前面已提到大多数期刊使用双盲评审程序。所以在你所提交的文章文本中（这部分将被送给匿名审稿人），你不应该透露任何有关你及你从属单位的信息。你可以另提交一封给编辑的信，在该信中致谢有关的人或机构，以及那些曾读过该文并给过你反馈的同仁。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知道。越来越多的期刊要求作者披露该文所用的数据是否被其他文章用过。你需要清楚如实地披露该信息。Kirkman和Chen（2011）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阐述。他们介绍了如何计划用一个数据写多篇文章，以及如何确保每篇文章都能对文献做出独特的贡献。你可以准备一个与他们文中表格类似的表格提交给编辑。这样编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你的文章与其他文章的不同之处。这个方法也可以帮助你计划如何从一次数据搜集中写出多篇文章。
21.4.2　对你提交稿件的评审过程
大多数期刊有一个总编辑和几位副编辑（有的统称他们为资深编辑或部门编辑）。其中一人将成为你的文章的执行编辑。这个编辑将指任两至三个审稿人来评审你的文章。通常选择审稿人的标准是看你的文章的主题、方法或者理论是否与这些审稿员的专长相匹配。很多时候，每个审稿人对文章的关注点会有所不同。因此，很有可能他们对文章的质量或潜在价值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顶级期刊的审稿人通常有四个星期的时间完成评审。所以你大概可以在二至六个月内得知执行编辑的决定。大部分期刊会在三至四个月内完成评审。
有时候编辑可能在没有经过正式审稿的情况下就直接把稿件返回给作者。这叫“前台拒稿”，通常这是因为编辑认为你的文章主题与该期刊的宗旨领域不匹配、稿件质量太差或写作水平欠佳。许多顶级期刊对约30%—35%的投稿不进行正式评审就直接退稿。这是为了避免浪费审稿人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为了节约投稿人的时间。建议你在投稿之前最好仔细阅读一下目标期刊给投稿人的信息，以确定你的文章是否适合该期刊。
21.4.3　决定函
执行编辑在整合审稿人的意见和他自己对稿件的判断后起草决定函。对经过评审的稿件有三种可能的结果：拒绝、修改并重新投稿（其中一些由编辑注上“高风险”的告诫），以及有条件的接受（这种很罕见但是有可能）。
稿件被拒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技术性”问题，如不恰当的样本、有问题的数据或不恰当的方法。第二个原因涉及“理论性”问题，其中包括构念模糊不清、理论发展不足或根本没有任何理论。这两个原因都涉及了理论和方法不匹配的问题。举例来说，使用单一层面的研究设计来检验跨层面的研究构想，或者没有有效地测量构念。编辑需要估计这些问题可以被修改的可能性。如果数据本身就是完全不合适的，编辑就会拒绝该稿件，其理由是即便再修改也不会改变结果，因为数据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数据是合适的而且结果也很有趣，另外编辑认为可以用某个理论解释该结果或支持假设，他就会邀请你修改并重新投稿。大部分顶级期刊会给约25%—35%的投稿修改再投稿的决定函。这意味着约有30%—45%的投稿在经过一轮评审后会被拒绝。
有时候，编辑可能会标注“极高风险的修改”，这不是要建议你不要修改该文章。如果编辑根本不认为你的文章修改后还有机会发表，他是不会邀请你修改它的。高风险的标志是要提醒你对此修改工作不能掉以轻心，你将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无论在理论或是实证研究方面。它可能涉及重新搜集数据，或进行另一项研究以修补一个重大的缺陷。一般来说，你不应该放弃修改的机会。修改后被发表的概率大于50%。你已经通过了第一轮评审这个最艰难的关卡。修改后重投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机会要大大超过提交到另一家相同等级期刊被接受的机会。
优秀期刊的标准显然是非常高的。从它们评审过程中得到的反馈通常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有些作者即使知道自己的论文没有达到标准，也会向这些顶级期刊提交论文，目的是要得到有价值的反馈。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审稿员资源并没有被良好地使用。如果你想得到同侪反馈，那就把稿件发给同侪。
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数期刊会给作者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做修改。这种期限通常是为了鼓励作者及时完成修改。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应该写信向编辑说明。大多数编辑都愿意延长最后期限。



21.5　如何对待“修改后再次投稿”的邀请
收到修改后再次投稿的邀请往往会使人产生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你很高兴有机会修改该文章。另一方面，虽然不是恐吓，但是这项任务看来十分艰巨，尤其当编辑使用了“高风险”的标注时。决定函通常超过10页，单倍行距。审稿人的评论风格从温和的鼓励到极度的挑剔都有可能。有时候，两个审稿员可能会提供相互矛盾的建议。所以，第一件事是要平静你的情绪，庆祝一下你已经通过了第一轮评审这个最艰难的关卡。当你几天或者一个星期后可以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修订工作了。
21.5.1　仔细阅读并分析编辑的信和审稿意见
你应该仔细研究决定函及审稿意见的每一行和每一个要点，以便确切了解编辑和审稿人的关注点与批评。编辑在决定函中所引用的审稿人意见尤其要注意，这说明编辑同意这些意见并认为是否解决这些问题是修改成败的关键。我们建议你在电子稿件上工作，写下你对每一个问题的理解，以及你需要及可能做哪些工作去解决这个问题。看完了整个文件后，要找出你原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把理论和实证问题区分开。总结并整合所有审稿员和编辑所指出的共同问题，这些将是你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制订一份修改计划。如果一篇文章有多个作者，最好每个作者首先单独思考然后再一起讨论。这样能提高正确理解审稿意见的可能性。
如果你对某个评论或批评不太理解，你应该先咨询一下你有经验的同事。如果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你就写信给编辑要求其澄清。你应该牢记编辑们都是急切地想要帮助作者进行成功的修改的。他们在寻找论文发表，而不是拒绝论文。
21.5.2　修订原稿
根据你的修改计划，你已经完成了一些必需的工作，例如搜集新的数据、执行新的数据分析，那么你可以开始修订原稿了。大多数顶级期刊（例如AMJ或ASQ）中，执行编辑的角色是整合所有审稿员的意见，并提供具体建议来指导你的修改。我们最关心执行编辑提供的建议。在回应了原稿的主要问题之后（通过编辑的信），再仔细阅读审稿员给的各项具体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最好把你的各种想法及做法都记录下来，这样你就不会忘记你做过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最后，你必须对审稿员和编辑的每条评论做出应对。这些汇集成一个重要的文件——“回应评审员的意见”。
如果两个审稿员提供了互相矛盾的建议，你应该决定哪个建议更切合你的文章。你并不需要遵循审稿员所有的意见，但是你应该慎重考虑每条意见。如果你不同意某个审稿员的某个建议，你需要礼貌地解释为什么你不同意，为什么你的选择更符合文章的理论或方法。如果评审员要你执行某个特别的分析而你认为不合适，我们建议你还是先执行这个分析并在“回应评审员的意见”的文件中予以报告。然后，请解释你为何不在文章中报告这个结果。评审员通常会很尊重作者的选择，但是希望作者也能对他们的建议给予认真的考虑。如果你根本不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或不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就不会做出对你有利的评审。
请给予你的修改稿与原稿同等程度的重视和努力。你应该不断地修改直到你修正了所有审稿员提出的问题为止。最终的文章应该有更明确的重点、更清晰定义的构念、更强理论支持的假设、更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及更充实的讨论内容。它可能对结果有不同于原稿的解释框架。请记住，审稿员和编辑们的努力是为了帮助你改善你的文章。他们就好像你的毕业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一样，给你建议反馈并告诉你如何将研究做得更好。因此，你的回应文件应该表达欣赏和感谢，并表示已经对他们的建议给予了严肃的考虑。
21.5.3　准备重新投稿
现在你有两个文件准备提交：文章的修改稿和回应评审员的意见。再把编辑的信拿出来读一次，以确保你确实考虑到了所有的评论并对每个建议做出了回应。再没有什么比遇见一个完全不理会某项建议甚至没有提及原因的作者更恼人的事情了。对照编辑的决定函仔细核查你的回应文件，你是否对每一点评论都做出了回应？
有些作者会把他们的回应直接记录在编辑和审稿员的每个评论下面。一些作者喜欢先总结每个评论然后再记录下回应。如果编辑对回应信件的长度做出了限定，你可以选择缩写评论之后再写出你简洁的回应。你的回应最好用不同于原评论的字体风格以方便编辑和审稿员阅读。标明页码以告诉编辑和审稿员文章的哪部分做了相应的修改。这份文件与你的文章一样重要，要书写得准确、简洁、专业，并确保没有语法错误。我们想再次强调：学术写作就好像是进行一场学术对话（Huff, 2002）。在你写回应信件的时候，你不妨设想编辑和审稿员就坐在你的面前，你如何可以说服他们？
我们非常推荐你聘请母语为英语的编辑帮助你提高写作水平。这可能是昂贵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成本。你如果想提高这50%的录取概率，就要注意每一个细节。对你的文章和回应文件都要寻求同侪反馈。仔细核对参考文献和格式以确保它们符合期刊风格指南上的要求。重投这两份文件并附给编辑一份简短的说明，感谢他让你有机会修改该文章。



21.6　结语
我们希望这一章能为你准备投稿、了解评审和修改过程提供一个路线图。你需要把研究过程的这个最后阶段与最初的研究构想、设计和实施环节一样给予严肃对待。这就好像给皇帝做礼服一样。如果没有精细的剪裁和对一针一线的细心，最美丽的面料和最有创意的设计也不会发挥它们应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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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一篇论文的经历：从问题的提出到文章的发表
陈晓萍
华盛顿大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在这一章里，我将用讲故事的方式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些年中发表论文的经历，以及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我选择四篇类型不同的论文来对论文的发表经过进行详细描述。


论文一：Chen, X. P. & Komorita, S. S. (1994).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itment in a public goods dilemma.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0, 367—386.


这一篇是我的硕士论文，也是我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从提出问题到被接受发表总共经过了大约三年的时间，是论文发表比较典型的周期。
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与社会困境有关的研究。社会困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决策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个体处于群体之中，并与其他群体成员在利益上有着相当强的互赖关系。每一个个体都面临着选择何者利益最大化的难题。以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设计小组为例，因为要赶时间，需要大家在周末自觉加班。这时，到底加不加班，或者加多长时间的班，就是小组成员面临的一个决策难题。假如你加班，但其他四个成员都没有加班，最后任务还是不能按时完成，你加的班就浪费了。如果你不加班，但其他四个成员都加班了，并且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小组得到了嘉奖，那么你就可以坐享其成。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加班能够使个体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每个成员都做此选择，那么，最后完不成任务，反过头来大家都得不到好处。相反，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加一点班，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最后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那么每个人就都能得到奖励。这是在小组／团队层面的社会困境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着迷思考的研究情境。
许多研究群体社会困境问题的学者都发现了沟通的神奇作用，那就是：如果让团队成员在决策之前进行面对面的沟通，5分钟或10分钟，大家愿意加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基本的比例是从30%提高到70%。我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就一直在想，如果面对面的沟通有这般神奇的效果，那么其他方式的沟通会不会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呢？如果其他方式的沟通也有效的话，那么当面对面沟通不可能发生的时候（由于时间的限制、地域的限制或其他种种限制），就可以采取其他的沟通方式来增加群体成员的合作行为。就是为了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我开始了硕士论文的课题。
说到其他的沟通方式，在现实中有许多种，比如电话（声音沟通）、电子邮件（文字沟通），等等。我当时仔细思考在面对面讨论中群体成员可能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觉得除了对社会困境情境本身的复杂性的讨论之外，很可能是彼此行为意愿的表露。但这种行为意愿与承诺不同，是不“需要”信守的，因为在所有的实验中，个体最后的决策都是单独、匿名做出来的，没有人会知道别人做的选择。因此，我就想看一看如果让被试只通过文字沟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行为意愿（pledge）的话，究竟会不会增加他们愿意合作的行为。
因为在过去的实验中，对群体成员行为意愿的表达和兑现之间没有明确的说明，我就想把这个因素作为一个变量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实验设计中，我明确创造了三种情境：（1）不需信守的行为意愿／承诺（non-binding pledge）；（2）只需要信守底线的行为意愿／承诺（minimum binding pledge）；（3）控制组，不表达行为意愿／承诺（no pledge）。根据以往对承诺的研究，一般来说行为总会紧跟承诺，尤其当此承诺是公开做出的时候。再根据以往对沟通的研究，凡是在决策之前允许群体成员有所交流的小组，其合作量总是大于完全没有沟通的小组。所以我就提出了该实验的基本假设，那就是：群体成员在实验条件（1）和（2）中的合作量会显著高于他们在实验条件（3）中的合作量。
具体来说，在不需信守的行为意愿∕承诺实验条件下，我们要求被试在做正式决策之前先表达一下自己的行为意向，并且明确告诉他们该行为意向是不需要履行的，而且他们在实验结束时的个人所得与他们所表达的行为意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只需要信守底线的行为意愿／承诺实验条件下，我们也要求被试在做正式决策前表达自己的行为意向，但告诉他们群体成员中那个最小的承诺量会变成整个小组的行为底线，要求每个成员在正式决策时至少要贡献出那个数量。
设计好实验之后，我就开始准备实验材料，包括指导语、小测验、记录纸、录音带，以及实验室的布置。然后就是招收被试。这个过程对有被试库的学校来说比较容易，否则，就得张贴广告，一个一个约定时间。做群体实验的另外一个难处在于，如果缺少一个成员，实验就无法开展，而其他准时来到的被试也不能使用。比如，我的实验中要求群体数量为五个人，结果只来了四个被试，实验就做不成了。因此，在做群体实验时，一定要过量约定被试，五人小组的实验，最好约定七个人，这样就能较好地保证群体有足够的成员。假如七个人都来了，那么就可以让多余的两个人做其他的事，比如个体的问卷调查等，或者让他们回去。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常常在实验室门口翘首盼望的心情，期望每一个被试都准时到来。有时左等右等，就缺一个，真是恨不得抓住走廊里路过的任何一个人，让他们进来做实验！
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实验终于做完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数据敲进了计算机，然后就做了初步的统计运算：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我的基本假设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被试在实验条件（1）和（2）中的平均贡献量（4.60）与他们在实验条件（3）中的平均贡献量（3.81）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我发现被试在实验条件（2）中的平均贡献量（6.14）则显著高于他们在实验条件（1）或（3）中的平均贡献量（3.06, 3.81），而后两种实验条件之间没有显著区别。这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我又把数据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这个实验的数据总体上比较简单，除了平均贡献量之外，值得看的就是平均承诺量了。我对平均承诺量做了方差分析，发现在这个变量上，完全与我预测的一致：被试在实验条件（1）和（2）中的平均承诺量没有显著差异（6.11, 7.30）。显然，在不需信守的行为意愿／承诺条件下，被试没有贡献他们所承诺的数量；而在需要信守底线的行为意愿／承诺条件下，被试基本贡献了他们所承诺的数量。我于是检验了承诺量与贡献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前者是r=0.52，后者是r=0.83，果然相当不同。
我于是开始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被试，我做一个承诺，同时知道这个承诺不用信守，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其实我可以用这个承诺去“愚弄”别的群体成员，让他们“以为”我会贡献很多，这样他们就可能受到我的影响也贡献很多，而当别的成员贡献很多时，我自己贡献很少，我所得到的报酬就越高。为了验证这个分析，我把被试在问卷上关于自己为什么选择某种决策的回答，以及他们对其他群体成员使用的战略分析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不需信守的行为意愿／承诺的实验条件下，有32%的被试坦白承认自己使用了“高承诺，低贡献”的策略，并有74%的人承认自己没有贡献与承诺相对等的数量。与此同时，有近49%的被试认为别人用了“高承诺，低贡献”的策略，并有94%的人认为别人没有贡献与承诺相对等的数量。显然，许多被试把做“承诺”这一步看成了为自己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现象在需要信守底线的行为意愿／承诺实验条件下发生的概率却大大降低。只有18%的被试觉得自己用了“高承诺，低贡献”的策略，同时，也只有18%的被试认为别人用了这个战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想一想身处于这个实验条件中的被试，其实他们在做承诺的时候，不仅是在为自己做，同时也是在为其他人做，因为万一他做的那个承诺最小，该承诺就变成了全体组员的底线。也就是说，个体所做的承诺可能会影响他人的贡献量。反过来，他们也会更关注别的群体成员所做的承诺，因为其他人的承诺也可能变成他们的贡献底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做承诺的时候愿意兑现的意愿就更强。而且此时的承诺也更有“沟通”意愿的作用。由此看来，并非所有的承诺都会增加群体成员的合作意愿，只有当所做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沟通”真实意愿的效果时，这个承诺才可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我为自己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感到欣喜，于是跑到我的导师Sam Komorita的办公室与他分享并向他讨教。他本来已经对我的实验结果感到失望，但听了我的解释后，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他鼓励我再做一个实验来检验这个新提出的假设。
在第二个实验里，我创造了三种情境：（1）需要信守群体最少承诺量（minimum-binding），以重复第一个实验中的结果；（2）需要信守群体平均承诺量（mean-binding）；（3）需要信守自我承诺（binding pledge）。在三种情境中，承诺都含有信守的成分，因此都会具有“沟通”合作意愿的效果。只是它们所要求的信守程度不同：实验条件（1）中要求的信守程度最低，其次是（2），最高是（3）。如果承诺的信守程度能够预测实际贡献量的话，那么实验条件（3）中的被试的贡献量就应该最高，其次为（2），最低为（1）。这也是我对第二个实验结果的基本假设。
又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之后，我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一次的结果同样出乎意料。平均贡献量最高的是在实验条件（2）中（6.8），其次为（1）（5.10），最低为（3）（3.61）。这三个数字之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可见，实际贡献量并不直接与承诺的信守程度相对应，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
再看这三种实验情境中的平均承诺量，最低的是在实验条件（3）中（2.77），而在（1）和（2）中，平均承诺量则基本相等（6.48, 6.39）。这些数字透露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当你要求被试信守承诺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小心，从而只做出了较小的承诺，以便在真正贡献的时候有较大的伸缩空间，因为承诺一旦做出，就不能收回了；而做一个小的承诺，要加大则没有问题。而当被试要求信守的承诺是群体的最小承诺量或平均量的时候，他们的顾虑就大大降低。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在实验中被试一共要做十次单独的匿名决策，我又把数据分成了两个阶段，并分析在这两个阶段中被试的承诺量和贡献量有没有发生变化。结果发现，除了在“需要信守自我承诺”的条件下这两个变量没有变化之外，在另外两个实验条件（（1）和（2））下，第二阶段的承诺量和贡献量均显著高于第一阶段。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两种实验情境中的被试变得越来越愿意合作，愿意贡献。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于是又开始了思考。这两个实验情境虽然要求的信守程度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让被试的个体承诺能对群体其他成员的贡献产生影响，而且，因为设定了“最小承诺量”或“平均承诺量”的底线，被试就不用“害怕”别人不贡献。其次，这个“底线”也把群体成员连成一体，使大家产生“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而在“信守自我承诺”的实验条件中，每个人的承诺只对自己有约束作用，对群体的其他成员不产生丝毫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可能正是这种“不害怕”、“在同一条船上”和“自己能影响别人”的感觉导致了个体的合作行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信守自我承诺”的实验条件下，被试其实只有一次决策机会，因为根据要求，他的承诺=他的贡献，所以承诺阶段和贡献阶段基本合二为一。而在另外两种实验条件下，这两个阶段是完全分离的，因此，承诺阶段提供了群体成员之间沟通的机会，而贡献阶段则给了他们回报彼此的机会。
这样分析之后，我渐渐觉得我的这些实验结果并非完全随机发生的现象，而是有理论支持的。而且，把两个实验的结果放在一起来看的话，我的这些解释也能说得通。因此，我就开始写作我的硕士论文，一步一步，把我原先的假设、出乎意料的第一个实验结果及我的解释、如何进行第二个实验，以及第二个实验的结果等都如实写了出来。完成之后，我的导师鼓励我把它修改成可以投到杂志上去发表的论文，我当时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到杂志上去发表，但既然导师说了，我只能照做。记得这篇论文我起码改了有八到九稿，改到我自己都不愿意拿起来看了，导师终于说可以投出去了，我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文章投出去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忘了。那时候OBHDP审阅稿件的周期很长，一般在半年左右。所以当收到编辑的来信时，我几乎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现在，总是翘首以待，而且收到主编的信时，总是心情紧张，屏住呼吸）。打开信封，看到主编说我们的文章已经被接受，心里挺高兴的。然后再看评委的意见，十分简短，只提到了一个问题，要我们对数据重新分析后加以说明。我拿了信给导师看，他也很高兴，我们讨论了一下评委的要求，觉得很容易解决。于是，我们就补充了那部分数据分析，写了一封回复的信，告诉主编我们对论文主要做了什么修改，就完成了。整个修改过程（revise and resubmit）只花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没想到，我的第一篇论文虽然在前期经历了一波三折，其评阅发表过程竟然是我这些年里面最顺利的，就像新手好运一样。从此以后便每况愈下，在此先按下不表。


论文二：Chen, C. C., Chen, X. P. & Meindl, J. R. (1998). How can cooperation be fostered?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2), 285—304.


这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几乎可以用“奇缘”（serendipity）二字来形容。首先是我和陈昭全的相识，然后是我们对这个论题的共同兴趣，再是我们知识结构和工作风格的互补。我和陈昭全是在1996年的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认识的，那时参加年会的中国学者还很少，大家见面了就觉得很亲切，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就约定每年在年会时要聚餐一次。记得在那十几个中国学者中，只有我和陈昭全的研究领域是在OB/HR的，其他人基本都在宏观战略领域。所以我们就谈得比较投机，这样就算是认识了。
1997年在年会上我们又见面了，那一年陈昭全在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与合作、竞争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有关，提出了一些假设，但没有详细论述，也没有任何研究数据。我当时去听了他的论文，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加上自己一直在研究竞争、合作的问题，又曾经师从Harry Triandis，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问题有许多的思考，所以在会议结束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在他的论文的基础上大大加强竞争合作理论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的阐述，把那篇文章写成一篇理论基础扎实的理论论文。他一听，非常高兴，我们二人一拍即合，立刻就对那篇文章的大致结构和内容进行了讨论。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之后，陈昭全就把他文章的电子版寄给了我。我一收到，立刻全情投入开始修改。我把自己所熟知的在社会困境情境中如何诱导合作行为的因素和机制一一展开，然后思考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它们可能出现何种不同的效应。这样写着写着，文章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就出来了。一星期后，我把修改过的稿件寄给陈昭全，让他继续修改完善。我们两个都是在美国文化中生活的中国人，虽然自认为对中、美文化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某些美国文化特征的把握我们还不是十分有信心，因此我们就邀请陈昭全的导师James Meindl参加我们的写作，并对论文的整体布局、思路和细节论述的准确性进行把关。Meindl是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十分著名的学者，曾经在领导学的研究领域中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力作。他同时也一直对文化的研究感兴趣，就在他去世前几年，还一直在筹划出版一本有关中国领导力研究的书籍。他欣然答应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们就开始合作。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澄清的一点是，以往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研究给人们一种错觉，那就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不仅“喜欢”在群体中工作，而且有“自动”合作的倾向。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只有在“内群体”的情境中才会产生强烈的合作倾向，而在对待“外群体”时，常常出现不合作的现象。因此，诱导合作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虽然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体利益之上的价值理念，但是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观察到很多的合作行为。所以，我们的基本命题就是：个体的合作行为不管是在个体主义文化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都可以被诱导和激发，但是，因为文化价值理念的不同、个体合作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其诱导机制和激发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
围绕着这个命题，综合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中对这两种文化存在差异最大的五个方面的论述（Triandis, 1995），以及传统“合作”研究中对提高合作行为机制的总结（Messick & Brewer, 1983; Komorita & Parks, 1995），我们就从六个方面对这个命题展开了讨论。
就文化价值理念而言，我们认为在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其合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以工具性（instrumental motive）为导向，个体理性占上风。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合作是因为合作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利益，更能实现个体的利益追求。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其合作的主要出发点是表达自我（expressive motive）的动机，是表现自己与集体利益融为一体的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说，集体的利益总是高于个体的利益。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我们对具体的合作行为诱导机制的讨论就有了基本的立足点。
方法之一：通过高阶目标（superordinate goal）诱导个体的合作行为。我们认为，虽然树立高阶目标对增加所有个体的合作行为都或多或少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作用的产生渠道是因文化而异的。对于个体主义者而言，只有当他们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goal interdependence）之时，才更可能出现合作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在能看到自己的合作与自己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之间有密切联系时，个体主义者才更可能采取合作的方式。相反，我们认为对于集体主义者来说，却是目标的共享（goal sharing）这一条才让他们产生合作的动机，因为高阶目标促使他们看到整体，并且认识到自己是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就可能使集体主义者更愿意合作、更愿意贡献。
方法之二：通过建立群体认同感（group identity）来激发个体的合作行为。长期以来，群体认同感在团队合作研究中都被认为是一个十分有效地激发合作行为的因素。我们探究其背后的原因，认为其实对于个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来说，他们所看重的内容是不同的。群体认同感之所以能够激发个体主义者的合作行为，是因为个体的自我尊严和价值能够在认同群体的时候得到提升（self-enhancement）；而对于集体主义者，认同群体使他们产生自己与群体“互补”和“并协”的感觉（group complementarity），因此就更愿意合作。
方法之三：通过建立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trust）来诱发个体的合作行为。人们之所以在群体中对自己的“合作”行为有所保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贪婪（greed），二是恐惧（fear）。贪婪的意思是，如果自己选择不合作，而别人都合作了或者贡献了，群体的目标得到了实现，自己就能够“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恐惧则是指那些做了贡献、选择了合作行为的人，因为不知道别人究竟会不会合作，因而害怕自己的努力白费，辛苦了半天群体还是完不成任务、达不到目标，没有任何回报。从这个角度分析，假如群体成员之间彼此信任，相信大家都会为实现群体的目标做出努力，那么恐惧感就会大大降低。此外，如果个体知道别人都信任自己，也就更可能克服贪婪意识，不辜负别人的信任。所以，建立信任就成为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我们认为，个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所看重的信任有所差别。如果最简单地将信任分为两种：认知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和情感信任（affect-based trust），那么个体主义者更关注的是认知信任，而集体主义者则更关注情感信任。在组织情境中，所谓认知信任指的是建立在个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知识水平和工作绩效基础上的信任；而情感信任则是建立在个人好感、情感共鸣基础上的信任。前者更知性，后者更感性。我们进一步认为，认知信任常常与对个人利益的关注相联系；而情感信任的主要动因是为了维护彼此对人际关系的承诺。因此，对于个体主义者来说，在决定是否合作时，在认知信任上给予的权重会大于情感信任；而对于集体主义者来说，这个顺序正好相反。
方法之四：通过增加责任感（accountability）来激发个体的合作行为。在这一项上，我们将责任感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个体自己负责任（individual based accountability），另一种是对个体所属的群体负责任（group based accountability）。我们认为，强调对个体自己负责任能够唤起个体主义者对自我的进一步关注，并且与他们认同的“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理念相匹配，因此能够提升他们的自我形象，使他们更愿意合作；而对集体主义者来说，提倡个体对自己所属的群体负责能更加强化他们“个人是群体一员”的意识，并且进一步突出群体的重要性，因此就更愿意贡献个人的力量，愿意合作。
方法之五：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来提高个体的合作意愿。关于沟通的神奇作用，我在前面已经有过详细阐述。但在这里，我们认为，何种沟通方式更加有效也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对比较直截了当，有话直说，而在组织中，很多的沟通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完成，尤其在电子邮件盛行的今天，这种沟通已经成为主要的沟通方式。没有见过面的人通过电子邮件（文字）相识，也可以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对更加婉转含蓄，许多意思都是通过非语言的渠道传达，比如眼神、表情、语音语调以及身体动作，等等。如果沟通仅仅限于文字的话，就有许多细微之处无法被准确解读。而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见面是两个人可以建立合作关系的必要手段，从未谋面的人要想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我们提出，非面对面的沟通方式（partial channel communication）对激发个体主义者的合作行为比激发集体主义者的合作行为要来得有效；而面对面的沟通方式（full channel communication）对激发集体主义者的合作行为比激发个体主义者的合作行为的效果会更好。
方法之六：通过选择合适的奖励分配方式（reward distribution）来提高个体的合作意愿。以往对奖励分配方式的跨文化研究显示，个体主义者更偏好用“公平”（equity）的原则来分配奖励，而集体主义者则更偏好用“平等”（equality）的原则来分配奖励。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集体主义者究竟偏好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分配奖励其实还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群体的属性——如果是内群体，那么就偏好平等原则；如果是外群体，则偏好公平原则。另一个是组织的当务之急（或当期目标）——如果是绩效挂帅，那么公平原则就是首选；如果是和谐为本，那么平等原则就成为首选。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激励机制。那就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者来说，以公平原则为基础的奖励方式会更有效地激发个体主义者的合作行为；而对于集体主义者，从短期而言，公平的奖励方式会有效地激发其合作行为，但从长远来看，平等的奖励方式会更有效地激发其合作行为。
提出了这些激发合作行为的不同机制之后，我们又开始讨论是否需要一个能够统观全文的理论框架作为解释文化价值观下不同激励机制的基础。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我们决定从个体—集体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出发来建立这个理论框架，那就是：个体主义者强调的是个体利益的最终实现，而合作行为只有被看做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有效手段时才会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反之，集体主义者心目中最看重的是集体的利益，因此当个体的合作行为能够帮助集体实现目标时，就会产生激励的作用。从这个基本理论假设出发，我们提出了个体主义者的“工具动机”（instrumental motive）和集体主义者的“目标动机”（expressive motive）的概念，并以此作为推断全文所有假说的基础。
这篇论文我们一边讨论，一边修改，前后大概经过了五次反复，才把它投到了AMR。两个月后，我们收到了编辑的来信，大意是论文的整体观点不错，理论也算扎实，要求我们修改后再寄去予以评审。评委的主要意见是让我们不要局限于“社会困境”的群体情境，而应使讨论更加宽泛一些，以便适用于一般的组织情境。另外，我们所定义的“合作行为”到底与另外一个在组织行为学中经常提到的概念“组织公民行为”有什么样的关系，也应该加以讨论。最后，评委还让我们在论文的讨论部分更详细地说明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验证我们的假设，以及该论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仔细思考了评委提出的问题之后，就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并逐条回答了评委的意见。大概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经过修改的论文终于完成，寄回去不久，就得到了编辑的首肯，次年得以发表。这是我个人所有论文中发表得最为迅速的一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总共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可算奇迹。


论文三：Chen, X. P. & Li, S. (2005).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mixed-motive business context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6, 622—636.


这一篇论文经过的磨难相对来说就要多得多了。从问题的提出到论文的发表几乎经历了七年的时间，对我们的耐心是极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如何听取评委的意见，不断提高论文的写作水平，使自己的研究对理论和实践都有更大的贡献。
这篇论文的合作者李纾是我在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后来去了澳洲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就留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做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大都在个体决策领域，对社会困境问题也十分有兴趣。1997年夏天我去澳洲开会，李纾好客，带我们一家在悉尼玩。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公园散步，我们边走边聊，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文化差异的问题，更说到外乡人在异国生活的心境、“入乡随俗”的问题，以及本地人如何对待外乡人的问题。比如，外乡人在异国遇到同胞或老乡是不是感觉更亲切？是不是更愿意彼此合作？本地人在遇到有外乡人进来时，是不是会更抱团？更合作？是不是会排外？此外，我们观察到，澳洲人总的看来很友好善良，愿意合作；相对而言，中国人的竞争意识反而更强一些，与“老外”合作的倾向似乎也不是那么强。
在我们交换了许多想法之后，就产生了一起做研究的念头。为什么不做一个实证研究来看一看这些现象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有什么个体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同时起作用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一家回到香港（那时我还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观察香港人的行为，更感觉到其“竞争”的成分比澳洲人要强。我开始寻找跨文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找来找去，过去的研究似乎都在说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澳洲人是个体主义者，而且集体主义者的合作倾向比个体主义者要强。与此同时，李纾则开始寻找与“地域行为”（territory behavior）有关的文献，同时编写研究的情境材料。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我想到了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研究领域中刚提出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横向—纵向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学说（horizontal-vertical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这个学说指出，其实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有许多种类。比如，虽然按照Hofsetede（1980）的研究，美国、加拿大、澳洲都算是个体主义的国家，但是美国的个体主义与澳洲的个体主义是不尽相同的。美国的个体主义中包含更多竞争的成分，亦即个体不仅要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想比别人得到更多。这种个体主义就是纵向个体主义。相反，澳洲的个体主义只强调个体利益最大化，但并不强调自己的所得大于别人，这就是横向个体主义。纵向集体主义指的是在强调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希望自己所属集体的利益大于其他集体；而横向集体主义指的是强调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并不在乎自己所属的集体是否得到了比其他集体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对原来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的细化，它在讨论个体—集体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还涵盖了“竞争”这个层面。于是我们决定采用这个学说的框架作为我们假设的基础。
与此同时，相对于个体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更为敏感。但是，“内群体”这个概念弹性很大（elasticity），没有明确、固定不变的范围。比如，家人可以是内群体，自己的工作团队可以是内群体，自己参加的某一个兴趣小组也可以是内群体；有时，同一个民族的人也可以被看成是内群体。“内群体”可以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在我们的研究里，我们界定，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活的中国“同胞”更可能将彼此看成“内群体”成员，而将“非同胞”看成“外群体”成员。因此，在和同胞做生意时，他们更可能合作；而在和“非同胞”做生意时，他们更可能采取竞争行为。反过来，在本国生活的中国同胞的“内群体”感觉就不如在外乡生活的同胞，而在本国生活的中国人在与外乡人做生意时，其竞争倾向会强过与自己的同胞做生意。但是，因为澳洲人属于个体主义者，他们在行为处事时不太区分内外群体，因此，他们在国内或国外，对同胞和非同胞的行为都差别不大。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研究中对中国人和澳洲人竞争行为差异的基本预测。
于是我们设计了第一个实验来对这个假设做一个初步的检验，同时，我们想借该实验来看一看中国人和澳洲人在总体层面上的合作倾向。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借用了“囚徒困境”中有名的“瓶子机器”情境（Boole & Ockenfels, 1990），并指出所有的被试都是“异乡人”在国外生活。实验共有四种情境：所在国家（澳洲或中国），生意伙伴（同胞或非同胞），其中生意伙伴是“组内设计”变量，也就是说，同一个被试既要回答“同胞”的问题，也要回答“非同胞”的问题。他们主要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愿意选择购买“大瓶子机器”，用九点量表表示。因此，数字越大，表明他们的竞争倾向越强。
我们在中国和澳洲同时进行这个实验，总共有184人参加。实验的结果显示，从总体来说，中国人的竞争倾向（7.07）要显著高于澳洲人（5.99）。而且，在澳洲生活的中国人在遇到同胞时，其竞争倾向（6.63）要显著低于当其生意伙伴为澳洲人时（7.51）。而在中国生活的澳洲人在对待同胞和非同胞生意伙伴时，其竞争倾向并无显著差异（6.05, 5.93）。这些结果与我们预测的基本符合，让我们很受鼓舞。
但是，中国人的竞争倾向高于澳洲人这个结果虽然与我们的观察相仿，却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有较大的不同。为了更深刻地挖掘出这个结果背后的原因，我们决定做第二个实验，并在这个实验中实际测量每一个被试的纵、横向个体主义文化导向，而不是用国家来作为文化导向的近似值，借此来检验一下这个新学说的预测能力。
在第二个实验中，我们同时也改变了实验的情境，用四个人的社会困境问题取代了二人“囚徒困境”，而且加进了个体在母国生活的实验条件。因此，这个实验的设计是2（国家：中国或澳洲）×2（地域：母国或外国）×2（生意伙伴：同胞或非同胞）。我们同时在澳洲和中国香港地区进行这个实验，共有273个被试参加。我们要求被试在九点量表上做出合作或竞争倾向选择之后，再填写关于横向—纵向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问卷（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 Gelfand, 1995）。
对这个实验数据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中国被试在纵向个体主义问卷上的得分（5.82）显著高于澳洲被试（4.68），而澳洲被试在横向个体主义问卷上的得分（7.54）显著高于中国被试（6.33）！其次，在横向—纵向集体主义上，两个国家被试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数据再一次显示，中国被试在所有实验情境中，其竞争倾向（5.70）都显著高于澳洲被试（4.46）。最后我们发现，只有身在澳洲与中国同胞打交道时，中国被试才表现出最弱的竞争倾向（5.03 vs. 5.90, 5.78 vs. 6.08），而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们则表现出相当强的竞争性（5.90, 6.08）!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澳洲人在母国时对外乡人最合作（3.85），在外国时则不然（5.11）。而对自己的同胞，不管在本国还是外国，都相当合作（4.68, 4.18）。
有趣的是，中国被试和澳洲被试的行为也有相类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在异乡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竞争性最强。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当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要求得生存时，人都会有本能的自我防卫行为出现，与此同时，这也可能是外国人对“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的一种自然反应。
我们之后又采取了三步回归的方法（Baron & Kenny, 1986）去检验个体文化导向对国家一个体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横向个体主义和纵向个体主义两种导向同时中介了国家一个体行为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个体的文化导向发生的，个体的文化导向才是影响个体行为的直接因素，如图1所示。



图1　个体主义导向为国家文化和个体合作倾向关系的中介模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个体的合作行为与其文化导向直接相关：横向个体主义导向越强的个体，越可能做出合作的选择；而纵向个体主义倾向越强的个体，则越可能做出竞争的选择。难怪中国被试在行为上表现出比澳洲人更强的竞争倾向，原来他们在纵向个体主义问卷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澳洲人！
我们将这些结果总结之后就开始了写作的过程，基本上就是顺着前面描述的思路写的。完成之后，我们就把它投到了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IBS）上。
挫折从此开始。先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编辑和评委的意见。那时JIBS刚刚更换主编和编委队伍，整个审阅程序也正在进行调整，经历着过渡时期的混乱。所以我们投出去的稿件五六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回音，心里着急，却又不敢去问，就一直挂在那儿。好不容易得到了编辑的回复，让我们修改后再投（revise and resubmit），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然后再仔细阅读编辑、评委的意见和建议，才发现这个修改过程将十分漫长。
首先，他们对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很有疑问，认为最适合用来解释我们这个结果的理论并不应该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但究竟应该是什么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评委建议我们去读一读Yamagishi以前做的研究，都是对比美国和日本的被试在社会困境情境中的行为表现的，与我们发现的结果有异曲同工之妙。但Yamagishi完全没有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研究结果，而是提出了他的“Institutional View of Culture”（Yamagishi, 2003）。根据这个观点，日本人之所以在熟识的群体中合作，不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愿意合作，而是因为有社会监督系统（social monitoring system）存在的缘故。一旦社会监督被去除，比如在与完全陌生的人打交道时，日本人就会比美国人更不合作。
此外，评委们还对我们研究中使用的样本可比性提出疑问，虽然我们在文章中已经说明了所有的被试都是在校大学生，但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比如，大学的品牌是否可比、学生的年龄大小、性别比例、学科专业、工作经验，等等。同时，要求我们提供两组被试在回答横向—纵向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时其答案之间的可比性数据。也就是说，仅仅提供两组样本在量表上的信度系数是不够的，必须检验每一个样本被试在回答问卷上的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模式（response pattern）是一致的。最后，他们要求我们更深入地讨论文章的局限性，尤其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做的，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及其应用价值就更需要加以说明。
这些评语让我们沉思良久。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如何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与Yamagishi的Institutional View of Culture结合起来，它们各自的要点、实质，它们的共通之处，以及它们的差异。这两个学说中究竟哪个部分能够直接说明我们的结果，而这些部分之间又是否是彼此互补的。想了几个月之后，那些点点滴滴的思索才算慢慢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符合逻辑又同时融合两个学说的理论推论，这就是在现在发表的论文中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阐述，确实比我们一开始只用个体—集体主义理论要更有理有据、更有说服力、在理论上也更充实、更站得住脚。
这两个理论的联结点其实就是集体主义者对待“内群体”与“外群体”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被许多研究重复，在Triandis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一书中有详细阐述（Triandis, 1995）。但是，仔细阅读有关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领域的研究文献，却没有对该现象的深刻解释。而Yamagishi的Institutional View of Culture实际上是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而不是仅仅描述这种现象本身。看清了这个联结点之后，我们便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去预测行为。也就是说，中国人或日本人之所以愿意与“内群体”成员合作是因为在内群体成员之间存在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监督。身在澳洲的中国同胞本来数量就不是很多，在他乡相遇，将彼此看成“内群体”成员，而这个内群体中的人彼此联络、彼此相识，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监督系统：一个人的名声在这个群体中会传播得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愿意合作。而当其他成员是素不相识的“老外”或者陌生人时，这种无形的非正式社会监督系统就不存在，人们因此也就没有对自己行为的顾虑，从而更表现出保护自己利益的倾向。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两个理论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并且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关于样本可比性的问题还比较容易回答。我们回头去把原始资料找出来，然后把两个样本的平均年龄、学科专业、性别比例和工作经历都罗列出来进行对比，发现在这些条目上两组样本有相当高的相似性，除了工作经历这一项以外。因为中国的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和上大学期间都没有工作的经历，而澳洲大学生则或多或少有打零工的经历。另外，就学校的品牌而言，在第一个实验中，中国的大学生来自浙江大学，是中国的前十所名牌大学之一；澳洲的大学生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是澳洲的前十所名牌大学之一。在第二个实验中，中国的大学生来自香港科技大学，也是香港的名牌大学，与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品牌也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就把这些详细资料加以了说明。
令人头疼的是对两组被试在横向—纵向个体—集体主义问卷上答案模式可比性的验证。好在主编向我们推荐了一本书——《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数据分析》（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专门阐述跨文化研究中需要用到的研究方法，由Van de Vijver和梁觉合著。我们于是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认真研读，终于搞清楚了如何验证跨文化样本答案模式可比性的统计方法和步骤。这个难题就这样也被攻下来了。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是对原作进行修改以及逐条回答编辑和评委的意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人的耐心常常是极大的考验。我有几个同事都是因为害怕这个过程，就把编辑要求“revise and resubmit”的文章扔在一边，从此拾不起来，无法将自己有潜力的论文发表出去，结果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个人的体验是，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始终保持平和、谦虚的态度，认真阅读评委的意见，并充分吸收他们的想法。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他们怎么说你就一定要怎么做，因为有时候评委与评委之间的意见也可能南辕北辙，弄得你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主编会总结所有评委的意见，然后给你一个他的判断和决策。所以，以主编的意见为指导，在充分吸收各个评委意见的基础上找到对论文修改最有帮助的观点，自己确定下来之后，再用婉转的方式去说服原先有不同意见的评委，可能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了。
在完成了这两个过程的写作之后，我们就把论文重新投了出去。一等又是五六个月，才听到了主编和评委的评语。他们大大赞扬了我们修改过的论文，觉得有“脱胎换骨”的味道。但是，还有一些小地方他们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对两个样本答案模式可比性的验证，其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拟和指数（fit indices）还不够理想，是否可以通过进一步筛选条目来加以提高，等等。这一次需要改动的地方当然比上次少了许多，但是，要重新拾起那些数据和修改的头绪还是挺花工夫的。眼看希望就在前面，我们于是开始专心修改起来，大约一个月后，总算完成了第二稿的修改过程。寄出去后，又过了几个月，才收到了“录用”的消息。


论文四：Chen, X. P., Yao, X. & Kotha, S. (2009). Passion and preparedness in entrepreneurs' business plan presentations: A persuasion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ists' funding deci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 (1), 199—214.


这篇论文从开始到发表的周期较长，主要的原因不在于编辑部的拖拉，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在问题的界定和研究方法选择的思考上花的时间；其次是花在数据搜集上的时间，我们总共做了三个研究才完成了对假设的求证，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最后当然是花在写作和修改上的时间，也有将近两年。
最初引发对创业者激情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我的同事Suresh Kotha一句不经意的提问。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系几乎每年都招聘新教授，而评价新教授是否可以录用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该应聘者在Job Talk中的表现。在Job Talk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个学者对研究问题思考的深度和研究思路的清晰严谨性，而且可以判断他对自己研究项目的入迷程度或者研究激情。虽然那时我们并不把“激情”作为一个显性的指标加以衡量，但是它似乎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和评价。记得有一天在一个Job Talk之后，我们一堆同事站在那儿聊天，大家都为那个演讲者的投入和激情所感染。突然Suresh问我：“是否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在企业战略和创业学方面，对组织行为学的概念比较生疏，所以不知道是否前人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自己本来对“激情”虽然有较深的个人体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与研究结合起来，所以当他这么一问的时候，我不禁愣了一下，不知该怎么回答。
此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做了初步的文献搜索，结果发现“激情”这个词作为一个专门的构念不曾被系统地研究过。但是从我个人这些年做研究的体验，以及对我的同事，特别是那些卓有成就的同事的观察来看，激情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做了这个“值得研究”的判断之后，我就邀请Suresh和姚欣（当时的博士生）参与到这个课题中来，首先讨论在什么领域开展这个“激情”研究。因为西雅图地区的创业文化很强，而且我们三个都对创业者感兴趣，并觉得把“激情”放在这个情境中研究非常合适，加上Suresh又是我们学院创业中心的研究主任，所以我们就决定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创业者激情”上。
研究“激情”的挑战有好几个。其一是因为这是一个新概念，几乎不存在现有文献，从定义到测量都需要我们从头建立。其二是因为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是创业者的内在激情，另一个是别人观察到的这个创业者的激情，我们究竟要研究哪一个需要思考清楚。其三是因变量的选择，即我们关注的激情所产生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因为创业具有阶段性，成败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以不同的后果加以衡量，所以我们需要在确定所要研究的创业阶段之后才能确定结果变量。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关注创业的前期阶段——集资阶段，研究风险投资在倾听创业者宣讲其创业计划书时所观察到的创业者的激情对他们投资决定的影响。
既然决定研究“观察到的创业者激情”，我们就需要对此进行精确定义并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在综合了前人对激情的不同定义之后，我们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那就是“创业者对自己即将开创的公司／产品具有深刻的认知和情感体验”。那么，他们在宣讲创业计划书时什么样的行为表现方式会让旁观者做出如此的判断呢？我们于是遵循Hinkin（1995, 1998）量表开发的步骤，一步一步地开发了“知觉到的激情”量表，发现用九个条目可以代表这个构念的两个主要维度：认知激情（cognitive passion）和情感激情（affective passion）。我们用了三个独立的样本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方法分别检验这些条目的聚合和离散效度（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validity），得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自己开发出来的量表去做下一步的研究。
因为这是关于创业者激情的一个探索性研究，所以我们的研究假设非常简单直白，而且总共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认为创业者的认知激情会正面影响风险投资的投资决定；另一个是我们认为创业者的情感激情也会对风险投资的投资决定产生正面影响。为了严格地检验这两个假设，我们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实验室研究（以检验因果关系）和实地研究（以增加外部效度），双管齐下。
这个研究最有趣的部分对我来说就是这两个实证研究。在实验室研究中，我们必须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同时又必须使实验中表现的情境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要使实验变量操作化。从研究假设出发，我们的实验自变量有两个：认知激情和情感激情。因为认知激情与对创业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有关，这应该在创业计划书的内容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内容的质量就可以反映认知激情。而情感激情主要表现在创业者陈述自己创业计划时的肢体语言上，如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动作和语音语调，因此要操作这个变量就必须找到能够用合适的肢体语言恰当表演的演员来承担这个角色。我们设计了一个2（认知激情：高或低）×2（情感激情：高或低）的实验，从我们学院创业中心过去举办过的创业计划书大赛中的几十份创业计划书中挑选了两份，其中一份曾经得了大赛的第一名（内容高质量），另一份得了第八名（内容质量不高）。
如果说选择创业计划书还相对比较容易的话，选择一个合适的演员可是耗费了我们很多时间。我们首先在本地业余演员的网站上登了招聘广告，描述了演出任务和酬金信息，希望有兴趣的人前来报名。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报名者就达八十多人，而且每个人都递交了两份简历，一份是平常的工作简历，另一份是业余演员的简历，让我们大开眼界，没想到西雅图是一个如此藏龙卧虎之地！接着我们就开始了面试的过程。在面试之前，我们先寄给他们需要宣讲的创业计划书（浓缩成一页左右），让他们准备用两种方式表演，一种是充满激情的方式，另一种是没有激情的方式，面试的时候需要他们能够脱稿演讲。没想到面试了七八个下来，都没有令我们特别满意的，不是不能完全脱稿，就是激情表现不明显。姚欣那时负责了大量的面试工作，她相当沮丧。直到后来看到第九个的表演时，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决定录用他。
这个演员后来准备了两份创业计划书（质量高和不高），用两种方式演讲（充满激情或没有激情），我们把他的表演录了像，制作了四份录像带（四种实验情境），每份录像长度相等（8分钟左右）。然后带着这些录像作为实验材料随机选择选修创业课程的MBA学生，让他们想象自己是投资者，在观看完录像之后填写“感知到的创业者激情”问卷，并且做出自己是否会向这个创业项目投资的决定。这样一组一组做下来，让每一个实验情境中都有多于30个被试的数据，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数据分析。
实验研究的数据分析通常比较简单，用方差分析即可看出是否存在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我们的实验数据呈现出显著的创业计划书质量（代表认知激情）的主效应，但是肢体语言（代表情感激情）的主效应却不显著。除了方差分析之外，因为我们也测量了被试主观感知到的认知激情和情感激情，所以我们又做了回归分析，在控制了被试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如年龄、性别以及有无修过公共演讲课程，并控制了实验操纵的两个变量（创业计划的质量和激情表现）之后，分析感知到的激情对投资决定的影响。回归分析呈现出同样的结果：认知激情对投资决定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而情感激情对投资决定的作用不显著。很显然，这个研究结果只支持了我们的一个假设。
带着一丝困惑，我们接着开始做实地研究。福斯特商学院有一个创业创新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每年举行一次全州大学生（包括MBA学生和研究生）的创业计划书大赛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这个创业计划书大赛历时长、规模大，而且有大量的本地投资者来当裁判，参与评选最佳计划，并给予实际的开业启动资金。大赛一共分四个阶段，初选阶段（screening round），有8—10个裁判阅读所有投递上来的创业计划书（一般有几百个之多），然后从中挑选出50个左右参加第二轮的比赛，称为投资阶段（investment round）。在这个阶段，被选上的创业计划书需要做出实际的产品／服务模型（prototype）摆放出来，300个裁判会同时到达展览地点，一一观看模型，并与创业者／团队进行直接对话、提问，最后评选出16个最有希望的创业计划书。这16个团队随之进入第三轮比赛，俗称甜蜜16阶段（sweet 16）。在这个阶段，16个团队被随机分成四个大组，每一个大组四个团队、七个裁判，团队一个一个按顺序演示／演讲其创业计划书，每个团队30分钟，全部完毕之后，七个裁判集体讨论选出一个参加决赛。第四阶段就是决赛，在公共大礼堂举行，七个裁判坐在前排，其余全是听众，四个进入决赛的团队一一演讲，最后由裁判评选出几个大奖，如优胜奖（第一、二、三名）、最佳创意奖、最佳点子奖、最佳服务产品奖、最佳技术产品奖、最佳绿色技术奖，等等。每一个得奖的创业计划书都有相应的奖金，从5000到25000美元不等。从我们的研究问题出发，我们认为在甜蜜16阶段进行我们的研究最合适，因为这个阶段样本数量较多，而且每个团队都需要面对裁判演讲创业计划书，我们可以在他们分别演讲完之后立即让裁判就他们的激情表现评分，然后看他们感知到的激情是否影响了最后的投资决定。
于是，我们开始行动，因为演讲在四个房间同时举行，我们在每一个房间都需要有一个观察者在场，确保裁判评分的时间的准确性，所以就邀请了我们系的其他研究生帮忙。又因为16个团队的样本数量有限，我们决定连续做两年，增加样本数量到30个团队以上。两年之后，我们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数据。数据分析的过程倒是相对比较简单，只用最平常的回归分析就能够检验我们的假设。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对控制变量的选择动了一番脑筋，除了平常的人口学变量之外，我们还增加了裁判本身的投资经验、是否修过公共演讲课程这两个变量。最后的结果显示，与肢体语言相关的激情表现（即情感激情）对风险投资的投资决定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感知到的认知情感却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与我们前面的实验结果完全一致！
这个结果令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起码两个研究的结果一致，而且这两个研究的方法、场所背景和参与者都非常不同，说明结果的可靠性。悲的是与我们原先的假设不相符合，我们需要提出非常有力的解释才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的研究发现很有意思，而且对实践也有引申意义，因此就决定写出来投稿给AMJ，当时的主编是Duane Ireland，他本人就是研究创业的，很喜欢我们的研究，两个评审人也都非常友好积极，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所以就邀请我们修改后再投。我们当然很高兴。
虽然大部分的修改建议都很好，但是我们对其中一个并不很满意，那就是要求我们把“认知激情”修改成“认真准备”（preparedness），同时把“情感激情”叫做“激情”（passion），符合日常用语中的意思。在经过反复讨论和思想斗争之后，我们最后妥协接受了这个修改建议。对这一点，我至今有些耿耿于怀。但是覆水难收，只能留作以后借鉴了。
通过对这四篇性质不同的论文发表过程的详细描述，大家可以看到一篇论文的经历以及论文背后的作者、编辑、评委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这些年来遇到完全被“reject”的文章还不算太多。想一想大多数一流管理杂志的稿件录用率只在10%左右，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作者挨了“当头闷棍”。因此，如果你的论文被编辑要求修改再投，就应该高兴得庆贺一番。不管需要修改的过程有多么艰难，修改的道路有多么漫长，都应该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我认为，论文的选题靠的是灵感和知识积累，论文的实证靠的是扎扎实实的方法论基本功，而在论文投递出去之后，靠的就是耐心和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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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IACMR追求卓越宣言（伦理准则）
IACMR的宗旨就是追求卓越。这种承诺不仅体现在组织的工作层面和它的成员身上，还扩展至本组织对其赞助者的一贯态度。
IACMR把“卓越”作为其最高的努力和追求目标。其职责为：
1.　创造并传播中国情境下企业管理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具有严谨的学术价值，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并在追求卓越的商业实践中有用的管理知识。
2.　致力于推广发展设计严谨、善待被试、保护隐私、认真报告结果的学术研究，并且强调对引用的文献要注明出处。
3.　促进研究人员与管理实践者之间公平、公开及彼此尊重文化传统的交流。
4.　承认会员、研究管理的学生、管理的实践者和所有个体的尊严及个人价值。
5.　我们的研究和著作应能代表文化和视野的多样性，并对道德问题保持敏感。
6.　在对待我们的同行和展示研究成果时，保持客观性和公正性。
7.　坚持最高的专业标准。
8.　不断引入新会员并鼓励所有会员全情投入以保持组织和会员的新陈代谢。
研究的道德规范
IACMR会员应以准确、客观的方式和负责任的心态来展现他们的资格、能力和研究报告。IACMR会员还必须以正直、关怀和尊重的最高标准来对待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体和专业社团。
学术正直
IACMR会员有责任对研究课题进行严谨设计、执行、分析、报告和展示他们的结果。严谨的研究包括悉心设计、执行、分析和对结果的解释及数据的真实。研究的展示应该忠实于数据并反映研究结果的优点和缺点。若存在任何重要的变通假设和解释，它们应该被指出来，而那些驳斥假设的数据也应该被承认是可靠的。著作权和声誉应该在对作品有贡献的各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不论出版与否，都应指出那些从别处得来的思想和概念，以及建议和帮助。反之，则构成剽窃。
期刊提交制度
IACMR会员应该严格遵守期刊制度，禁止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依据基本相同数据和结果只能发表一篇论文，除非论文被改写成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准确地传达给不同的受众。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会员应该对打算多渠道出版的文章与相关期刊编辑进行坦诚的沟通。来源于同一研究的几个独立的报告应该让相关的期刊编辑知道，而且报告之间也应相互提及。
评审人与编辑的责任
IACMR评审人和期刊编辑者有责任以一种保密的、毫无偏见的、迅速的、建设性的和敏感性的方式来开展工作。他们有责任只根据稿件本身的学术价值进行评审。当审稿人对某论文的研究方法有严重歧义时，应将此冲突上交期刊编辑去决定是否接受评审。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评审人和编辑共同的责任。原稿内容是作者的财产。没有作者明确的允许，评审人和编辑利用原稿的思想或向第三方展示原稿是不合适的。对原稿特定有限的建议可以从有资格的同行那里获取，但应确保作者的知识产权。分享评审人的责任是不合适的。评审应由编辑指定唯一承担此项责任的人。除非得到编辑的准许，学生或其他同行不应进行评审。任何参与评审的人员都应该得到公认。建设性的评审人意味着，在进行批评和评论时，要本着彻底、合适、有感情和尊重的共同评审精神，竭尽全力提高原稿的品质。
专业交流和互动
IACMR会员有责任培养相互间有意义的交流。他们应该在组织内创造一种自由交流和建设性批评的气氛并且能够毫无保留地分享研究结果和见解。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IACMR需要依靠会员间的合作、参与和主动性。会员应该遵守宪法、法律、政策制度和规范。组织官员和会员应该履行相应的义务及职责，而不能考虑个人的私情和得失。会员应该鼓励所有合格的个人参加组织，帮助新的和有潜力的会员发展技巧、知识和对专业职责的理解。不论是属于大学、公司、政府、服务机构或其他组织，会员都有义务以一种专业的方式与其他人接触、交流。在所有的交流过程中，IACMR会员都要努力达到最高的专业行为标准。
会议参与
不管是否提交论文，我们都鼓励会员参与会议。一位作者或多位作者共同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那么这位作者或多位作者中至少一位必须出席会议并做论文报告。论文被接受是一种荣誉。只有公开，劳动成果才能被承认。同样，这也是对其他与会者的一种尊重，因为他们期望从论文讨论的问题中学到东西。会议为我们提供了相互交流思想、接触潜在的合作者以及讨论研究项目的机会；它也为大家提供了积极参与、广泛接触的场所，而不仅仅是消极地一味聆听他人做论文陈述；会议还为与会者创造了一种学术上的相互交流机会，他们对其他与会者的研究成果做出反馈，同时也能收到其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评价，而不用考虑某个人的地位和级别，因为学术交流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IACMR会员责任
通过对有道德的研究行为的承诺，IACMR为它的会员提供了持续的、有社会责任的指导。会员应该努力使其他会员提高其对社会和道德责任的认知并鼓励他们履行这些责任。会员应该使组织官员或合适的常设委员会或执行委员知道可能违反承诺精神的研究行为道德、专业标准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这种承诺的目标和期望将会通过对IACMR责任和价值不断的讨论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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